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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爲了走出黑暗，必须控诉黑暗

每年我都要阅读世界人权观察、国际大赦、记者无疆界、保护记者协会的各种报告，因为这些组织正在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不懈的努力。 作为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我当然清楚我们那块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那些被刻意美化的脓疮，被深深掩藏的丑恶。但每次读后我还是禁不住心里沉 甸甸的，我真的为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的现实人权状况感到羞耻。因为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巧辩，将中国的首要人权解释成生存权，但国际公认的 人权标准却只有一种，而这种标准正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首要尺度。
   尽管深深了解中国现实，但曾铮女士的这部《水静流深》还是宛如一把利刃，一刀刀地剜著我那颗其实早就插满无数钢针的心。作者笔下展示了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的黑暗：在中国的那些所谓「劳教所」里，正在上演著斯大林时代在苏 联集中营里上演的那些将人变成鬼的血腥故事。记述苏联集中营故事的巨著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他当年身陷集中营，亲身经历了 这段地狱般的生活，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将这些地狱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示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血淋淋场面。人类也因此要永 远感谢索尔仁尼琴，因为在那么多有相同经历的苏联作家中，只有他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的愤怒控诉化成了不朽的文字，任何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 说教从此变得苍白无力且虚伪无耻。这部书至今还在刺痛著俄国人的神经，他们至今无法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矛盾：国内政治虽然已经走出了极权政治的阴影，但却在 国际社会失去了冷战时期的世界霸主地位。但在霸主时代，苏联人民又如同古拉格群岛上的囚徒。因此之故，他们将自己的历史撕成了碎片，只收藏那些不致引起羞 耻感的历史片段。据说在俄罗斯的政治历史博物馆里，有十月革命但没有列宁；有卫国战争等苏联历史但却没有斯大林。我因此也不大佩服现在的俄国人，他们依靠 阉割历史来忘记自己的耻辱，远不如他们那些俄罗斯祖先有出息。
   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暴政其实并不逊于斯大林时代，但至今为止，除了断碎的叙述， 中国没有出现一部自己的《古拉格群岛》。而且即算是那些断碎的叙述，在国内的出版也是千难万难，经过出版者们的努力改造，将血腥味淡化了许多。曾铮女士记 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如何将一些良善人民一步一步地制造成「敌人」，并不断地扩大这一「敌人」队伍。更重要的是，这部书让读者感到中 国的劳改制度远非中共政府宣称的那样「将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除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可以解释成没有人格尊严的无耻者。任何人进了中国的监狱， 就会在这种劳改制度下，一点一点地将人所具有的尊严、羞耻心褫夺得乾乾净净。共产党当年教育下一代常用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时 代）将人变成鬼，新社会（中国共产党用这个词汇形容自己的统治时期）将鬼变成人」。但曾铮女士这本书的记述，却正好展示了中共当局如何将人变成魔鬼的过 程。记得孔夫子说过，人要「有耻且格」，意思是有廉耻心与自尊的人格，但中共政府的劳改，正好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廉耻与人格褫剥乾净。
   尽管我早就知道为了让政治犯人不能够再攻击「党与国家领导人」及「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的监狱里习惯性地用酷刑虐待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一些黑幕；知道 「文革」期间张志新狱中的悲惨经历，包括当局在枪毙她以前担心她呼喊口号，不惜割断她的喉管的血腥故事；也知道在改革启动前的1978年江西姑娘李九莲在 狱中被竹签穿著下颚与舌头那种生不如死的惨痛，知道钟海源被活杀取肾的地狱故事。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前犯人们了解过牢狱里的黑暗，但曾铮记述的那些细节还是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羞辱。这种非人类行为的残酷行径怎可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了还要迫使受害者保持沉默，那就更是加倍的耻辱。记得当年我曾阅读过 一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于中国的外国人的摄影集，这本摄影集有好几张照片拍摄的就是中国的凌迟、腰斩等酷刑。我记得那位作者曾评论：这个文明古国的酷刑高度体现了这个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与文明程度。当时我曾想过，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称我们为「东亚病夫」一直愤愤不平，但这种酷刑不正好说明中国人的灵 魂有病吗？如果不是有病，为什么会如此变态，将死刑发展成如此残酷折磨人的「艺术」并大加欣赏？整个20世纪，中国人都在为「自立于国际社会民族之林」而奋斗（或者可以谓之为「挣扎」），但中国到底在现代文明之路上前进了多少？中国政府忙于用几个现代化橱窗城市及「神舟五号」等形象工程炫耀国力与社会进步，但我认为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诸项指标中，除了这类形像工程之外，首要的指标应该是人权，并且不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而是按国际标准公认的人权。
   法轮功多年来争的其实就是一项「信仰自由」的权利，这只不过是基本人权之一而已。为了争取这一权利，不少法轮功信众付出了自由、生 命、家庭幸福等高昂的代价。在尊重信仰自由的民主国家里，法轮功信众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非暴力的和平抗争方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但 在严格控制言论的中国，在已经被中共政府长期以来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驯化的中国公众当中，法轮功的真相还远未被人所了解，因此还未能赢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记得我来美国后，有两个中国女子向我表示过她们对法轮功的憎恨。一位说她在中国城买菜时，法轮功送报纸与宣传材料给她，她拒绝接受。当我问及她们缘何憎恨 法轮功时，她们的回答竟然惊人地一致：法轮功丢了中国人的脸。就算是中国政府镇压他们，也不该将这些事情在国际社会曝光，让我们中国人跟著丢脸。我当时非 常吃惊，问她们对法轮功到底了解多少？她们答称主要是从中国的报纸与电视台电台等方面了解到的资讯，别的消息她们看得很少，也不想看。我只能劝告她们：你 们听了当局那么多宣传，为什么就不能听听法轮功讲讲他们了解的情况呢？中国古语中一句著名的话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更何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政 府一直依靠谎言与暴力来统治中国。你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问题：到底是制造黑暗的中国政府丢了中国人的脸，还是勇敢站出来揭露罪恶的法轮功学员丢了中国人的脸？这两位女子承认她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2002年11月25日，我因《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的发行，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一 位记者问我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持什么看法？我很明确地在这次会上表示：我本人不是法轮功信徒，但我坚决反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人道主义的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况且，即使从中国政府自身的法律来看，中国政府这种镇压之举也是严重违宪。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法轮功学员有权选择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做的抗争既符合中国的宪法，更应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有少数外国学者认为，如果从字面来理解，中国的宪法已经赋予了人民以足够的人权。但这些外国学者还必须看到这一现实：中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正好与宪法精神相悖，比如有关惩治法轮功的许多内部法规、610 办公室的成立，以及有关新闻的《出版管理条例》、《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保密规定》与《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几乎全部违背了宪法精神。而 现在统治中国的正好是人治加上这些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法律」。
   中国民众长期生活于政治专制的暴虐之下，在当局用以愚民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 影响下，不少人已经只会以政府是非为是非，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与其说是他们出自本心，勿宁说是出于当局的宣传效果。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必须学会宽容，学会尊 重与政府以及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会在多元化状态中生存。什么时候中国政府放弃了控制公民的思想与言论，中国人学会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学 会反对一切用强权与暴力迫使人民服从的政权，学会拥护一切允许人民批评并反对的政府，中国才可以算是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国人民才能算是「真正站起来 了」。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经过若干世纪的奋斗才争取到的一项权利。基督教传世之初，曾遭受罗马帝国血腥镇压。但后来天主教取得统治地位后， 也曾以极度专制之态度对待一切「异端思想」，直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才作为一项人权慢慢被人类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曾 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不是我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也不是我曾经做过美国的总统，而是我在维吉尼亚州树起了人类社会第一块宗教自由 的纪念碑。」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许认识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信仰自由同样重要。因此记住杰斐逊的骄傲于他们很有必要，我个人还没有成为某一宗教的信众，但我知道宗教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解宗教文化，恰好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二战」以后，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师为了让人类社会永远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树起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铭刻了这样一段话：
   「当初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曾铮女士用自己的血泪对专制暴政所做的控诉，将书破茫茫历史长空的黑暗，唤醒人们的良知。当更多真相揭露，中国人认识到，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镇压法轮功这一系列国家罪错，都不是某个国家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所犯下的错误，而是这一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本身必然的逻辑结果，中国才有可能走出黑金政治、强权统治的黑暗阴影。
   2003年10月31日写于美国东部
   （本文作者为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专家

導讀　　一名法輪功學員的生命見証
   

　一念清明的祝福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故事一－位十分令人豔羡的幸福女孩，長得甜美動人，又聰明伶俐，是北大理學研究所的高材生，卻僅只因為寫了一封信，成為北京市第一批大面積被判勞教的法輪功學員、第一批被送到專為對付法輪功而成立的「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受盡人間煉獄的折磨；她曾得過無數個第一名，包括這本書──法輪功遭受中共鎮壓以來，第一本見証一個修煉人如何被瘋狂迫害的血淚史篇．
   

   那封信只是作者寫給公婆的一封家信，她想告訴公婆，在政府不當取締法輪功之後，雖然她仍深愛她的家人，但是她認為法輪功信仰的是「真、善、忍」，一個社會如果毀滅了人們對「真、善、忍」的信仰，如何還能蘊育人格健全的子女和家庭？當她所深深信仰的宇宙大道遭受了不白之寃時，她不認為自己應該只是明哲保身、識時務為俊傑；她詞誠意切的剖析她覺得她應該有「大河有水小河滿」的胸襟，以「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大愛，盡一己的力量，讓社會變好，國家變好，然後才會有幸福快樂的家庭．
   
   這雖然只是一封家信，但是其中對宇宙真理的信仰與堅持，令人動容，讓我想起了林覺民化小愛為大愛的與妻訣別書，以及文天祥充滿浩然正氣的詩篇．這個溫婉的女子竟然可以為了堅持對「真、善、忍」的信念，為了千萬人的美好未來，大無畏的捨掉人世的眷戀．
   
   這封信也許反映了許多法輪功學員當時的心聲，所以被轉貼到網站上，而她就因此被定罪：「利用國際互聯網為法輪功鳴冤叫屈」，被判勞教一年！
   
   自由社會的讀者看到這個罪名，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鳴冤叫屈」算是什麼罪呢？即使在專制威權的古代，還可以向包青天伸冤呢．連冤屈都不能表達的社會，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我們讀過很多獨裁者迫害異己的故事：基督徒被丟入獅子籠中咬死、納粹將猶太人關在瓦氣室毒死，各朝代的暴君將人五馬分屍或凌遲至死！以當代中國來說，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將兩千萬人迫害至死、十多年前六四天安門將百名以上無辜的學生以坦克車無情的碾死…我們或許以為這些都逐漸塵封在歷史記憶之中了，現在文明社會應該不會再發生了吧！中國不是己經進入WTO，成為世界強國之一了嗎？上海的高樓櫛比鱗次，燈火輝煌，不是將在2008年承辦象徵人類和平競技的世界奧運了嗎？
   
   然而，事實不然，一個更恐怖、更殘暴、更大規模的迫害，正在中國大陸各地的拘留所、勞教所、監獄、精神病院…，舖天蓋地的展開．但是，這場迫害卻被暴政者一手遮天，權力高層脅迫所有媒體造謠污蟹ㄝ喒Γ剖箯V大的警察公安成為虐殺無辜修煉人的殘暴機器，扭曲了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化等各層面的專業和尊嚴．人們表面上看到的聽到的，盡是欺瞞世人的謊言，就像作者不到八歲的小女兒絕望的對她說：我知道媽媽是好人，可是電視裡說煉法輪功的都是壞人，我不知道應該相信誰！
   
   這個小女孩能不相這電視裡說的嗎？ 這是當時身兼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共產黨主席三大權力於一身的江澤民的指示啊．
   
   而江澤民要鎮壓法輪功，絕不是因為法輪功做了什麼壞事，恰恰相反，由於法輪功純正無私，法理平和偉大，身心健康的效果神奇驚人，從1992年傳出後，短短數年之間，煉功人迅速增加到數千萬人，中共主管氣功團體的體委會還頒發多項大獎褒揚它．
   
   而集大權於一身的江澤民，卻因此嫉恨「法輪功與黨爭群眾」，狂妄的私自決定要把這個絕無政治意圖、手無寸鐵、身心健康、道德高尚的修煉團體完全消滅！他一意孤行非法的發動了全面鎮壓，成立了一個聽命於他的蓋世太保型的610辦公室，要把法輪功學員「名譽上鬥臭、經濟上搞挎、肉體上消滅」！從此，一場波及億萬中國人的暴虐式鎮壓，不可思議的展開！
   
   法輪功學員從此不准讀法、不許聯絡、不許煉功、甚至不許思想、不許說出「法輪功」三個字；法輪功學員在一起會被抓、走在路上會被抓、在家裡會被抓、在工作會被抓、表示希望繼續煉功要抓、依法到中南海信訪辦向國家表示意見的學員，更是立刻抓起來．而作者寫了一封家信告白，被貼在網站上，就在家中睡覺時被抓，遭到比殺人越貨的惡徒更嚴重的凌虐．
   
   在勞教所中，作者親身見証了這場國家恐怖主義式的迫害：如何動員整部國家機器摧毀個人血肉之軀和人格靈魂，過程令人驚心動魄、不寒而慄、心痛嘆息．
   
   讀者一定覺得奇怪，中共抓補了幾十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底想做什麼？他們有老弱婦孺，也有作者一樣的優秀知識份子，根本沒有犯罪行為，而且都是信仰和實踐「真、善、忍」的善良老百姓，把這群人放在拘留所或勞教所中，做什麼呢？
   
   答案很荒謬，原來是要逼迫他們「轉化」，就是要他們放棄信仰法輪功、揭批法輪功、並參與鬥爭轉化其他的法輪功學員！
   
   「轉化」聽起來，似乎並不如「酷刑」那樣令人毛骨悚然，然而，讀完這本書，你就會了解，「轉化」其實就是「酷刑」，唯一不同的是，「轉化」是為「酷刑」加裝了一層碧海藍天賞心悅目的螢幕保護程式！
   
   本書最精采的故事，就是曝光了「轉化」的真正過程，國家權力機器動用了無數警察公安，經過精密的設計，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善良百姓的身體和心靈，肆意的摧殘凌虐！例如，強迫學員「低頭抱首」，一整天不許抬頭；逼迫在陽光下曝曬、雪地裡赤腳、數根電棍齊下，把人體裡外燒爛（包括臉頰、嘴裡、陰部），造成大小便失禁、不能行走；暴踢毒打至皮開肉綻、不醒人事；不准睡覺數日、甚至連續數十日；再加上各種施虐，直至肉體和精神全面崩隤！ 
   
   當一個人的肉體與精神崩潰後，「轉化」並未完成，而是才要開始．中共這一套史無前例的鎮壓酷刑，打擊的目標並不只是人類的身體，而是人類的「良知」！
   
   它要求被轉化者要「悔過」、要「揭批」、還要「幫教」．於是，被轉化者必須違背自己對良知的信仰，要把以前的自己貶抑成一個小丑或神經病，要轉變成凶殘、虛偽指責自己、痛罵別人的惡棍．簡單說，就是要從一個天使變成一個惡魔．
   這種心靈崩潰比死亡還恐怖痛苦，有些人從此變成自卑羞慚否定自己，有些人人格分裂變成施虐於他人的暴徒，有些人變成了眼神呆滯的活死人！這種改變所面臨的，是失去良知後，生命陷於絕望的虛無，比身體的痛苦更令人不堪！
   
   而作者呢？讀者一定很關心，作者曾經為堅持真、善、忍的生命信仰，幾乎捨盡一切，在歷經勞教所無數酷刑折磨後，是否也選擇「轉化」了呢？這裡就先賣個關子，請讀者親自探尋這個謎題的答案吧．
   
   不過，無論作者如何選擇，揭開這場恐怖迫害的真相，作者已讓虛偽謊言大白於世．相信讀者再看到中共媒體的「螢幕保護裝置」時，會想到幕後的邪惡迫害真相；當世人都能分辨真假之時，都能同理良善之時，這一念清明，就是作者犧牲個人一切，承擔萬千苦難，以生命所換取的最佳回報了．因為沒有這一念清明，人類絕不會再有美好的未來．這是作者對你、我的祝福，我深深珍惜，希望你也一樣．
   

張錦華

（本文作者为台大新聞所教授兼所長 一名修煉四年的法輪功學員
張清溪:用真相來克服我們內心的軟弱
   
   社會科學發明很多理論、模型，使用各種統計推論、估計方法，甚至牽扯到複雜的數學演繹，來研究人的行為。它們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發現真相。可是，很奇怪，有些真相擺在眼前，有人就是不相信，或假裝沒看見。問題是，真相不會因此而消失，而且，終有一天它會影響到你我。
   簡單地說，這本書就是一本揭露真相的書。揭露什麼真相呢？揭露當今世界上那個被無理誇大、令人迷惑、充滿陷阱、色厲內荏的中國的真相──它迫害法輪功的真相！真相又是什麼呢？有位朋友無限感慨地說：「直到看到曾錚女士的書稿，才知道人間煉獄的面貌，知道人持守信念的試煉，以及環繞與法輪功相關傳聞的真相。」就是這些了。
   作者是一位法輪功學員。她在這本書從得法前的迷茫，寫到得法的喜悅，以及更重要的，中共鎮壓法輪功以後，她只為了說出一句真心話，就飽受殘酷折磨的過程，同時也見證了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苦難。感嘆的是，在中共全面控制媒體、佈下彌天大謊栽贓造謠之下，這個沉冤目前還未能昭雪。
   人必須知道真相。漠視真相，就會縱容邪惡、姑息養奸。現在有這樣的機會把中國內部的真相揭露出來了，就讓我們面對真相，來克服我們內心的軟弱。當真相大白之際，光明就在眼前。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台灣法輪功協會會長
徐沛 :在泪水中净化心灵
    
   
   
   
   

   女人是水做的，这是贾宝玉的观点，从初识“红楼梦”起，我对此的体会便与日俱增。 
   林黛玉不是我之所爱，但我却和她一样爱流泪。黛玉从见到宝玉起就总因他落泪是为了 
   偿还前生当绛珠草时从宝玉，这位昔日的神瑛侍者那儿所得的灌溉之情。而我流泪的因 
   缘至今不明。小时候，一有机会我就嚎啕大哭。上初中后，哭声震天的时候少了，默默 
   落泪的时候则越来越多，一场电影，一本书，一句话，一只鸟，都可能让我潸然泪下。 
   
   
   泪如泉涌则是在目睹六四的血腥画面之时。自此我的创作源泉除了泪水外还加上了鲜 
   血。十四年下来，我流了不少泪，也写了不少字。 
   
   读曾铮的《静水流深——一名法轮功学员的生命见证》时，我的泪水更是止不住的流。如果六四时的眼泪平息了我心中的怒火，那么曾铮则让我在泪水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曾铮和我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年呱呱坠地的四川妹子， 
   我猜测我们的前生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打死的“右派”，总之，我们都曾是 
   求知欲强，好奇心大的“三好学生”，我们都曾听“党”的话，鹦鹉学舌，把孔圣人当 
   大草包深揭猛批。好在我们都是中共六四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目击者,曾铮当时就读北 
   大，我则正因为留学德国，才得以了解六四真相。否则,或许我至今还象生活在大陆的 
   老百姓一样被蒙在鼓里，以为“党又为民除了害”。 
   
   如果说六四前我们都是中共愚民的话，那这以后我们都开始觉醒，我开始反共尊孔信佛 
   求道，并踏上了德国诗坛。曾铮虽是共产党员，但也不再相信中共的鬼话。曾铮攻下的 
   是北大的理科硕士，我则是文科博士，但我们并不知足，仍在求索人生的真谛，并最终 
   成了法轮功修炼者。也因此流亡澳洲的她和流亡德国的我在互联网上走到了一起。我们 
   同性，同龄，同乡，同修。现在又成了同行。
   曾铮用自己的血泪写出的不仅仅是她亲身经历的迫害。她提供的是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见证。中共对“真善忍”的修炼人的残酷迫害让我一再联想到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其惨无人道可谓超过了我这个诗人的想象力。我的泪眼看着曾铮，这位柔和温顺的白领丽人没有在暴力和淫威中倒下去，因为她象我一样自信，信神，坚信“真善忍”是佛法大道。 
   
   我2002年才在德国开始修炼法轮佛法，而曾铮则经历了佛法以气功形式在大陆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被中共打成邪教后受到的迫害。但我和曾铮的心愿相同，就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我们的心得体会了解法轮功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曾铮通过修炼法轮功治愈了不治之症，我则满足了追随李白等古诗人的求道心。法轮功是千载难逢的佛法大道，我们真心希望读者愿用心去体悟它的神奇，象我们一样身康体健,神清气爽。
   
   （本文作者为德国文学博士 流亡诗人作家
自序——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小学开始我就很怕写作文，进大学后学的是理科，曾欢呼雀跃再也不用写作文。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萌发写一本书的念头。
   但生活的变迁常出人意料。大学毕业12年之后，我因「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而被判处一年劳教，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的生活条件恶劣得难以想象。为了生存，我们发明和发现许多生活小窍门，大家笑说要写一本关于「调遣处生活小窍门」的书，拿到北京各拘留所去卖，一定畅销。从「调遣处」移监劳教所后，有时也说要写书，但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第一次认真想写书是2000年10月，那时我的劳教期已过了一半。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残酷和黑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承受力。我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将这一切揭露出去。从那以后，我时时在心里写这本书。

   
    有人曾建议，这本书从我第一次被抓开始写，因为被抓是一个非正常事件，从这里开始写容易吸引人。我仔细地考虑过，发现不可行。因为这是一个与修炼法轮功有关的故事。修炼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没有前面的思想和修炼基础，我绝对做不到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能够不畏生死，冒着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的危险，去捍卫我所认定的真理。
   我很「幸运」，是北京市第一批因法轮功问题而被大面积判劳教的人，又是第一批送到专为对付法轮功而成立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目睹了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二百人扩展到近一千人的过程，目睹了因法轮功学员的大量到来，而给劳教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目睹了法轮功问题给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带来的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影响。
   围绕着法轮功所发生的事，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有句老话「静水流深」。我知道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写这本书仿佛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2001年春节期间，电视突然播放了几个「法轮功」人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场面。当时我还在劳教所，除了官方的电视，没有任何外界信息。面对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镜头，我欲哭无泪。不管这件事有怎样复杂的背景，它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无异是雪上加霜，它一定会使人们对法轮功产生更大的误会。
   由于官方媒体的造谣和陷害，有的修炼人背离了他们的信仰，有的人在无知地助纣为虐，还有更多无辜的人被欺世的谎言蒙蔽。我为这些生命的未来深切担忧。我一方面想告诉世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心态，他们会不会在压力面前选择自焚这样的方式来「护法」等；一方面想与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不懈，使这场残酷的镇压早日结束，救度更多的生命。这时我又觉得，写这本书同时也是现实赋予我的使命。
   2001年4月解除劳教后，为躲避警察的追杀，我离开北京，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家乡四川。我才知道妹妹也因法轮功问题流落在外好几个月。她尚不满一岁半的女儿，刚开始牙牙学语。我和母亲一起去看她，她绕过熟识的外婆，以踉跄的脚步扑入我怀中，不管别人怎么让她喊我「大姨」，她却执拗地反复喊我「妈妈」。她的表情是那么欢快，声音是那么稚嫩。
   我怀抱着这个小小的生命，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表。
   我的丈夫是个坚强和优秀的人，从来没为我被劳教的事而埋怨过；我八岁的女儿两次到劳教所来看我，也没掉过一滴泪。我对破碎的家庭没有具体的概念，因为我没见过我不在家时我的家是什么样子。而此时此刻，当妹妹的孩子在我怀中顽固地一声声叫我「妈妈」，妹夫在一旁低头不语但心里一定在滴血时，一个破碎家庭的痛楚和哀伤，是那么真切地展现在我眼前。我的心也跟着一起泣血。
   我也去探望许多因我和妹妹而受到不同程度牵连的亲戚。这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多少世代以来都没跟警察打过交道，现在却动不动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搜查「逃犯」。他们一直在担惊受怕和为我们焦虑的双重煎熬中度日。
   还有我们的许多朋友….
   后来我从网上得知，因法轮功问题而被迫害至死的已有数百人，被劳教的有数万人；至于被判刑、被拘留、被强行拉去参加「转化班」、被派出所看管而事实上失去人身自由的、流离失所的、被无端开除而失去生计来源的，这样的人更不可胜数。因种种原因被牵连的人何止千万！……
   我这一本书，也是为这些成亿上万的人写的。我愿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来关注今天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都向这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伸出援助的双手，救他们，也救自己。为此，我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走笔至此，我已泪流满面辞不达意。我想起「泣血顿首」这个词。我想向所有读这本书的人「泣血顿首」，用我全部的力量，用我全部的生命，捧出我的书，捧出我的心，捧出我用生命证悟的一切。
   因为不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人类浩劫，什么时候才会终止；所以书中提到的人名大部分是化名；但所有的事情都绝对、绝对地真实。
    
   曾铮
   2001年5月24日于中国大陆

第1部 隔世为人 

                          楔 子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也就是196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父亲就读「文革」前政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绵阳市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书，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发配到偏远的绵竹县汉旺镇。我跟着父亲到了这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
   八十年代初，国家重建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父亲重新调回绵阳市，在新成立的市司法局工作。我跟随父亲到了绵阳市南山中学读高中。

   1984年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三年级时成为全班第一个中共党员，1988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免试录取为本校研究生。
   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转调投资顾问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工作。
   我和我先生是在北大武术队认识的。在茫茫人海中，我们互相一眼就看中了对方，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1988年我还是研究生时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生活可说幸福美满，朋友们都非常羡慕我们，直到1992年。
   那年我分娩时因医疗事故两次大出血，险些跨进鬼门关。两次输血又使我感染医学上尚无法治愈的C型肝炎。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和住院生涯。我吃过各种药，打过昂贵的干扰素，练过气功，都没怎么管用。95年做超音波检查时，医生看出我已有早期肝硬化的迹象。
   产后四年我都不能上班，身体虚弱得风一吹就会倒，直到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健康，心灵，世界观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第一章 信仰的迷雾
   

典型「五分加绵羊」
   
   我是一个典型「文革」时所批判的那种「五分加绵羊」，也就是学习成绩五分满分，又像绵羊一样乖巧听话。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及「造反有理」的年代，「五分加绵羊」等于落伍与不「革命」的代名词。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小工厂里，我们一家几乎是唯一的「臭老九」，不大能与其他「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避免是非，母亲不鼓励我与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看我所能搞到的课外书。为了看书，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看、盛夏的夜晚躲在密不透风的蚊帐里看、上体育课装病留在教室里看、用竹竿将父亲放得很高的书捅下来看、上课时从课桌的裂缝里偷看、从伙食费里省下钱来租书看……。那个年代可看的书并不多，用「饥不择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看书是我那时期最大的快乐。

   虽然看了很多书，但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思想都非常单纯，除了想着好好学习，以后当个科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进入北京大学这所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无疑是我生活和思想的新起点。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前卫，是北大最大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我的自我意识自然而然地觉醒了，一如许多北大人，我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长大又变小
   
   千古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让我如鱼得水，记得我几乎涉猎了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中、西方的哲学门派：卢梭、叔本华、尼采、康德、黑格尔、萨特 、弗洛伊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犬儒主义……每一个门派都剧烈地冲击着我，这些哲学大师将我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似乎明白了好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冲击淡去，我又觉得自己还是一样迷茫，对于「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还是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变小，永远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这句话，是我大学毕业时写在同学留言本里的赠言，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对人生的感觉。
   

中国气功热
   
   成为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是我少年时期的理想。进入大学，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后，我开始思考：从爱因斯坦以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的飞跃；现今许多进步，都只是技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在新的世纪，科学如果能有什么进展，应该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表面上人类虽然可以上天入地，但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我相信正因这种了解太少，才留给我们发展的空间。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北大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和他的同事侯教授，从1979年中国出现耳朵认字的第一例，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陈守良教授1979年8月提出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2卷11期、12期。
   他们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潜心研究十几年，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钻研相关古籍，并合开了一门全校共同选修课「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间选修了这门课。两位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谈到气功界出现弄虚作假的败类，败坏气功的名声，在讲台上气得发抖的样子。
   我与同学一起参与过许多设计得非常严密的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在某个年龄还很容易被诱发。两位教授在北大附小四年级做过诱发手心识字功能的实验，结果60％以上的小学生都能被诱发出这种功能。他们还做过思维传感、意念致动、遥视、催眠等许多其他的实验。
   大量的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但在理论上，两位教授却无重大突破，上课讲授的主要是古藉中的记载。我记得他们老实对我们说，现在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提出人体特异功能为何存在的理论，所以一直致力搜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期望为后人继续研究铺路。在科学上，这个阶段称做「唯象阶段」，即只搜集资料，不做解释。
   后来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学练了好几种气功。每一种都很投入，每天都做笔记，记录练功体验。我想学习两位教授，积累一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经历让我相信人体的奇妙，更加确信科学的下一次突破，一定是从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我也体认现有的科学理论，离真正透彻、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还太遥远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我开始思考科学的社会作用。我认为，人类不应该为了发展科学而发展科学，科学的发展应该是服务人类，为人类谋求更大的幸福。诚然，今天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人类正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陶渊明能写出「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唱什么呢？「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古人在文学、音乐、美术作品中流露出的闲适、安宁、和谐、优雅和美好，今人不再拥有；今天人们内心充满了焦虑、不安以及对于未来和世界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地紧张，飞速发展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拚命往前赶，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受到强烈的冲击，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平衡还来不及建立，就有新的问题出现……
   科学的发展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相对应的幸福呢？幸福应是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而不是人拥有了多少物质或技术。如果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我们还要科学干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科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术数死胡同
   
   我第一次接触的佛家著作，是用毛笔正楷手书的《金刚经》。当时借这本书是为了练字。当我一遍遍地临摹这本经书时，「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些话像一团云雾在我的脑里飘来荡去，我试图去抓住这团云雾背后的东西，却总是差那么一点。
   后来我又试图徜徉道家的世界，仔细阅读《道德经》等著作，老子、庄子那绝无仅有的东方智慧和圆熟，让我叹为观止。再后来，从上研究生起，我又对《周易》起了兴趣，买了许多参考书，煞有介事地钻研。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我分娩之前。
   怀孕期间我一共起过三次卦，来预卜自己的分娩是否顺利。三次卦象都很凶险，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更没想过要怎样去回避，因为那时我怀着半研究半游戏的心情，还不明白应不应该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人的命运是不是出生时就已注定的？这些问题都很大，牵涉到整个宇宙观的问题，我暂时还做不了决定。
   后来我分娩时真的出了事，差点命丧黄泉。这时我内心充满了对命运之神的惊怖和臣服，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一切确有定数。如果人的命运真的存在某种必然性，我们还能不能改变它呢？
   困惑之际，我遇到了台湾道教协会理事长。他建议我研究奇门遁甲。我买了很多书照着演练，但很快就颓然而废了。在术数的迷宫钻了好几年后，我对这种繁琐和冗杂，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
   我很早就想过：整个宇宙有规律地运行着，大至星系，小至微观粒子，都有自身的运动轨迹，连烂泥巴我们都能写出它的分子式来，为什么独独就人的这个层次显得那么杂乱无章呢？
   我相信宇宙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和谐与稳定，一定是因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在遵循着某种共同规律，也就是说，宇宙中应该存在着一个终极真理，而这个真理应该是简单的。
   正如释迦牟尼在苦修六年后，突然发现苦修不是道而决定放弃一样，我也认为想透过术数来认识宇宙的真理是徒劳的，也不是道，所以我也放弃了。我对于宇宙真理的探寻和人生的思考停滞不前，每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不再想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我的世界观渐向佛家靠拢。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宇宙的真理一定是在这里。但那团「迷雾」的后面是什么？不得而知
第二章 《转法轮》悟天机



瞎子开眼
   1997年7月2日，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那年7月1日中国收回对香港的主权，全国破例放一天假，2号才上班。一上班，一位同事就把一套书往我桌上放，说「《转法轮》！」原来是妹妹从四川老家寄来给我的。几天前我给她打电话，她告诉我她开始炼法轮功了。我听「法轮功」有点耳熟，好象曾在书摊看过这种书，又似乎有人向我推荐过，但我都没往心里去。妹妹说要寄一套法轮功的书给我看，我没有反对，因为我对气功有过一段喜好，事实上为了健身也一直还在练着一种气功。
   邮件的包装有些破损，我打开一看，共有四本书：《转法轮》、《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和《法轮大法义解》。我按照妹妹的建议先打开《转法轮》。
   这时我的心情就像《转法轮》中讲的那种学了很多种气功，结业证拿了一摞子，自以为对气功没什么不知道的那种人一样，心想我倒要看看这本书又说点什么。看到第一页「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时，还淡淡地想：这个人口气还不小呢。我有心无肠地看着，看到第四页讲到人的生命的来源时，突然一下子就被书中的内容抓住了。
   接下来两个星期里，我一口气将这四本书读了两遍，那种迫不及待甚至让我顾不得停下来惊叹一声：「天哪！原来是这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四本书带给我的冲击超过了在此之前所有其他的书带给我的冲击的总和。我像一个多年的瞎子突然开了眼，又似乎是有一层窗户纸一下子被捅破了，窗外无穷无尽的天机蜂拥而至，几乎撑破了我的脑袋。那么多年苦苦思索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全部都找到了答案；原来所有不懂的事情，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以前困扰过两位北大教授的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的机理问题，包括天目、遥视、意念致动、思维传感、气功治病的机理等，以及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在探讨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原来神秘不解，《转法轮》都阐述得清清楚楚。还有以前我弄不懂为什么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坐上七七四十九天就能「大彻大悟」，如果我也去坐上四十九天能不能也大彻大悟呢？「大彻大悟」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是释迦独有的呢，还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通过某种方法也能达到？道家所说的「识神死、元神生」是指什么？人到底有没有前生和来世？人类能不能战胜疾病、衰老、愚昧和死亡？宇宙有没有终极真理？终极真理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全都找到了。
   不仅如此，我突然发现自己能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和俯瞰整个人类和人类的历史，包括人类文明的历史、宗教的历史、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等。以宗教为例，在此之前，我跟许多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教育的人一样，认为神是人造的，是人在科学不够发达的时想象出来的精神偶像和寄托，而宗教不过是这种群体意识活动的强化，进一步发展为统治阶级愚弄和麻醉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现在我才明白：「其实宗教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真正使那些不错的能修炼上去的人得道；再一个就是能够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都是宗教要做的两件事。」（《转法轮（卷二）》）
   再比如，当我试图从术数的迷宫找到一条改变人生道路的出口时，那么多的变量令我无所适从；而现在，一切变得如此简单和清晰：多行善、少作恶，多积德、少造业，就什么都有了。
   最重大的发现在于，我终于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转法轮》说:「我们看人的生命，不是在常人社会中产生的。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所以人拥有生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当人，而是在人的这个迷的空间中，通过修炼返回人的先天本性和先天来源的地方。《转法轮》整本书，讲的都是如何修炼的道理。
   短短几天内，整个世界在我眼里全部变了样。我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我不但相信宇宙存在着佛、道、神这样的高级生命，更体认我们每个人只要想修炼，就都能达到佛、道、神那样的境界，以更加美好、更加永恒的方式存在。
   这个过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不过是不断去掉自己不够好的思想和执著，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不断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做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转法轮》）。
   我终于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多少年寻寻觅觅的东西，原来全都在这里！
   当我第一次合上这四本书，两眼木然盯着眼前计算机屏幕上起起伏伏的股市行情时，我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我本能地感到，虽然我已知道「天上」的事，但我在「地上」这个泥潭待得太久了，如果我不立刻将这四本书再看一遍，说不定又被拉下水了。
   我一秒钟也没敢停留，再次将《转法轮》打开一口气读完合上最后一页时，我的心终于安定，不再有危机感。我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我确知我是来干什么的了，我是来修炼的，而且我确信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拉下水。

修真善忍去执著
   合上书，我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妹妹，问她北京哪里可以找人学炼法轮功。她说各大公园都有炼功点义务教功，让我自己去找。
   我找到天坛公园的炼功点，教功果然是免费的，五套动作也不是太难，四套动功，除了第二套站桩是根据自己能站多久就站多久，其余三套各用十分钟就可做完。另外一套静功就是打坐，也是看自己能坐多长就坐多长。炼功没有什么方位和时间的要求，何时何地都可以炼，不一定要去炼功点。有时间多炼，没时间少炼，自己掌握。我在炼功点上跟着其他人比划了一个星期，就全会了。
   动作对我而言，只是修炼法轮功的一小部分。《转法轮》说只练动作不修心性的人不算真正修炼人，也就是在思想境界上对自己的要求更重要。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彻底改变，拥有全新的生活目标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己的要求和生活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说起来似乎很玄，做起来却很具体。
   比如炼功后没几天，有一天先生煮好面条，我帮他捞面不小心洒了一地，他揶揄：「怎么那么笨！」话音刚落，他立刻紧张地看着我，以为自己又闯祸了。
   前面我曾谈到，产后因医疗事故，我的身体糟得一塌糊涂。疾病毁了我的身体，也毁了我的事业，更毁了我的生活和心情。
   我住院很久，天天扎点滴扎得手背满是针眼，像筛子一样，血管全变形，都找不到地方下针了；医学上对付C型肝炎的最后一招――打干扰素――也用完了，病毒还是阳性，医生也不再坚持让我住院。
   出院后先生陪我回单位报销药费。从同事那里，我得知跟我一起分到单位的那几名研究生要么已被提拔为局级干部、当了代理市长，要么出国、分上房子、评上职称了；只有我，这一病什么都耽误了，除了每月领一点基本生活费，什么都没我的份。
   回家的路上，我闷声不响呆坐车上。先生看我情绪不好，一边开车一边安慰我，你看街上的花多漂亮，为什么不开心点？
   我将头扭向窗外，眼泪却夺眶而出。想起人们都将女人比作鲜花，而我这朵「鲜花」呢？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雕谢了。从小到大，我什么事落在别人后面过？现在回来报销一点药费都得看人脸色，成了人见人嫌的累赘！
   有一天，我告诉先生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单位领工资，先生顺口说：「那你别吃饭了。」
   我岂不知他是开玩笑？但我立即掩面悲泣。与其说他的话刺激了我自伤自怜和争强好胜的两颗心，不如说我是为未来的无望而哭。
   为了治病，我看了很多医书和医学杂志，「自学」没让我「成材」，反倒让我觉得自己已被判了死刑，只不过是缓刑十年八年：文献上说，C型肝炎这种病毒刚被发现，目前连从血液中分离、提取都做不到，遑论研制直接抑制它的新药；且C型肝炎还有个特点，比别的类型更容易转为肝硬化、肝癌。
   我哭了好几天，先生好不容易才将我「哄」转过来。从那以后，他变得非常小心，唯恐一句话说不好再惹我生气。但我的心情总是很坏，所以他是常常戒惧恐惧，因而这时说了一句「怎么那么笨！」，才会紧张地担心会不会又招来好几天都散不了的阴云。
   我的第一反应确实是想将手里的碗扔下就走。但不到一秒我便想起自己已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炼功人要做到「真、善、忍」，当然就不能发脾气；不但不能发脾气，还要无条件对别人好，要心胸豁达――再说他本来就没有恶意。
   虽然有些困难，但我还是对他笑说：「谁让你找了个笨老婆」，然后我不动声色将洒出来的面条收拾好。先生在一旁像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暗暗称奇。
   《转法轮》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炼后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许多以前看似简单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以前岂不想对先生好些？可是每当我向他发脾气、使性子时，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只能发完脾气再去恨自己，陷入恶性循环。

脱胎换骨
    
   我还记得炼功后不久，赶上公司申请第一批中国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投资顾问公司资格，要报五个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名单上去。批下来的话对公司对这五个人都是很大的荣誉——「中国首批」啊。顶着这头衔在这行准够吃一辈子。公司领导通知准备报我上去。
   我按时准备申报资料。多日后突然听同事说，五人早已报上去了，不但根本没有我，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为什么把我取消都没有通知一声。
   若是以前，我不知该多么不平衡，就算不去找公司领导理论，也一定要憋很久的气。可是这时《转法轮》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是你的东西丢不掉，不是你的东西争不来；炼功人求的是心性的提高，是怎样把不好的执著心去掉，而不是世间的「名」与「利」。
   想到这里，我很快平静下来，照样兢兢业业工作，不再挂怀。先生很快就发现我真的变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我的性格和心境的确判若两人。我的情绪不再大起大落，看世界的眼光也不再悲观，更关键的是我获得从未有过的开朗和大度，不但没有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烦恼」，还能在先生烦恼时开导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先生告诉别人，世界上的书多得看不过来，但真能改变人的却很少。《转法轮》这本书改变了我妻子。了不起，就算只改变她一个人，也是了不起！
   修炼另一个副产品，是我的身体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炼功后一个多月，单位为职工做年度体检，检查结果，我的各项血液指标完全正常，四年多都治不好的肝炎就那么不翼而飞了！
   这项本来足以让我欣喜若狂的结果当时却没有令我激动，因为这早在我意料之中，我知道修炼第一个效果就是祛病健身。与我思想和心境上的收获比起来，身体上的变化反倒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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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女儿发烧我带她去医院打针，看到医院形形色色的病人，一个个痛苦不堪，自己却能挥别那种痛苦时，突然懂得什么是基督教所说的「感恩」。要知道，我以前可是这里的常客啊，今后我却永远告别医院！病得死去活来的日子，像上辈子一样遥不可及，让我真切而恍惚地感觉，我已是隔世为人。

一院奇花
   修炼如此具体而抽象，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然而我的内心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宁，也体会什么是佛家所说的「大无畏」、「大自在」。我想「大无畏」就是明白真理后的智慧所带来的勇气和理性，而「大自在」则是抛弃不正确的追求、执著和自私自利、患得患失之心后所获得的轻松和美妙。
   我慢慢汇入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一起修炼的人。我们互相之间有称「功友」的，有称「同修」的，也有就「张大妈」、「王大姐」互称名字的。我去的那个天坛公园的炼功点大约有六七十人，天天早上公园门一开我们就进去，也没多余的话，走到炼功的地方打开录音机就开始炼。时间多的一直炼完五套功法才回家，时间少的也有炼一半就走的，一切自便。
   我到炼功点炼功不久，辅导员，也就是自愿出来张罗炼功点的人，介绍我参加一个「学法小组」。所谓「学法小组」就是住得靠近的人凑在一起，每星期聚到某人家里一次，一起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并讨论修炼心得。
   我只去了「学法小组」一次，便没再去过了，主要是晚上要陪孩子写作业，时间安排不开。但炼功我尽量争取到公园去，虽然其实也没时间跟其他人讲话，但心里明白彼此都是修炼人，都是信仰「真、善、忍」，都在力图以无私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觉得毋须赘言，大家都是一家人。在社会其他地方需要担心或防范的事情，这里都不会有。大家都在「修心性」、「去执著」，也就是在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去掉思想中不好的东西，在一起交流也都是如何提高自己和对于修炼的新认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的社会和时代，这里仿佛一片真正的净土。
   除了炼功，我唯一参与的是周末的「弘法活动」，也就是到还没有炼功点的地方集体炼功，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那时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有时是偏远郊区，骑车要一两个小时，有时就在附近。不管刮风下雪还是酷暑高温，只要说好了，我们就一定会去。
   有一个周末，我们去了邻近天坛公园的方庄小区购物中心。据辅导员说那天只通知天坛公园那一片的炼功点，可是来的人将购物中心前的一个足球场都占满了，至少好几千人齐刷刷地炼功，足球场四周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旌旗随风飘扬，围观的、询问的、现场学功的，场面蜂拥颇为壮观。
   到了1998年夏天，由于工作业务的关系，我需要不停变换上班地点，除了周末不能每天去天坛公园炼功。我打点了一个大包，装上打坐用的坐垫、录音机、炼功穿的便装，每天早上六点以前就坐上头班公共汽车来到工作地点附近，找个稍微僻静的地方炼功，炼完功再随便吃点东西上班。
   很快我便发现，不管上班地点换到哪里，我总能在附近找到法轮功的炼功点，有时候有好几个，我还可以在几个时间不同的炼功点中挑选适合自己的。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大「坛」公园，分别位于北京城的南、北、东、西四个方位，我在其中的三个「坛」都炼过。再后来我发现当我乘坐头班公共汽车驶过安静的大街，不论是路边的街心公园，还是大商场门口的空地，抑或稍微宽敞的人行大道，都有或多或少的一群人在炼法轮功，有时几乎隔不了一百米就有一群人在炼。1999年春节我回四川老家过年，发现家乡的情况也是如此。
   柔和的音乐、舒缓的动作、鲜艳的法轮大法旗帜、风雨无阻的炼功人安详的表情……，这一切构成中国大地清晨的一道亮丽风景。身佩法轮功徽章的法轮功学员像是「一院奇花」，开遍了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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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大招风
   我并不知道，在我所看到的法轮功世界之外，还有许多我没有看到和不知道的事悄然发生。比如，我不知道《转法轮》曾获选十大畅销书 ，也不知中国新闻出版署在同年便发通知禁止《转法轮》发行。我只知道市面上的法轮功书籍从来没断过，可能是因法轮功的书籍畅销，削尖了脑袋的盗版书商不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吧。那个禁令好象既没人知道，也没人执行。
   每当有新的法轮功书籍出版，卖书的摊贩马上就会进货，跟得特别快。小书摊对法轮功一共已经出了多少本书了如指掌。我那时常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小书摊买书，只要对书摊老板说「来一套法轮功的书」，他保证会给我打点好一整套，一本都不少。别人书摊逛半天，可能一本都没买，只有买法轮功书的人，一套一套地拎走，所以那时书摊都特别愿意销法轮功的书。
   树大招风。中国大陆从80年代起出现气功热以来，各种名目的气功有如雨后春笋，最多时有好几千种。到了90年代以后，许多气功又同样迅速地销声匿迹了。法轮功作为气功的一种，在1992年传出，除了在92、93两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引起广大回响外，表面看来与其他气功差不多，参加北京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仅200多人，到94年底李洪志先生在广州开办54期学习班的最后一期，总共只有几万人次参加过这种面授课程。那时法轮功也没在任何媒体做过广告或宣传，不过是学了功的、亲身体验炼功效果的人热心向家人朋友、同事乡亲推荐，就这么人传人、心传心，在短短几年，学炼法轮功的便扩展至七千万到一亿人。
   在中国这样一党专制、党要牢牢控制一切的社会，这样庞大一个群体岂能不引起当权者注意？作为一个非民主选举而上台的政党，当权者什么都不怕，就怕宝座不稳。这么多人在炼同一种功，他们要干什么？
   还有，学法轮功的人因受益很大，每当提到法轮功或「师父」李洪志先生，言谈总是无限敬仰和感激。
   后来当局镇压法轮功，皆谓法轮功要和党「争夺群众」。是独裁者的妒嫉之心才引发这场空前的灾难吗？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却很可能是真的。
   国外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反右」、「大跃进」、「文革」呢？事过境迁，连中国的老百姓都觉得荒唐；可是它们当时就是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轮功作为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在一片人民从来没有真正思想自由的土地上迅速崛起，不可避免要引发专制者的恐惧。虽然法轮功只是一种个人信仰和自我修炼，无任何政治诉求，但处于恐惧中的专制者却会给自己树立假想的敌人，而将「敌人」打倒的唯一办法就是「斗争」。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崇尚暴力，上个世纪人类三项死亡人数最高的事件，共产主义首当其冲，超过纳粹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在共产主义国家遭屠杀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8450万，两倍于二战死亡总数；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又高居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之首。据国际社会和中国问题专家调查，最保守估计是2000万人，最高达8000万之巨。
   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各式各样的运动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表面看来好象经济上开放自由，事实上专制本质并无改变，某些方面甚至还在加强，江泽民一人同时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就是第一次出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能随时随意调用一切国家资源的独裁者，不会认为有什么压制不下去的。「六四」事件时，北京游行抗议最多时一天一百万人，但坦克一进城、机关枪一扫射，几天内大街便恢复了「秩序」。包括所有曾强烈谴责镇压的西方国家，过了没多久也照样跟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从1996年官方媒体《光明日报》攻击法轮功开始，一股暗流就已涌动。1997年起，公安部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许多公安人员乔装学员打入法轮功内部，一边跟着练功，一边明查暗访。
   然而全国调查所搜集到的情报都是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除了炼功很投入、向别人介绍法轮功很热心、遇到事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内找」、「修心性」、「重德」以外，没有任何劣迹和问题。
   不仅如此，许多打入法轮功内部的公安人员，一来二去还变成法轮功修炼者。一个典型的故事发生在一次法轮功学员的心得交流会。那天有一个曾吸毒，浑身都是恶习，堪称地方一霸的学员上台发言。炼功后他戒掉毒品，洗心革面。当他到那些以前被他骗过、抢过的人家去还欠债时，刚开始人家都吓一跳，以为他又来找麻烦。他的发言刚结束，台下一人就一个箭步窜上台，将手里的录音机举得老高，激动地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公安局派来「卧底」的！我不知道法轮功这么好！我抓吸毒的抓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吸上了毒能戒掉的！法轮功太神了！我再也不干这缺德事儿了！我也要学法轮功！说完，他取出录音带当众砸掉了。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这样更加大某些人的恐慌。就像一首诗描述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阴暗的灵魂不能理解高尚的心灵和行为，也不相信世上真有人活得坦坦荡荡。1998年公安部发布通知调查法轮功，许多省市都有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个人财产等事件，已经为日后的镇压做了预演。
   不过，那时我专注自我修炼，不断折服于修炼的体悟，对外在环境几乎不曾关心，也不知表面看不到的一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年北京电视台事件发生。

北京电视台事件
   1998年夏一个星期六，我到公园炼功，听说前些天北京电视台播出一个不实报导，诬蔑诽谤法轮功，炼功点上有些功友准备第二天去电视台反映法轮功的实情。我也约了第二天一起去。
   回家后，我心里却有些不安。我想，「六四」就要到了，正是政治敏感期，李洪志老师反复强调修炼者不参与政治，而且当谈到为什么不跟大家见面，也流露不愿意有大规模群众聚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我越想越觉得不该去，就作罢了。
   但我们炼功点上有好几个人去，再加上别的炼功点、一些河北省来的，前前后后共有好几百人。电视台的领导接待其中一些学员，听他们讲述修炼的真实故事，感受这些人并无恶意，不过是想帮助电视台改正错误的报导，以免伤害法轮功和电视台自身声誉。电视台的领导了解后公开为不实报导致歉，并惩处报导的记者，这件事在当时算是不错的结果。
   接着，我不觉得外部的形势与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是照常炼功，直到1999年的「4．25」。

4．25和平请愿
   1999年4月24日，刚好又是星期六，一位功友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天津的事，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了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攻击法轮功。何在文中引用已被证实是不实的案例，他说练法轮功会得精神病，他本人已得到9起跳楼自杀造成8死1伤的报告。他还暗示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使中国毁灭，「其毒害青少年的程度」比起「以理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完这篇文章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练法轮功很危险，会导致「走火入魔」、得精神病，甚至跳楼自杀。
   事实上，从1979年中国第一次发表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导后，学术界对特异功能是否存在及应否研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赞成派以曾主持制造及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代表，反对派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为代表，两派互有消长。
   这种现象照理是正常的，甚至有助科学的研究发展。然而由于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涉及马列主义称为「迷信」、「封建」和「唯心」的东西，所以学术的争论很快便成为政治问题，惊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批示。在中央高层和科学界大老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并存之下，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2年6月，也就是法轮功问世前十年，发布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报导的「三不政策」，即 「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
   所以，何祚庥那篇文章在天津市教育学院的杂志《青少年博览》发表后，天津法轮功学员觉得它诋毁法轮功名誉，造成很坏的影响，同时也违反中央的「三不政策」，因此有责任去匡正视听。他们找到天津市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希望表达这种意思，并反应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但前往陈情的法轮功学员却遭到防暴警察的伏击、驱逐和殴打，有学员当场被打得流血、受伤，还有45名学员被捕。有更多的学员要求放人，天津市政府说，这件事公安部已经插手，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去北京找中央。
   打电话给我的功友说，他与另一功友决定明天去国务院信访办 上访，问我去不去。我说想先看何祚麻那篇文章再做决定。
   读了何祚庥的文章我非常吃惊，不敢相信这样的文章是出于一个中科院院士之手。何祚庥说，气功为何能让人得神经病，科学尚不得而知，但气功能导致人得神经病确定无疑。这种说法不但犯了科学的错误，连逻辑都说不通。
   从逻辑上说，如果所有人一练气功就得神经病，那么练气功是得神经病的充分条件；如果所有得神经病的人必得要练气功才能得神经病，那么练气功是得神经病的必要条件。而实际的情况呢？有那么多练气功的人没得神经病；精神病院也没几个人是练气功的。所以练气功既不是得神经病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当然就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了。练气功和得神经病之间毫无因果关系，这点道理还用讲吗？
   我立刻决定明天也去信访办。

神创的奇迹
   25日早上六点多，我和两位功友来到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中南海外的府右街。街上的执勤警察告诉我们，信访办八点才上班，让我们等一等。为了不影响交通，我们退到周围的小胡同，各自找地方坐下静静等待，很多人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进小胡同。
   我预料会有别的功友也来，但没想到会来这么多。没有一人大声说话，个个神色庄严肃穆。
   我坐在小胡同一户人家门口台阶上，看着这些人从我面前一个一个走过，突然莫名泪下。我说不清原因，只模糊地感到我是被他们感动，我为他们骄傲。
   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有人是写了遗书出来的。以共产党的残暴，十年前「六四」大屠杀的枪声仿佛还响在耳边，这样大规模的集体请愿，会有什么后果，谁也不知道。那天我身边一位四十多岁非常文静的中年妇女微笑着说，如果今天警察说谁敢站出来维护法轮功就枪毙谁，那我第一个就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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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已久的阴谋
   1999年7月20日，在这个看起来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的日子里，当人们睡梦正酣，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终于可怕地开始。
   凌晨四点多钟，床头的电话铃刺耳噪响，将我从梦中惊醒。是上次与我一起去中南海的那位功友打来的。他说，又有重大事情发生了，他要再去府右街信访办，问我去不去。
   在这种时间打电话，事情一定非同小可。但那天是星期二，还得上班，怎么办？我犹豫了几秒钟想出一个两全之计，先去信访办看看，反正时间还早，九点才上班，到时候再从府右街直接去单位。
   先生也被电话铃声惊醒，我告诉他我的决定，随口问他：你去不去？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私家车，上下班一般都是先生开车接送我，他出差时我就自己开车。
   「4．25」他曾强烈反对我去中南海。「六四」以后，很多中国人在震惊、悲痛之余，心真正地凉了。慢慢地，有些人开始麻木，开始接受，开始默认强权；另一些则变得越来越「现实」，只要有钱赚，甚至只要还能有口气喘，还能活得下去就行，其他的都是奢侈品；更有些人还认同，不管你的钱是坑蒙拐骗怎么来的，只要你分给我一勺羹就行。茶馆里虽没张贴「莫谈国事」的条子，但这四个字早已成为许多人思考问题的基础背景。以先生对政府的了解，他担忧的是去中南海的后果。
   直到「4．25」我回家后，我们俩还争论了整整三天，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作罢。
   但是这次不知为什么，先生居然很快就答道：「去」。我想他一面确实关心与法轮功有关的事，一面也想跟着我，免得我「胡闹」。　
   我们很快来到府右街，因为才六点来钟，时间还太早，我们照例先到小胡同。小胡同里来来往往有些人，一看就知也是法轮功学员。我们互相打听情况，但谁也说不清楚，只说公安部已在十八个省市同时行动，抓了很多辅导员，抄了他们的家，很可能要全面镇压。
   这个消息让我非常吃惊，也让我庆幸自己来对了。我想，今天如果来的人多，可能还有挽回余地，因为反应的人越多，政府越应该重视，可能就不会轻举妄动。
   碰到的那些人一会儿就不知去向，我和先生在小胡同来回蹓达，想跟「4．25」那天一样，等信访局上班再到大街去。
   蹓达没多久，看到小胡同停着一辆小面包车，车里有好几个警察，看样子像是一直睡在里面。一个年龄较大、看来级别很高的警察从胡同外走到我们跟前问：「是大法弟子吗？」
   我听到「大法弟子」四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难道他也是修炼人？因为一般人都会称我们「炼法轮功的」，不会称我们为「大法弟子」。
   脑子正转着，还没来得及说话，先生就干脆利落替我答道：「是。」
   他的话音刚落，小面包车跳下一个年轻警察说：「我去送他们吧。」说完就让我们上车。我问他带我们去哪里，他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并说他们在车里蹲了一宿，就为今天早上「执行任务」。我想他可能是要将我们带离府右街。
   面包车在府右街开得飞快，我看见街两边密密麻麻全是警察和警车，一副戒备森严杀气腾腾的样子。几分钟后我们被带到一辆大公共汽车旁，刚下面包车，就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走过来说：「把包打开！」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下意识把包打开了。女警察二话不说，一把抓过我的包一阵乱翻，将包里的《转法轮》和《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两本书掏出来递给她身边的男警，然后命令我们「上车！」
   一切来得太突然，我像呆掉似的机械地上了车。
   公共汽车上已有好多人，有人平静，有人情绪有些波动，但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我的大脑好象停止运作。
   街上不断有三三两两的人过来，过来几个抓几个，没多久，公共汽车就塞满了。我看见我们点上的辅导员刚走到车旁就被抓了，但却没塞进我们这辆车。府右街上不知停了多少辆公共汽车。
   我们的车塞满后就发动，沿着长安街往西开。车上警察一言不发，被抓的人也都默默的。
   七点钟左右，公共汽车开到北京西郊的石景山体育馆。除了我们这辆公共汽车，还有好些别的车，有的车跟我们的车一样，装满了被抓的人，有的是警车。执勤的警察忙着指挥这些车开进开出。

洪吟响彻体育馆
   我们的车停下后，警察就让我们下来排成一行。体育馆外临时放了好些桌子，桌子后面坐着有的是警察，有的穿著便衣，看样子不是警察，不知是从哪里调来帮忙的。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个警察，监视我们一个一个登记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
   登记完，警察将我们带进体育馆。好家伙！体育馆里面那么大！阶梯式的看台起码能容纳上万人。
   我们进去时，看台的一半都快坐满了，有三、四千人吧。这几千人正在齐声背诵着李洪志先生的诗集《洪吟》。各样的音色还夹杂着两个稚嫩的童音。这可爱的童音在体育馆的大厅里回荡着，特别响亮和悦耳：
    「心怀真善忍，
    修己利与民。
    大法不离身，
    他年定超人。」
   我的眼泪突然顺着脸颊滑下来，仿佛生命中有个最深的地方被触动了。那天北京闷热异常，体育馆里密不透风，他们也不敢开窗。我流着泪找了一个最高的位子坐下，还是忍不住低泣。
   先生一个劲儿劝我：「你别激动，你别激动。」他以为我是为这么多人被抓而激动、委屈。我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我不是为这个，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我更深层的生命预先感知，接下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将要经受的惊心动魄的一切，和他们将要表现的非凡勇气和壮举。
   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将半个体育馆都坐满了。警察热得汗流浃背，把守着看台出口。那天北京各大体育馆都装满了被抓的人。我们点上的辅导员和其他万余名学员被关在丰台体育馆。辅导员的右肩关节被警察扯得脱臼，她就那样抱着脱臼的胳膊在体育馆待了一整天，多少次疼得要晕死过去。也多亏北京有那么多万人规模的大型体育馆，才解决了将那么多人关在哪里的问题。
   我哭了很久才平静，想起是不是已经过了上班时间。
   好在先生有手机，我用他的手机给单位领导打了电话，简单说明被关在体育馆出不去的情况。周围一些功友也来借手机，有的向单位请假，有的跟家人联系交代后事，有的试图联络别的功友，传递或打听消息。警察只有几个，忙着在下面把守看台出口，顾不得干涉我们。
   电话打了一会儿，先生急忙趁没人借时关机，说是省电，以备紧急情况再用――谁知道情况会怎样演变？
   慢慢地，大家的心态不能像「4．25」那天那么平静了，难道就这么被关着吗？他们到底要将我们怎样？外面还发生什么事?一共抓了多少人？全国其他城市又怎样？有个女孩提议大家一起站起来质问看守的警察，凭什么把我们抓到这里?有很多人站起来刚想质问，警察急得声音都变调，厉声吼道：「坐下！这么多人，踩死两个怎么办？」
   是呀，我们有好几千人，他们只有几个人，真要「暴动」起来，踩死人的可能性绝不是没有，他们能不急吗？
   坐着的学员有人喊道：「守住心性！守住心性！」
   这四个字比警察的吼叫有效得多，站起来的人就都坐下了，警察才松了口气，靠着栏杆一把一把地抹汗。
   从进到体育馆开始，我的汗流个没完，衣服全都沾在身上，非常不舒服。空气湿得像要流水，好几千人密密麻麻坐在门窗紧闭的体育馆里，极度的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闷热难耐的情形下，所有的人都在尽力克制着，使自己不产生焦燥情绪。不知是谁打开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放出法轮功的音乐《普度》和《济世》。
   平和中正、神圣庄严、略带一丝悲怆的音乐，回荡在体育馆的大厅，带给人佛国世界般的殊胜和庄严。我们跟着这旋律轻吟，好象升华、融进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天地……
   不知是谁又带头背起《洪吟》中的诗句：
    「乾坤茫茫，
    一轮金光。
    觉者下世，
    天地同向。
    宇宙朗朗，
    同化法光。
    圆满飞升，
    同回天堂。」
   几千个声音很快加了进去，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庄严，在体育馆大厅轰响着。看守的警察像被定了格似地从看台下仰望我们。他们被震撼着，却不明白为什么。
   下午五点左右，过道突然响起密集的脚步声――几十个警察一路小跑冲进体育馆，一两分钟内占据所有信道，一齐立定、转身，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体育馆突然充满了杀气。
   片刻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信道口，手里拿着喇叭对着我们喊话，现在外面各个区政府都派了车来接人，如果我们立即跟各自所在区的车回去，政府还拿我们当人民看，以后不要再上街了，否则后果自负！
   喊完话他转身就走，挺站着的警察动了起来，开始清场。我们当中有人说，不能走，平白无故关我们一天，抢走我们的书，难道就这么算了吗？至少应该让他们还书。有的人就把手挽在一起，拒绝离开。
   警察也没有多余的话，遇到拒绝离开的就四个抬一个，抬起来就往下面扔。有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被扔到地上时面孔朝下，站起来鼻血长淌。人群中有人喊：「不许打人！」但更多的人没有出声。
   因为我和先生所在的位置最高，所以几乎最后才清到我们这里。这时警察累得快要坚持不住，衣服早已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
   我本来挽着身旁功友的胳膊不想离开，但看见警察累成那样，又起了恻隐之心，不忍再让他在我身上费劲，于是就松开胳膊自行走下去，先生跟在我身后。
   天闷了一天，这时开始雷鸣闪电，雨终于下了起来。体育馆外人山人海一片混乱，警察、各区来接人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被抓的人混杂一起，大雨中分不清谁是谁。我和先生在人群中奋力前行，终于找到挂着「崇文区」标牌的大客车，自行挤了上去。
   大客车装满人就启动，拉着我们开到区政府门口，天已黑透。我们下了车，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正准备走开，突然听见：「站着别动！有车来接！」
   接着有人过来挨个问我们是属于哪个派出所的，一一登记。
   等了一会，一辆小面包车急急开了过来，车上跳下一个警察，说是崇文区永定门外派出所的，让户口属于这个派出所的人上车，跟他走。
   我和先生同其他五六个人一起上了车，被拉到派出所，我们被分开，单独作笔录，登记姓名、住址、电话号码、什么时候开始炼功、谁介绍你炼功等。我觉得这些没什么不能说的，修炼嘛，堂堂正正，都告诉他们又怕什么？没遮没掩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登记完，他们将我和先生关到同一间屋，好几个警察看着我们。其中一个说，你们就这么闹吧，过两天中央的文件一公布，你们就老实了！哼！「4．25」那天那么多人去中南海！非法聚集！懂不懂？等着瞧吧！
   先生开口道：「请问作为一个公民，到信访局上访犯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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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去当然不犯法。」
   「一个人去不犯法，凭什么一万个人一起去就犯法了呢？」
   警察答不上来。我在心里暗暗喝彩。没想到先生在我面前反对我们去中南海，在警察面前却这么说。是呀，一件事如果是错的，一个人做是错的，一万个人做也是错的；相反，一件事如果是对的，一个人做是对的，一万个人做自然还是对的。为什么我的脑筋就没这么转过呢？
   不知过了多久，等所有人都登记完，我们终于被放了出来。街上凉风吹在身上，才想起一天没吃没喝，突然觉得又渴又饿又累。
   我们不敢回家做饭吃，因为先生的父母跟我们同住，我们不想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吃饭，只好随便找个小饭馆，胡乱吃碗面条，尽量带着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回家去。

天安门六四重演
   第二天，也就是7月21日早晨，我照常到月坛公园炼功。那时我刚找到这个炼功点，跟点上的人还不熟悉。我发现炼功的人比平时少了些，隐隐听到有人在商量炼完功要去信访办。我虽然也想再跟他们一起去，但想到还要上班，只好作罢。那天北京的各大体育馆仍然人满为患，抓人、关人的模式跟头一天差不多。
   7月22日星期四，一早我仍去炼功点。炼到一半，过来两个公园管理处的人，让我们把天天都挂着的「法轮大法」旗帜摘了。我们问为什么，他们冷冷地说是上面的命令。辅导员犹豫一下就服从了，我们第一次在没有旗帜的炼功点默默炼功。
   下午我开车到离单位很远的一个证券营业部办事。办完大约三点左右。我上了车起步，习惯性打开车上录音机，听老师的演讲磁带，无意间按错键，把收音机给打开了。
   天哪！我听到什么！平时只播放音乐节目的电台传出一个刺耳的男声，高声念着什么批判稿，那语气、那腔调、那架势让我以为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
   恍惚间，我好象回到十年前。1989年6月4日的早上，我还在北大上研究生，一起床我到北大三角地的学生广播站，想听听关于那场民主运动的最新消息，听说头天下午局面有些乱，离天安门很近的西单附近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
   刚走到三角地，就听到广播里一名男子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在医院里、看到一百、多具、尸体……」说到这里，他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的脑子「嗡」地一下，费力地想：「尸体」？什么叫「尸体」？这个词怎么这么熟？我怎么想不起来？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尸体」是什么意思，因我完全没有想到政府真的会下令开枪！
   这时的感觉也一样。我跟傻了似的呆呆听着，那个刺耳的男声将《人民日报》社论《李洪志其人其事》、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和民政部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公告一个一个念过去，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谣言，一个比一个更恶毒的构陷，一个比一个更气势汹汹的「不准」，像十年前的「尸体」一词，让我失去思维能力。尤其是《李洪志其人其事》这篇社论，通篇从头到尾成千上万个字，除了「李洪志」和「法轮功」这几个字不是捏造出来的，其余统统是谣言。他们花了多少工夫来炮制这么多的卑鄙谎言？铺天盖地压将下来，真是让人浑身长嘴都不知从何辩起！……
   那天路上堵车，我开了很久都开不回去。收音机里反反复覆播着这些，我想换个台，但换到哪台播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下班后先生开车来接我。我上车问他：「你听说了吗？」
   他答：「听说了一点。」
   我打开车上收音机，想让他知道详细些。一开收音机就听到「鼓-吹-地-球-爆-炸」，刚听了这几个字，先生一伸手「啪！」就把收音机关了，同时无比不耐烦地说：「什么呀！人家说地球不爆炸！」
   先生握着方向盘望着前方，我们俩谁也没再说话。过了好几分钟，先生突然从牙缝里沉痛地迸出：「江泽民疯了。」

亲情攻势
   回到家里，平时从不在这时看电视的婆母和六岁多的女儿，正襟危坐看着电视，脸上都挂着发生天大的事情的表情。在路上，我和先生本来商量好回家做饭做慢点，再吃慢点，最好捱到《新闻联播》结束再开电视，这样老人家就看不到我们不想让他们看到的节目了。这样的架势，还不将他们吓死？
   女儿看我进门，忙不迭地跑过来，劈头便问：「妈妈，你还炼法轮功吗？」
   我看着女儿，尽量若无其事笑着对她说：「炼，不管他们说什么，妈妈总是会炼的。」女儿会心一笑，满意地点点头跑开了。
   晚餐在沉闷中过去，谁也不知该说什么。我早早上了床，预备第二天早上照常去公园炼功。刚要躺下，婆母推门进来，哭着对我说：「曾铮，你别再炼功了吧。」
   公公婆婆八年前退休就从老家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先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按照他们那一代中国人的观念，老人只能跟儿子一起过活，不能跟出嫁的女儿过。于是多年来我们一直住在一起。
   俗话说「家中有个老，当得一个宝」，退休的父母帮助上班的子女看孩子是中国人的传统。我分娩后身体不好，也多亏他们帮着照料孩子，才没有更加狼狈。
   但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因为生活理念、习惯及对如何教育孩子的理解不同，难免磕磕绊绊。尤其我身体不好那段日子，家里的气氛时常欠佳，我把婆母气哭和她把我气哭都有过——婆媳不和在中国也是另一个普遍的现象。事实上，现在愿意跟儿女同住的老人或愿意跟老人同住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
   炼功后，我身体好了，心情开朗了，以前计较的诸多小事也不再计较了。婆母看着我的变化，欢天喜地支持我炼功，怕我冬天在外打坐冷，还特意用棉花给我缝制保暖的腿套。我们的家庭关系越来越融洽，互相了解很深，所以这时婆母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我根本没打算服从政府的「取缔」禁令。
   我坐在床上没答话。我已经从最初的惊异中清醒过来，十分清楚要坚持修炼将很不容易。
   婆母继续说道，政府要做到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小老百姓不能和政府对抗，与政府对抗只会害了这个家……。我始终没有吭声，因为我不知该说什么，心中只有一定要坚持下去的不屈意志。婆母看劝不动我，哭着喊：「妈给你跪下了！……」说完她真的就要下跪。
   先生急忙过来将她推出房间。我还是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先生在一边自嘲：「这就叫警察晓之以‘厉’（‘厉害’的‘厉’）；亲人动之以情——她跟警察没区别，只是你还不能跟她生气。」
   第二天早上，先生劝住我，没让我出去。我在狭小闷热的房间默默炼功，同时像有特异功能似的，不用看就知道婆母一直在门外盯着我们紧闭的房门，半分钟也没放松「革命警惕」。
   我无心打坐，只炼了动功便开门出去，公公已做好早餐。婆母看着我们吃完饭出门，什么也没说。
   经过炼功点时，我到底还是不甘心，让先生停下车。这时炼功时间还没过去，如果有人在炼应看得见。
   我们走进公园，老远就看见炼功点上杳无声响，空无一人。
   我的心说不出地空，站在原地望了两分钟后转身离开。

片警紧迫盯人
   「取缔」后第三天早上，7月24日，我再次闷在房里炼功。那天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42．5℃。两天前宣布「取缔」时，气温是33℃。两天内温度骤升10℃，达到北京历史的最高点。一早起来，天已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那天星期六，本是休假日，可是先生跟人约好要谈一件工作的事，我们便商量带着孩子一起去，他跟人谈事时，我带孩子到旁边有空调的商场避暑，等他谈完再一起去游泳。那么热的天，除了游泳没法干别的。
   吃过早饭正要出门，突然响起「咚、咚、咚」打门声。婆母打开门，一名人高马大的警察一步跨进，堵着房门，指着我和先生说：「你们两个，跟我走！」
   婆母的头「嗡」地一下，差点晕了过去。她使劲定神，才看清来人是片警吴兵，她认识。在中国大陆，除了身份证，每个城市居民还有「户口」，按居住所在地分别归派出所管，每个派出所将管辖范围按地理位置划成若干「片」，所谓「片警」就是负责管辖这一「片」的警察。片警平时老在这一片转悠，所以婆母认识他，我们这些上班族不大在家，跟他们没打过什么交道。这个吴兵我就好象从没见过。
   婆母陪笑脸问：「小吴，这么大热天，您还跑来。这是叫他们去哪儿呀？」
   「去哪儿？派出所！炼法轮功的都得去！」
   婆母倒吸一口气，心想：真是怕什么有什么啊……我儿媳妇炼法轮功也没跟谁汇报，这片警怎知道？难道他们早就盯上了？这回可完了！捂也捂不住了。她不知道「7．20」那天我们至少登记过三回，早就上了「黑名单」。
   先生说：「对不起，我今天有事，已经跟人约好，马上就得走。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行吗？」
   「什么？！你再说一遍！？」
   吴兵显然没料到先生在这个当口居然敢拒绝。他吸口气，似乎要伸手去揪先生的衣领，女儿突然跑过来问：「我们还去不去游泳了？」
   只听「啪！」的一声，婆母反手一个耳光扇在女儿脸上，嚷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懂事！没看见叔叔在跟爸爸说话？」
   女儿瞪着大眼望着奶奶，吓得好半天都哭不出声。平日她就是要吃星星，奶奶也一定上天给她摘一个；不管任何时候奶奶永远是她最可靠的同盟军，别说打她了，就算她做了再大错事，奶奶也一定变着法子护她，让我和先生没法教育，常常弄得我们很头痛。今天什么错都没犯却居然挨了打，这实在超出她小脑袋瓜的理解能力。
   女儿好容易从惊吓中反应过来，撇撇嘴刚要哭，婆母一把捂住她的嘴将她拉开，同时转头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这一巴掌打在她孙女的脸上，却差点把她自己痛死。
   我走到吴兵和先生中间说：「这样吧，我今天没事，我先跟你去，行吗？」
   吴兵摘下帽子抹一把汗，看了婆母和女儿一眼，稍微犹豫一下，然后像有了人质有恃无恐地对先生说：「好，就让你先去办事。你晚上到派出所来，今天我值班。」
   我请他等我一下，换套衣服再走。天那么热，我炼完功衣服早湿透了。
   「我回派出所等你。你换完衣服自己去。」
   说完他也不等我，转身走了，一脸「谅你也不敢不去」的表情。
   我洗把脸，换套衣服走出门。婆母追到门口，对着我的后背半嘱咐半哀告：「到了派出所好好说话，可千万别跟人犟！」
   天又热又闷，像蒸笼一样。我到了派出所，吴兵已准备好「问讯笔录」的公文纸。母亲在法院工作，我帮母亲整理法律文书时见过这种纸，只是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问讯」做「笔录」。
   「问讯」照例还是从姓什名谁开始，只不过这次更详细地盘问炼功点的情况，你是不是辅导员、谁是辅导员、你平时跟谁联系、经常到谁家、参加过「4．25」、「7．20」没有等。
   问完这些，他板着脸皱着眉，训斥犯人似地问：「李洪志改过生日你知不知道？！」www.peacehall.com

   《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渲染一件本来是很平常的将弄错的生日纠正过来的事情，并说李洪志先生改生日是为了说他是释迦牟尼转世，好让信众盲从。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向我压了下来。一夕之间，天地就被翻转，一种比大地还沉重却无形的东西弥漫在空中，跟闷热难耐的天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吴兵因听信谣言对法轮功产生的天大误会和敌意夹在这种东西中，已不是急切之间能消除的。
   我顶着压着我的那个东西，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实话实说，同时还得争取打消他的误会和敌意。我慢慢说道：「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师父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炼法轮功，是觉得这个功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才炼的。我们不搞个人崇拜。我们老师所有的书我都看过、所有的演讲录音我也听过，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明示或暗示他是释迦牟尼转世。」
   我的回答似乎很出吴兵意料。他停了几秒，还是按设定的程序嚷道：「炼法轮功炼死了1400人你知不知道？！」他的腔调所含的仇恨好象那「1400人」统统都是我杀死的一般。
   我顶着他的仇恨，还是缓缓地说：「那些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炼法轮功真能炼死人的话，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些炼功的，同时也早就没有人敢炼了。我只能说，我炼法轮功效果很好，我周围的人炼的效果也很好。我父亲炼功后，二十多年的高血压、咽炎、气管炎全好了，多少年戒不掉的烟戒掉了，连十几年的老花眼都炼好了，现在他快七十的人了，不戴老花镜看书比以前戴着老花镜看得还清楚。」
   我说得很慢，他机械性地将我的话一字不漏全记下来。看着他的记录，我感到压在头上的东西似乎轻了些。
   他又问我：「你家里有法轮功的旗帜、横幅和标语什么的吗？」 
   「没有，辅导员才有。」
   话一出口，我立刻后悔：我这么说，难道是想向他表白我不是辅导员吗？而且我还把辅导员给出卖了。
   他果然追问：「哪个辅导员有？她姓什么？住在哪里？」
   这次我不会满足他了，再说我的确不知道辅导员姓什么、住哪里。
   他看我确不知情，又换了副推心置腹的口吻：「你家里有法轮功的书吗？」
   「有。」
   「都有哪些？」
   「有《转法轮》、《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
   我正要将自己所有的书都一一报出来，突然意识到：不好！他问这个干什么？莫不是要去抄家？
   我赶紧打住说：「我的《转法轮》7．20那天搜走了。」
   「嗯，搜走了。有炼功磁带吗？」
   「有。」炼了法轮功，学会的第一条就是任何情况都不能说假话，我只能说有。
   他将问话和回答一一记下来，然后让我在笔录上签字。
   签完字，他像是完成任务似地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他跟着我走到门口，突然叫住我，还是以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说：「你回去写个保证，晚上让你爱人带来。让他也写一个。另外把你的《转法轮》二卷和炼功磁带也交上来。自己交了，我就不去给你抄个底儿撂了。家里有老有小的，咱们也算是乡里乡亲，何苦呢？」
   我不置可否支吾一声，他认为我是答应了，便放我回去。
   回到家，脑子又有点不转了。两天前婆母要求我放弃修炼时，我曾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可没想到考验这么快就来了。交不交书？写不写保证？交了书、写了保证还算不算修炼？可不交不写的后果是什么？抄家？坐牢？
   我拿出从报纸上复印的公安部「六不准」通告，仔细又读一遍：
   「1、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悬挂、张贴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条幅、图像、徽记和其他标识；
   2、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散发宣扬法轮功的书刊、音像制品和其他宣传品；
   3、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聚众进行「会功」、「弘法」等法轮功活动；
   4、禁止以静坐、上访等方式举行维护、宣扬法轮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5、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
   6、禁止任何人组织、串联、指挥对抗政府有关决定的活动。」
   我终于发现这个「六禁止」中没说不许一个人独自在家修炼。我脑里又浮现吴兵让我写保证和交书的表情。他在强烈暗示我，只要我随便写个保证、交两本书「唬弄」一下，能让他对上面有个交代，他就会放我一马，不会认真跟我计较有没有在家继续炼，而且他已相信炼法轮功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我没有多想便接受他的暗示，写了一份只有三行字的保证，保证遵守公安部通告、遵纪守法等，但没有提法轮功。然后我找出一本《转法轮》（卷二）、一盘旧磁带，将炼功音乐转录到上面，准备好让先生带到派出所去。
   先生回来看了我的保证，便照着写了一份。晚上他带着我们两人的保证和书、磁带去了派出所，没多久就回来了。
   就这样，我和先生好歹过了这关，保证写了，书和炼功磁带也交了，吴兵大可向上汇报：我所管辖的这两人已乖乖听话，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
   这时，无论是镇压政策的制定者，吴兵这样的警察，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可能都认为党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发动这么大的宣传攻势，所有的「骨干分子」抓的抓、关的关，所有法轮功的售书点吓得把书交的交、藏的藏，这法轮功一定在三个月内就「树倒猢狲散」，从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

家监狱偷炼功
   7月20日被关在石景山体育馆时，我曾向旁边的一位功友提起，我的《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被抄走了，这本书当时刚出版不久，是我唯一一本，因此我心里很难过，后悔不该带这本书出来。那位功友当即向我表示他还有富余的，可以送我一本，于是我们约好星期日，也就是7月25日早晨，在天坛公园门口见面，他将书给我。
   我们定下这约时，谁会想到两天后的变故？「取缔」令一下，我家立刻变成监狱，看守就是婆母，义务上岗，不拿国家一分钱，可干得比拿工资的警察还要「尽职」。星期天早上我可怎么去赴这个约？
   更糟的是，我当时既没问那个功友叫什么名字，也没留他的电话，想通知他我不能赴约都不可能。
   从星期六的晚上我就在动脑筋，第二天怎么才能出去，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招儿，只盼在我已经两天没有出去炼功的情况下，婆母会稍放松一点警戒。
   星期天早上五点多，我轻轻下了床，拉开一条门缝往外看，还好，屋里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看来婆母还没起床。我暗呼侥幸，蹑手蹑脚洗了脸，回到房间换上衣服，拿好自行车钥匙，准备一溜烟跑掉。
   我再次轻轻拉开门，却吓了一大跳，婆母直挺挺平躺在门前，两眼直勾勾瞪着天花板，一脸的「誓死捍卫」，听到我开门的声音立即厉声：「曾铮！你今天就是把我杀了，我也绝不让你出这个门！……」
   我被惊得退了半步。婆母一骨碌坐起来，开始哭天抢地，一边重复一些电视上骂法轮功的话，一边说她活不下去了，要抹脖子上吊等。
   我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除了傻呆呆地看着、听着，不知该怎么办。
   孩子也被吓醒，坐在床上跟我一样傻着。
   婆母号得差不多了，开始逼我承认电视说的都是真的，李洪志如何如何是个政治野心家、大骗子等。
   从小到大我的性格就非常软弱，没法跟任何人吵架，每次都是还没开口，就只剩下浑身哆嗦的份。
   这时也一样，听着她重复着电视的谣言，我只觉一口气堵在胸口，憋得我半天才直着脖子说出一句话来：「我长这么大还没学会说瞎话！」
   女儿终于哭出来，边哭边说：「你们还做不做饭了，我饿了……」
   女儿长到六岁多，从没见过家里人争吵。她知道平日奶奶最关心的便是她的肚子饿不饿，家里最重要的事便是要做好饭，她以为这么一说，一定能将奶奶的注意力分散，停止与我争吵――难为她小小年纪，便有这个心机。
   谁知她不问还好，一问倒招来奶奶新一轮的哭天抢地。婆母两手拍着大腿道：「哎呀呀！不活了！一家人饿死算了！死光了省心！……」
   先生不知何时起来，走过来将我推到房间去坐着，他走出去带上门，在外面跟婆母低声说了些什么，半晌只听婆母又叫：「你甭蒙我！什么拿书！她就是书看多了才中毒那么深的！噢，就她现在这个思想基础，就算她不是打算去炼功，她要到了公园，只要看见有人炼，那她还不两腿一盘也坐在那儿？现在风声这么紧，连不得给人家连锅端了？你不想要老婆，我孙女还要妈呢！……」
   先生回到房间，对我说：「我看你今天就算了吧。」
   从那以后，我每天闷在小房间炼功，连音乐都不敢开，唯恐被婆母听见再刺激她。那个夏天印象最深的就是热，十来平米的小卧室关起门来，活脱脱就是一个蒸笼，加上打坐时的剧烈疼痛，每天炼一次功都跟洗无数次桑拿浴一样，不知要流多少汗。
   婆母每天都盯着我的脸看。她拿不准我还在炼功没有，又不肯直接问我，她认为就算她问我也不会承认，只好天天趴在我们门上听，自己跟自己较劲，神经绷得比弦还紧。
   一天早上，她实在受不了这种压力，一阵冲动拿了房间备用钥匙，猛一下捅开我们的门锁，连门带人摔将进来。门撞到后面的墙上，发出「咣！」的一声巨响。
   正在熟睡的先生惊醒，弄不懂发生什么事，迷迷糊糊又不耐烦地问：「干嘛呀？」
   婆母冲进来，本是想验证自己的怀疑，谁知她进来得就那么不巧，我刚炼完功不到两分钟，正在穿衣服。她提了那么大的劲冲进来，什么也没抓到，又意识到自己这样冲进儿子儿媳的房间有多么不合适，不禁又羞又急，一扭脸跑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就哭，早饭也没吃。

「排山倒海翻恶浪」
   那个夏天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是那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造谣宣传攻势。中央台《新闻联播》从平时的半小时增加到一小时、一个半小时，而且不管换到哪个台，永远都是攻击法轮功的节目。
   以前晚饭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是一天最轻松愉快的时刻，有好节目呢就看两眼，没有好节目呢就跟孩子玩儿，互相说说一天的见闻。可现在，每天这个时候是我一天中最痛苦的。节目恶毒不说，更让我难过的是，我眼睁睁看着公公婆婆一点一点相信电视的谣言，开始仇恨法轮功和「利用法轮功学员与党和人民作对的幕后操纵者」。我的心像有万条毒蛇噬咬一般痛楚，却又不敢向他们解释、澄清什么；他们的神经已处于崩溃边缘，我不敢再去碰触。
   有一次，婆母看到电视中伤法轮功「组织」赚了多少多少钱时，略带讽刺地问我：「你学功花了多少钱啊？」
   我试图解释我学功一分钱也没花，婆母胸有成竹地说：「你买那么多书难道没有花钱？」
   是的，因为我经常买书送人博讯www.peacehall.com

   他们更不知道，当别人在为自己的著作权受侵犯而打官司时，李洪志先生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被问及盗版的书能不能买时，李先生多次说，盗版的书只要是内容无误就可以看，没有问题；后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建立网站后，更将所有的法轮功书籍都放上了网，全世界的人都可一分钱不花就下载所有的书，还包括教功录像、炼功音乐、演讲录音带、光盘等。要想以功法赚钱，这么做不是将自己的财路都断光了吗？
   然而，当我向他们解释这些时，他们却再也不相信，脸上表情满是不屑：「不赚钱？可能吗？党的话你不信，你去信一个江湖骗子？」
   我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回到房间默默流泪。眼泪似乎能缓解一点痛苦，但我还不能恣意地哭。孩子看我不见了，一会儿就该来找我了。公公婆婆若知我为法轮功能痛到这种程度，更该夜夜睡不着觉了。
   那个夏天，我每天都在反复告诫自己：我是一个修炼的人，他们可以崩溃，我绝不能崩溃。
(第二章 大规模逮捕 全文完)

博))
第三章 小我到大法



「天体清透乾坤正」
   整个夏天到秋天，我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偷偷地炼功，默默地忍受压力与痛苦。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只偶尔跟为数极少的两三人打过电话。
   1999年10月25日，也就是「4.25」半周年这天，快下班时，功友安秀兰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一趟。
   我来到她家，发现已经有十来个人了，除了两个炼功点上的功友，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正在交谈，话题都是面对镇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坐下来，开始讲先生说的一个老农民的故事。他说有个老农民，家里有一把破旧的小提琴。有位提琴收藏家发现这把琴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就说要花多少多少钱买这把琴，几天后来拿。农民一听这把琴能卖这么多钱，心里虽然很高兴，但却越想越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未免太占便宜了。想来想去，这位老农民终于下定决心，买一桶油漆将小提琴仔仔细细刷了一遍。他想：这下总算对得起买主一些了。
   几天后收藏家带钱来拿琴，看到这把油漆一新的提琴，哭都哭不出来；而老农民却怎么也不明白，我花了钱把琴刷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你反而不要了？
   先生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面对政府的打压，我们最好什么也别做，免得像老农民一样把事情做坏了。我一直很认同这个观点。
   我讲完后，一个穿著红毛衣，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的重庆女孩笑笑说，我看到现在的你，就像看到一个月前的自己一样。然后她便开始讲她是怎样在一个月前改变想法，进而来到北京准备去为法轮功上访的。
   她说完后，其他人也开始谈自己的看法。一位长春来的当过警察的学员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带着小孩一家三口进京来上访。
   我坐在他们当中听着，似乎既听不清也记不住他们具体在说什么，只努力试图跟上他们的思路。后来我唯一能记住的是，一个个镇压后发生在他们或其他修炼人身上的故事。
   我听着听着，突然全身一震，脑子像炸了一下似的，一眼就看到我和他们之间的区别。
   不管在此之前我的自我感觉如何不错，我对法轮功的信仰没有动摇过、我还在修炼、我没有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还在坚持炼功，一天也没断过……等，然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我」而已；而他们却早已没有了「我」，他们已经与自己所信仰的大法融在一起。这就是我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
   看到这点，我立刻认识到我那个保证写错了。作为一个政府，怎么可以那样颠倒黑白、为所欲为呢？难道仅仅因为它手中有权，就可以做任何事吗？法轮功的传出，是国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修炼的人都从中受益，有的甚至获得第二次生命。当法轮功遭受这样的恶毒攻击和不白之冤，我们这些受益之人都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还等着谁去说？公安部的所谓六不准通告，完全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有信仰、结社、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出版等自由的条款，它的制定基础就是以思想定罪，只要沾上「法轮功」的就全部禁止，不许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挂法轮图形这样的禁令，无异将中国又拉回「焚书坑儒」的时代。《宪法》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公安部的通告违反《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怎能去保证遵守一个违法的东西呢？修来修去，怎么连这点道理都忘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私」。大难当前，人本能地就是想保全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像老师所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老师要求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自以为自己很「坚定」，离这个要求却还差得太远。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体社会的道德水准严重下滑，现在「真善忍」的原则被这样恶毒地诽谤和攻击，我们都不出来说句话，又能指望社会怎样呢？修炼人不是讲「善」、讲「普度众生」吗？大难当头，我们一个个都只顾保全自己，「善」在何方？「普度众生」又从何谈起？
   我突然明白老师曾讲过的「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是一种什么境界。如果我们都能把自我完完全全地放弃掉，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溶于法中」，还会有什么磨难和压力呢？前段时间，我之所以感到有压力、有磨难、有痛楚，就是因为我不肯「放下自我」、「溶于法中」，才会感到压力和磨难；如果我们能真正「放下自我」、「溶于法中」，情况会怎样呢？宇宙的大法「是宇宙产生的原因所在」 ，他给宇宙不同层次的众生开创了不同的生命和生存环境，是不败不灭、永恒存在的，我们能把自己融于这样的法中，那还有什么力量能动得了我们？
   当我悟及此理，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自镇压以来一直都能感到的那种压力瞬间不复存在，环境也变了，变得不再让我窒息。我从心底到身体都真真切切感觉到什么是「天清体透乾坤正，兆劫已过宙宇明」 ，是一种那么美好、那么纯净、那么清新的状态，我的身体似乎也化作老师所说的那种「无形的生命」，扩展、弥散到无穷无穷的大，与整个苍宇合在一起。
   我知道，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小我」的突破；从这刻起，我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与大法融在一起。真能把自我完全放下后，感到的就是一种自在轻松。无私以后，才能无畏。我明白我该如何去做了，我也要站出来维护真理和原则。
   那天我们谈到很晚，直到没有公共交通。我开车将三个住在偏远郊区的功友送回住处。他们在北京郊外昌平县的一个农家小院租了一处房子，好几十人都住在这里。从他们那里，我才了解原来北京附近住着很多外地来的准备去上访的功友。 1999年8月，有关部门曾根据北京市每天卖出的馒头数量，推算当时滞留北京的外地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00万之多。平时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大约是400万。走到信访局上访的平均一天好几十人。只是上访的人都悄无声息地被抓了，然后押回原籍关起来。消息封锁得很严，连我这个北京人都没听说过。后来国务院信访办干脆将门口的牌子摘了，各地警察就在那里守候，来一个抓一个，抓了问明原籍就由那里来的警察负责押回去。 

定性升级
   从安秀兰家出来后的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园门口，两眼一闭就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炼功。
   头天晚上刚悟到应该站出来捍卫真理，但并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怎样去捍卫，于是就选择到公园门口炼功——这是我的第一步，至少表示我不怕禁令，不向强权妥协吧。
   说是不怕，我的两腿却控制不住地哆嗦，脑里不断地想象自己被抓的场面。我想起老师说过，怕心也是一种物质存在，那么在那种物质去掉之前，还是免不住要怕吧。
   令我惊异的是，我的心很快就定下来。等到十几分钟做第二套功法时，我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跟镇压之前一样平静做完四套动功，脑海也不再出现被抓的场面。从此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经历再大的事情，再也没有怕到要两腿哆嗦的地步。那种物质就那样去掉了。
   炼完功，我前往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也就是佑安医院——我以前患肝炎就在此住院，病历厚厚的好几本。头一天晚上在安秀兰家，我听说原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几位成员被关押三个多月后，终于给家人带话让请律师，可能要开庭审理。律师想收集一些修炼法轮功确实有益身体健康的证据，于是我自告奋勇到医院验血，想提供一份修炼后我的肝炎已经痊愈的医学证据给律师。
   我来得太早，医院刚上班，护士还没准备好抽血的工具。我坐在走廊的椅子等着，无意间瞥见旁边一位中年人手里的《北京晨报》，头版头条赫然是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费加罗时报》记者采访的讲话，大标题是《法轮功就是邪教》。
   头天晚上我隐隐地听功友说，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可能还要升级，他们要将我们定为邪教，一旦真的公布这条消息，他们立刻就去天安门请愿。
   没想到传言这么快就不幸成为事实。我向中年人借报纸来读，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再也看不清下面的内容，心里钻心地痛。
   我将报纸还了，眼泪却停不下来。过往的病人和医生同情地看着我，以为我刚得知患了绝症。其实疾病早已与我无缘，但这一份痛却无人可告。 

投书捍卫真理
   当晚，吴兵再次敲开我们的房门。我知道他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跟对法轮功定性的「升级」有关。
   一见吴兵又上门，婆母忙将孩子拉到另一间屋，自己也避开。
   吴兵又恢复训斥犯人的口气，皱着眉凶神恶煞地问：「还炼着功吗？」
   可是我没有被他吓倒，心中也没有敌意。那刻我的心境像个顽童，很自然就用小孩说一个天大秘密时的口吻，笑着对他说：「我在家偷偷炼。」
   他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他本来预期，我要么说不炼了，要么说我就炼，你把我怎样？我这种态度倒让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响应。
   他愣了愣又问：「刚才的电视看了吗？」
   「没看。」那天先生出差刚回来，吴兵进来前几分钟我们刚进门。
   不用说，电视播的一定是定「邪教」的事。我说没看，他倒不能按他计划的那样，借电视的话来发挥一番。
   他有些泄气，也凶不起来了，绕着圈子说出此来目的，一是因为我在四川的家人也炼功，说不定会有四川来的功友找我，不许我接待他们，二是这几天去天安门的外地人很多，不许我们跟他们一起出去「闹事」。
   吴兵走后，他说的那句「这几天去天安门的外地人很多」一直冲撞着我的大脑。人家外地的都不远千里来北京，我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只有五站地，我为什么没去？明天我要不要去？
   我问了自己一万次，还是做不了决定，下不了决心，心里像塞了好多烂棉花堵得出不了气。
   那天晚上北京刮着六七级大风，吹得鬼哭狼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做着激烈的斗争，快天亮才好不容易入睡。可是我睡得一点也不安稳，梦见自己在一间着火的屋子，惶急地拿着灭火器四处乱喷。
   醒来后我终于咬牙下了决心：去天安门！就是今天！
   我从床上爬起来，比平时多穿了些衣服，又找了一件白色T恤衫穿在最外面，放了一支毛笔在包里，准备先到办公室料理「后事」，然后在衣服前胸写上「真善忍」，后背写上「法轮功不是邪教」，再穿上这件T恤衫从办公室步行去天安门。我的思想像野马狂奔，边奔边想：「就是今天了！豁出去了！」
   先生看见我的神情，什么也没说。我们开着车一路无话，快到公司时，先生才开口道：「今天你最好别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这样去不是去送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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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说到这里，我急得眼泪一下就流下来。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心态被警察抓住时，我不是会跟他打起来，就是会哭鼻子，那我还能去吗？可是他们都把我们打为邪教了，我焉能不去？我恨不得一把将他揪过来，让他给我想一个万全之策。
   「哭！哭有什么用！还记得《白鹿原》里鹿兆鹏对白灵讲过的话吗？『你什么时候修炼到能把刀子吞下肚再去做！』」
   听到他把我与干「革命」的女共产党员白灵类比，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老师在《为谁而存在》这篇经文说过，「人在冲动的时候，支配人思想感情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老师还说过，「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著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
   「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再认识》）
   我此时的思想，充满了对于被定为邪教的委屈和不满，情绪也异常冲动。我这时去天安门，不是因为理性上认识到应该维护真理和正义而去的，而是因为感情的冲动。修炼人不应受情绪左右，不管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应保持一个祥和慈悲的心态，因为修炼不是做事，它不同于常人的工作，说我做了就行了。以什么心态在做，这才是要紧的，修的就是人心。怀着不纯正的心去做，只是破坏大法。
   意识到这点，我打消去天安门的念头，我知道自己需要调整心态。先生终于松了口气。
   几天后，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我决定以写信的方式表达我的意见，因为写信时思路不受打扰，我能从容说出我想说的。于是我给中央及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等单位的领导分别写了信，向他们呼吁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先生建议我不要在信上署名，可我没有听他的。我想，给政府写信，连真实姓名和地址都不落的话，焉能让人觉得你有诚意？再说电视广播在攻击法轮功的时候经常说「他们又写来大量匿名信件」如何如何的，我不想让他们这样说我。
   写完这些信，我又想起公公婆婆对我修炼法轮功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本来是亲眼看见我炼功的好效果，可是现在造谣的宣传和污蔑居然能让他们不再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这谣言的作用有多可怕？而编造假新闻的新闻从业者在其中又扮演了多可耻的角色？想到这些，我胸中的痛切喷薄而出，一口气写下了这封致全国新闻工作者的公开信：
   总编及全体员工：你们好！
   近一个时期以来，报纸、电台、电视台刊登、转载或播放了大量关于法轮功的文章或报导，在此我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猜想你们中的很多人对于这些文章或报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不曾做过调查或思考的，刊登它们，无非是完成任务而已。也就是说，你们做这种事情时，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但我这封信不是写给你们作为工具的那一面的，而是写给你们作为人的那一面的。
   现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千篇同声，说「法轮功就是邪教」。这不禁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一首著名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现在想来，这首歌是多么滑稽，但当时有多少人在虔诚地唱它！现在媒体上的局面，难道不是已经很象那灾难深重的十年了吗？中国人民有能力抵挡又一次「文革」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
   人类社会在进入本世纪前的几千年中，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原始正教在人类社会的流传。正是由于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使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维持在一定的高度之上，才使人间没有变得象地狱一样。
   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原始的教义已逐渐不能被人理解，宗教也发生了很大变异，人们即使保留着宗教的形式，但却没有多少人真正信佛、信神，真正地按照宗教原始的教义在做。
   正是由于失去了信仰，今天的社会才会变得如此可怕。在这种人类道德濒于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法轮大法的弘传使人们又重新找到了信仰，恢复了对于世界的信心。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们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也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而修炼的人要想达到修炼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真、善、忍」的要求，要放弃过去所有不好的思想和行为，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要时时处处先考虑别人，再考虑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磨难或与他人发生矛盾时，都要首先找自己的原因；他们相信「心性多高，功多高」，因而把提高心性、提高道德水平看作是修炼的首位，而炼动作只是辅助手段而已。
   请问这样的人会对社会有害吗？可悲的是，在人类道德衰败的今天，当我们听到什么儿子杀害母亲、父亲谋害女儿的恶行时，不再耸然动容；而当人类社会出现许多不谋私利、一心向善、在自己获得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幸福后还想去帮助别人的人时，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谁利用了。这真是人类莫大的悲哀啊！
   其实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邪教呢？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就是因为人们心中没有了正信正念，才会去相信那些邪的东西。而法轮大法在世间的传播，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真的是国家的幸事、民族的幸事、人类的幸事啊！为什么要正邪不分、诽谤天法呢？
   我是1966年出生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我那时连林彪、「孔老二」是谁也没有十分搞清楚，却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从报纸上抄了许多批判文章作发言稿，还写过几首象模象样的打油诗。为此，我得了一张「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积极分子的奖状，挂在家里许多年。当我上大学时第一次读到《三字经》时，我才在心里感叹：天哪！原来《三字经》写得这么好！我小时候却在天天批判它！多么荒谬！所以，我在此想请问各位女士、先生的是：你们自己读过《转法轮》吗？知道里面究竟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信奉他吗？你们可曾对哪怕是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做过哪怕是深入一点的采访？世间有许多成语，如「众口铄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颠倒黑白」、「肆意歪曲」、「以讹传讹」、「断章取义」，「百口莫辩」等等，似乎都是为今日的情形而造的。作为法轮大法学员，他们什么都不怕，就怕世人不了解法轮大法啊！因此我想在此请求各位：自己找一本《转法轮》来读一读，或者自己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谈一谈，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千万不要用别人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啊！
   说到此，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家里的墙破旧了，用了很多报纸来糊，这些报纸上登的恰好是对76年「四五」「反革命暴乱」的报导。我时常躺在床上，阅读这些「反革命」的暴行，什么冲击人民大会堂啦，什么烧毁军车啦等等，这些文章让我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对这些「反革命暴徒」的仇恨。可是过了没多久，报纸上又突然说，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暴乱，是一次人民群众自发纪念总理周恩来的行为了。这件事情让我对于这世间的险恶有了最初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与许多人一样，学会了怎样看我们国家的报纸：要反着看、侧着看、从字里行间看……等等、等等，反正是不能正着看。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新闻工作者的莫大的悲哀吗？！而如今，当我不满七岁的女儿不解地问我：妈妈，他们为什么说李洪志是坏人，而我却因为怕刺激家里的老人而不敢对自己的女儿讲真话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怎样的痛啊！因为我只要告诉女儿，她就一定会告诉老人，而老人就一定会为了我还在坚持与党不同的思想（请注意：是思想，而不是行为）而夜夜不得安寝！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要承受如此的痛？
   我本人是学自然科学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理学硕士，下面想从科学的角度再来谈一谈法轮大法。诚然，今天的科学并不能证实神的存在；但同时，我们大家所忽略的是：它也不能证实神不存在。茫茫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难道人类真的就会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吗？为什么我们连探讨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呢？所谓的神，也不过就是智慧、能力、生存方式都要高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有什么可怕的呢？其实，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没有说神存在抑或是不存在的问题。比如，数学说，1＋1＝2，神存在或神不存在，它都成立；物理说，距离＝时间×速度，神存在不存在，它也都成立；化学说，氢＋氧＝水，神存在不存在，它也还是成立，……等等。唯一对神的存在提出否定的，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是我们在中学课堂上就当作定论而接受了的一种学说，思想上一旦接受了以后，也就不再对其置疑了，也就把它当作真理了。其实达尔文的学说只是一种假说，他唯一的证据就是找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化石，然后把这些化石按照时间序列摆在一起，再提出进化的假说而已。无论是他的证据还是他的假说，都存在着若干重大缺陷。从证据上来说，人们迄今为止，尚未找到400万年前至800万年前的人类进化序列中的化石，也没有找到猴与猿、猿与人之间过渡的物种存在，等等；从理论上讲，也同样存在着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如：为什么猴子、猿的眼泪是淡的，而人类的眼泪是咸的？为什么世界各地的猴子和猴子之间相差甚微，却进化出如此众多的民族，而这些民族还拥有如此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根据进化论的原理，所有物种的各个器官都存在着「用进废退」现象，而今天的科学已经证实了人的大脑有70－90％是没有被用起来的。那么这些闲置的大脑为什么没有退化？或者说，当初猴子进化成人的时候，为什么多进化出那么多没用的大脑？而且今天搞基因工作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事实上猴子的基因是永远也不可能进化为人的基因的……等等等等。其实世界上有许多科学家早就开始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置疑了，只不过是现在的人赚钱要紧，已经没有多少人肯去真正动脑筋想一些问题罢了。
   从科学的道理上讲，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它能自圆其说，并且能得到实践的检验，我们就应该承认它。法轮大法中所讲的法理，固然思路、名词术语、方法上与现代科学有很大不同，但正象中医与西医在思想和方法上都绝不相同，却同样是一门科学一样，法轮大法不但在理论上绝对地能够自圆其说，还能够比现存的很多理论都更加圆满地解释自然、生命、社会、宇宙中的种种现象；在实践上，也已经被千千万万修炼者的修炼实践所证实。从这两点上讲，他绝对绝对地是一门科学，而且比我们现在的实证科学还要高。因为实证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他解释了；实证科学所不能做到的，他做到了。只可惜还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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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痛心的是，今日的许多科学家过于陶醉于科学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丧失了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有的固守已有的理论而拒绝接受客观现实，有的甚至参与政治，变成了政治家手里「一根打人的棍子」！这真是科学莫大的悲哀与耻辱！
   这封信写到这里，我已没有更多要说的了，只是想与各位交换一下看法而已。不妥之处，敬请原谅。
    
    读者
    观众：曾铮
    听众
    1999年11月8日
   我将这封信通过传真机和邮局发给全国各大省报、电视台，一共发了好几十份。
   发完这些信头几天，每当家里响起敲门声，我的心就难免跳几下，心想：来抓我了吧。过了几天没动静，我慢慢将这事淡忘了。
   一个多月后，吴兵打来电话，命令我去一趟。我到了派出所，他又一次拿出「问讯笔录」问我：「你给朱镕基写了封信？」
   「是呀。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他脸上的表情半是气恼半是好笑。「你当你写了信真能到朱镕基手里啊？第十八级秘书那儿就给你卡下来了！你的信现在在哪儿知道不？」
   我摇摇头，他拿出一份东西晃了晃：「在这儿呢！这回可好，你倒是没去天安门呢，捅的娄子不比那小，连局里都知道了。一会儿局领导、派出所的领导都要来。」
   然后他告诉我，我写信的行为被视为与去天安门的性质一样严重，所以要录「笔录」。
   「笔录」没录完，「局领导」和「所领导」就来了。我刚写了那么多长信，胸中的话多得很，便从头到尾告诉他们。我的话句句是实，句句发自肺腑，句句堂堂正正。他们似乎被震住了，从头听到尾，什么话也没说，中途还替我倒杯水。我说完后，他们还是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让我回家了。

险陷囹圄
   1999年12月3日早晨，安秀兰打电话给我，说今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可能开庭审理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李昌、姚洁、王治文和纪烈武，问我想不想去旁听。这几个人的名字我都是镇压以后才从喋喋不休的宣传中知道的，以前根本没听过。
   他们被关押已好几个月。因为法轮功的问题没有先例，也没有法律可以对照，法院根本不知该怎么判，就一直将他们关着，等着党的「政策」。照理说拘留期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
   我决定请假去旁听。听说审判是九点开始，我提前二十多分钟到达，在法院附近蹓达等待。
   刚走几分钟，就碰上刚到达的安秀兰，我们便结伴往法院门口走去。
   走了没多远，迎面有些人从法院方向走过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法轮功学员虽然互不相识，可是在这种时候一见面，就知道对方也是炼法轮功的。遇见的功友告诉我们，他们已问过工作人员，今天根本没有什么审判。
   我们站在马路边，相互打听消息的来源和可靠性。一位六十来岁的功友说，告诉她今天会审理的人就是直接管这个案子的，应该没有错。后来我们分析这可能是当局使的一个伎俩，先放出风来说审案子，看看法轮功学员有什么反应、来的人多不多等。
   看到确实不像要审案的样子，很多人就走了。安秀兰提议说，大家凑在一起不容易，干脆找个地方互相交流。
   我想反正请了假，就跟他们一起去了。
   就在那天，我认识了肖雅和尤敏。
   肖雅是沈阳人，二十多岁，在北京一家歌厅唱歌，看起来很朴实，半点也不像我印象中的「歌厅小姐」。
   尤敏是最后一个到我们交流的地方的，她说她离开法院时已经开始抓人了，她亲眼看见两个「便衣」夹着一个老太太上了警车。她自己赶快叫了出租车跑掉。她也是二十多岁，跟我一样是四川人，本来在北京一所学校当老师，镇压法轮功后已失去工作。那天她胸口别着法轮章，包里背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说是准备在法庭上念给法官听，让他们知道《转法轮》是怎样教人做好人的，可惜她没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我听说那天共有一千多人被抓，因为离开得早，我们算是侥幸了。
(第三章 小我到大法 全文完
第3部 三进拘留所

第一章 我不入地狱谁入



抱着平常心
   1999年12月25日晚，吴兵第三次上门，一屁股坐下来，不紧不慢拉开家常。先是说，他九年前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这份申请书揣在兜里九年多，也没往上交，为什么呢？「我看着好多党员还不如我呢，好多坏事都是党员干的」。
   但最近他还是将入党申请书交了。「没办法呀！在这一行干，想得到提拔，不是党员行吗？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小民警吧？当小民警也不打紧，可现在什么都跟经济利益挂上钩，没有官衔钱就少得很，儿子一天天大了，花钱的地方多了，没钱怎么行？」
   然后他说：「现在这社会也乱了，就说我们局长的儿子吧。刚十几岁，就学会吸毒，没多久就把家里的钱吸光了。别看局长在局里挺威风，拿自己的儿子就没辙，最后两口子狠心，送戒毒所吧。」
   儿子听了，绝望地冲进厨房拿出菜刀，「当！」地一刀就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齐跟跺下来。
   局长尽速叫车将儿子送到北京最好的外科医院，好歹算是接上了。儿子伤好些还是将他送到戒毒所。过了几天当妈的不放心，到戒毒所探望。儿子见到爹妈，一上来就说：「给五百块钱！给不给？」好象只要有五百块，在戒毒所照样能弄毒品抽。
   局长犹豫着，儿子「唰」地一下，就将刚刚接上的大拇指又拽下来……。
   听到这，我的心也像被谁冷不防地拽走一块似地痛，做父母做到这个份上，真是生不如死啊……。
   吴兵停下来，从兜里摸出一支烟抽着。我问他：「你儿子几岁了？」
   「三岁，刚上幼儿园。我常想，如果我儿子长大后也学坏，我可怎么办？」
   看他发愁的样子，不由也暗叹口气。我女儿的小学离家只有五分多钟路程，可是这五分钟里，她就要经过两家打着「美发店」、「按摩院」旗号的变相妓院。当她无邪地看着那些浓妆艳抹站在门口招揽顾客的「小姐」时，我又何尝不曾担忧？
   闲聊到此，吴兵终于切入正题，他说这两天外面有点乱，让我们最好别出去，我问他到底有什么可乱，他支吾地说：「今天不是圣诞节嘛，外面乱。」
   我反问：「圣诞节有什么好乱的？」
   他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坚持反正这两天别出去。我说，放心吧！我们绝不会不动脑子胡来的。
   他走后，我和先生议论，这个政府这样下去不把自己折腾垮才怪，过个圣诞节也要这么紧张，至于吗？
   第二天一早，12月26日，安秀兰又打电话给我，说今天可能真的要开庭审法轮大法原研究会成员了。我刚想问她消息确切否，突然想起昨晚吴兵到家「打招呼」的事，这可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今天必定开庭无疑。
   上次假开庭已抓了一千多人，这次真要开庭，再去会怎样？不用想也知。然而我要去为法轮功说句话的决心已下，心里十分平静。
   《西游记》说，假扮唐僧的孙悟空将胸膛剖开时，骨碌碌滚出一大堆心：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都是修炼人应去掉的执著心。我悟到应站出来卫护真理后，怕心、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和冲动的情绪也一一暴露，直到这时，我才感到那些心都消失了，胸中只剩一颗平常的心，一切都变得很平常、很容易。

看到宇宙真理
   以前从未坐牢，不知该带些什么，只胡乱找了两包卫生棉带上。
   我再次问先生：「你去不去？」心想他若不去我就自己坐地铁去法院。
   他似乎没怎么多想就说去，那天是星期天，我们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本来说好要一起去买装修材料。
   开着车，我们来到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附近。老远就看见法院所在的那条街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汽车根本进不去。
   我们开着车兜个大圈子，将车停在附近居民住宅区，然后步行前往法院。
   法院所在的这边禁止行人通过，因为开庭已经戒严，堵在街头的警察让我们从马路另一侧走。
   我们从法院对面的人行道走到法院对面。我看见法院门口有一辆大公共汽车，闪过一念：怎么法院门口还有公共汽车站啊？
   马路中间站着一个警察，先生对我说：「你先去问他今天审不审案，让不让听，我去给吴兵打电话，从他那儿打听打听。」
   我走到警察面前问他：「请问今天审案吗？」
   「你想干嘛？」
   「我想旁听。」
   「是炼法轮功的吗？」
   「是。」
   他突然提高嗓门，看着马路来往的人问：「还有谁是炼法轮功的？」
   一男一女两年轻人手拉手走上前说：「还有我们。」
   先生也不知何时走过来，与我们站在一起。
   警察一边审视马路对面行人，一边高声问：「就你们四个吗？」
   不再有人答应。警察说：「你们四个跟我来。」
   我跟在他后面，连声问：「让听吗？让听吗？」他却不答。
   没走几步，来到刚才看到的公共汽车门口，警察说：「上车吧。」
   我们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算被抓了。不知是谁抗议：不让听不听就是了，为什么抓我们？
   警察堵住我们的退路说：「上车。」
   一上车我就看见安秀兰，她也被抓了，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大公共汽车跟「7.20」那天一样，很快就装满被抓的人。我们再度被拉到石景山体育馆门口排队，一个一个登记。
   登记到我时，警察听我的文化程度是硕士研究生，似乎吃了一惊，放下笔问我：「你炼功看书吗？」 
   「看。」
   「你看到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一字一句告诉他：「我看到宇宙的真理。」

「合法」的「非法」聚集
   登记完，警察没像「7.20」那样把我们关进体育馆。他们临时在体育馆外墙贴上一些纸条，写上各区名字，每隔几十米贴一张，让我们自己找到自己所在的区，站在纸条处等候发落。
   警察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一会：「怎么还有通州的！」一会又听见：「怎么还有佳木斯的！」佳木斯几乎快到中国边境了，他们没想到那里也会来人，所以没有预备纸条，只好现写，边写边骂人。
   半个多小时后，吴兵开着警车赶来。他的脸黄黄的，见到我们劈头就说：「你们这下可把我坑惨了！昨晚咱们聊得好好的，我跟所长拍胸脯保证我这两个人不会出问题，早上我懒了一下没去堵你们，你们倒好，全给我跑这儿来了！让我怎么跟所长交差？」
   那天与我们同一「片」被抓的，还有一个中年妇女于杰，她在一家已停产的蜂窝煤厂上班，她丈夫也炼法轮功，只因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给总理热线 打了电话，说不该镇压法轮功，就被开除工职和党籍，两口子带着十几岁的儿子，生活十分困难。
   警车拉着我们三人在路上飞驰，回到我们所属的永定门外派出所。这次与前几次不同，一进派出所就先让我们签「传唤证」。吴兵脸色越来越难看。
   录完笔录，我们被关入一房间，里头已有四个人，她们也都是法轮功学员，昨晚就被管片民警带到派出所「看管」。
   看守我们的警察似乎忙不过来，一会儿就走了。门口看守的换成一个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治安员」之类的人物。
   我们被关屋里一整天。从交谈中了解，她们四人之前都已「光顾」过拘留所，所以一有风吹草动，片警就将她们关起来，免得她们再「犯错误」。
   那天是我自镇压以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和其他修炼人一起交流、谈心。有意思的是，我们七人若是在外面这样一起谈论法轮功，立刻就会被视为「非法聚集」而逮捕，现在却是他们将我们抓到一起「聚集」。不知这种聚集究竟算「合法」还是「非法」？
   晚上八点多，吴兵将我和先生叫到另一间屋。他看着我们叹了口气，对先生说：「给老太太打个电话吧。」
   先生问：「你估计得多久？」
   「不知道，得等上面的精神。」
   先生掏出手机，拨通家里电话，含糊其词对婆婆说：「妈，我和曾铮可能要出去几天不回家，您一切小心，别等我们了。」说完，没容她问就挂上电话。

初识失去自由
   打完电话，我们被带上囚车，与我们一起的还有于杰。我们三个因是从法院门口抓的，所以性质严重，这就算被拘留了；昨晚进派出所的四人，因没有机会「犯错误」，不久就被放了。
   囚车行驶在昏黑的路上，我才感受什么叫失去自由。街上行人和囚车外的景物模糊，像另一世界，恍然如梦。
   先生倒还在现实之中。他又掏出手机让我们的同事帮忙请假，最后居然还没忘打给装修房屋的工头，告诉他装修材料没买来，让他先干别的。一个老警察喃喃地说：「打吧，打吧，一会儿到了拘留所就不让打了。」
   我本以为拘留所离城区很远，谁知没多久就到了。
   天太黑，看不清周遭景物，只觉车停在一个大院里。紧闭的铁门前，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门前一米多远的地上，划着黄色警戒线，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进入大铁门，里头便是铁网高墙所包围的「崇文区看守所」。
   我们被带到「羁押区」的「收押室」，登记后就算被「收押」。收押室有一面墙的上半部是玻璃窗，透过玻璃能看到收押室隔壁的「监控室」，里面有好多闭路电视，一面墙上密密麻麻挂满小木牌，牌上写着在押人员的姓名和所在牢房。
   收押室的警察不紧不慢翻着我们的档案，隔壁监控室一个警察突然叫：「真他妈的不要脸！大冬天的，露着大屁股睡！」
   顺着话音望去，只见说话的警察正盯着一台闭路电视，屏幕上有一群女子在睡觉，其中一个大概翻身时把被子蹬掉，只穿著三角内裤和胸罩的胴体赫然裸露在监控室的男警面前。警察嘴里骂着「不要脸」，却是一脸兴奋和意犹未足。原来每间牢房都有摄像机探头，牢房的一举一动都能通过闭路电视传到监控室的警察眼里。
   收押室的警察翻完档案，拿出一些表格让我们填写，马上有人抓过去看啧啧称奇：「呵！两口子一起进来，还都是研究生！」
   听得出，说这话的警察心情非常复杂，不明白研究生也炼法轮功？这法轮功只怕还真有点门道．两口子一起进来，家不要了？跟政府作对有什么用？白读这么多年书，读呆了！……

白菜游泳配窝头
   填完表格，开始检查我们随身物，除了手纸，任何东西都不许带进去，连头上的发夹、衣服的金属钮扣饰件都要拿下来，皮鞋也要脱下光着脚进去，据说是为了防止踢人；过滤金属对象，是防止你想不开吞到肚里自残。
   我们三人一无所有光着脚站在原处。我的发夹被拿走，长发披散。这时女警带来一个穿著粉红色内衣年约三十岁的女子。她在一群绿制服的警察中间，身上的内衣特别扎眼。
   我猜不出她是什么来头， 突然灵光一闪，想起安秀兰给我看过一些资料，打印自海外法轮功学员在镇压前一个多月刚建的《明慧网》，其中有许多是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拘留所的经历，曾提到「牢头」，也称「号长」的人物。是的，这个身穿内衣的特殊人物一定是个「号长」。
   我没猜错，她果然是这里一个「红人」。中国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实行的都是犯人管犯人的制度，看守所每间牢房有个「头」，正规称「学习号」，意思是代表其他人学习牢里诸多规矩，犯人称他们「号长」，「牢头」，或「头板」等，每个看守所称呼不一。警察靠他们管理各号，他们在犯人中很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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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学习号」，还有「劳动号」，也叫「筒道长」，地位更高，只有他们可以在牢房外参加「劳动」，如打扫卫生、替警察洗衣服、发饭、发水等，他们能与警察直接接触，警察不便干的事都交给他们去办。由于他们的「贡献」大，往往还能减刑。很多都是家里有「托」 的，一般犯人谁也不敢惹他们。
   看守所就像一个复杂的小社会。有人家里有「托」，在这里过得很「滋润」；有人靠着在社会混出来的狠劲欺压别人，从别人那儿「切」 钱、「切」东西，好歹也能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家里无权无势、没钱、老实的很受欺负。
   在法轮功学员进来之前，一般是经济犯「社会地位」较高，其次是打架、杀人、抢劫的、贩卖黄色光盘等；然后是吸毒的和小偷，地位最低的是卖淫和嫖娼。在北京的看守所，外地人也比较受欺负。总的说来，罪行越重反倒越威风，因为罪行越重，意味他在看守所的时间越长，资格越老，「多年媳妇熬成婆」，不欺负新来的欺负谁？
   我刚琢磨出这个身穿内衣的人是「号长」，女警便勒令我跟她进去，我明白我就要与先生和于杰分开了。
   我回头看先生一眼，他忙将兜里揣着的一条小手绢塞到我手里，眼中是我形容不出的神情。
   小手绢成了我唯一的「财产」，我将它捏在手里，跟着女警和「号长」顺着监控室外的走廊往监狱深处走去。
   没走多远来到一道大铁门前。女警按响门铃，值班的警察开门放我们三人进去。进了大铁门，有几条过道呈放射状，每个过道都一面是墙，一面是一字排开的牢房，这些牢房属于同一「筒」。
   我被带到最右边「东一筒」的警察值班室，「号长」二话不说，伸手就进我衣服里面一阵乱摸――这就算是搜身了。
   搜完身，我被带到一个牢房前。牢房外有两道铁门，一道实心门，一道栅栏门。我在拘留所「学」到的第一个「规矩」是：永远不许用手碰门，否则视为逃跑！
   警察替我打开铁门，我就进了牢房。
   这是一间只有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除了一条不足一米宽的过道，其余就是一张大炕，犯人称它「板儿」，晚上睡觉、白天「坐板」，吃饭、休息全在上面。过道尽头有一洗脸池，对面是便坑。便坑与「板儿」之间是透明玻璃，上厕所的任何细小动作，外面全看得见，据说是为了防止有人趁上厕所自杀。我发现我不仅失去了自由，也没有隐私可言。
   所谓「坐板」，就是一字排开坐在「板儿」的边沿，腰板挺直，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上，不许动，不许说话，不许上厕所。一般是从早上八点开始坐板，坐到十点多吃饭，吃完饭接着坐，到十二点结束「撤板」，然后下午两点又开始坐，直到五点，中间再吃一次饭。
   看守所一天开两次饭，定量是一人一天三个馒头，不够的只能加窝头，菜永远都是白菜汤，为数不多的几片烂白菜叶在汤里漂着，犯人称它「白菜游泳」。
   馒头一天只发一次，发的时候就是冷的。吃完第一顿，余下两个只能自己找塑料袋装着，冬天难免变得又干又硬，夏天弄不好就馊了。饭由「劳动号」拎到铁门外，再由号长接过来，由地位仅次于「头板」的「二板」发给每人。「二板」饭勺在手，权力很大。
   牢房的等级制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严酷。「头板」睡在最靠门这边，依次是「二板」、「三板」、「四板」等，坐板、被褥、洗漱用具、饭盆摆放顺序、发饭、洗漱、上厕所的顺序…，都必须严格依序进行，谁要不小心弄错，或刚来还不适应，就要大祸临头挨打挨骂。
   睡觉时，一般是前四板占据一半的地方，后面不管有多少人，只能挤在一起，再不行就睡地上。
   牢房里的活就两种：打扫卫生和值夜班。打扫卫生包括擦板、擦地、刷洗脸池、刷便池、倒垃圾等，值夜班是为防止有人半夜自杀。两人值一班，两小时换班，谁干谁不干或干多少，都由头板说了算。
   这是北京的看守所，外地的拘留所也有要干活的。我妹妹说她们在拘留所里就被强迫用手一颗一颗挑选麦冬（一种中药），每人每天的定量很重。
   负责管理在押人员的警察称「管教」，一般白天上班，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值班的警察称「班长」，任务是二十分钟巡视一次，保证没有自杀、逃跑、打架等事件发生。负责审案的警察叫「提审」，他们只管案件审理，不管犯人生活，与管教不属同一部门。

无师自通「睡立板」
   入监第一印象是：怎么这么多烂被子？仔细一看，板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她们身上都盖着破被子，有的已经睡着。
   我一进来，立刻就有好多个脑袋从板上昂起来，好奇打量我，两三个声音同时喝问：「什么事儿进来的？」
   「法轮功。」
   「怪不得，你看她脸上一点也不起急的样子，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号长从板上坐起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心都挺善的，你别给我们找麻烦，别在这儿炼功，别的我也不为难你。」
   号长吩咐我先别睡：「一会儿要提你。」「提我」就是一会儿要提审我。
   板上挤得根本没地方了，过道地上还睡了一个人，我只好坐在她旁边等着。房里有一股怪味。
   等到半夜，管教终于过来将我带到监区对面的「提审楼」。
   「提」我的是一个年轻女警，一看就是刚参加工作的，可能正因如此，她倒还守规矩，问话前先向我出示一张纸，上面写着在押人员可以享有哪些权利，一共有七八条左右，我只记住两条：可以有沉默权、可以请律师。
   像我这样的「案件」提问什么呢：你为什么去法院？谁让你去的？政府取缔法轮功你知不知道等。我一一作答，她公事公办记录下来，就叫我回去了。
   回到牢房，大部分人已经睡着，除了前四板，后面的人一个挨一个，根本就没有空隙了；号长指着一个地方说：「你睡这儿吧，跟她盖一床被子。」
   我奋力从两个人中间挤进去，发现只能侧身躺着，还得将两腿和全身绷得笔直，后来才知道，这种姿式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睡立板」。我无师自通找到这种最节省地方的睡姿。
   那夜我睡得很沉，连梦都没做。
   很快我就发现，同牢房的十四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法轮功学员，一个叫李心明，五十二岁，与她儿子一起去信访局上访时被抓，已关了二十多天。她儿子现在男监，被称作「小法轮」，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个头非常矮，只有一米四几，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因为无法面对自己跟侏儒差不多的生理缺陷。修炼改变他的一切，使他成为一个快乐自信的人。他很有才华，被中央美术学院破格录取，正在上学，但现在坐了牢，不知能不能保留学籍。母子同时被捕，就跟我们夫妻同时进来一样，一时成了拘留所的新闻。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是从山东来上访的老太太，刚下火车碰到警察查问「炼法轮功的吗？」她说是，就直接被抓进拘留所，同行其他几人也被抓。听她说到这里，牢房里有人惊叹：「哎呀！怎么那么傻！你不会说你不是炼法轮功的？」
   老太太憨憨地笑着，我替她答：「她修的就是『真、善、忍』，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说假话！再说她来北京就是来上访，现在上访就被抓，早抓晚抓有什么区别？」好几人唏嘘不已，对老太太能「傻」到那种程度还是不能理解。

在中国搞新闻的秘诀
   牢房里其他人多是年轻女孩，除了一个经济犯、一个贩毒、一个吸毒，外加号长是窃盗犯，其余全是卖淫进来的。
   八点钟，我们准时「坐板」，坐到九点左右，管教突然通知各牢房将闭路电视打开，收看重要节目。我们不知发生何事，都扬着头盯着挂在铁门上方的电视。
   原来是昨天开庭的专题报导！那么昨天真的开了庭！头天晚上被关在派出所时，房里有台电视机，我们非常留意收看「新闻联播」，里面只字未提开庭之事，还以为这件事没发生呢。
   报导说，昨日上午九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什么什么案件进行审理，多少多少群众到场参加旁听等，然后宣布判处李昌十八年有期徒刑、王治文十六年、纪烈武十二年、姚洁七年。
   判得这么重！同监的人感慨纷纷。我不由想：早上九点就审了案，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还不播，中央台的效率哪有这么低？足见其中有诈，节目肯定不是一个客观报导，需要做很多「技术处理」。要求旁听的去一个抓一个，一家伙抓了一千多人，那些现场的「群众」是从哪来的？他们从哪弄到「旁听证」？
   我有一个亲戚是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在一家电视台工作，他曾一针见血对我说，中国没新闻，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所有的报导，哪怕是娱乐节目，都有一个政策导向。弄不明白这事的人，就不要吃「新闻」这碗饭。

四块五毛钱上北京
   「专题报导」反复播了七八遍，犯人们开始不耐烦窃窃私语。铁门「咣」地一下开了，原来是张管教要找我谈话。
   张管教将我带到办公室，拿出记录纸，没问我姓什名谁，一上来就说：「你别以为你才是最执著的，我这里关过比你执著的人多得是。有一对山东农村来的母女，兜里只装了四块五毛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就上北京了。好几百里地，母女俩轮换着骑，一人驮着另一人，累了在公路边玉米秸堆里睡一觉，饿了啃点自己带的干馒头，四块五毛钱揣到北京还一分没花呢。母女俩都不识字，问她们什么都不说，就说法轮功好，你算什么！」
   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我将手伸进裤兜里去摸我的小手绢，张管教立即神色紧张：「你干什么？」
   早上洗漱时，我才发现没有牙具，只能用先生给我的小手绢胡乱抹一把脸。洗完脸头板不许我将小手绢晾在墙上，我只好将湿漉漉的手绢装在裤兜里。
   我掏出小手绢擦擦泪说：「不干什么，我太感动了。」
   张管教松口气，问我知道我们的「头头」李昌被判十八年有什么想法。我告诉她李昌不是我们的「头头」，我们没有什么「头头」，我相信李昌坐不满十八年一定就能出来，但我发现她根本不相信，也不能理解我的话。
   我感到无奈，很难向她解释清楚，她也无心多听，匆匆填完将我登记在册的表格，就让我回监。
   白天很快就过去，我的心很静，思想很空，只觉眼前的人物晃来晃去像梦一样不真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晚上轮我值班时，我坐在板的边缘，好不容易才在人、枕头和被子中勉强弄出一块地方来将腿盘上，两眼一闭开始打坐。
   刚坐几分钟，就听头板厉声喝道：「曾铮！你干嘛呢？」
   睡着的人都醒过来。头板说，你要炼功，管教看见我就吃不了兜着走，我也不想为难你，这样吧，你睡吧，我替你值班，行吗？
   她这么说话，我倒觉不好坚持，又不愿影响其他人休息，只好不再炼功。
   值完班我挤在板上睡不着。我想，头板不过是执行警察命令，我要堂堂正正向警察要求炼功，她们不同意我就绝食绝水！一定要坚持到底！我能做到吗？我希望我能做到，我相信我能做到博讯www.peacehall.com

   想到这里，我似乎被自己的决心感动，闭着眼潸然泪下。旁边值班的一个女孩以为我在为自己的境遇伤心，同情地轻声说：「她炼炼功就进来了，也够冤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暗下决心要争取炼功的权利。

法律自由心证
   第三天下午，我们正在坐板，牢房铁门突然打开，一个无比不耐烦的声音从走廊里嚷道：「曾铮！出来！」
   我顺着声音刚出去，一个胖女警上来就翻我的衣兜；当她翻出我身上看守所用的代金券时，更不耐烦嚷道：「你怎么还有这个！」
   看守所里不许用现金，所有现金都存在收押室，要用钱时由「劳动号」登记，兑换成代金券，再用代金券买东西。上午我刚换了三百元，交了一百五十元被褥费，三十元「公用钱」 ，还剩一百多元。
   我不明白我兜里装着代金券有什么不妥，她大声怒吼：「放你走了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到哪里找人给你把这换成钱？！」
   放我走了？这我倒没想到，李心明都来二十多天了还没放呢。
   看她那么不耐烦的样子，我指着李心明问：「我能给她吗？」看守所规定，在押人员不能互赠钱物，订这条据说是为防止牢头狱霸「切」其他人的东西；但实际上该切的一个也没少切。
   她还是不耐烦地：「随你吧。」
   李心明丈夫早死，她和儿子都被抓，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真要放她出去可能连公共汽车票都没法买，我领到代金券时就要给她一些，她死活不收，我只好作罢。
   这时我仗着警察的「势力」，料她不能不要，趁她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就将代金券扔到她怀里。生怕她又将钱还我，扔完钱我转身就跑，突然瞥见同牢房那些女孩的脸上挂满了艳羡，既羡慕我被放走，又羡慕李心明发了一笔横财，有人脸上还挂着我没有将钱扔给她们的遗憾……
   跟着那个胖女警走出监区，一进收押室，就看见先生那张胡子邋遢的脸。我从没见过他这么长时间不刮胡子的狼狈样，心里隐隐有些痛。后来他告诉我，他不仅两天没刮胡子，还两天没洗脸、没刷牙，因为没有毛巾和牙具。他被分配跟一个吸毒犯合盖一条到处是窟窿的被子，睡在冷冰冰的地上，一整夜都暖和不过来。吸毒犯正犯瘾，睡觉时口水流得满地都是，让他恶心得想吐。两天中他还赶上一次放风，那时接近元旦，北京气温早已降到零下，放风时他光着脚丫，冻得直跳。他问我跟谁合盖一条被子，我告诉他是个因淫乱罪（几男几女一起在桑拿室胡搞）被抓进来的女孩时，我觉得他又想吐了。
   办完领取随身物品的手续，我们被带出拘留所大门，先生才放松。他说他被带到收押室时，看见桌上有张行政拘留票，上面写着对我处以行政拘留七天的决定，他以为只放他，不放我呢，谁知怎么将我一起放了。
   但我没见到这张拘留票，也没有任何人口头或书面向我宣示过。第二次进拘留所时，提审告诉我，因为那次我在拘留所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四十八小时，所以将我的记录改成「盘察置留」，也就不算拘留了。这种先抓人、关人、再回头根据实际关押时间来填写法律文书的做法，又让我长了一回见识。
   派出所分管法轮功问题的副所长牛军，在拘留所门口等我们。三十岁左右的牛军，白白净净的脸上满是往上爬的欲望。
   上了派出所的车，牛军做出一副拿我们当朋友的样子，明是规劝，实是威胁：「政治斗争只讲手段，不讲对错，你们知不知道？当年蒋介石是怎么整共产党的？『宁可错抓三千，不可放过一人！』你们学了那么多年历史，白学了？」
   我本想反驳两句，可不想跟他讲话，又觉得拿我们跟共产党相比，毫不妥当，因此就没有开口。
   临放我们前，他似乎「关切」地：「回家后好好洗个澡，明天上班去吧。」但我听出来，他其实是想说：「这下子你们这两个『体面人』知道厉害了吧？拘留所是好待的地方？脏都脏死你！料你们下回也不敢了！」
   我们想起车还停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法院附近，先生让我先走回家，他叫辆出租车到法院那里去把车开回来。
   三天前面对警察时我多么坦然，这时却突然害怕起来。我一把拽住先生的胳膊说：「不行！我跟你一起去，一会儿回家你走前头。」我不怕警察，却不敢一个人回家去面对公公婆婆。
   --------------------------------------------------
    总理热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设的热线电话，公民可通过拨打此电话向总理反映意见。
    指有关系、能走后门、或在警察处使了钱打点
    指强行索要
    「公用钱」　用来买日用品的，由头板掌握，用于公用或给那些家里无人送钱身无分文的
(第一章 我不入地狱谁入 全文完博

第二章 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将天捅了个窟窿
   回到家（当然是先生走在前头），却没有预料中的雷霆大怒。两老像是什么也不知情，什么也没问。其实他们早猜到了，中国的老百姓经历那么多事情，已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吃惊了。他们以前拚命阻止我们，是为了我们不出危险。事情真出了，看到我们从拘留所回来那个狼狈相，心如刀绞，哪还忍心再跟我们闹？
   过了两天，公公私下告诉我，我们被抓那天一日不归，他们已觉不妙，晚上接到电话，婆婆差点晕倒，浑身瘫软，赶快躺在床上，反复对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还有孩子，还有孩子……」如果不是为了爱逾性命的孙女，她可能真的就此「交了面本」 。
   最后，公公像是自言自语：「唉，他就算只是只小狗，现在还在台上坐着，你也只能先听他的呀。」
   公公从「解放前」就开始当农会主席，后来「抗美援朝」参军到朝鲜，入了党，立了功，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忠心耿耿，虽然在「文革」挨过整，退休后有些失落，弄不明白现在党干的这些事，还叫不叫他们为它奋斗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毕竟他从没对党的指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突然说出这种话，怎不让我大吃一惊。
   但他虽那样说了，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公开表示过他的愤怒，或许他早已不会愤怒。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开始跟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圆圆笑脸王俭老太太联系。2000年1月中旬一个下午，王俭带我到她女儿张小梅租的套房。
   房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只在地上铺些褥子，有几人正坐在褥上吃饭。他们吃得非常简单，就是干馒头夹咸菜，我猜他们一定是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功友。
   那天见到几个功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个是武汉来的四十多岁的「平姐」。1999年10月28日，镇压刚进一步升级，法轮功一夕从「非法组织」变成「邪教」时，她与一些功友冒着巨大风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北京郊区成功地秘密召开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镇压的残酷。这个记者招待会在当时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下，真的起到「将天捅了个窟窿」的作用，是外国媒体首次正式接触采访法轮功学员。当时外国记者对她们竖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敢冒着生命危险来。」「我们被发现顶多驱逐出境，你们可能要被杀头。」
   1999年底，她又和一些功友策划召开99’广州法会，也就是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中，很多炼功人都像被「打懵」了似的不知所措。法会上十五位学员的发言稿后来贴在《明慧网》，在炼功人中广为流传，起了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我是流着泪看完那些发言的，不知停下来拭泪多少次。每个弟子舍身取义的故事都深深震撼我的心灵，特别是＜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32岁的石家庄学员丁延（真名）写到，当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东方的朝阳冉冉升起，她突然觉得，自己修多高已毫不重要，生命只因和正法连在一起才变得有意义。读到这里，我只觉自己似乎被一种来自天国的无限博大、无限宽广的神力托起，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个体的生命完全融于最纯正、最庄严、最神圣的天宇，在放弃自我的过程中，得到宇宙般恒远和辉煌的永生……
   丁延在天安门请愿被抓后，警察将她双手反铐在背后，用脚踩着她的背，双手拚命往上提手铐，将她拎来拎去，反复折磨了三个多小时，逼问她姓名。多少次她都要支持不住，但始终咬着牙关没有说。
   丁延后来参加广州法会又被捕，被判刑四年，曾先后被关押于石家庄、保定的监狱，2001年9月左右，她被折磨死于承德监狱水牢。

任重道远
   广州法会第九天，警察突然闯入平姐她们的住处。当时房里只有她一人，警察将她铐在警车内，然后在屋内等着其他人回来。她想办法褪掉手铐，从警察的眼皮底下逃掉了，才又来到北京。
   平姐到北京后，广泛联络其他法轮功学员，在这间租屋内召开三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参加法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这几次法会的录音上了《明慧网》，影响所及，2000年除夕，有一千多名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炼功，令某些当权者大为恼怒。
   公安部门为了抓她和小梅等人，监听她们藏身的航天部 某研究所整片居民住宅、办公楼，她们打公用电话时被发现，于2000年农历正月初六被捕。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在不知何方的监狱；小梅被判五年，现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小梅的男友被判四年，被关于沈阳第二监狱。
   后来我又到那间租屋去过几次，见到很多各地来的功友，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法会。许多人准备除夕夜去天安门请愿，我则安排带女儿回四川老家探亲、过年。
   2000年1月29日，我带着女儿上路。时值春节，外地民工都要回家过年，火车站人山人海。北京西客站偌大候车室里，密密麻麻好几千人，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检票口刚开，这些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前涌去，唯恐占不到座位或是行李没有地方放。我望着这些人，不知大家都在为什么忙碌终日？知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
   我想起老师谈到我们这一亿先得法的人，曾说过：我珍惜你们，比你们珍惜自己还要多，你们是希望，是宇宙的希望，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做得够吗？我们当得起吗？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想到「任重道远」四个字，第一次体会菩萨看众生落泪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我知道我必须为这些生命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逃与不逃间
   回到四川第二天，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与父母说话，电话就刺耳地响起来。是北京长途，牛军要找我说话！
   「你认识尤敏吗？」
   他怎么知道尤敏？「认识。」
   「认识肖
   雅吗？」
   「认识。」
   「1月19日你带她们去哪里？」
   我想起我带她们去张小梅的那间租屋参加法会。
   「对不起，这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说是吧，你等着，我马上就让当地警察押你回北京！」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父母惊呆了，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却愁着还没见到妹妹，带来的广州法会资料怎么给她。
   母亲找出三件毛衣，两条毛裤，一件棉大衣让我穿上，说拘留所很冷，警察说不定还会打人……。
   我全副武装，将母亲找出来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呆坐沙发等着。窗外大雨夹雪，天气很冷，空气透着一股凄清。
   女儿坐火车太兴奋，没好好睡，这时还没醒。看着她的小脸，我想交代母亲两句，让他们将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写作业，又觉多余，什么也没说。
   等到中午，警察没来。我躺在床上午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乱想：「我干嘛那么傻，等他们来抓我？我跑掉呢？他们上哪去抓我？」但是，如此一来，我就只能过流亡生活了，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上班。真的就此浪迹天涯吗？我还没这个心理准备，也下不了决心。
   就在逃还不逃的思想斗争中，我在家又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牛军又打电话来，问我何时回北京，我告诉他十天后，他要父亲听电话。他对父亲说，考虑我回一趟家不易，就不来抓我了，让我在家好好过个年，要父亲好好开导我，有什么事回北京再说。
   不抓我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母亲推论，公安局到别的地方办案，需要当地公安配合，临近年关，很多案子需要结案，杀人案还破不了呢，又没什么大事，肯定这里的公安局不听北京的；不说别的，这差旅费归谁？　
   　我大松一口气，至少可以不用决定逃走还是不逃走了。
   那个年过得稀里糊涂，都知道回去就得挨抓，有什么心思过年？

善的力量 
   2000年2月10日，我如期回到北京，天已很晚。先生告诉我，我头天刚走，第二天警察就上门，找不到我就把他弄到派出所，说是尤敏、肖雅和肖雅的男友三人到天安门拉开一面「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他们被抓后，我就被暴露出来。公安局奉令限期破案，要找到近期几次大型法会召开地点，于是我成了一个重要线索。
   先生告诉我明天须去派出所一趟，如果交代出开会地点，可能就不会把我怎么样，否则就难说了。
   从这时，我与先生发生重大分歧。他主张我说出来，他说那间租屋的功友应早已转移，他们能拿一间空房子怎样？我说会罚房东钱，他说罚多少钱我们给他补上，不让他受损失就是。不说的话，我就会去坐牢，何必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但我内心却有个感觉：这场镇压毫无由来地荒唐，我凭什么要配合？这是一个原则和态度问题。再说那房东如果也是炼功人，一定会受牵连；而平姐、小梅她们的工作那么重要，我也必须保护她们，我当然不能说。
   我与先生争执很久，第二天一早终于做出一个介于「逃走」和「不逃走」之间的决定。也是机缘巧合，那时我们新买的房子刚装修好，公司又决定调我到新部门。于是我匆匆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在派出所上班前离家，一个人住到什么家具都没有的新居，请同事不要告诉警察我的去处。
   一星期后，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叫王彬的人找我，我想不起来王彬是谁，心想莫非是哪次聚会见过的功友，便给他回了电。
   谁知王彬是个警察！三十分钟后，我已经坐在开往拘留所的警车上。
   快到拘留所时，王彬突然问我：「知道政府为什么那么怕你们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个功太真了，你们太有凝聚力了。」
   「是吗？你看过《转法轮》吗？」
   他苦恼地说：「如果我是以前看的，说不定就看进去了，可现在我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总想从书中找怎么对付你们的办法，就看不进去了。」
   车到拘留所，王彬有点抱歉似地说，现在抓的法轮功人员太多，最近刚成立法轮功专案组，他不是专案组的，只得将我交给别人。
   我说：「没关系，如果方便，请给我爱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点日用品来。」
   接下来的三天，他每天都到审我的地方转悠。第一天他问我：「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
   这时提审正逼我说法会地点，我很想讽刺他一句：「王彬，这回你可立功了吧？」但 我立刻感觉自己这一念含有怨气，而怨气就有恶的因素，不够纯善的标准。我忍住了，只淡淡点头：「送了，谢谢你。」
   第二天他又来，还是同一句话：「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时我看出他为了抓我来而难受，想道歉又无从说，只好把问过的话再问一遍。我还是点点头说：「送了，谢谢。」
   第三天他带着一条警犬来，逗一会儿狗后，他又问：「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次他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我低下头没有答话，想起老师说的「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约束了怨气，没有恶语相向，反而让他为自己的恶行后悔难受。

逼供
   一进拘留所，「法轮功专案组」的张强、马英，外加他们的科长，就轮流不停地审我。第一天，他们「好言」劝我；第二天，他们用功友的安全逼我，将我的传呼机开着放在桌上，如果我不交代，呼我一个他们抓一个，抓完了还说都是我「点」 的。第三天，他们整天不让我上厕所。憋到膀胱都要爆炸时，我一咬牙决定「就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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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张强一见我，就如获至宝说：「你不说是吧，人家说了！那天开会你爱人也去了，你不说我把他也拘了！反正你们孩子明天就开学了，我看你这回急不急！」
   说完，他就当着我面挂通先生的电话，一改跟我说话的凶狠口气，和颜悦色地说：「你爱人在我们这儿你知道吧？你能不能来一趟，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先生哪里知道他的阴谋，忙不迭就答应了。
   我望着窗外的铁网高墙，一下子热泪盈眶，但我使劲将它们忍了回去，没让张强看见。
   张强拿起一张报纸，好整以暇说：「怎么样？你爱人半小时就到，现在说还来得及。」说完，他埋头读起报纸，像忘了我的存在。
   四天以来，提审室第一次这么安静，静得我似乎能听到张强的心跳。
   十分钟后，他终于沉不住气，抬起头问我：「想好了吗？还有二十分钟。」 
   我淡淡一笑没答。
   他又埋头假装看报纸，过十分钟又问我一次，我还是没说话。
   三十分钟后，先生在拘留所门外打来电话。张强对我说：「你回去等着，他态度不好我把他也拘了！」
   一个多小时后，张强又来「提」我到提审室，先生也在里头！
   「你爱人比你识相，刚才已经带我们到那个地点去过了，我们已经知道是哪个楼，现在只要你说出是哪栋、哪间，就放你走。你不说，我一间一间搜！你当我搜不出来？现在让你爱人劝劝你，本来是不让家属见的，这算是特殊照顾。时间不多，抓紧说吧。」最后这句话张强是对先生说的。
   先生问：「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谈谈？」
   「不能！」
   我看到先生有一肚子话要跟我说，得不到单独谈话许可，只好兜着圈子说。其实那天开会天已黑了，估计我跟他一样记不清是哪间屋了，就带他们到那里转一圈又怎样？出去后有多少事要做呀，某某已到北京了，我们不是说好去见他么？
   他说的这个某某是全国人大代表，先生认识他，我们本来说好，他来北京开人大代表会时一起去找他呼吁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先生觉得这个理由一定能打动我，所以跟张强打包票说能劝动我。
   我始终没开口，先生情急当着张强和科长说：「老师不也说了吗，大法是圆融的。」
   我正色道：「大法也是严肃的！」
   张强本来一直低头假装看报纸，听到这话，忘了伪装，不由自主抬起头吃惊望我一眼。
   半个多小时后，张强看先生没有说服我的可能性，就让他走了。离开时，先生的眼里充满绝望与悲哀――在残酷的现实和自我无能为力之间，他感到一种被五马分尸的痛苦：「神在拉我，人在拉我，魔也在拉我……」
   他曾与朋友谈起我被捕和法轮功的问题，朋友除了显示一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麻木，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混得不错，活得很好。他差点冲着朋友大喊：你活在一个连国家主席都能随时被红卫兵揪斗的国家，你觉得很有尊严吗？强盗闯进你住宅，当着你面将你的母亲、妹妹、妻子轮番强奸，你却不得不在一边鼓掌说「干得好！」你很有尊严吗？！……

「地球爆炸」救了我
   先生「劝降」未能奏效，张强还是不甘心，第二天又把我弄到提审室。耗到下午，一个警察抱来一大摞书，说是刚从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抄来的。张强故意气我似的：「怎么样，你们老师的书，你想不想看啊？」然后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你帮我看看，这些书全不全。」
   我走到他的桌边，一看抄来的那摞书中，刚好有两本《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我将这两本抽出来，翻到第42页，分别递给张强和他旁边的科长说：「请你们看看这里。」
   他俩都满脸狐疑看了起来。这本书是根据1998年3月李洪志先生在纽约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的，第42页谈的是关于1999年地球爆炸的传言，根本就不存在。镇压法轮功后，中央电视台曾转播一个由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召开的外国记者会，会上播放李洪志先生的演讲录像。他们把演讲中「不存在世界末日」的「不」字剪掉，再将其他一些讲话掐头去尾重新组合，演讲就变成在「宣扬地球爆炸」，最后再解说许多人就是被「地球爆炸说」吓坏才炼法轮功的。这样一来，炼法轮功的人就变成可笑的「痴男信女」。我看了电视后，曾给宗教事务管理局写过一封信，特地查过书上说地球不会爆炸是在第42页，所以这时才能一下子就翻到那儿。
   果然不出所料，张强看着看着脸上表情就有点变了。他看完后抬起头来望着我，一脸茫然。
   我问他：「怎么样？我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了吗？政府为什么说我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
   五天以来，他第一次像泄了气的皮球：「政府什么时候说你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了？我怎么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你是法轮功专案组的，看来你还得加强学习。《人民日报》1999年7月22日社论＜李洪志其人其事＞里面有个小标题就是『鼓吹地球爆炸』。」
   ──他替一个撒谎的机器工作，也够难为他的了，何必再戳穿他呢？
   科长早就把「地球爆炸」那段看完，这时突然抬起头：「就这么结案吧，她不说算了，在笔录上一律写上『不说』，让她签字就是。」
   张强飞快在笔录上写了一连串问题和「不说」，让我签字画押。我一边签字，他一边还有点不甘：「好，大研究生，敢情你的那点学问全用在法轮功上了，你们老师讲的话在多少页你都知道！」
   就这样，我的「案子」总算了结，他们将我往牢房一放，没再去啰嗦我。

邪不胜正
   半个多月后，张强突然又来「提」我。提审室坐着两个警察，见我就说：「可找到你了。」他们两个都是沈阳来的，在北京整整找了我一个星期，才查出我已经进了拘留所。
   听到「沈阳」二字，我即猜想莫非与赵志坚有关？
   赵志坚二十八岁，是沈阳一所大学老师，两个月前我在一次心得交流会上见过。他是镇压「取缔」禁令刚出来四天后，沈阳市第一个只身南下，到北京「顶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他被抓回原籍后，省长、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他的「案子」。警察对家属说要将他当成「现行反革命」枪决，他母亲吓得当场昏过去，吃了十八粒「速效救心丹」才救过来；他父亲天天去找他妻子「拚命」，怪她没有阻拦他去北京，要她赔他儿子一命；他妻子十三天内体重少了二十多斤。
   他是沈阳拘留所里第一个法轮功学员。孤独曾让他异常痛苦。
   不过，同牢房的犯人很快就开始叫他「赵老师」，对他说：「赵老师，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只有你是做好人进来的，你要炼功就炼吧，我们替你看着警察。」 
   后来他们将他审来审去，审不出个名堂，找不出他有什么「背后操纵者」。他们想他是大学毕业的，还专门派个有大学文凭的警察来劝导他。这个警察劝导他一天后，突然问他：「哎，你看我这人要修炼的话，根基如何？」
   半个月后他被释放。法轮功被打成「邪教」，他再次进京上访，我就是这次见到他的。

精神院偷渡迫害记
   我正猜想时，年长的那个警察问道：「你认识沈阳的王艳吗？」
   刚想说不认识，我突然想起王艳是肖雅的嫂子，也是法轮功学员。她辗转得到两份被关在沈阳一家精神病院的学员所写的资料，详细揭露在精神病院饱受迫害的情况。王艳将那两份资料寄给我，企盼能将法轮功学员被关于精神病院的消息传递出去。
   两份资料传到我手里，已被揉得不象样了，不知是经历多少关口多少惊险才到达。一份资料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写的，她和女儿同时被关，挨过无数次电击；另一份是名四十多岁的女学员写的，她到北京上访被抓，被送进精神病院前，曾先后被关于北京和沈阳八个不同的看守所，其中一个看守所的饭菜不是有老鼠屎，就是有蟑螂腿或苍蝇头。
   我将这两份资料输入计算机，然后把磁盘拿给一个会上网的功友，请他发给明慧网，那已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原来这两个沈阳警察是为此而来。他们告诉我，那两份经我传出的消息上了网，令某些人异常恼怒，当时正在北京开人大会的沈阳市党委书记和市长被责成亲自查办，一定要将消息走漏的渠道摸清楚，两警察到北京后还被召去「面授机宜」。
   新一轮的「逼供」又来了？果然，他们先问我是不是收过王艳寄的资料。我承认了，他们再问，「将那两份资料怎样了？」我说输入计算机交给别的学员了。
   「交给哪个学员了？」
   「对不起，无可奉告。」我将心一横，打定主意不管他们怎么逼，我都不再说。
   没想到两个警察听完却没动怒，年轻的那个边写边笑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这样，说自己什么都行，一轮到别人的事就说什么也不行，是不是？」
   他的语气除了诚恳，居然还有赞赏。意外之余，我又想起赵志坚。我想，沈阳一定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大法弟子，才会使这两个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有这样的印象和好感。
   年轻的警察写完让我签字画押。原来这就是他的「问讯笔录」，上面只简单写着我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以及我们刚才简单的对话内容。他们大老远跑来，又下了那么大的功夫找到我，就这么算了？
   看来还真是如此。我签好字按上手印，年长的警察叹了口气站起来，似乎比我还盼着这件事早点结束，好回去交差了事――他们两人明显地都在应付差事。
   我举着沾了印泥的食指，想找张纸什么的擦，年长的警察忙说：「在面盆里洗洗吧，打点香皂。」
   审讯室里有个脸盆，是警察洗手用的，从来没有给被审问的人用过。
   我打上香皂在脸盆里洗完手，年轻的警察又指着一条新毛巾说：「擦擦手吧。」
   我犹豫一下，年长的那个说：「嗨，你管它那么多呢！还不是公家的钱买的，使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站在原地等我擦净手上的水，然后收拾好文件将我送回牢房。临别时他们郑重邀我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沈阳看看，好象我是他们已经认识、敬重多年的老友一样。
(第二章 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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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
   这次进拘留所，我被分到「东一筒三所」。当牢房的铁门在我身后关上，我一眼就看到王俭那张红红的、胖胖的、总是像弥勒佛一样笑咪咪的脸。原来她是春节前在公园炼功被抓的，警察向她盘问过我的事，她一直想托人传信要我小心。
   牢房连我在内共有八个法轮功学员，其余十来个人大部分是卖淫进来的。八个学员中有四个是除夕夜去天安门炼功被抓，一个是到天安门打横幅被抓，一个是早上去买菜，路过炼功点，赶上警察抓炼功人一起被抓进来，还有一名四川来的老太太，从火车站出来，还没找到天安门就被抓了。
   王俭正与几个人吃饭，像我们第一次在派出所见到时一样，她热情地招呼我一起吃饭。我端起饭碗，立刻就成了她们之中一员。
   在牢房里，法轮功学员吃、用都在一起，不分彼此，没人去理会那条为减少在押人员争吃争喝甚至大打出手而订的「不许混吃混喝」的监规。尤其是我刚到那些天，总被弄去审问，经常错过吃饭时间，其他学员每天都细心替我留饭菜，我天天过的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走的时候都不知道一人一天定量是三个馒头。
   这种事对法轮功学员很平常，但比起牢房其他人动不动就为一点小事争吵或打闹，就稀奇得很了。尤其很多因卖淫进来的女孩，被抓时常连衣服都没穿周全，身上当然不会有钱。进了拘留所，没钱的日子很不好过，甚至来例假都没有卫生棉用。「公用钱」和「公用物品」都掌握在头板手里，头板高兴才给你。
   有的在北京根本没亲人，有的有亲人却不闻不问，还有的是自己没脸告诉家人坐牢，只有咬牙苦捱。
   而法轮功学员互相就是亲人，那种融洽让其他人羡慕。监狱里许多犯人就是从这点开始对法轮功生出好感、仰慕，最终也想炼的。

天涯沦落人
   东三所的头板段丽丽就是一例。她是三十多岁的回族人，因涉嫌贩毒进监，我进去时她已经待了几个月，接触过不少法轮功学员。
   按拘留所规矩，法轮功学员不能坐在一起，也不能睡在一起，甚至不许互相说话。但段丽丽除了白天不让我们一起坐板，以免被警察看见，其余时间我们怎么聊她也不管，晚上还安排所有法轮功学员睡在一起。她说，「她们一起说说话也没碍着谁。不让她们在一起，她们隔着八丈远还是想说话，何必呢？有她们在，号里还少打架呢！」当权者哪怕有她一半的见识，事情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境地。
   不过，刚开始她虽然不干涉我们说话，但也不怎么跟我们说话，好象要拿一拿头板的架子。其他人她也看不上，整天一人心事重重。半个多月后，有一天她突然对我们说，我的事也只有跟你们说了….
   她在家是老大，从小家庭责任感很强。为了成全父母希望她找一个同是回族人的心愿，嫁了一个她不爱的，生下一个儿子。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丈夫开始吸毒，她想孩子都那么大了，总不能跟他离婚吧，可怜他犯瘾的痛苦，又经常帮他买毒品。
   她承包一个饭馆，生意不错，她丈夫的姐姐总想从她那儿讹钱不成，对她怀恨在心，向警察告发她买毒品，又买通警察加重她的罪，意欲以贩毒罪置她于死地，好趁机吞没她的财产……。
   她进来已好几个月，案子还毫无眉目。贩毒罪一般都判很重，她的儿子刚满十一岁，跟着一个吸毒的父亲，叫她如何放心。
   说到这，她的泪扑簌簌直掉，边抹泪边对吴萍说：「吴老师，你是好心人，你出去后能不能让我儿子去找你，让他跟着你学好、跟着你炼法轮功？」
   牢房里最小的女孩才十六岁，外号「小胖」，白天被安排跟我一起坐板。
   小胖来自江西，十四岁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很快找了情妇，情妇和她女儿霸占小胖母亲留给她的房间。她看不惯她们，天天吵架，父女俩搞得像仇人。她早早就跟男友同居，想早日结婚离开家庭，无奈父亲不同意婚事。她一气之下将怀了七个多月的双胞胎打掉，跟人来北京，在一家「发廊」操起皮肉生意。她反叛心理很重，性格倔强，死也不肯向谁低头，谁碰她一下就跟谁干架，眉头成天都皱着。
   有一次她问我：「为什么你们法轮功碰我一下我不烦，也不想跟你们吵，别人一碰我，我就想跟她干架呢？」
   她这问题倒把我给问住了。我想了想才回答：「因为你觉得我们都是好人。」
   慢慢地，我告诉她做人要与人为善，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与喜爱，以及其他一些做人的道理，她听进去不少，后来还要我教她背法轮功的《洪吟》。我从第一首＜苦其心志＞开始教她，边教边讲诗的含义。第三首＜觉者＞是这样的： 
   「常人不知我，
   我在玄中坐；
   利欲中无我，
   百年后独我。」
   这首诗包含好多道理，我尽量用她听得懂的话讲解，但她到底理解多少，我一点也没谱。她很小就没好好上学，连小学都没毕业。
   有一天，她抱怨：「在这个鬼地方天天吃『白菜游泳』，以后我一辈子不吃白菜了！出去后第一件事就要大吃一顿！」刚说完，她又颓然：「看来我还不行，我还在惦记着吃，『利欲中』还『有』我，我还修得不好。」
   她这话一出，所有炼法轮功的都大吃一惊，面面相觑。看来真像释迦牟尼说的，众生皆有佛性，不能小看谁。
   到她背会《洪吟》第五首诗，我发现她成天紧皱着的双眉不知不觉舒展了，脾气好多了，模样也变漂亮了。每当我看着她认真嘟着嘴，努力去背这些诗时，都会想起以前净土法门的修炼，说修炼了一辈子的人在临死时，不但不害怕死，嘴里还念着佛，生出欢喜的心，那佛能不来接他吗？同样道理，看到她那么努力背着《洪吟》，我心中充满快慰。

赞叹欢喜
   四川姑娘唐遥跟小胖一样是卖淫罪进来的，她来自贫穷农村，想出卖身体多赚些钱，好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享受。整个社会都要人们快速致富，普遍「笑贫不笑娼」，很多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孩不觉得卖淫有何不妥。唐遥也是这样。
   有一天她受「提」回来，兴奋得满脸通红，说提审答应她只要交两千五百元罚金，就放了她。她刚好还有两千多元，写信请朋友去取。警察帮她将信寄出去，本来被拘留的人在案子判决前，是不能与外界通信的。
   朋友很快就将钱送来，交给提审；她天天盼着出去，坐卧不宁，可有几人一直看着她冷笑。
   十五天的行政拘留期终于过去，可是一点也没要放唐遥走的迹象。一天、两天、三天……她热切的希望一点一点地冷却、僵死……终于，她再也忍不住了，坐在板上掩面而泣。这时冷笑的人才告诉她，提审这样骗人骗得多了，你居然信他，不是傻冒一个？
   过几天她又被提走了，回来时坐在板上放声大哭。提审果然骗了她，两千多元让她倾家荡产，而她照样被判了半年妇教 。提审还拿她取笑：「你出台多少钱一次呀，出去后我去找你，给不给点优惠……」
   唐遥哭了好久，我在心里暗叹，她在这样的时候受到这样的欺骗，难道不会对这个社会心怀仇恨？又怎能指望她变成好人？
   有天起床后，她对我讲：「曾姐，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将屎拉了一裤子，好恶心。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她的脸，诚恳地告诉她，你做那个梦，是因为你以前的生活的确是骯脏的，以后不应再这样，然后我跟她说那种生活会带来的害处。
   在牢房里，她一直是最受欺负的，家里又没人送钱来，没人瞧得起她。只有法轮功学员以善心待她，这使得我们在她心中就像沙漠的绿洲一样宝贵。我看得出来我的话在她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因为她由中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一个宁愿坐牢也不愿说假话的人，是绝不会骗人的，这就是她单纯的逻辑。
   后来她告诉我她们村里也有人炼法轮功，她准备出去后回家找他们学。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牢房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法轮功心生仰慕。连因抢劫进来最爱欺负人的陈圆，吴萍说愿意收她做干女儿养活她，也不希望她再去打劫，她就对吴萍说：「吴老师，我这人从小走黑道，从不会对谁心软，也不会对谁说个谢字，但是我知道谁好谁坏，我──谢谢您。」
   也不知何时起，我发现其他的犯人间也开始像我们一样抢着干活，有什么问题也会「向内找」，学会原谅别人；要走之前也把自己穿过的囚服洗了，好让后来的人穿干净的；有人缺东西时也能主动将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晚上值班我们炼功时还替我们站岗放哨打掩护……所有的人相亲相爱，融合得像一家人。
   一个星期天下午，没有坐板，大家三三两两坐在板上聊天，我心中一动，说：「我给你们打一套手印吧」。说完我盘腿坐好，将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手印打了一遍给她们看。刚打完，就有人要求：「再打一遍！」我又闭眼打了一遍，只听坐在对面的唐遥叹道：「真好看！也不知是因你人长得美还是动作美，反正真好看！」
   我睁开眼睛，看见面前的女孩们专注地望着我。她们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圣洁的光辉，和一种她们自己没有察觉的灵魂升腾的深深喜悦，仿佛她们不再是置身世间监狱被人瞧不起的卖淫女，而是佛国世界纯洁的众生，听到美妙的佛法而赞叹欢喜……。

老板偏不信邪
   那次进拘留所正赶上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春节期间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超期关押到人代会开完，才陆续被放出去。
   我是同牢房九个法轮功学员中倒数第二个被「取保候审」放出去的，先生是我的保人。放我时，马英告诉我，一年内，我再出现任何问题，就连我的保人一起拘捕。
   这次还是牛军开车来接。到了派出所训话，看我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牛军咬牙道：「你就这么折腾吧！你不让我安生，我也不让你安生！我要搞得你爱人没法过、孩子没法过、父母没法过、公公婆婆没法过！我要叫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每说一个「没法过」，我的心就像被刀刺一般地痛，跟他比起来，拘留所里最狠的犯人都变成了「小巫」。
   第二天，我回到公司上班。正副总经理看我回来，都非常高兴，专门抽空跟我谈心。在这方面，我跟许多其他修炼法轮功的人有些不同的「待遇」。
   镇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开除党籍或工职，而我所在的公司不是国营企业，没有党支部，我们几个党员的党组织关系，寄放在一个股东单位的党支部，我们除了每年勉强派名代表交一次党费，每次接到参加什么党组织生活的通知，都是明推暗阻，心里直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入党。几年下来，我们从没有人去开过支部会，后来也不再有人通知我们，所以我炼法轮功的事党根本不知道。
   这种基层党组织陷于瘫痪的情况，非常普遍。事实上，全球其他的共产主义政权陆续垮台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号称还有多少千万党员，真正还信仰共产主义的可说寥寥无几。如果说我在80年代入党时，尚以为自己的加入能为共产党注入新血、能对国家人民有所帮助的话，到了90年代，入党对很多人来说只是往上爬的手段，还有许多人是被动员，不得不入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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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公司几乎是私营的，没有党支部，公司的领导便是股东，他们没有打算听党的。我们公司从事的金融行业，最大的风险就是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从改革开放到千禧年，中国证券市场和资本运作，都是全新的事，法律法规的制定远远落后于实行，总是发现问题再去补窟窿。赚到钱的暗自庆幸，没赚到的更努力去寻找新的机会……。
   新兴金融市场有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几元一股的「垃圾股」戴上「重组」、「高科技」帽子后，股价像坐火箭一样飙升到一百多元。极度膨胀的投机心理和快速致富的贪欲，使市场风险剧烈动荡，防不胜防。
   在这充满诱惑和法律漏洞的地方，个人品行就极其重要，我承担许多公司领导不放心交给别人的事。有时上亿元规模的资金安全，全押在我一个人身上。
   因为这些原因，加上私人关系良好，两位经理不但毫无因我坐了一个月牢影响工作而埋怨我，反而还与我探讨在目前情况下法轮功应该怎么做。其中一位说，据他看共产党也就还有三五年的寿命，何必跟它较劲呢？不如一起把公司经营好，走经济救国之路。

舍尽
   我恢复工作，同时也与这次坐牢认识的功友有了密切联系。我与几个功友携手起草过给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呼吁信，发起签名连署，也一同商议过向拘留所质询，请他们针对拘留所使用电针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做出解释。我们前一天刚用电话商议，第二天派出所就来传唤，审问我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们的电话显然受到监听。
   王俭的女儿小梅，这时已被关在专门关押重大案犯的北京市公安局七处两个月了，她刚从七处传话来，让王俭替她请律师。
   几经周折，王俭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这案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父母、妹妹都是搞法律的，王俭约我一起去见律师，我当然义不容辞。
   那天是四月三日，我们约了十点钟见面。
   我要和王俭去见律师的事并没告诉公婆，但我这次从拘留出来后，他们的警惕心空前地高，随时随地放了一只眼睛在我身上，似乎从空气中都能嗅出我的动向。当我准备出门时，婆婆阴沉着脸堵着门，问我出去干什么。
   我忘了是怎么说的，可能只说有事要出去；我也记不清婆婆什么时候站在屋子中间破口大骂，她骂完法轮功又骂我父母，还说她活了六十多岁也活够了，要去四川找我父母拚命。她一直认为是父母亲让我炼功的，追本溯源，当然得找他们拚命。
   我从没见过婆婆这样，就算上次她躺在门前不让我出门，也没骂脏话。
   我难过得不知所措，边哭边盲目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不知怎样才能阻止她骂人。
   看到我真要出去，婆婆急红了眼，堵着门叫：「你今天要出去，就与我的儿子离婚！」
   我一口气堵在心里，又不由有些好笑说：「离不离婚是我跟我丈夫之间的事，难道让我跟您离婚？」
   婆婆已经完全昏了头，立刻接口道，：「对！我今天就跟你去法院办离婚！」
   我非常清楚婆婆只是以此要挟我，并非真想让我们离婚。恰恰相反，她太想维护这个家了。但我必须向她表明：我不接受要挟。如果我接受这样的要挟，那从此别说是出去做什么了，只怕连在家偷偷炼功都得放弃。再说王俭还在等我，我岂能食言不去？ 
   我拿出笔，飞快写下离婚协议书，刚写完「我自愿与某某某离婚」一句，公公在一旁念叨：「离婚她才不怕呢，她有钱！」
   以前家里的存折都是我保管，先生不愿操这种心，但这时我早已将一切都移交给先生，处理好「后事」。公公不知情，所以担心我将家里的钱拐跑。听到这，我心一痛，二话没说，接下去写：「家里的一切财产均可放弃。」
   我飞快签完名，带着决断的表情将离婚书递给婆婆。
   她没料到我会这样。我从小个性就特别软弱，炼法轮功以前，谁瞪一眼我都难受半天，谁吐口唾沫都能将我淹死，一天到晚都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时常觉得很累、很苦，可是又改不了这天生的性格。
   学法轮功后，《转法轮》一句话却让我彻底解脱出来：「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
   我在心中认同这个理，相信这个理，此后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做到「真、善、忍」，不再在意任何人对我的看法。背了三十年的思想包袱突然一下甩掉了，心中的轻松和解脱无以伦比。
   然而，在恢复自信心的同时，我在许多方面却变得比以前更好讲话。以前我看到公公将一块很难看的抹布很不合谐地放在精美的家具台面时，我都会很难过，总想将它拿开。我拿一次公公放一次，他图方便，我图美观，这中间就有了矛盾，所谓生活的磕磕绊绊，就是这么来的。
   炼功心胸开阔后，这些事慢慢我都不再计较，也渐渐放弃家里几乎所有事情的「决定权」，一切都听先生和两老，我没觉得损失什么，其他人更皆大欢喜。
   所以，当一向柔顺听话的我突然变得如此坚决、不可掌控时，婆婆完全乱了方寸，不知怎么办，也不伸手接我手里的离婚协议书。
   我伸着手等了两分钟，然后将离婚书放到桌上，请她让开让我出去。
   婆婆慌得六神无主，语无伦次大叫：「喊保安！喊保安！」公公用他高大的身躯堵住门，想出更绝的主意：「打110报警！打110报警！」
   我沉着地说：「你们可以喊保安，也可以打110报警。但我现在是自由的人，就算警察来了，他也无权不许我出门。你们看得了我一天，看不了我一辈子。请你们让路，我要出去。」
   听了这番话，公公似乎恢复理智，也许他看到我平静的话语中不可改变的意志。我知道，我的勇气来自我的信念，因为坚信我要去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公公侧身让开他堵的门，婆婆一人挡不住，我从她身边穿了过去。我出了门，她还不甘心地追出来，嘴里仍叫着：「喊保安！喊保安！」
   这时我们全家都已搬到新居，这是北京市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二十四小时都有保安执勤。我转过身，对失去理智的婆婆说：「您最好别喊，我们刚搬来，这儿还没人知道我炼法轮功，您一喊，他们就都知道了。」
   婆婆一愣，立刻住口，呆在原地。
   我头也不回走出小区。春日的阳光照在身上，不知怎么却想起《红楼梦》里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李洪志先生的一句话，以前没特别留意，现在也浮现脑海。李先生回忆从前他上班的单位，食堂效益不好，大伙上班只好自己带饭时，曾说，我这人走哪儿手里不愿拿东西。这句平时没在意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世间的舍尽』 。」

白花钱请律师
   我坐公共汽车准时到达律师事务所，王俭和她丈夫已等在那里。
   这家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市收费之高数一数二，一般只接大公司的经济类案子，因为小梅表哥是他们的老客户，碍于情面才愿意听听小梅的情况。
   其实1999年秋天，当我想去旁听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的案子，并为他们作证「4.25」是我自己要去，不是他们煽动时，父亲就说这是徒劳无益的。绵阳市司法局曾召集市里所有律师，传达关于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文件，主要内容有三：
   1、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同于一般刑事犯，因此虽然一般的刑事犯可以由律师出面保释，但法轮功学员一律不得保释；
   2、法轮功学员大方向就错了，因而在法庭上辩护时，不得像其他案件一样，去抠公诉人的什么证据充分不充分、事实确凿不确凿等「小问题」；
   3、律师辩护状必须上交给有关领导审批，在法庭辩护时，只能照审批过的辩护状作书面辩护，不许说辩护状之外的话。
   为什么我明知道请律师不过是白花钱，还要支持王俭呢？不为别的，我只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再说，只要有机会，就不应放弃为我们的无辜辩护。
   律师行指定一男一女两律师接待我们。我告诉他们被关押在拘留所时听到小梅的情况：警察在小梅租的那套房抄出十几部手机，还有好多现金，因而他们指控小梅诈骗他人钱财，准备以经济问题起诉她。
   当时同牢房的吴萍听到立即反驳：「他们知道什么呀！我表哥家里现在就有好多钱，有一个深圳大法弟子来北京上访就带了十万。他去天安门之前，将他的钱和手机全部留在我表哥那里，说反正要去坐牢也用不上了，留给后来的弟子用。什么诈骗！」
   于是我慢慢向这两位律师讲解法轮功学员之间的钱财是怎么回事。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大家不分彼此。我还听说有一个长春法轮功学员将房子卖了，拎着一皮箱钱到北京，见到经济困难的功友就拿出一叠。所以小梅那儿的钱和手机也一定是其他法轮功学员自愿留下的，根本不是什么诈骗。
   听到这，负责的女律师当即表示愿意试试这案子，却又面带难色告诉王俭这儿收费很高，起码要三到十万，不知他们负不负担得起。
   我想起不久前刚领到一笔六万元奖金，虽然刚写了离婚书并表示放弃一切财产，但这笔钱应该还可以归我支配，于是我说费用没问题，不够我可以赞助。
   女律师叹道：「你们炼法轮功的人境界真的这么高？看来应该让所有的律师都去炼法轮功，这样就可以免费给穷人办案了。」
   接下来我又提了这案的难度，以及父亲所说的那个内部文件。女律师说他们没接到这个文件，律师完全是独立的，哪怕小梅杀人或是买炸药将天安门炸了，她都有权利得到辩护。
   但是第二次见面，上次一直没讲话的男律师偷偷跟我说，北京市司法局做得比你父亲他们那儿高明，没有将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开会，但凡接法轮功案的都要被叫去「打招呼」，他们已被打过招呼，内容还是那三条。说完他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不知后来这两位律师到底有没有替小梅辩护，只知在中国律师确实很难做。我母亲从法院退休后本来办了律师证，替人做代理。两年做下来，她将律师证退了，说现在没法办案子。她当法官时经常是刚接案子，还没看案卷，某某大人物写的条子就来了；而当律师时，你不将法官喂饱可能就赢不了官司。

一封信换一年劳教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我给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与公婆间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先在外面住几天，缓和一下他们的情绪。否则再见面，我又不能如他们所希望的放弃法轮功，徒伤和气与感情。先生感到这次的争吵非同小可，得费些功夫才能将事情抹平，就同意我暂不回家，由他在中间调和。
   当晚我住在拘留所认识的功友杨润泽家。第二天一早，回想与公婆发生冲突的过程，我的情绪不够平和，也没能心平气和向他们解释。我能想象我走后他们一定非常难受，就这样把我逼走没法向儿子交代。我想我应该给他们写封信，将争吵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减轻他们的愧疚；我还想向他们表示不管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都理解他们、爱他们、决不会记恨他们，我更想向他们说明，为什么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为什么我要去做他们看来很傻、徒劳无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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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脑一片空明。杨润泽还没醒，我轻轻下床，自行找到纸笔，行云流水般写下后来因此被判一年劳教的这封信：
   爸爸、妈妈：您们好！
   出于以下考虑，我决定暂时不回家住，希望您们谅解：
   一,我的信仰是即便付出生命也不可改变的。政府在对待和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方式上，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在政府承认和改正错误之前，我会不懈地为此努力，这一点在我来说已是无法改变的。由于您们暂时还不能认同我的信仰和做法，我住在家里学法，炼功，与其他功友联系…，都会不断地刺痛您们的心，因此我暂时离开一段，可能对双方都好。
   二,对于家庭的责任，我不是没有考虑，也不是不愿承担。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对家庭负责呢？我想您们一定还记得，在修炼之初，我曾经怎样执著地劝您们也修炼。您们大概不知道，那年当爸爸因胆结石在开封治疗打电话回来说他所遭受的治疗之苦时，我在另一房间痛心地流泪；您们大概也不知道，我曾经在夜深人静时流着泪对您们的儿子说：你说你对家庭的责任感强，我不知你是怎么强的，父母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不赶快动员他们修炼，那说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了，你怎样对他们负责呢？他只是说他嘴疼，一转身就睡着了，而我却哭了好长时间不能入睡。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他不能够修炼，他是绝对不能摆脱生、老、病、死之苦的。不管我多么想对你们负责，当你们遭受病痛时，我不能替代；而当你们要离开人世时，我也无法挽留，这是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我的责任感绝对救不了任何人。
   再说孩子。我进过两次拘留所，我看到过年仅十四岁就因抢劫罪进去的女孩，也跟年仅十六岁就因卖淫罪进去的女孩在一起呆过。当她们叫我阿姨，问我这问我那时，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跟我的孩子一样的童真。她们并不是有多么坏，只是因为社会风气的败坏，没有人告诉她们什么是真正的好和坏，而无知地走向了犯罪啊！家庭的力量有时是很难和社会的力量抗衡的，当我们家巷口都已经开了两家变相的妓院，而我的孩子每天都会来来回回经过多少次时，我怎样才能保证我的孩子长大后不会学坏啊！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有许多无奈。不管你们看没看到，相不相信，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发自内心地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时时处处都在力图做一个好人的。这样的人多了，社会才会越变越好，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我这个做母亲的才能感到放心。通过这么些年的实践和对社会的观察，我深切地意识到：政府的教化、法律的制裁、知识的灌输都不能改变人心，而真正的信仰却能。
   三,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修炼，我真的是以越来越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我不是不爱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亲人，而是我的爱已扩大到爱所有的人。我们老师经常说，你不爱你的敌人就不能圆满。不管我做到没做到，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我现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可能只站在我们小家的立场上。我们不是有句话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吗？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好了，我们的小家才能真正地得好。
   四,我也知道许许多多人像你们一样，认为我们即使想干什么，也应该采取更好的方法，目前这样的行为是无效的，是没什么政治头脑的。没有政治头脑我绝对承认，因为我们确实不是搞政治，我们是佛法修炼。然而我们相信我们信仰的是真理，而真理一定是不灭不破的。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你们就会看到这一点。
   五,我深切地理解，作为长辈，你们反对我也好，支持我也好，你们绝对没有别的心，只有一颗心疼我们的心，爱护我们的心，想保护我们的心，不想让我们遭罪的心，想让我们活得更幸福的心。近三年的修炼实践告诉我，我所信仰的一切绝对是真的，而通过修炼，我活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明白，即便是在拘留所的时候。这一点你们一定不要为我担心，我真的非常幸福，因为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我顺应了宇宙的客观规律，所以我才这么幸福。
   六,目前我暂时不回家，正是为了能尽快地回家，像政府取缔我们之前那样好好地工作，好好地过家庭的生活。当我所信仰的大法和我所敬仰的老师在人世间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时，我确实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平静地工作、平静地生活了；就像假如你们遭受了不白之冤，我也不会坐以待之，一定会起来去为你们说句公道话一样。「明哲保身」也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好，都不是我们的处世之道。我们要求自己能做到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而当我们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不但不会失去什么，反而会得到许多；一切曾经为我们付出，替我们承担痛苦的人，也会得到很多很多。这一点可能暂时不能让你们相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了解。
   七,我告诉你们这一切，只是为了我不在家期间，你们能放下对我的牵挂而生活得稍微好一些。「大恩不言谢」，你们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我是深深地了解的，也不想再空洞地表示感谢什么的，只是衷心地希望你们能更好地度过眼下这一短暂的过渡时期。
    曾铮
    2000年4 月4日
   写好信，杨润泽也醒了。她看了我的信大声称好，立即说要复印给她母亲和哥哥看。许多炼功人都跟我一样，存在着不被家人理解的问题。

「空的状态」
   这一切看来似乎简单，可是在另外空间，我感觉冲破太多太多的东西，似乎是万钧的铁链突然被我挣断，我藉着这股冲力瞬间冲出无穷多个天宇。老师谈到宇宙结构时，曾说天体宏大到一定的范围，就形成一个空的状态，任何物质进入这个状态都会自行解体。我好象就冲到这样的一个「空的状态」，世间所有苦厄，人间所有的绑束、大军、刑警和监狱，都被我远远抛在身后，变得像尘埃一样微不足道，自行解体；在这个「空的状态」，前面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维护真理的决心和勇气，我像是挟着一股神力，不但自己勇往直前，还不由自主带动我身边的一切跟着我一起向前冲。
   接下来一个多星期，我并无特意计划，但不知怎么就跟许多以前认识或不认识的功友联系上。我跑遍北京东西南北、城区郊县，与其他学员交流心得体会。我不断有新的感悟，思如潮涌，下笔如神，在几天的时间里写出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走出来之中还有走出来＞，一篇题为＜「4.25」有感＞，主要是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应该走出来维护大法。
   文章刚出来几天，还没来得及送上明慧网，只给过一些参加交流的功友，却已被中国政府代表在日内瓦人权会议引用来攻击法轮功，后来上了《人民日报》和劳教所的「教材」，被抨击「法轮功骨干分子煽动闹事」如何如何……。
   我心中装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包里背着一面「法正乾坤」的横幅，手里提着一大包法轮功的资料，走在大街，坐着公共汽车满北京跑，心里从没怕过。不但不怕，还时常喜悦，觉得自己的身体很高大，很虚空。手里的资料用完了，就直接到街上去复印，有的店主看也不看就给印了，有的店主一看是法轮功的资料不敢印，我便换一家。有一次说好和另外四人一起去一个地方，来时只剩下两个，另两个刚在地铁站被抓了，三人还是按原计划行动，心情半分也没受影响。
   在交流中渐渐有一个明确的近期目标：「4.25」周年那天要克服一切阻力上天安门打横幅！
   我们加紧时间做准备，没想到魔爪已悄悄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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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绝食
   4月12日我回到旧居。这套房子除了没有人住，其他一切还是原样。在功友家东住一天、西住一天流浪一个星期后，我想回去休整换换衣服。
   那晚我睡得特别沉，过去一星期我几乎每天都与功友谈得很晚，睡眠严重不足。半夜有一瞬间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使劲打门，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过了一会，我的呼机响起来。看是先生呼我，我费力从床上爬起来给他回电话，问他半夜两点有什么要紧事。
   先生说是派出所的牛军找我，要我立刻给他回手机电话。我睡得迷迷糊糊也没多想，抓起电话就拨通牛军的手机。
   牛军一边跟我扯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一边让片警吴兵立即开警车杀到我的楼下。
   电话还没打完，吴兵就到门外。原来刚才打门的也是他，没人应门他以为屋里没人就走了。那一星期我居无定所，如果不是通过先生，他们根本找不到我。先生不愿跟警察撕破脸，也万万没料到让我给牛军打个电话的后果。
   我被带到派出所，关在一个只有一张小床的屋里。床上堆着几件防弹背心，我实在太困，倒下去枕着硬邦邦的防弹背心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整日，牛军、吴兵和另一个没见过的警察轮番盘问我这些天的行踪。我没回答，只问他们要了一张纸，写了一份声明，声明我以前给派出所写的「保证书」作废。牛军气得直哼，咬牙切齿说：「你不说！你不说我照样送你！」
   就这样，我第三次被送进崇文区看守所。
   这次被捕是始料不及，也是心所不甘的。上次被关在拘留所，我就想去天安门打横幅。这个想法已是深思熟虑产生的。其实思考过程很简单，我想我们有那么多的炼功人，如果大家都能站出来，他们是没有足够的监狱来关我们的，那这场镇压不就可以早点结束？可惜我们站出来的人还是太少了；但如果我盼望别人都能站出来，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呢？
   这回我已经与功友相约「4.25」周年纪念日那天去天安门打横幅，到时人家都去了，我却被关着不能去，这算什么？因此我一进拘留所就决定绝食，想争取在25日之前出去。
   绝食头两天，我没有太大反应，跟其他人一样坐板、值班、干活。管教只在巡筒时漫不经心问我一句：「你在绝食？」
   到了第三天，我出现乏力和心慌的症状，张管教这才将我带到医务室。
   医务室只有一个医务人员，桌上放着一套弯弯曲曲的褐色胶皮管，胶皮管旁边有个大玻璃烧杯，装着满满一杯不知什么液体。
   张管教瞥瞥那堆胶皮管，又对着冷冰冰的水泥地努努嘴，说：「曾铮，你说我找几个彪形大汉来把你按在地上灌吧，也怪没意思的。你要自己喝了呢，大家都省事。」
   我看着那堆胶皮管，想起几年前陪先生去做胃镜检查的情形。那天先生好容易直着脖子将胃镜的管子吞进胃里，谁知一个病人跑来找医生扯皮，医生扔下先生跑到走廊跟那个病人吵架，越吵越来劲，把先生忘到九霄云外。
   先生躺在床上，管子塞在嘴里、胃里，咽不下，吐不出，耳朵听着他们争吵，嘴里喊不出话来，多少次憋得要晕死过去，在候诊处等待的我却一无所知。
   等我再见到先生，他的脸惨白得像死人一样，额上冒着虚汗，好长时间都走不了路，也讲不出话来。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没来得及想象那堆胶皮管从我鼻子里插进去是什么滋味前，就默默端起烧杯喝了。杯里的液体非常难喝，呛得我直想流泪。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将烧杯里的液体喝掉一半，回到牢房立即又吐又拉，将喝下去的液体全部排了出去。
   第四天，我感到非常虚弱，心跳加速，全身出虚汗。张管教又将我带到医务室，我告诉她昨天喝的东西全都吐掉、拉掉了，没用。她说那就打点滴吧。
   医务室的工作人员费了半天劲也找不到我的血管，找来一个男犯给我扎。这个男犯大摇大摆走进来，随便跟警察说笑，大大咧咧给我扎点滴：「你呀，什么时候见到江泽民再绝食吧，否则你就是死在这里头也没人知道，还算你个畏罪自杀。」
   他的技术还真比医务室的工作人员强，漫不经心就扎了进去。
   瓶中的液体开始一滴一滴往我血管流，我靠着身后的大柜子坐着，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几乎没有力气保持坐姿。想躺下，又不想在他们面前示弱。我的意志和意识随着身体的虚弱一点一点地变弱、变弱，弱到神志开始恍惚，眼前景物变得白茫茫，像电影里的镜头淡了下去。
   在一片虚无缥缈中，一个声音软软对我说：「你好累，歇歇吧，歇歇吧」。
   受到这个软软的诱惑，我逐渐放弃意志，直到它只剩下针尖那么小的一点点，我还在放弃、放弃……。
   就在最后临界点，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拚命挣扎去抓一根救命稻草，冲口叫：「把管子拔了吧，我回去吃饭。」
   这次失败的绝食经历让我认识到，「不畏强暴」不是嘴巴讲讲就能做到，放下生死，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坚守。有位法轮功学员绝食二百多天，其中有一次连续绝食六十多天，与他比起来，我的意志力还差得太远太远。

制裁你的思想
   这次进去，我还是归张强和马英管。头几天，他们跟我兜圈子，怎么也不说为什么抓我。张强只是反复问我：「你认识吴萍和她丈夫吗？你认识李力吗？你11日、12日那两天都去哪里？」我不答他也不勉强，但我立刻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李力也是我上次进拘留所同牢房的功友，后来跟我差不多时间被放出去。11日那天我和吴萍、李力约好去一个功友家。在地铁站会合时吴萍的丈夫带来一个男子，说是刚学法轮功一星期，也想参加交流。这男子神情颇不自然，我隐隐觉得不妥，但他是吴萍的丈夫带来的，法轮功又对所有人都开放，我也不好说什么。
   第二天，也就是我被抓前一天，我们又去另一个功友家交流，那人照样跟着，我们在一起念《精进要旨》，他读得结结巴巴的，我想他是新学的，也正常。
   这时张强一问，我就猜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张强知道的只有他在场的这两次，不是他捣鬼是什么？
   但密探的话是不便用作法律证据的。张强说李力、吴萍和她丈夫都交待了，用他们的证词就可给我「定罪」，我请他出示他们的证词，他却拿不出来。
   几天后张强手里拿着几张纸，如获至宝在我面前晃着说：「曾铮，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可说！你敢说这不是你写的？」
   他手里拿着的是我写给公婆的那封信，页眉上有乱七八糟一大堆技术术语，显然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时被公安部门从网上截获的，信的后面赫然是我的名字。
   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也不知是哪个功友的杰作，将这封信往外发连名字都不知替我删掉。那时许多炼功人只知道不怕被抓，没认识到「人民警察」没把我们当「人民」对待，根本没有安全和防护意识。
   我也不想再否认。张强得意洋洋说道：「『我不说 !』这回也说了吧？出去一个月长本事了！文章上了互联网！早知道不放你出去！」就这样，我的「罪名」总算定了下来。
   半个多月后一晚，我又被叫到提审楼。
   这次「提」我的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科长。一见面他就跟我说，他并不想提审我，只想跟我像朋友一样聊聊天。
   他办公室的窗台有一尊佛像，对佛教的事懂得很多。他承认他所见过的法轮功学员，个人修行都修得很好，在那么短的时间都放下了修行之人该放下的一切，很了不起；他困惑的是，佛家既然讲大善大忍，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大地一样默默承受阳光雨露，又承受垃圾粪便，将一切都化作营养，滋养大地欣欣万物呢？
   我说，我跟您交换一下我对「忍」的理解吧。「忍」有不同的层次和境界，刚开始修炼时，如果有人打我，我可能心里气，可是想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我「忍」了，没有发作，但心里那口气憋着，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他凭什么打我？」
   修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境界提高了，心胸开阔了，再遇到有人无缘无故打我，可能乐呵呵一笑就过了，真能一点也不当回事。
   再过段时间，又有人毫无道理恶狠狠打我，我虽然还是不生气，但这人打我却会给他自己造业，对他的生命是不好的，出于对他的善念和责任心，我要告诉他打人是不对的，应该改正，否则明天说不定他就去打别人。这就是不同境界的「忍」。
   他想了想，又问：「修炼的人不是都不计名、不计利吗？你们老师为什么在『取缔』后要给中央和国务院写信，替自己辩解？那他不是还是在乎他的名吗？」
   我给他讲了个故事。宋朝文学家苏东坡与一位禅师是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斗机锋。有一次苏东坡问禅师：「你看我像什么？」禅师答曰：「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说：「我看你像一堆臭狗屎。」禅师微微一笑，并不动怒。苏东坡想今天可赢了他，高兴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转念一想：哎哟不好，我被他骂了！他说他看我像一尊佛，是说他心中有佛，所以看别人皆是佛；而我呢，不是因为自己心中有臭狗屎才会看人家也是臭狗屎吗？
   讲完这个故事，他不解望着我，然后笑了起来：「好，你骂人，你骂人不带脏字，你骂我是臭狗屎。」
   我也笑了，说我不是骂你臭狗屎，只是告诉你这个道理。正因为你还有计较自己名声的心，你才以为我们老师写那封信是想替自己辩护，其实不是，他早已没有那个心。
   后来他又问了许多法轮功的问题，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临走时他告诉我，你现在名声可大了知道吗？北京市一级的领导都知道你，将你内定为骨干中的骨干，迟早要抓你。
   我问他为什么将我定为「骨干」？我在法轮功学员中只是很普通的一员，连个辅导员都没当过。 
   他沉吟良久，终于找到答案：「因为你的思想。」
   我笑问：「法律有制裁人思想的吗？」
   他也笑了──为自己无意间一语道破中国法律的「天机」。

跃升二板饭勺在握
   这次的拘留所生活与前两次不同，让我非常苦，原因是我被当作「头目」而被「孤立」起来。我人还未到拘留所，他们就将里面的人员调动，东一筒六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统统调到其他牢房，好将我与其他人「隔离」。
   牢房里只有我一个法轮功学员，其他那些人动不动就会为一口水半句话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牢房的气氛非常紧张，让我日子非常难过。
   几天后，我突然莫名其妙从睡地板的待遇连跳数级，成了牢房里一人之下，其他人之上的「二板」，手握发饭、发水大权。好象还从来没有哪个法轮功学员有如此高「级别」的待遇。这是怎么回事？得从牢房的头板文新讲起。
   三十六岁的文新，是一家中学的会计，与出纳合谋贪污公款四十多万，被判十四年有期徒刑。我进去时她已在里面待了快一年，正等着二审上诉结果。
   文新是整个拘留所里非法轮功学员中唯一的大学生，非常心高气傲。她从不认为贪污公款有什么不对，技术上处理得也很仔细，被捕后口咬得很紧，推得一乾二净，无奈出纳抗不住都招了。不甘服输的她始终咽不下那口气，心理上更不愿接受长达十四年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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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绝望和不甘，她的心理开始变态。她私立许多苛刻的「细则」来满足她变态的洁癖，折磨他人。我看得出她本性并非真那么恶毒，但她相信如果在这种地方不够狠，就得反过来受别人欺负。她规定开水龙头不能用手指，须用手背或小臂；擦地遇到她的鞋绝对不能直接用手挪开，须用手背轻推；严分坐与睡的位置，撤板以后也不许坐乱了。这么一来，每个人等于在坐牢中牢，能待的地方只剩自己屁股下那一块「板」了。谁要是不小心将这些「细则」忘了，她立刻将人骂个狗血淋头。
   我进去后没几天，原来的二板和三板打架，管教将她们都调走。按常理该升二板的四板却抵死不肯，五板也不肯。因为挨着文新坐或睡都像挨着火药堆一样危险，随时都有不小心碰到她而挨骂的可能。
   于是四板和五板两人一起向管教力荐让我当二板，说是炼法轮功的脾气好，能忍，只有我当二板才能减少牢房的矛盾。
   我便莫名其妙当上二板，担当起发饭、发水的大任。。每次「白菜游泳」或开水来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直勾勾盯着我的手，看我给谁多发了，给谁少发了。我谁也不看，只管尽量发平均就是。
   几天后，文新终于忍不住，直截了当教我该怎么发。发菜将稠的先捞到我和她的碗里，然后将汤倒给其他人，最后剩下那点稠的务必再全部倒回她碗里。奥妙何在呢？万一汤里有点肉末什么的，就全在这里了。水呢？别给她们发那么多。她们把热水喝完了，我拿什么洗头、洗脸、洗屁股？
   　牢房只供应饮用的水，关在里面的人一年四季都只能用凉水洗澡。而文新一直苛扣其他人的饮用水，一天用热水洗三次屁股。
   我告诉她我不能这么做，也告诉她吃亏是福，占了不该占的便宜要失德。她似乎还想拉拢我，所以表面上没跟我发作，却从此动不动就摔盘子摔碗作脸作色的。我只当没看见，该怎样还怎样，她又将气撒在其他人身上。三板白玲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处子被判卖淫
   白玲小巧玲珑，是个傣族姑娘，因为卖淫罪进来，也在里面待了快一年。她能做到三板纯是时间熬出来的。
   她成天有点神经质地笑着，好象脑筋受过什么刺激。但她从不欺负人，还很喜欢帮助人。习惯文新洁癖统治的她发现我居然不嫌弃她，愿意让她帮我递递衣物之类时，简直受宠若惊。因为我不嫌她脏，她死心塌地崇拜我。
   跟她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问她为什么跟她同样罪名的人都只判半年妇教，而她居然待了快一年还在里面呢？
   她还是那样神经质地笑着，给我讲了一个让我笑不出来的故事。
   一年前的春天，她到北京旅游，穿著一身漂亮的傣族服装走在街上。听见有个声音热情地招呼她，她转过身去，看是一个四十岁左右骑着自行车的陌生男子。这男子跳下车，问道：姑娘，你是云南什么地方来的？她说了什么地方。男子说那正是他当年上山下乡插队的地方！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姑娘这身衣服让他看着好亲切，要求可否一起聊聊？
   她答应了，他们就坐在路边的街心花园聊天。男子说起当年在傣乡插队的事情，他们谈得非常投机。
   正当聊得火热时，一个警察过来二话不说就以搞色情活动为由将他们都抓到拘留所。
   她在拘留所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向那个男子卖淫，被判了半年妇教。
   她被送到「妇教所」「劳动改造」两个月后，她参加妇教所组织对所有妇教人员的体检，主要是查她们有无性病。检查的结果显示她居然还是处女！
   妇教所将她退了回来，请提审重新审理她的案子。
   处女被判卖淫，使她的提审出了个大丑。提审恼羞成怒，发誓要找出她的错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查到白玲四年前曾因偷渡罪而被公安局处理过。有「前科」 就好办了！他就根据她的「前科」将她的半年妇教改判两年劳教。
   她听到消息时寻死觅活，后来别人告诉她可以起诉。劳教和妇教的决定都由一个隶属于各区党委的「政法办」机构作出，根据行政诉讼法，民也可以告官。她只有小学文化，自己勉力写了起诉书，好容易捱到法院开庭，结果还是维持原判！
   从法院回来路上，她又试图跳车自杀，令管教大为恼怒。从此她被视为拘留所的问题人物，管教认为她的神经有毛病，别人吵架没事，她却曾因吵架被「连上」游监示众。
   「连上」这种刑罚，是将人的两手用铁链分别紧紧铐在两个脚踝上，使人只能像动物一样弯着腰，四肢一起在地上行走。「游监」是由管教押着，到每个监室去向所有的人说我犯了什么错误，以后再也不敢了云云。我想起上次在拘留所见过一个人被这样游监，当时她的脸憋得通红，完全看不出模样，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她。
   讲完故事她还是那样神经质地笑着，颇得意地告诉我法院开庭时她在原告席，判她劳教的「政法办」却是被告。她说她还要向中级法院上诉。她说着这些时，许多人在一边冷笑，不知是笑她痴，还是笑她迷。

夺权之战
   文新撒气的第二个目标是四板杨杰。
   杨杰是因挪用公款炒股票一类经济问题进来的，有一天我与她聊到各自的家庭，她突然流泪说，你知道我父亲曾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我就看着人民币上的四个老头亲！」
   「什么叫人民币上的四个老头？」
   「百元大钞上不是有四个人头像吗？他就知道钱！……」
   我慢慢给她讲起法轮功的道理，她流着泪听得入迷。几天后，杨杰对我说，她想开了，知道人应该为何而活，她这次的牢没有白坐，她也要炼法轮功。
   文新将一切看在眼里，妒在心里，没事就找碴，但渐渐有些人不买她的帐，还有人动不动就说：「曾姐，你是研究生，你真有学问，比有些大学生强多了！」
   要依照文新往日脾气，不知都发作几回了，但这回因为她吃不准我与管教的关系，所以一直压着怒火。她看我升得那么快，以为我有什么「托儿」呢。
   五月中旬一天，拘留所一下子抓进来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这些人进来后都不说姓名，弄得管教大为光火。拘留所早就人满为患，只有让这些人说出姓名，遣回原籍关押，这里的警察才能少担些责任。
   为了这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各牢房头板被管教找去连夜开会，面授机宜让他们说出姓名。文新看出机会，趁机向管教进了一些不知什么谗言。
   杨杰很快被管教找去谈话，回来她就开始收拾东西，原来管教要将她调走。在拘留所，调换牢房是一种主要的惩罚手段，因为被调到新牢房的人哪怕原来是头板，也得从末板做起，而末板理所当然得受所有人的欺负。
   杨杰边收拾东西边气愤地说：「这法轮功我还学定了！上别的屋我跟别的人学！哪个屋没有法轮功啊？谁爱告谁告去！有本事把我调出拘留所！」
   杨杰刚走，管教又宣布将原来倒数第三板汪雁提拔上来当二板，我当然就顺次降为三板。
   汪雁是个吸毒犯，生于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中央军委委员，八十年代中国部分开放市场，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双轨制」经济，她和丈夫利用父亲的地位和两种经济之间的价差，倒卖 钢材等紧俏物质，赚了不少钱，开的车是上百万的卡迪拉克。后来她丈夫不知怎么吸上了毒，她也跟着学会，夫妻俩把万贯家产统统吸光，双双进了监狱。
   汪雁的高干父母狠下心肠不再认这个女儿，所以五月天别人都热得穿短袖衫，她却没有夏装还穿著厚毛衣。吸毒的人突然断了毒时嘴特别馋，她一直在偷其他人的东西吃，牢房里谁也看不上她，包括文新本来也是天天骂她。
   这回她突然在文新的提拔下跃升二板，饭勺在握，立即扬眉吐气，不用文新吩咐，就知道如何将该捞的都捞到她的碗里，骂起底下的人来一点不比文新逊色。

官逼民反
   底下人的日子变得比以前更糟。文新固然凶，好歹还要点面子；汪雁能从坐着百万卡迪拉克出入中央军委大院，沦落到拘留所偷卖淫女的馒头吃，还有什么脸面可要？
   有一天不知什么日子，来的菜不再是「白菜游泳」，居然是白菜煮豆腐，而且豆腐多到汪雁将她自己和文新的碗里装得不能再装了，都还有多。
   底下的人忍着气，以为这回好歹可以分到一些剩下的，谁知汪雁想出一招绝的，将自己的洗脸盆拿来，将饭桶余下的豆腐一古脑全盛进脸盆里，然后才将菜汤倒入其他人的碗里。
   有人气得没动碗，有人没敢表示什么，端起菜汤就着干馒头啃着。这时刚好管教从门口经过，白玲放下饭碗，跑到门口大喊：「报告管教！我有急事！」
   管教将白玲放了出去，没多久就和白玲一起回来，大家的饭还没吃完。白玲将汪雁盛在脸盆的一大盆豆腐和自己什么内容都没有的菜汤碗指给管教看。
   那时刚好拘留所展开打击「牢头狱霸」的活动，文新和汪雁赶上这个风口，被抓了典型，管教让她们俩立即收拾东西走人。
   文新在此待的时间颇长，连抢带骗的东西不少，好一阵才收拾就绪。临出门最后一分钟，她突然将我拉到洗手间，低声说：「能将你的通信地址告诉我吗？」
   她在我面前一直摆出一副傲慢的「头板」架式，这时一反常态这样低声哀告，倒让我有些意外。我迟疑着问：「你有纸笔吗？」
   「不用，我能记住，你说吧，快点！」
   我不禁有些佩服她的「临危不乱」。她当了那么长时间「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头板，眼看就要发配别的牢房去当末板，还能那么快地拉下面子为日后打算。她知道不管她曾怎样待我，关键时刻万一有什么事情求我，我一定会帮她。我告诉她我的地址，她努力记在脑里，在其他人幸灾乐祸的神情中，抱着铺盖卷离开了。
   文新和汪雁走后不久，杨杰又回来。原来白玲她们知道从不让法轮功学员当头板，因此竭力要求管教将杨杰调回来做头板，仍让我做二板。东一筒六所是拘留所里打架最多的一个牢房，一直让管教头痛。这回难得所有人一致推荐杨杰，管教便依了她们。
   杨杰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宣布所有那些文新订的规矩统统作废，今后牢房从头板往下，所有人一律一视同仁，任何人不得多吃多占少干活，大家都向法轮功学员学习。
   那天牢房的人快乐得像过年一样，好几个小女孩在板上手足舞蹈，庆祝牢房里不再有禁区。
   当晚，杨杰便安排我与她一起值班，开始跟我学炼法轮功的动作。
   我花了三个晚上教会她动作，白天则利用头板手中掌握着笔的权力，在一本不知是谁留下的英语书空白处将我记得的法轮功短文都写下来，杨杰有空就看，其他几人也跟着看。东一筒六所就这样不到一个月内，成了法轮功的「天下」。

最后通牒
   一个月的拘留期到了。从「取缔」开始，拘留所来来往往不知关过多少法轮功学员。我第一次进来时警察告诉我有二百多人，到那时至少是两倍于这个数，年龄最大的已八十三岁了。
   一般法轮功学员都是关一个月就放了，虽然遇到开人大会等特殊情况也曾超期到四十多天，但整个崇文区还没有判劳教的。所以到了五月十二日我的拘留期满那天，同监的人一早就替我盼着，看什么时候会放我，有人则央求我将衣物留给她们

(第四章 箭射出再画靶心)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我把能留下的东西都分给她们，收拾好小包，就跟她们一起等着。
   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动静。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时间忽然变得那么漫长。
   等到七八天左右吧，终于听到管教在牢房外叫我的名字。
   我被带到律师会见室，看见那个我给朱镕基写信后被叫到派出所时见过的「局领导」在里面等着我。
   他说，你爱人跟我一起来的，就在拘留所门口，可惜不能进来，托我问候你。他绕了几个圈子后说，只要我口头承诺出去后不上天安门，他就有权力将我放出去。还说你出去后天天在你们家炼功，从炕头炼到炕尾我都不管你，只是别去天安门。
   我猜想这可能是先生费了很大的劲替我争取来的「最后通牒」。不过我拒绝了，告诉他我不能承诺任何事情。
   他沉默一会才又问：「如果你被劳教了，你怎么看这件事？」
   「任何事物的诞生都是有代价的，我被劳教就是代价之一。」
    他冲口问道：「那为什么偏偏是你呢？！」
   我轻轻地说：「我愿意。」

遣送劳役
   两天后我再度被叫到律师会见室，两个崇文区「政法办公室」的人带来了对我的劳教决定。劳教票上写着：「曾铮在2000年4月间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邪教组织鸣冤叫屈，煽动抗拒法律实施……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通知书后六十天之内，向上级主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三天后，也就是5月26日，刚起床还没洗漱，就听见有人在筒道里尖利地叫：「曾铮！收拾东西走人！」
   牢房的人面面相觑：刚接票三天就送走？这在拘留所又是史无前例的。依惯例，只要申诉、起诉、上诉的过程没走完，就不往劳教所或监狱里送。文新和白玲都在这里待了快一年，就因上诉程序没走完，一直在这里押着，而我已明确提出我要申请复议。
   拘留所里人色混杂，各有各的想法，有人怕到劳教所或监狱后要服苦役，所以明知起诉无望，也用这种办法拖延时间；有人则觉得拘留所坐板枯燥无味，刑期长的下去后有机会减刑，所以巴望早点下去。但什么时候能下去，却由不得自己，一般最快也得两三个月。

三号被灌死
   到了收押室，我意外见到久违的尤敏。她从一月底去天安门打横幅被抓后，就一直被关在这里，刚绝食十一天，瘦得不成样子，也被判了劳教。
   我们站在收押室外等着其他人办手续。一个二十多岁因卖淫进来，将与我们一起送去劳教的女子怯生生叫尤敏：「你知道吗？三号死了！」
   「死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拉到医院灌食时死的。」
   她们说的「三号」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就是半个多月前进来不愿报姓名那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之一。因为没有姓名，她们被编成「一号」、「二号」、「三号」等。她们绝食抗议被抓，「三号」绝食到第十二或十三天时，被拉到医院灌食就没再回来，到死时都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四十五岁，来自黑龙江。 
   后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在800多名迫害致死案例中，有10%的人死于强制灌食。在许多拘留所或劳教所，灌食成了折磨人的另一种方法，灌食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生存，而是为了让你难受、让你放弃。让毫无医学知识的犯人将粗大的胶皮管从你的鼻腔任意拔出插进，或者干脆将管子一直插在你鼻子里，什么时候想灌就灌你一家伙。王俭就曾被灌得鼻腔破裂，流血不止。
   广州黄埔戒毒所为了逼法轮功学员放弃，甚至把洗洁精、洗发水等刺激性的化学物品强制灌入法轮功学员的胃里，造成被灌者不停呕吐，痛苦无比。

610办公室
   办完手续，我们一人卷着一床铺盖，拎着一包随身衣物，被塞进囚车，除了四个法轮功学员外，还有五六个其他犯人同车。
   囚车呼啸着出了拘留所，向着郊外驶去。大约一小时后，我们来到戒备森严的「北京市犯罪人员遣送处」。 不管是判刑的还是劳教的，都要经过遣送处，再分流到各个监狱或劳教所。
   触目惊心的「犯罪」二字，让我十分不舒服，阴森森的气氛，比恐怖电影还让人压抑。如果说人间有地狱，那么应该就是这里。从小到大，一路当着「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党员」、「保送研究生」，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无产阶级人民专政」的对象。
   经过重重关卡后，囚车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来。押送我们的警察拿着厚厚一摞资料进楼，我们被责令原地待命。
   十几分钟后进楼的警察出来了，让判大刑的下车，劳教的留下。
   「判大刑」指的是触犯刑法，经过法律程序，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的人，是刑事犯，按中国大陆的话讲，属于「敌我矛盾」，被判「大刑」的人要「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而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罚，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劳教理论上是由隶属于市政府的「劳教管理委员会」决定，实际上则是由隶属于区党委的「政法办」下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样是被强制劳动，名词却叫「劳动教养」，简称「劳教」。而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决定，实际上是由「610办公室」作出的。
   镇压法轮功前夕的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罗干等人负责，其下设立「610办公室」，专门对付法轮功。「610」便是6月10日之意，这个不具法律依据的「办公室」，最高机构常设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镇压后升级为正部级单位，性质上与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前苏联的「克格勃」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十分相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有。
   各级「610」机构数以万计，专职兼职工作人员达百万人。它的权力和运作跨越各级党政、法律系统而自成体系，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公、检、法、司法、安全各部门侦查、抓捕、起诉、审判等处理法轮功工作的一切活动」，直接掌握法轮功学员的生杀大权，法轮功学员从此被打入另类，只归「610」管，完全丧失宪法和其他律法所保障的基本公民权利。
   中国的劳教体系建于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当时是想强制解放前那些游手好闲的「剥削阶级残余」进行劳动，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云：「劳动创造了人」，故而「劳改」和「劳教」体系都是依据「强制人服苦役能将人改造成好人」的理论基础所建立。
   后来劳教系统渐发展为处罚那些尚构不成犯罪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卖淫、吸毒等轻微罪行的体系。镇压法轮功后，这种劳教体系便成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工具，因为各大省市都有劳教所，又不须经过任何正常的法律程序，「方便」得很。

现行反革命
   其实「改革开放」后，为了跟国际社会接轨，中国大陆的刑法已经用「危害国家安全罪」代替原来的「反革命罪」，但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反革命罪」仍是存在的。劳教所的一个警察就曾对我们咆哮：「像你们这样的，要在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起码判十五年大刑！现在才判你们一年劳教！够便宜你们的了！」
   最后这次在拘留所，张强曾按程序问我：「国家取缔了法轮功你知道吗？」「国家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他拍着桌子跳脚，以为我在故意气他。
   等他情绪稍微平复，我告诉他，第一，民政部取缔的是「法轮大法研究会」，而非法轮功。法轮功只是一种功法，一种思想，而非一种组织，如何取缔？第二，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法轮大法研究会从中国气功科研会退出后，有关学员曾多方奔走，向民政部、统战部、人大、宗教事务管理局、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机构都提出登记申请，但没有一个地方受理，那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从何体现呢？
   至于国家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更是无稽之谈，「邪教」云云，是江泽民说的，是《人民日报》社论说的，若干年前《人民日报》不是还登过＜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社论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了吗？没有；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法律吗？不是。
   他不同意，非说定邪教有法律依据，我请他找出来。他和马英两人在提审室翻箱倒柜，急得一头汗，好容易才将「两高」 惩治邪教的细则找出来。这个「细则」我早已仔细研究过，我请他从头到尾仔细读这细则，里面出现过一次「法轮功」三个字吗？没有。他惩治邪教跟我们法轮功有什么关系？
   可悲的是，中国有太多人不懂法律，当权者利用这点堂而皇之玩了一次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们先是用《人民日报》来发个社论，说「法轮功就是邪教」，然后再由人大通过一个惩治邪教的法律实施细则，这样一来，很多人都误以为镇压法轮功已有法律依据。
   也难怪，在中国这样一个党指挥一切的国度，老百姓早知法律没有多大用处；以前共产党号召大家一切要听从党时，曾喊一句口号：「党指到哪儿，咱打到哪儿」，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党员和群众真是这样做的。八十年代后，人们渐对共产党失去信任，这句口号不知被哪个天才改成「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
   以前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射箭，回回都是十环。旁人请教他诀窍何在，他答曰：「先将箭射出，然后再画靶心。」
   今天江泽民统治下的中国，不就是这样的吗？先决定要整治法轮功，再一个一个去制定所谓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很明智，这样的法律，懂它何益？
   等判大刑的都下车后，囚车调头往回开。押送的警察解释，这里要进行改革，从现在起要将大刑的和劳教的分开，等新建的劳教人员调遣处筹备好，再送我们下去。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拘留所待了六天。
   后来我才知，因为北京市那次判了太多的法轮功学员劳教，原有的调遣处装不下，不得不新建一个，专门用来对付法轮功。残酷的镇压进一步升级。
(第四章 箭射出再画靶心 全文完
第4部 劳教血泪 
第一章 人间地狱 



低头抱首
   2000年6月1日一早，六天前的一幕重演。我们四个法轮功学员和一个吸毒犯、一个卖淫者一起从看守所被送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团河新成立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那天万里无云，阳光普照。调遣处的大门紧闭，看不清有多深。
   押送的警察照例先进去送「资料」。同车的王俭走到我身边正要讲话，紧闭的大门突然开了，一个粗暴男声响起：「听着！用你们的右手拿起行李，排成纵队！」
   我们赶紧回到行李边拎起铺盖卷，在「齐步走！」的口令下鱼贯走进「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刚进大门，还没来得及打量周遭，暴喝又响：「蹲下！」
   突如其来的声音一下子将我「打懵」，身不由己就蹲了下去。我听见电棍「劈劈啪啪」放电的声音。接着尖叫：「低头！抱首！看脚尖！」
   我不由又低下头，看着自己脚尖，却不懂什么叫「抱首」。
   一双穿著皮鞋的脚走过来，我的双手突然被抓起来反扣在脑后：「学着点！这就叫『低头抱首』！」
   「低头抱首」这个姿式在调遣处非常重要。我们后来「学习」的「劳教人员行为规范养成标准」如此描述的：「双腿蹲式：双腿弯曲，两脚并拢，双手交叉放于脑后，低头。」还有另一个「低头抱手」，是站立式：「站立式：两脚并拢，两手交叉放于腹前，右手放于左手之上，低头。」
   「低头」的标准须低到能看到自己的脚尖甚至脚后跟，这样你就什么其他也看不到了。
   蹲了大约五、六分钟，汗开始往下流。除了自己的脚外，什么也看不到，也不知周围发生什么事。我想起以前，特别恐惧雨后骑车驶过水坑。自行车进入水坑，心就猛地一紧，总觉水坑很深，会一下子连人带车全陷进去。有时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我甚至有种幻觉，觉得这水坑是一个穿越地球的大洞，水面倒映的是地球那端的天空，我会顺着这个大洞一直掉到地球那边去……。明知这是臆想，还是控制不住那莫名的恐惧。我想，恐惧是来自无法得知水坑的深度。
   「低头抱首」给人的心理效果也一样。你听见电棍「劈里叭啦」响，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杵到自己身上。什么声响都没有时，更糟，毫无防备时突然响起一阵霹雳，更会把你吓个半死……。

度秒如年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到喝令：「起立！拿行李！」
   好容易站起身，又是尖利喝叱：「低头！」
   不小心抬头的人不是被电棍杵一下，就是被警察用手使劲按下头。此后，只有低头度日、看着自己脚尖的份。一个视力正常的人，突然被剥夺看的权力，只能像瞎子一样拚命张着耳朵去判断周围的事。
   我们低着头，拎着铺盖卷，一路小跑跟着带路的警察往里走。除了走在你前面的那双脚，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能让那双脚走出视线之外。
   经过两个小院，两道铁门，顺着一条过道往前走。瞥见过道两边似乎有两张小凳子，坐着两个穿白衣的人。
   走完过道，脚下出现粗糙的混凝土水泥地。
   前面的脚停了下来，后面的人赶紧收住脚步。
   「放下行李！低头！」
   调遣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便是所有指令都是用比吆喝牲口还要粗鲁的声音发出。
   放下行李，又听见喝道：「听着！将你们的现金、贵重物品、证件、钥匙都掏出来！」
   我将这些东西拿到手上，不一会就听见喊道：「曾铮！过来！」
   由于刚成为「瞎子」，我仅凭听力还判断不出声音来自何方，只好将头微微抬起，飞快四下一瞥，瞥见两三米外似乎有几条桌子腿，声音好象就从那里发出的。
   我低头走过去，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一双手拿起钱点了起来，点完后，一张表格递到我面前，上面是我所带的现金数目和证件，我被要求在表格上签名，然后低着头回到原处，低着头等候。
   六个人一一被叫到那张桌前签名，再一一回到原处，低着头在自己的行李旁等候。
   不一会，又有声音吼：「听着！现在开始查行李！有夹带违禁品的，法轮功有带经文的，趁早自己交出来！否则后果自付！」
   一双着警服的腿走到我面前，将我带到一堵灰墙前。
   「打开行李！被子、褥子全拆开！衣服脱光！」
   指令刚下，一双戴着拋弃式塑料手套的手，已开始扒拉我的东西。
   那双手扒得很细，连个别包装的卫生棉都一一撕开检查，扔得满地；所有卷筒卫生纸都从反向卷一遍，查看有无夹带东西，查完后乱成一堆，无从收拾。
   行李扒完，被褥也拆开露出棉絮。那双手将棉絮来来回回捏了好几遍，所有换洗衣物也一件件抖开来看。
   行李查完，只剩「衣服脱光」这一项了。
   我再次选择服从，低着头默默脱光衣服，连袜子、鞋都没保留。
   查行李的人蹲到地上，仔细检查我脱下来的衣服。
   我吸了口气，第一次抬起头来，瞭望头顶那一小块天空。天很蓝，我眼角的余光瞥见自己的肌肤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白光。周围建筑物都是灰色，好几个警察同时埋头搜查行李，没人发现我的头已经抬起。地上一片狼藉，行李扔得到处。我管住了自己的目光，没去看其他人裸露的身体。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一件白衬衣、一条蓝短裤扔到我面前的地上：「穿上！」
   这就是劳教人员的「行头」。从此我们便失去穿自己的衣服的自由。穿上「行头」，我们被带到另一堵灰墙前，脸朝墙壁排成一排，「低头抱首」原地蹲下。
   火辣的太阳烤着后背，汗水很快又流下来。渐渐地，头发湿透了，粘乎乎贴在脸上；脖子低酸了，觉得头怎会那么沉；搭在脑后的双手怎么放也不是地方，压着头吧，脖子不堪重负，不压着头吧，胳膊就得使着劲儿，可胳膊又酸软不堪；两条腿麻透了，不停颤抖；胸口憋得出不来气，恶心得直想呕吐……。
   以前只听过「度日如年」，现在才刻骨铭心知道什么叫「度分如年」、「度秒如年」。 多少次，我觉得已到了极限，真想一屁股晕倒算了，偏偏清醒地感受着一切，晕不过去……。
   终于，有人支持不住，「咕咚」一声倒地，几个声音同时吼道：「起来！不许装蒜！」
   摔倒的是王俭。以前劳教所从没关过老太太，劳教人员的「行头」都是按年轻人标准体型做的，王俭穿上这样的行头，裤子的腰围至少小三寸，扣不上，只能用一条丝袜将裂着大口的裤腰勉强系在一起。过小的裤子勒着她的腰臀，使她的双腿完全失去知觉，不由自主向后倒去。
   我费力想站起来扶她，却遭喝叱，又听见电棍「劈劈啪啪」响，赶紧重新蹲好。
   就这么稍微动一下，双腿的麻木缓解些，似乎又可以再撑一会儿。
   时间好象已停止流转。很快地，又到了极限，只有拚命咬牙坚持，暗暗祈祷谁再摔倒一次，最好是摔在我身上，我就可以趁机再调整一下姿势……。
   我们在太阳底下整整蹲了一天，超过十五个小时。我无法想象我是怎么一分一秒捱过来的，更想象不出王俭那样的老太太是怎么跟我们年轻人一样熬过来的。语言有限，我描绘不出一次次超越忍受力的极限，是什么滋味。

狼狈为奸
   中午和下午，从声音中能判断出又来了两批人。她们是从海淀区和丰台区送来的，经过搜身、换衣，也和我们蹲在一起。
   仿佛经历无穷个世纪，在多少次都不行了却又奇迹般挺过来后，太阳终于西斜，不再肆虐。
   一高一矮两个着一样服装的人走到我们中间，耀武扬威说：「起来！现在开始教规矩！」
   我提过，中国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都实行犯人管犯人，这一高一矮两人便是成立调遣处时被选中，从劳教所调来担任「班长」的劳教人员，干得「好」的可以提前回家。高的那个是因卖淫和媒介卖淫进来的，矮的是偷窃犯。有人叫她们「黑狗」，也有人叫她们「藏獒」。这两人已完全失去做人的资格，我干脆直接称高的为「狼」，矮的为「狈」，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狼狈为奸」这个词更好的演绎。
   蹲了一整天，一次次超越体力的极限，头脑似已完全麻木。听到「起来」这道指令，我甚至没有如获大赦之感，只是机械地用手撑着慢慢站在原地，好长时间都不能动弹。
   我们被带到一块大牌子前，狼扯着嗓门：「听着！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劳教人员入所须知』！」
   我们麻木地重复：「劳教人员入所须知……」
   话音未落，狼就嗥：「废物！二十几个人还没我一人声音大！重来！」
   我们二十几个人的声音确实没她一个声音大，于是一遍遍重来。「须知」是进所后要「低头抱首」接受检查，不许夹带违禁品之类。这些我们早已刻骨铭心领教过。
   吼了若干遍，才勉强过关。狼又训：「听着！以后这里不许说任何废话，只许说四个字：『报告！到！是！』进门喊『报告！』队长点名喊『到！』队长说完话喊『是！』现在开始给我喊，放开嗓门喊，把嗓子喊劈！」
   二十多人开始像疯子一样拚命喊：「『报告』、『到』、『是』！『报告』、『到』、『是』！……」一边喊还要一边做「蹲起」动作，即不停变换「低头抱首」的蹲式和「低头抱手」的站式。二十多人反复地起来、蹲下、喊叫，夹杂狼和狈的吆喝：「大声点！再大声点！喊！给我喊！把嗓子喊劈！」……没见过这种场面的人恐怕会以为进了疯人院。
   好多人的嗓子真的喊劈了，说话或唱歌触及那个「劈」的地方，立刻剧烈咳嗽，不能自己。
   集体叫喊好几十遍后，狼和狈开始单独「考核」我们，一个个地喊这四个字，叫得声音够大的，可能两遍就通过了；声音小的一遍遍重来，直到狼和狈满意为止。
   在疯子似的叫喊中，天渐黑透，到了晚上约莫九、十点。从早上七点离开看守所到现在，十几个小时的经历，让身心疲惫麻木到失去思想，傻了似的呆呆听命。
   好容易所有人的叫喊都「合格」了，狼和狈养精蓄锐，又出一个新「节目」。
   「听着！现在开始学唱改造歌曲，先学第一首『喊起一、二、一』！」
   这首歌的第一句是：「喊起『一、二、一』，不再把头低」，然后是「努力改造，重新做人」之类。我们都机械地唱着，没有一人感觉歌词与现实的差异以及其中的荒谬。
   从进调遣处开始，除了睡觉以外任何时候都必须低着头；唱歌则既要低着头，又要大声咏唱「不再把头低」，唱着「重新做人」的「决心」。

重回万恶旧社会
   学完两首「改造歌曲」，已不知夜里几点，狼和狈再命我们「低头抱首」，面朝墙壁蹲下。
   我绝望地想：「完了，『万恶的旧社会』又来了！」
   在「文革」中，所有的宣传工具都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我们将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对「万恶的旧社会」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十岁那年，毛泽东死时，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搞不好又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受苦受难。学校开追悼会那天，我哭得昏天黑地。长大后明白事理，才认识「文革」和毛泽东，可是这些名词术语自小刻入大脑太深，关键时候就回来了。

 这次的下蹲，真比「万恶的旧社会」还要可怕，早已多次超过极限的双腿又开始酸软发抖。最关键的是，不知这一蹲得多久。
   过了一会，终于听到狈在叫某人名字，让她站到一边去。
   趁夜色掩护，我悄悄转头，发现被叫的人脖子围着一块塑料布，坐在一张椅上，狈在给她剪头发。原来到了这里，每个人不但没有着装的自由，也没有选择发型的自由，所有人的头发都要「卡嚓」一剪子，剪成统一的「齐耳短发」。
   我咬紧牙关苦捱着，等着叫我的名字。当我终于在那张椅子落座，突然想起有一次与同事讨论什么是幸福。同事说，幸福就是炎热夏天里一杯冰镇的啤酒。如果这时再遇到他，我一定会告诉他，幸福更是在你「低头抱首」蹲了一天后，你屁股下的那张椅子。后来到了劳教所，还有人说：「在劳教所，我就看这张床亲！比妈还亲！」听到这话我鼻子一酸，差点掉泪。

打方块被子
   「幸福」是那样的短暂，几分钟功夫，头发就剪完，我回到原地照旧蹲下，「万恶的旧社会」又开始了。
   等所有人都剪完，我们再一次蹲傻了。这时来了一警察，一个个点名。那天是调遣处「开张」，三批一共送来二十四人，其中二十个是法轮功学员。警察将我们二十四人分作三班，每班八人，四个非法轮功学员被分到三个班里，担任「组长」负责「看管」法轮功学员。我被分到四班。我们班只分到一个吸毒犯，其余七人全是法轮功学员。
   夹着被褥，我低着头疲惫不堪跟着警察走进挂着「四班」牌子的屋子。
   这间便是我们的囚室，一共八平米左右，里面有四张上下床，一边两张靠墙放着，中间是六七十公分宽的过道，门与床之间也只剩六七十公分宽。门旁有个小窗户，对面那堵墙则完全没有窗。
   我被指定睡三号床，是个下铺。勉力将被褥放上铺板，以为终于可以睡觉了，却听到狈在外面高叫：「打被子！」
   所谓「打被子」，就是要将被子叠成豆腐干一样有棱有角的方块。这可不容易，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尤其是看守所买的被子质量极差，里面的棉絮不知是什么伪劣材料，东一疙瘩西一块的，怎么也弄不成方块。我头上的汗又流下来。我上铺的人探出头说：「你不嫌弃的话，用我的褥子当被子吧，可能比你的被子好打些，你的被子给我当褥子使就行了。」
   一阵感动，我抬起头，看见一张秀丽纯真、像中学生一般的脸。她叫王可，也是法轮功学员，二十九岁，南京大学毕业，本来在北京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丈夫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秘书处的处长，家庭条件十分优越。不过她丈夫的「处长」头衔也未能使她免于被劳教的厄运。
   我顾不得客气，赶紧跟她换了被褥。
   不知拆了多少次，八个人的被子才打得有点像方块了。狼和狈与警察巡视一圈后，终于发出「就寝」的号令。
   多么漫长的一天！
   我们颓然倒在床上，一秒钟就不省人事。

二十三号令疲劳轰炸
   第二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我们「低头抱手」、一动不动在屋里整整站了十六小时。四人呈纵队站在两床间过道，另四人呈横排站在门与床之间的空隙。两个「小哨」（指看管我们的劳教人员）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轮流盯着我们，一秒钟的自由都没有。那时调遣处一共有六个「小哨」，刚好一班两个。
   早晚洗漱加「放茅」（上厕所）的时间，一共只给两分钟，三餐各五分钟，蹲在地上吃。屋里除了四张上下床没有其他东西，当然也没有桌子凳子，只能将碗放在地上蹲着吃。地面是连水泥都没有的泥巴地――说句公道话，这倒不是政府吝啬，而是时间实在来不及。「小哨」们住的那间就铺了地砖，我想那才是调遣处原来的标准规格，只因「与法轮功斗争」的形势急迫，等不得去拾掇那无关紧要的地面。
   除了吃饭，早、中、晚再各「放茅」一次，时间也是两分钟，其余时间都要「低头抱手」站着。
   光站着也罢了，站着同时要一天十六个小时一刻不停地大声背诵「二十三号令」。这个「二十三号令」包括「劳教人员守则」、「劳教人员生活规范」、「劳教人员日常生活规范」等规则。第一条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准散布敌对言论和煽动敌对情绪」，其余是「不勾肩搭背，不做猥亵姿态、动作」、「不准恃强凌弱，敲诈勒索」、「不准阅读、传抄黄色书刊，散布淫乱思想，不准在交往中有粗俗野蛮的行为」之类为地痞流氓所制定的种种「不准」。
   头一天在太阳底下「低头抱首」蹲得要死要活时，我以为世上的苦厄莫过于此。现在我才明白肉体再苦还不算最苦，你的思想至少还是自由的，你可以集中意志来承受和克服肉体上的极限，但现在你的人格被这些一条比一条低下的「不准」侮辱着，你的思想被一刻不停地强奸和霸占着，你的意志因你的思想被摧残而饱受折磨，你的肉体没有精神的关照，像无助的羔羊被无情撕咬……，在这种情况下，人能不被逼疯，绝对是个奇迹！
   第三天的境遇没有半分改善，仍是早上六点一起床就「低头抱手」，一动不动站在房里，再没完没了地大声背诵。
   到了中午，脑袋都要崩裂，神经也快崩溃。这样下去，我真的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劳教人员」了！拘留所剥夺我们申诉的权利，到了这里若天天如此，六十天的申诉期一过，我再向谁去申诉？我要找警察提出申诉！
   这念头一出，我一秒钟也不能再站在那儿继续背诵了。我没有给自己时间多想：在这样的地方，所有人都在老老实实背诵，我要是第一个跳出来要求申诉，她们会如何整治我。我将心一横，趁勇气消失前就对门口小哨说：「请你去跟队长说，我要找她汇报思想。」
   我原以为她会拒绝，谁知她看我一眼就真的到警察值班室去了。
   两分钟后她回来对我说：「你去吧，刘队长在等你。出门时别忘了低头抱手走，进出门喊『报告，是！』」
   调遣处有项规矩，劳教人员不管进出什么门都要喊「报告，是！」，哪怕进出厕所也不例外。
   我对着宿舍门喊道：「报告，是！」然后就低头抱手往宿舍对面的警察值班室走去。

电棍如雨下
   整个调遣处有多大，我们到离开时都不知道。劳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被编成「大队」、「中队」、「班」等，警察叫「队长」。我们的「中队」是四中队，有两排相距十米左右的平房，平房东侧是一个五十平米左右的小院。我们这「中队」一共十一个「班」，所有床位加起来有九十六张，也就是说调遣处四中队最多能容纳九十六人。
   警察的值班室在对面那排平房，中午值班的警察只有一个。我走进去，低着头向她说明来意：1、我要申诉；2、我没犯罪，我不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所以从即刻起什么「低头抱手」，进门喊「报告、是！」之类我概不遵守。说完，我就抬起头来平视她。
   调遣处的规矩是任何时候跟警察说话，都须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绝对不许直视警察。警察高兴时允许你「低头抱手」站着，不高兴时你就得「低头抱首」蹲着跟她说话。
   这是我进调遣处第一次看清一个警察的长相。她四十多岁的样子，皮肤黝黑，一只眼睛有点斜视。
   她说这么大的事她一个小队长做不了主，必须向上反映。我请她给我纸笔，写了一份陈述报告，反映自己的两点意见。她答应往上反映，让我先回班去。
   我昂首挺胸走出值班室，报告也没喊，甩着两手就向四班走去。不再低头的感觉是如此美好！
   刚走到四班门口，刘队长就从后面追上来，低沉着声说：「回去！」
   我看她一眼，站在原地没动。她重复道：「你给我回去！」
   我觉得她的语气没有恶意，甚至还带着一丝请求，我很难拒绝，就跟着她走回值班室。
   她将我叫到值班室最里面，这样外面就看不见我们、也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曾铮，你长得特别好看你知道吗？在外面有人告诉过你吗？你还是研究生，我自己一辈子没上过大学，但我最喜欢有文化的人，我儿子也快考大学了。你这么漂亮聪明的人何苦到这种地方来！这儿是你们这样的人该待的地儿吗？」
   我望着她，想起修炼前为了别人对我外貌的称赞而生出的虚荣和自伤自怜，以及修炼后摆脱那些东西的自在；想起自己从修炼当中获得「研究生」头衔不曾给我的东西；想起自己愿为真理付出的无悔无憾……。但这些是无法三言两语向她说清楚的，于是我什么也没说，只坚持请求她将我的意见上达。
   她说，那你也得给我点时间，在上级做出反映前，你还必须遵守劳教人员规定，否则你不是跟我过不去吗？都像你这样我怎么管别的人？现在是我在值班，你怎么也得给我点面子吧？
   我被她说动了，答应暂时还遵从规定，等明天她反映我的意见再说。
   我刚要喊报告出去，迎面进来一个高高的年轻警察。刘队长急忙告诉我她是我们的中队长，姓王。
   王队长厉声问：「你什么事？」我说我找调遣处领导反映情况。她叫道：「我就是领导！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开始说自己的两点意见，她没听几句就大声斥责我，要我明白自己的身分，必须无条件服从管理。
   在她的训斥声中，我又一次不喊报告昂首挺胸出了值班室，向四班走去。
   她从后面追过来，堵在四班门口命令我：「喊报告！」
   我轻声说：「不喊。」
   她劈头盖脸一阵嚷嚷，班里的人都停止背诵看着我们。
   我抬头看着她的脸说：「王队长，有理不在言高，您别跟我嚷嚷行吗？」
   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叫道：「给我上那边蹲着去！」
   我摇摇头：「不去。」
   这时不知哪里来一个警察，和王队长一起把我拖往墙角。
   她们架着我的胳膊，将我在地上拖了十几米，往地上一扔，厉声喝道：「蹲下！」
   我双手抱膝坐在地上，面朝墙壁一言不发，眼泪夺眶而出：她们怎么可以这样做恶！她们怎么可以这样待我！
   两个警察不知怎么不见了，只听见狼在边上嘲讽：「呵！你还会哭啊？你们不是『真、善、忍』吗？这么点事儿就忍不了啦？」
   我心里堵得说不出话来，坐在那里继续流泪。狼一脚踹到我身上，说：「你给我蹲起来！」
   我停止流泪，扬起头对她说：「我找调遣处领导反映情况，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狼愣了愣，又一脚踢过来：「队长让我管你的！我怎么没资格！」
   我不再理她，一扭头，看见王队长和拖我的那个警察手持电棍杀气腾腾从值班室走来。
   我被拖回院子中央，电棍雨点般向我身上戳来，每戳一下，我就不由自主一抖，感到一阵钻心的被灼烧的疼痛。
   我坐在地上，咬紧牙关一声不出，脑里一片漆黑混乱。
   不知过了多久，我看见王可不知为何也被拖到院子中。她穿著那身白衣蓝裤，剪着齐耳短发，看起来像电影里五四时期的清纯女学生。她们也拿电棍戳她，她本能地满院子乱跑，想躲开电棍的袭击。
   我失去思维能力，坐在地上呆呆看着，只觉王可好惹人怜

过了一会，王可不知怎么又不见了，两个警察一起来对付我。
   两根电棍一起架在我身上，再也不拿开。
   「劈劈啪啪」放电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的身体细腻而真切感觉电流一档一档加大的过程……。
   我紧闭双目，调动所有的意志与强大的电流对峙着，只觉眼前一团漆黑，世界一团漆黑，无尽的罪恶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张牙舞爪要将我一口吞噬……。
   突然，我的脑子「嗡」地一声，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黑暗中轰然崩塌，我拚死在心里狂呼：「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就瘫软在地，不省人事。
   我不知自己晕了多久，当我慢慢恢复知觉，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是蹲在地上的，狼正抓着我双手往脑后扣，要把我弄成「低头抱首」标准姿式。我猜她们是趁我神志还未完全清醒时把我拎起来的。
   我的双手瘫软到没有半分力气，狼一撒手就无力地滑落。她就再抓起扣在我脑后，不知反复多少次，我的双手才终于扣在脑后不再下滑。
   虚弱地蹲在毒辣的太阳下，我失去反抗的愿望和能力。狼在后面监视，只要我稍动就给我一脚。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额上的汗水一滴滴砸在滚烫粗糙的水泥地，变成一个个带毛边的小黑点，小黑点刚一着地，就迅速缩小、消失，两秒内就化为水气了无痕迹。
   我看了很久，直到头上不再有汗水滴下。这不是因为太阳不再毒辣、地面不再是四五十度高温，而是我的汗水已经流干了。
   每当太阳西移，我所蹲的地方进入阴影时，后面就会响起一个声音：「往前移！」
   我「低头抱首」费力向前移，直到又置身阳光下。
   那个下午我移了许多次，一直蹲在万丈艳阳里。
   我想起不知哪部电影里的镜头：蓬头垢面的犯人被绑在一根柱上，在火辣的太阳下等着被处决，很多人在围观、取笑他，只有一位美丽女郎起了怜悯，端了一碗清水送到他干裂的唇边……。
   我舔舔嘴，知道不会有人给我送水来。在一动就可能挨踢的情况下，我慢慢找到怎样才能既不移动双脚，又能坚持更久的窍门：那就是将重心在两只脚之间互相变换，先将重心压在左脚，不行了再换到右脚，然后再压到两脚之间；两手的重心也得变换，在脑后压一会，然后保持双手在脑后交叉将两肘向里靠，让肘关节放到膝盖上，好让两腿承担双手的重量；头的位置正好随之调整，然后再从左脚开始……。
   在不停变换重心之际，我发现地上有蚂蚁在打架，便拚命去看，以分散两腿酸软得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注意力。第二天早上我检视全身，发现脖子后面密密麻麻、大大小小全是电棍电的水泡；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处好地方，全是电棍留下一个个圆圆的痕迹；臀部血肉模糊，烂了一大片，蓝短裤和内裤都磨出大洞，将臀部的伤口露在外面。
   可是，当我遍体鳞伤、衣衫褴褛蹲在太阳底下，听着「不准在交往中有粗俗野蛮的行为」、「不勾肩搭背，不做猥亵姿态、动作」、「不说粗话、脏话」……这样的背诵声此起彼落传进耳朵时，我却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要幸运。
   那天我一口气蹲了八、九个小时，直到晚上就寝，她们才让我站起来回到班里。

喊出生命最强音
   「洞中无日月」，在调遣处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日历、没有手表，每天除了背「二十三号令」还是背「二十三号令」。三天后，所有人的脚、手和全身都浮肿起来，尤其是双脚，肿得像大包子，再也穿不进鞋，只能偷偷将鞋踢踏着，出去「放茅」或打饭时，再奋力将脚塞进去。
   站了整整八天，才发给我们一种叫做「马扎」的可折叠小凳子坐。但「坐」的权利可以在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被剥夺，是罚站还是罚蹲，由警察或狼与狈说了算。「二十三号令」的背诵则永远不可赦免。
   我们完全失去时间概念，每天一早起来就盼天黑。不知过了多少天，「背诵生涯」才加进一项新内容：队列训练。
   队列训练包括拔军姿、立正、稍息、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等，完全按军人标准要求，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太太，达不到标准就重来，或挨踢挨训。
   这一天练了很久，带队的刘队长让我们坐在地上唱改造歌曲，指定二班的尤敏给我们起头。
   尤敏站起来，开口就背诵：「《论语》 ：佛法……。」
   她刚背这四个字，刘队长就疯了似地叫停。
   空气一下子充满火药味，非常紧张。
   尤敏被弄到办公室，另一个姓江的警察也撵了过去。
   劈头盖脸骂人的声音从办公室传来。我低着头，泪一滴滴掉在地上。我痛悔自己刚才为什么没站起来和尤敏一起背诵；痛悔我们二十个人为什么没有一起站起来和她一起背诵；痛悔我们天天背那个可耻的「二十三号令」，为什么不敢背《论语》！
   我的眼泪一直流着，直到警察骂完尤敏，让她出来朝墙蹲着。
   尤敏刚往那儿一蹲，刚才练队列时一直晴空万里的天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
   如果在此之前我不信神，此刻也信了：天公愤怒了！
   江队长慌了神，像没头苍蝇叫道：「依次放茅！放完茅回班！」
   我一直低头流泪，没看其他人表情，到了厕所，才发现王可和另一名叫夏靖的法轮功学员也在流泪。大概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吧。
   从厕所出来，看到二班所有人都与尤敏一起脸朝墙壁蹲在狂风里。
   我们进了班，江队长厉吼：「坐下！」
   平时我们只要稍犯点小「错误」，比如有人从窗外经过不小心抬头看一眼，都会罚所有人撤掉马扎，一蹲好几小时。今天犯了这么大「错误」，居然还叫我们坐下？！
   我们知道她们急于将我们「摆平」，好去折磨二班的人。
   我们也没商量，不约而同都站着没有坐下。
   江队长再次大喝：「坐下！」
   夏靖举起右手，用细小的声音说：「报告队长，我想出去和二班的学员蹲在一起。」
   「不许去！坐下！」
   从坐在地上流泪并痛悔自己的懦弱开始，《论语》就一直在我脑海盘旋回荡，越来越强，这时终于以山洪暴发的气势冲口而出，一泻千里：
   「『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
   我听不出是我一人先开始还是我们七人同时从心底、从生命的最深处发出，最强劲、最坚定的呐喊。
   多少天了，我们终于喊出我们生命的最强音！
   七个声音化作一个声音，我们忘我地背着，将整个生命都溶进这部伟大的佛法里：
   「那么『佛法』到底是什么呢？是宗教吗？是哲学吗？这只是『现代化了的佛教学者』的认识。他们只是在学理论，把他们当做哲学范畴的东西在批判着学和所谓的研究。其实『佛法』不只是经书中的那一点，那只是『佛法』初级层次的法。『佛法』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他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论述，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佛家所说的『法』……」
   那是一个神圣的庄严时刻。伟大的佛法第一次在堪称当今人间最黑暗的集中营响起。七个人的声音、七个人的生命汇作一股浩然正气，冲破了黑暗，冲破了霄汉，冲破层层天宇，刹那令一切邪恶势力魂飞魄散、灰飞烟灭……。
   这是调遣处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事件」，警察与狼和狈，统统慌作一团，全部跑到班里，用最大的嗓门哀号：「闭嘴！！……。」
   在他们疯狂的叫喊中，我觉得肉体消失了，意志化作一尊金刚不破的巨神，带着排山倒海的勇气，心无旁鹜、坚定不移、压倒一切地继续背下去：
   「目前人类的科学再发达，也只是宇宙奥秘的局部。当我们一提到『佛法』中具体现象时，就会有人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科学很发达了，宇宙飞船都飞到其他星球上去了，还讲这些旧的迷信』。说白了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而人脑在当前依然是研究不透的谜。宇宙飞船飞得再高，也没飞出我们人类所存在的这个物质空间去。现代人类的知识，所能了解的只是极浅的一点点而已，离真正认识宇宙的真象，相差甚远。有些人甚至不敢正视，不敢触及，不敢承认客观存在现象的事实，是因为这些人太保守，不愿改变传统的观念去思维。要完全揭开宇宙、时空、人体之谜唯有『佛法』，他能区分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破除一切谬见，而予以正见。……」
   警察终于拿来电棍，刚走到四班门口，一阵狂风呼啸而过，将挂在门上写着「四班」的牌子「啪」地打掉，砸到他们头上。
   这真是「天助人威」、「天怒神怨」啊！天下哪有这等巧事？！
   刘队长将手中电棍在我眼前一晃，我闪过一丝杂念，想起不知是谁告诉我的话：大电棍电人不可怕，小电棍电人才可怕。刘队长手里拿的正是小电棍。
   就这么一丝杂念闪过，我的背诵嘎然而止，其他人像约好似的，同时停了下来。
   《论语》还差最后一段没有背完。

劝善
   江队长、刘队长，还有狼和狈都瘫了似嘘着气。好半晌，江队长才下令：「曾铮！到办公室去！」
   经过小院时，我看见原来在墙根蹲着的那排二班的学员都不见了。可能是我们四班犯的「错误」太大，顾不得她们，让她们回班了吧，否则还不知会让她们蹲多久呢。后来二班学员告诉我们，她们蹲在狂风里听着我们的背诵，也激动落泪。
   江队长阴沉着脸问我：「今天的事是你带头吗？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在整个背诵《论语》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流泪。那种生命最深处的神圣、壮丽和感动无法言说，我感到将整个生命毫无保留溶于佛法的殊胜、庄严和辉煌，第一次知道「惊天地，泣鬼神」，就是这种冲破一切邪恶压力的勇气和壮举。我止不住泪水。
   听到她这么问，我流着泪缓缓说：「其实我们都想背，你要真想找个领头的，那就算我领头好了，要怎么处罚随你。我要害怕就不来这个地方了。」
   这时狂风突然歇息，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好象天公与我一同哭泣。
   外边又来一个警察，训斥我：「你们还通点人情吗！刘队长好心让你们唱歌，想给你们调节一下气氛，你们却闹出这等事来！让刘队长怎么跟上边交代？」
   我还是流着泪，用我最大的善心对她说：「队长，我们不想唱歌，我们只想修炼。您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眼便知。您看这些老太太哪个像坏人？为什么把这样的好人都抓来这里？」
   她似乎被打动了，喃喃地说她们只是执行任务，国家的事她们管不了。
   我继续说：「您知不知道『六四』时有许多士兵接到开枪命令后将枪扔掉开小差走了？那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是，您是在执行政策，我也知道您夹在政府的错误决定和我们这些无辜的人之间很难做人，但您完全可以将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我们在拘留所炼功时管教科的科长看见了都只当没看见，又能怎么样她呢？这才是聪明人啊！」

「呵！呵！你倒开导起我来了！知道你的身分吗？知道你们今天的事有多严重吗？」
   「我知道，队长，我真的是为您好。」
   「回去吧！」
   就这样，我回到班里。本来班里的人都替我捏一把汗。
   这么大的事，就这么算了，谁也没再提起。
   后来我们想，她们怕的就是我们心齐。

社会主义好？
   我们第一批二十四个人之后，6月6日又送来第二批，大约也是二十多个，以后陆陆续续每周送两次，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数目不等，很快就将对面的空囚室住满了。
   每次来人前，狼或狈就会在外面扯着嗓门：「各班关门！」气氛就紧张起来。
   不仅如此，每当来人，背「二十三号令」的要求就格外严苛，好让我们因背诵而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这种关门背诵持续一整天，直到新来的人将我们第一天的程序全部走完，进班后，才让我们开门喘口气。
   每次新来的人被一路吆喝、按着头从我们门前低头经过时，我们都偷偷抬头透过门边小窗打量她们，猜测她们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大部分都猜得很准，来的人跟我们这批一样，绝大多数都是法轮功学员。
   一天下午，来了两个高高瘦瘦的中年女子，一看就是两姐妹。她们被搜身、检查行李后，照例被带到那块写有「劳教人员入所须知」的大牌子前，由狼带着她们念。
   前两条是「听到干警呼唤时，必须答『到！』」「接受干警指令时必须答『是！』」之类的，狼念一句，她们念一句，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到了第四条。
   只听狼念道：「四、认罪认错，接受教育。」
   「……」
   沉默，没有预期的声音。
   狼提高嗓门骂：「哑了！念！『认罪认错，接受教育』！」
   一个细细的声音高声道：「我们上访没有错！」
   我们在房里互相对望，心知肚明，仅凭这句话，便知来的又是法轮功学员。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人一进来，都一下被「打懵」了，很多事身不由己就服从，根本没有反抗能力，所有的程序都按部就班进行得很「顺利」。这次是调遣处有史以来第一次固定的程序进行不下去。
   狼像疯了般，唤来了狈。
   我们四班在南面这排房子的最东侧，离那块大牌子最近，所以听得真切。但其他班的人都按要求大声背着「二十三号令」。
   在此起彼落的背诵中，我们努力去倾听辨认，感觉狼和狈将她俩弄到墙角那边，拳打脚踢一顿，罚她们蹲在那里。
   很快又新来一批人，狼和狈顾不上她们，又去收拾新来的人。
   那天她们一直蹲到天黑，才被允许进班。但自始至终，她们并没有「认罪认错」。
   王可痛心疾首说：「人家才两个人！我们二十个人那天在干嘛！二十个人不如人家两个人！」
   第二天起床，一切如常，洗漱完就开始背二十三号令。
   八点整，值白班的警察接班后，好象有什么事要发生。
   果然，一会就听见狈大叫：「关门！背二十三号令！」
   昨天刚接新生，按常规今天根本不会再来人，关门干什么？
   很快便有了答案。
   昨日不认罪认错的两姐妹被拖到房头小院里。中队长王利亲自督阵，让狼带着她们念「入所须知」」。
   念到「认罪认错」那儿，又进行不下去。这次警察有备而来，手中电棍「劈啪」作响。
   良久，除了电棍「劈啪」放电声，什么也听不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一声惨叫划破长空，我的心被人猛地一揪，痛彻心扉。接着，电棍的声音更响了，又听得有人在院里奔跑。过了一会，一声惨叫：「妈呀！……」
   惨叫过后，响起什么东西被高举重重扔到地上的沉闷声响。
   一声接一声，时而夹杂凄厉的惨叫「妈呀！」「妈呀！」
   惨叫像利箭穿透我的耳，穿透我的心。
   我扭过头，看见王可泪流满面，除了吸毒的组长杨建萍，其他人都已哭成泪人，正拚命压抑不发出声音。我强忍的泪终于也流下来，再也收不住。
   惨叫声、电棍声、沉闷的扔东西声，还在继续。
   热血涌上我的脑，忍耐已到极限。我想冲出去扑在她们身上，替她们抵挡。三个人总比两个人强，电棍的电用完了，总会放过我们吧！
   我站了起来，准备冲出去。
   王可一把拽住我，将我重重按在小马扎坐下。
   我扭头看她，她一脸是泪，却说不出话来。
   我颓然坐下，想着有没有比冲出去更好的办法。外面的警察也忙作一团，走马灯似从我们门口经过。
   对！正面找他们谈！「汇报思想」！
   我开始喊：「队长！队长！」
   好几个警察走过去，似乎都没听见。有一个停顿一下，又走掉了。
   外面的声音一直在持续，我叫了半天，《论语》事件那天我劝她将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那个警察终于听见，她打开门问：「曾铮，你又有什么事？」
   「我要找王队长汇报思想。」
   「王队长没空！以后再说！」
   「不，请你去跟她说一声，我一定要现在找她汇报思想，就是现在！」
   她看了看我们，似乎意识到什么似的，转身走开。
   过了一会，手持电棍的王利终于出现在门口，看看我们，懒洋洋地说：「又是你们四班。什么事啊？」那个懒洋洋的声调中，透着一种嗜血者饱食后的满足。
   我忍住悲泣，尽量平静地说：「王队长，我找你汇报思想。」
   「汇报思想！什么思想啊？」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对待她们。」
   「你『建议』！好大的口气！你知道你是谁吗？劳教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管教你懂吗！哼！你『建议』！」
   「那么我请求你不要这样对待她们，可以吗？」
   这时不知是谁差点哭出声。
   王利四下环顾，似乎为我们的反应有点吃惊：「我管教她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抬起头来直视她的眼睛，告诉她：「王队长，她们是炼法轮功进来的。只要是法轮功的事，都跟我们有关系。」
   平时从不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似的小老太太李志茹，在后面用她最大的嗓门高喊：「我们反对体罚！」
   其他人也开始七嘴八舌抗议。这种「群情激愤」的场面，在调遣处还是第一次。
   王利后退半步，但还是保持语气中的傲慢：「我可以考虑你们的建议。」顿了顿，又退后一步说：「我接受你们的建议，现在你们也必须听我的命令，否则视为不服从管教！现在我命令你们唱歌！杨建萍起个头，唱个『社会主义好』！」
   杨建萍起头道：「社会主义好！……预备唱！」
   「社会主义好……」我刚唱一句，突然悲从中来，不由自主「哇」地哭出声：把人电得吱哇乱叫，就是「社会主义好」吗？
   所有人都停下来，再也唱不下去。王利已经拎着电棍懒懒地走开了。

活死人
   过了几天，小院出现一个跟不上队伍的特殊人物。这人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可体重不知有没有四十公斤，瘦得比非洲饥民还要可怕。她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皮肤苍白得像死人。一双大眼无神地瞪着，似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再关心。浑身上下毫无生气，好象只是一个活着的死人。
   每次列队去洗漱间，她都起码落后其他人好几米，在队伍后面颤颤巍巍晃着，随时都可能被风吹倒。平房前的走廊，只比小院地面高出五公分，别人一迈腿就过去，对她来说，却比爬喜马拉雅山还难。她先是在走廊前晃着，似乎在攒力气攒决心，好容易攒够了，才摇摇晃晃猛一下将左脚扔上走廊，险些失去平衡摔倒，在更剧烈的晃动中找到新的平衡，恢复之前的晃动幅度，再一边晃着一边艰难地弯腰，将两手颤颤巍巍撑到地上。喘息半天后，猛一下用双手一撑，无比惊险地将地上的右脚也扔了上去──这还不算完成上走廊的全部过程。她还要这样四肢着地原地不动晃悠半天，才能摇摇晃晃直起腰来，往前走去。
   我们都搞不清她的身分，只知她叫刘淑英。看到她瘦弱成那样，我猜她一定是吸毒把身体吸垮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小院，趴在一张椅上照着一本绿皮书在写些什么。
   这本绿皮书我们认识，警察让我们「学」过，里面除有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外，还有一些据说是已「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写的「揭批」法轮功的资料。
   刘淑英为什么要抄这本书？难道她是炼法轮功的？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怪的是，关于她的身分和她的事，一直打听不出来。每当看到她趴在椅上抄那些东西，我都想对着她大喊：「别让你今后的生命充满永远的痛悔！」
   但她好象早已不属于这个尘世，虽然抄着那些东西，她的心、她的灵魂、她的意识早已不知去哪，我空对一具躯壳，无力唤回她的生命。

黑色幽默
   我后来在明慧网看到一个法轮功学员谈到他在东北盘锦劳教所的经历：「我不想把我每一次挨打都写出来，会觉得重复，一次次的挨打写起来也差不多，但对当事者来说那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拿棒子打，打你一棒子和打你几十棒是不一样的，折磨你一天和天天折磨你也是不一样的，我不想重复地讲，邪恶却在重复着它的罪恶。如果单把在盘锦市教养院每人挨的每一次打都记录下来，那得写多少本书呀。」
   同样的，调遣处的「社会主义好」也是写不完的。每次有新人来，就是新一轮恐怖故事的上演，后来发展到将未婚女学员绑到椅子上，由几个彪形男警亲执电棒，七八根电棍专捡阴道、乳房、头部下手，一直电到大小便失禁，人昏过去好几天，很长时间因为阴部受伤而不能行走。
   有一名江苏来的女学员第一天在太阳底下晒晕过去，警察以为她是装的，便拿电棍电她的头，电了好长时间，看她一动也不动，才慌了，把她送医。医生一检查，说她的瞳孔已放大到正常人的一点五倍，怕是没救了，后来抢救整整一天一夜才苏醒，也是好长时间都走不了路。
   然而调遣处除了这些纯粹的残酷，还有另类的黑色幽默。
   盛夏的北京，气温高达四十度，待在狭小憋闷的囚室，铁床架子经常热得烫人，比体温还高。汗基本上是从早流到晚，从没干过。汗水一次次将衣服湿透，我们再一次次将被汗湿透的衣服穿干。每天洗漱时间只有两分钟，衣服从没洗过或换过。我的那条臀部烂了个大洞的裤子一直那么穿著，说不上观瞻不观瞻。
   很快地，每个人身上都有厚厚一层圬垢，轻轻一碰就掉泥。白上衣变成黄色的，蓝短裤一圈圈的黄汗碱像地图一样，攒得多了，裤子硬得脱下来都能直立在原处。
   有一天，我们实在脏得受不了，便让小哨春玲帮我们向外号「杀杀」的警察要求多给一点时间洗漱。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春玲已变成我们的朋友。我那天挨电被拖走后，班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罢背二十三号令声援我，王可被当作挑头的拉出去「陪刑」。春玲感叹：「你们心真齐呀！」
   「杀杀」姓沙，是四中队的副中队长，就是跟王利一起电我的那个警察。
   我们没听见春玲是怎么请示的，只听见「杀杀」尖叫：「怎么那么多事儿！死不了得了呗！」
   春玲吓得掉头便走。王可在屋里叹：「我们终于找到江泽民主席人权思想的民间代言人了！江主席说，『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是生存问题』；我们的『杀杀』队长说，『死不了得了呗』！精辟啊精辟！佩服！佩服！只有『杀杀』最理解党的政策。」
另一则黑色幽默发生在我们离开调遣处以后。八月后，因为抓的人太多，劳教所的夏装用完了，新来的只好穿上长袖、长裤的秋装制服。厚厚的秋装捂在身上，很快就臭了。成天坐在密不透风的小屋，许多人热得要晕过去。警察偶尔会允许在班里放上一盆凉水，实在不行时好用这水擦擦脸、降降温。可是她们渴得很，便将洗过脸的水都喝了。
   后来警察允许她们在最热时裸体待在房间，遇到「领导」或男警来，狼或狈就在院中大叫：「穿衣服！」所有人赶紧手忙脚乱着秋装。
   小时候看过很多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鬼子」快要进村烧杀掳掠时，站在高处瞭望的人就会放倒「消息树」，村民就知道「鬼子进村了！」全村扶老携幼，拿东西的拿东西，赶牲口的赶牲口，几分钟内就藏得干干净净。那时我绝没想到，另类「鬼子进村」会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得到这样的演绎。
   参观过德国纳粹集中营的人可以想见犹太女人被剥光衣服赶进毒气室的场面，却一定难以想象，在「人权最好时期」的二十一世纪，距离「新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只二、三十公里的大兴县境，会有这样的场景。

男女劳教大换防
   听小哨说，一般在调遣处顶多十天半月就得送到劳教所。可是我们待了三十多天，调遣处十一个班都人满为患，最后来的一批人已经没有床位，不得不睡在地上，却还没有任何要送我们走的迹象。
   因为人员超负荷，警察越来越焦躁，似乎在急切等待着什么命令。
   这天下午，终于听到小哨传来的内线消息。因为被判劳教的女法轮功学员太多了，劳教所容纳不下，正准备将原来的男、女劳教所大换防，女所搬往男所，男所则迁往女所。
   劳教人员调动非同小可，所有的人、物都要调动，既要用劳教人员当苦力搬东西，又要严防有人逃跑，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难怪调遣处会压着人员不送出去。
   比起后来的人，我们第一批来的还算「幸运」。我们被送走后，调遣处的人员压力不减反增，一间只有八张床的小屋要关二十人，多余的人只能塞到走道、床底睡觉。谁要是半夜想起来上厕所，地上睡满了人，根本没有地方下脚。
   2000年7月7日中午，我们正在洗漱间刷碗，外边气氛有些异样。另一个平时跟我们关系较好的小哨过来知会：「这回真是要走了！来了大车了！记住：一路上千万别抬头，省得挨电！」
   碗没洗完，我们就被叫回班里，警察已开始点名，被点到名字的立刻收拾行李到外边排队。
   一向「秩序井然」的调遣处像炸了锅似的，点名的、答应的、来登记谁走谁不走的、互相打听谁走谁不走的、互相留言的、嘱咐的、收拾东西的、领取寄存物品的……各种声音交织一起，仿佛大难将临。平时所有的「规矩」一下子作废，所有人乱作一团，小院里行李扔得遍地。太阳毒辣辣的，只觉好热。紧张气氛像在打仗。
   乱了好阵子，王利拿着一张纸扯着嗓叫：「听着！现在我开始点名。点到名的按顺序站成一列！」
   第一个叫到的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又点了五十个人的名，其中有三十个炼法轮功，十八个吸毒，三个其他。
   五十一人从小院西头一直站到东头。王利一遍遍点名，警察拿着物品寄存单让我们签字。我的汗一直流着，排在后面的人签字时抬了一下头，江队长的电棍立刻杵到她身上：「低头！」。狈在一边大叫：「还没走呢！别不知道姓什么了！」听得出来，她在为我们很快就不归她管而失落。
   等一切手续弄齐全，我们被勒令向外走。到了院外，「低头抱首」蹲成方阵再次挨个儿点名，两个两个铐在一起塞进一辆大客车。铜制的手铐，冷冰冰沉甸甸的。
   进到车上，我们被两个两个塞到过道或座位间的空隙蹲着，未被铐上的那只手仍须搭在脑后，保持「低头抱首」。
   车厢关得严严实实，我的头埋在座位上，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警笛一路狂号。很快所有人衣服都湿透了，双腿开始发抖，又一次要窒息的感觉。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客车慢慢停下来，想必是到了闻名已久的「天堂河劳教所」。
(第一章 人间地狱 全文完
第二章 移监天堂河



攻心洗脑
   「天堂河」是个地名，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劳教所建在这里，所以「天堂河」荒诞地也成了劳教所的名称。
   「天堂河」的入门程序跟调遣处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一间水房进行搜身，这让我有机会用满是污渍的手捧几大口自来水喝。
   等一切就绪，天已黑透。我们五十一个新来的被编做四个班，每班十几个人。四个班组成一个新中队，叫「入所队」，意即新进劳教所的队。我和王可被编进三班。
   镇压法轮功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一共只有两中队：一中队和二中队。一中队全是吸毒的，叫「粉儿队」，意即都吸「白粉」；二中队，主要是卖淫、盗窃、抢劫、卖黄色光盘的组成。
   劳教所第一个法轮功学员是1999年10月进来的，第二个是11月，第三批是2000年春节进来的，然后就是5月26日进来的一大批，共三十多人。这批人跟我们同时被判劳教，不同的是她们没先待过调遣处，而是在原来的「北京市犯罪人员遣送处」短暂停留后，就直接送进劳教所，分散编进原有的两中队。
   劳教所有两幢一字排开、相隔十几米的四层楼宿舍，每座楼前各有一操场，电动大门在操场另一边。宿舍后面从西往东依次是食堂、一个能容纳约四百人的礼堂、锅炉房和两座车间，然后就是外面的一圈高墙，紧挨着高墙处有些破旧平房。
   紧闭的大门东边有幢小楼，叫「团聚楼」，医务室和家属会见室都在这里。西边是「监狱中的监狱」──集训队和禁闭室所在地。据说是新盖的，一看就比劳教所其他房子新，外表呈蜂窝状的六边形，有说不出的怪异和诡秘。
   「入所队」和一、二中队同住东面那幢楼，每队各占一层，互不相干；西面那座关着「少教队」四十多个十几岁的少年男犯。男、女劳教所互换时，他们没跟着其他成年男犯搬走，大概那边地方不够吧。
   来之前就听春玲说，到了劳教所就可洗澡了，就寝前小哨终于来领我们到水房，给我们二十分钟。
   水房没有淋浴设施，只有两排洗脸池，八个水龙头只有四个是好的，班里四个吸毒的一上来就占了三个，我们八个法轮功学员只有一个水龙头可用，只能轮流用最快的速度用脸盆接点水端到一边去洗，好将水龙头让给下一个人。
   想在二十分钟内洗净三十多天攒下来的污垢可是大不易。我飞快擦着身子，生怕时间来不及。刚洗没几分钟，就听小哨在外边叫：「曾铮！队长找！快穿衣服！」
   没容我将身上的水擦净，小哨就催促我进了警察值班室。
   值班室只有一个年轻警察，她皱着眉嘟着嘴，像在跟谁生气似的。心不在焉问了我几句话，既同情又不理解：
   「你们这样折腾有什么用呢？国家能听你们的吗？白白来受这个罪！」
   我看看她那张年轻的脸，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只说了一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她愣了半晌，似乎再想不出别的词儿，就生气地说：「回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劳教所漫长而残酷的「攻心」和「反攻心」、「洗脑」和「反洗脑」、「转化」和「反转化」这就算开始了。对其他类型的人来说，到劳教所就是干活挣分，攒分评奖，争取提前回家，或者到日子走人。而对法轮功学员来说，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硬的不行来软的
   回到班里，其他人都洗完了，在小凳子上枯坐着，不许睡。功友赶紧问我什么事，听说只是问了几句话，大家才放松。调遣处是动不动就把人叫出去电一通、揍一通，常看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在那样的环境待久了，对那些事已见多不怪，这里没把我怎么样，大家反倒有点意外。
   慢慢才知道，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调遣处的警察先充当「恶人」，用电棍、不许说话、不许抬头、不许洗澡、不许洗衣服、长时间蹲、站…等高压手段，进行最残酷的「严管」，让你没有半点人格尊严和自由，让你心理上的承受超过极限；然后再由劳教所这边扮演「善人」，不再要求你「低头抱手」，每天洗漱时间延长到五分钟、甚至有套换洗衣服等。
   在你全神贯注准备应对更残酷的折磨时，环境骤然松弛，反过来「和颜悦色」地待你，「无微不至」地「关怀」你，用一「紧」一「轻」的强烈对比，在你的心理造成巨大落差，然后问你：「你看，法轮功好还是劳教所好啊？你炼法轮功炼进劳教所了，李洪志在国外好吃好喝的，也不来救你；可是队长们对你们怎么样啊？我们没有拿你们当犯人，只要思想上转过弯来，国家照样还当你们是人民……。」
   有人一下子就从心理上被击垮了。硬的不吃，软的总吃吧？软的不吃，再上硬的也不迟，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整治你。
   十二月来的一个学员就是这样被「转化」的。北京十二月的天很冷，温度早降到零下。我们在调遣处是热得受不了，她们在那里则天天冻得直哆嗦。搜完行李，有棉袄、厚毛衣也不让穿，一律打包放到库房，每人只许穿件薄毛衣坐在班里，门成天开着，嗖嗖的冷风不断灌进来，洗脸巾都冻得硬梆梆。她们白天黑夜都被冻得牙齿打颤，从没暖和过。有个学员脚趾被冻出好多像烫伤的大水泡，连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很困难，一到晚上还奇痒无比。
   她咬牙忍着，从没叫过苦，被移到劳教所后，中队长来「关怀」她，允许她在班里穿拖鞋、带她到医务室去拿冻伤膏、每三两天就殷勤探问。受惯「压榨」的人，在这么一点「关怀」面前却受不了，于是她痛哭流涕掉进这个精心构造的心理陷阱，顺水推舟就被「转化」了。

赌气写保证
   枯坐到半夜，大队长又找我谈话。她姓侯，四十多岁，黑瘦干瘪，没有半分女人味，也毫无个人的思想与判断。党成功地将她培养成一个只知执行命令的工具，只不过她不自知。
   她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通，看我丝毫没有「悔意」，将火气压了又压，没做更大的发作就叫我回去了。
   回去不久，「所领导」又来。这时已凌晨一两点。被折腾一天，我已到心力交瘁的边缘。
   「所领导」也是个工具，不过更阴险、更「高级」。他的「高级」在于他充当工具的「高度自觉性」，而由工具上升为工具的操纵者。
   因为他的「高级」，他比侯队长更「自重身分」，更有「耐心」，在说了一句他有百分之百把握「转化」我以后，就不再提「转化」二字，只问我认识不认识杨静。他说杨静也是研究生，很能干，很「明白」，来了不久就「转化」，六月份就被「所外执行」释放。他说过几天杨静要回劳教所与学员们座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
   我想起在调遣处曾看过一份劳教所的内部报纸，报导两个法轮功学员因为「转化」已被释放，其中一个就是杨静。
   我说我不愿意，「所领导」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再多说，只是很「客气」地叫我写份遵守劳教所纪律、在劳教所期间不炼功的保证。
   我脑里突然有一种赌气式的想法。心想不就是写保证吗？你以为我写了保证就等于放弃修炼吗？门也没有！再说你们说的不炼功不就是不做动作？不做动作有啥了不起？修炼是修心，你们懂不懂？保证就保证好了。
   于是我立即写下保证，他很满意地让我回去了。也许我的「赌气」只是表象，实质的原因是我本能觉得他「客气」得可怕。也可能是经过一整天折腾，我实在太疲倦，疲倦到没有正常的思维和意志。
   经过楼道时，看到十几个功友「面壁」而站。班里吸毒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她们拒写保证。我筋疲力尽地想，她们是对的，我应该出去和她们站在一起。但这念一闪而过，我又筋疲力尽对自己说：明天吧。然后我一头倒在床上睡死过去。

种草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这是劳教所雷打不动的起床时间。不管前晚睡得再晚，甚至根本没睡，每天都得这时起床。遇到什么领导、来宾要来检查工作或参观之类，那我们更得四点钟就被叫起来，「掘地三尺」地打扫卫生。
   过了几天，我才搞清楚宿舍的「地形」。楼的中间是楼道，楼道南北两边各有一排房间，包含宿舍、水房、厕所。楼道左右两道铁栅栏门，东边的那道将劳教人员与队长的宿舍、值班室分开，西面的那道门后有个房间挂着「集训队」牌子，有三个人正被「集训」。这时新盖的蜂窝状的「集训队」专房还未启用。
   「集训」在劳教所是种很严厉的惩罚手段。没有法轮功学员之前，这种手段被用来惩罚那些在劳教所内还敢违法犯错、顶撞队长、不服管教的人。集训期一般是三个月，在此期间，天天只许吃窝头、咸菜，不许采买、不许会见家属、不许写信、级别降到「严管」级、天天要比其他劳教人员起早睡晚等。如果被关禁闭，禁闭期多长，劳教期就延多长，关完禁闭还要集训三个月。
   法轮功学员来了后，所有的规则都改了。打架斗殴、偷东西骂人都是小事，不「转化」才是大事。「转化率」达不到指定目标，警察就可能丢官、丢饭碗。从我们来了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类型的劳教人员下过集训。
   入所队享受的「待遇」，介于正常和集训的待遇之间，除了不用天天吃窝头咸菜，其他都差不多。劳教所的四周原是烂坟场、垃圾堆，野草丛生。十月份天堂河劳教所要争创「部级文明劳教所」，这样的环境是不够格的，于是我们到劳教所的第一种苦役便是将烂坟场改造成绿草地。
   北京的夏天，五点半天就已大亮，七月正是三伏天，一起床就闷热难当。
   劳教人员要出门干活，手续就跟皇上起驾出宫一样繁多。出门前要事先报告人数、干什么活、多长时间等，所里还要安排「护卫队」「护驾」，以防有人逃跑。
   出门的程序也很繁琐，先在楼道报数，出了楼门再次报数，列队开到大门口由带队警察将事先申请的「出门条」交给门卫，第三次报数清点人数，门卫验明无误后，电动大门才会带着刺耳响声缓缓打开。
   出门后气氛更紧张，护卫队全副武装的男警骑着摩托车来回巡逻；小哨手持彩旗站在劳役地点四周，监视全场的人；带队警察更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既要盯着干活的人，还要防着担任警戒任务的小哨──她们也是劳教人员，保不定也会起逃跑的心。
   在护卫队、带队警察、小哨三重监视下，我们的苦役生涯开始了。劳教所地处郊区，人烟罕至，只偶尔有路过行人好奇停下来打量。
   「种草」前，得先「拔草」。一人多高长得像树的野草得两三个人合力使劲，才能将它们从地里拔出。刚拔几棵，我的手就磨出大血泡。
   将野草拔光，垃圾、石块清净，才能开始种草。要种的是一块块像地毯的草。我们将草皮从卡车卸下，一块块搬到地里，使劲掰成一棵一棵，再等距间隔十公分种下，种出来的草得像接受检阅的部队排得横平竖直。这是最难的，很多时候种着种着就歪了，还得一棵棵拔了重来。
   我们没有种草工具，就是用手在地里刨坑。后来我们一到地里就低头四下看，在刚运走垃圾的地上寻找「漏网」的瓦片或木条。哪怕是一小块碎磁盘，也是可以拿来当工具的宝贝。

由于「宝贝」难寻，本想揣在兜里带回去，下次干活时接着使，但干完活回宿舍前须翻兜搜身，什么也不能带回去。据说这是免得你用它自杀或伤人。后来我们只好将「宝贝」埋在地里做上记号，运气好的话，下次干活说不定还能找到。
   每天的劳役很重，要种草的野地有几千平方米大，有时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以上，最忙时早上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到地里，干到吃饭时间，排队直接开到食堂，吃完饭马上回到地里接着干。
   天天蹲在烈日下苦干，汗水浸透衣裤。但是不管出了多少汗，我们从没喝过水，只能不间断干活。水分都从汗腺蒸发，倒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再说劳教所门外根本没有厕所，所以我们种了那么多天草，从没有人要求上厕所。
   有一天入所队的中队长苏瑞带我们出工，有几个「二进宫」（第二次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认识她，干到半中午，她们壮着胆要求歇一会。
   苏瑞同意了，我们一屁股坐在泥地，顾不得干净还是脏。天闷得让人喘不出气，这一歇倒觉更累。远远的马路，有辆出租车经过。杨建萍满眼艳羡低声说：「真想坐上那辆车回家啊！」
   另一个吸毒的问：「苏队长，我们能唱首歌吗？」
   「唱吧。」
   十几个吸毒的似乎也没商量，就唱起同一首歌。这是一首她们自编的歌，在戒毒所、拘留所都很流行，名叫「我要回家」：
   「一进了监狱的门哪，才知道监狱的苦。吃的是窝窝头呀，睡的是光板床……我含着眼泪呀，叫一声爹和娘，点点滴滴伤心的泪水就挂在了儿的脸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我的妈妈。我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不去看她，谁去看她……」
   唱着唱着有人哭了起来，眼看就要「军心大乱」，苏队长急喝：「停！……」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每天最苦、最难的不是在太阳下蹲得双腿发软，不是用磨出血泡的手在地里刨坑，也不是好容易将草种上又发现种歪要拔了重来，而是每天早上刚醒的一刹那。
   虽然每天累得死去活来，但一睡觉还总做梦，一梦就是在牢里，从这个牢出来又进那个牢，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梦中的我苦不堪言。醒来的第一念就是：天哪，原来我只是在做梦！太好了！但这种兴奋持续不到一秒就马上意识到：现实比恶梦更糟，我不但还身在劳教所，而且马上又是一天漫长的苦役……。 
   梦里梦外都是牢，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心中的苦更甚于梦里。加上全身沉得像铅似的，多么想再睡一会。如果我不是以「修炼人」三个字来激励自己，用极大的意志咬牙从床上翻身而起，我很可能立刻全线崩溃，再也别想爬起来。

认罪认错 薄弱环节
   进了劳教所，很多较敏感的人都说这地方阴森森，像有什么阴险的东西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先不急着把你怎么样，因为它有的是时间，但它一定会慢慢来摆弄你。
   刚开始我还没感觉，当警察让我们写「认罪认错书」时才感受到。可怕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同来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出现意见分歧。
   主张写「认罪认错」的学员说，写个「认罪认错」也没什么，公安部的通告是说了不许在任何地方张贴、悬挂有法轮功字样的条幅等，我们上天安门去打横幅，不是违反这条么？认个罪认个错有什么，又不是说不修炼了。
   这种说法让我某根神经警觉起来。我感到真正的问题来了，空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但问题在哪里？到底多严重？却说不出，只是强烈感觉：这个什么「认罪认错」决不能写，这道防线一定要守住，决不能再退，否则就完了。
   这个强烈的感觉让我意识到我那个保证也写错了。炼功是法轮功修炼的内容之一，我保证不炼功，不就跟保证不修炼一样吗？
   意识到这点，我在「7．20」一周年那天正式写了一份声明，收回我的「保证」。我将声明交给苏瑞，她一脸愠怒，不过忍住没有发作，因为她们这时已制定「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暂时还不到对付我。
   有一天，同班一个名叫王蓉的法轮功学员被叫走，很久没有回来。王蓉二十岁出头，双眼几乎失明，看东西要拿到眼前三五公分才能勉强瞧见，走路没人扶就会跌跌撞撞。
   她的行动不便常被警察和小哨讽刺：「瞧你那德性！还炼法轮功呢！炼了半天怎么没把你的瞎眼炼好啊？天天白吃饭不干活，除了造粪你还会干什么？还不赶快转化回家，给劳教所省点粮食！」
   因为她看不见，我们种草时她只能蹲在草堆旁用手摸索着将大块的草掰成一棵一棵，再颤颤巍巍抱到我们身边。偶尔拌脚连人带草摔出去，我们都在低头干活，没人看见，她只好在地上一棵一棵摸索那些摔出去的草……。
   但她从没可怜过自己，脸上总挂着笑，不管别人怎么羞辱她都不生气。
   那天我没注意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觉哪里不对了，却又找不出缘由。
   过了两天无意中瞥见她的胸口青了一大片，我才发现她脸上的笑意不见了！
   「王蓉，你怎么啦？谁打你啦？」
   她的泪扑簌簌掉下来，却死也不肯说她到底怎么了。
   再过两天她被调到二班去，搬着铺盖卷走时，一直在哭。
   又过了好些天，我们才辗转打听到，原来三班的管班队长看准王蓉是个「薄弱环节」，决定从她下手，打开让我们「认罪认错」的突破口。她将王蓉交给吸毒的小哨，将她弄到集训队旁的空房毒打，让她「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等。
   「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分别是三种刑罚，前两种望文生义，就是长时间保持「骑摩托」或「壁虎爬墙」的姿式不许动。「飞着」则是让你先面朝墙站着，再使劲低头冲下，身体从腰部打弯，成为一个U字形，整个背部贴在墙上，再将两条胳膊上举，也贴于墙上，就这样待着不许动。一般人「飞」上几分钟就不行了，有人最高记录坚持了四十多分钟。
   我不知道王蓉是「飞」了多久后写了「认罪认错」书，只知她作为第一个被突破的「薄弱环节」，羞愧得要命，所以我们怎么问她都只哭不说话。

故旧变标兵
   过了几天，「所领导」又找我，旧话重提：那个座谈会机会难得，不去参加太可惜。
   我没再坚持不去，没多久小哨就叫我名字，让我到楼道集合。同去的还有两人，其中一个是我第一次被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古华，她与我和王俭同属崇文区第一批被判劳教。
   三人排成纵队，在苏队长押送下，来到大门外的所部办公楼。
   一进座谈室，迎面就看到一张熟识的脸。这人三十多岁，我被抓前在一个功友家见过她，那天很多人都说要在「4.25」一周年时去天安门，只有她说她不想等到「4.25」，一天也不想等，13日就要去。她的决心大得谁也拦不住，我当时很佩服她的勇气和坚决。
   这时再见到她，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温暖，我向她点点头，她认出我，也向我点点头。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身边，抢在警察给我指定座位前坐在她旁边，琢磨着怎么找机会跟她说话。看到她戴着的胸卡，才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椭圆形的大会议桌已坐满人，有十几人穿著劳教人员的衣服，另十几人是警察。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墙上有块黑板，花花绿绿写着一些字，好象是「欢迎某某某回所座谈」之类。
   主持会议的「所领导」说，本来是请六月份得到「所外执行」已「转化」的原法轮功学员杨静和唐淑贞一起回来，但很遗憾杨静工作忙，来不了，只请回唐淑贞。谈之前我先说两句，唐淑贞文化不高，不善言辞，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打断她。有什么不同意见下来再讲，尤其是入所队的三名新生。说到这里，他有意无意看我一眼。
   「久闻大名」的杨静不来了，倒让我有些意外。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惊人消息：劳教所头号「转化」「标兵」杨静并不是因工作来不了，而是当时就在劳教所的禁闭室关着！原来她被放出去后，警察请她到派出所去「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谁知她没把那些人「转化」过去，那些人却将她「转化」回来。她「转化」后马上又到地铁站去发法轮功传单，再度被抓。这等于给天堂河一个响亮的耳光，劳教所严密封锁此消息，一直将她秘密关在禁闭室。
   唐淑贞四十多岁，是在场唯一着便装的人，看起来确实老实不善言辞。
   她怯怯开了场，大约谈的是「转化」如何好、回家团圆一家人如何安定团结、以前如何因炼法轮功坐牢而伤害家人之类。
   我听了一会，举手问「所领导」：「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问她吗？」
   「所领导」有点意外，又不愿破坏精心营造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与我所新生亲切交谈」的「良好」气氛，压着火气说：「你问吧。」
   我看着唐淑贞的眼睛问她：「你想不想修了，是你个人的问题，但你炼过功，也看过老师的书。我只想请你摸着良心回答我一个问题：老师宣扬过地球爆炸吗？」
   她被问住了，说不出话来。「所领导」紧张地盘算怎么收拾「残局」，我也赶紧想下面该怎么说。这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坐在我身边的胡秀英突然开口：「《转法轮》第18页，李洪志说……」
   她哇啦哇啦叫嚷起码半个多小时，将《人民日报》社论远远比了下去。因为社论只是「粗笨」地造谣，她却是「精细」地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她将《转法轮》谈到的史前文明歪曲为鼓吹地球爆炸，从这里开始扭曲《转法轮》，进而大骂法轮功如何如何地「邪」，李洪志如何「不真」、「不善」、「不忍」。她言辞中的阴险和凶残，都隐藏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的生命像突然被分成至少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我惊呆了，似乎是我正张开双臂，满腔热忱向「他乡故知」跑去，她却掏出匕首，朝着我的心窝就是一刀。这个三个月前不顾一切要上天安门，为了法轮功死都不怕的人，怎会一下子「反」到这种程度，变成一个恶魔呢？是我神经错乱，还是她神经错乱？！这一惊让我差点从椅上摔下来。
   第二层次的我却纹丝未动，似乎这一切早在我预料中。我恬淡望着窗外的天空和田野，好象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第三层次的我说：真正的、最严峻的考验来了。我回去一定要马上把她的情况讲给其他学员听，好让她们有心理准备，给她们打个「预防针」。
   等她终于讲完，我再次举手对「所领导」说：「我能谈谈听了她的发言的体会吗？我只说三句。」
   「所领导」这时心情好极了，胡秀英的发言在他看来是「力挽狂澜」，将唐淑贞和座谈会的局面都「解救」了。
   得到他的同意，我说：「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感到很惊讶：她『转化』得这么彻底，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所外执行』？」
   「所领导」还没来得及讲话，急性子的侯大队长就先开口解释。胡秀英也抢着说：「今天上午我先生来看我，我还对他说，你先别高兴，我还不回去呢，我要留在这里帮队长做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

我在心里问她：你刚才发言说你以前为了法轮功去坐牢，你先生头发都急白了你也不管，也不回家尽你作妻子的责任，真自私等，那你现在明明可以回家却不回家，怎不说自己自私了呢？
   但我知道这时的她已不可理喻，因此没有去接她的话，只继续说：「我的第二句话是，我要感谢胡秀英……。」
   我的话还没讲完，侯大队长又插进来。她以为胡秀英的一番话已将我转化过来，让我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跳出来，我才要「感谢」她。
   好容易等她讲完，我才接着说：「对不起，刚才我第二句话还没有讲完，现在接着说。东方人修炼讲『悟』，西方人修炼讲『信』。我要感谢胡秀英帮我修了一把『信』，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我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是，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不管别人有没有做到『真、善、忍』，我都要做到『真、善、忍』。就这三句话。谢谢。」
   最后一句是针对胡秀英对李洪志先生的个人攻击说的。我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去为师父的品行跟她们纠缠，「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我选择那样讲，堵住她们的嘴，表明自己的心。
   讲完这三句话，我很舒畅，顺手拿起面前的西瓜吃了起来（这是我在劳教所唯一一次吃到西瓜）。其他人也开始发言，才知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转化」的人。最后「所领导」满意地总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为了把劳教所的工作做好，大家今后有什么问题意见只管提；现在准备散会…
   我突然想起王蓉胸口的伤，第三次举手说：「既然如此，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吗？」
   「所领导」愣了愣，勉强说道：「提吧。」
   「请问，调遣处也好，劳教所也好，允许劳教人员打其他人吗？」
   我的问题像一颗小手榴弹扔在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去的警察中间，一下子炸出好多不同的反应。有人吃惊，有人尴尬，有人愠怒，还有一男一女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定定盯着我看。 
   这一切我尽收眼底，又像什么都没看见，静静坐在原处望着「所领导」，等着他给我答案。「所领导」下意识搓着手，绕了八百多个弯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具体问题要具体调查，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找本队队长反映，不要听信谣言。」座谈会就「圆满结束」了。
   回到班里，我立刻将座谈会的情况讲给功友听，她们都非常震惊。我说这下子我知道我们在劳教所要修什么了：「坚定法」，就这三个字。
   草种得刚有眉目，六讲十二课时的「系列讲座」就开始了──这是劳教所想出来「转化」我们的办法。「讲座」内容基本就是反复重复《人民日报》的社论。「主讲人」除了警察，还有大学哲学教授。听「课」礼堂四周还有手执电棍的男警「侍候」。
   「第二讲」的女警是调遣处的管教科科长。我在调遣处没跟她讲过话，但对她印象深刻。有一天她路过我们窗边，瞪着她纹着粗黑眼线的双眼往里面随意一瞥，就这一眼让我记住了她。她的眼睛后面蕴藏的恶毒，甚至那一瞥之间就将眼光所扫过的地方全部覆盖，让人不寒而栗。
   她先是将世界上的邪教所干过的令人发指的事条条罗列，接着强调《人民日报》关于炼法轮功「自杀」、「剖腹」、死了多少人等谣言。提到法轮功时，她的语气格外充满仇恨，音量大到极限，通过高音喇叭传出来，只觉整个礼堂都在跟她一起叫嚣。讲到最激动处，她几乎要用力过猛而从讲台上摔下来。
   正当我努力约束自己，不让自己的情绪被布满礼堂的恶毒喧嚣带动，礼堂后面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转过头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鹤立鸡群站起来，好几个警察疯狂向她扑过去，捂嘴的捂嘴，扭胳膊的扭胳膊，三下五除二就将她拖出礼堂。几个手持电棍的警察也跟过去，所有电棍一齐劈叭作响。
   礼堂的秩序很快就恢复，「讲课」的警察面不改色继续叫着。几个月后，有人在劳教人员医院中见过这个老太太。她那天喊完那句话就被送进集训队。她在集训队的情形不清楚，只知她被送到医院时头上有好大的伤口，头盖骨可怕地露在外头。

织毛衣的白痴
   「系列讲座」还没讲利落，毛衣活又来了。之前，我常看到二中队的人下楼去食堂吃饭时，手里抱着毛衣针，胳膊或衣服扣子上挂着盛线球的塑料袋，边走边织。我心想：这也太过分了吧，走路还织？
   这天警察突然通知我们，二中队接了一批织活，时间很紧，我们队必须分担四十件。各班马上选一个「劳动员」到队部「学活」。
   劳教所每班有一个「劳动员」，负责去学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和质量要求，回来后教会班里其他人，再将分配到本班的任务分到每人手里，并保证本班所有产品的质量。
   我被指定为三班的「劳动员」。到队部办公室时，看见里面坐着从二中队请来的「技术员」，几个人已围着她在学。她叫张蕾，脖上挂着一根皮尺，鼻尖冒着细密的汗珠，年龄只有二十多岁，可头发已经花白。「在劳教所，我就看这张床亲！比妈还亲！」这句话就是她说的。她是因贩卖黄色光盘进来的，好象判了两年。在劳教所三教九流中，「贩黄」的人有着贵族般的优越感，不大看得起其他人，她们和班长、小哨及「质检员」一起，组成劳教人员的「上流社会」。
   张蕾教得很细心，我起的头太松，她替我拆了三次。西方社会一直在谴责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的强制劳动制，但许多劳教人员已接受这样的观念：被判劳教就该拚命干活，哪有犯了错误还让国家白养活的道理？
   劳教所每年都有利润指标，不能不完成。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工厂都停业，「找活」不是易事。但劳教所的人工成本约等于零，这一竞争优势谁也比不上，所以当一般工厂都找不到活时，劳教所总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劳教所几个比较固定的主顾是附近几家乡镇企业，它们接了出口订单再以低价转包劳教所，从中渔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顺华」和「凤凰」两家针织厂或毛衣厂。那几个加工厂的小师傅经常出入劳教所来教新工艺、把关质量，张蕾等「质检员」跟她们混得很熟。
   我学了一晚，才知道大概程序。最难的部分在于尺寸的把握，因为是出口的统一产品，工艺要求很严，比如说100行织出来必须是50公分，长了短了都不行，误差不能大于1公分，否则就得拆了重来。这点最难，许多人曾拆得直哭鼻子。
   从没织过毛衣的人更麻烦，就跟小孩刚学写字，连毛衣针都不知怎么拿，哆嗦半天也织不成片，一急手里还直出汗，白线都织成黑的。
   记不得我们赶织了多少天，只记得天天都得从早上五点半一直熬到晚上一两点，困得死去活来，才能按时完成定量。这时我再也不觉得二中队的人走路都在织毛衣过分，只恨自己没有塑料袋盛线球效法她们。
   这天终于将四十件毛衣交上去，晚上「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着就寝通知，等到半夜，却等来入所队交上去的四十件毛衣有三十九件都不合格的消息！而毛衣明天就必须上飞机，不能延误交货期！
   分管生产的小哨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一张张困得苦瓜似的脸，「仗义」地说：我知道现在就是打死你们也改不出活了，这样吧，我让集训队的张丽帮你们抢一下，你们每班出两人去给她打下手。明天白天我给你们请示让你们睡觉。
   这时，我已困得想吐，但一想班里就我还算手快，我不去谁去？
   我硬着头皮答应，小哨叫一声：「好！够意思！」，就将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带到临时辟作集中「抢活」的禁闭室。
   禁闭室有三个铁笼子，每个只有半人高。想来被关禁闭的人只能猫着腰待在里头。三个铁笼子占了禁闭室一小半地方，其余地方则堆满打回来的毛衣，每件都缝着一张小纸条，标着不合格的原因，有的是袖子与身子缝合处不平整，有的是领子少织两行，有的是花样排错，有的是尺寸不合格。
   张丽才二十岁，因吸毒进来的，很快就要到期走了。一年多的劳教期她的技术看来已老练得很。她有条不紊将毛衣上的纸条拿开，该剪的剪，该拆的拆，该缝的缝，然后将活一件件派给我们，指挥我们干这个干那个。她说，这算什么呀，以后这样的事多了，活最紧时，一个后片我们分成三人织，织出来将三截缝在一起，还不是照样上飞机？你们想在劳教所混，就得学会缝活，有织错的地方一刀剪了，改过来再缝上就是，都要拆了重织，哪有那功夫？
   「缝活」是一项较难的工艺，就是将织物从中间剪开，将错的地方改织过来，再用针将被剪开的地方缝上，缝完要一点也看不出修改过的痕迹。我后来学会缝平针，但缝花样针的技术到底还是没有学会。
   我抱着分给我的活，拚命瞪着眼睛织着，恨不得找两根火柴棒将眼皮撑起来。织着织着，只觉两眼白茫茫直犯晕，一阵阵恶心，意志稍一放松就会一头栽在那里。
   渐渐的，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在梦游，对一切都失去记忆和知觉，却还知道拚命织手中的毛衣……。
   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亮的，也不知道任务抢完没有，或者什么时候抢完的，只知道当通知我们这些抢活的人去楼道排队到食堂吃早饭时，我心中空荡荡的，有种受骗感。答应向警察要求让我们睡觉的小哨不知去向，新接班的警察白天照样让我们开到地里去种草。漫漫长日，我每时每刻都在拚命集中意志，但每时每刻都像飘在梦中茫茫然，只有大脑深处无比遥远的某个地方有个模模糊糊的恐惧。一个意志要随风飘散，精神要分裂的恐惧，一个成为走到哪里双手都奋力织毛衣的白痴的恐惧……。
   从这天起，我对「不让睡觉」恐怖，有了刻骨铭心的认知。

不准睡觉
   7月27日，也是我们到劳教所二十天后，楼道大乱。原来是人员要调动，人心惶惶。包括王可在内的九个被视为特别「顽固」的法轮功学员要调往一中队，其余包括我在内的人，则分到二中队。各班吸毒的班组长基本都留了下来，警察要重用她们当头目，「管」下一批从调遣处来的法轮功学员。
   名单公布不久，我们立刻收拾行李，夹着铺盖卷搬到二楼的二中队。我和王蓉、张青、赵英、程兰等五人被分到五班。
   张青二十九岁，瘦得像个小男孩，人民大学毕业；赵英是五十多岁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是大国营工厂的技术员；程兰三十九岁，是幼儿园老师。
   劳教所每个班正常的编制最多十二人，床位、物品柜、食堂座位，都是按这个数设计的。五班原有的七个人，班长古荣是「贩黄」进来的，张凤是卖淫进来的，「老毛」是非法轮功学员当中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介绍她人卖淫进来的，四十多岁的邵红和质检员崔芬都是因盗窃进来，其余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则是抢劫进来。
   指定床位、物品柜，铺床、放东西就绪后，古荣问：「你们五个写保证了吗？」

我们摇摇头。王蓉写完「认罪认错」经过一段痛不欲生的时间，又将保证书和认罪认错书收了回来。
   崔芬长叹一口气，说：「走要走得了，又赶上睡不了觉！」
   我莫名其妙看着她，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她们七人似乎都心领神会。古荣说：「排班吧，从我开始。」
   到了晚上，终于明白崔芬叹气的原因，也懂得「排班」作什么。二中队的规矩，法轮功学员不写保证不让睡觉，由「其他罪错」（指非法轮功学员）劳教人员轮流值班监视，古荣她们对执行这套「政策」显然很熟，用不着警察吩咐，自己就「上岗」了。崔芬说的「走要走得了」则是指如果按常规八月初上半年的「奖」能评下来，她能得到减期的话，待不了几天就该走了。 
   劳教所有一套严密的记分和「奖惩」体系，每人每天完成劳动定量有固定的分数；当了班组长、小哨、炊事员、质量检查员每天有固定加分；超额完成生产定量、向警察告密有功的能机动加分；犯错误的则扣分。每半年评一次奖，按分数高低排队，前三成的人有减期机会。
   过去劳教所全靠这套东西管理劳教人员。每个被判劳教的人一进来，很快就可算计出自己有无评奖可能。如有希望评上奖，就会好好表现，拚命干活，争取当班长之类；如觉评奖无望，可能就破罐子破摔，天天混，小错误不断，大错误不犯，不好好干活，反正到期你就得让我走人。这种状态，一直到法轮功学员进来后，起了重大改变。
   其他人都上床后，古荣搬个小凳子往门口一坐，让我们五个在班里站成一排。值夜班的小哨耿秀一会探头来看。
   站到半夜，耿秀走进房间，诡秘地笑说：「就你们傻，人家七班的都写了保证睡了，就你们五个还在这儿站着。不信你们派个人，我带过去看看。」
   她将张青带出去，两分钟就回来了。耿秀说：「怎么样，你们问问张青，七班的人是不是都睡了？」
   我们谁也没问，一动不动继续站着，耿秀皮笑肉不笑地走了。好多天以后才明白她为什么怪笑。原来她先让七班的睡，骗五班的人说她们写了保证；过几天五班的人睡时，再去骗七班。
   我们连续站了两晚，第三天被押到礼堂去开第一次「揭批『法轮功』现身说法大会」。这时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大概共有八十人，按中队坐在不同位置，带队警察和护卫队男警跟「系列讲座」一样，手持电棍将我们围在中间。
   我朝一中队的队伍望去，才两天不见，王可的小脸已憔悴得不成样，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尽是迷蒙。我想跟她交换眼色，她却梦游似的看不见我，显然她也快被熬成「白痴」了。听说她们到一中队后，晚上不但不能睡觉，还得头顶一碗水在楼道站着，碗里的水洒出来一点就得挨打。这个办法据说是那些吸毒的想出来的。
   凡是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都是强制戒毒无效才进来的。在戒毒所，所有人一进去都得先「走板儿」，五十盆凉水或五十个耳光「起步」，即至少被同监室的人泼五十盆凉水或挨五十个耳光。许多人从戒毒所出来后心理都很变态，要把自己受过的虐待加倍「奉送」别人。
   有一次在锅炉房打水，我碰到入所队管我的队长。她一见我就说：「曾铮，我真是错看你了！早知你这么顽固，还不如当初将你弄到一中队那些吸毒的手下，早将你治过来了！你这样顽固下去，就等着『七毛四』吧！」
   「什么叫『七毛四』？」
   「什么叫『七毛四』？子弹！七毛四一发。你就等枪毙吧！」

相思泪
   八月初一天，班里突然一早就激动起来。今天是一月一次的「接见日」，直系亲属可来会面。
   从八点多开始，楼道就一次次响起点名声。点到名的人都像箭一样冲到楼道排队，等着警察领去会见家属。没点到名的人心急如焚地张望，明知看不见大门外等候的家属，还是忍不住伸头。
   接见回来，有哭的，有笑的，有不动声色的。关系密切的人互相打听见面情形、家属带了什么东西。没有家属接见的人就很难过，一整天不说话或动不动跟人找碴吵架。这种兴奋和混乱持续一两天，才会渐渐平息。
   我早听说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是不许接见的，只能像局外人看着其他人进来出去。到了下午，楼道突然响起我的名字，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是不让见家属这招对「转化」贡献不大，劳教所又改换策略，允许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也见家属，好通过家属来实现「亲情转化」。
   厚厚的玻璃后面，是先生那张苍白急切的脸。我们只能隔着两层玻璃用电话机对话，警察可以随时戴上耳机监听。
   四个多月了，我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从拘留所被送走后他千辛万苦打听到调遣处所在，开车去了好几趟，他们却不让他见我。
   他将家中我所有的照片都收起来，免得睹物思人，徒增伤感。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公司还有员工，都靠着他，他哪能不坚强？眼不见心不烦。这招颇有效，他很长时间都挺过来了，直到有一天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翻开电话本找号码，他突然从自己的笔迹中间看到几个我写的字。在他流畅的字体中，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显得很幼稚。他瞬间几乎全军覆没。他防了又防，想不被思念和痛切打垮，哪想得到，这几个字竟带着我所有的讯息，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攻进他最软弱的地方……
   好容易见面了。我看到他心里攒了一万年的话争先恐后奔向喉头，噎得他半天瞪着两眼说不出话来。
   他咽了口唾沫，强行将那些话排好队，对着话筒说，他这些天正在看一本关于文革的书，里面记载张志新*宁死不屈，临被杀害前连喉管都被割开。在监狱里，什么事不会发生啊！到了关键时刻，千万别死拧到底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性子！你修炼的目的不是做「革命烈士」吧？！
   说完这些，他生怕忘了似的，虽知警察可能监听，还是硬着头皮暗示我：他正在找「关系」争取将我「弄出去」，要我千万配合，千万要配合！哪怕松点口！千万别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那段期间，他把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上下打点，四处托关系找门路，想将我早点「弄出去」。一个高干子弟拍着胸脯对他说：「兄弟，放心，包在我身上！」
   几天后，这高干子弟找到他，垂头丧气说：「兄弟，恕我不知深浅了。你爱人就是杀了人进去的，我都能把她弄出来，可唯独就是炼法轮功的不转化绝对不行。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听到先生这么说，我忙对他说，如果你真想帮我，请帮我请个律师，我要起诉劳教所。他们打我、电我，让我做苦役……，说着我扭转脖子给他看后面被电得起水泡的地方。
   他两眼往我脖子方向匆匆一瞥，什么都没看见就象被烫了似的急忙转开，死也不肯再往回看，泪花开始在眼里闪烁；然而他的心为了看我，却又顽强地生出另一双眼，这双眼透过胸腔朝我望来，一眼就看见我曾受过的一切而开始一滴滴地泣血……
   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他：「孩子好吗？」
   他勉力回转目光说：「好……。」
   「她知道我被劳教了吗？」
   「知道……我没告诉她，但她不知怎么就知道了。」
   「那你一定要告诉她妈妈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告诉她张志新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让她以我被劳教为耻，那样会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
   说到这，我终于也流下泪。才七岁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百般呵护中长大，心中从没有半丝阴霾，怎么一下子装得下张志新的事情！……可是，不跟她讲，她又怎能明白妈妈的无辜……。
   二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就到了，警察吆喝家属们离开。先生站起身来，眼光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全身所有的力量、爱意和痛切都集中和裸露在他双眼里，似乎他恨不能将我「看」进他的眼睛中带走，又恨不能将他的双眼「看」到我的身上，好留下来永远跟我在一起……。
   从劳教所出去后，他盲目地驾着车，一口气开出城一百多公里，直到觉得脑袋发懵，再也开不下去。他将车靠到路边，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躺倒在后排座上，欲哭，却无泪……。

顽固分子
   8月9日这天，警车呼啸着，又送来一车人，这批就是大夏天穿秋装的，过来时身上的气味能将八丈外的人都熏倒。
   她们来后，入所队改编成三中队，原来入所队的一些人被分到二中队。劳教所开始严重超员，每班人数增到十六人，床是新加的，巴掌大的物品柜得两人合用，吃饭时十六人挤在十二人的座位，还得二中队吃完再换三中队。调遣处那边则一直在打地铺，进来的人总是比送走的多。
   这天，二中队人员也做了调动，我被调三班，张青、王蓉和赵英被调往七班，一星期后也被调到三班。警察将她们调到七班，本想让她们去受那些已「转化」的人影响；一星期不见效，又怕她们将已「转化」的又转化回来，所以又匆匆将她们调到三班。程兰则被视为「转化」有望，被调到专放已转化人员的二班去「培养」。
   三班据说是专门装「顽固派」的班，原有的三个「顽固分子」是上批来的，一个是当时劳教所年龄最大的李文，六十三岁，原是一间大学的实验员；另两个是三十多岁的周杰和二十多岁刚大学毕业的宋梅。
   李文在儿子两岁时就失去丈夫，多年独自将孩子拉拔长大。她自己身体不好不说，儿子也从小到大净闹病，不知让她受过多少惊吓。后来母子俩都炼了法轮功，什么病痛都没了，所以她对法轮功的感激和坚定之心无以言表。什么转化不转化，提也别在她面前提。
   周杰不爱讲话，给人感觉非常实在。胳膊上有十几个黑黑的圆圈，问她怎么回事，她只淡淡一笑：「电得呗」，再不肯多说。
   宋梅说，从我们进劳教所到搬到这里之前，一个多月，天天晚上都得在筒道脸朝墙壁站成一排，站到凌晨四点才让睡，五点又得起来，白天还得挖一人多深的大树坑，累得在地上爬着走。每晚都站在那儿就睡着，一睡着头就「咚」的磕在墙上又磕醒。一晚上楼道里「咚」、「咚」、「咚」的声音不断。
   三班其余九人都是所谓「其他罪错」劳教人员，有卖淫的、赌博的、盗窃的，还有三个只有十几岁抢劫的和打架的。
   班长郝英也是「贩黄」进来的。相处不久，我发现，就为人而言，她可算是天堂河最好的班长。警察虽然给班长无限的权力「看管」法轮功学员，但她不但没有滥权，反而不露声色照应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尤其是年龄最大的李文。
   三十二岁的李春有点像身怀绝技的落魄侠客。她进劳教所的次数创下劳教所之最，前后一共六次，六进劳教所都是因为偷钱包。从十三岁迄今十九年，在劳教所度过十年以上，织毛衣的技术早已炉火纯青，谁的花样织错一针，她隔八丈远就看出来；谁犯了再荒唐的技术错误，她都有本事不用全拆就纠正过来；至于她的速度，更是无人能比。但她太会算计，太占小便宜，技术虽高，干活总是唬弄，所以「贵族」们不大瞧得起她，其他人平时也不怎么搭理她，但一到花样不会织了，织错了需要剪了缝上，就不得不来求她。她心情好时，拍着胸脯说：「有困难，找『组织』！」三两下就帮你弄好；心情不好时，你就是问她一个最简单的技术问题，她也让你先替她织一只袖子再说──等价交换，她绝不让人占半点便宜。

天罗地网 如坐针毡
   现在回想刚进三班那段日子，有句话总在耳边：「两眼一扒就得开始杵」；有个场景总在眼前：高高的八张上床坐着三个人，身后是堆得小山高的线球，每人左手握着一个线球，右手同时攥着九股细线飞快往左手的线球绕，绕好后九股细线就合成一股粗线。九股细线从三人的手中呈放射状延伸，通向坐在地上的人的膝盖。地上的人一个挨一个坐在班里狭窄空地，每人手里都端着一副毛衣针低头快速织着，两个膝盖上一边挂一个线圈，线圈的线呼呼地往上床绕线人的手里飞去。唯一一个手里没针的是瞎眼的王蓉，只有她是举着两条胳膊撑着线圈。
   三九二十七股线一头在上床的人手里，一头在地上埋头织活的人膝盖上。二十七股线在房里张开，就像布下天罗地网，蔚为壮观。
   为什么非得这么干呢？因为活太紧，不可能专门腾出时间和人手绕线。刚开始我不会一边织毛衣一边照顾膝盖的线圈，因为缠线的人拉得很快，弄不好就乱了，总是顾此失彼，狠狈不堪，后来慢慢长了本事，不但能应付自如，还会左右开弓，练就两手同时带着好几股不同颜色的线织花样的「绝活」。
   「两眼一扒就得开始杵」的「扒」字用得特别妙，它贴切地形容每天起床时，我们的眼睛沉到不能自己「睁」开，而得靠外力将它们「扒」开。
   连续三个多月，一直在织各种各样的毛衣。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始坐在小凳子上，除了吃饭、上厕所和听「系列讲座」，其余时间都在织。后来上完厕所连洗手都免了，省得洗完手有好几分钟因手潮而带不动线。
   一天十几二十个小时坐下来，臀部与小硬板凳接触部位的肉都被挤到旁边去，只剩下两个尖骨头透过一层皮直接刺到凳子上，上半身重量全压在这两个尖股骨，像针刺一般痛。后来与板凳结合处的皮肤不知何时长了好些湿疹，一边一片，怎么在小板凳上挪动臀部也躲不开。我敢打赌，发明「如坐针毡」这个成语的人只知肉臀坐在针毡的感觉，绝不知道股骨和臀部的湿疹都变得像针一样尖利，扎在硬凳子上是什么滋味。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生活唯一的感觉就是困，唯一的期盼就是睡觉。困得迷迷糊糊织出来的东西准有错，最后还不够拆的，有一晚我实在困得织不下去，便自告奋勇爬到上床去绕线。绕线不计工作量，很多人都不愿干。绕着绕着，我有阵子像是睡着了。猛地一惊，感觉手中的线好象不是九股了，这一惊把我的瞌睡虫吓走一大半，要是因为我绕错线而害人白织，有人非跟我拼命不可。
   我停下，开始数线。第一遍数下来，八股。眼看另两个绕线的都还在呼呼地绕着，我们这组却全体停了下来，我急忙再数一遍──十股！怎么搞的？我咬咬牙，又数第三遍──十一股！放下手中的线球，我绝望得想哭。微积分我都做过，这时怎么就从一数不到九！

驯服野马
   在劳教所，警察管非法轮功人员叫「其他罪错劳教人员」，这些人却自称「正常人」，以便和法轮功学员区分。一个吸毒的曾说：「要是让我写个保证就放我回家，写一万个我都写给他！」因而我们这些半个保证也不肯写的人，在她们眼里就很不「正常」。
   从我们调到二中队起，所有「正常人」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奖什么时候下来？三班九个「正常人」有五个都有评奖资格，奖一下来，除了李春以外，其他四人都能当场获释回家，怎能不关心？
   她们从八月等到九月，奖就是不下来。警察都在忙什么呢？找法轮功学员「谈话」、整理法轮功学员档案、培养「转化」典型、上报资料，准备「十一」国庆前提前释放一批「转化」的，以「激励」其他不「转化」的人。
   最后能评奖的「正常人」再也忍不住了，委派郝英去质问中队长：法轮功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法轮功一来，为转化她们，我们天天熬着不能睡，连十六岁的蒯炜都得天天值班看她们，困得坐在地上都睡着。好容易有人转化了，立刻成宝贝，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没功劳就算了，我们自从进劳教所以来就拚死干活，别人睡了我们自愿加班加点地干，为什么？就为多挣点分早点回家！政府说了给我们奖！队长也说自己头顶国徽（警察帽子上有国徽）代表政府，为什么骗我们？
   警察安抚他们：政府没有欺骗，奖一定会下来，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法轮功的问题是劳教所重点，她们的事有国际影响，对国家特别重要，队长当然得先顾她们，希望你们忍耐。
   郝英满眼是泪回来。可怜的「正常人」，她们差不多都是镇压法轮功以前就进了劳教所，只以为分数排在前面就可以评奖回家，怎么也搞不明白，就这几个天天被她们吆喝来吆喝去的人，怎么会有什么「国际影响」！
   蒯炜愤愤说：「哼！看吧！等我解教那天，一出劳教所大门我就坐在地上练法轮功！一抓进来我就转化！」
   一天中午，班里两个人激烈争吵，其中一人猛一下推床，将李春的手挤在两个床架子中间，李春疼得眼泪都掉出来，破口大骂，刚骂两句，突然看了宋梅一眼不做声。
   过了一会，李春走到宋梅的凳子前半跪，一边将挤得红肿的手伸给宋梅看，一边撒娇：「怎么样？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要照以前，我早将她祖宗十八代都骂完了！我是什么都吃就不吃亏的人，绝不会这么让她压了就算了！」
   宋梅年龄虽小过李春，却以一副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吻说：「嗯，今天的表现还凑合，以后继续努力。」
   我看得暗暗称奇，心想不知宋梅何时将李春这匹「野马」收伏，李春居然那么热切要「表现」给宋梅看。
   后来相处久了，知道李春更多的事。她十二岁时不堪继父虐待离家出走。为了吃饭，只好偷钱包，十三岁第一次进劳教所。
   十几年来，她也曾挣扎想学好，做过小生意，自学过文化，交过正经男友。第五次从劳教所出去后，她有好几年都未操旧业，一直在做服装买卖，辛辛苦苦攒了两万多元，却不小心被人全偷走了。她越想越火，我是干这个的老祖宗，今日却被人欺上头，这还了得？怎么也得补回来。于是她鬼使神差又摸了个钱包，就那么背，又被抓了，为了四百块钱判了三年──谁让她是惯犯？最后这次被抓，她曾想一头撞在暖气片上，又怕疼没勇气。
   法轮功学员进来后，她作为劳教所的「老人」，当然也被责以「看管」法轮功学员的重任。她看管的第一批法轮功学员中，有那时已被下集训的王润，还有就是宋梅。她对王润及宋梅说，别看我是流氓，我对做人的标准要求挺高的，对朋友的标准更高。在我看来，今天社会上没几人配称是「人」。只要我觉得有谁配得上称「人」，我可以为他舍出半条命，有谁配得上做我的朋友，我可以为他舍整条命。像王润、宋梅这样电死都不写「保证」、敢跟警察「叫板」，反过来对待她这个「小偷」真心实意、不盛气凌人的人，十分合于她对「人」的理想。
   后来李春跟宋梅说她也想修炼。嘴上不说什么，很多时候照样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但我看得出来，她在心中珍视宋梅及宋梅所讲给她的一切，到了不敢、不愿随意提起的地步，唯恐自己做得不好而让宋梅失望。三十多年了，她第一次遇到她心目中够做「人」的人，也第一次遇到把她当作人的人。
   一日中午，劳教所又来一批调遣处的人。小哨通知宋梅和李文收拾行李，搬往新成立的四中队。楼道乱哄哄，好象每班都要调走一些人。
   大家七手八脚帮她俩收拾东西，蒯炜拿出自己的衣架，非要她俩一人带走几个，平日负责「看管」李文的一个「正常人」，抱着她的被子默默垂泪。
   我心中也涌起凄凉离情。那时三班的「正常人」与法轮功学员之间已非常融洽，在其他班还真没有达到过。大家在一起，好歹彼此有个照应、有个鼓励，分开来，再想说话都难了。
   我没注意宋梅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时满脸是泪，几乎大放悲声。李春慌得不知所措，拉着她的手又不敢问。
   好几分钟后，宋梅才缓过气来说：「他们竟把她折磨成这样！……」
   「谁呀？」
   「刘淑英！我以前认识她，我们一起去天安门，那时她多漂亮！现在成了这副样子！……我跟她说话她都不认得我……」
   没等她说完，我就意识到她说的就是那个在调遣处跟不上队伍，瘦弱得吓人、浑身上下了无生气的人。原来她真是炼法轮功的，还是宋梅的朋友。这天她刚从调遣处送来，宋梅在水房遇见她。
   宋梅低头流泪，我也黯然。没容宋梅哭够，小哨就在外面催开。我们站在窗边望着被调往四中队的人抱着被子排队被警察押往另一幢楼，心里很不是滋味。新成立的四中队被安排与少教队在一起。人一多起来，规矩也顾不上，男女开始混楼了。
(第二章 移监天堂河 全文完博

第三章 危险时刻



邪气入侵
   到二中队第二天，我们在楼道靠墙排队上食堂时，对面队伍一人突然对我瞪眼道：「抓紧转化！」
   在入所队开「座谈会」时，胡秀英坐在我左边，这人就坐在我右边。那天她没有发言，只在底下悄悄告诉我她刚写了「认罪认错」书，又觉不妥，想把它撤回来，我告诉她确实不妥，赶快撤回来。
   没想到再次见面，她却对我说这个。更吃惊的是，听了她这四个字，我的心竟不由自主狂跳，似乎遇到什么最可怕的事。之前，一个新来的警察曾拎着电棍到我们班里说：「我听说这班邪气挺重，我的电棍专门治邪！」然后她挥舞着电棍在房里来回走动，将电棍放在我们脸前几公分比划，电棍「劈劈啪啪」响，放着鬼火般幽蓝的闪电。我当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心也平静得很，甚至还觉得她很可笑。
   可是「抓紧转化」这四字却将我的心一揪，莫名其妙狂跳。我说不出原因，也说不出地难过，只觉一种比电棍更可怕、比魔鬼更邪恶的东西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时时刻刻将我压在其中。
   终于，我听说古华「转化」了！几天后，夏靖也「转化」了！一些别的什么人也「转化」了！……。
   如果说胡秀英的背叛曾像一把刀似捅在我的心窝，但我毕竟跟她没什么交情。而古华不同，夏靖不同，她们曾是我心有灵犀、生死与共的刎颈之交，是我心中那么无畏的同修。为什么一夜之间就会被「转化」呢？
   一种空茫凄凉之感压挤过来，似乎我灵魂的最深处都要被挤得变形。《人民日报》的谣言我可以不理会，但熟悉的功友「转化」，却让我的心往下坠。
   我强力撑着，每天奋力低头织毛衣，谁也不理会，什么也不想听。但那些人「转化」后的兴奋表情，以及转化很正确、转化是「提高」、是进一步的修炼等议论，似乎不需要什么媒介就躲也躲不过地浮现在我眼前和耳边。这些话像毒箭一支支向我射来，让我左支右绌，不堪应对。
   恍惚中，我开始问自己：「难道『转化』真是对的？难道真是人家悟到什么我没悟到的？我就一定比人家都高明吗？」
   刚这么一动念，就觉得有只看不见的大手从虚空中一把伸进我的大脑，抓住我的思想和意念，要将它们强行拽走。
   我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咬紧牙关，拚命稳住不被拽走，再集中全部意志，勉力与这只可怕的大手对峙僵持。我如醉汉摇摇摆摆，力不从心。仅存的最后一分清醒告诉我，如果我稍微放松，瞬间就会被这只大手拉过拔河分界线──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就叫「自心生魔」。
   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是两个谁也瞧不上的「小偷」帮了我。每当那只大手又来跟我拔河，我感到快要不行时，我就看着李春和封玉兰，使劲想：「我要是转化了，她们会怎么想？她们会怎么样？」
   封玉兰是李文和宋梅被调往四中队那天，从调遣处送过来的。她四十多岁，也是盗窃罪进来的。她到调遣处第一天，警察搜到她行李里的法轮功文章，二话不说将她乱电一通，她一声没吭就「抗」过去了。
   几天后，警察问她：「你不是炼法轮功的，带着法轮功的经文干什么？找死啊？可你不是炼法轮功的为什么不早说？早说也不至于挨电呀！」
   她不紧不慢地说：「队长，我跟你说个实话吧。行李里很多东西是我们同号的法轮功送给我的，我不知道里面有经文，其实我也不认识字。我在拘留所见过好多炼法轮功的，觉得她们挺好的，也想跟她们学，所以你当我是炼法轮功的也可以，拿我当法轮功电我也不怨你。」
   而李春呢？宋梅走后，我自然而然填补了她在李春心中的位置，李春跟封玉兰一样已将我视为知己和依靠，有什么事总跟我商量。我的一言一行，甚至一思一念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我所说所行，对她们来说可能就代表着法轮功的全部──她们没有机会读到法轮功的书，只能看我的言行。我相信那些「转化」的人所说的转化如何正确、如何「提高」，她们都不会懂。她们的逻辑很简单，你转化了就是不炼了，那你以前说的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偷人家东西会失德、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全是骗人的，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理，现在连你们自己都不信了嘛！那我们该偷东西还得偷东西！
   尽管恍惚中我的意识已有些迷糊，但我仍十分清醒地知道，对一个人来讲，最可怕的事是不信天理，最可喜的是有了正信。如果一个生命愿意开始走进修炼，那他可能就永生永世获救了！我能把她们害了、毁了吗？
   每当这样一想，我的思想就会清晰许多，意念的力量就得到加强，我也才有跟那只看不见的大手拔河的能力。在那个似乎有千千万万个魔排队跟我拔河的时刻，如果我想自己、想自己的「提高」多了半分，想别人少了半分，那立刻就完。

上帝请别抛弃我
   李文和宋梅走后没几天，周杰也被调走，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只剩四人。「分化瓦解」是他们的既定政策。
   又不知从哪天起，每晚我们累死累活终于熬到上床时间，小哨就会走进班里，扒拉着刚躺下的张青说：「队长找你。」
   她被带到队部办公室，警察要么让她抄污蔑法轮功的资料或「二十三号令」，要么干脆什么也不让她做，就是罚站。
   每天她都要凌晨四点以后才回来，五点半起床时，眼圈总是青着。她本来就瘦，这下更显憔悴。
   二班的程兰也天天晚上跟她一起罚站。有一天站到后半夜，程兰突然「哇」地一口将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边吐边哭，哭完就在警察的「亲切关怀」下转化了。转化前一天，她还曾说：「加刑就加刑，加一百年我也不怕！」
   张青站在一边目睹这一切。第二天她将这件事讲给我们听，讲完后她绝望地说：「再这样下去，我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赵英则坚决说：「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维护大法！」
   我什么也没说，每晚小哨来叫张青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明天就轮到我了吧？明天就轮到我了吧？」
   在困得死去活来时，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不让睡觉。在「明天就轮到我了」的恐惧反复出现心头时，我甚至期望每晚被叫去罚站的不是张青，而是我。
   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多天。白天我们都尽量照顾张青让她少干点活，但她还是努力保持微笑，奋力干着她那份活。有一天我被叫出去，回来就再也没见到她──她突然被送进集训队。
   望着她和李文、宋梅、周杰走后的空床，我的心孤苦无比。三班是出了名的「顽固」班，可留下来的顽固分子，只见少，不见多；「明天就轮到我了」的压力总在心头。排队去食堂的路上，我望着高墙外那排枝叶繁茂的大杨树，模模糊糊问自己：「我将在这里看几度花开花落、叶荣叶枯？」
   我不知道答案，却深深体会到耶稣临上十字架前大喊三声：「上帝！别抛弃我！」的心境……。

荒漠甘泉
   苦到极限时，中秋节来临。按往年惯例，这时奖早该下来了，评上奖的「正常人」就能回家跟亲人团聚了。随着中秋节一天天接近，这些人的情绪越来越骚动。为了「平民愤」，劳教所紧急决定给一部分能评上奖的人放假两天，回家过完中秋再回来。
   这下人心更浮动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打听、议论、角逐，尘埃终于落定。我们班只有郝英和李彬能享此待遇。已「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却出乎意料无一人获此「殊荣」，据说劳教所还是不信任她们。「正常人」的心里总算得到一点平衡。
   能回家过节的人毕竟寥寥无几，剩下的人日子还得过。下午楼下的操场开始有动静，警察带着一些人在装音响、搭主席台，晚上要开一个中秋联欢会。
   「正常人」都很兴奋，早就无心干活，好容易盼到小哨在楼道喊集合。
   大家搬着凳子排着队，每中队一个方块在操场团团坐下，中间空出的地方就是表演场地。
   记得那天好象请了几个附近的武警和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来表演节目，水平不敢恭维。在高墙大院、警察环视下，被要求像军人一样端坐不动看节目，能否放松和享受更不得而知。
   晚会最后一项节目，是警察和劳教人员一起「翩翩起舞」，「共享中秋美好时光」。
   音乐响了好几分钟，二中队还没有一人站起来跳舞，场面有些冷落。
   「救场如救火」，侯大队长急急走到我面前，「笑容可掬」问我会不会跳舞。我看见半个多月不见的宋梅已跟着音乐跳到空地中央，正朝我们这边张望，好象有什么话说。
   机不可失。我站起来对候队长说，我不但会跳，还会跳男步呢，我带你跳吧。
   我拥着侯队长干瘦的身躯，随着快三步的节奏几个大圈就转到宋梅身边。
   她什么也没说，继续踏着舞步。等我感到手里突然多了个纸团时，她已转着圈子离开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拚命瞪着双眼，勉强自己不跟其他人一起睡过去。
   我的床正对着开着的门，值夜班的小哨和警察随时都会经过，她们一般二十分钟巡逻一次。所里护卫队的人也会随机巡逻，除了检查劳教人员有无异动，也监督值班的警察和小哨有没有坚守岗位。
   我将衣服搭在床头遮挡一下小哨和警察的视线，然后在被窝里展开宋梅给我的纸团。
   皱巴巴的纸已有些破损，显然经过多人之手。纸很小，正反两面都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没有标题，也看不出头尾。
   我就着昏暗的灯光随便找个开头读了下去：「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目前它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它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
   还没读完，我就明白：这是师父的新经文。一年多了，我终于又听到师父的声音！更关键的是，我终于了解师父在怎样看待和评价我们走出来澄清真相的行为。
   镇压后，李洪志先生沉默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讲话。法轮功学员之间对于走出去上访、以各种方式澄清法轮功的真相算不算参与政治、算不算干涉常人社会的问题，曾有过很大的意见分歧。看到师父这段新近的话，我感到温暖又踏实。
   接下来的三天，每晚当所有人入睡后，我都躺在床上与睡魔搏斗，还要兼内防本班的人醒来，外防巡逻的警察和小哨。不管如何，我终于硬生生将这段连标题都不知道的经文背了下来。劳教所随时都可能大搜查，任何东西藏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
   我将背下来的经文默写了好几份，伺机传到一些功友手中。

毒药
   我的心安定下来，虽然还是有丝苦涩。有时再看见高墙外的景色，就会想起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密勒日巴佛跟着他师父多少年，天天一个人背着大石头到山上替他师父造房子，背上磨出好多大疮。刚修到一半或好不容易修好了，师父却暴跳如雷，骂他蠢，骂他造错了，让他拆了重来……。多少次他都痛苦得要自杀了，师父却还是不传他法。好容易他才得到法，得法后他一个人在山洞里待了多年，饿了只吃点荨麻，皮肤变成绿色，都不肯下山去找吃的而耽误修炼的时间。我们今天这么容易就得到这么大的法，有大法在指导我们修炼，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不管眼前的局势多么黑暗，我也决不相信我们会像警察说的那样「将牢底坐穿」。

渐渐地，「转化」的人多到可以组成「帮教小组」，来代替警察的谈话工作，对尚未「转化」的人进行帮教。有一天，我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帮教小组」将我团团围住，夏靖也在其中。
   她们给我讲「转化」的好处，又互相议论「转化」的好处。她们所使用的语言、名词、概念乍听都是法轮功原有的，想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转化」是对的；「转化」并不意味放弃法轮功，只是修炼的继续、甚至提高。然而她们对于法轮功的歪曲却非常隐晦，隐晦到你不倾尽全力就分辨不出。
   我被这样「帮教」了许多次。每被帮教一次回去，都感到浑身说不出地难受。这种难受在警察找我谈完话时从来没有过。有如武侠小说中被灌了毒药的人一样，得用多年苦修的功力硬生生将这些毒药化解掉。
   有一次劳教所有贵宾来参观，为掩盖劳教所严重超员的事实，我们被带到车间外的一片空地，等来宾走了再回去。
   带队的警察发出「原地坐下！不许交头接耳！」的指令。我往地上一坐，无比困乏，双手抱膝将头埋在两腿中间，想趁机打个盹儿。刚要入睡，听见旁边两个已「转化」的法轮功人员开始「切磋」。她们将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是「师父」、「真善忍」、「修炼」、「圆满」等字眼却一个接一个蹦进我耳中。
   我说不出地难过，仿佛看见世上最丑怪却自以为最美丽的人，还硬要戴上一朵花去招摇。我忍了又忍，想不去理会她们对法轮功的歪曲和亵渎，可又无法堵住她们的嘴或自己的耳朵。
   她们一直在说，断断续续钻进我耳中的话像毒药，一碗一碗向我强行灌来，让我咽不下也吐不出，加上想睡又不能睡的极度困倦，脑子简直要痛裂了。
   我又一次感到一种极限，一个人能够忍受的折磨到了头、大脑要炸裂、精神要崩溃的极限……。
   情急下，我不知怎么想起一招，扬起头高声叫：「报告队长！你刚才说不许交头接耳，可这儿有两个人一直在说话！」
   所有人都向我望来，带着惊诧。在那时期，「转化」的人员都是警察的宝贝，全靠她们来达到转化更多人的目的，这些人也觉得自己了不起，耀武扬威，成了劳教所的特殊阶层，地位超过原来的「贵族」很多倍，警察甚至对她们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正常人」在她们面前已黯然失色；而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在很多人的想法，就该像小媳妇一样夹着尾巴做人，受气活该。
   我这么一叫，那两人终于不说话。回到班里，郝英像报了深仇大恨对我说：「曾铮，你今天干得好！这帮人，太张狂了，早该有人治治她们！」
   我心中却毫无「得胜」感。想起一个作家曾说过，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给你看。听到我心中最珍贵的信仰被那样肆意歪曲时，我觉得我正在看世上最令人心痛的一幕悲剧，我的心苦不堪言。

走出困境
   正当我苦得又要过不去了时，一个转机出现了。
   一天，我正和其他人蹲在院子里拔杂草，二中队副中队长程翠从宿舍的窗户探出头来，大喊带队的警察，让她派个人押我回去。
   我被押回警察值班室，程翠说，你看看谁来了──我从四中队请来的贵客！
   值班室里有两个跟我一样着劳教人员服装的人，她们是程翠从四中队搬来的两个「帮教高手」，其中一个叫肖雨。
   在此之前，我虽然多次被「帮教」，但一听到那些人说话我就无比难受，生命的最深处都在抵制，所以她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其实并没有太多概念，只觉心里很苦、很难受，意志也有些消沉。
   可那天当肖雨开口讲话，我思想深处某个地方却一下子警觉和精神起来，像是长时间没打过仗的武士遇到真正可堪一搏的对手，全身每个细胞都调整到备战状态。
   我打理好精神对她说：「好吧，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转化。」
   只听她旁征博引、妙口生花、滔滔不绝，整本《转法轮》几乎都让她引用和分析到了。就「转化」的理论水平而言，她显然是当时劳教所中最高的，也可以说她将那些「先行者」的理论发展到了极致。
   我静静听着，她每讲一条，我就用我对《转法轮》的理解去衡量、对照，有时她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已经看出这条是错在哪、在什么地方走偏、为什么会走偏、是起了什么执著心才走偏……，她讲了一万条，我「见招拆招」在心里驳了一万条，像武士对招，层次清楚，脉胳分明，虽快不急，虽繁不乱。等她讲到她「著名」的「识破多大的谜团、成就多大的觉者」的结论时，我对自己点头道：今天终于见识了什么是师父讲的「自心生魔」！
   我豁然开朗，一直压在我心上的苦剎那消失无踪，我轻快得想要歌唱。在万分之一秒的瞬间，我意识到心中一直被其他种种苦压制和掩盖的另一种苦，一种我没有发现或不愿对自己承认的苦，那就是，我整个信仰的大厦，已因为那么多人被「转化」的残酷现实而晃动了。这种晃动虽然轻微，轻微到我自己在此之前都没有觉察，但它却足以将我毁灭。
   当我察觉这些，当我的心念顿时翻转，我信仰的大厦停止晃动，心中的苦消失殆尽，因为我终于知道：不管她们有多少人，不管有多少人被「转化」了，她们全是错的，她们「转化」的理由，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幸福。警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们找来的「转化」高手，反而帮我走出心中的困境。

一个人的抉择
   此后，那些「转化」人员的话对我就起不了毒药的作用。不管她们再讲什么，是专门来「帮教」我的还是我无意中听见的，都像雨水打到玻璃一样挂不住，也进不到我心里，再无法让我难受了。
   那时是我最频繁被叫出去做额外苦工的时候。掏垃圾、扫院子、搬砖头、运土、锄地、种草、浇花、浇草等，什么都干过。这期间劳教所里地位和权力仅次于所长的「管教科」科长田永又找过我一次。
   田永矮矮墩墩的，黑脸大嘴，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自我感觉良好。
   他是我在入所队时最后一个找我谈话的警察。一见面我便认出，他是「座谈会」那天我问劳教人员可不可以打人时，面无表情打量我的那个男警。到了二中队，他也是唯一找我谈过话的警察。
   这人非常自负，他说他专找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的人谈。因为他的自负，他总想「文文明明」只用他的「学问」和心理战术将我收拾下来，因此找过我无数次，到后来只要他一出现在二中队的楼道，就有人向我报信：「曾铮，田科长又来了！」
   每次谈话前他都做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怎样打好壁垒保护自己、怎样进攻、怎样挖个大坑再想办法将我带到坑边推下去；局势不利于他时又怎样迂回找我的弱点；怎样制定对他最有利的「谈话规则」……等。跟他「谈话」是很累的事，不过多次交锋，终于还是他先失去风度，敲着脑门对我咆哮：「你知道什么人最难转化吗？大老粗！你白念了这么多书，还是个大老粗！何止大老粗，简直是滚刀肉！」
   我不明白「滚刀肉」是什么意思，回去问李春，她说是那种切也切不动、煮也煮不烂的肉，用来骂人的。
   之后他有好些天不曾找过我，再次找我，只是问我：如果所有的人都转化了，你又怎样？
   其实，他不知道，类似的问题我早就问过自己。刚开始修炼那几个月，我非常精进，时时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内心深处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宁。几个月后，我的思想深处突然出现一个细微的声音反问：你现在这么投入地相信这一切，万一这些都是假的怎么办？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我现在全副身心都投入修炼，万一是假的，那种幻灭的痛苦岂不是能毁了我？
   于是我在脑海又把《转法轮》等书的内容从头到尾仔细回想一遍。书中都讲了什么呢？这时我又觉得，似乎什么也没讲，只不过说了天理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仅此而已。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也就等于说天理不在，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人想要怎样都可以，只要有权、有钱、有势，或只要不被抓到，怎样都可以。那这个世界不可怕吗？许多人都以为只要加强法制建设，社会秩序就会好起来，其实并不见得。从古到今，法律条文是不是越来越多？但犯罪率是不是逐年上升？法律起作用了吗？法律不过就是人的道德衰败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样的，我也不大相信科学和经济发展就一定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这个世界就太丑陋了，在这么丑陋的世界，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这番反省让我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我宁可不要这个生命。就这么简单。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法的质疑。
   修炼后头一个冬天，有一天下班，天已全黑，先生出差不在家，我一人骑车走在杳无人烟的路上，突然感到莫名的凄凉孤苦。想起老师讲过，以前在深山老林修炼的人所受最大的苦，就是难耐的寂寞，世人都在享受人间的乐趣，而他一人在山洞里一待几十年，那是什么滋味？
   我也感到这种寂寞。虽然我们没有跑到深山老林，周围有的是人，但如果这些人没有一个和你有共同的语言，那和在深山老林有何区别？
   然而，就是在这种孤苦中，我还是对自己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愿意。我早已无法再退回去当一个常人。当年我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时，我曾想，有谁能治好我的病，我为他倾家荡产，给他磕一万个响头都甘愿。可怜我四处求医，冤枉钱花了无数，也没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磕头的人。而修炼却让我分文未花，一个头未磕，就彻底摆脱一切病苦。
   因病痛而丧失事业上的企图心后，爱情几乎成为我唯一的支柱。先生在我的眼中几近完美，是可以放心托付终身的人，他也非常爱我。照理我应该没有什么不满了，可是，在那些长长的等待他的日子，尤其是后来他越来越忙后，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在和这个社会争夺他，我盼望和他长相厮守，这个社会却用事业、工作、金钱、应酬、卡拉ＯＫ……来诱惑他，我却无能为力。就连我心中曾那么浓烈的爱情居然也会在某些时候变得淡远，我惶恐不已，但我挽不住逝去的一切。爱情几乎变成我的宗教，我的心却没在爱情的港湾里得到真正的安宁。当他在外面应酬到很晚都不回家时，我会时刻张着耳朵听他的脚步，担心他出车祸，甚至想象血淋淋的场面吓自己――我太想他、太怕失去他了。当他终于回家，我幽幽向他诉说，弄得他也不得安宁，觉得欠我良多。
   修炼后，我才明白，以前我自认有多爱他，其实根本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认为只有他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来爱我，我才爱他，一旦他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不自觉地令他难受。如果真的爱他，能在修炼中生出了解慈悲，就对他没有要求了。
   修炼了几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有个困扰问他：「我们师父说你不能因为修炼闹得两口子离婚，可是我觉得自己已判若两人，那你不是失去那个我了？这跟离婚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失去了原来那个你，还得到现在这个你呢。
   我恍然一乐，感念他的豁达，终于从为情所困中跳脱出来。我们的家庭生活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一种宁静的快乐。
   不过，这些基本上都还是感性的认识。我对法轮大法的真正信念，来自「理性与实践的升华」 。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明白了更高真理的修炼人，怎能再轻言放弃？镇压后不久，当我看到一个功友为了今天有人坚定而欢喜，明天形势险峻而心神不定时，曾请他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其他的人都不修了，我还修不修？」
   问他的同时，我自己已在心中做出选择。
   所以，当田永再度这样问我，我想也不想便看着他的眼睛，诚恳地对他说：「我当初决定要修炼时，没跟任何人商量过，我自己一个人就决定了。在修炼这个问题上，我不看别人。」
   他脸上又出现那种跟我谈话时经常出现的复杂表情。沉默半晌长叹：「其实你这种品质真难得啊！……可惜……」

攻坚
   2000年10月1日前一个多星期，二中队发生大事。一天下午，楼道响起点名声：「点到名的收拾行李！下集训！」
   赵英的名字被点到，王蓉的名字也被点到，我支着耳朵听了半晌，却没听到我的名字。
   听来听去终于听明白，跟我一批来的、和在我们后面来的那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除了我之外，统统被下集训，就我一个人被留下来！
   我心里闪过一丝恐惧。还不如跟她们一起走，死活大家在一起。
   从窗口看着王蓉她们被押往那个阴森森的蜂窝状的「集训队」，不想分析为什么单独将我留下，也不去想象她们将我留下，是不是要用更可怕的办法对付我。如果我允许自己去分析想象，可能不到一分钟就会立即崩溃。
   一个多星期后，9月29日黄昏，一个警察押着我在楼前给花园浇水。我捏着塑料水管的出口，一株株往月季喷水，转眼瞥见一队人抱着被子从集训队那边走过来。押着这队人的是原来入所队的苏瑞，她不知何时调到集训队，经过楼门口看见正在劳动的我，漫不经心讽刺：「呵！天堂河一大景啊，研究生浇花、浇草、掏垃圾！」
   我向她押着的那队人望去，发现是二中队被集训的人！一眼就看见王俭那张熟悉的脸，而她也同时看见我。
   我永远忘不了刹那间她的表情。她的头发有些散乱，脸色一如往常像少女般红润，但这次的红润却没有以往的鲜亮无邪，似被玷污过的蒙着一层垢。她的表情、眼神正从蒙蒙的暮色中明明白白向我无声地哭诉：「亲人啊！亲人！我落到贼子手里、失了贞！我……」
   我的心沉了下去。一秒钟内就读懂了她的故事：她一定是承受不了折磨写下了「保证」……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带着少女失贞后的哀痛和绝望，无言从我眼前走过。紧接着我又看见赵英和王蓉。
   赵英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我无法描述这神情，只能说她完全变成一个陌生人，眼里闪着奇怪的光，使我不再认识她。在第二个一秒钟内，我也读懂了她的故事：她肯定是「转化」了！
   她面无表情从我身边走过。不但我不再认识她，她也像完全不认识我，或是看不见我似的。从那以后，不管她看见我多少次，都是一副不曾认识我的表情。
   王蓉自然更看不见我了，瞪着无神的双眼走过去──她本来就瞎嘛。她的表情平淡略有丝忧伤，我读不懂她的故事。
   她们就这样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我不禁问自己：这一个多星期里，那蜂窝状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什么事？！
   浇完水回到班里，李春已替我打听出来。这些下集训的人「转化」了一半，还剩下一半。整个「转化」行动是由几个「转化高手」策划执行的，除了不让这些被「转化」的人睡觉，再辅以殴打或是「飞」着、「撅」着还是蹲着等酷刑。王俭说她可以承受常人打她，却无论如何承受不了「转化」后的大法弟子打她。往日的「自己人」突然反目不说，用心和出手比那些「正常人」还要狠，这实在超出她的理解和承受力。
   出人意料的是，在入所队第一个写「认罪认错书」的王蓉，这次却挺了过来；而口口声声说「哪怕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也要维护大法」的赵英，「转化」后居然下得了狠手，反过头来殴打她以前小心关照的瞎子王蓉！
   这消息让三班舆论大哗。王蓉在三班时，虽然眼睛看不见，却天天摸索着找活干，要么将线圈挂在膝盖，摸索着替大家绕线，要么洗漱早早回来，蹲在地上摸索着擦地板，要么替织得特别快的人预先从线球拉线堆在旁边……。大家都在忙时，只有她一人不织活，可以替大家干点杂活，加上她脸上一直笑咪咪的，说什么也不生气，到后来大家不但都很喜欢她，还觉得三班缺不了她。
   所以听到王蓉挨打的消息，大家都愤愤不平，大骂赵英不是东西。
    「正常人」议论纷纷，我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她们还说，被「集训」的人回来后被重新编班，赵英被编进六班，王蓉去了五班。三班的法轮功学员只剩下我一人。

跳梁小丑
   我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程翠突然让全体搬着小凳子集合。我们被带到操场，一百多人围个大圈坐着。这种事以前没有过，谁也猜不出她葫芦里卖什么药。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望眼欲穿，郝英她们已经知道一个尚未公开的消息：明天劳教所终于要开评奖
   大会了！开完会评上奖的许多人当场就释放！警察已秘密让这些人跟家里打过电话，通知家属带衣服来接人。三班的「正常人」将一下子走掉四个。还有一批转化得「好」的法轮功人员也会当场获释。
   我们茫然坐在操场等着。蒯炜拉着第二天要离开的洪雪的手，轻轻唱起一首离别的歌，在互道珍重依依嘱咐中，她们都泪潸潸。
   我心里也充塞着离情。近两个月的相处，三班已变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下走掉这么多人，又会调什么人进来？像郝英那样的班长恐怕天堂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要调来一个恶班长，日子就更难过了。
   面对未知的明天，我没有抑制伤感，也跟着她们一起流下眼泪。
   程翠向我们宣布紧急集合的目的，是要给我们一个「意外之喜」。一直关在集训队的几个老「顽固」法轮功学员「转化」了，现在要向大家奉献一台自编自演的小品！
   第一个上场的叫向红，她是小品的主人公。第二个上场的便是第一个向李春介绍法轮功的、据说头都被电得变了形也没转化的王润，她演向红的丈夫，还有两人，分别演向红的母亲和女儿。
   只见向红抑扬顿挫述说自己以前「痴迷」于法轮功、比谁都顽固、从一进劳教所就开始进集训队、将新老劳教所的集训队都住遍了也不转化，如何让丈夫、母亲、女儿伤透了心的经历，小品表现的是一次家属接见时，爹哭娘叫、让人撕心裂肺的情景。
   台上四个「演员」哭作一团，流着的似乎是万般痛苦和悔恨的泪水。向红声嘶力竭叫喊着、忏悔着，将「转化」前的自己诠释成一个小丑和神经病。
   我本来就在流泪，这下知道劳教所最「顽固」的几个学员统统「转化」了，再看到她们「转化」后用小丑般的表演，将佛法修炼神圣殊胜的内涵，歪曲和丑化得无以复加，心都痛裂了，汩汩淌血。我不想跟她们一起哭，却怎么也止不住伤心的泪水。
   台下许多人都哭了起来，操场上一片悲声。在哭得昏天黑地中，我没注意小品何时结束，没听见程翠宣布即刻起因「转化」有功，向红等四人结束集训跟大家一起回二中队的消息，也不知自己是怎么跟着大家走上楼梯的。只记得走到楼梯一半时，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咕咚」一声摔倒了，我赶紧转身，和另一人使劲将她架起来。
   摔倒的是李春。在自己的悲痛中，我忘了她，忘了是王润第一个向她介绍法轮功的，忘了她决心要做一个像王润那样的人，忘了王润在她心目中圣人一般的地位，更没来得及去想王润的突然反目，会给她什么样的打击。
   她哭得比我还痛，像中医讲的「怒急攻心」，一口气上不来就晕过去。
   扶着她的另一人刚好就是王润。她和我一起将李春架到床上躺下，李春很快就醒过来，睁眼看见王润又哭得气都喘不过来。王润喃喃嘟哝着什么，似想抚慰她，李春看了王润一眼便痛苦地扭头来看着我，哭得红红的鼻头可怜地翕动着，断断续续说：「我接受不了……我实在接受不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那是一个幼时就被人杀死的孤魂在漂泊多年刚找到归宿又被无情驱逐的表情。她所有的无辜无助、所受到最可怕的伤害、被最信赖的人欺骗出卖，最深层的痛苦、绝望和哀伤，一览无遗写在纵横交错的泪水里。
   我逼视王润的双眼，悲愤诘问她：「你知不知道你以前对她说的一切她都听进心里了？你知不知道你今晚的表演对她意味着什么？你还不如杀了她！」
   这时，我看清王润的脸上和脖子上，都还有电棍留下的焦痕。她整张脸都是黑的，只有两只大眼睛的白眼仁在一片漆黑中闪着刺眼的白光。
   她低下头有气无力说：「以后你们就明白了……」就匆匆走了。
   她刚出去，好几人连忙告诉我下集训前王润的脸不是这样的，她的脸已完全变了形，简直跟鬼一样！她们还说，集训队警察用好几根电棍长时间电她，连拿电棍的手也被电门按纽电得好几天都抬不起来。

死里逃生
   我默默坐在李春床边，不知怎样才能分担一点她的痛苦。没过多久，小哨通知我搬着凳子到队部。
   那真是一个纷乱的夜晚！二中队一下子多了好些人。刚从集训队回来的向红之流，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整个楼道都被她们搞得乌烟瘴气。
   后来我得知，那晚的一切、包括之前整个「行动」都是精心策划的。她们说「十一」是国庆，是重要的日子，要在此之前打一个星期的「攻坚战」，将所有没转化的统统转化掉，我被叫到队部已是这次攻坚战的尾声。
   我刚在警察的宿舍坐下，一堆人就围了上来。小品中演向红女儿的那人首先发难，据说王俭就是她「转化」过来的。
   我什么也没去想，低头若无其事织着毛衣，似有十足把握她不敢对我动手。
   她真没有对我动手，语气还越来越「温柔」。说到最后，她蹲在我面前，抚着我的腿，低下头将她的脸伸进我的视线，耐心问我：「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怎么样？」
   我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小小的她，不敢相信她真的能够动手打人，心里对她也恨不起来，只是慢慢说：「我不想说，但我脑子想到四个字。既然想到了，也就跟说了一样，所以我还是告诉你吧──『一派胡言』。」
   说完，我继续低头织毛衣。有人提议不许我织毛衣，因为我不好好听她们讲话；又有人说别看她没抬头，每个字都听着。
   没过多久，警察要休息了，我被带到另一间大办公室，一大堆人继续围着我。我看见周杰和另一名叫白莲的法轮功学员也被两堆人围着。白莲跟周杰一样也是上批来的，已经五十多岁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手里的毛衣织完了，手一闲下来，困倦立即爬上来，一分钟也支持不住地想睡觉。她们却换了一个「生力军」上场。
   我将头趴在旁边椅子上。从看见王俭脸上被强奸的表情，看小品哭得昏天黑地，将昏倒在地的李春弄回宿舍，再到用尽全力去诘问王润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和长时间的劳作负荷及严重睡眠不足，已使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疲惫虚弱到了极点，我甚至支撑不了自己的头。
   相反的，围攻我的那些人却像吃了兴奋剂或被什么东西操控着一样亢奋，一直高声叫嚣着，用尽了天上地下最可怕的语言，我再不转化，就是「破坏大法」、「戕害师父」、「邪教徒」、「地狱之鬼」、「自私」、「执著圆满」、「胆小鬼」、「贪婪」、「为一己圆满伤害亲人」、「遗臭万年」、「骯脏」、「死无葬身之地」……，连骂几个小时居然不重复，声调也不衰减，将所有这些罪名穿插得头头是道，仿佛我真的已成了全世界最邪最坏的人。
   我疲惫不堪趴在椅上，在狂风暴雨的进攻中，自己仿若是十二级海啸中的一只小舟，随时都有被掀翻的可能。但在极度疲惫和暴风骤雨的狂袭中，我能感觉灵台有一盏小小的明灯，始终发着柔和的光芒，没有被暴风雨扑灭。
   夜渐深了，越来越冷，从里到外都是逼人的寒气。正当我觉得连骨头都被寒气浸透时，郝英的头从门中探了进来，她手里拿着我的外衣。原来她因为要回家了，兴奋得睡不着，临别前夕一直在楼道里跟好友小哨张蕾聊天。本来这是不允许的，但她第二天就要走了，警察就由她去了。
   聊到半夜，她觉得冷，想起我出来时只穿著薄短袖衫，一定会冷，就回宿舍取来我的外衣。
   她略带蔑视扫了一眼围攻我的人，径自走进来将外衣递给我。
   我穿上外衣，感动难以言说。在邪恶最猖獗的时刻，善就是这样穿越了重围。
   半夜三点左右，程翠睡醒一觉，蓬乱着头发前来观战，看我还没有出现快要被转化的迹象，大发脾气：「这样子怎么行！将她们三个分开、不要在同一间屋！不许她坐！你们辛苦地帮教她，她倒好，趴在椅上睡觉！」
   我又被带到另一间屋，不许坐，不许趴，必须站在原地专心听她们叫嚣和攻击。
   这时我已知道她们在叫嚣什么并不重要，真正的战斗正发生在别的空间。在那里，操纵着这些人的邪魔正与我的性灵决一死战，它们的利器就是它的魔性，它们的战术便是发了疯似的寻找我心中有无可下手的漏。
   我没有理会她们的禁令，弯腰将头趴在屋里仅有的一张桌上，勉强借力支撑身体。在极度的疲乏和虚弱中，我已没有力气去照顾这个物质身体，必须将仅剩的精力和意志用来护卫灵台的那盏明灯。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比几个世纪还要漫长。当东方透出曙光，邪魔的能量才终于耗尽。程翠又一次蓬乱着头发带着满脸的希望出现在「帮教」现场，当她看见「帮教」人员一颗颗能量枯竭低垂的头时，失望至极，似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她的「高参」向红这次不灵光的现实。
   我死里逃生一般从桌上抬起头来，虽然仍疲惫不堪，心里却清楚自己又过了惊心动魄的生死一关。在那个漫长而疯狂的夜晚，我本来随时都可能被那十二级的海啸掀翻。
(第三章 危险时刻 全文完博

第四章 转化



走向深渊
   一夜未睡回到班里，忙碌的一天又开始。那天要开评奖会当场释放一批人，一早楼道的气氛便迥异平日，要走的人心都飞了，不走的人或多或少跟着兴奋。
   我的头昏沉沉，又出现梦游的可怕感觉。搬着凳子正要走到礼堂去开会，一个警察突然说「从这里打住，后面的人向后转，回宿舍去。」原来那天的会规模空前地大，男所也来了人，临时发现礼堂装不下了。
   如获大赦回到宿舍。楼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去开会。李春说：「我给你看着队长，你在蒯炜的床上睡会儿吧。」
   蒯炜的床在屋角，从外面看不到。「正常人」有时想偷懒，都是歪在她的床，请别人打个掩护。大白天睡觉是绝不允许的，抓到不得了。
   我躺倒便睡，顾不得什么。想抓紧白天的点滴时间休息，预备晚上继续跟她们鏖战。她们真要长期熬我不让睡觉的话，唯死而已。
   我睡得并不踏实，大白天睡觉毕竟心里别扭，又不能打开被子盖，身上凉嗖嗖的。劳教所的规矩很大，白天每个人的被子都得打得像豆腐一样四四方方。刚来时打被子技术不熟练，只能请别人打好，像供祖宗一样供着，摸也不敢摸，睡觉时拚命蜷着腿不敢碰，宁可挨冻，也不打开。
   我迷糊了一会，朦胧醒来，发现身上盖了条大浴巾。这条浴巾是蒯炜的「宝贝」，三班就她一人有此「家当」。倒不是不能让家里送，关键是劳教所没地方放，床上除了一床被子什么都不准放，一个小物品柜两人合用，几件换洗衣物就塞满了，哪还有地方放别的？蒯炜为了这条大浴巾不知动了多少脑筋，把好多东西都寄放在别人柜子。
   我心里充满感动，却再也睡不着。 晚上，我做好被继续围攻的准备，哪知却「平安无事」，而且一连好几天都如此，好象所有人都将我忘了。 
   　 那些天正是国庆。劳教所虽没放假，但外面的全国人民都「举国欢庆」、放一星期长假，警察也轮流休假，劳教所里的哪根弦似乎稍微松了点。 
   　　谁曾想到，我竟会在这样「平安无事」的时候出了问题？ 
   　　我觉得自己又走过一个大关，思想不由随着环境的松动略微放松。记得那几天食堂好象还改善两次伙食，有一次有人来参观，警察还装模作样将我们带到平时从未光顾过的四楼活动室「活动」一番，谁也没再提什么「转化」不「转化」的事。 
   　　在这样的空档中，进劳教所以来见到、听到和经历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一幕幕流转。一个声音强烈地喊道：太黑暗了！太可怕了！这样下去，会毁多少人？而且毁的是一个个本来已修得很高的大觉者啊！那么多连生死都放下了的人，却给这套歪理「转化」到迷失心智，可悲地永远丧失未来。师父说过，一旦出现「自心生魔」，就再也没救了啊！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揭露这黑暗！我要制止这邪恶！我要挽救这些觉者！
   我还没来得及想怎么才能出去，脑子就迅速盘算好出去后要做的一切：我见到的黑暗太多，我要写书，我要写一本书才能将这一切说清；同时我要出国，我要出国申请避难，我要见西方媒体，我要到联合国，我要去做人证，我要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 
   是的，我有能力做到这一切，我要去做这一切！
    所有这些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全都盘算好了，但是，我怎样才能出去呢？
   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一个声音，先生的声音：「你让她写个保证，哪怕口气松点，我也好想办法……。」
   「写个保证」……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决定不理会它。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却怎么也压不下这个声音，它反复强烈地出现脑海，搅得我一刻不得安宁。身边的人事流转如常，我却苦苦挣扎于强烈想出去的愿望和一写「保证」就不配再做一名大法弟子的矛盾中，内心比受刑还难过万倍。
   在激烈的交战中，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时光也不再流逝。环境清冷，我的心也很清冷。清冷的心中，一次次冷冷地浮现四个字：「舍我其谁？舍我其谁？」一种即将走向毁灭、即将与邪魔同归于尽的惨烈，冷冷地弥散空中。 
   　　终于，我决定放弃大法弟子的身分，放弃修炼、放弃圆满，来解脱那个我解脱不出来的矛盾。
   我强行封闭大脑和感觉系统的某些部分，不去想自己未来生命的结局，开始权衡「转化」的「利」与「弊」：
   　　首先是我这么做给法轮功带来的负面影响怎么办？他们肯定会利用我的「转化」去做宣传——我出去后就写声明，宣布这一切统统作废！我的书要能出来，更是对他们致命的一击！我造的业我一己承担！
   　　给其他学员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压力怎么办呢？——能够坚定到现在的弟子都是了不起的，应该不会受我影响，就像我曾决心不受其他任何人影响一样，而且我可以找机会向她们说明我的真实动机。 
   　　李春和封玉兰怎么办？——就冒险告诉她们我的真实思想，告诉她们法轮功讲的是绝对的真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法轮功，我的想法她们应能理解。 
   　　让我去「帮教」别人怎么办？——嘴长在我身上，要怎么说还不是由我？实在不行我学着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对付……。 
   　 我挣扎许多天，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 
   　　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缓冲的「折中」方案：先找中队长王兆，让她转告田永说我想见他，说服田永安排我单独见先生一次，再问先生有多大把握把我「弄出去」。假如他有把握，我就「转化」，没把握我就不「转化」——我绝不做「赔本买卖」。 
   　　这天一早，我听到王兆在办公室的说话声，决定依计而行。 
   　　我走在楼道里，步履比铅还重，心里是一万个一亿个不愿意。虽然我还没有打算说别的，但我骗不了自己：我在走向哪里？我生命的永远将走向哪里？我这样做究竟最终是破坏、侮辱法轮功的成分居多，还是能起起到的正面作用居多？我出去后能否做成我想做的？……种种问题的答案，我一概不知。我感觉不是走在楼道里，而是在万丈悬崖间走钢丝，随时都会掉下去，摔个粉碎。 
   　　我咬着牙昧着心，一步一步走下去。 
   　　王兆刚上班，正在擦桌。知道我的来意，不冷不热地问：干嘛你非要找田科长谈话啊？我们队里就没队长了吗？ 
   　　我才意识到，我太不懂得人情世故。王兆四十岁左右，在原来二中队的中队长被派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去学习「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经验」后，刚被提拔上来做代理中队长，正是急于立功好从「代理」升为正式中队长。我在入所队开「座谈会」那天问劳教所可不可以打人时，与田永一起盯着我看的那个女警就是她。 
   　　她的眉毛拔得细细弯弯的，颇有几分女人味，但眉毛下那双三角小眼暗含着刀一样的尖利和狼一样的凶险，又让人无法将她当作女人。她的嗓子永远都是沙哑的，因为她一讲话就是吆喝，嗓子早坏了。
   　　我意识到王兆是想将「转化」我的「功劳」抢到她头上，我让她帮我找田永，无异缘木求鱼，但我也知道我想单独见先生的要求跟她讲她绝不会答应。从「座谈会」那天她盯着我看开始，我就知道她防范我的心比什么都甚。进了二中队，她虽然从未找我谈话，但她那对三角小眼似乎永远都在盯我。而田永既自负又想装「斯文」，说动他还有可能。
   　　我不知该怎么解释，只能坚持要见田永。她冷冷地说，知道了，回去吧。 
   　　从办公室出来，我对自己说：「天哪！天哪！我终于走出这一步！……」剎那间天眩地转，几乎要虚脱过去。 
   　　我赶紧靠在墙上。我感到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精髓，瞬间离我而去。我变得只剩下一层空皮，软软靠在墙上，谁过来向我吹口气我就会像没人穿的衣服那样塌软在地……。 
   　　我靠着墙待了好长时间。楼道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我暗自庆幸这会儿小哨不知去哪，没看到我那个比死人还可怕的样子。我终于决定往回走时，发现我没有力气离开墙，横跨不到两米宽的楼道，按规定顺着楼道的右边回到班里。我只好顺着左边，扶着墙一步步捱回去。十几米的距离，像走了好几年……。我像得了神经病一遍又一遍在心里念叨：「我『转化』了、我『转化』了……。」
    　　
   两天后，田永找到我。我告诉他我想见先生，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有点新想法，想跟他商量。他问我什么新想法？是想「转化」吗？ 
   　　我没吱声，也没否认。他望着我的脸，表情复杂地说：「你真行啊，这么大的事脸上居然不挂相。」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劳教所里最初被「转化」的那些人，有许多在被「转化」的剎那，都会有很激烈的反应，要么狂笑，要么大哭。一个人用了生命去选择的信仰，突然之间崩溃，那瞬间的反应非常可怕。因承受不了肉体折磨而「转化」的人，一般是万念俱灰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淡淡对他说，我已经痛苦过了，你没看见。 
   　　他狐疑地看了半天，知道再问什么我也不会说。他算计了算计，顶多见一面还是不「转化」，也没什么可损失的，于是不出我所料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被叫到办公室，这次田永和王兆都在。 
   　　田永有点讪讪说，考虑到对我负责，让我将来出去后学会独立生活，队长考虑再三，决定不让我见先生。「三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事不能自己决定，还要找你爱人商量？」 
   　　我一听就知道一定是王兆在田永面前捣鬼。她不放心我。 
   　　王兆用她尖锐的眼睛盯着我问：「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不能跟队长讲、非要跟你爱人商量呢？」 
   　　我不会撒谎，可我又不能讲真话，四只刀一样的眼睛一眨不眨逼问着我，我一急，不知怎么就哭了出来。 
   　　我这一哭，田永笑了。他找我谈过那么多次话，每次都是稳操胜券而来，一无所获而去，只有我将他驳得哑口无言，哪有我被他逼得哭鼻子的时候？这不是「转化」了是什么？ 
   　　田永胜券在握，「大度」地说，我们也不难为你，再给你一天考虑，明天再找你谈。 
   　　我再度虚脱般回到班里。李春已知道我全部「秘密」，我去找王兆前曾对她说，我告诉你这些，等于将命交到你手里，我信任你，但更主要的是我不想毁了你对法轮功的信仰，因此必须跟你讲清楚我为什么要「转化」。她听着这一切，出现一种从未有过既凝重又担忧的表情。 
   　　这时她看到我的泪，担心地问我谈得怎样，他们让不让你见？ 
   　　我如实说了，并说自己还没松口，什么也没说，他们让我再考虑一晚，明天再找我。 
   　　李春拉着我的手，满脸担忧和畏惧，对我说：「你可是想好了……。」 
   　　我知道她在担忧什么。她太了解劳教所了，她担忧我的真实思想被他们知道了，一个「欺骗队长」的名义就足以治我死罪。 
   　　晚上上床时，我决定再好好想想，现在还来得及收回决定。谁知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居然睡着了。也许白天的交战让我油尽灯枯，也许长期的睡眠不足使我丧失意志力，又或许是我的思维被抑制了，所以在这样重大的关口，我竟莫名其妙睡过去。

第二天一起床，李春便告诉我，她为我担心，一晚都睡不着，临起床前迷迷糊糊做恶梦。她梦见张蕾杀了人，却诬陷在我头上，警察要追杀我，她带着我到处躲。警察抓不到我，就抓了蒯炜抵数。第二天开庭审蒯炜，她和我偷偷去看，却发现法官原来就是凶手张蕾！ 
   　　我一边打着被子，一边想她这梦是什么意思：法官就是刽子手，倒很有点象征意义；可为什么蒯炜会被抓去抵命呢？是我害了她吗？突然，一种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巨大恐惧从无比深、无比远、又无比近的地方狂袭而来，让我差点扔下手中的被子狂奔去找王兆，对她狂呼：「不！不！我不『转化』！……。」 
   　　我吓出一身冷汗，两手死抓住被子，好容易才抑制住冲动。 
   　　白天我坐在班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去寻找那个巨大恐惧的来源。很快我便认为找到了：我是在怕承担不了破坏大法的罪，怕下地狱、怕形神全灭……。
   于是我强行说服自己：不，我不能因为怕自己得恶报就不去做我想做的事。
   当晚，我终于写下那份我给它取名为「新安所的新认识」的「思想汇报」。在兜了一万多个圈子，来到我必须要说那句话的地方时，我的心拚死抵制大脑的命令，而我的笔终于为二者找到一个妥协，将那句话写成了「不再习练『法轮功』」。 
   　　写完这句话，我有些恶心，也有些满意。政府不承认法轮功是修心性的，所以总称法轮功修炼者为「『法轮功』练习者」。我对自己说：「我『习练』过『法轮功』吗？从来也没有，我是『修炼』，而非『习练』。我没有说假话。」
   　　这时劳教所因为规模扩大，已从原来「天堂河劳教所」的一个大队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劳教所，重新命名为「新安」。 
   　　那天是2000年10月10日。 

「圆融」修炼
   「不再习练『法轮功』」的「保证」交上去，我像死了好几回，又像被扒了好几层皮。摆在面前的头一个问题是，我突然发现不知该怎么活了，或者说，我不知怎样才能适应自己身上的「新标签」。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岂不正好印证那套转化歪理，即「转化」之后照样能做好人。我不想成为一个「转化」的好人，那只能给新来的学员更大的思想混乱；可是，如果我不做一个「转化」的好人，难道做一个「转化」的坏人？我已经知道好的标准，又怎能有意放纵自己？
   混乱好一阵，我终于决定，除了不去推翻那个「保证」，其他各方面还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这样，等我出去声明我今天所写的一切作废时，这里的警察、「正常人」和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回想我今日在此的表现，也许会想：她当时各方面挺不错的，是个好人呀。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来这法轮功还是有道理。
   又不知哪一天，一觉醒来，一个思想以闪电的速度从脑海最深处出现：我还能修炼！我还能修炼！……
   是的，我还能修炼，因为我想修炼，因为我生命的每个细胞都已经习惯修炼，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无法不修炼。张青在一份思想汇报曾这样写道：「修炼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我看到这句话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是的，修炼也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是我生命最深层的需求。
   是的，法还在我心中装着，老师的话我一句都没忘。不管我曾做了多大的错事，我想变好谁能挡得住？
   老师还讲过，大法的圆融性就体现在能把不好的事变成好事。这么大的法，宇宙大法，一定能将我做过的一切圆融。 
   曾经失去的生命，曾经失去的生命的精髓，又静悄悄从心底生出，瞬间充盈我的全部。没有震动，没有惊讶，我自自然然、平平静静仿佛又回到「转化」之前。

自欺欺人
   至此，我以为我已将我的「转化」「圆融」了过去，往后还可继续照此「圆融」。十六个月后，当我终于意识自己错了，并且错得有多么可怕、多么可耻时，我流着滚烫的眼泪失声痛哭，心中发誓一万次，如果将我再置于同样的环境，打死我我也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我从最初的痛悔和羞愧中冷静下来，我又客观地看到，如果说刚开始我还明白写了保证自己就再也不配称是大法弟子了，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跟那些我一直为之痛心疾首的被「转化」人员一样，开始亵渎大法和修炼的神圣内涵。我自以为还在按大法修炼，但身上背着的却是被「转化」者的标签。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证实大法」的行为，是对大法最严重的亵渎和背离。但这一种偏离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将我蒙在鼓里整整十六个月。
   在＜佛性与魔性＞这篇经文中，师父曾谈到宇宙一定空间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从上到下、从微观至宏观贯穿到一定的空间」，越往下对立性越明显，从而形成了相生相克的理，表现出善与恶、正与邪、好与坏的对立。
   根据这个道理，越往上，两种物质的对立性可能就越不明显，佛和魔、佛道和魔道、真理和谬误，某种时候可能就只差半步。
   修炼中还会有一些生死大关，却不一定表现在这个空间，或以你能预料的方式出现。一念动错，即可能在劫难逃，万世不复。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连坐七七四十九天时，以无上定力降服了万千外魔，最终才能证得正果。修道之人在采药炼丹的紧要关头，也会出现虚化幻境，放不下色的看到美男，杀人越货为躲牢狱之灾才出家避难的，会遇到乡亲告诉他，新皇登基天下大赦……。一念动错，幻境不再，幡然醒悟时，机缘可能永失。最可怕的是魔心渐起时，你却不察觉。
   怕酷刑的，毒打你；法理不清的，用歪理绕你。我历经这些考验，然而当受到「为了大法、为了揭露邪恶」的「好处」诱惑时，终于也迷失了心智。
   我的漏在哪里呢？在于一颗做事的执著心。在我写了离婚书舍家出走，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往前冲，到处去与功友交流的那段时间，我舍尽世间有形的一切，紧接着生出一种做事的执著。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以前一样不知该不该走出来护卫大法的功友，听了我的发言也决定走出来后，无形中我又将自己视为这次「运动」的「领袖」。只是这些执著很难察觉，又夹杂在我一往无前的气概和决心中，不但我自己看不到，也使隐隐感觉我有点不对劲的功友，不知该怎么告诉我。
   因为我起了自己是「领袖」、自己特殊、跟别人不一样的心，从拘留所「孤立」我，再到劳教所将其他坚定的弟子都下集训，而将我独自留下的安排，都是为了加强和放大我的执著，以便最终引我走向毁灭。当我坐在楼道权衡着「转化」的「利」与「弊」，冷冷地一个个打量还在坚定的弟子，心中对自己说「舍我其谁」时，我没有察觉我的自大成狂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从高中起，我就开始担心保不保得住「第一名」；修炼后，我虽然在常人中的名利心很淡，却不知从何时开始算计起自己在修炼中的「得失」与「成就」来：我是北京市第一批大面积被判劳教的、我是第一批到调遣处又第一批离开的、我的文章上了《人民日报》、北京市一级领导都知道我的名字……，我甚至连自己在离开调遣处时是排在队伍的第一名、到了劳教所这边又是第一个被警察叫去谈话…这样的事也注意到了。我算计着自己得了多少个「第一名」，算计来算计去，终于把自己算计成「第一个」发明出又一种「转化」歪理的人。
   正念不足、分不清自我和学法时存在的「漏」也是重要原因。当我陶醉于自己像武功「高手」那样一招一式、一一对应识破肖雨所有的「转化」歪理时，我没有想到，其实一正压百邪，正念一出，邪魔自灭，哪里用得着一条条分析那些歪理错在哪里才能再次坚定？那个远远飘来让我「写个保证」的声音，并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揭露邪恶」在此时也不过是个诱饵，我却受了它的诱惑。
   在此之前我已悟到，知识分子学法时若把法当作理论去「抠」，就一定会出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着同样的漏，只不过更为隐蔽，在应付完肖雨后，靠「理论」上将邪恶「驳倒」的「办法」就已走到了头。 
   　　包括在一次次与田永「斗智斗力」时，我难道就没有在神的清醒和智慧外，夹杂人的机巧和显示？ 
   　　一个更可怕的变异是，我认为我已经过了种种关，一切考验都经过了，生死也放下了，因此那些怕心没放下的人不可以这么做，我却可以；因为我过关了，达到标准了，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
   这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自心生魔」。哪个宇宙中的生命可以说自己不再遵循宇宙的法理？当李春的梦让我感到巨大的恐惧，一定有亿万个生命在看不见的地方一齐向我椎心哀告，才能构成我那样巨大的恐惧时，我没有想到那是我生命本性给我的警示。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敬畏天理。
   　　其实，我就真的那么坦然、那么「不动」了吗？在被通宵围攻的那个晚上，我曾趁上厕所之际托郝英出去后告诉我先生，她们要开始整治我了，让他赶快想点办法，反正我是死也不「转化」的……。 
   　　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已经在怕了，我在怕那不能睡觉的滋味。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从我差点成为「白痴」那天起就已深植在心。那么也许前面种种「考虑」和「权衡」，不过是掩盖自己恐惧的自欺欺人而已。 
   　　这真是「针对人的一切心，一切执著，全面无漏地、瓦解式地检验」 啊！所有尚未修正的变异和新生出来的执著，都在此时暴露出来起著作用，推波助澜将我领向邪路。而没有能够坚定正念，是我，也是其他许多修炼人在劳教所最惨痛的教训。 

小鬼难缠
    
   在我跟李春谈我预备「转化」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一「转化」她们准保得给你调班，我不想跟你分开！ 
   　　一转化就调班，已是二中队惯例，以配合实行「人以群分」和「各个击破」的政策。可是我的「保证」交上去好几天，二中队却死气沉沉一点动静都没有，既没有预期中的调班，也没大张旗鼓宣传我这个老「顽固」终于被「转化」，甚至谁也不知道我「转化」似的。我有些奇怪，却没多想。反正我既不愿与李春分开，更不愿和其他「转化」的在一起。 
   　　过了没几天，三班新调来一个叫傅来的人，说是刚「转化」不久从集训队回来的，劳教期就要到了，过不了一个月就该回家了。 
   　　傅来一进三班，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她总要找我「切磋」思想，要跟我探讨法轮功「邪」在哪里。 
   　　这天田永陪着一个「来宾」进了三班，不无得意将我介绍给来宾：「这就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来宾问我：「听说以前你特别顽固？」 
   　　「是。」 
   　　「后来呢？」 
   　　「后来我有了一些新想法。」 
   　　「那你现在怎么看法轮功呢？」 
   　　「作为一个公民，应该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听完我的回答，田永满意地带着来宾走了。 
   　　他们刚一出门，一直凝神倾听的傅来开口了：「你倒挺会说的啊，『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我问你，法轮功是不是邪教？」 
   　　热血一下子冲上我脑门。我用几乎是吵架的口气回敬她：「我说是不是邪教有什么用？政府说他是邪教！」 
   　　傅来还想说什么，李春眼看我要「露馅」，急忙打断：「你们俩都别说了！快听！外面有人在说什么？」 
   　　我立刻意识自己又错了，又动了情绪和气恨。她说什么是她的事，我的心不能被带动，更不能以吵架的语气跟任何人说话。 
   　　没人时，李春偷偷对我说：「你可小心点啊。『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不定她是队长派来卧底的，别让她到队长那儿去给你扎针。」 
   　　「扎针」是向警察告密。「正常人」最恨这种人，有什么事宁可互相打破头，也不愿被人到警察那儿扎针。 
   　　又过了两天，封玉兰被叫到办公室，王兆咬牙对她说：「我告诉你，曾铮她转化了吗？她没转化！她跟你一天到晚一起嘀咕些什么？你不说我电死你！」 
   　　封玉兰居然没有害怕，还是以她特有不紧不慢的语气说：「没嘀咕什么。人家是研究生，我是个文盲，有什么可嘀咕的？就是有时候我毛衣不会织问问她。」 
   　　「就只说了这些吗？她没跟你『弘』过『法』吗？说！法轮功是什么？」 
   　　「没炼过，不大懂，就知道给打成邪教了。」 
   　　「你敢在我面前弄鬼，我整死你！」 
   　　封玉兰告诉我这些时，我并没怎么在意，直到有一天……
   　　那是个中午，楼道电话铃响起。接电话的警察叫：「所里来电话，把没转化的人名字报上去！」 
   　　保管档案的警察对着话筒高声说：「二中队没转化的有：白莲、周杰、王蓉、曾铮、……」 
   　　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恼丧得恨不能一头撞死：她们真的算我「没『转化』」！我已经将原则出卖得不能再出卖了，搞了半天还算我个「没『转化』」！ 
   　　整个下午，我的心像被一个大碾子一点一点碾着，胸腔塞满了脏东西似地出不了气，快憋死了一般难受和恶心。一个声音一遍接一遍在我耳边嘲笑着：偷鸡不着蚀把米……。 

英雄事迹
   11月4日晚，楼道气氛紧张起来。小哨被更换，不许任何人出班、开门。 
   　　平时，到了晚上，白天紧绷的弦会稍松点，「正常人」要么趁着各班洗漱、楼道人来人往当口溜到别班去串一串；要么跟谁约好跑到厕所会合聊上几分钟。值班的警察和小哨多数睁只眼闭只眼。 
   　　可那天十八岁的郑佳刚往门口一探头，新上任的小哨便大声喝阻：「不许出班！回去！」 
   　　郑佳骂骂咧咧将头缩回来。我低头织着毛衣，没怎么在意，反正我从来不出去乱窜。她们对法轮功学员看得很紧，对「正常人」放得较松，我有事要和其他学员联系就让封玉兰做「通讯员」。每当执行这种任务，封玉兰微胖的身躯都会呈现一种少女般的灵活，带着执行一项大任务的兴奋和骄傲神情。 
   　　郑佳一直嘟哝着，紧闭的门也让我觉得怪不对劲。傅来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快就寝时才从外面回来，脸上带着怪异的亢奋和潮红。 
   　　她看见我，兴奋地说：「你知道吗，我们今晚在打一场大战——帮教白莲！我先回来歇歇，养精蓄锐，一会去替换向红她们。这回非得把她身上的邪东西打跑不可！」 
   　　天哪！原来她们在干这个！打人还找「理论」根据，要赶走什么邪东西！ 
   　　我躺在床上，心里翻江倒海睡不着。半夜，一人进来把傅来叫走。我知道她一定是继续去「帮教」了。 
   　　傅来脸上的亢奋让我心悸。我想起自己被围攻的那个可怕的夜。仅仅是语言上的攻击我便要倾尽全力才能应对，白莲可挺不挺得住？ 
   　　支着耳朵，隐隐听到办公室那边不时传来闷闷的声音和尖利的叫嚣。我不敢想象她们在干什么，全身一阵阵发紧、发软、出虚汗……。我想冲出去找警察，想冲到办公室趴在白莲身上。可是，我已经「转化」了呀……。 
   　　「煎熬」、「煎熬」，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煎熬」，也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 
   　　第二天早上到食堂吃饭，看见与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的白莲。她整个左脸全部青紫，嘴唇肿得老高，满脸都是指甲掐过的印痕。 
   　　我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坐在对面的封玉兰顺着我的眼光转头去看见白莲。等她回过脸，也是满面泪痕。 
   　　我将头扭向窗外，就着眼泪吃馒头。我不敢停下来不吃，也不敢擦拭泪水。警察离得远，我的泪她不一定看得见，但我一有异动说不定就会引起注意。我不能让警察看见我在哭，不能让她们知道我心中还有对不「转化」的人的同情……。 
   　　第二晚洗漱后李春被叫出去。傅来照例不在。过了一会，李春回到班里，表情既愤怒又害怕。我问她：「怎么啦？」 
   　　「怎么啦！刚才她们把我们叫出去开会，让我跟她们一起做帮教。她们还说白莲身上有邪东西，要拿针扎她的大腿根、胳肢窝、脚板心，说是邪东西专门藏在这些地方；还说要往她嘴里塞大蒜……我从小就怕鬼，她们说得我好害怕……你说我怎么办？我不敢说不去，回头她们给我告队长……。」 
   　　可怜她多年生活在劳教所，怕队长比怕鬼还多。看到她急得都快哭了，我脱口便道：「你给她跪下！你一跪，她们就不好打她了！」 
   　　「好！就这样！他妈的！叫我去，我非给她们搅黄了不可！」 
   　　李春自打有心修炼法轮功后，决心按修炼人的要求做到「修口」，改掉爱说脏话的习惯。郝英走后，她被指定担任三班班长，为了约束自己和他人不说脏话，她给三班立了一项规矩：凡说脏话者罚扫厕所。这一招还挺管用，班里几个最爱说脏话的挨过几次罚后，已不说或很少说脏话了。许久不说脏话的李春，这次却犯了戒。 
   　　李春走后，我的心又一次像被放在油锅里炸着。我不知自己给她出的是不是个馊主意。她们是在逼白莲写「保证」，李春若给她下跪，给她施加的心理压力会不会比打她更甚？她要因此而写了呢？天哪！我干了什么！…… 
   　　我又一阵发紧、发软、出虚汗，感到自己的承受力再一次到了极限。封玉兰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对我说：「曾铮，你要记住今天。你出去写书别忘了今天是11月5号……。」 
   　　天亮李春才回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与自得。没等我问，她就赶紧告诉我，亏了你的主意。刚开始我没理她们，随她们闹。到真要动手时，我「扑通」一声真给她跪下了。我说，白莲，咱们在一个班待过，都挺不错的，您的岁数都够当我妈了，您就认我做个闺女吧！然后我就一直跪着。她们也不好打了，只好在一边劝她写保证，说她不写就会害我老跪着。嗨！亏我今天刚穿上棉裤，我这一跪就是两个多钟头！她不写，我也不好起来。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苏队长来了，把我和白莲带到集训队去转一圈，一来让白莲见识集训队，吓唬她，二来给我找个台阶下。我跪得走不了路，白莲两宿没睡，还得背着我！我真想给她当闺女！我趁苏队长不注意，趴在她背上偷偷跟她说，白莲，你千万别写保证！这么多人，我就服你！我给你跪，值！ 
   　　李春的「英雄事迹」传遍整个中队。警察夸她为中队的事情出力；「正常人」见了她都说，「李春！看不出来啊，你这流氓还有这两下子！」；「转化」了的人说，你看，人家李春不修炼也这么善！而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则明白她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白莲。一时间，李春成了所有人眼里的「好人」，从来没有如此风光，让她好不得意。

一条人命
   　　几天后一个晚上，楼道突然响起王蓉的喊叫：「报告队长！有人打人了！」 
   　　另一个声音接着响起：「回去！你还敢报告队长！想耍赖啊？这点事儿就受不了啦？」 
   　　似乎有人将王蓉拖进房间，楼道恢复沉寂。又过了几天，我听说这回王蓉终于「转化」了，写下「决裂书」。 
   　　听到这消息，第一念就是我必须马上见到她，否则只怕要出事！ 
   　　等了两天，没等到机会，只等来她托五班一个「正常人」传来的口信，说她想见我。 
   　　我在焦急中等了一天，还是没有机会，传口信的「正常人」又来催促。 
   　　第四天晚上，机会终于来了。三班的电视坏了，看不了「新闻联播」，警察让三班的人全体搬着凳子上五班。 
   　　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我们每天的「时事政治」学习内容，要是有攻击法轮功的节目更得反复看。 
   　　我走进五班，一眼看见王蓉。她面无表情槁木死灰坐在一堆人中间。我将凳子放在她身边坐下，她机械性往旁边挪了挪，不知是谁，也像根本不关心。 
   　　等所有人坐定开始看电视，我在她耳旁轻说：「王蓉，是我。」 
   　　她眼睛不好，听觉比别人都灵，立即一把抓住我的手，生怕我跑掉似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打算自杀，只等再见我一面就自杀。 
   　　我在她耳旁一字一句轻声说：「王蓉，你听着，你千万不能动这个念。你珍惜大法吗？你珍惜大法就绝不能有此一念！你如果真的自杀了，她们不会说你是给她们逼死的，她们会说你是炼法轮功炼死的！你这不是破坏大法吗？ 
   　　「我知道你的痛苦。少想点自己，多想点大法和别人，你就能活下去。你活着就是这场迫害的见证，你出去后可以将你在劳教所经受的一切揭露！你的生命还有价值，千万不能死！ 
   　　「再说，师父说没说过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你可能觉得你写了『决裂』不配再修炼，可是你心里还知道写『决裂』不对，你就比那些自以为『转化』才能圆满的人都强！你千万不能死！」
   　　我一直拉着她的手，直到她无神的眼流出了泪，好象又感到哪里痛似的。我知道她总算打消了死念。

帮教效益
    
   　　十一月中旬一个下午，我再次被单独派去浇水。这次是王兆亲自押着我。 
   　　劳教所的「转化」成果报上去后，上面大为满意。在此之前，上面想了多少办法也不知拿法轮功学员怎么办，有人都进拘留所九回了，还是照炼不误。这回居然有「转化」的、「转化」后还肯积极为政府「帮教」！劳教所不是立了大功吗？
   从十月份起，北京各大部委开始将它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送到劳教所接受「帮教」，劳教所停止效果不大的「系列讲座」，将大礼堂辟为「帮教」现场，由劳教所的帮教人员三五个对一个，非要将那些人帮教过来。部级以下级别的单位还排不上队，因为需要「帮教」的人实在太多，能做帮教的人则太少。第一批首先「照顾」的是中科院、社科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等系统的人，陪同被「帮」人员的，更是各单位的首脑，最不济也是处长。劳教所以前只跟小偷妓女打交道，哪里见过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田永成天穿梭于这些胸前挂着红色「贵宾」牌的政要中，走起路来摇摆得更厉害被「帮教」的许多都拒绝来，有的是被单位领导强行送来，有的是被骗来，说是到哪里参加政治学习等。也有人来时一看是劳教所，拒绝下车，还被强行抬下来。 
   　　这种「帮教」刚开始还文明点，后来就将劳教所「转化」人的手段全使上，不许被「帮教」的人回家。晚上将他们放到接见楼，让一些人轮流看着他们，几天几夜不许睡觉，灌输那一套歪理邪说，打、骂、体罚等，全随「帮教」人员的便。「转化学习班」十五天一期，一期不转化再上第二期，三期下来还不转化，便填张单子就地劳教。 
   　　就这样，劳教所真「转化」了不少人。最关键的是，每接受一个人来参加转化班，劳教所便可向被帮教对象的单位收取一万元「学费」。 
   　　一人一万元！劳教所很快发了横财。每年劳教所都有一个利润指标，不能完成警察就别拿奖金。我曾在劳教所的内部报纸上看到双河和团河两个劳教所的指标，分别是一百万和五十万。而我们织毛衣才能挣多少钱呢？我们织的一种坐垫平均需十四五个小时完成一个，劳教所的报酬才人民币八角。
   2001年2月，劳教所接到一笔为雀巢公司做十万只促销玩具兔的订单，做一只至少需要三十多个工序和十小时以上，每只玩具兔劳教所能挣人民币三角钱！也就是说，十万只兔子，劳教所动用全部几百号人力，加班加点忙了两三个月，一共才挣三万元。劳教人员干活警察也累，她们还得监视。如果是需动刀动剪的活就更累了，要时刻防着有人用工具行凶或自杀。 
   　　可是接受一个人来「转化」，就挣一万元！经济效益岂是织毛衣这等粗活可比？王兆见到那些能为劳教所出大力的「帮教」高手，能不眉开眼笑？ 
   　　像我这样的人呢？劳教所另有规定，凡「转化」后放出去半年内又「翻车」的，罚在释放书上签字的警察五千元！ 
   　　五千元，是一个警察半年多工资！「翻车」指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出去后，又声明在劳教所内所写「保证」作废，要重新修炼。

翻车
   因此，那天王兆押着我浇水时，一直用她尖利的三角眼不阴不阳盯着我。 
   　　我很不舒服，默默埋头浇水，气氛很尴尬。良久，她不阴不阳开了口。
   「曾铮，我看你也不像有的人痴迷法轮功痴迷得那么深，人家可真是来『护法』的，你是来干什么的？你到劳教所来有什么目的？出去后想干什么？一个人要爱国，把国家搞乱对你有什么好？你想搞政治，还太嫩了点。我一直没理你，你别拿队长当傻子，觉得就你精。我今天问你的事，你回去给我好好想想，写一份思想汇报给我说清楚！」 
   　　我在心里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心思她从哪知道的？！这还了得！
   　　回到班里，我一条条想她的问题。她说我法轮功「痴迷」得不深我理解，她有她的判断标准。那么我是到劳教所干什么来的？有什么目的？真冤枉！我岂有什么目的！为了抗议被劳教我还挨过电！她为什么这么问？ 
   　　突然，我想起我「转化」前玩笑话，我曾说我出去后要写一本关于劳教所的书。 
   　　是的，一定是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她耳中。她一定以为我是为了「体验生活」才来劳教所，不是「痴迷」于法轮功。现在「体验」得差不多，就写一纸「保证」想出去。 
   　　唉，其实我开玩笑说要写书时，一心只想坚定到法正过来那一天堂堂正正从劳教所走出去，何曾真的想写？那时心无顾忌，什么都敢说。自从我写完「保证」，真的打算写书后，早已绝口不提此事。 
   　　那么「搞政治」、「爱国」云云又从何说起？难道我想出国申请避难的想法都给她知道了？她怎么知道的？还是只是诈一诈我？
   　　想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到答案，更不知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最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写了「保证」这么长时间还是算不「转化」呢？答案只有一个：我错了，我不该动妄念，大法并不需要我出去写什么书，坚持修炼人的原则，比什么都重要。 
   　　好，那么我就就地「翻车」，没啥了不起。 
   　　我突然没有想出去的心了。 
   　　拿出纸笔，我一口气写了五张纸。我坦承自己并没「转化」，写「保证」不过是想出去揭露劳教所的黑暗。 
   　　报告写好，既无欢喜亦无忧伤。我的脑里空空如也，没去设想这份报告交上去的后果，只在走向食堂路上看见集训队蜂窝状的房子时，淡淡闪过一念：今后，我就算想再一次犯错，也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和可能。

不翻车
    
   第二天，王兆没来上班，程翠却将我叫到办公室。那时劳教所编制扩大，新成立一个教育科，专抓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她被调去当科长，这天专程回来找我。 
   　　她拿出一份我「转化」后写的思想汇报，说写得不错，让我抄一份，她要留着用。 
   　　那份思想汇报是怎么写的我忘了，好象是一些公民要爱国、奉公守法之类。自从「转化」后，我写起东西总是大兜圈子，自己有任何缺点错误都毫不留情剖析，但绝口不提法轮功，也不再用任何一个修炼中的词句。 
   　　抄完汇报回到班里，脑里又出现一个声音：看，程队长说你的思想汇报写得不错，她已认可你的「转化」，有希望出去了，千万别翻车！ 
   　　我的心再次受刑。「翻车」？不「翻车」？ 「翻车」？不「翻车」？我一万次地问自己。 
   　　我没有人可以商量，只有自己挣扎，试图想明白为什么我已决定推翻「保证」后，程翠却让我去抄那份东西？最后终于想，是我又一次达到标准，所以我的任务还是争取出去，而不是留在这里。
   我一咬牙将头天写好的思想汇报撕掉，重写一份。 
   　　我说我到劳教所来没有任何目的。我睡在家里就被抓了，哪里知道我会被劳教？我要真有目的来劳教所，应该去天安门打横幅。但话又说回来，那时去天安门打横幅也不一定就判劳教，劳教委员会也不是我们家开的，我岂能想来便来？我在调遣处曾因不服劳教判决被电得昏过去，这点请王队长明察。 
   　　如果我不爱国，不知道都出国多少次了。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学长学姐全在美国，我要出国容易得很。我选择留在中国，正是因为我爱国，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如果我想搞政治，我完全可以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跟我一起分配到那里的另两位研究生现在一位已是副市长，一位当上副局级的某省体改委副主任。我选择调出来，正是因为我不想搞政治，也适应不了那里官本位的一切。队长也许觉得我狂妄，爱自作聪明，但我再狂妄，这点自知之明还有：我不是搞政治的料。队长不是也看出来了？ 
   　　再说，我们家所有成员在社会既有地位又不缺钱，可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把国家搞乱对我有什么好？我绝无搞乱国家的心，这点也请队长明察……。
   　　我就这样一个个将她的问题回答过去。报告写完，我觉得很累，也又一次有些恶心，有些满意。我对自己说：瞧，我一句假话也没说，她看了要怎么想，那是她的事。 
   　　报告交上去，第二天王兆便找到我，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写，队长何曾怀疑过我来劳教所有什么目的？ 
   　　我暗叫侥幸。不管别的问题她怎么看，这一条她至少相信：我不是为了写书才到劳教所来「体验生活」的。这就好办。 
   　　她又说，你是个研究生，田科长本来对你寄望很高，你却一直没拿出一份象样的东西。你以前那么能写，怎么现在就写不出东西？只要你真的想通，写十篇都能写！就是不用心！回去好好想想吧！ 
   　　

揭批
   几天后，教育科的丛队长来到二中队，召集所有「转化」的人，念了一个很长的调查提纲，包括你是怎么开始炼法轮功；为什么要炼法轮功；炼了有哪些感觉、变化；取缔法轮功后参与过哪些「护法」活动；初进劳教所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转化；后来怎么想通要转化；转化后怎么看待法轮功；今后有什么打算等。 
   　　丛队长还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奉命对法轮功进行专题研究，目的是配合政府对法轮功的斗争。希望大家详细回答；「尤其是怎么从坚持法轮功的顽固立场转化过来；怎么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摆脱出来；是哪个人的哪句话、在哪种情况怎样起了作用。这是队长最想知道的，可往往你们写到这儿一句话就带过去，只说在学员的帮助下就转变过来，让人觉得特别不解渴，这次这个地方一定要写详细！ 」
   　　好几个「转化」的相视而笑，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我的真实思想固不能讲，她们也认为她们那套「转化」理论是天机。张青刚发现这些「转化」的真正思想时，曾像发现新大陆似地说：天哪，这帮人原来是这样想的！以为「转化」是修炼的继续！在写「我要与法轮功决裂」时想的是我决裂低层次的东西，就上高层次，这不是在欺骗队长吗？我得「揭批」她们！于是她一写思想汇报就向警察「揭批」那些人的「揭批」。 
   　　奇怪的是，警察看了张青的「揭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也许她们才不管你怎么想，能写「决裂书」就行，就能算「转化率」。 
   　　听完丛队长的话，我知道他们试图找出「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窍门，以便复制推广。 
   　　拿着这份提纲回到班里，想起几天前一个警察对我说：「你要写『揭批』！」我何尝不知他们之所以算我没「转化」，就是因我一直不肯写「揭批」？但我更知道法轮功除了修「真、善、忍」，没叫我们干别的，师父除了教我们做好、做得更好，一切走正，没教我们别的事，叫我从何「批」起？…… 
   　　我已经有些麻木，发了半天呆，拿出纸笔一个个回答那些问题。前面的问题都好办，实话实说就是，到我怎么「转化」那儿，也对付过去，我就说我突然意识到国家培养一个研究生不容易，自己学了那么多知识，不能将时光浪费在劳教所，要出去运用我的知识为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那么「转化」后怎么看待法轮功呢？我知道她们期望我说什么，那些话本来是杀了我我也不愿说的。 
   　　我停下来，将头埋在纸上。我奇怪我怎么没死掉、疯掉。李春在一旁担心地看着我。 
   　　良久，我抬起头来，一口气写下一段对法轮功的「认识」。 
   　　我再次玩了文字游戏，但这次的文字游戏已经很不像文字游戏，因为那段话谁一看都是批判法轮功的，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是变着法子说，政府说法轮功有这个危害，政府说法轮功有那个危害……。 
   　　写完这段话，我面如死灰，明白失节的少女再遭强暴是什么心情……。 
   　　这篇「揭批」写了整整十八页。谁让我是研究生呢？我从来没像那刻那样，盼望自己是个文盲。 

「转化」是什么
    　
   劳教所对于「转化」，形式上的标准是「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上台」、「帮教」，五个环节缺一不可。「保证书」是保证今后不再炼法轮功；「决裂书」是表示与法轮功决裂；「揭批书」是批判法轮功的文章；「上台」指当着全劳教所所有人在大礼堂台上念你的「揭批」稿，整个过程要用摄影机拍摄存盘，以免你日后不认帐；「帮教」则是要帮警察「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

　以上这些是形式上的「转化」标准。实质上，或称思想上的标准呢？最「理想」的是将你「转化」到真诚地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并危害社会人民，因而取缔法轮功是英明伟大的决策；次「理想」的是将你「转化」到失去正常的思维或精神失常；最不济也要将你的意志完全摧毁，让你出了劳教所后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就吓得直哆嗦，终生不再敢提法轮功。 
   　　劳教所还有一个「转化率」指标，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的「转化率」指标高达95％。达不到这个指标，警察就得丢官、丢工作或被罚钱。 
   　　那么被「转化」的人实际上又是什么状态呢？ 
   　　第一种所谓「转化」的其实是特务。虽然我不只一次被特务出卖，虽然我进劳教所之前就知道为了对付法轮功，有多得难以想象的人力物力投入，也见识过国安部用计算器高科技技术仿真出来，口气用词逼真、经特务之手刻意传播、一度在法轮功学员中流传很广、意在搞乱法轮功学员思想的假法轮功经文。但是，我却不曾料到为了动摇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他们还安排特务混在法轮功学员中，先是表现得很坚定、很积极，也被判劳教；刚到劳教所时比谁都顽固，比谁都能吃苦，然后一夕倒戈，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手段比那些真正的罪犯还狠。
   这些特务装扮「大法弟子」的突然反目，对于许多心地善良、绝对想不到一切全是骗局的法轮功学员的心灵和信仰的伤害难以言喻。我十分怀疑胡秀英和向红等人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种「转化」的，是在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超过人的忍受极限后，精神失常或部份精神失常。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在被逼成「失心疯」后，其他方面一切正常，但只要一提到法轮功，她会立刻热切地告诉你法轮功有多「邪」，她的热切让你想不通：既然这么「邪」，为什么她当初要炼、还顽固到不惜坐牢也不放弃？ 
   　　第三种被「转化」的是不同程度的心智迷失。劳教所的「帮教」人员有一整套「转化」理论，她们用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让你觉得「转化」很正确，是修炼的继续和另一种形式。比如，修炼人不是讲善吗？讲放弃自我吗，你一「转化」，政府、家人、警察、你的「包夹」（指负责监视法轮功学员的其他劳教人员）都高兴了、解脱了，那才是善呢，而你顽固下去，却伤害许多人；修炼人不是讲放弃吗？你什么都放弃了，为什么不敢连法轮功也放弃呢？修炼人不是不要名吗？为什么在乎人家说你是「邪教」呢？为什么一定要争一个「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名呢？或者说，法轮功只是低层次的，你与法轮功这种低层次的东西决裂，才能往高层次修。对于从法轮功受益很深的人来说，你如果直接说法轮功是骗人的，她们绝不会接受，然而「转化是修炼的继续和另一种形式」这种说法，则确实迷惑过不少用肉体折磨难以「转化」的人。 
   　　这套歪理外人听来非常可笑，不值一驳；可是在劳教所里，当你被七八根电棍同时电击；当你十五天十五夜都不能合一下眼；当你被那些变得像魔鬼一样面目狰狞的昔日「同修」一次次围攻；当警察告诉你不转化就会永远待在劳教所，而你的师父却在国外逍遥不顾你的死活、法轮功在全世界都被取缔、只剩你一个人还在「坚定」；当你七老八十的白发双亲哭着求你、幼子用稚嫩的童音声声唤你回家时……，你可能很愿意顺水推舟接受这些理论，真诚地自欺欺人。 
   　　我在劳教所里最痛心的，不是看到肉体的酷刑，而是昔日的功友被「转化」后「开心」得走路都要蹦起来。中国有句话「知耻近乎勇」，可是许多被「转化」的人思想已被搞乱到失去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是非标准，不知对错美丑，不知自己已站在刽子手的一方充当帮凶，反而认为自己很「高尚」、很「伟大」、为了别人而「勇于放弃」。 
   　　当心智迷失严重到「自心生魔」的程度，会觉得自己的层次已经非常高，可以不守那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低层次」规矩，才会发展到打人骂人、「揭批」法轮功都敢做。 
   　　第四种被「转化」的，才是明知「转化」不对，却因受不了肉体的痛苦而违心签下「保证」的人。这些人心智并未迷失，却因自知做错而灰心消沉，了无生趣。 
   　　在人类的历史上，早期的基督徒曾被投入猛兽之口，犹太人曾被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然而，我们还没有听过有谁曾将一批有信仰的人洗脑到让他们反噬自己曾用生命热爱维护的信仰，并且真诚地认为自己做得很对！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有思想有精神。除了以整部国家机器的压力压榨你，以失去一切乃至生命威胁你之外，劳教所、洗脑班等场所用奖金和「转化率」的指标，调动诱发警察及犯人人性中最恶的、魔性的一面，以集古今中外大全的酷刑，配以长时间剥夺睡眠与封闭式谣言和「转化」歪理灌输，直到将你「转化」成为恶魔、精神失常或部份失常、迷失心智，不知耻地认邪为正、认正为邪，或意志消沉活着等死。也就是摧毁你的思想、心智、意志和精神，让你从人成为非人，从而达到镇压的初始和终极目的：将法轮功这种功法、思想、信仰体系，以及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彻底消灭。 
   　　消灭功法、思想和信仰体系「简单」：先收缴、销毁法轮功书籍和影音资料，再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对法轮功及创始人狂轰滥炸，使民众不但没有机会了解法轮功，还因为煽动式的宣传而仇恨之，达到从「名誉」上将要消灭的对象彻底「搞臭」的目的。 
   　　相对来讲，消灭信众的「任务」就艰巨得多了。这只有两个途径，一则将信众从信仰法轮功「转化」到认同镇压者对法轮功的「定性」和「取缔」；再则将思想上不能「转化」的人进行肉体消灭，包括「打死算自杀」，以及无限期囚禁。 
   　　也许人们听闻过，到2003年9月，镇压中有八百多起死亡案例已得到第三方证实，也听说过劳教所警察「转化不了就火化」的威胁，然而被「转化」之人活着比死了还不如的残酷，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知。
   奴隶只是一种人身的买断，被投进狮口的基督徒还保有他们殉道者的尊严。而「转化」 摧残的是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东西，受害的人数以百万。当大陆中央电视台又一次播出被「转化」者洗心革面的「忏悔」，没有人知道那后面隐藏着怎样惨烈的反人道、反人伦和反人类罪行。人类的文明史走到如此黑暗的一页，更可悲的是，这一切被拨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年年月月的莺歌燕舞、横流物欲掩盖着，好象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第四章 转化 全文完博

第五章 惊涛骇浪



天赐良机
    　
   11月中旬，三班人员又做一次大调整。傅来被放，封玉兰被调往新成立的五中队。王兆虽没从她那儿诈出什么话，但到底还是怕她是我的「同党」，趁五中队成立之机将她调走。所幸李春还没被怀疑。 
   　　劳教所几乎每隔两星期就有新人送来，虽然成立五中队，现有的中队还是不断地加人，三班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空着，必须进人，但新来的人大部份是法轮功学员。直到那时，王兆仍不想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关在一起。她既怕我被没「转化」的「转化」回去，又怕我把已「转化」的「转化」到别的地方去。于是她将全部由「正常人」组成的炊事班放进三班，将原来放炊事班的七班腾出来放新人。 
   　　炊事班负责为食堂做饭。作息时间跟其他人不一样，每天比别人起得早，起来后就由伙房的警察押到食堂做饭。 
   　　劳教所只有二百人时，炊事班由十二个人组成。到后来抓的法轮功学员太多，劳教所关押的人员高达千人，炊事班却还是那么多人。不是不能多配备人，而是食堂的灶就那么大，锅就那么多，多配人也没用，在狭小的伙房只是碍手碍脚。那么小的食堂，全部设备成天运转，才能勉强一天开三次饭。 
   　　据「正常人」说，有法轮功之前她们有钱的还能吃上小炒，时不时还能吃个包子花卷什么的。法轮功来了后，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就算菜单上好容易写上「鸡块炖土豆」，等发到碗里，却发现没什么鸡块全是土豆。
   　　炊事班起得早，干活累，白天又要动刀子切菜，睡眠不足难免危险，因此晚上可以比其他人早点睡。为让她们上床后免受打搅，本来七班一直安排住在位于楼道的尽头。 
   　　这些「正常人」进三班都是骂着进来。她们本来是一个单独的班，这下不但要跟作息时间不一样的人住一起，还得睡在处于楼道中间的三班，睡眠显然会受影响。 
   　　与炊事班一起进三班的还有两个「正常人」，其中一个是当时劳教所年龄最小、罪行却最大、劳教期也最长的十三岁杀人犯黄芳。她被判了三年，这是劳教的最长期限，号称「满贯」。 
   　　黄芳来自安徽农村，跟着哥嫂在市场杀鸡卖。后来哥哥跟市场另一家同行为争顾客打起来。群殴中，嫂子怂恿她拿刀捅那家人的小孩，她真的拿起杀鸡的刀，对那两三岁的孩子后背就是几刀，当场把那小男孩捅死。因为她才十三岁，未成年，所以只判三年劳教。 
   　　这些人进了三班，原来清静惯了的三班未免有些别扭。好在炊事班白天都不在，劳教人员也没有挑肥捡瘦的资格，很快大家就适应了。小黄芳一进三班，警察便勒令三班原有几人二十四小时轮值看着她，防她出意外。 
   　　白天还好，晚上就难熬了。能值班的只有李春、我、蒯炜、郑佳等四人，我们只好每晚一人少睡一两个小时看着她。 
   　　黄芳毕竟是小孩，她除了刚来那几天哭过几次，每天倒下就睡着，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倒是我们这几个值班的，天天熬得脸黄黄的。 
   　　夜里万籁俱寂，我强打精神值班。听着其他人均匀的鼾声，仿佛回到拘留所的日子。那时我们也是每晚轮流值班，并趁值班时炼功。 
   　　我突然很想炼功。我已有好几个月不曾炼过功，现有机会岂能错过？至于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也没想过。 
   　　我轻轻下床，站在地上炼功，炼完动功又回床上炼静功。小哨二十分钟才巡逻一回，巡逻的空隙就够我炼了。 
   　　就这样，我恢复了夜间炼功。白天呢？我每天都一边织毛衣一边给李春讲《转法轮》。因为看过很多次，我基本能将整本《转法轮》全部回忆出来。我尽量按书中的原话跟她详细讲解。傅来一走，我再也不担心有人去警察那儿「扎针」，班里只剩下些孩子，真是「天赐良机」。

泰山崩于前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几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晚，田永跟我说，秦教授知道你「转化」的消息特别高兴，过几天会带着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来看你。你应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应付这么点事儿没问题吧？不用我告诉你该怎么说吧？秦教授很爱才，所里也希望你能早日出去，这次机会希望你不要错过。 
   　　秦教授是我被抓后先生新结识的「忘年交」，六十多岁，当时正与先生合作办学校，很有社会关系。先生第一次到劳教所来看我后不久，他曾通过关系在非探视时间「开后门」，与先生一起到劳教所看过我一次。他很欣赏先生的为人，愿意帮忙将我早日「弄出去」。 
   　　我一听要让我上电视，只恨地上怎么不裂条缝，好让我一头钻进去，再也不出来。 
   　　我不知我是怎么把田永应付过去。回到班里，本以为我会愁死，却发现自己已似「债多不愁」麻木了，失去了思维和发愁的能力。
   发呆到半夜，值班时，照例闭眼站在地上炼功。刚炼到第三套，突然一个声音：「曾铮！你在干嘛？！」 
   　　我知道炼功被发现了。问话的是炊事班的崔瑞，她四十多岁，卖黄色光盘进来的，这时正好醒来，预备去厕所。 
   　　听到这声音，好几个人立刻醒了，其中一个迷迷糊糊问：「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说梦话呢。」崔瑞说完，起身出去。 
   　　我仍有些呆，想是不是找她谈谈，请她不要将我炼功的事报告警察。又想她既说她说梦话呢，是不是表明她不会去告状？这两个念头都是一闪即逝，我什么也没抓住。 
   　　崔瑞上完厕所回来，什么没说就上床。我值完班也什么没说就睡了。 
   　　第二天王兆刚上班，我就被叫到办公室。她阴沉着的黑脸后面，是一触即发的暴怒。 
   　　她控制着语气，阴阳怪气问：「你这几天身体好吗？」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好。」 　
   「没有不舒服吗？」 
   　　「没有。」
   「昨天晚上呢？你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崔瑞到底还是向她告状了？王兆还没来上班她就去食堂了，哪来时间告状呢？又怎么告的？我还没想清楚，王兆突将声调提高八度，一直压制着的淫威像火山一样狂喷而出。 
   　　「你敢欺骗队长！你敢半夜炼功！你敢辜负队长的信任！你不想活了！你……」 
   　　我进去时，她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正抓着一把茶叶要泡茶。这时在狂怒中，手颤抖着不听使唤，掉了几颗茶叶在衣服下摆。她喝的是营养茶，里面有枸杞。一颗红色的枸杞躺在蓝黑色的警服上，格外醒目。 
   　　她一直将我防了又防，就怕放了我我会将劳教所的事抖出去，我「转化」后唯一的一次接见，她不让我和其他人一起到接见室通过电话跟家属讲话，而是将我单独带到一个小屋，让我和先生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坐着，她站在边上眼也不眨一下盯着我们，让我和先生说话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二十分钟的接见像芒刺在背一样难受。这回她刚有一点觉得我真的「转化」了，我却爆出半夜炼功！她的盛怒和歹毒爆发出来，直有泰山崩裂之势。 
   　　我一动没动，安静俯视她，指着她衣襟上的枸杞提醒她：「王队长，您的枸杞掉出来了。」 
   　　她呆了一呆，不由自主顺着我的手指低下头，下意识将衣襟上的枸杞捡起来放回茶杯。 
   　　她放完枸杞抬起头来，双手停止了颤抖，火山口下尚未喷出的余怒似乎也被抑制和消融。 
   　　她坐在椅上喘着气，再也纠集不够力气向我发起第二次进攻，半天才说：「回去好好给我写一份检查来！你不给我把昨天的事情交代清楚，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后果！」 　　

曝光
   　
   我回到班里开始写「检查」，第二次承认自己并没「转化」，表示愿意承担任何后果。我写着写着，珠泪滚滚而下，湿透了稿纸。 
   　　如果说上次「翻车」心里非常平静的话，这次「翻车」心情却异常复杂。 
   　　我一面高兴，觉得如释重负，这样一来，我就不用上电视去给他们当什么「转化典型」。要真的上了电视，那样的影响我怎么挽回？ 
   　　可是另一方面，我又痛悔不已。为了能出去，我已死过多少回，这次却为了炼两下功将这一切给毁了，我怎能原谅自己？ 
   　　痛悔的另一原因是为李春。那时《转法轮》我才刚给她讲到第五讲，还有四讲没讲完。我这一「翻车」，必关禁闭无疑。我一走，谁再给她讲《转法轮》？ 
   　　傅来走后，李春掩护着我将所有我会背的法轮功经文都给她默写一份，她将这些经文藏在贴身兜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看。有一回大搜监，我们被叫到楼道坐着，劳教所护卫队的警察进到班里，将我们的被褥拆开、物品柜所有的东西都扔出来翻遍，又将所有人一一叫到队部搜身。 
   　　轮到李春时，我看到她趁人不备偷偷去了趟洗手间。她肯定是去将经文毁了，我有些心痛，又觉只能如此。
   她被搜身回来，我到底还是有些不甘心地问：「你是不是将经文扔了？」 
   　　她得意一笑：「哪能呢，我藏在秋衣夹层里，她们没发现！」 
   　　我感动得差点要哭。 
   　　这样的搜查随时会有，李春为经文甘冒奇险，而我却因行事不慎失去给她讲《转法轮》的机会。她多年在劳教所待下来，虽本性不坏，有的地方却恶习很深，一般人说她她也不会听。现在她有心修炼，又没有指导的书可看，全靠我讲给她听，我要一走，没人管她，说不定她又会随波逐流。我没有尽到对她的责任，怎能不悔！ 
   　　我就这样流着不知是高兴还是痛悔的泪，李春在一边早就看呆了。半晌，我才告诉她昨晚和今早发生的事，她听得眼都急红了：「这么大的事，你昨晚干嘛不叫醒我？！我要是跟崔瑞打声招呼，她怎么也不至于将你卖了！她跟你没交情，我可没少帮她干活，这点面子她还得给我。你干嘛不叫醒我！？」 
   　　我根本没想到这点，只好说不忍心打搅她睡眠。这也是实情，每天值班，大家的睡眠都严重不足。 
   　　「不，不，我知道，你还是在心里看不起我，没拿我当功友。要是宋梅还在，你绝对会把她叫起来商量，要是封玉兰在，你说不定也会把她叫醒。你不叫我，你看不上我……。可是你不知道，崔瑞是流氓，我也是流氓，她看在大家都是流氓的份上，怎么也得给我这个面子……。」说着说着，她伤心流泪。 
   　　我的泪淌得更凶。没想到我没把她叫醒这件事会伤她这么深。可我确实不能否认，自己还没将她当作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人。
   　　我俩就这样相对默默流泪，仿佛生离死别。门口突然响起田永春风得意的声音：「我们的北大高材生呢？」 
   　　满脸得色的田永带着一个「来宾」走进三班。我按规矩站起来，却来不及擦拭泪水，我也不想擦。 
   　　田永一看我的脸，神色一变，扭头就将身后的来宾推出去。可怜的来宾一头雾水，怎么也不明白田永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让他「瞻仰」一下「北大高材生」了。 
   　　

顺水推舟
   　
   我们谁也不知接下来会怎样。晚饭后，小哨突然通知我接电话。

有谁会给我往劳教所打电话？这从来没有过。 
   　　电话里是一个无比「温柔」的声音，如果说话的人不说自己是王兆，打死我也认不出这是她。　　
   她说，本来她已下班，这两天该她休假，但因挂念我关心我，所以利用休息时间给我打个电话。 
   　　说完开场白，她又说：「我今天早上对你态度不太好，你别介意，队长也是为你好，你要是不转化好了出去，下次说不定我们就得上对面去看你了（劳教所对面是北京市女子监狱，关的是「判大刑」的）。至于你炼功的事，你也别有什么思想包袱。我跟你说个实话，反复的你也不是第一个，转化后思想不稳定，队长也理解。等会我找几个人，你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不方便跟队长说的，可以跟她们谈谈。你们都是一样的人，会谈得拢。以前我对你关心不够，一会我会让值班队长将你调到我管的一班，今后我要更关心你」 
   　　她说出这番不知该怎么「关心爱护」我才好的话，我猜一定是田永白天看到我哭后了解情况，把她臭骂一顿，说她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将我吓成那样，过两天怎么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去见电视台的记者？这件大事弄坏了，上面怪罪下来，谁担待得起？ 
   　　接完电话没多久，王兆果然叫了几个她信得过的「帮教」人员把我喊到办公室，要帮我解决「思想问题」。 
   　　我哭了很多，又连续多天没睡好，只觉神思倦怠，精疲力竭。我搬着小凳子走到窗边，往暖气片上一趴，将背冲着那几个人。我的「思想问题」岂是她们能解决的？ 
   　　她们显然受了王兆吩咐，不能对我动粗，见我这种态度，一时倒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就这样僵持很久，她们以为我睡着，开始小声议论：看她的样子，多可怜！多可怕！她到现在还不悟，还不与过去彻底决裂，还想炼功，就招来邪东西了……。 
   　　听着她们的话，我感到哭笑不得。正在不可开交，田永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呵！还挺热闹！曾铮，你看看谁来了？你的面子可够大的！」 
   　　田永身后，是劳教所新上任的副所长马浩。这人只有三十来岁，年纪轻轻仕途得意，一脸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以前只在开大会时见过他，他从没「屈尊」来过中队跟任何人谈话。 
   　　「怎么样？聊得怎样？」田永问。 
   　　一个「帮教」人员说：「她根本不跟我们说话。」 
   　「那你们识相点，回去吧，我来看看我和马所长有没有这个面子。」那些人刚走，田永便「推心置腹」问我，为什么连话都不跟人家说？ 
   　　我说，她们说的那一套什么炼功就会招来邪东西太可笑了。我认为炼功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马浩接过话说：「欸，你别说，国家还真没组织力量研究这个炼法轮功的动作对人的身体到底会怎样，目前的精力顾不上。如此说来，我倒觉得你转化得比那些人还好呢，你敢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她们倒像没从『法轮功』的框框中跳出来。」 
   　　然后他说他看过我写的那份十八页的「揭批」，很不错嘛！到底是北大毕业的。所领导很重视过两天的电台采访，局里也要来人，国家很重视人才！ 
   　　我说：「不，我不打算见记者了，我已经给王队长写了『检查』……。」 
   　　我话没说完，他就打断：「把你那『检查』撕了！王兆是个粗人，懂个屁！这个我做主了！」 
   　　田永补充道：「你炼功这个事儿，照理是严重违纪，关禁闭下集训都是它。但我们不是讲『教育、感化、挽救』吗？所长既然开这个口了，那我们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出了这个门谁都不提这个事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秦教授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这次「翻车」我本来就是被动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当然就顺水推舟了。 
   　　从办公室出来，已是深夜，小哨告诉我别回三班，她们已将我所有的东西搬到一班。从现在起，我就是王兆兼任管班队长那班的一员。 
   　　

再走钢丝
    　　
   两天后，我被叫到值班室，田永嘴里酒气冲天，显然刚吃过宴席。一见我，气喘腔变地说：「来了！」
   　　看到田永那么激动，我淡淡地想：有啥了不起的，来个记者就激动成这样！ 
   　　「谢……夫人来了。」他口齿不清地说。 
   　　我没听清，问他：「秦教授的夫人也来了？」 
   　　「谢觉哉的夫人！老革命家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八十五岁的老红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看样子他也是刚知道消息的。劳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这种事可能对他也是保密的。 
   　　我想起初中有篇课文就是谢觉哉写的，现在中国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已寥寥可数，这个王定国肯定来头不小。劳教所自成立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荣耀」呢。 
   　　我问他：「大约多长时间？」 
   　　「别紧张，不会太长，顶多十几分钟吧。就看你的。现在我们去楼下迎接他们。」 
   　　我一出门，迎面就看见一个警察慌慌张张带着肖雨从楼下走上来。不用说，她们怕我「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场面，紧急去四中队调来肖雨。就「能说会道」而言，当时劳教所里谁也比不上她。 
   　　老态龙钟的「革命老前辈」在两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进了楼门，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有劳教局「领导」、「所领导」、「科领导」、电台记者、秦教授等，最后还有我先生。我们来到布置好的大会议室，我和肖雨被安排坐在显耀的位置，今天的主题是「革命老前辈来我所看望被『转化』法轮功学员」，我俩当然得唱主角。先生被安排坐在屋子另一端。 
   　　所有人坐定后，目光和镜头都对准了我。 
   　　当我在拘留所，连口头承诺不去天安门都不肯时，何曾想到有朝一日会走到这一步？ 
   　　我知道我必须得说点什么。想起头一天田永领着一群「来宾」来参观，这些人是北京各大拘留所的所长之类。他们走进法轮功学员已全数「转化」的一班，其中一个来宾看见曾在他们拘留所关押过的一位熟人，不敢相信地问：「妳转化了？」 
   　　被问的点点头。他又问一遍，她又点点头。这个来宾恨不得揪着她：「那你为什么在拘留所死也不肯说个『不炼』，非得到劳教所才转化？他们有什么绝招？」 
   　　被问的人神秘笑而不言，来宾恨不得向田永问个明白，田永也神秘一笑不理睬，来宾苦恼得要死。 
   　　我又想起「转化」前不久刚从二中队调走的一个蒋姓队长。她接任三班管班队长没几天，就让我们每人给她写一份个人自述，介绍自己的情况。我抖擞精神写了好几页，大谈为什么法轮功是无悔的选择。几天后她将我叫到办公室，说她把我的自述看了好多遍，还拿回家给她丈夫看。然后将我的自述拿了出来。 
   　　我一看，纸都有些皱了，真像看过好多遍，有的地方还圈圈点点划上阅读符号。她指着其中一句说：「这句话让我特别震动。你真打算这样吗？」 
   　　那句话的大意是，我愿意用生命来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真理。 
   　　她一问，我立即明白，她担心我到时候会为了法轮功「杀身成仁」、「以死抗争」。 
   　　我微微一笑，告诉她：「人的生命只能有一种活法，我放弃了常人追求功名利禄、物质享受的活法，而选择用自己一生全部的时间去修炼、去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千真万确的宇宙真理，这就叫以『生命来证实大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做了错误的选择，不就是浪费一生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修炼的选择，就是用生命做出的。请别误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压力下，我也绝不会『杀身成仁』。我还要留着我的命来修炼、来证实法轮大法呢！」 
   　　我们谈了很多，最后她说：「现在是在这里面，我们两人之间是队长和劳教人员的关系。如果是在外面，我愿意与你做朋友，做姐妹……。」 
   　　我心里涌起暖意，想起「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这个成语。此后她真的待我像姐妹一样，外加一份深藏于心的敬重。我在决定要「转化」时曾深深庆幸她已调走。 
   　　我回想这两件事，终于找到开头的地方。我说：「昨天的来宾走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在别的地方不『转化』，到劳教所却『转化』了呢？我想我找到了答案。是劳教所特殊的氛围（够特殊的！）队长们的『坚韧』（你不『转化』跟你没完！）」和学员们的『帮助』（毒害）。在这样的环境下，冰山也会融化（七八根电棍一起架在你身上，你敢不融化？）顽石也会落泪（难道不是吗？）」 
   　　然后话锋一转，我谈到蒋队长是如何像姐妹一样关心我，她待我的心让我很感动。我又说，再比如田科长，在我身上不知下了多少功夫，每次找我谈话那真是精心设计巧加安排…… 。
   　　说到这里，我打住了。以我对田永的了解，他一定会接下去表自己的功，这样我就可以省点力气；文字游戏再玩下去，我就快没词儿了。 
   　　他果然「给竿就上了」。 
   　　适度谦虚几句后，他说，曾铮有个特点，她特别爱国，她的同学都出国了，她却留下来报效祖国。然后他又说了几句秦教授如何关心爱护我等等。 
   　　说到这，他停下来，于是我接着说，秦教授是我的师长，就像儿女永远也无法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可能也很难回报秦教授对我的一片心。想到这，我的心就沉甸甸的（我一出去就「翻车」的话，会不会影响他？我的心能不沉吗？）我只能今后做得更好，用自己的一切能力回报社会（怎样才算「做得更好」？我有我自己的诠释），才是回报教授的途径…… 。
   　　我慢慢说着，一边暗下决心：出去后豁出命，也要挽回今日的一切。 
   　　一个记者突然放下相机说：「我是记者，本来不该发言，但我听了曾铮的话，感动得要流泪，忍不住要说两句。我没想到劳教所里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太感动了！我只是不明白像你这么高文化程度的人为什么会炼法轮功呢？我听说李洪志只有初中文化？」 
   　　我看着这个记者，心想他一定是个善良的人。在场的其他人可能大部份都认为我说要用自己的一切能力回报社会，不过是像共产党多年的宣传一样，说些漂亮话来应付场面而已。 
   　　我决定告诉他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刚要开口，秦教授一挥手道：「嗨！她以前身体不好！」 
   　　我还想说点什么，秦教授制止道：「他是我的朋友，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这时，一直没讲过话的「局领导」开口了，说政府已开始研究如何安顿「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总之是要「给出路」、「给政策」等。 
   　　趁他说话当口，我朝先生那边瞥了一眼。他脸色铁青，像得了大病，一副心事重重、魂不守舍的样子，一眼都不往我这边看，也拒绝与我交换眼色。 
   　　我有些黯然。他一定在想，他曾用他一切的能力想阻止我、改变我，只想让我稍微不那么「偏激」一点，都没能成功，劳教所怎么居然让我「转化」的呢？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唯一的答案就是我经历了超出他能想象的、比死更可怕的事情

再有，他虽然一直极力劝阻我别过分「偏激」，但却常对警察和朋友称赞我在人格上比他高尚。眼前这个被「转化」后还能坐在那儿面不改色侃侃而谈的我，对他来说，一定非常陌生。我不敢去想他是不是也有一种被强奸的感觉。 
   　　「局领导」讲完话，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老红军」年事已高，不能久坐，「座谈会」就这么结束了。 
   　　这次的钢丝走得虽悬，我对自己还算比较满意。十几分钟的时间从头至尾谁也没说过一句直接攻击法轮功的话，「理论水平」最高的肖雨也没有开口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老红军」走后，我还是提心吊胆看着电视，好几天没看到任何关于「座谈会」的报导，才安下心。劳教所的内部报纸倒是登了条消息，说「老红军」和「北大教授」来我所看望劳教人员，但没提我的名字，甚至连来看望「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提。也许是因为他们回去一看，没有攻击法轮功的内容，意义不大；也可能是顾虑我还没「转化」好，怕提了我的名以后我再「翻车」，他们脸上不好看。　
   　　
   「座谈会」后，王兆休假归来，听到的头条消息便是「老红军」的事，她将我叫到办公室，喜出望外说：「曾铮，你行啊！你还能搬动谁？」她脸上除了兴奋，还有些谄媚。 
   　　如果我能趁此机会稍附合或敷衍她几句，从此她看在「老红军」的份上，说不定就能放我一马。但我实在做不到，只冷淡地说：「我谁也搬不动，不知是秦教授绕了多少个弯子才搬来的。」 
   　　我的反应像一盆凉水泼在她发热的脑门，让她很受挫折，马上想起我跟她还不是「一家人」。 
   　　几天后，她安排两次跨中队的大规模「帮教」，将一、二中队的「帮教」能手都搬过来将我团团围起来，而她则站在一边死命盯着我的表情。 
   　　我不禁有些可怜她。无论是「帮教」人员神神叨叨的话，还是我在敷衍她们时在另一个层次玩的文字游戏，她都听不懂，只能靠观察我的表情来判断我到底怎么回事。她设想如果我没「转化」，一定会恨这些「转化」的，那她怎么也能从我的表情读到蛛丝马迹。她不知道，我心中并没有对这些人或任何人的仇恨，当然脸上就更不会有，她又能看出什么？ 
   　　「帮教」既罢，她到底还是违抗「上令」，让我就炼功一事写份「思想汇报」给她。 
   　　我不得不佩服她的「锲而不舍」，只好写道，我虽然在劳教所犯了错误，却会像「真的猛士」那样从错误中爬起来，用更大的理性和勇气去面对未来等。句句我都另有所指，但又小心地不让她看出来。 
   　　这份「汇报」交上去，她总算不再提我炼功一事。不只一个「正常人」跟我说，因为「老红军」来，我给劳教所挣了很大的「面子」，下次再提前放人肯定有我。听到她们这么说，我只有苦笑。有人问我为什么胸前还挂着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才挂的白色胸卡，我也笑笑了事。我和王兆都心照不宣，她仍算我没「转化」。要想出去，还早得很。 
   　　

天安门自焚
   　　
   2001年1月，距离我写最初那份「保证」，已三个多月。到此为止，「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上台」、「帮教」这五个「转化」环节，我才只进行三个。 
   　　正当快轮到我「上台」时，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发生了。 
   　　那是2001年1月30日，晚饭后我们跟往常一样挤在班里看《新闻联播》。电视突然出现恐怖的「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的场面：滚滚的浓烟、一边燃烧一边狂奔的人体、烧焦的面孔、满脸燎泡的小姑娘痛苦不堪的呻吟……，惨不忍睹的画面让我不由自主闭上眼睛。 
   　　天哪！难道法轮功学员的处境还不够糟吗？难道加在法轮功头上的不白之冤还不够多吗？这么一来，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会有多大？有谁竟丧尽天良干出这种事？！
   　　那一刻我真是悲痛欲绝、欲哭无泪。
   　　身边的人议论纷纷。我紧闭双目说不出话，心中悲痛无以复加，却只能想起一句最平常的「屋漏偏逢连夜雨」。
   　　好半天，我才回过神，发现一个问题：这件事发生在七天前的1月23日，为什么到今天才播？这么重大的新闻，为什么要拖七天才播？这里面有鬼！ 
   　　当然，不用去分析这里面有什么鬼，我知道真正炼法轮功的人是绝不会干这种事的，只有唯恐法轮功不灭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 
   　　然而，「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从那天起，关于「自焚」的事在电视反复播放。他们赶尽杀绝，播完报导，又播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活动」，各色各样的人争先恐后义愤填膺「声讨」法轮功，时不时再插上一两个触目惊心的恐怖镜头，和没烧死的12岁小姑娘，呼喊「自焚」而死的「妈妈」的声音……。有谁看了这些不将法轮功恨入骨髓？
   滚滚的黑浪铺天盖地，再次覆盖神州大地。从那之后，原本对镇压法轮功不置可否的人，都开始认为，法轮功居然煽动花样少女「自焚」，是够邪的，政府镇压得好！ 

破绽百出
   　　我好心痛！每次这样的节目播出，我都闭目忍痛，不愿去看那些丑陋的画面。悲痛中，我没发现节目中那么多的大破绽。而海外法轮功学员却通过反复观看中央台的录像发现诸多疑点。最明显的在于，电视录像清楚地显示：「自焚」发生时，号称被当场烧死的刘春玲的脑后结结实实挨了一棍，然后她才应声倒地……击打她的棍子因用力过猛变弯，在火焰和灭火器的气流中逆向飞起。
   其他不合逻辑之处有：据新华社报道，「自焚」的火点起来「一分半」之内即被尽数扑灭，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般」将被严重烧伤的四人送往「急救中心」。
   但是，「自焚」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能容纳一百万人的天安门广场如此巨大，广场上警察虽多，从没有谁背着灭火器巡逻，更没有摄影师扛着摄影机转悠，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内，警察、几十个灭火器、灭火毯、摄影师、摄影机…一起到齐？
   后来中国官方曾试图称「自焚」的画面是CNN拍的，但CNN立即否认。事实上事发时确有CNN记者在场，但CNN拍到的底片却被天安门警察没收了，至今也没向全世界公布。 
   另外，「自焚」的主要成员王进东人已烧成黑的，但最易着火的头发、眉毛和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瓶在大火中却丝毫无损。当被烧得满身漆黑的王进东端坐在地声如洪钟地喊口号时，他身后手持灭火毯的警察却不急于为他灭火，而是等他把表明他是法轮功学员的口号喊完后，才不慌不忙将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官方报道说，「自焚」的还有刘春玲十二岁的女儿刘思影。电视里播出了被烧得满脸是泡的刘思影在被抬上急救车前一声声喊妈妈的特写镜头。在人命关天的当口，救护车没有立即开走，所有救护人员都站在一旁「耐心」地等候摄影师拍摄刘思影喊妈妈的最煽情的「悲惨」镜头。
   小思影住院后，官方拒绝了所有外国媒体的采访要求，只播出了中央台的采访报道。报道中据称刚作过气管切开术的刘思影声音清晰地唱歌，又受到医学专家的质疑，因为这违反医学常识。
   一个多月后，刘思影突然死于医院。成立于2003年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从参与治疗刘思影的医务人员处得知，「刘思影在烧伤基本治疗得差不多了，身体已基本恢复正常，打算出院的时候突然死亡，死因可疑」。 医务人员还说，刘思影的尸检是在积水潭医院做的，但尸检报告却由急救中心出据。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还委托在中文语音的辨识、合成、验证等方面拥有先进技术的国立台湾大学语音实验室对王进东进行语音鉴定。鉴定结果表明，前后三次出现于中央台节目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个人。
   「自焚」发生后两年多，新华社推出一篇《王进东自述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前后》，文章说，「下午2点半左右，……我按下打火机，顷刻间大火把我淹没了，……我两次拒绝为我灭火，一会儿又有人用灭火器喷，火熄灭了。我大失所望，站起来大声喊道……」
   可是中央台的录像显示，他是坐在地上喊的口号。官方关于「自焚事件」报道的明显互相矛盾之处，至少有十几处之多。
   巧合的是，这起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前十年，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所着的长篇政治预言小说《黄祸》中，便有一场与这次「天安门自焚」几乎一样的事件。小说中安全部买通绝症病人，制造自焚事件以便为镇压制造借口。自焚死者是位双乳切除的晚期癌症患者，书中公安部长许诺事完后给她家人三百万元。小说中关于「自焚」的情节是这样的： 
   　　「六四…… 」姑娘颤声张开黑洞洞的嘴。交易规定她必须在点火前喊出口号，以证实她是为「六四」翻案而不是为别的事自焚。她背了无数遍拟好的口号，到头来还是没记住。「……翻案……」只出来两个词。 
   　　好在也够了。火苗从打火机上窜出，那是事先一试再试绝对保证一打就着的防风打火机。然而就在火苗窜出的同时，一只巨手已经抓住了打火机。陆浩然（注：小说中中共当局的最高层人物）几乎要喊出声来，功亏一篑！火苗没接触到汽油，姑娘没有被点燃。另两个大汉已经抓住她的身体。她再挣扎也敌不过三头大猩猩。何况她半点挣扎的意思也没有，一动不动。全部过程只有零点几秒。打火机眼看着进了大汉的手。突然轰地一亮，姑娘化做一团爆发的火球。三个大汉被弹射的火焰扑面打翻。火团中发出一声姑娘凄厉的长叫，如同野兽，只分辨出其中两个字：「……骗──我──」她像飓风一样扑向广场人群。 
   　　这个情节与十年后「天安门自焚」中的刘春玲在火点起来后先是痛苦地奔跑，然后后脑杓挨了一闷棍立刻倒地的情形极其相似。 
   　　「自焚」发生后十二天的2001年2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菲力普.P.潘（Philip P. Pan）的文章：《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公布作者亲自深入刘春玲「自焚」前所在城市河南开封调查后，所发现的一些惊世事实： 
   　　刘春玲不是开封本地人，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 
   　　刘春玲曾不时殴打老母和幼女； 
   　　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更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 
   　　「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 
   　　这份声明公布后，中国代表团噤若寒蝉，连抵赖的机会都放弃。 
   2003年11月，北美华语电视台新唐人制作的分析这起天安门自焚的影片《伪火》（False Fire）在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荣誉奖。这起事件因发生于新世纪第一个中国农历年的除夕，及其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被海外评论家称为「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又因其破绽太多被戏称为「天下穿帮第一戏」。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像是，「天安门自焚」发生后，十年前出版的小说《黄祸》在中国大陆再度严遭查禁。当局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可见一斑。
   然而，身在劳教所的我对这一切当然一无所知。我因炼功一事被调到一班后，李春也失去三班班长职位，被贬到二班成了「白丁」。这天她趁乱溜到一班，劈头质问我「自焚」是怎么回事，那口气好象我欠了她好多钱似的。 
   　　我看得出来，这件事大大地动摇她对法轮功的信心，只好问她：「我有没有给你讲过炼功人不能杀生、更不能自杀？讲没讲过什么叫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不是做了动作就是修炼人，没达到修炼人的要求，就不是真修！」 
   　　说了半天，她还是问我：「那他们为什么要去自焚？」她的语气大有我如果不说清楚她就再也不相信法轮功的意味。 
   　　我只好用我看出来的唯一一个破绽问她：「我问你，『自焚』发生在23日，为什么30日才播这条『新闻』？这里头有什么鬼？」（出了劳教所才知，新华社在事发后两小时就用英文向海外播发这条消息，可是国内电视确实是七天后才播。） 
   　　她还是坚持问：「那你说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儿？」 
   　　「让我说，肯定是共产党派人混到炼功人中间，然后煽动几个胡涂人干的。只有共产党现在才最希望有人自焚！法轮功学员中也混有专门来搞破坏的。你说劳教所这些『转化』后打人的，还能叫法轮功学员吗？搞破坏有很多种形式，这是最厉害的一种！千万别拿他们当法轮功！」 
   　　听到这，她才犹犹豫豫说：「我说嘛，我听着电视那个刘葆荣说的话就不地道，说什么烧起来冒白烟，谁不知道汽油一烧肯定冒黑烟啊？哪有什么冒白烟的？神经病！」 
   　　「对！你就拿他们当神经病！法轮功可绝不教人干这种事！」 
   　　李春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却出来了。「自焚」事件发生，这一批上台「揭批」的人还必须结合着「自焚」批。这可叫我怎么「批」？ 
   　　我琢磨半天，想起张青的话：「我现在才发现，谁是邪教？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连『真善忍』都要镇压，不是邪教是什么？」 
   　　是的，共产党是一个邪教。一般政党只是一个参与竞选，组织政府，有一定执政纲领，在治理国家有一定倾向的政治团体，可是共产党却不仅是一个政党，它还做了所有政党都没有做的事，它涉入精神和信仰领域，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宗教。作为宗教，它又做了所有传统宗教都没做过的事，那就是党、政、教、军合一，全面严厉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就共产党的整人历史和它扭曲人性、破坏民族文化、传统道德，以及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独立的思想体系存在…，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最大的邪教。 
   　　对！就这么批！不管怎么说，我认定共产党煽动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大，就算不是有人蓄意煽动，叫自焚的人「邪教徒」总没错，反正他们不是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于是我就直呼其为「邪教徒」，狠狠地「批」了他们一通，说他们不该残害生命。 
   　　上台时，我本想赶快念完就算了，可念到「自焚」那儿，一想到这件事给法轮功带来的可怕后果，还是一心痛就掉了泪。我的眼泪穿插在那样的场合和上下文之中，让人感觉我是真的在为炼过法轮功而悔恨。 
   　　
(第五章 惊涛骇浪 全文完博讯

第六章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觉者的光芒
   2000年底，新安劳教所来了六名特殊身份者，他们是从团河男子劳教所转过来特别「顽固」的男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都有很多「事迹」。
   块头一米八三的东北学员武宣在东城区看守所因长期戴着只有死囚犯才戴的重达不知是三十多斤还是三十多公斤的脚链，一条腿已残，体重也从九十多公斤减到六十多公斤，瘦得竹竿似地跛着一条腿，在集训队被打得吐血还是不「转化」。
   张德的妻子梅玉兰（真名）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时被折磨致死。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黄越曾有连续十二天十二夜没睡的记录，连看守他的犯人都暗暗心惊，问他：「你到底能『扛』多久？」他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我的物质身体会跨，但我的精神永远不会」。
   正在爱尔兰上研究生、回国探亲时被捕的李法明曾连续三个多月每天以「单腿蹲式」在楼道一动不动蹲到凌晨三点，还被摁在脸盆里坐着再塞到很低的床底下，床板被他的身体顶了起来，十几个犯人再一起坐到床上去压，致使他脊柱受伤，腿部肌肉长时间失去知觉，他还被绑在床上被六根电棍同时电击……
   　　总之，团河劳教所把能想的办法想尽了，能用的酷刑也用了，还是「转化」不了他们，还有好多已「转化」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又「翻」了「车」。万般无奈，不知哪个「天才」想出这主意，将堂堂男儿送到女子劳教所，看看能不能「东方不黑西方黑」，在这里将他们「转化」过来。 
   　　那时，新安女子劳教所的编制已扩大到七个队，加上少教队就八个队了。劳教所两座楼八个楼层已住得满满。每队的级别也从「中队」改为「大队」，原来被用来装点门面的「图书室」、「活动室」都变成监室，甚至连「物品存放室」、「质检室」、「队长值班室」都腾了出来。 
   　　这六人来了后，当然只能分开关在少教队的各个班，让那些十几岁的小男孩「管」着这些大人。小孩们据说有「立场」不太「坚定」的，有一次替他们传了纸条，结果被警察抓住。警察治人有「诀窍」，他们知道电这几个「顽固分子」根本没用，就捡软的捏，电小孩。电的法子更「妙」，张开嘴，将电棍伸进嘴里放电，电完后虽然口腔一塌糊涂，吃饭说话都困难，但外表看去，除了脸有点肿，什么破绽都没，接见时就算家人看见小孩神色面庞有异，当着警察的面小孩也不敢说。非但不敢说，连流出的泪都得拚命忍回去，否则家长一走后患无穷。 
   　　后来，这六个人干脆连眼色都不交换了，省得带累别人。 
   　　六个人的「生活」问题好歹就这么解决了，「思想」问题呢？「承包」！也就是说，将「转化」他们的任务分别承包给各个女队。 
   　　我们队「承包」的是李法明，每天由王兆挑选一组人去「帮教」他。 
   　　这时，差不多正是我进行完「转化」的前四个步骤，就差「帮教」最后一步。刚好李法明也是个研究生，王兆也想进一步「考验」我，于是我便被委以参加对他「帮教」的「重任」。 
   　　每天吃过早饭，我们便准时「上班」，由警察将「帮教」小组的成员押到少教队所在的楼，将李法明叫出来，将某个队长值班室辟为「帮教」现场，对他进行「帮教」。 
   　　「帮教」短则几小时，长则一整天，中午吃饭都不许去食堂，由警察找人将我们的饭送来，就在值班室吃。至于采用什么手法「帮教」，全随「帮教」人员的便。 
   　　我混在「帮教」队伍，很少说话。其他人轮流向他灌输那套已快让我的耳朵长茧的东西。 
   　　李法明几乎从不说话，始终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不管「帮教」的人如何「天花乱坠」，他始终岿然不动。 
   　　过了好些天，我们的「帮教」毫无起色，队长急了，发狠说：「把李法明弄到这边来，多叫一些人，轮着班攻他！」 
   　　他被带到我们所在楼的队部办公室，队长叫了十几个人围攻他。在长期「疲劳战」、「车轮战」和「攻心战」的夹击下，他物质身体的承受几乎已到极限。 
   　　围攻人则抖擞精神，魔性大发，将恶毒的企图夹杂在恶毒的语言拚命向他攻去，整个房间弥漫说不出的邪气。 
   　　有人提到政府定的「邪教」标准，即「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并将法轮功与这个标准比较时，他开口说话了。 
   　　这几乎是他第一次开口。他的声音出奇平静而理性，没有半分怨憎和气恨。他说，那个标准是人定的，不是天定的，它那个标准本身就是错的。别的不说，以「神化首要分子」为例，释迦牟尼一出生，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耶稣则直接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要求人们绝对服从他。世上哪个正教没有「教主崇拜」？怎么能说有「教主崇拜」就是邪教？再说法轮功根本就没有「教主崇拜」，也跟那个「标准」沾不上一点边，是吧？ 
   　　攻击他的人被问得哑口无言，我暗暗喝采。后来他又给我们讲起他在团河劳教所时曾有机会看到师父的最新演讲内容。他讲着讲着，我突然觉得有种力量打到我生命的最微观，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来。我已经太久没有听过师父的演讲了，太久没有跟这样清醒、纯正而悲悯的大法弟子在一起了。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我在流泪，我拚命将头扭向一边。扭头瞬间，朦胧的泪眼仿佛看到一个天国世界的大觉者正在给他的众生讲法。他带着无以伦比的威严和慈悲，放射纯正温暖的光焰，将他周围一切都笼罩在他的世界的光芒里。 
   　　后来他又被带来许多次，二队将能用的人和办法都用尽，「帮教」工作还是以彻底失败告终。只好又将他「转包」给三队、四队、集训队，谁也动不了他后，将他转回男所。 
   　　我们很难想象他一共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一年的劳教期满后，他又被无端加刑十个月。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团河劳教所时不知用什么办法将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传到外界，登上明慧网。他所遭受的迫害惊动爱尔兰朝野和国际社会，一个专为营救他而成立的「李法明之友」的成员四处奔走呼吁，举着他的巨幅照片上街游行；不论王公贵族或黎民百姓，许多人都曾参与营救他。劳教所后来终于在他十个月多加的劳教期满后，于2002年3月将他释放。十天后他回到爱尔兰，一直致力于揭露劳教所的残酷并继续为法轮功呼吁。 
   　　

短暂复活
    　　
   李春跟我分开后，有好一阵都像失群的孤雁，一到在楼道集合时就在队伍中朝我扮苦脸，皱着眉可怜地无声地说：「我想你……。」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个新的「伴儿」：刘淑英。 
   　　刘淑英八月初进二队后，跟在调遣处时差不多，成天都低着头，不说话，不看任何人，走路非常困难，每天勉强排在队里跟着其他人一起上食堂，生活全靠别的学员帮助。 
   　　慢慢地，我不知从哪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事情。 
   　　她是个大学生，上天安门打横幅后被抓到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她在看守所绝食到第十一天时，警察将她拉去上电针。 
   　　据说「电针」这种刑罚是在人体各个穴位插上电极，接上电线，然后通大流量的电。这是一种比电棍更可怕的酷刑。 
   　　刚一通上电，刘淑英就晕过去。等她醒来，脑子什么都不知道了，记忆和知觉都丧失。 
   　　几天后，她被判了劳教送到调遣处。我们这才「有幸」在调遣处见到她那副不成人样的样子。 
   　　周杰被调到二班和她在一起后，对她的状况心痛不已，虽不知她还有没有听觉和思维能力，还是不死心，每天悄悄将《洪吟》背给她听。 
   　　刚开始她完全没反应，一个多月后，她突然开口说话，说的第一句是：「揭批师父是错的！」 
   　　后来她告诉周杰，现在她想起来了，在调遣处她每天迷迷糊糊时警察曾让她照着什么书抄东西，想来肯定是揭批稿什么的。 
   　　这些话马上传到王兆耳里。周杰立即被下集训，然后王兆组织一帮人重新对刘淑英「帮教」。 
   　　这些人天天将刘淑英弄到办公室围攻，王兆也亲自上阵，对她说：「好！这回你活过来了，你当初来时那副死人样，我都不想要你！队长对你够照顾了吧？毛衣不让织，二十三号令没让你背！你倒好！一活过来先耍赖！不承认自己写过的东西！好，你活过来了是吧，活过来了先补你的学习任务！」 
   　　于是王兆罚她天天晚上不许睡，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抄「二十三号令」，直到凌晨三点。 
   　　可怜刘淑英那时刚会说话，拿笔都困难，字根本就写不成样，每天夜里只能瑟缩在楼道的小凳子上，在深秋的严寒里发抖。 
   　　一个多星期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对王兆说，我已是个废人，我的身体已彻底垮了，连维持人的尊严都困难，也没勇气没能力再坚持什么，活着也就是等死而已，你让我写什么我都给你们写，但我心里知道揭批师父是错的。 
   　　王兆听到这话，气得要跳起来，到底还是让向红等人将她弄到队部 毒打一顿，她抄着手在门口看。盛怒中，她忘了楼道里还蹲着一个人，将这一切看在眼里。那人是十八岁的倪蓓，盗窃进来的，因和少教队的男孩传纸条被发现，那天晚上被罚蹲。 
   　　我不知后来她们是怎样放过刘淑英的，是不是打得她说了「揭批师父是对的」才算完事。从那后，刘淑英又不说话了，短暂「复活」后，她再次成了活死人。 
   　　

美丽的奇迹
   　　
   李春进二班后，打量来打量去，仅有的两个「正常人」她看不上，其他所有已「转化」的也让她很不佩服；倒是从不说话的刘淑英激起她的侠义心肠，她有事没事总照应着她，只拿她当「自己人」。 
   　　我看到后着实将李春夸了一番，嘱咐她继续下去，最要紧的是要想办法重新激发刘淑英的生趣。过了几天李春向我「汇报」：没戏，我怎么变着法子跟她搭话她都不理，但我看她心里还明白事儿。 
   　　这一天，一班人员外出「帮教」归来，说警察告诉她们，李洪志又发表一篇新经文，叫《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并让她们针对这篇经文写篇批判文章。她们说，我们没看过经文，怎么写？警察说，不用看了，我解释给你们听吧，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骗政府吧，使劲骗，骗完了我还要你们。于是那些「帮教」人员就真的根据警察的「解释」各自写了篇「思想汇报」，批判这篇经文。 
   　　一个有趣的现像是，镇压后，法轮功的海外网站统统被封，大陆法轮功学员和一般民众根本看不见，而负责镇压法轮功的警察、「610办公室」工作人员却必定天天拜读。网上要是有法轮功的新经文，那更得潜心「研究」，看看怎样歪曲这些新经文，才能达到「转化」更多人的目的。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篇经文有一段是这样的

「一年多来，邪恶利用其被当作工具的坏人，采用各种刑具与方式毒打与折磨大法修炼者，多人被打死、打残、送入精神病院都没有改变真正修炼者的坚定正念。在编造假经文、不许学员睡觉、栽赃陷害、造谣等流氓手段的威逼、欺骗、高压下，一些学员在神志不清时被迫写下了什么所谓的『不炼功』或『悔过书』之类的东西。这都不是学员内心真实的表现，是不情愿的。虽然他们有执著，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做了一个修炼者不该做的，可是对一个修炼的人是要全面看的。我不承认这一切。当他们明白过来时，马上会从新去做作为一个大法学员此时应该做的，同时声明由于高压迫害中使学员神志不清时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修炼。全国各地学员的声明每天大量出现，最后一个想要通过强制和欺骗、企图改变大法弟子正念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邪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大法弟子通过修炼对法真正认识与实修中本体升华后佛性体现出来的坚定的心。」 
   　　我虽没看到这篇经文，但仅凭经文的题目和警察的「解释」，以及我对警察的了解，立即就「天才」地猜出：师父一定是公开表示他不承认劳教所的一切，被迫签下「保证」的还有修炼的机会。是的！一定是这样！他们用这样流氓的手段逼得这么些人写了「保证」，难道真的就这样给他们毁了不成？ 
   　　猜到这点，我第一个就想到刘淑英。应该马上告诉她这消息！ 
   　　之前，我曾利用去食堂跟她排在一起的机会悄悄跟她说过话，问她为什么要这样灰心？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可她空洞的大眼一点反应都没有，目无所视，我甚至不能确定她听到我的话没有。她的双眼、整个生命那种连绝望都不再拥有的彻底空洞让人不寒而憟。 
   　　一定要将这消息告诉她！这可能是她活过来的唯一希望了。 
   　　怎么才能跟她说上话？我想起手里正织着的毛衣。我调进一班不久也像李春一样被警察指定织单件加工的活，这时手里正有一件未完成的。当晚我便以找李春请教技术问题为由取得进二班的许可。 
   　　李春的床正好在屋角。她一看我进来，便猜到我是来找刘淑英的，赶快将刘淑英拉到床边坐着，又搬出一大堆毛衣书堆在床上指指点点做样子，然后有意无意端个凳子坐在床头挡着她床前的过道，把我和刘淑英与其他人隔开来。 
   　　刘淑英被动地坐在床边，还是一副彻底的空洞。 
   　　我硬起头皮悄声对她喊：「刘淑英！我告诉你，师父出新经文了！题目是《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师父说他不承认劳教所的一切，所有被迫写过『保证』的都还能修炼！真的！你还能修炼！赶快振作起来！」 
   　　她一动不动坐在上床床板所构成的阴影里看着我，看了半天终于费劲吐出两个字：「真的？」她的声音生涩又空泛，像是久不运用被锈住了。 
   　　「真的！千真万确！经文都发表了！你一听题目就知道了：《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是队长告诉外出『帮教』的人的，绝对可靠！」 
   　　她又盯着我，看了良久，一个美丽的奇迹出现在我的眼前。
   　
   　她抿着嘴对着我莞尔一笑。　　
   那笑一闪即逝，却像一个无声的霹雳将我撼动；像是昏暗的囚室剎时放出光明，黑云压顶的天空露出一丝灿蓝，万年冰封的荒漠突然绽放一朵春花，喜气洋洋，娇艳欲滴…… 
   　　九个月前，她刚从调遣处过来时，宋梅抽泣的话再次回响耳边：「那时她多漂亮！……。」她何止是「漂亮」，她浅浅一笑原来便可以美丽如许！
   她终于用仍然生涩的声音给我讲了一个她一直压在心底的秘密。原来她上次「活」过来又被王兆整治得「死」过去后，经常做恶梦，梦见她跟一些人一起在满地脓血中痛苦地打滚，然后痛苦地死去……。
   　　她本来就知道「揭批师父是错的」，这下更确定无疑，相信这梦是她无可逃脱的结局。那她还会有生趣吗？ 
   　　我对她说：「师父从来都让我们『以法为师』，没让我们『以梦为师』，你相信那梦，就只有被自卑心真正毁掉！」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还能修炼吗？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当然能！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还没开始修炼呢，就算跟他们一样从头做起又何妨？师父不是讲过『朝闻道，夕可死』的真正含义吗？修炼人没有身体垮了这一说，相信师父，相信法，这点事儿不是事儿！你不是还有十几天就该回家了吗？出去后一炼功，很快就能恢复！」 
   　　「可是我家里的大法书都被抄光了怎么办？」 
   　　「我还有。我给你一套！」 
   　　我们很快安排好了出去后的一切：我怎么跟她联系、通过什么方式将书给她等。她的电话号码我不敢写在任何地方，只能拚命记在心里，每天复习若干遍，确保不忘记。
   刘淑英出去后顺利跟我联系上，我给她一套书和炼功磁带。她恢复的速度真是惊人，脸上很快有了血色，嘴唇也红润艳丽，加上那美灿如花的笑容，谁也想象不出她一年前刚被送到调遣处时那副吓人的样子。 
   　　她很快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劳教所写的东西统统作废。声明发表后，为免再次被抓，她毅然离家出走。我当时真没想到，她在经受那样可怕的迫害后，还能那么快就下那样大的决心。
   从2001年元旦至2002年1月这13个月内，共有54700余人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每天平均140多人，最多的一天470人。有的被逼着写了「保证」的法轮功学员找不到能上网的功友，便将自己的严正声明写成大字报，署上名贴到闹市去。 
   　　警察天天盯着明慧网看。有人头天刚发声明，第二天就再次被抓。后来劳教所对期满释放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辅导期」从原来的半年延长到三年，即释放出去后三年之内有「翻车」的，仍然罚劳教所警察钱。
   　　现在明慧网每天仍能见到几十到几百份「严正声明」。这些声明有小学生的，有博士生导师的；有短的，有长的；有平平淡淡的，有字字泣血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严正声明」，可能很难想象这些声明背后所蕴藏的惊心动魄与生生死死。
   　　

目睹悲剧
    　　
   进了一班，我还发现一个秘密。怪不得那么多新来的无声无息便被「转化」掉，原来她们不知何时起订了个规矩：来了就得写「保证」，什么时候不写什么时候不给睡，不管多长时间，简单得很。我在新安所时最长的记录是连续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据2001年7月出来的人说，后来这个记录上升到整整一个月。
   有一个叫马荣的法轮功学员，在调遣处时曾在盛夏的高温中被连续绑在床上多达五十多天，整个背部、臀部的肌肉皮肤都腐烂，放下来时胳膊不会动，路也不能走。她被绑在床上时看守她的小哨还动不动跳到她身上骑着煽她耳光。可就是这样，她也没屈服，这使她在调遣处「名声大噪」，谁都认为她再遭多大罪也绝不会「转化」。谁知到了这边，她们熬她五天五夜，间或辅以殴打，主要灌输「理论」，她就没有「扛」过去。
   还有一个学员，在调遣处被四五个警察踩在地上电，电流大得警察踩着她都身不由己起蹦，电完前面又像烙烧饼似翻过去电后面，电得她前胸后背全是黑圈她也没说个「不炼」，可到了这边同样没过去不让睡觉这一关。 
   　　刚进一班时，由于我尚被视为未曾彻底「转化」之列，所以「转化」其他人员的事还不让我干。每有新的人来，班里的「帮教」人员轮流彻夜熬着她们不许睡觉时，我都用被子捂着头，像鸵鸟一样视而不见。 
   　　「天安门自焚」后不久，王兆被调到新成立的七大队当大队长，走时将一班几个她一直「重用」的「帮教」人员也带去。 
   　　原来的「帮教」人员走了，新来的管班队长不知我的「底细」，王兆走得匆忙，似乎也没交代，她便指定我也参加「帮教」。 
   　　这日劳教所又来一批新生，有两个被分到一班，其中一个叫何江。她二十多岁，老家是甘肃，我带她到水房洗漱时，她看我还和气，以为我是没「转化」的，便问我：「你刚来时怕不怕？」我说：「不怕，你怕吗？」她说：「怕，我怕被『转化』。」 
   　　我暗叹一口气。我们来时，还没怎么听说过有「转化」的，所以还没有这种思想负担，而现在警察从调遣处那儿就开始告诉她们：你们现在硬吧，到了劳教所那边一样「转化」！比你能「扛」的有的是，你算老几？每个新来的都被安排在已「转化」人员的包围中，想我第一次听到胡秀英被「转化」后的胡言乱语，差点惊得从椅上摔下去，她们的压力能不大？ 
   　　第一夜何江扛过去了，第二夜也扛过去了，但我看得出她思想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我的包袱一点也不比她轻。我知道「转化」对法轮功学员意味着什么。她的包袱沉甸甸压在我的包袱上，我一点也不比她好过。 
   　　第三夜前半夜，该我值班。这时她的眼睛迷迷蒙蒙的，似乎根本听不见别人讲话，只一言不发站在那里坚持不「转化」。 
   　　耗到半夜十二点多，班长崔瑞终于不耐烦，对我们几个说，你们都去睡吧，把她交给我。我被调到一班刚一个星期，崔瑞也被王兆从三班调过来，从此免去食堂的苦差。去食堂干活虽然每天可加一分，却很累。那时崔瑞的分早就够评奖，再加就多余，所以她一直要求调回来，但一直没得到允许。这次因检举我炼功有功，王兆才成全她，还提拔她当了一班班长。 
   　　我如蒙大赦走向洗手间，准备去方便好上床睡觉。三天熬下来，我也困得实在不行了，要能睡过去，便可以继续像头埋在沙地的鸵鸟，暂时不管猎人的枪声。 
   　　楼道悄无声息，似乎所有人都在熟睡。我刚出洗手间，便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静寂。 
   　　惨叫过后，是一记重重的闷响，然后是脚步声、拖拉声、凳子倒地声、斥责声、骂人声……，种种声音交织一起，乱作一团。 
   　　我的心没有乱跳，全身的骨头却突然发软，两条腿险些支撑不住。究竟发生什么事？ 
   　　扶着墙，我拖着发软的腿回到班里，看见何江躺在地上，已失去知觉，周围围着好几人，崔瑞正死命掐她人中，想把她弄醒。 
   　　那惨叫是何江发出的，接下来的闷响是她用尽全力一头撞在墙上。 
   　　我从班里出去后，崔瑞跟一班另一个新来的吸毒犯一起强迫何江贴墙「飞着」，想给她点「苦头」吃。三天三夜还不「转化」，崔大班长的「忍耐」已到极限。 
   　　「飞」了几分钟，何江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即将被「转化」的巨大恐惧让她不顾一切做出一个决定：与其被「转化」，不如现在就自行了断！ 
   　　于是她跟崔瑞要求上厕所，崔瑞同意了，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结果她一出门就长叫一声向墙撞去！
   　　可是她没有撞死，只是晕过去，很快就被崔瑞连掐带踹弄醒。闻讯赶来的警察将她一通乱骂就走了，她照样又落到崔瑞她还是被迫一直站着，但那夜好歹扛了过去。到了第四晚，崔瑞说一班的人太「面」了，治不了她，将她交到二班几个「帮教」人员手里，请她们「友情帮教」。我进一班后一直在班里公开反对打人，一班的「帮教」人员还真没有打人的。有一次我找到二大队的副大队长谈打人的事，我说，队长总告诉我们明慧网造谣，可是劳教所有没有打人的现象呢？结果她说，没关系，只要一「转化」，出去后就不会说了。马荣遭那么大罪，可她一「转化」就表示劳教所的事她出去后绝不说。 
   　　二班「友情帮教」的人将何江弄到队长值班室。到了后半夜，崔瑞责令我去看看她写「保证」没有。 
   　　我来到队部。何江显然刚挨过打，正站在那里义正辞严对「帮教」人员说．「我就是想做好人才炼法轮功的，想让我『转化』？『转化』到跟你们一样动手打人？死也不会！」 
   　　「帮教」人员不理她，继续向她灌输那套歪理。 
   　　我坐下来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她。她已四天四夜没睡，前夜那一撞几乎将她的能量耗尽，这时她的脸上除了憔悴，还是憔悴。 
   　　不知过了多久，我再抬头看她，发现她脸上的神色开始有些不对劲。她听着那些人的「帮教」，两眼越来越迷蒙，越来越迷蒙，迷蒙到呈现一种愚蠢的神色……。 
   　　不好！我在心里拚命对她喊：「千万别听她们的！千万别听她们的！」 
   　　可是晚了。愚蠢的神色闪过后，她的眼睛突然放出那种我曾在赵英眼里看过的奇怪的光，接着她一下子怪笑起来。笑完后，她「恍然大悟」地对那几个对她大打出手的「帮教」人员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你们怎么不早说呀！这回可把我给打醒了！太谢谢你们了！」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明确地目睹一个人被「转化」的一剎那。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给你看，那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幕莫过于此：天使突然变成魔鬼；一个正常的人被逼得发了疯。 
   　　笑完后，她痛痛快快坐在桌子旁，要她写什么就写什么，「保证」、「决裂」、「揭批」一气呵成，再也不扭手扭脚。后来她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一班的「帮教」能手，跟着最「老牌」的「帮教」人员天天去接见楼「帮教」那些「学习班」的人，为劳教所创造经济效益。 
   　　动不动就拿菜刀砍人的崔瑞此后号称她患了「新生恐惧症」。不管怎么说，何江的拚死一撞把她吓得够呛，她当然知道逼死人命是要负责任的。万一真出了事，警察说不定将责任推在她身上，让她当替死鬼。可是不把「保证」逼出来，她又脱不了干系，最起码是睡不了觉。那时，她还不知道「上面」有「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口谕」，只是按常理推断逼死人会担责任，她能不患「新生恐惧症」吗？每来一次新生，类似的恐怖故事便会再次上演。 
   　　

人格分裂
    　　
   我就这样身不由己加入了帮凶的队伍，看着一幕幕惨剧发生。心痛到过不去时就咬牙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圆融」不过去时，我就对自己说我出去后一定要揭露这一切。 
   　　我觉得我的人格开始分裂。在意识的深处，我时常恶心，时常恐惧着我会在哪一天因不能将这分裂的人格统一而彻底精神分裂……。 
   　　记不得是哪天了，可能是三月中下旬，我被告知我将提前八天释放，作为对我「转化」的「奖励」。我不知这「奖励」的依据是哪来的，可能只是「论资排辈」，按进劳教所的时间先后，轮到我了吧。春节后劳教所曾提前放了一批，跟我一起来的古华因「转化」最早，就在那次被提前两个多月放了出去。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不「转化」的就被加刑，起步就是半年，这时已加了两批，一批是从团河劳教所转到新安劳教所来的六个特别「顽固」的男法轮功学员中率先到期的三人，还有一批是女所的，包括白莲和李文。 
   　　2001年4月3日，是我在劳教所最后一天，第二天一早所有被提前释放的开完「评奖大会」便可直接回家。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照样奋力织着手里的活，这似乎已成机械性的习惯。对我来说，干活比「帮教」不知强多少倍，当然千方百计争取留在班里「劳动」。 
   　　入夜后，程翠将我叫到队部。王兆被调走后，程翠又被调回来当二队的大队长。 
   　　「我回来后一直想找你谈谈，可惜一直没时间。我想问你，为什么你写东西从来不用『揭批』作标题？还有，我发现你用每个词好象都推敲得很仔细，话里有话似的，是你学理工科养成的习惯还是什么？」 
   　　我一边低头织毛衣一边说：「可能是习惯吧。」 
   　　「那你现在怎么看法轮功？」 
   　　「我不想搞政治。」 
   　　我感觉她一直在看我，但我没有抬头，只飞快地织着。最后她叹气道：「我看你挺聪明的，什么都明白，我就不多说了，出去后好自为之吧！」 
   　　说完这些，她像要最后「考验」我一把似地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再给劳教所做最后一次贡献，晚上就别睡了，给我看着从石家庄来的那个王博（真名）！第一个任务是让她先穿上劳教所的衣服！」 
   　　王博才十九岁，本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因炼法轮功一直关在石家庄劳教所。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谁也不穿劳教所的衣服。 
   　　4月3日那天一早警察假意找王博谈话，她一出门就直接将她架到北京。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什么东西也没带，穿双拖鞋就来了，当时她正来着例假，却连卫生巾都没得用。 
   　　我「奉命」去看守她时，她的神情已疲惫不堪。白天警察在队部强行给她穿了很多次劳教所的衣服，穿一次她脱一次，到了半夜还是没穿上。这时全劳教所已有984人，二大队一张空床都没了，所以王博只能待在队部，等隔天我们这批被释放的人走后再将她安排到有空床的班里。 
   　　看见她消瘦的小脸，不知怎么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白毛女》的插曲：「羊儿落进虎口里，苦日子怎么过？」 
   　　我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她，好几次想暗示她到了这里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能听那套歪理，她却困得直往桌上趴。我除了说服跟我一起看她的人让她趴会，又能帮她什么呢？ 
   　　熬到凌晨三点多，别说被折腾一天的她了，连我都开始犯晕。已睡了一觉的程翠精神抖擞出现在门口，一看王博还没穿上劳教所的衣服，满脸不高兴地让我们两个看守的人先回班里。 
   　　回到班里刚爬上床，我就听到办公室那边响起刺耳的训斥声和其他一些什么声音。十几分钟后程翠走过来，仍让我俩去守着王博。 
   　　王博已穿上囚衣，不再脱了。猛一下离开生死与共的功友，见到的不是比狼还狠的恶警，便是已背叛信仰的「犹大」，我感到她的意志力已快到了头。 
   　　天亮后，一夜未睡的王博终于按程翠的要求，身着囚服和借来的布鞋站在出早操的队伍里，一夜未睡的我心中没有一点即将回家的喜悦。在这地狱般可怕的黑窝里，王博的日子可怎么过？这才刚熬一夜，她就已经初具一年后中央电视台将她竖立为「转化」典型、新华社发表文章时所形容的那种「面色苍白、眼神呆滞、披头散发、歇斯底里」的雏型了，再熬下去她会怎样？ 
   　　王博被「转化」后，帮助警察对同是法轮功学员的父亲进行诱捕，将父亲抓进洗脑中心。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一个名叫《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妈妈》的节目，说王博一家在党和政府「春风化雨」般的「关怀、教育、挽救」下「获得了新生」并「阖家团聚」。王博的父亲王新中（真名）从洗脑班逃出来后，在明慧网公开发表文章揭露中央台的造假内幕。文章说电视台的节目完全是捏造的，当时只是为了拍电视才将他们一家三人弄到一起，拍完节目后一家人立即被分开，王博的母亲留在劳教所，他和王博仍送回洗脑中心。一家人见面时王博曾对他说：「爸爸，我在劳教所极其痛苦。他们把我绑架到北京新安劳教所，在途中的火车上，我差点跳车，我不知道我在后面遇到的迫害是否能承受过去。到北京新安劳教所，他们用24小时每天都不让睡觉的办法，连续6天不让睡觉，灌输颠倒黑白的谎言，看歪曲法轮功的录像，强制洗脑。用那里警察的话说：我们就是用对付间谍的办法使你精神崩溃！」「爸爸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被转化后，内心的矛盾，精神的压抑，生不如死，有时我感觉像60多岁的人，在我精神当中死过好几次了……。」 
   　　王新中发表文章后再度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生死难卜；而王博虽然被当作「转化典型」得到党的「关怀」，于2002年9月复学，但一个月后又被送到河北省洗脑中心关押，到2003年春节时仍走到哪里都有警察和「610办公室」的人「陪同」。
   　　

释放
   　　
   带着一夜未睡的昏沉，我跟着「一、二、一」的口令在王博身边走着。我心里没有喜悦，没有轻松，没有解脱，只有一种再多待一天我也一定会疯掉的真切感。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当警察将高压电棍放着电伸到我鼻子下面划来划去时我能镇定到连眼也不眨一下，而听到何江撞墙前的惨叫却会被吓得骨头发软——只因把她逼到这个份上也有我的一份……。 
   　　吃过早饭，将在那天被释放的人被警察押着到阴潮的平房取回自己的行李，然后坐上大客车和一些选出来的劳教人员「代表」，一起来到「鸟语花香」的团河男子劳教所参加「评奖大会」。 
   　　为什么要到这边来开「评奖大会」呢？因为这里的草地养着一些温顺地吃着嫩草的小兔子，拍摄起来像疗养胜地，能充分体现党对法轮功学员「无微不至」的「人道主义关怀」。 
   　　开会的议程我统统忘了，昏头昏脑始终觉得像做梦。开完会，我们被带到大门口的一座小楼，小楼旁的地上一字摆开的袋子里装着家属给我们送来的衣服。 
   　　我们各自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袋子，然后被带到一个房间换装。我脱下穿了一年的劳教人员「行头」，摘掉胸前贴有照片、写有我的名字的劳教人员胸卡，「刷刷」两把正要撕掉，转念却把它留了下来，装进衣兜。这不是我曾经受过迫害的有力证据吗？ 
   　　换好衣服，最后一次在警察的口令下排队走向大门。沉重的电动门徐徐打开，马路对面一大堆人正伸长脖子往这边张望，我一眼就认出手持鲜花的先生和他身边的秦教授。
(第六章 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全文完
第5部 流亡
第一章 揭发真相
    

又见狼窝　　
    
   我以为总算获得自由，旋即发现大错特错。 
   　 从先生手里接过鲜花不到一分钟，我便看见牛军、吴兵那两张熟识又衰老许多的脸。情况并非如我所想那样将坐着先生的车回家，而是被带到一辆面包车。 

   　　世事沧桑。一年未见，衰老的不仅是牛军、吴兵，还有我先生。他们的脸上都写满身心的疲惫。这一年我在劳教所中九死一生，他们看来日子也不好过。 
   　　面包车是派出所的。先生和秦教授都坐这辆车来，也必须跟我一起先回派出所「报到」。车上还有一张陌生面孔，这张脸「向上爬」的欲望比牛军的还多。 
   　 牛军向我介绍：「这是区政法委的戴主任，『610办公室』负责人，现正主持抓法轮功问题。今日亲自来接你，给足了面子。」 
   　 戴主任「热情」地说：「你回来可好了，现在我们整个区的转化班只有古华一个人在做帮教，力量太薄弱，你年轻，有文化，这下我们区的力量加强了！希望你早日到转化班来工作，为政府尽力。」 
    我能去尽这种「力」吗？五天后我就不得不离开北京。 
   　　

妹妹被捕 　　
    
   我先去新疆，辗转扺达成都，找到藏身于一间小酒吧的妹妹。 
   　　妹妹本来是家乡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我最后一次被抓时她尚在家休产假，听到我被判劳教，就给单位领导写信，谈了对镇压法轮功的看法，然后前往北京想为我提供法律协助，却将法院「领导」吓得连夜开车追到北京，在她什么也没来得及做之前将她拦截。 
   　　法院「领导」为何那么紧张呢？因为妹妹多年工作太出色，连续九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单位人缘特别好，镇压法轮功后，他们为了「保」她，趁她在家休产假，往上呈报「法院无一人炼法轮功」。他们本以为妹妹会领情，谁知她不鸣则已，一鸣就「鸣」到北京！ 
   　　他们星夜将妹妹找回去，让她写个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他们就将她的事按住不报。妹妹拒绝了，他们不敢再瞒。于是妹妹被开除工职、党藉，尽管刚产后五个月，孩子尚在哺乳期，还是被拘留一个月。 
   　　从拘留所出来半年后，妹妹痛感世人对镇压的麻木，决定再上北京表达心声，于是又与三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炼功，胳膊刚举起来两分钟就被抓，关到绵阳市驻京办事处。
   她户口所在地的警察要求妹夫缴3500元「遣送费」，好去北京将她押回原藉。妹夫无钱可付，其他三学员的家属都如实缴钱，其中一人家属还缴了八千多元，警察飞机来飞机去，还在北京玩了一圈才押着那个学员回去。 
   　　妹妹一人被留在办事处，几天后伺机逃出去。 
   　　她刚逃走就上了公安部「部级通缉」黑名单，她家、我父母家、所有亲戚的电话统统被监听，警察动不动就上门搜查，以至于有段时间母亲每晚都赌气和衣睡在门口的沙发，以便给随时光临的警察开门。 
   　　妹妹逃到成都，找到一个在小酒吧当服务员的差事。小酒吧只有她一个服务员，配饮料、端盘子、洗碗、扫地、收钱、结帐、听电话、放音乐、订原料……，每天忙到深更半夜，等所有客人走了才能将桌子挪开打地铺睡。 
   　　酒吧所在地的管区警察隔一段时间就来盘查，问她从哪里来，让她带身分证到警察局办暂住证。这时她就只好跑到其他城镇躲几天，老板电话中告诉她「风声」已过，才能回去。警察对她总不去办暂住证越来越起疑。 
   　　我到成都看她时，她已藏了四个多月。她没地方给我住，我们只好住到小旅馆。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出门就碰到一个人，他看到妹妹后脸色一变扭头就走。 
   　　这人是妹妹十年前读警察学校的同学，正在成都当警察，显然知道公安部悬赏三万元通缉妹妹。 
   　　我们马上退房离开，在茶馆坐了一天。傍晚我坐着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回到距成都一百多公里的绵阳，妹妹只能再回小酒吧。 
   　　我花了几天好不容易联系到一个投奔的去处，约好妹妹从成都上火车，我在绵阳上车跟她会合，一起去山西太原中转。家里电话被监听不能使用，所有事情都得到街上打公用电话，多费不少周折。 
   　　到了那晚，约定的那列火车到站，妹妹却没有依约下车来接我。 
   　　我感觉不妙，还是硬着头皮用站台票上车，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拥挤的火车上来回找她一个多小时，直到火车开到一百多里外的下一站，还是不见她的踪影。 
   　　万般无奈，我只好补张票下车。这时已是凌晨三点，陌生的小城一片漆黑，下着大雨。我无处可去，无计可施，心比铅还要沉。 
   　　我不甘心一人离开，第二天中午又回父母家。一进门，看见地上扔着好多行李，母亲散乱着头发正在整理。 
   　　她呆呆地说：「你妹妹昨天被抓了，这是她的行李，你妹夫刚从拘留所取回来。这是在她身上搜出来东西的单据。」 
   　　单据上赫然写着：法轮功书籍若干本、去太原火车票两张、火车站行李寄存票一张等。 
   　　父亲一把拎起我的包，强行将我推出门外：「你快走！别等警察问出准备与她同车的人是谁！」 
   　　我望望母亲斑白的两鬓、干枯的双眼，和一年多来不知衰老了多少的脸，咬牙转身走了。 
   　　

网吧惊魂
   　　
   我坐长途车去到成都国内线机场。值五一劳动节前夕，出去旅游的人很多，深夜机场人满为患，候机楼连个座位都没有。 
   　　我找到附近一家网吧，花几块钱打发时间。 
   　　说起来难以置信，我因「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而坐了一年牢，却从没上过网，也没发过电子邮件。以前运用计算机，仅限于在办公室通过证券营业部的终端机看股市行情、下单交易和处理公文。 
   　　我知道我上不了我想看的网，随意点了别人刚看过的网址，出现的竟是不堪入目的色情网站。 
   　　网吧里人来人往，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却怎么也找不到退出的地方，正慌得不可开交，几个警察突然走进网吧。眼看就要走到我跟前，却还是关不掉那些画面，情急之下，只好「啪」一声将电源切断。 
   　　警察狐疑看看我就走了。我心力交瘁趴在计算机前，出离的悲愤，几乎将我胸腔撑破。劳教所的可怕、妹妹的被捕、她女儿一声声唤我「妈妈」的欢快表情、母亲头上新添的白发，父亲更是无言以对，似乎灵魂萎缩成风干橘皮……，短短几天所经历的一切，浓浓压在我心上，像要再次考验我的承受能力。
   共产党养了几十万网络警察大军，花了无数民脂民膏，甚至收买大型跨国公司开发「防火墙」，封锁一切官方不愿看到的「敏感网站」，抓捕上这些网站或在网上发表「反动言论」的人，拦截民众的电子邮件，从网上下载资料的人处以十年以上重刑……而这种下流网站却一点就出现、退都退不出去！刚刚在我前面上网站的，是一个懵懂少年，还是花季少女？如果我的女儿看到这个网站，她乌黑无邪的双眸会有什么反应？　
   我终于赶在那列本该乘坐的火车之前，飞抵太原，没让接应的人空等。当我站在五台山上，看着千年古剎、国家级文物的大梁钉满俗不可耐「有求必应」的铜牌，以及满山遍野「人杂叫卖鞭炮鸣」的景象时，感受不到半点佛国世界的庄严；但商店录音机放出的诵经声，却穿过一切喧嚣，莫名触动我生命某处，让我百感交集，热泪潸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久远悲怆，妹妹将被送进魔窟的最新伤痛，一起翻腾在胸。神佛的殿堂和圣典被人用来做无数金钱交易，真正修行的人却在茫茫天地间找不到栖身之所。 
   　　

回首
   　　
   当我终于有条件开始写书，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一位定居美国的大学同学知道我的经历和写书的愿望，不远万里托人捎来一台手提电脑。他说他虽不炼法轮功，但知道共产党的暴行。1989年「六四」那天他在木樨地，部队开枪时，一颗子弹穿破他的自行车链壳，他身边一个人倒了下去。他抱起这人拦了辆出租车赶到医院，人已死在他怀里。 
   　　我花了将近一星期才完成＜自序＞，心中的痛被牵动着，每每泪如泉涌，趴在电脑前不能竟书。 
   　　我夜以继日地写着，在网络管制下，找到阅读法轮功网站「明慧网」的办法，联系上一位国外的功友，读到师父在镇压后发表的所有新经文。 
   　　每天几乎都能在明慧网上看到谁又被迫害致死、谁又被抓的消息，我也知道，我一离开劳教所就有人说我是「假转化」，我不去洗脑班「尽力」，我躲着警察不见，网上出现关于妹妹的报导（确实是我所写）……这些都让警察开始怀疑我，而且开始找我。我知道警察随时可能出现在我面前，这次就只不是一年劳教了，很可能像王兆说的被送到女监。 
   　　然而，我无法不写。我做好再次被抓的心理准备，每天都小心地将写好的稿复制到磁盘藏起来，将硬盘里的记录删去。 
   　 我还从网上印出一本英文《转法轮》，以便复习毕业后十年都没再用过的英语，为出国后能用英语向媒体揭露劳教所的黑暗做准备。 
   　 同时，我也为自己准备了「后事」。我写了一份严正声明、一封致劳教所警察的公开信，发给那位国外的功友，也将书一边写一边发给她，让她在确认我被抓后立即公开，如此我就无后顾之忧。
第二章 神圣使命



流浪异国
   　　
   写到大约十四万字，也就是「调遣处」一节时，我的出国签证办下来了。这时距我被释放将近五个月。以前听说，被释放的人半年后必须再回去做一次「思想汇报」，证明转化后思想很稳定。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转化后，以「所外执行」名义提前释放，一段时间后她回劳教所做思想汇报，有句话说得不「合格」，不但没有得到许诺的将「所外执行」变成「提前解教」，反而直接送进集训队。 
   　　除了我的管区警察外，劳教所的警察已经开始关注我、打听我的行踪，所以我的签证可说来得正是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海关的「黑名单」上，因此离境前做了很小心的安排。除了申请避难必用的劳教证据，和那本怎么也不舍得丢掉的英文版《转法轮》，其他什么与法轮功有关的资料都没带。我仔细将手提电脑硬盘里的记录统统删掉，将已完成的书稿和其他所有要用的文件资料，都发到自己的电子信箱。 
   　　2001年9日1日黎明时分，我乘坐飞机抵达澳大利亚墨尔本上空。从天空俯瞰下去，在破晓前的深深蔚蓝中，整个城市尚在酣睡；然而那随着飞机的下降迎面而来的万家灯火，却是那样辉煌壮观，生机盎然。 
   　　我的心非常平静，几乎没有激动、解脱甚至高兴。平静中还多了一分凝重。我不能一刻或忘所有尚在牢中的同修，而备感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 　　
   选择投奔墨尔本，是因这里有从未谋面的远房亲戚。到达亲戚家一小时后，我拨通从明慧网「世界各地法轮大法义务联系人」栏目中查到的墨尔本联系人西蒙的电话。我用英语问他，请问你是华人还是西人？他说他是西人。我对自己的英语没有信心，便请他找个会讲中文的法轮功学员与我联系。 
   　　一个华人法轮功学员很快打电话来。我简单告诉她我来自中国大陆，刚从劳教所出来不久，想与当地法轮功学员见面、交流。她说晚上让人来接我。 
   　　亲戚警惕地问：谁给你打电话？她是干什么的？你认识她多久？她来澳大利亚多长时间？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一个也答不上来。亲戚马上告诫我，澳大利亚也有骗子，我们来这里后让人骗过，还被人打过呢！尤其你是逃出来的，更得万分小心，不能让人知道住处。 
   　　后来我才知亲戚一家两年多前来澳洲，因为语言不通，为办移民一事被代理诓了不少冤枉钱，好象还有过肢体冲突。 
   　　我意识到我过分性急了。哪有我这样到一个地方连东南西北都没搞清楚，就急于跟「来历不明」的陌生人联系的？ 
   　　当晚，接我的人打来电话，亲戚却不愿让他上门，提议在火车站碰面，亲戚载我去。 
   　　亲戚家位于离城区很远的郊区，天很黑，什么也看不见。亲戚驾车将我送到黑糊糊的火车站。清冷的车站一个人都看不到，只有一辆车孤零零停在那里。　　
   我们走近那辆车，车里出来两个西人，一位就是西蒙，一位是他的女朋友凯特。 
   　　外面很冷，我们一起进了西蒙的车。西蒙说，今天刚好是墨尔本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的日子，你愿意到那里去跟大家见面吗？ 
   　　我看看同来的亲戚，问西蒙：「如果今天不去，下次集体学法是何时？」西蒙说要两个星期以后。 
   　　我又看看亲戚，还是决定跟他去——我实在不想再等两个星期。 
   　　亲戚看看我的表情，又看看西蒙和凯特。在昏黄路灯的映照下，西蒙的脸看上去很温和，大学生凯特的脸上则是一片清纯。亲戚终于答应让我与他们同去。 
   　　汽车开了很远，来到一座大楼。走进一个灯火通明的大房间，几十个人正在一起专注诵读《转法轮》。我们进门时只有两三个人抬了抬头。 
   　　我找个空座坐下，身边的女孩看我没有书，便自然地将她的书放到中间，我便同大家一起读了起来。 
   　　在场的差不多一半是西人，念书的方式更是奇特：华人用中文念一段，西人用英文念一段，然后再换华人念……依此类推。中、英文间的衔接和过渡是那样自然流畅，严丝合缝，甚至让人觉得没有语言上的差异。 
   　　念完一讲，是自由交流时间。西蒙将我介绍给大家。我简单谈了谈自己在国内的经历和劳教所的残酷。 
   　　然后换人发言，有位上大学的西人学员谈到他的「SOS紧急救援自行车之旅」计划，即骑自行车环维省一周，唤起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休息时间，很多人问我更多详情：什么时候到的、持什么签证过来、要不要申请避难、要申请的话可以找谁帮忙等，很多人留给我电话号码。 
   　　有位中年女士不知怎么吸引我的目光。她的头发盘得高高的，打扮很优雅。更关键的是，她的气质让人觉得她可信赖、能把一切事情都搞定。 
   　 我径直走到她身边，对她说我有三件事需要帮忙。一是要见媒体，二是要申请避难，三是要找个住处，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书。请问你能帮我吗？ 
   　 她优雅地说：「没问题。你住到我那里好了。不过这两天我要参加在中领馆前举行的36小时绝食请愿，过几天再去接你。」 
   　 就这样，我需要的一切都解决了。没有其他过程，法轮功的「组织」就是这样运作的。 
   　　

见证「SOS」
   　　
   二十天后，我在功友的帮助下，准备好申请避难资料递交移民部，正式成了一名国际社会的「难民」。 
   　　十几天后，我再次搭机北上布里斯本。那里将举行一个大型的亚太地区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届时将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我是发言人之一，第一次与媒体见面。 
   　　新闻发布会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一个广场举行。这天是10月5日，正是澳大利亚的春天。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照下来，显得很温馨。一千多名与会的法轮功学员，约有五百名来自台湾。许多身穿白色衣裙的女法轮功学员带着小孩在广场上安静忙碌着，用五颜六色的气球布置会场。我独自坐在树荫下，默默温习讲稿。我用英语写了一个发言稿，但我不想照着念。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用英语发言，有点担心发音不准、语法弄错或临时忘词。 
   　　发布会开始前，我才知道这次新闻发布会也是一次迎接会。六名法轮功学员历时34天，从雪黎到布里斯本徒步行走一千多公里，将于发布会开幕之际，到达这次「SOS紧急救援」活动的终点。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一眼似乎望不到头。许多人都身穿白色衣裙或黄色T恤衫，手中举着「SOS紧急救援」、「停止虐杀」、「真善忍」、「法轮大法」等横幅，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广场上，中间留出一条小道。我坐在主席台后的椅子上看着这一切，恍然如梦。 
   　　突然，人群爆发热烈的掌声，六名「SOS紧急救援」一千多公里长途步行的法轮功学员进场！摄影记者蜂拥过去。 
   　　等他们在广场最前面站定，新闻发布会正式揭幕。主持人介绍他们，那六名学员的脸都晒得很黑，其中一位女学员正在流泪。 
   　　我不知她为什么流泪，是为自己千里跋涉无人知晓的艰辛，还是想起在中国狱中被虐杀的同修？但我觉得我的心跟她相通，也不由自主落泪。 
   　　后来一名步行的学员说，他们出发时天气还很热，六人顶着似火骄阳排成一个纵队，徒步走在不见人影的长途公路，呼啸而过的汽车带起的气流，每每要将他们刮倒。他们的「SOS」T恤衫湿透，有人脚上起了水泡，行走因难，大家就互相搀扶，咬着牙艰难前行。一位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华侨说，多少年来他都没有被什么感动过；然而，当看到他们六人小小的身影互相搀扶默默走在公路上时，他被深深震撼了。 
   　　从镇压伊始，海外法轮功学员为了唤醒各国关注这场残酷迫害，所付出的一切，无法尽书。无数人被打动了，许多的国家表态了，但也有很多麻木的心和出于经济利益的敷衍塞责。但无不论他们所做的一切很难被理解，或博得同情，他们始终默默坚持。
   他们跟国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用自己的和平、坚韧，慢慢让世界上最残暴、貌似强大的政权发抖。有人说，这种不造反、不屈服、非暴力、不卑不亢、坦然无畏的群体，出现在「以暴制暴」、「低头认罪」、蘸着同胞的鲜血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中国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主持人宣布由我发言。我流着泪走上台，刚开口说了一声「I am so happy to be able to speak here today（我真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讲话）」，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为了这一刻，我走了多少路！　　　

新「八国联军」
   当晚，我的发言在全国性的电台和电视播出。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媒体揭露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几天后，我又搭机到澳大利亚最大城雪梨，新闻和文化中心都在这里；功友们想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故事。 
   　　我意外的是，被安排住在一位名叫孟娜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家里。孟娜五十多岁，三十年前从南美智利移民到澳洲，她的先生蒂姆是英格兰人，夫妇俩在闹市开了一间家俱店。 
   　　孟娜是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前几天经过公园，被一群打坐炼功的人吸引而开始学炼法轮功。几天后她发现来炼功的人少了很多，一问之下，才知道中国政府禁止修炼法轮功。 
   　　孟娜瞪着眼，不能理解一个生活在澳洲的人，觉得一种功法好，选择要炼，为什么会因一个外国政府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你是忠于你自己，还是忠于一个莫名其妙管老百姓炼功的外国政府？」对她来说就这么简单。
   在强调个体意识的西方社会生活多年、特别有主见的她，确实很难理解已经移民澳洲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受中国政府的影响？
   　　孟娜以南美式的热情拥抱迎接我，把我带到楼上一间小卧室：「这是你的房间。」就这样，我在孟娜家住下来，每天操着中国腔英语与西班牙腔英语的孟娜和英格兰腔的蒂姆谈天论地。 
   　　蒂姆半开玩笑对我说，以前他有种族岐视，对所有黄皮肤的中国人敬而远之，没想到今天不但接纳一个中国人住在家里，还将「家身性命」都交与了她（他们白天上班留我一人在家），要不是看在你是炼法轮功的份上，「forget about it!（想也别想！）」 
   　　孟娜有两个外孙，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两个小家伙一到外婆家就上楼找我，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就叫我「China（中国）」。他们最喜欢看我的电脑，屏幕上一出现中文字就高兴地说「fofa! fofa!（佛法！佛法！）」，三岁那个小的总要坐到我腿上看我打字，不管我打出什么方块汉字，他都以无比权威的口气一律读成「Zhen-Shan-Ren（真、善、忍）」。 
   　　这是孟娜教他们的。孟娜虽不认识汉字，家里却有许多中文法轮功的资料或传单，甚至她的家俱店都摆着中英文的法轮功简介，顾客可以任意索取。她常拿着传单对小外孙说：「fofa（佛法），Zhen-Shan-Ren（真、善、忍）」，所以两个小家伙一看到汉字，就以为它们全是「佛法」或「真善忍」。
我后来接触许多西方法轮功学员，他们都因修炼法轮功而对中国文化有说不出的痴迷沉醉，哪怕以不标准的发音说几个中国字也好。
   保密防谍　
   在孟娜家住了没几天，我便发现她频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电子邮件，好象在讨论什么重要事情。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你来雪梨前，我就见过你，那天你在布里斯本新闻发布会讲完后，有记者单独采访你时，我一直在一边听，不过你没注意到我。听了一会儿我对自己说：她说的都是我从心底想说的，我为什么要怀疑她？我怎么这么无聊？ 
   　　我把隐隐感觉和听到的一些事情串连起来，才慢慢明白她的意思，也明白为什么我被安排住在一个西方学员家里：原来是为了防特务。 
   　　防特务有两方面。一是防我是特务，一是替我防特务。 
   　　这是我绝没想过的。到澳洲之前，我只觉这里是自由世界，只要投奔这里就万事大吉，事实上并非如此。一年多以后轰动海外和美国社会的洛杉矶双面女间谍陈文英被逮捕一事，就如冰山一角，让人可以推想，中共当局为镇压法轮功，动用了多少特务在海外活动。 
   　　陈文英可说是洛杉矶华人圈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外的公开身分是「洛杉矶-广州友好协会」会长，与中共高层关系十分密切。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陈曾到机场迎接，据说江还对外宣称洛杉矶华人中他只认识陈文英一人。2003年4月她因窃取美国联邦调查局机密文件给中国大陆，而遭逮捕，海外媒体不仅惊叹她在洛杉矶的豪华别墅，更惊叹中共为对付法轮功，竟动用国家级的王牌间谍。 
   　　海外媒体还报导，江氏政府为了打击法轮功，仅在美国南加州就派了上千名特务，这些特务的经费数额相当可观。 
   　　不论这些报导真实到什么程度，中共多年来除了派出大量外派记者、红色商人、间谍人员外，更不惜巨资渗透和影响当地媒体，已是公开的秘密。
   江泽民2002年出访冰岛、俄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墨西哥等国期间，来自多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因中共当局提供的「黑名单」而不能入境进行和平抗议，连台湾法轮功学员到香港参加心得交流会，也因「黑名单」而不能通过海关。足见中共海外特务在法轮功上下了多大功夫。
   2003年9月30日被上海国家安全局诱回大陆拘捕的台湾法轮功学员林晓凯的经历更为典型。在软硬兼施的威逼讯问中，林晓凯发现公安几乎掌握他所有的个人资讯，比他本人更清楚他于何时共几次向明慧网投过稿，甚至他寄往明慧未获发表的文章，上海公安都了如指掌。他们还协迫他回台湾后为其卧底。
   二十天多天梦魇般的恐吓使林晓凯不敢再相信任何人，获释后看谁都象特务，回台湾后怕家中电话被监听，不敢回家，不敢与家人联系，而是先在旅馆住了一夜；见到一直为他揪心奔波的新婚妻子时，第一句话竟是：「我可以相信你吗？」
    
   　　所以，在防不胜防的特务活动之中，像我这种谁也不知底细的人，难免没有特务之嫌。但如果我真是一个受过迫害的人证，又必须防止混迹华人之中的真特务，知道我的行踪而保护我——这便是我被安排住在西方法轮功学员家中的真正原因。　
   孟娜又告诉我，她正在与一些西方法轮功学员讨论去北京为法轮功请愿的事。 
   　　我意识到这不是件平常的事，也不是件可以随便公开讨论的事，所以虽然她主动告诉我，但只要她不再说起，我也不问细节。 
   　　有一天她突然说：「我把去中国的票退了。不想去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么商量着做同一件事，变成一种组织了。法轮大法不是不讲组织吗？所以我突然不想去了。」 
   　　「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吗？」 
   　　她看着我没说话，但表情显然在说：「我已经决定了。我有脑子。我决不参加一种组织或政治。」 
   　　我看着她的眼睛轻轻说：「如果你们去了，中国牢中的法轮功学员会感谢你们，会深受鼓舞。你们是为和平请愿而去，对不对？请愿就应让越多人知道越好，对不对？是不是应该事先联系媒体？大家一起去影响是不是会更大？每个人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性，临时联系一下就算组织了吗？你有政治目的和政治诉求吗？」 
   　　她看了我几秒钟没讲话，转身下楼。 
   　　由于文化差异，我不知我这番话在她听来会不会不合时宜。她又是那样有主见，显然不愿被任何人劝导或说教。 
   　　五分钟后她又上楼，带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说：「都搞定了。我又重买了一张票，多花一千多元而已。只不过现在我得单独走，不能与其他人乘同一班机。」 
   　　我一阵感动，没想到她这么快做了这么重大的决定。我上前轻轻拥抱她，贴着她的脸颊轻轻说：「I love you for that （我真喜欢你）。」 
   　　

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2001年11月17日，我将孟娜送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她很平静，但又与平时有所不同。我们都没有多想她此行的结局，但登上出租车前，她回过头来对我说：「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世界将不再一样）。」 
   　　她出发前写了一份「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的声明，与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护照号码等资料一起留给一位热心朋友，拜托他万一她被抓捕，请他与澳大利亚外交部联系救她出困。 
   　　她没告诉蒂姆她将去北京做什么，甚至也没有告诉其他无关的功友。 
   　　我留在孟娜家中翻译她的声明。她走前最后一句话回荡在我脑海：「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世界将不再一样）」。 
   　　2001年11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是孟娜他们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间。我不知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人参加，也不知中国当局遇到这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将怎样处理。 
   　　提前五分钟坐在电脑旁，我静心遥祝他们行动成功，两点整，准时向明慧网发出翻译好的孟娜的声明「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我将到北京天安门去证实法轮大法和他的法理。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我只知道我将站在那里。我从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受益匪浅，所以我不能理解中国（江泽民）政府对于法轮功的迫害。 
   　　修炼后每一天，我都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虽然改掉旧习、不再犯错有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完全遵循「真善忍」的要求，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但我们可以尝试。只要肯修，就一定能行。 
   　　现实的社会常诱惑我们偏离这个原则。对于物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似已成为新世纪的象征。在科技巨大进步的21世纪，我认为世界也需要和平。但令人悲哀的是，情况不尽如人意。在恐怖份子的袭击下，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其他国家也一直充满各种冲突。更糟的是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不经审判就遭到囚禁。即使未遭囚禁的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女学员在劳教所遭到性侵犯或强奸，怀孕的学员甚至被强迫流产。许多活生生的人被折磨致死…… 。
   　　对西方社会来说，这些好象只是表面的文字和统计数字。中国（江泽民）政府对于人权的严重侵犯已超过我们的理解程度。我们不能理解在现今的社会，这些只属于黑暗世纪的非人惨剧居然还在发生。法轮功学员成了某些政府官员权力之争的替罪羔羊。江泽民说法轮功必须被铲除。想做好人、想通过修炼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们受到迫害。坚持「真善忍」的原则不是犯罪。如果江泽民真的能将法轮大法消灭的话，那这个宇宙和世界就太黑暗了。 
   　　也有人说，类似的迫害古今皆有，没什么新鲜和稀奇。难道这就足以成为我们保持沉默的理由吗？难道有良知的人不该站起来告诉所有人这种对于人权的严重侵犯是不能被接受的吗？为什么新生的婴儿还不得不诞生于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我相信我们每人都可以做一点什么来改变这些事实。 
   　　为了向1999年以来一直受中国（江泽民）政府造谣宣传所毒害的中国人民讲清真相，我决定去天安门。作为一名西方法轮大法修炼者，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无处不在，法轮大法属于所有的人。 
   　　当晚，我在明慧网看到参加这次请愿的12个国家共35名西方法轮功学员发自北京的联合声明： 
   　　今天，我们来自12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们到这里，代表中国数万在他们自己政府手中遭监禁、酷刑折磨甚至虐杀的无辜人们，发出呼吁。 
   　　我们提出五点要求： 
   　　第一，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取消「610办公室」及其他为指挥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专门设立的行政机构。 
   　　第二，我们要求中国警察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滥施酷刑折磨、强奸和性暴力、非法灌食/注射精神药物及其他形式的残酷手段。据报导，这些手段已导致超过1000名学员死亡；我们要求，那些犯下罪恶的人应承担责任，受到法律审判。 
   　　第三，政府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全体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无论他们是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还是任何其他地方。必须归还他们的基本信仰自由以及不受干扰修炼法轮功的权利。 
   　　第四，政府必须恢复法轮功的合法地位，撤销它给法轮功贴上的任何恶毒标签。 
   　　第五，中国政府必须停止诽谤法轮功和我们尊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停止这场背信弃义的诽谤运动。必须恢复李先生的名誉，撤销对他的无理通缉；允许他返回中国看望他的学员们。 
   　　接下来几天，媒体上开始连篇累牍报导此事件：12个国家35名以前互不相识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像普通游客聚在一起拍了几张集体照后，一部份人以法轮功的打坐姿式原地坐下，另一些人在身后迅速拉出一面巨型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真善忍」横幅。 
   　　大约15秒内，他们就被四面八方冲过来的警察和警车包围。目击者称，警察把部份学员打倒在地，将他们拖进面包车。一名女性被打至昏迷，一名在场的CNN记者也被拘捕。 
   　　后来他们被带到天安门附近一个警察局，关在一个小地牢。让他们惊讶的不是他们遭受的暴力和骚扰，而是他们接触的年轻警察，对残酷镇压的真相，以及外面世界的一无所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法轮功不好，以为可以对法轮功学员为所欲为，甚至以为全世界都取缔法轮功。 
   　　中国政府可能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外交问题——他们一下子抓了12个不同国家的外国公民；不过他们很快作出反应，将这35名「洋」法轮功学员驱逐出境，5年内不许再进中国。 
   　　

历史记住这一天
   　　
   三天后，也就是2001我的心中突然既冲动又感动，鼓起勇气走到主持人面前要求临时发言。 
   　　由于没有事先准备，我的英文有些结结巴巴，但我还是尽量说出下面的意思： 
   　　2001年11月20日是个伟大的日子，历史将记住这一天。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民见证过鸦片战争的硝烟，见证过火烧圆明园的残骸，见证过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掠夺，当然也见证过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的教义。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见证过这样的场面：十二个不同国家的三十五名外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举起千千万万中国法轮功学员曾经举起的「真、善、忍」横幅，为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修炼方法请愿，并请求中国政府释放它自己的人民。……作为中国人，我为这天感到骄傲，它证明起源于中国的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已超越国界、语言、文化、种族、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走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晚间电视播出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报导。这是我第二次面对媒体讲述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痛悔醒悟
   　　
   之后，在其他法轮功学员帮助下，我又去很多地方讲我的故事：电台、电视台、报社、议员办公室、人权组织、各种研讨会、大学课堂等，其余时间我就继续写作。 
   　　可是，写到「转化」那部份，我开始觉得怎么也把它「按不平」——说「转化」对吧，当然不对；说「转化」错吧，我错在哪里？我知道其他所有「转化」的都错在哪里，却一直认为只有我的「转化」是有所不同的，我是为了大法和别人。我甚至认为我从来就没被「转化」，这种思想必然在书中反映出来。 
   　　2002年3月，由法轮功学员主办的「首届世界科学文化大会」将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我急忙赶写未完的部份，想将书稿投给大会，同时边写边将已完成的部份发给大会组委会。 
   　　半个多月后我收到组委会回信：他们审完我的书，决定不用。 
   　　我像被重击一棍，趴在计算机前哭出来。之前许多功友曾试图向我指出，我在劳教所跟警察的所谓「斗智斗勇」，作法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但我一直拒绝承认，还认为他们没有与我一样的经历，不可能真正理解我。在若干次「不欢而散」的交流后，我就尽量回避再与功友讨论这个问题，埋头拚命做事。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前一晚上看过的《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的一段话出现脑海。一个学员问师父，为什么一个炼功挺积极的学员会生病死去，炼法轮功不是能消除人的病业，延长人的生命吗？ 
   　　师父说，「一个常人得了要命的病了，……他死不死呢？他不就死了吗？该他死就死了嘛。因为他是常人，常人怎能随便给他延长生命呢？他说他炼功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今天炼了法轮功了，也看了书了，就是大法弟子了？你没有精进，你没有真正按照我告诉你的标准去做，怎么能是我的弟子呢？……那么有的人想了，他炼得挺积极呀……他也叫我们放弃那个病的执著呀，还帮助大家学法，可是他自己不一定放弃。你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就这么复杂。他叫别人心里头放下……表面上按照我的炼功要求去做，可是他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达到炼功人的标准。……那表面上不是骗人吗？骗我？实际上就是骗自己。那他能够好了他那个病吗？」 
   　　师父还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 
   　　我脑中有个地方似乎动了一下，我不敢相信似地问自己：「难道我真的错了？我，连生死都放下了的我，怎么可能犯错、犯如此荒唐的错！？……」 
   　　然而我接着就明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但错了，还无比危险了。我再这样下去，再固守着那个自我想象中的「我很高尚、我很正确」的观念不放，我的结局就会像那个表面练得挺积极、还动员别人也来炼，内心却不肯改变、不肯放下对病执著的人一样。不管我再写多少文章、讲多少真相、揭露多少邪恶，我固守着那一念不放，不让别人碰，我实质上已经不是修炼了。
   修炼不是做事，不是赎罪，而是思想境界上有无达到修炼人的标准。 如果所有的修炼人都像我一样抓进去就「转化」，一出来就写声明反悔，那还叫修「真善忍」吗？ 
   　《转法轮》早就说：「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可是我到头来却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常人一样，被诱惑着偏离了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标准。 
   　　今日的世界，之所以出现这么大、这么多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衡量好坏的标准都在下滑，那人也只能跟着下滑的标准下滑，而永远不能回升。这样下去的结局是什么？ 
   　　在这场空前的大难中，法轮功学员除了信念和自己的血肉之躯，一无所有，面对的却是一个掌握着一切国家资源、有着几十年整人经验的政权，而要抵制的这场大恶，又已经积淀了千千万万年。在这样的魔难中，如果我们不能走正，不能以最正的标准要求自己，就绝对不可能走过这场大难，而只能被镇压或「招安」，那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也将等于零。 
   　　

超越
   　　
   梦醒时分的头一刻， 我第一次体会什么叫「哭都找不着调了」。那种痛和辱是生命不可承载之重，比我在劳教所时所经历过的一切都甚。一个跟我有着同样经历的同修曾说，「后悔的心是最痛苦的。」他话讲得很平淡，我却了解那平淡的后面是什么。
   我没有要崩溃的感觉，但屈辱、后悔、自责、自卑……种种说不出的痛楚随时在我提防不到的时刻，向我偷袭，让我流下痛悔和羞愧的泪水。
   　　我的写作因此两度完全中止，第二次发生在初稿已完成后。我陷入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当初是为了写这本书才签保证，然而写完「保证」后在劳教所的种种，对一个大法弟子来说又是奇耻大辱，我无颜去面对和复述。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短文讲述劳教所的经历，写完后往外发时，刚点完「发送」立刻就后悔，恨不能将手一把伸进电脑将它拽回来。一想到里面有我被「转化」的记录，我就头上冒汗骨头发软直恶心。 
   　　我也经常上网看其他修炼人的故事，我时常被这些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根据这些故事，进行一些综合加工和创作，再结合我的部份经历，写一本小说，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确确实实有太多修炼人的经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 
   　　不过最终我还是放弃这种想法。我不是职业作家，我没有虚构和创作的能力；而且修炼是一个真实的内心过程，就算我能写出别人表面上的故事，我也写不出他们内心所发生的一切。 
   　　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陷于这种情绪不能自拔，迫害就还在我身上延续。师父早就说过他不承认学员在被迫害得神志不清时所写的「保证」，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把学员抓去「转化」？它就是要利用你做过错事的自卑，继续销毁你的意志。 
   　　我知道我需要再次超越自我。为什么我看别的同修的类似经历，就不会头上冒汗骨软恶心呢？因为那个错是他们犯的，不是「我」犯的，师父原谅他们，我也原谅他们。那为什么我不能原谅「我」呢？说到底，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自我，对于自我的「成就」和「过失」的关注。 
   　　如果我能将对于自我的关注转变为对于世人需要了解真相的关注，我就能立刻跳出那个逻辑上的悖论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了准确真实再现当日的情境和感受，我可以又一次回到过去，写到满面泪流，写到浑身发软，写到感觉连发丝都被掏空。然而我又必须能够不再把书中的那个我当作我，才能冷静去审视她，走出她，并写她的故事。 
    
   　　为了面子，我也可以选择将被「转化」后的经历一笔带过。但是，如果是那样，这场迫害中最残酷的部份就得不到揭示，人们也很难想象，劳教所「干警」们「春风化雨」般的「挽救」，为什么能将活人逼死，或将逼不死的人逼疯。 
   　　两度停顿后，我再次开始写我的故事。我的初衷很简单：揭露镇压的残酷和事实，这一念本身并没有过错。过分顾忌自己是否够「伟大」，或者过分顾忌自己的经历是否会造成对法轮功的负面印象，其实都是另一种执著。　
   控告江泽民　　
   后来我又参与和其他五个国家的六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控告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一案，这消息首先在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第一站芝加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与此同时，江泽民还接到另一张法院传票，另一些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genocide）」、「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等向美国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庭递交对江泽民的起诉书。 
   　　消息公布后四天，我先生在北京被警察抓走，家被抄，计算机等物品被没收，而且没人知道他被抓去哪里，将被关押多久，甚至会不会被判重刑或正受着什么样的折磨。 
   　　一个月内，婆婆消瘦十几公斤，女儿在惊吓中独自度过她的十岁生日；我内心的煎熬和苦涩，超过自己身陷囹圄的最坏时刻。然而那种感觉太丑陋，我不愿，也无力再描述。 
   　　我的故事再次被放在多家媒体的头版头条，法新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记者打越洋电话来采访我，甚至国内的家人、朋友和一些素不相识的百姓，也从外电报导中知道我控告江泽民和先生被捕的消息。 
   　　国内有不少人不能理解我的行为，也有人说我是不是想「出名」，远房亲戚打来电话，转述亲友对我的威胁：再这样折腾下去，就要对我不客气……。 
   　　我也无法写出那样的苦；不是为自己得不到理解，而是为中华民族有太多人在多年的暴力淫威下，丧失在正义与邪恶间做抉择的能力。 

   　　每天我都必须挣扎着才能起床。我不能被悲痛和焦虑击垮，我必须尽一切力量营救先生。 
   　　我不指望别人理解，但我却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百姓控告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主席，在中国老百姓眼中会「骇人听闻」。然而我所经历和见证过的一切，让我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不曾有丝毫犹豫：这样的罪恶必须停止！ 
   　　事实上，2000年初，进劳教所之前，当我听到第一起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时，就起草一封致江泽民的联名信，信的最后说，鉴于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建议他立刻引咎辞职，我们亦保留向国际法庭起诉他的权利。那封信当时被复印许多份，在法轮功学员中流传很广。许多人在上面签下真实姓名和地址，包括我自己。我们本想等签名收集得差不多后，直接将信送到中南海信访办，但后来我很快被抓，就不知那些信的结局了。年11月22日，我在雪梨再次见到孟娜，那是迎接三名去北京请愿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归来的欢迎记者会上。 
   　　这短短三天所经历的一切，对孟娜来说可能比三十年带给她的内心冲击还要大。她手里拿着被北京警察撕成两半的衬衣，向记者及公众叙述自己的经历，双手发颤哽咽说不下去。我能理解对一个连虐待动物都要被控犯法的西方公民来说，她们亲历的暴力实在难以接受，而她们内心的激动和感慨，却不是为了自己所受的这点「委屈」，而是因为她们想到：连外国公民都能在光天化日惨遭毒打，监狱里的中国同修遭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不过，虽然经历那么多，我仍然低估了强盗们的残暴。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凶险到对他们一直在舆论上欺骗和争取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如我先生下手。 
   史无前例　　
   时至今天，很多人应能同意：围绕着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是史无前例的。为了血腥镇压千万上亿的修炼者，国家耗费的财力达到国力的四分之一，单是维持天安门广场巡逻的警察、警车和雇来充当帮凶的无业人员，开支每天就在百万元以上。
   我在国内听到的内部消息说，到2001年3、4月份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名有姓有记录的，就达83万人次，打死也不报姓名的就无法统计；而这多么人到天安门打横幅，能展开的时间最长的只有两分钟，最短的只有几秒钟，有的连横幅还没拿出来就被抓了，甚至还发生过游人因拿出红纱巾准备戴上照相等，就被当作炼法轮功的抓了起来……。
   诺大广场要做到这点，得需要多少人力？镇压以来全国的警察都一直在超负荷运转，早就怨声载道。全国所有的拘留所、劳教所关满法轮功学员，地方不够就将其他犯人提前释放，再不够就开「学习班」，或「监视居住」，把你家变成监狱。 
   　　为阻止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从上到下层层下压，各出「高招」。中央压地方，地方压单位，单位压个人。以我家乡四川绵阳市为例，60万人口的一个中型城市，2001年元旦前下达的「指标」是，元旦期间到京上访人数超过6人，市长就得下台。市长自然只能往下压，结果有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国营机械制造厂的厂长，就因为该厂去北京的人「超标」而被撤职。
   于是有的单位便做出新规定：凡法轮功学员领工资得派出所开具证明，证明你最近「表现」不错，领了工资不会去北京才将工资发给你，有的单位干脆将原来一月一发的工资改为半月一发，让你一次拿不够去北京的车票钱。
   农村还有个村长，为防止村里一个法轮功学员去上访，让人把这个学员的房子扒了，让他没地方住不得不住在村长家，村长好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着他。
   长春市火车站的「高招」则是在火车票背面印上一句「法轮功是邪教」，每人上车前须将火车票翻过来将这句话念一遍。不念？又逮着一个，抓起来！到后来更简单，在检票口的地下放上一张李洪志先生的画像，谁想上车得从这上面踩过去。不踩？又一个！
   就算你好容易上了车，沿途还有警察来查，看到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就让你骂句脏话。不骂？准是炼法轮功的，这年头，只有炼法轮功的才骂个脏话都不肯。你捡个钱包交到派出所，警察收下后先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这年头，拾金不昧的太少了，死活都要做好人的，多半是炼法轮功的……。 
   　　当然，强压只是党对法轮功「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斗争」的一部份，全民洗脑是另一重大举措。除了将法轮功的书都抄掉、烧掉，让普通老百姓无法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只能听他们片面之词，还直接制造诸如「自焚」、「自杀」、「杀人」等越来越耸人听闻的案件外，针对不同阶层、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开出不同方子的迷魂汤：
   你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吗？好，这法轮功想搞乱社会；你觉得你很有知识吗？好，这法轮功是封建迷信，只有无知农妇才信；你很爱国吗？这法轮功从西方反华势力那里拿了钱，目的就是颠覆我们伟大的祖国；你很重亲情吗？这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六亲不认的冷血怪物；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吗？当然，只有炼法轮功的人才会傻到给人家当炮灰；你说也有高级知识分子炼法轮功？谁敢保证有知识的人就一定不会精神空虚？……
   　　对中、小学生，直接从课堂上灌输。开主题班会、签名、搞运动，就像我上小学时跟着老师参加「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风」一样，你不受蒙还不行，政治考题、高考题都有关于法轮功的内容，你不按规定方式答题，还想不想上学？
   甚至我八岁多的女儿，在我从劳教所被释放后，都立刻自动担起对我的「帮教」任务。为不伤我的自尊，她没有直接找我谈，而是在我的桌上悄悄留下一张纸条：「妈妈，我建议你不要炼法轮功了。请看这本书。」「这本书」是她们学校发的，里面全是恶毒的攻击和卑鄙的谎言；当我试图告诉她妈妈不是坏人，政府的宣传都是造谣时，她却绝望地向我喊道：「我知道妈妈是好人！可是电视里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坏人！我不知道该相信谁！……」她乌黑的杏眼里，除了绝望，更多的是饱经沧桑……。
   这么多年来我不能同她在一起生活，她小小的心灵经受了多少？当老师、同学问起她的母亲在哪里时她说什么？在母亲和整部国家机器的宣传和压力之间，她选择谁？……她还是个孩子！
   　　到2003年11月24日止，通过民间途径能够确认的迫害致死案例，已达850起，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时有发生。
   中共镇压法轮功两年后，一份官方内部统计 即已显示，拘捕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高达1600人，全国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无数人被迫流离失所，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与洗脑。 
   　　这场劳民伤财、旷日废时的镇压，效果如何呢？首先是天安门广场上请愿的人连年从未间断；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甚至连劳教所的警察，都会发现家门口塞着法轮功传单 ；偏远的农村、喧哗的闹市，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法轮功的横幅标语；公用电话亭电话听筒的下面，贴着法轮功网址和突破网络封锁的代理服务器名称；关押着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周围，时不时响起法轮大法的广播……。
   2002年3月5日，在李洪志先生的故乡长春市，八个有线电视网的频道突然在黄金时间同时播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天安门「自焚」真相＞的节目，连播五十多分钟，掐都掐不断，收看节目的百万观众受到的心灵震撼就别提了。在共产党的铁腕统治之下，这样的事情别说发生，想都没人敢想过。
   紧接着，黑龙江多个城市、青海省、北京、河北、甘肃等省市也出现同类事情；在「铁板一块」的残暴统治下，法轮功学员面对失去一切乃至生命的压力，始终如一以坚韧的和平笑傲着「假恶暴」。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来自于对「真善忍」法理的澄澈认知和身体力行。 
   　海外呢？单是台湾一地的炼功人就从镇压初的五千多人发展到了四年后的几十万人。《转法轮》已被翻成三十多种文字，「洋」法轮功学员已遍布六十个国家，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受到1000多种嘉奖，李洪志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公开支持法轮功和谴责镇压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大学的研究生开始以法轮功为题做论文；中国各类高级官员出国访问，首先遭遇的一定是手举横幅抗议镇压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九名镇压官员，在海外出访期间遭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不得不仓皇逃走，迄今已有四人被法庭宣判有罪。
   「7．20」一周年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活动时，参加的人数是一千人左右，三年后的2003年，发展到五千多人。有评论家 说，「这的确是一个战略转折，法轮功与中共镇压的关系，已从过去的被动抗争，转变为主动出击了，从起诉江泽民到审判江泽民，一个『世界包围中国』的态势已然成型，这种转变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清：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法轮功不但永远也不可能被镇压下去，反而因这场镇压而引起更多关注，从而走向世界舞台，成为全球的信仰。当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镇压过去后，未来人们将更清楚看到今天的这一页，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吾道不孤
   　
   直到今天，虽然远在澳洲，我的一举一动仍在中共特务和当局的关注中，不过对于这些我早已不再介意。 
   　　我先生在被关押一个多月后，被「取保候审」释放。除了我在海外奔走，他国内的朋友也一直多方托「关系」，外加交付巨额的保释金。我们很难了解究竟是哪种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时常想念家人，盼望能与他们早日相聚。当女儿问我在忙什么时，我告诉她，妈妈正在为我们能早日堂堂正正地团聚，而做最大的努力。 
   　　1999年「4.25」前，全世界没多少人知道法轮功。我们每人都只是静静地修炼、做好人。「4.25」事件及其后的镇压，将法轮功推向世界舞台，法轮功学员为反迫害而作的许多努力，一直被镇压者刻意扭曲为「搞政治」，或与「西方反华势力」甚至「台独、藏独分子」勾结。他们利用大陆民众渴望稳定、厌倦「运动」的心理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在许多人心中煽动仇恨。 
   　　其实李洪志先生早在1996年发表的＜修炼不是政治＞这篇经文说：「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 
   　　在同年发表的＜大法金刚永纯＞中，李先生还说：「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够合一的，其首领必会为世间俗事而用心。口说为人心向善、回归净土，心必邪恶假善，所求必是名与利，权力是世人所求的，名是不能圆满的强大阻碍，久之其人必会成为邪教的魁首。……『全民宗教』也是不行的，一、容易改变宗教的教义，形成常人社会的理论。二、容易成为政治工具，败坏佛法形象。三、宗教首领会成为政客，使宗教走向末法，从而形成邪教。……在历史的将来，任何时期都绝不能为任何政治所利用，大法能使人心向善，从而使社会安定，但是大法绝不是为了维护常人社会的这些而传的。弟子们切记，无论将来有多大政治与权势的压力，也不可以为政治权势所利用。」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世上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多了，「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比比皆是。 
   　　是的，这点我也承认。但我衷心希望，那么多直到被打死也没说过一句违心话的法轮功学员，所付出的性命代价，能让大家相信，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是表里如一，说到做到的。
   《转法轮》说：「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修炼的心不会因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有没有这场迫害，我们都会修炼。只不过既然迫害在谎言的掩盖下发生了，我们的修炼就不可避免地与抵制迫害和澄清谎言有了关联。
   　　《转法轮》还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我虽然参与控告江泽民，但我并不执著于人间的法律能不能裁决他的罪行，因我对「人不治天治」有足够的信心。

修炼人的目标是非世俗的，我们不会把世间的任何人当作敌人。作为修炼人，我已对这世界无所求，我对我所经历的一切也没有怨憎。1999年7月22日「取缔令」下达的头一天，当先生咬牙沉痛地说「江泽民疯了」时，他并不仅指「取缔」的禁令错了，更担心这样的禁令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 
   　　反观历史，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是一部宗教史。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是信神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信仰产生并形成力量时，都曾引起专制统治者与异教派的戒惧和反扑，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等，都曾历过灭教、灭法事件，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陷入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和冲突。 
   　　先生知道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有多少，也知道法轮功学员对自己的信仰有多认真。如果这么多人因「宗教狂热」在禁令的刺激下「揭竿起义」，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绝不可能向人民认错的党，和几千万「狂热」的信徒之间，将爆发什么动荡和灾难？这才是他说「江泽民疯了」的真正含义。 
   　　然而，四年多过去了，先生担心的事却没有发生。是这场迫害的广度、深度和残酷程度都不如历史上的其他迫害吗？不是。除了将多达几十万的修炼者关进牢中或「洗脑班」强行「转化」外，「国家」还成功地运用宣传、舆论、新闻封锁、株连九族的「连坐制」、「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将治理法轮功的「成果」，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成绩和经济效益都挂钩。整个社会都被裹胁到镇压中，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同事朋友，都生活在白色恐怖中。
   这种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压榨到人「灵魂最深处」的恐怖机器的能力，是历史上其他迫害者不曾有过的。 
   　　是法轮功学员对自己的信仰不够坚定虔诚吗？也不是。把他们所经历过的残酷和惨烈曝光出来，会让整个世界震惊。 
   　　真正的原因在于，法轮功学员用自己在大法中修出的理性、慈悲和大忍，把可能造成动荡的因素化解了。他们用生命坚守「真善忍」的原则，在遭受再大的不公和再残酷的折磨时，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为这是对炼功人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用自身承受善解诸般恶缘，从而使这场空前惨烈的迫害与反迫害，自始终能「平静」地进行，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动荡。
   　　但是，当我为整理＜法轮功大事记＞，而从头到尾浏览明慧网时，我却看到了这「平静」的后面那一部壮丽的史诗，那一部波澜壮阔、撼天动地、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壮伟大的史诗。 
   　　我不知今后会不会有人来写出这部史诗留与未来的人类，如果有，一定要大文豪，用大气派、大胸襟、大手笔，跳出寰宇之外，一眼看穿六合八荒、过去未来，才能再现这部历史之万一。
   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个人所经历的一切，当时惊心动魄，现在只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我尤其希望曾因被谎言蒙蔽而仇视法轮功、或者因各种原因充当过镇压帮凶的人，能够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在心中选择善良，摒弃谎言和暴力。就像功友的一首小诗说的──我依然向你讲清真相： 
   　　当我远远地望见那古老的天安门， 
   　　我只有一个愿望──向你讲清真相， 
   　　「法轮大法好」！ 
   　　亘古久远的誓言， 
   　　在这一刻无比庄严地兑现！ 
   　　当我被你凶狠地打倒在酷热的广场上， 
   　　我只有一个愿望──向你讲清真相， 
   　　………… 
   　　你说：我不相信神的存在， 
   　　你说：我只在乎钱的魔力， 
   　　你说：我愿跪在权力的脚下。 
   　　我告诉你：神不因为人的否定而不存在， 
   　　我告诉你：在宇宙真理面前钱无所作为， 
   　　我告诉你：权力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循环下崩溃只在瞬间， 
   　　最后我告诉你我的心愿：我依然向你讲清真相。 
(第二章 神圣使命 全文完博

后记 ——我还想说什么
    
   我最后想说的两点是： 
   
   　　一、所有用心修炼法轮功的人都真切感到修炼给自己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从生命的最微观开始的，能够反映到最表面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一。许多人能够相信人在一定的理论和假说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冷冰冰的、粗糙的仪器和工具，却不敢相信人体本身这个最奇妙、最完美、最复杂的「仪器」所能感知的事情。多少年来，「唯物主义」的教育让我们将事物和人的认识以「主观」和「客观」的划分就简单而粗暴地下了孰真孰伪的结论。其实我们认为什么东西「主观」、什么东西「客观」，不都是我们「主观」上的认识吗？ 
   　　道家历来有「天人合一」的说法，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不管人体也好，宇宙也好，「宇宙的所有物质都是由微观物质、微观粒子不断地组成更大一层粒子，直至组成到像我们今天人能看到的细胞--分子这么大的粒子。」 也就是说，正如修炼法轮功的人感觉到自身生命微观深处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样，更微观的宇宙空间也早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使一切偏离宇宙「真善忍」特性的物质和生命都重新归正到最美好、最原始、最纯正、能够符合那一层宇宙法理对这一层物质和生命的要求的状态。这种归正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我们人类所生存的表面空间推进。 

   　　由于「物质在表面以下任何一层物质都是由微观物质组成的，而微观物质要解体的时候，表面的物质也就解体不见了。它的解体是不知不觉的，就像烟消云散一样」 ，所以，当这种推进到人这层空间时，人今日看不到的一切、不相信的一切，可能都会突然令人目瞪口呆地出现。其实有许多变化已能够反映到我们的这个空间来了，包括科学家已观察到的各种前所未有的天体的变化及人们的肉眼能见的许多异象。今天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去天安门打横幅也好，在街上发传单也好，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大使馆门口静坐也好，都跟这个世界上的权力、政治、政体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超越这一切，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未来人类社会的各方面，从科学到文化，从意识形态到生存方式，都会发生全面、深刻和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定是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法轮功学员今天之所以要付出许多人难以理解的那么大的努力去「讲清真相」，只为了到了那个时候，能够无愧于自己从修炼中所获得的，同时能够无愧地对自己说：我确曾尽到最大的努力。 
   　　二、我在书中所写关于法轮功的一切，只代表我个人现阶段对法轮功的认识，决不代表法轮功本身。即使我引用的是李洪志先生的原话，也很难避免断章取义和将这些话固定于我个人的理解水平之虞。我在劳教所误入歧途后的一切，更不再符合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标准。如果您想真正了解法轮功，请完整阅读法轮功原著《转法轮》。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在本书的写作过程给予我无私帮助和支持的功友和朋友们。我特别要感谢我到澳洲的第一天遇到的那位「优雅」的女士郑庆成。她为我提供了写作的条件，并一直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在我陷入怀疑想放弃的时候，是她一直鼓励着我。 
   　　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位姓名缩写CNW的功友以及明慧网和正见网的编辑。CNW功友不辞辛苦为我写了近万言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在一年后的今天，仍然让我深受裨益。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师尊李洪志先生。只不过这种感激我很难正确表达，只能将它深藏于心。 
   　　 
   　　 曾铮 
   　　 2002/5/7完稿于澳洲 
   　　 2002/5/19第一次修订 
   　　 2003/5/16第二次修订 
   　　 2003/7/3第三次修订 
   　　 2003/8/8第四次修订 
   　　 2003/9/24第五次修订 
   　　 2003/10/25第六次修订 

跋-至誠大勇 證道真善忍──《靜水流深》出版的意義與期望

朱賜麟
   
   科技高度發展的後遺症，造成了精神文明的迷失，使得人們迫切期待身、心、斓陌差D。上世紀末，各種教派蓬勃發展，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崛起最快、影響最大、遭遇最慘的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的境況了。
   法輪功從九二年公開傳法，六年之內，功法流布全世界，學員多達億餘人。一個揭櫫「真、善、忍」為核心思想的教派，讓人很難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會以「邪教」定調，而採取自文革以後三十多年來不曾出現過的全面鎮壓手段，甚至於動用國家機器中，最殘酷的獄所監禁來凌虐迫害法輪功眾？
   為什麼中國政府會採取這麼激烈的政治手段？從古今中外宗教迫害的「法難」事件，不難理解其中必定有最深沉的權力疑懼存在。所以，雖然這個問題在世界各地被不斷的提出，可是中國政府總是諱莫如深，交代不出合理的說法。隨著媒體不斷披露一件件法輪功學員遭迫害致死的消息，中國政府採取了全面封鎖訊息、管制新聞採訪的手段，這也使得真相更加撲朔迷離、媒體產生寒蟬效應。

   因為監獄黑幕，本來就是社會底層最黑暗幽深的地方，常人多難一窺究竟。當了無新意的訊息不再是新聞、反覆提出的指控也沒有證據，社會與媒體對消息的刺激，就像針尖觸膚一樣，微疼之後感覺遞減，終至漠然以對。
   這一切的無力與無奈，直到《靜水流深》的出版，才終於讓法輪功眾在大陸遭遇迫害的真相，完整的揭發出來。這本書的出版，除了作者的勇氣、出版公司的慧眼之外，以法輪功的真、善、忍三宗旨而言，也應是沒有違誤的證道之作。
   從真而言，這是一本「法難」的見證實錄。它證實了近五年來零星片段的新聞報導，不是捕風捉影的謠言；勞教所內摧辱人性的尊嚴與肉體的凌虐，不是虛構；善良修道者心靈深處的堅持與壯烈，令人感動；被「轉化」者在身、心、靈三方面所遭受的慘痛經驗，令人悲憫；對修道者而言，這本書更能幫助大法弟子了解同修所受的苦難與大法布化的艱難。
   從善而言，這是一本深含善心悲願的血淚祈禱文。它揭開了「被轉化者」的痛楚傷疤，但我們看見了其中仍然躍動著的善良心念；它
   揭發了中國獄政的黑幕，但卻期待能有人性光輝的照澈；它更是讓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了解，一念差池所造成的傷害是如何的深廣，而也期待良知覺醒、善念發動，早日終止悲劇。
   從忍而言，這是一本堅忍內省的懺悔書。作者忍著背負「離法背道」的罪名，自揭傷疤，和著血淚，勇敢的寫出勞教所內千千萬萬同修所遭遇的苦難。對於最不堪回首的「轉化」過程，強忍著撕心裂肺的痛楚，詳細交代身、心、靈所受到的折磨與屈從後的悔恨欲死。這對於一個流亡海外、顛沛無依的弱女子而言，如果沒有修法的至誠、證道的堅忍，如何能夠成書？
   《靜水流深》的出版，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重視與回響，相信中國領導人們應已知情，我們深切的期望他們體察這本書中的善意，能夠對真相知恥知病，痛下決心改弦易轍。如果真的能夠如此，則千千萬萬受過折磨苦難的法輪功眾，應也可以坦然釋懷了。至於部分法輪功眾對作者求全責備的善意，應也可以視為作者曾錚今後修法路上的護法良師。
   此外，更呼籲藝文界的朋友們，通過這本書的真實載記，孕化為文學、藝術的表現，讓這一段不幸的故事，永遠留作人類歷史的教訓。願以一瓣心香，祝禱消泯一切貪嗔痴妄，讓這個世界早日恢復真善清明。 
   
   (本文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附 法轮功大事记

时间 事件
   1951年5月13日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出生于中国吉林省公主岭市。
   1992年5月13日 首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办。李洪志先生首次面向社会传授法轮功。
   1992年12月 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参加北京92’东方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的治病效果引起关注。李洪志先生成为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
   1993年4月 李洪志先生著作《中国法轮功》出版发行。
   1993年12月 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参加北京93’东方健康博览会，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特别金奖」 及「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
   1994年9月 法轮功教功录像带出版发行。
   1992年5月13日
   至1994年12月21日 李洪志先生先后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在中国各地共举办54期法轮功面授班，每期约十天。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
   1994年12月 李洪志先生主要著作《转法轮》出版发行。
   1995年3月13日 李洪志先生赴法国巴黎传授功法。法轮功正式走向海外。
   1996年1月 《转法轮》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 
   1996年6月17日 中国官方媒体《光明日报》发表《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评论文章，首次公开攻击法轮功。
   1996年7月24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书籍。
   1996年10月12日 李洪志先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公开演讲。法轮功正式传入美国。
   1997年初 中国公安部在全国开展对法轮功的调查。
   1997年11月16日 李洪志先生首次赴台湾台北市演讲。法轮功正式传入台湾。
   1998年5月 北京电视台播放中国科学研究院院士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节目。
   1998年7月21日 中国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对法轮功辅导员的电话、行踪进行监听和监视、取缔炼功点、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财产等。
   1999年4月11日
    何祚庥在中国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攻击法轮功。
   1999年4月18日
   至24日 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陈情。
   1999年4月23、24日 天津警察殴打驱散法轮功学员，抓捕45人。
   1999年4月25日
    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待。天津被捕学员获释。
   1999年4月25日当夜 江泽民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称共产党要战胜不了法轮功。
   1999年5月30日 由海外法轮功学员创办的中英文法轮功网站明慧网开通。
   1999年6月10日 专司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成立。
   1992年5月
   至1999年7月 法轮功传至40多个国家，学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
   1999年7月20日
    中国全国统一大规模对法轮功辅导员的抓捕和抄家开始，数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被抓捕。
   1999年7月22日
    镇压正式开始。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刊出长篇批判文章，民政部发布「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通告，公安部发布「六禁止」通告，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通知。各地公安抓捕法轮功学员，抄家、抄书，焚烧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等。几十万法轮功学员开始走向北京和各地方政府部门请愿。请愿群众被驱散或抓捕。
   1999年7月22日
    李洪志先生发表《我的一点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善良的人们帮助解决在中国发生的危机。
   1999年7月23日 加拿大谴责镇压法轮功。
   1999年7月27日 美国国务院呼吁对法轮功问题采取克制态度。
   1999年7月28日 中国公安部发出对李洪志先生的国际通辑令。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协助。
   1999年8月16日 中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树人中学高一二班17岁女学生陈英在去京上访被警察押返途中身亡。这是明慧网于1999年10月25日公布的第一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
   1999年10月25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江泽民讲话，称「法轮功就是邪教」。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上访被捕。
   1999年10月26日
    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以「法轮功就是邪教」为题刊载江泽民讲话。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上访被捕。
   1999年10月27日 《人民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约600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被捕。
   1999年10月28日 约30名法轮功学员于北京郊区举行秘密新闻发布会，以真名和真实形象第一次将镇压详情公布于西方媒体。数家西方报纸次日刊登新闻发布会报导和照片。参加发布会学员后陆续被捕，其中丁延、蔡铭陶于2000年被迫害致死。
   1999年10月30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各大媒体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决定」和「解释」被外界认为是镇压法轮功的法律依据。
   1999年11月12日 首次对法轮功学员判刑，四名法轮功学员被判监禁两到十二年。数百名学员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
   1999年11月18、19日 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决议案。
   1999年11月19日
   至25日 百余名来自中国及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广州准备召开心得交流会。数名参会学员被捕。交流会发言稿刊于明慧网后在全球法轮功学员中广为流传。
   1999年12月26日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原法轮功研究会四名成员7到18年有期徒刑。法庭外千余名要求旁听的法轮功学员被捕。
   1999年12月31日
   至2000年1月1日 数千名来自中国及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炼功、展示法轮功横幅被捕。 
   2000年1月19日 明慧网发表李洪志先生在山中打坐的照片。
   2000年2月4、5日 数千名中国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暴力抓捕。
   2000年3月23日 国际特赦组织谴责镇压法轮功。
   2000年4月25日
    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请愿被捕。海外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周年。
   2000年5月13日
    海外法轮佛学会决定将每年的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请愿被捕。
   2000年5月22日
    李洪志先生自镇压后首次发表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诗作《心自明》。
   2000年8月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美国纽约成立。
   2000年8月 29日
    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和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江泽民、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迫害法轮功。
   2000年9月
    30多个国家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聚集于纽约，向参加联合国高峰会的中国代表团请愿。
   2000年10月1日 数千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0年10月6日 数千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0年10月 李洪志先生被提名为200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2000年10月26日 为抗议法轮功被打为「邪教」周年，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请愿被捕。
   2000年12月23日 1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市举行首度跨国心得交流会。副总统吕秀莲到场致词。
   2000年12月31日 几十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展开一幅长99米，宽1.5米的巨型横幅，上书李洪志先生72首诗作。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1年1月1日 至少7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请愿被捕。
   2001年1月13日
    第一份公开真实姓名声明在高压下签署的放弃法轮功的文字材料作废的「严正声明」发表于明慧网。
   2000年1月14日
    来自23个国家的逾千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心得交流会并游行抗议迫害。
   2000年1月15日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
   2001年1月23日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惨案发生。新华社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后改为7名。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表「中共制造自焚惨案，新华社造谣陷害法轮功」声明，呼吁对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
   2001年2月4日
    《华盛顿邮报》发表《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指无人见过「自焚」中死去的刘春玲练法轮功。
   2001年3月14日 法轮功获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团体宗教自由奖」。
   2001年3月 逾千名各国法轮功学员于联合国人权大会召开之际赴日内瓦请愿。
   2001年5月 约600余名法轮功学员会集香港抗议镇压。95名法轮功学员被拒入港。
   2001年5月13日 约300名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请愿被捕。
   2001年5月24日 李洪志先生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50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首。
   2001年6月15日
    23个国家的600多名法轮功学员于欧盟首脑高峰会议期间聚集于瑞典哥德堡，举行游行及新闻发布会，提出「SOS全球救援计划」。
   2001年6月20日 「万家惨案」在中国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发生，李秀琴、张玉兰、赵雅云等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2001年7月起 全球海外法轮功学员发起全球性大型徒步、汽车或自行车「SOS紧急救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行动，主路径贯穿美、欧、澳和亚洲地区，途经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个城市，行程数万公里。
   2001年7月17日 中国大陆武汉法轮功学员彭亮就弟弟与母亲被迫害致死向美国联邦纽约南区法院起诉中国湖北省公安厅长、湖北省「610办公室」 二号人物赵志飞。
   2001年7月底
    马三家劳教所130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劳教所拒不释放劳教期满法轮功学员。
   2001年8月起 全球海外法轮功学员在各国中领馆前绝食或静坐，声援马三家劳教所学员，抗议镇压。其中加拿大温哥华学员的昼夜24小时请愿持续坚持700多天，至本大事记整理之日仍未中断。
   2001年8月14日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声明，指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谴责中国以「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迫害法轮功。
   2001年8月27日
    中国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在美国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起诉。
   2001年9月13日 欧洲议会提名李洪志先生为2001年萨哈洛夫思想自由奖候选人。
   2001年11月20日 12个国家的35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暴力拘捕。
   2001年12月21日 美国联邦法院以「缺席审判」方式判定赵志飞虐杀罪成立。
   2002年1月1日
    中国重庆市法轮功学员利用有线电视台播放法轮功影片70余分钟。后4名有关法轮功学员被判7至16年徒刑，一名死于拘留期。
   2001年1月
   至2002年1月 共54700余人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每天平均140多人，最多470人。
   2002年2月7日
    6名法轮功学员向北加州地区美国联邦法院起诉北京市市长刘淇、辽宁省副省长夏得仁。
   2002年2月14日 40多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2年3月
    中国长春市公安接到可当场开枪射杀悬挂横幅或散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的密令。后辽宁、山东警察接到同样密令。
   2002年3月5日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八个频道同时无间隙播出法轮功电视片《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四、五十分钟。后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被捕，一名被打死，15人被判4至20年徒刑。
   2002年3月7日 10名澳大利亚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被捕。
   2002年3月19日
   至22日
    7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第58届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聚集日内瓦请愿。加拿大外交部长、荷兰外长、德国外长在人权会谴责镇压法轮功。
   2002年4月 3日 美国法轮功学员向美国首都华盛顿DC特区联邦法院递交法律诉状，控告中国国安部、公安部、中央电视台、中共驻美大使馆等在美国本国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和恐吓。
   2002年4月
    江泽民访德，400多名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会集德国抗议。
   2002年4月11日 欧洲议会谴责镇压法轮功。
   2002年4月20日
    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大庆、双城、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鹤岗、双鸭山、鸡西等市有线电视网络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时间最长达75分钟。
   2002年5月13日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功传世10周年，美、加、澳等地30多个城市政府颁发褒奖令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2002年6月
    江泽民访问冰岛，70余名法轮功学员因「黑名单」一度被拒入境。冰岛450名社会名流联名登报向法轮功学员道歉，近3000名冰岛民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践踏人权及冰岛政府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
   2002年6月23日
   至30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9套节目卫星频道和四川、贵州、云南等10个省级电视台播出法轮功节目。
   2002年7月起
    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活动在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展开。后有数十名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营救到欧洲、澳洲和北美。
   2002年7月24日 美国国会全票通过第188号决议案，敦促停止迫害法轮功。
   2002年8月17日左右 中国青海省西宁市、民和县等地有线电视台被插播法轮功节目。
   2002年8月份
    北京房山一带电视台播出法轮功电视片两次，保定东部地区三次，每次时间至少70分钟。
   2002年8月23日、27日
    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河北保定北部地区、涞水、易县、涿州、高碑店、徐水等地区播放法轮功电视片。
   2002年9月6日 中国甘肃白银市白银公司有线电视节目被插播法轮功录像片。 
   2002年10月17日
    6个国家和地区的7名法轮功学员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江泽民、曾庆红和罗干迫害法轮功。
   2002年10月22日
    江泽民在美国芝加哥逗留期间，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等起诉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两千余名法轮功学员会集芝加哥抗议镇压。
   2002年10月24日 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声援法轮功动议案。
   2002年12月2日 法轮功学员在法国起诉「610办公室」头目、中国副总理李岚清。
   2003年1月20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美国成立并宣布将「天安门自焚」事件列为第一个调查对象。
   2003年3月20日
    「法网恢恢」组织向联合国人权监察机构递交4000多页的迫害法轮功报告，包括11000多名中国警察、各级官员及其他具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名单及其涉嫌罪行。
   2003年6月 美国旧金山法官拒绝授予被起诉的前北京市长刘淇和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外国元首豁免权，并向法庭提交两名官员都被确认有罪的报告。
   2003年6月19日至22日 近3000名来自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芝加哥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声援起诉江泽民案。
   2003年7月19至22日 5000多名来自6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活动，纪念镇压四周年。
   2003年8月12日、13日 中国教育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十个省级电视台的多套节目被切换成「江泽民被起诉」及法轮功的图像。
   2003年8月20日 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对江泽民、罗干、李岚清提起刑事诉讼。
   2003年9月8日-18日 罗干在冰岛、芬兰、亚美尼亚、莫尔达瓦被法轮功学员刑事起诉。
   2003年9月30日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在美国成立。
   2003年10月15日 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对江泽民和罗干提出刑事指控。
   2003年11月15日 台湾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制止残害人类，维护基本人权，全球公审江泽民」集会，约十万人签名支持。
   2003年11月17日 六名受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向台湾高等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控告江泽民、李岚清、罗干等触犯台湾「残害人群罪」。
   2003年11月21日 包括受害者、德国法轮大法协会和德国市民在内的40名起诉人向德国联邦检察院递状起诉江泽民。
   2003年12月1日 澳洲参议院通过 “营救澳洲公民亲属动议案”, 关注因修炼法轮功而在大陆遭迫害的澳洲公民家属，强调澳中人权对话要高度关注此问题。
   2004年1月19日 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河北邢台、沙河两地西部利用无线电视播放影片“伪火”、“全球公审江泽民”、“大法洪传世界”等电视片及法轮功讲真相歌曲共两小时。
   2004年1月20日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渥太华代表将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David Matas)在加拿大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已向加拿大政府官员递交了包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内的15名迫害法轮功人员的罪行及其有关证据。 加拿大反人类和战争罪的皇家骑警已为此备案，被控官员一旦踏入加拿大即展开调查。1月底被列入骑警监视名单的迫害责任人增至45人。
   2004年1月22日 吉林延边法轮功学员在机场，劳教所，监狱附近以及高速公路，市区主要道路悬挂千余条法轮功横幅。
   2004年1月28日 四名法轮功学员在巴黎起诉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犯有“煽动屠杀罪和迫害罪”。
   2004年2月3日 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判处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乔• 契普卡属“罪恶的邪教”有罪，并明令其赔偿损失。法轮功学员首次起诉中国外交官在海外迫害法轮功并胜诉。
   2004年3月3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02票赞同、2票反对通过530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在日内瓦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议上，提出议案呼吁中国结束侵犯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异议人士的人权。
   2004年3月8日 韩国法轮功学员朴钟元以名誉毁损罪向汉城中央地方法院起诉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滨，总领事张欣及五名大使馆参事官。
   2004年3月12日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张昆仑教授依加拿大刑典向加拿大最高检察官递交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等22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官员的刑事起诉状及罪行证据。
   2004年3月15日 500多名来自瑞士、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希腊、斯洛伐克、俄罗斯、立陶宛、瑞典、丹麦、挪威、爱尔兰、台湾、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等二十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于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召开之际在日内瓦进行请愿活动呼吁关注对法轮功的镇压。
   2004年4月6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追查国际已于3月31日出版名为《关于迫害法轮功调查报告》的新书，并于4月6日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举办地日内瓦進行首次发行。
   2004年4月7日 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经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递交申诉状，要求人权委员会调查其由于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人权迫害。
   2004年4月7日 澳大利亚维省民事及行政法庭（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做出判决，要求墨尔本市政厅在14天内就2003年拒绝法轮功学员参加蒙巴节游行一事通过当地三家主要中文报纸向维省法轮大法协会公开道歉，并且支付胜方律师的费用。
   2004年4月16日 瑞士律师代表布恩女士宣布七名法轮功学员在瑞士起诉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王渝生。
   2004年4月22日 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起诉到美国哥仑比亚特区法庭。
   2004年5月 英国法轮功学员向英国最高警方提交诉状，以酷刑罪起诉薄熙来，并要求警方调查薄熙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及在他抵达英国时予以逮捕。
   2004年5月24日 法轮功学员以“种类灭绝罪、反人类罪及酷刑罪” 向波士顿联邦法庭起诉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
   2004年6月8日 台湾立法院通过由126位立法委员连署的提案，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被逮捕及拘禁之法轮功修炼者，并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
   2004年6月8日 波兰法轮功学员向波兰国家检察院递交诉状，指控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犯有反人类罪和酷刑罪。
   2004年6月28日 曾庆红访问南非期间，前往请愿的澳籍法轮功学员遭黑枪袭击，David Liang脚中两枪。
   2004年7月2日 法轮功学员向巴黎大事法庭共和国检察官递交起诉状，指控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共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犯有酷刑罪同谋。
   2004年7月6日 明慧网公布，从1999年7月20日至2004年7月初，已至少有1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女性占52%，男性占48%，平均死亡年龄44岁，最小的是黑龙江省17岁的高中生陈英(女)，最大的是四川省82岁的杨永寿(男)。每月平均披露致死人数17人。
   2004年7月13日 法轮功学员向美国康州纽黑文市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Class Action），控告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利用制作影片来煽动教唆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暴力、酷刑和群体灭绝。这是第一起类似的诉讼案。
   2004年7月19日 中国前教育部长、现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坦桑尼亚被指控“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实施酷刑和虐杀’”。陈至立被传唤亲自到庭应诉。这是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国官员迫害法轮功案例中，首次有被告亲自出庭。
   2004年7月22日 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其支持者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庄举行主题为“永不屈服的勇气”集会及游行。两位国会议员和八个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集会并讲话。17名加拿大法轮功小弟子经23天完成1200公里的“营救中国受迫害的孩子”自行车之旅到达华盛顿。
   2004年7月23日 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组成2英里长的人墙，表达面对镇压决不屈服的勇气，并强烈抗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晚间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行烛光夜悼，纪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
   2004年7月24日 约4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会议中心（Washinton Convention Center）举行2004年华盛顿DC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李洪志先生到场演讲。
   2004年7月25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0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波士顿参加“全球反中共恐怖输出大联盟”发起的集会和游行。
2004年8月5日 三名来自澳大利亚、爱尔兰和希腊的法轮功学员，向雅典检察院递交刑事起诉状，控告江泽民、李岚清和罗干在镇压法轮功中犯下酷刑和虐待罪。
   2004年8月9日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向检察院递交了诉状，起诉正在俄罗斯進行访问的中国商业部部长薄熙来，控告他在担任大连市长和辽宁省省长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
   2004年8月27日 东京都正式认可法轮功团体为“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并批准其以“日本法轮大法学会”的名称登记立案。
   2004年8月28日 来自全美、加拿大、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约4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进行了“勇气长城” 、酷刑迫害真人展及烛光守夜等活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2004年8月30日 奥地利法轮大法协会、国际人权协会、人权组织“为了被威胁的人们”、数名个人及在北京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向维也纳检察院对正在奥地利访问的贾庆林提起诉讼。
   2004年9月2日 15名法轮功学员向西班牙马德里国家法院提交诉状，控告贾庆林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犯下的群体灭绝和酷刑罪。
   2004年9月15日 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向澳洲纽省高级法院控告江泽民，指控他犯有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2004年9月22日 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于联合国大会第59届会议在纽约总部召开之际联合国广场前举行大型集体炼功和新闻发布会，随后在曼哈顿第三大道上组成“勇气长城”，呼吁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2004年10月4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04号决议案，表达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在美国和中国对法轮功的压制所持的意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美国干涉人们行使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权利，包括修炼法轮功的权利；停止利用外交使节在美国散布歪曲法轮功本质的谎言、释放所有在押的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良心犯。
   2004年10月26日 11名法轮功学员向新西兰奥克兰市高等法院以民事诉讼形式控告江泽民及其追随者犯有群体灭绝、酷刑和非法逮捕罪等。
   2004年11月4日 甘肃省委书记苏荣在赞比亚访问期间被法轮功学员告上赞比亚高等法院，并被扣留等候传讯。这是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国官员迫害法轮功案例中，首起被告被扣留案例。
   2004年11月 241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向全国人大、最高检察院、司法部及湖南省高级检察院、司法厅、湖南省各级地市检察院、司法局递交控诉信，控告湖南省沅江赤山监狱警察酷刑折磨其亲属并要求惩处凶手。
   2004年11月8日 苏荣因未能如期出庭被法轮功学员以「蔑视法庭罪」而告上刑事法庭。赞比亚有关方面下令禁止苏荣出境。
   2004年11月12日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加拿大总检察长提出请求，以加拿大的“反人类罪及战争罪法”，起诉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李岚清等人。
   2004年11月13日 赞比亚警方发出通缉令，逮捕苏荣。
   2004年11月15日 六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宣布向安大略省高级法院对江泽民、李岚清、罗干、刘京和王茂林等五位中国高官提出民事诉讼，并要求2千万加元的赔偿金。
   2004年11月16日 法轮功学员向玻利维亚检察院递交刑事起诉状，控告江泽民、罗干在镇压法轮功中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原告律师并要求总检察长发出对江泽民和罗干的国际逮捕令，将犯罪元凶押到玻利维亚法庭。
   2004年11月16日 五名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向都柏林警察局递交对中国副总理黄菊的刑事诉状，要求警察长调查并逮捕正在爱尔兰访问的黄菊。
   2004年11月19日起 大纪元新闻网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其中第五评为《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2004年11月20日 北京卫视于晚八时黄金时段被插播法轮功电视片《风雨天地行》10-30分钟，内容主要为“自焚”真象。
   2004年11月20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3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城麦迪逊大道上举行以“坚忍不屈的精神”为主题的大游行，并于当晚在中国领事馆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一千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
   2004 年11月22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街头组成勇气长城，横跨曼哈顿中城的42街， 沿着公园大道（Park Avenue）和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绵延40多条街道。
   2004 年11月23日 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排出“正法”大字，并进行大型炼功活动。
   2004年11月29日 黑龙江、北京、山东、吉林等四省610办公室头目张晓光、张宪林、董宗方、高奎先在西班牙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并被警方立案追查。
   2004年12月2日 荷兰和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向荷兰鹿特丹法院递交刑事起诉状，控告江泽民、李岚清及薄熙来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2004年12月8日 针对法轮功学员对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控告，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法官威尔金（Wilkin）确认地方法官的裁定报告，判决刘淇有罪，要求他为管辖下的警察所犯的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和反人类罪行负责。
   2005年1月8日 来自台湾各地及海外的近4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串成六公里长的“正义长城”人链，呼吁早日结束迫害。
   2005年1月10日 明慧网公布，自2001年至2005年1月7日，已有超过164，700人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在高压洗脑下被迫做出的一切言行作废，表示要重新修炼法轮大法，平均每天的声明人数为113人。
   2005年1月28日 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向秘鲁最高法院提交对曾庆红、江泽民、罗干和薄熙来的刑事诉讼状，状告他们的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秘鲁最高法院接受了诉讼状。
   2005年2月14日 李洪志先生授权大纪元新闻网发表退团声明《再转轮》。
   2005年2月23日 中国科学院“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在纽约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起诉。
   2005年2月25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集旧金山，分别在市政广场、联合广场、贾斯丁•赫曼广场、以及华人聚集的花园角和华盛顿广场，举行反酷刑展和图片展。
   2005年2月27日 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联合广场举行“以善面对暴力与仇恨”大集会，近两千名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举行以“正法之路”为主题的大游行。
   2005年4月7日 在明慧网上公开发表“严正声明”， 声明在高压洗脑下被迫做出的一切言行作废，表示要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次达到206,406人次。
   2005年4月12日 五名日本法轮功学员和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以集团灭绝罪向大阪地方法院起诉江泽民、李岚清、罗干、辽宁省大连市长夏德仁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要求赔偿6000万日圆的经济损失。
   2005年4月22日起 中国大陆发生自1999年7.20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全国性大搜捕。
   2005年5月5日 香港最高上诉法院对三年前法轮功学员涉嫌阻碍街道以及袭击警察的指控做出裁决，推翻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有罪判决。
   2005年5月26日 明慧网报道，据突破网络封锁得到的消息，大陆知道姓名的在迫害中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已达98人，遍及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05年5月30日 韩国法轮功学员向汉城中央地方检察厅递交诉状，控告薄熙来。
   2005年6月2日 美国联邦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对中国科学院“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進行了缺席审判。判决要求被告郭传杰赔偿对原告造成的伤害及经济损失。
   2005年6月8日 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向首都堪培拉最高法庭递交对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的诉讼状，要求法庭下令制止外交部长唐纳以1992年的外交特权和豁免章程为由，签署不允许在堪培拉中国使馆之外展示横幅和播放扩音音乐的行政令。
   2005年6月8日 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赵明委托，向巴黎大事法庭（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起诉正在法国巴黎访问的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
   2005年6月20日 澳洲参议院通过动议案，要求对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受骚扰的指称进行调查，并要求保证法轮功学员自由修炼的权利。
   2005年6月22日 加拿大警方确认，卡尔加里中国领事馆公开展览的攻击法轮功的小册子，为仇恨宣传品。根据加拿大刑法，卡尔加里中领馆官员可能面临仇恨犯罪刑事起诉。
   最后整理时间：2005年7月13日（完整本请见正见网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5/3/7/29516.html）
(附 法轮功大事记 全文完博讯www
曾铮文集(二)
桉树果的歌（澳大利亚 Philippa Rayment著，曾铮翻译）
   
   
   
   
   一

   
   几年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在一个夏日的艳阳天里穿越丛林
   
   丛林中传来一个嘹亮悦耳的声音
   我找啊找啊，终于发现了
   藏在一棵老桉树的花丛中的
   那些美丽的小小的桉树果儿们
   
   
   他们甜美地唱着，他们的心儿纯洁又清澈
   丛林屏住了呼吸，静静地听着这歌儿
   天空被水晶般的光泽照亮
   翡翠、宝石和蝴蝶身上露珠般晶莹的钻石
   化为一道彩虹飞跨在空中
   
   丛林的树木也加入了歌唱
   他们学会了这首珍贵的歌，快乐无比
   
   合唱：
   来来来打开你的心儿同我一起歌唱
   特拉拉拉拉，特拉拉拉利
   永远别离开真善忍
   人人都会看到你心中的喜悦
   
   二
   
   桉树果们快乐地唱着
   一只邪恶的沼泽怪兽爬了过来
   它来自水坑，浑身又粘又滑又发青
   它是一个恶梦般的最可怕的怪兽
   
   “停下来！不许唱！”他嘶哑地叫喊。
   “你们不许当好人，我们只喜欢坏蛋。”
   它的朋友是一群蛤蟆样的奇形怪物
   头上长着尖刺，耳朵上挂着圆环
   
   
   它给了这些怪物好多好多的钱
   让他们摧毁森林，砍倒每一棵树
   森林变得荒芜又黑暗
   什么都不再生长，也不再有火花和光亮
   你再也听不到树儿的歌唱
   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悲伤
   
   三
   
   愤怒的云彩在天空中翻滚咆哮
   “那里在发生什么？”他们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唱歌的树儿快快生长，请不要惊慌
   一棵树毁掉，十棵树将成长。”
   云彩洒下奇特的雨水
   神奇的雨水找到了深藏在地下的桉树果儿
   桉树果儿长成树苗，朝着真善忍的方向迅速地成长
   森林里再一次充满了光亮
   
   沼泽怪兽很快就灭绝了――它死了
   没有一个人为它哭泣
   
   我要告诉你沼泽怪兽将永远不再出现
   因为当罪行不再存在
   邪恶当然不能胜利
   如果善良的人们意志坚定
   邪恶就将被除去
   
   而它那些狐朋狗友也从此不再做恶
   他们崩溃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让我告诉你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
   因为我们就是那“桉树果儿”
   在这儿为你唱这首歌儿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
   
   2002年2月29日
   
   附原文：
   
   The Gumnut Song
   
   Verse 1
   
   
   A few years ago in a land far away,
   As I walked through the bush on a hot summer’s day,
   There rose from some trees a glorious sound.
   I looked and I looked and at last I found,
   Hidden in the blossoms of an old gum tree,
   Tiny gumnut babies, so beautiful to see.
   
   And singing sweetly with hearts pure and clear.
   The bush went quite still to watch and to hear.
   Scattered crystals of light diffused the air,
   And emeralds and rubies and other stones rare,
   And diamonds like dewdrops on a butterfly
   Turned into a rainbow spanning the sky.
   
   Then the trees began to sing along,
   So happy to learn this precious song.
   
   Chorus:
   Come life up your heart, come sing with me
   Tra-la-la-la-la, tra-la-la-la-lee,
   Never falter from the truth, kind and tolerant be
   And happiness will fill your heart for everyone to see.
   
   Verse 2
   As the gumnuts were happily singing their song,
   A bad bunyip man came creeping along,
   From out of the waterhole all slimy and green,
   A most horrible creature, ‘twas like a bad dream.
   
   “Stop the singing! Not allowed!” he said with a crock,
   “You must not be good, we like evil folk”
   His friends were grotesque looking toad-like things,
   With spikes in their heads and ears full of rings.
   
   He paid all these creature a very large fee,
   To destroy all the bush, cut down every tree.
   The bushland became very barren and dark,
   Nothing grew, no light-not a spark.
   Not even one singing tree then could you hear,
   Their hearts were so lost in pain and in fear.
   
   Verse 3
   Angry clouds up above they swirled and they howled 
   “what’s going on there?” they grumbled and growled.
   
   “New singing tree grow, no need to fear
   One tree is destroyed ten others appear.”
   So the clouds made special rain and the water found 
   Some gumnuts that were hidden under the ground.
   And the trees quickly grew to Zhen Shan Ren
   And the bush was transformed to light again.
   
   And the bunyip soon became extinct-he died.
   I’d have to say that no one cried.
   
   I want to make this very clear
   The bunyip will never again appear.
   For when there is no sin
   The evil really cannot win.
   If goodness has determination
   The evil is in elimination.
   
   And his wicked friends no more made a fuss,
   They disintergrated-they are with us no more.
   I tell you all this story’s true, 
   For we are “The gumnuts” singing here for you.
   
   Falun Dafa Hao, Falun Dafa Hao
   Falun Dafa shi zhen fa go guang pu zhao.

救我北大!（2002年9月25日以笔名心痛发表）
   
   
   最近在北大网站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北大百年大讲堂要放映配合镇压法轮功的政治影片，并将邀请科学痞子、政治流氓何祚庥等人来此放毒，心痛不禁忧而长呼：“救我北大！！！……”
   曾几何时，北大产生过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和李大钊；
   曾几何时，“北大”二字几乎是自由民主、思想独立超前的代名词；

   曾几何时，“北大三角地”与美国五角大楼、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一起被列为“八九”民运的四大“重灾区”之一；
   曾几何时，当“六四”被镇压，北大人被要求人人过关，写材料详述“六四”中的表现，并按系别被集中到大讲堂看“革命影片”《巍巍昆仑》时，影片中每有出现国民党的镜头就有人欢呼，出现共产党－－北大人心目中的“六四”屠夫－－时尚有人敢鼓倒掌；
   曾几何时，当李XX在北大90周年校庆之际在大讲堂的庆祝会上“代表国务院对北大表示祝贺”，并“希望北大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听党的话”时，听众席中一片嘘声，甚至有人高喊：“下去！”以至李XX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站在台上忘了词儿；
   曾几何时，北大校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清华的官、北大的僚、人大的吏”，北大人说，北大人做不了“官”，当不了“吏”，只因北大人 “穷，穷得象茶，苦中带一缕清香；傲，傲得象菊，高挂一脸秋霜”；
   曾几何时，北大校园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曾几何时，……
   而今日之北大呢？
   校园网站三角地论坛《敬告读者》第一条曰：“禁止反党反政府言论，违者责任自负”；第四条曰：“为法轮功张目者同作者删除、砍帐号、封IP”。好一派杀气、好不让人莫名其妙！
   这言论自由哪里去了？这法轮功又怎么啦？竟然“有幸”被列为“敬告”之四？
   三年多前，当心痛在电视里看到法轮功书籍被一堆一堆地烧光，中共中央出了“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 的通知，电视、广播、报纸都喊“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时候就觉得奇怪：这法轮功要是那么愚昧荒唐可笑迷信，将法轮功的书给广大的党员干部人手一本让他们自己一看，他们不就自觉抵制了吗？干嘛烧书？什么年代了，还搞“焚书坑儒”？党就这么不信任自己培养了多年的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吗？除非这其中有鬼！
   后来心痛也曾慕名“拜读”了引发被海外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4•25”中南海事件的何祚庥的著名“大作”《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读完这篇“大作”，心痛 丝毫也不惊异于为什么何XX会做出“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的惊人发现，因为这篇“大作”显示何XX不仅不懂科学、不懂气功，甚至连逻辑常识都没有。 何XX在文中说，气功为何能让人得神经病，科学上尚不得而知，但气功能导致人得神经病却是确定无疑的了。心痛倒想试问，既然科学尚未弄清气功为何能导致人 得神经病，那你凭什么断定神经病就是气功导致的呢？从逻辑学上说，如果所有人一练气功就得神经病，那么练气功是得神经病的充份条件；如果所有得神经病的人 必得要练气功才能得神经病，那么练气功是得神经病的必要条件。而实际的情况呢？有那么多练气功的人没得神经病；精神病院的人也没几个是练气功的。所以练气 功既不是得神经病的充份条件，也不是得神经病的必要条件，当然就更不是充份必要条件了。因此练气功和得神经病之间毫无因果关系。这点道理还用讲吗？
   心痛还听说，当何XX的“大作”发表之后，有法轮功学员到他家里找他说理，他不许人家进门，让人家站在门外跟他“论”。当人家问他法轮功倒底有何不好时，他临时从包里掏出一本《转法轮》 来翻着看，当看到目录中有“男女双修”一节便如获至宝地说：看这里！“男女双修”，这不是黄色书籍是什么！门外站着的法轮功学员目瞪口呆，一时半会儿也没 法从头教育这位科学院的院士：“男女双修”是密宗流传的一种人体修炼方法，多少年来就是这么修的，世界各地许多被称为“欢喜佛”的双佛造像反映的就是这种 修持方法。《转法轮》只是解释了这种修炼界的现象，法轮功跟“男女双修”根本没有关系。这位院士连人体修炼的ABC都不懂，书都没看过就开始“批”法轮 功，从哪儿开始跟他“论”起？据说这位学员被何院士的无知无识气得转身走掉了。何院士洋洋得意，到处去说人家不敢跟他论，他“胜利”了--好不要脸也！
   就是这样的人，还有脸到北大去“座谈”！
   心痛身处海外，享有全面掌握各方面资讯的“特权”，因此而能了解到，当局正在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未曾动用过的手法镇压着炼法轮功的老弱妇幼。“反右”、“文 革”时使用的是“五七干校”、“牛棚”、“红卫兵”、武斗双方的棍棍棒棒；今天用的是国家“正规军”：警察、监狱、法庭、劳教所、电棍、镣铐、死人床、水 牢、子弹……外加精神病院和洗脑班；镇压所涉及的人员之广也早已超过了历次运动，全国所有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都人满为患，只能将真正的罪犯放了，腾地 方给这些因思想而获罪的人。
   在监狱里被刑求致死的人已经四百多了，他们“该死”是因为不肯在“转化书”上签字！
   身在海外，心痛还读到这样的报导。法轮功学员冒着杀头的危险切入了电视台的节目，只为放两部电视片：“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天安门自焚真相”。最近放电视的学员被判了二十年。
   心痛惊异于他们的“胆大妄为”的同时，不禁想向他们脱帽致敬：“六四”的坦克隆隆地开过来之时，我选择了从北大逃亡；回到学校后要人人过关写“六四”期间参加过哪些活动的交代材料时，我避重就轻好歹“交代”了几条以蒙混过关；再后来更选择了远遁海外，以便能明哲保身。
   然而今日，一群以前从没听说过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就这样勇敢而无悔地挑起了本该我们大家都来挑的重担！令我这个所谓的“天之骄子”汗颜！
   北大，不是历来被认为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吗？不是曾经是独立意志的代名词吗？今日的北大在做什么？麻木之余，还要充当帮凶吗？
   “天之骄子们”，你们该醒醒了！你们有聪明的头脑考高分，你们有没有智慧不被蒙蔽？你们有没有勇气选择正义和真理？
   人最可贵的是什么？
   是生命。
   生命最可贵的是什么？
   是思想的自由和权力。
   北大的魅力（如果还有的话）在哪里？
   在精神，在品格，在不畏权贵，在嫉恶如仇，在独立思考，在勇于探索，在求真，在忧患意识，在敢于承担社会和时代的责任。
   我梦萦魂绕一“塔”“湖”“图”（＊）的北大啊！我“天之骄子”的北大人啊！心痛向你们大声疾呼：赶快警醒，救自己、救北大、救中国、救中国人！
   ＊注：一“塔”“湖”“图”分别指北大引以为傲的未名湖边的博雅塔、未名湖和北大图书馆。
拎不清的总领事与“三个代表”的最新进展
   （2003年4月12日以笔名拎不清发表）
   
   拎不清不久前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墨尔本国会大厦里要举行一次中国书法展览，于是便在开展那天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地迈步走了进去。
   
   书法展倒罢了，司仪小姐和维省多元文化部部长的讲话也还说得过去，只是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田俊亭田领事的讲话却差一点将拎不清的鼻子笑歪。

   
   虽然拎不清的爷爷“解放”时被镇压了，爸爸“文革”时被打倒了，婶婶“大跃进”时饿死了，表弟“六四”时中了流弹，妹妹前些天回广东又染上了SARS……但那些毕竟已经是遥远的过去，拎不清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妹妹染上SARS也没死，还在澳洲政府宣布隔离SARS病人前就安全入了境，所以拎不清对田领事本来没什么意见，田大人讲话时一直认真在听。
   
   田领事先说，中华文化如何如何灿烂（当然！拎不清一千年前在五台山出家当主持时修的大殿甭提多美了，可惜今天谁有几个臭钱谁就可以将写著自己名字的臭气哄哄的“有求必应”的铜牌子钉到大梁上去，把咱家一千年前的成果全毁了），然后田领事说，我代表所有前来参加展览的人民向展览的主办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场群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老外听不懂他说什么，跟著瞎起劲），拎不清却差一点笑出了声：这田领事脑子里肯定是进水了，学“三个代表”学出毛病了，你当你是谁？你当你在哪里？“代表”到澳洲来了！
   
   拎不清兹在此代表澳大利亚总理何华德、联邦政府、上议院、下议院、参议院、众议院、工党、自由党、民主党、绿党、叽里咕噜党……和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向中共三个代表共和国总领事公然侵犯我澳大利亚主权的脑子进水行径表示最强烈的外交抗议！
   
   特此照会。
   
   拎不清
   
   公元2003年4月12日


如果我能够
   
   

（2003年3月7日以笔名南竹发表）
   
   序：某年月日，余因修炼法轮功受尽迫害后流落在外年余，夫君忽受牵连身陷囹圄。倍受摧残出狱后，夫君来函告曰：“记得在号里做的梦：我俩从什么地方出来，找自行车---突然，你被一个形象委琐的老头推下了路沟---我又气又急，又想找老头拼命---却跳下路沟---沟里又深又暗，长满了各种树木，地上是厚厚的残枝败叶----我连滚带爬找到你，抱起你---你软软地偎依着我，却没有痛苦，而是像解脱般地轻轻对我说：‘又可以让你抱我了----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也说：‘我们回家---’当时我的心情——用任何词汇都无法描述！--------醒来，那场景，历历在目；那心情，倒海翻江------，我永远的爱人！！！我写不下去了-----”

   
   余读此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特赋拙诗一首。
   
   如果我能够
   我将
   象你在梦中拥我一样
   拥你在怀中
   
   如果我能够
   我将用纤手
   透过关山的间隔
   抚你心上的伤口
   
   如果我能够
   我将用温柔的目光
   脉脉地从四面八方
   一直一直地将你凝望
   
   如果我能够
   我想携你的双手
   与你同归
   家园的永久
苏震西的三大错误



（2003年3月12日以笔名看不过发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是劳动节，墨尔本市万人空巷，很多人都到城里去看市政府花费纳税人180万元搞出来的蒙巴游行去了，看不过却因为生平的一个毛病，不得不留在家里苦爬格子。
   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就是遇到看不过的事情不说两句心里难过。看不过最近遇到的一件最看不过的事便是墨市市长苏震西大人不让法轮功参加蒙巴游行。
   最开始听说苏大人不让法轮功游行的时候，我也跟许多人一样奇怪：日里万机的堂堂市长大人怎么居然有心思管起早已承包给专营娱乐的公司组织的蒙巴游行来了？好在看不过有个密友是法轮功，因此才了解到这里面的许多“猫腻”，下面不妨说与各位听听：
   几家欢喜几家愁
   要弄懂苏大人为什么不让法轮功游行，首先要弄懂这个问题：如果法轮功参加了，高兴的是谁？不高兴的是谁？
   我看高兴的首先当然是法轮功。他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准备这次游行，按他们的话讲，就是为了“与澳洲人民分享‘真善忍’和中华文化的美好”，如果能够如愿以偿，他们当然高兴；
   第 二个高兴的当是喜欢中华文化的人。昨天九号台的新闻里播了他们的游行，我看了，有飞天跳舞、有唐装仕女、有莲花车，确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玩艺儿，平时还真 没怎么见过，喜欢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当可大饱眼福（我不知把法轮功排除后，今天的游行队伍里有没有其它展示中华文化的团体？）；
   第三个高兴的是看蒙巴的一般人。他们大老远跑来，不就图看个热闹？多看一个有啥不好？
   那不高兴的又会是谁呢？
   第 一就是江泽民。他老人家把浑身的解数、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全世界外国冤大头的投资都花得差不多了，也没把中国的法轮功镇压下去，更没让外国的法轮功销声 匿迹，前不久还让人家一纸诉状以当年犹太人告纳粹分子一样的罪名“种群灭绝罪”告上了美国法庭，他能高兴吗？这些天大陆正在开人大会，海外网站上登出了一 张又一张江主席在大会上张著大蛤蟆嘴大打哈欠的“玉照”，好多人都同情地想：77的人了，干嘛不回家抱孙子去，非要坐在台上丢人现眼？他们不知道江主席的 苦啊！一旦离了位就不能享受在位元首才能享有的外交豁免权，那时候一出国就说不定被抓，再要上了国际法庭，就不光是现眼了，弄不好还要给镇压中死掉的成百 上千个冤魂偿命；
   第二不高兴的是中领馆。他们的官是主子封的，办事不力岂不得看主子的脸色？
   第三个不高兴的当然便是不想让中领馆不高兴的人了。这些人是谁呢？大家心里都清楚。
   交织在一起的两个案子
   最近中英文媒体上都长篇累牍地报导了法轮功跟华联会的官司和法轮功为蒙巴跟墨市市政厅对簿公堂一事，但却少有人将这两件案子联系在一起。不幸的是，看不过比别人多知道一点事情，不抖搂出来也心里难过。
   先说与华联会的官司。法轮功申请参加由华联会主办的2002年春节活动，摊位费都交了又被拒后，向机会平等委员会进行了投诉。最后一次调解失败后已此案被转到了维省民政法庭。当时定的是2月18日正式开庭。
   与此同时，法轮功申请了参加蒙巴。主办单位“PAN EVEVTS”看了他们的游行计划后欣然同意，并正式去函通知。据说主办者本来还要为此付法轮功钱（英文原文用的是“remuneration”），但法轮功有规矩，向来不收钱，因此没有接受。
   正当法轮功一方面为与华联会的官司、一方面为蒙巴加紧准备的时候，2月11日，也就是在开庭前的七天、蒙巴节前的一个月突然接到市政厅的通知，说不让他们游行了，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法轮功即派人撵到市政厅，带著厚厚的材料约见市政厅官员，想说他们不是“政治”。
   官员没有见到，他们留下了材料。因为还想争取让市政厅收回成命，他们将这个哑巴亏咽下了，没有吭声。
   然而，令他们吃惊的是，2月18日与华联会的官司开庭后，华联会的律师却突然以市政厅都已经拒绝了法轮功的蒙巴申请为由来为华联会不给法轮功摊位辩护。至此，法轮功的蒙巴申请被拒一事方始曝光。
   据说我那位法轮功密友当时惊得目瞪口呆，连在心里问了三个问题：市政厅中是谁走漏了消息？市政厅中有谁同华联会有关系？市政厅决定事情难道还要同华联会商量过吗？
   至 此我想我已经明白了苏大人为何非同法轮功过不去。刚开始可能只是为了支持华联会的官司；后来官司虽然还是输了，但事情做出来了，只能硬著头皮做到底。因此 在媒体对此事公开报导和谴责后，苏大人又于2月27日召开了市政厅全体会议，对已经做出的决定再来个“投票表决”，以便“集体负责”，就算做错了，也有垫 背的。
   可惜全体会议刚开，第二天一名市议员就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申明说：“我强烈反对墨尔本市议会于昨晚作出的禁止法轮大法参加蒙巴节游行 的决定。不允许他们参加蒙巴节游行是歧视行为，从政治、道德和法律的角度上看都是错误的……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这个决定是否是大多数通过的，而在 于它是否是公正的。”
   法轮功吃的哑巴亏
   法轮功这边呢？花了十几天打了无数电话、写了无数信也见不到苏大人后，无奈于游行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紧急向民政法庭投诉，为挤进游行做最后一搏。
   开庭那天，看不过好事，也去听了一听。因为市政厅拒绝法轮功的理由是“政治”，法轮功方的律师竭尽了全力，去论述法轮功如何不是政治。而法官最后也接受了法轮功的游行不是政治，是文化。
   出人意料的是，市政厅的律师在辩护时却只字不提“政治”，而是说因为法轮功没有收市政府钱，市政府也没有收法轮功钱，法轮功参加蒙巴一事就不属于“提供服务”，因而反歧视法的第多少条第多少款管不著我。（我不知一开始法轮功如果收了钱是不是就算“服务”？）
   看不过的英语听力不大灵光，到底也没听明白到底是多少条多少款这个时候管不著市政厅的，只觉得那个律师的“我不是提供服务我怕谁？”的论调和逻辑跟大陆近年来流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相近得很。
   更可气的是，当法轮功的律师说法轮功成员为准备游行已投入了多少金钱多少精神、不让他们参加他们会很受伤害时，市政厅的律师却说，他们2月11号就接到了拒绝信，觉得受了伤害干嘛最后一天才诉诸法庭？这个哑巴亏吃得让法轮功吐都吐不出。
   最 让看不过看不过去的是，苏大人一面使著纳税人的钱雇了一个很会“嚼哧”的律师在法庭上跟法官“嚼哧”反歧视法的多少条多少款，一面却已经向各大中文媒体发 出申明解释市政厅为什么不让法轮功参加游行，用的理由却没有一条是他的律师敢拿到法庭上讲的什么“政治”、“富有争议的团体”之类的。这是想欺负咱华人同 胞不懂法律还是怎么的？
   料事不明、错估形势、亵渎澳洲精神
   可惜的是，苏大人要么是让人蒙了，要么是只有这点水平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的错误至少有三：
   误以为华联会能代表广大华人。
   据我知道，澳洲人喜欢自由，不耐烦参加这社团那社团的有的是，有的社团起出来的名字挺吓人，“主席”手下却连三个兵也没有。澳洲许多华人是非大陆背景的，就算是大陆背景出来的，也是向往澳洲的民主自由、讨厌中共的专制统治才费尽力气移民澳洲的。
   其实就是华联会内部，也不是每个人都赞成某些人以华联会的名义做出来的某些事情。比如华联会在做出不给法轮功摊位的决定时，十七个成员中就只有五个到场，还不知这五个是不是都一致同意了这个决定。
   苏大人这一招到底能买几个人的心？
   亵渎澳洲精神，激怒主流媒体
   苏市长在申明中将法轮功定位为一个“华人社区”的什么什么团体。他显然太官僚，没有看到法轮功在呈给“PAN EVEVTS”的申请材料中说，墨尔本的法轮功成员来自24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最能体现多元文化融合的精神，与蒙巴活动的主题贴切得很。
   比如我的法轮功密友就是个罗马尼亚人，开庭那天，我看到场的法轮功有一半都是洋人。
   对于社会上其它西人来说，他们可能并不关心法轮功到底搞不搞政治，却十分在意澳洲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有没有被侵犯。主流社会信奉的是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伏尔泰的思想：“我可以不同意你讲的话，但我会拚死维护你讲话的权利。”
   除 此之外，澳洲人还特别以多元文化和包容性为骄傲。因一个团体曾在中领馆前喊过几句“停止虐杀”就将其排斥在蒙巴之外在大部分西人眼里都太过分了。昨天 AAP发的新闻通稿题目就是“法轮大法不会把蒙巴变成一个政治论坛”，里面不仅大量引述了法轮功发言人说他们将如何遵守蒙巴规则的话，为法轮功即将参加的 下一次游行做了广告，而且还特别提到这次游行跟他们为蒙巴准备的一样，那意思是号召大家到时候都去看看那是不是政治。
   九号台昨天的新闻也专 门播出了一条法轮功展示其蒙巴游行的消息。某些人不想听法轮功说中国政府在迫害他们，本来人家法轮功也没打算在参加游行时说，这回可好，九号台的电视镜头 对准了一个穿著唐朝宫廷贵妃装雍容华贵地走在队伍中的女士，然后用播音员的声音说，这个女士因炼法轮功曾被中国监狱关过，警察打她等等。
   我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时，蒙巴已经游完了。我上到Herald Sun的网站上去看了一眼，关于游行的报导已经出来了，里面不仅专门提到了法轮功，配的照片也不是今天实际游行的照片，反而是一张穿著飞天仙女装的法轮功学员的大头照。这媒体心里向著谁，还不是一目了然吗？
   苏市长想排斥法轮功，没想到反倒替人家做了宣传。综合算来，可谓是得不偿失了。
   不明白精神信仰能超越一切政治勾当
   华联会与法轮功的官司开庭第一天，有位老兄就在《墨尔本日报》上发文问“华联会挡得住法轮大法？”这位老兄说，这场官司还没打华联会就输了，因为世界上再长的政权也没有超过一千年的，而基督教、佛教、道教等比哪个政权的生命都长。
   我 不知苏市长知不知道，基督教被迫害了三百年，最后还是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精神信仰；我也不知苏大人知不知道，在正在召开的人代会上，中共几年来第一次没有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我们已取得了对法轮功斗争的最后胜利”。看来人家中共都“与时俱进”地准备给自己留后路了，苏市长怎么现在才“与时俱退”地赶错了时 髦？
   三年多前，江泽民决定镇压法轮功时，就有人说他是“猪油蒙了心”，苏震西呢？

李祥春，我向你脱帽致敬
   
   

（2003年4月1日以笔名倚天笑发表）
   
   李祥春

   一个普通亲切的中国人名
   一张纤纤君子的书生笑脸
   走入人群我们将再也找不到你
   
   不过从网路上我们知道了
   你是个美国公民
   你是个医学博士
   你是个法轮功学员
   你有个纤秀的未婚妻
   你回中国了
   你被抓捕了
   你被“审判”了
   ……
   
   最新的消息是
   在法庭上
   你坦然陈言
   你确曾“想”切入中国电视
   播出法轮功的电影
   
   当思想已被用来定罪
   当亲人远离强盗环伺
   你居然有如此的镇定
   
   我向你脱帽致敬
   为你的“胆大妄为”
   为你这惊天一“想”
   为你那骇世的勇气
   
   当“六四”的坦克
   隆隆地辗过天安门
   当监牢里每日都传来
   虐杀的厄讯
   当国家被屠夫劫持
   当谎言被重复千次
   当民意被任意强奸
   当灵魂被阉割的喉舌们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用“舆论的导向”
   让“爱国青年”的热情
   随著擅权者的需要而团团乱转
   
   当时代不再产生诗人
   艺术家沦为奴才
   当网路少年开始质疑
   文革中的惨剧是否存在
   当岳飞险些不再是民族英雄
   当十几岁的学生反问老师
   “好人多少钱一斤？”
   
   当处女膜都可以造假
   当婴儿被租与乞丐作道具
   当下岗的工人
   长龙般卧于铁轨
   当爱滋病村的村民
   悄无声息地成片死去
   
   当黄河断流
   当六月飞雪
   当贪官们吃腻了人乳宴
   搂著卖笑的小姐令人作呕地丑态百出
   当进城的民工为回家过年的路费
   不得不爬上高高的吊车以死相胁
   当讲真话的人们前赴后继地被送入牢笼
   
   当国土被奉送
   当小国被收买
   大国忙于反恐
   联合国人权会人去座空
   
   当迫害已成旧闻不再有新闻价值
   当夺命的肺炎已传遍全球
   丧尽天良者尚在为“稳定”而封锁消息
   
   当生命变得如此卑微
   当生活变得如此丑陋
   当民族的根被掘断
   当被愚弄的人尚麻木地醉生梦死不知大限将近
   
   我想俯地长哭
   哭豺狼当道
   哭国之不幸民之不幸
   哭讲真话的代价如此沉重
   哭我痛惜著的所有生命
   
   我还想练就倚天长剑
   万里取贼首于无形
   
   然而你──
   却选择了孤身犯险
   “想”播放的只是
   驳斥谎言的电影
   
   是你的书生意气？
   还是你涉世欠深？
   电影里放不出一枪一炮
   又焉能让贼子畏惧
   救黎民于火水？
   
   噢不
   我没有你“天真”
   或许只因我没有你深邃
   我没有你“笨拙”
   或许只因我没有你智慧
   
   当屠夫的末日已经仅靠
   谎言 谎言 又谎言来支撑
   一句简单的真话
   便是刺穿邪恶的
   最致命一击
   
   法律？
   当法律变成了另一种凶器
   当刽子手杀害无辜后栽赃忠良
   再恬不知耻地坐上了法官席
   我想凌空暴喝一声
   呸！凭你也配？！
   
   爱国？
   当美国的公民为了中国的同胞
   深入险地
   而“代表人民”的“核心”
   将一百个台湾拱手送出
   将洋文歌曲搔首弄姿地贱卖于世界各地
   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送与外邦装入私囊
   倾尽一国之力
   残害自己的人民
   当篡改历史的汉奸后代
   也谈起了“以德治国”
   我不禁要仰天长笑
   呸！羞死先人！
   
   看──
   另一种法律
   锄暴安良的法律
   维护公义的法律
   服从天理的法律
   
   刽子手！
   你杀人如麻
   已以“群体灭绝罪”被起诉于国际法庭
   文弱的书生李祥春
   正是你的原告之一
   
   看──
   “法网恢恢”的恶人榜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誓辞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
   必将行天理
   现公道
   匡扶人间正义
   
   看──
   刽子手行将恶贯满盈
   朗朗神州的上空
   阴霾即将散尽
   儿童将不再被灌输谎言
   诗人又有了采菊的雅兴
   夜不闭户不再是遥远的过去
   “真善忍”被崇尚
   生命不再无可避免地走向散灭
   新天新地里的新人们
   正在为今日李祥春们的所为而
   额手称庆


关于SARS病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3年4月以笔名南竹发表）
   
   SARS病与蚂蚁窝边的“臭蛋”

   
   看到各种媒体上关于SARS病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不知怎么想起多年前先生讲给我的他小时候最爱做的一个恶作剧。
   那时候用于防止衣物被虫蛀的卫生球气味很大，俗名“臭蛋”。他最爱玩的一个游戏便是将“臭蛋”放于蚂蚁窝边，然后看蚂蚁们惶惶不可终日地四下逃窜。
   后来他长大了，进了名牌大学化学系，穿上白大褂往生化实验室里一坐，玩的“游戏”可就高级多了，名曰“细菌培养”，整天琢磨的便是如果调节温度、压力、培养液的酸碱性等等，以使某一类细菌茁壮成长，另一类细菌死个光光。
   有一日他突发奇想，对我说：“哎，你说我们人类来了流行病，焉知不是天上有个顽童在玩‘臭蛋’？或者是神在拿我们人做生化实验？”
   他用科学家的头脑对自己的奇想经过一番严肃的思考，然后得出结论道：科学虽然不能证明有神存在，但同时也不能证明神不存在。从此后他对神便有了“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心。
   
   我的琢磨和我的不幸
   
   我呢？学的是地球化学专业，从地球的起源，到烂泥巴的分子式，统统都得琢磨。琢磨来琢磨去，有好多问题琢磨不通，比如为什么人类已经“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却消灭不了一个小小的感冒病毒？人类能不能不生病？为什么我们能研究出比人大的宏观世界和比人小的微观世界的运行规律，而人类这一层的许多问题却只能扔给“社会科学工作者”？
   于是我便也钻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领域，哲学、宗教、周易一个一个琢磨过去，琢磨到后来我能准确地算出我们家养的猫哪一天哪个时辰得死，也算出了我自己的生产将会非常不顺利。
   后来我生孩子时真的出了事故，差一点因大出血命丧黄泉，又因为输血感染上个丙型肝炎。病得死去活来之后，我的此类琢磨从此也陷入了死胡同：算得再准，不能改变，有何裨益？
   因为有了病，又开始琢磨医。我在想，如果真正找对了病根，那就应该100%药到病除；再要是找对了生病的真正原因，从原因下手，人就应该可以彻底不再生病。
   想归想，躺在传染病院里只能听医生的。传染病科最权威的医生以最权威的口气对我说，目前治疗丙肝唯一的一招是打干扰素，干扰素的原理是干扰病毒的复制，副作用是正常细胞也得被干扰；到底干扰病毒多还是干扰正常细胞多呢？目前的结果是在20-30%的情况下是干扰病毒更多。干扰素300多元一支，一天一针或隔天一针，一个疗程半年，你打是不打？
   听了这话，我不禁很是丧气：有效率才20－30％，这不跟瞎猫撞死耗子一样吗？还得承受那70-80%的副作用；可是不打吧，将病毒消灭的机率就只有0％。唉，打吧！
   半年打下来，钱流水般地花出，先生开玩笑说我比吸毒的还厉害。打完后的结果呢？嘿嘿，不幸得很，没撞进那20－30％的“有效率”。
   西医不成，那就吃中药维持吧。三年多下来，肝已经开始硬化，并且有了腹水。体质弱到风一吹就倒，无论街上来了什么病，家里准保是我第一个倒下，然后是孩子，然后才是老人，顺序永远也错不了。那时候要来了SARS，不第一个抓住我才怪呢。
   时常哭，时常顾影自怜，不能自已。先生倒是想得开，安慰我道：“人人都是要死的，只不过别人不知将怎么死，你知道你将怎么死而已，有啥好哭？”
   我刚要“恍然大悟”，转念却又想哭：难道我已铁定要死在丙肝上了么？
   
   我的发现和我的幸运
   
   后来便读到了《转法轮》，那一种内心的震撼无可言喻，原来所有的琢磨突然间全部有了答案，而且答案是如此地简单又清晰。
   以疾病为例，人生了病，西医会告诉你这里发炎了，溃疡了，长瘤子了；中医告诉你气脉不通了，有特异功能的人告诉你这里有黑气了，说的是不同层次的事情。再往下追查下去呢，人生病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有“业力”。“业力”是一种肉眼不可见，但客观存在的物质，也就是原来佛教中所说的“恶业”，基督教中所讲的“罪”，是人干过坏事，欺负过别人，占过不该占的便宜才积攒下来的。要想好病，首先得“消业”，人没有了业，不仅不会有病，也不会再有生活中的磨难和不幸。
   听起来很玄么？好在我学过科学，知道科学衡量一种学说或理论不在于它用了什么样的名词，而在于：一、它是否能在理论上自圆其说；二、它是否能指导实践；三、它是否能反过来为实践所验证。
   我将手头四本法轮功的书看了两遍，发现书中所讲的一切从理论上完全能自圆其说，并且自成体系，彻底打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线，跳出了现有一切理论和学说的框框，而完美完满地解释了我所想不通的一切。
   我决定按书中所说的实践起来。针对病，书中说，人有病是炼不了功的，因此炼功的第一步便是使身体达到无病状态。打坐时的腿痛便是炼功中的机制在起作用，使你的“业”消掉。因为你做过坏事才有业的，让你承受一点痛苦，才符合欠债要还的天理。
   从炼功的第一天一直到五年多后的现在，我几乎每次打坐时都能感到那种“消业”的痛苦。这种痛决不是韧带没拉开的痛，因为天天打坐，有多少韧带也早拉开了。消业的痛有时候也不是具体哪里在痛，好象只是一个抽象的痛；然而不管痛得如何厉害，只要将腿一搬下来，立刻就不再疼痛。
   腿痛虽然难过，但它却作为我实践的一部分而验证了法轮功的理论，而且很快让我尝到了甜头。
   炼功后第一年的冬天，城里流行很厉害的病毒性感冒，单位里80%的人都病倒了，先生和女儿轮着班地病了好几轮了，婆母才象发现了新大陆似地惊呼：“南竹，你今年怎么没感冒啊！？” 
   还有一天我带着单位里的一个年轻姑娘到一家证券营业部办事，营业部在四楼，老式的房子楼层很高，我们一口气爬上去我就要了入款单填写，写着写着突然听到一个人在我身后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我奇怪地回头，发现喘粗气的是与我同来的同事，便对她说：“你也太缺乏锻炼了吧，才爬四楼就喘成这样？”她委屈地说：“谁说我缺乏锻炼了？我们家住六楼，我天天爬；可你不知道你上得多快！”
   我这才发现我的呼吸和心跳丝毫没有因上楼上得太快而加快，晚上回家打坐时我也才注意到我的呼吸已经完全变了，变得轻、柔、细、软，绵、远、悠、长。如果将我现在的呼吸视为正常呼吸的话，那我以前三十多年就统统都在患感冒。
   我的丙肝呢？炼功后一个月就赶上单位体验，不翼而飞了！
   我知道炼功是从比中医中所说的经络更深的层次面上作用于人的身体和生命的。我的身体中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让我身轻似燕，自在如意。
   当然后来又赶上镇压，我进过劳教所，经历过难以想象的酷刑和苦役，如果没有前两年炼功打下的底子，以我原来林妹妹般的身子骨，有多少条命也扔里头了。
   
   我的关于SARS病的最新琢磨成果
   
   总之，通过我的亲身实践，我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法轮功是一种科学，而且比今天西方传来的实证科学要高出不知多少倍，因为实证科学不能解释的，他解释了；实证科学不能做到的，他做到了。
   我看到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在加紧研究SARS病的来源和治疗方法，而且称可能一时半会儿研究不出个什么结果。如果我能向各国要员进一言，我倒想建议他们做一项花费很少、又容易进行的研究，那就是调查一下各自国家法轮功修炼者在修炼以后的就医情况、医药费花费水平、生病的频率等指数，并将结果与非修炼者做一对比。如果各项指数出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明显差异，那么科学家、医生、政府和人民可能都将从中受益。
   我也想建议各国人民不要坐等政府的研究成果，自己先找本《转法轮》读上一读。“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有缘的人们没准儿从此就一揽子解决了所有的SARS病问题。
   顺便说一句，虽然到今天为止我打坐时仍会有轻微疼痛，但我已经将近六年没生过病了，而且我一点也不怕SARS。
   这些，就是我的关于SARS病的最新研究成果。

海外北大学子告同胞书
   
   
   我们也曾，以骄人的成绩，在同龄人羡慕的目光和父老乡亲的奔走相告中走进燕园。
   我们也曾，尽情地呼吸北大校园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空气。我们曾苦读于通宵教室，在熄灯后仍躺在床上为“国家大事”争得面红耳赤。我们曾在三角地看大字报，我们曾手挽着手走在“六四”百万之众的游行队伍中，象五四的前辈一样再次高呼着“民主、自由”。我们曾见证“解放军”的子弹夺走同胞的性命，我们也曾被迫在镇压后的“人人过关”中走过那“表忠心”的程序。
   我们走向了社会，骨髓里带着北大的印记。我们结婚生子，为生活、为各自的目标奋斗；成功中，失败中，现实磨平了我们的许多棱角，但我们仍始终难以忘却那冥冥中总应该存在的至善至美。

   于是我们读到了《转法轮》。伟大的真理如此简单，如此明了，又如此地博大精深。
   我们内心的撼动无以言表，我们理智清醒幸福地做出了人生新的选择——成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
   我们融入了一个新的群体，我们与高知、文盲，工人、农民，老人、孩子毫无间隙地分享着修炼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和心的升华。 “真善忍”的修炼中，我们发现，原来善良比学问更要紧，去掉我执之后，生命本真的返出能带给人更大的智慧。
   血腥的镇压来了。我们的信仰被疯狂地诬陷打击。坚守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意味着失去一切，也有可能意味着要面临亲人的眼泪、朋友的嘲笑以及空气中都似乎存在的莫名其妙的黑糊糊的压力。
   我们摇摆过，我们思考过，我们再一次听从了内心无悔的选择。为此，我们中有人曾身陷牢笼，以“天之骄子”之躯而饱受恶警和妓女的欺凌；而身在海外的另一些人，则义无反顾永不停息地为制止虐杀而奔走呼吁。
   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困苦艰辛，我们的心无时不牵挂着受尽摧残的同修，我们的眼无时不注视着名叫中国的那片大地。
   我们看到了，中华历史上一群名不见经传的老弱妇幼，以令人讶异的执拗，顶着一个最庞大国家机器的压力，不屈不挠地坚持着讲真心话、不出卖良心、不被逼着讲假话的最基本权利。他们前赴后继地被送入牢笼，却依然默默地无所畏惧。他们即使被折磨致死，仍在坚守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炼功人最基本的准则。他们不造反，却又不低头。他们用和平的坚韧，慢慢地开始让世界上最残暴、最貌似强大的镇压者发抖。
   然而，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声音仍被强大的宣传机器的喧嚣所淹没，他们的付出乏人喝彩，因为他们所维护的似乎与其他的人们没有关系。
   某一天醒来，我们又突然发现，起源于中国的SARS瘟疫因当局的掩盖已悄然传遍了全球，传遍了中华的大江南北。惜命的“老外”愤怒地狂呼“全球隔离中国”，被蒙在鼓里的国人尚以为“天下太平”。
   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权呢？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将一场已夺走无数人性命的世纪瘟疫美化为“抗击非典”的伟大胜利，一方面下重手将曾经驯服地“禁止反党反政府言论”并宣称“为法轮功张目者同作者删除、砍帐号、封IP”的北大三角地网上论坛等“言论失控”之地关闭。
   疫区的国人恐慌地四下逃散，本能地选择了对撒谎成性的政府的不信任，不合作，并将病毒带向了全国各地；愤怒的村民为防SARS自设路障，甚至使用暴力砸毁了当局意欲开设的SARS隔离区。
   国难当头，国人正在以性命为谎言、为当局的失信于民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世纪瘟疫之中，国家告急、民族告急、国人的性命告急！……
   这一场瘟疫将走向何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真善忍”被迫害、传统的民族文化和道德理念被破坏、谎言泛滥、习惯于谎言、妥协于谎言的社会将走向何方？ 
   “我心忧急”！经历过不问世事的冷漠，忘却了年少时的狂妄多年，今天，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另一个层面上再一次觉醒。我们又一次意识到，我们是北大的学子，我们有时代的使命，我们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发出我们深沉而久远的声音。
   
   人最可贵的是什么？
   是生命。
   生命最可贵的是什么？
   是思想的自由和权利。
   北大的魅力在哪里？
   在精神，在品格，在不畏权贵，在嫉恶如仇，在独立思考，在勇于探索，在求真，在忧患意识，在历史紧要关头的敏锐，在勇于承担社会和时代的责任。 
   民族的希望在何方？
   在重塑全民道德体系，在重拾象法轮功学员一样的向一切谎言与残暴和平而坚韧地说“不”的道德勇气。
   
   藉此，我们庄严地向您呼吁：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让我们共同支持 “真、善、忍”。
   
   
   部分海外北大学子及法轮功修炼者（曾铮执笔）
   公元二OO三年五月十七日


今夜我不能安睡
   
   
   
   （2003年6月18日以笔名天河发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年前我大学毕业，在最炎热的夏季，不知发了什么神经要跑到重庆去看望一帮在那里读大学的高中同学。
   在将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农学院等游得差不多了以后，同学带著我去了白公馆──因《红岩》一书名扬天下因而成了“旅游胜地”的白公馆。
   从白公馆出来，按程序下一站就该是渣滓洞了。我谢绝了。在最炎热的夏季走在白公馆里，脑海中回想起《在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所受的酷刑，阴森森的凉气透进了我的骨髓。我宁愿永远错失这样的机会，也不愿意再去看渣滓洞的血腥──那是我唯一一次去重庆。
   19 年后的今天，我读到了这样报导：重庆大学28岁的女研究生魏星艳因释放挂法轮功条幅的气球而被抓进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叫两个犯人强行扒光 了她的衣服，一个身著警服的警察当著两个犯人的面将她强暴了！在她绝食抗议被强暴时又对她进行强制灌食并插伤了她的气管和食管；在将她折磨了整整九天，折 磨得不能讲话、奄奄一息后又不知将她转移到了何方何地；而魏星艳就读的重庆大学为了掩盖她在看守所被当众强暴的恶性事件，竟然不惜删改重大网站的专业记 录，以让魏星艳就读的“高压输电”专业从网站上消失，然后在网站首页发表“严正声明”说海外媒体关于魏星艳被强暴一事是“造谣”，重大根本没有这个学生； 再过一段时间，曾经与魏星艳同住一个宿舍和一层楼的半层楼的女生都“不知去向”了！……
   渣滓洞里发生过警察当众强奸在校女研究生的罪恶吗？没有；
   渣滓洞里发生过警察向妙龄女子强制灌食以至伤了她的气管和食管的罪恶吗？没有；
   白公馆命令过哪个大学为掩盖本校在校学生被警察强奸一事而删改专业吗？没有；
   “万恶的旧社会”可曾为让女学生被强奸一事不被曝光而让跟这个学生同楼住过的半层楼的女生集体“不知去向”？
   ──没有！……
   江姐“牺牲”了，带著她清白的身躯和临死前喊口号的自由；重大的女研究生魏星艳“消失”了，带著她被强暴、被灌食管插破的气管、食管和不能讲话、奄奄一息的青春之躯……
   两年以前，一位友人的妻子因炼法轮功被劳教了，友人四方托人，八方哀告；一个高干子弟对他说，假如你妻子是杀了人进去的，我都有办法弄她出来，可就是炼法轮功的不行。更多的人告诉友人：我们活得不错，何必管那闲事？
   友人椎心泣血，几欲大哭：“你生活在一个连国家主席都随时能被红卫兵揪斗的国家，你很有尊严吗？强盗闯进了你的住宅，当著你的面将你的母亲、妹妹、妻子、女儿一古脑强奸了，你还得在一边鼓掌大叫‘干得好！’你很有尊严吗？！……”
   今夜，我理解了友人的心情。是的，我们没有尊严，当我们的姐妹被当众强奸；我们没有尊严，当我们为掩盖强奸犯的罪行而成为强奸犯的同谋；我们没有尊严，当我们无视罪恶的存在而事实上被精神强奸……
   今夜我也不能安睡，如果我没有完成此文。我不相信释放法轮功的条幅有罪；我不相信事实能永远被隐瞒；我不相信这令人神共愤的兽行不应该得到制止；我不相信老百姓的嘴会永远被集体封闭；我也不相信我们不应该继续追查下去，直到将魏星艳救出，将犯罪的畜牲送上法庭。
   否则，重庆市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渣滓洞还要长久。(http://www.dajiyuan.com)
谁是当今最大的强奸犯与毒贩子？
   
   
   
   （2003年6月19日以笔名曹静发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90年春天，“六四”“反革命暴乱”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招待会进行现场实况转播。一 名外国女记者问刚刚踩著“六四”学生的鲜血登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权位不久的江泽之民：总书记先生，听说参加八九民主运动的一个女大学生被逮捕后，被押到四川 省的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她被几个男警察给轮奸了，请问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当著中外记者和全世界收听的人民，江泽之民答曰：这个女大学生是个暴徒(因为她竟向我们要民主!)。她罪有应得！
   2003年夏天，重庆大学女研究生魏星艳因炼法轮功被关到重庆市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披著警皮的豺狼将她当众强暴之后，又将她折磨到生死未卜奄奄一息。海外读者拨打重庆沙坪坝区610队长的电话询问此事时，听到的是近乎疯狂的回答：“就该强奸! 她是个傻子！”
   是的， 这就是中共鱼肉下的今天的中国:
   “六四”女学生“罪有应得”，因为她是她竞敢开口要 “民主”；
   魏星艳是个“傻子”，因为她修炼了“真善忍”；
   孙志刚该杀，因为他没有“暂住证”；
   基督徒刘明勇被福州市公安局整死后尸体就该被“开过肠破过肚、肚皮被缝得像麻袋，头上有个洞、背上有深深的刀口”（www.china21.org/simpChinese/news/2002/1001_lin.htm），-- 谁让他要信上帝！……
   几年以前，一个朋友曾说：谁是最大的毒贩子啊？中共！ 它给中国人强输“枪杆子里出政权”恶论; 它强逼民众对民众进行暴力“革命”兽行; 它只认识“有奶便是娘”，实用主义，逆天叛道, 胡言乱语什么“中国人民最大的人权是生存问题” … 它向全民贩卖精神鸦片，它毒害扼杀全民的精神道义 -- 它让多少人道德沦丧到 “只要你分我一勺羹，我管你偷来的、抢来的、蒙来的、杀人害命来的，还是卖身得来的呢”！
   我相信了这一点，当我读到堂堂一个重庆大学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学生、为自己的学生讨个公道，反而替强奸犯打掩护，删布BGB0001I站、让半层与魏星艳同楼住过的女生都集体“不知去向”；
   我相信了这一点，当我听到重庆610办队长与江泽之民放出一模一样的毒气；
   我相信了这一点，当看到那幅获奖的新闻照片：两个便衣在天安门广场于光天化日之下手执匕首用大头皮鞋将一名手无寸铁在此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踩在脚下，而围观的人众中一名儿童正掩嘴嘻笑；
   我 相信了这一点，当欲跳楼自杀的姜某，站在湘潭市闹街头的六楼之顶，在看客们的鼓励声中，终于纵身一跳而最终丧命 （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3/5/14/26287.html）,血流满地之时，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了热 烈的鼓掌与欢呼声……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
   我们还要听更可怕的事例吗？
   谁是当今最大的强奸犯与毒贩子？
   我听说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把江泽之民告上了国际法庭。告得好、告得妙！当今天下最大的强奸犯和毒贩子早该被绳之以法
师尊的慈泪——为2003全澳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墨尔本召开而作
   
   
   
   （澳大利亚Philippa Rayment 著，曾铮翻译）
   

   
   我伫立海滩向水天相接处眺望
   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海岸
   黎明的天空透出粉红和碧蓝
   我讶异地发现一艘小船出现在地平线
   那个小圆点很快便来到了我的面前
   
   一个年轻人跳下小船，涉水来到了我的身边
   他的脸庞英俊而光鲜
   
   我问他道：“你是谁？你怎样来到此地？”
   他微笑说：“我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从亘古而来，来到了这个墨尔本的法会
   路程非常遥远，但我不曾疲惫
   让我来告诉你这其中的原委。”
   
   我们在沙滩上坐下，他告诉了我以下的故事：
   
   师尊端坐在寂静之中
   俯视着地上的小小人儿
   他们的思想散乱变异
   他们的痛苦无边无际
   
   师尊的心中充满了慈悲
   脸颊上滑下了一滴慈泪
   看那滴慈泪中啊
   包含着宇宙的真理
   真、善、忍
   
   慈泪落到了地上
   化作了涓涓细流，又汇作了潺潺河水
   荒地里休眠的种子因了它的滋养而勃发出生机
   草儿在生长，花儿在开放
   所有的一切都在和谐中歌唱
   
   那慈泪又气势磅礴地冲向前方
   化作了滔滔汪洋，深沉而宽广
   让我们的心儿都向着真善忍开放
   
   我们无言地又坐了许久
   然后他又转向我说道：
   “所以我借了一艘小船
   在师尊慈泪的海洋中乘风来到了此方
   我是如此地快乐
   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感激
   让我们说一声，谢谢您，师尊。”
   
   谢谢你的故事，欢迎你的光临
   你的故事和我们大家的故事汇作了一体
   让我们敲起鼓声宣布法会现在开始
   
   附原文：
   
   THE MASTER’S TEARS
   
   I stood on the beach looking out to sea 
   The waves gently lapped at the shore,
   The early morning sky painted in soft pale blue and pink.
   To my surprise a sailing boat appeared on the horizon.
   First a dot and then in just a moment it was right up close.
   A young man jumped out and waded to the shore 
   His face glowing and beautiful. 
   “Who are you?” I asked and “how did you get here?”
   He smiled and said, “ I have come a long way. I have travelled through eons in time to come to this Melbourne Conference. It has been a big journey but I don’t feel tired. I will tell you about it”
   We sat on the sand and this is what he told me.
   
   The Master sits in stillness 
   Watching the little minds of men, fragmented and awry
   The suffering, and the pain
   His heart so full of compassion 
   A single tear rolls down his cheek
   Look within - for in this one teardrop lies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Zhen, Shan, Ren.
   The teardrop falls to the ground, 
   Becomes a tiny stream, then a swiftly flowing river 
   Nourished, the seeds lying dormant in the barren soil spring to life again. 
   The grass grows, the flowers bloom 
   Everything sings in harmony 
   And still it flows on gathering momentum 
   To become the ocean deep and strong 
   Opening our hearts and minds to Zhen, Shan, Ren.
   
   We sat in silence for a moment then he turned to me and said “So I borrowed a boat,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wind and the waves from Master’s tears, here I am. I am so happy, so grateful, we are all grateful. Thank you Master Li.“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and welcome, welcome for this story is your story all rolled into one. Let the drums roll and the Conference begin.


华人世界的悲哀 华人世界的幸运
   
   
   
   （2003年6月26日以笔名曹静发表）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纽约市的“侨领”在唐人街对在此派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的报道和照片，心中不禁既惊且哀。我看到被袭击的法轮功学员WILLEM手里举了块牌子，上面写著：“江泽民因‘群体灭绝罪’在海外被起诉！”
   是谁将仇恨种入了这些华人“侨领”的心中？
   今 日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暴力：恐怖分子撞塌了世贸大楼，制造了巴厘惨案；加沙河的两岸，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冲突连绵不断；谋财害命的刑事犯罪更似乎什么 地方也不能避免。然而，“体面”的“侨领”在另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出于无来由的政治仇恨和个人偏见而对本民族的同胞大打出手，甚至忘记了这样做的法律后果的 事情，我还真没怎么听说过。
   很早以前曾听过一句话：三个日本人打不过一个中国人，但是三个中国人却打不过一个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中国人多到三个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自己打自己了。
   这也许很悲哀，但却形象而真实。以“窝里斗”的规模和残酷程度来看，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堪居榜首。 “肃反”、延安“整风”，“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历次的“运动”，历次的“窝里斗”中，惨死的冤魂不计其数，父 母子女和恩爱夫妻听信政治煽动而反目成仇的人伦惨剧不计其数。发展到后期，共产党更将一套“95％：5％”的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对民众 “100％”的控制。
   何谓“95％：5％”呢？就是每次被斗争和消灭的对象只是“一小撮”，只是“5％”，党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向另95％ 的民众说明：这5％如果不被斗争下去，就会如何如何殃及另95％的人（实际使用的名词通常是“党和国家”或“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于是乎， 95％的人在党的带领下向那5％的“一小撮”和“极少数”发起“秋风扫落叶”和“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和斗争。
   被斗的5％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顽固”到底，直至“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也就是被彻底消灭；要么赶快转向，热切地加入到那95％的行列──于是95％变成了100％，直到下一次再次选出另外的5％来斗争，如此循环，以至……无穷了吗？
   法 轮功可能是第一个例外。镇压进行四年了，不管法轮功的人数是象中国官方所说的那样只有200万也好，还是象其它一些报道中所说的有一个亿也好；也不管有多 少人被送进了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甚至有多少人已经被刑求致死，这5％还始终存在，他们并不选择要热切地加入那95％，而让人难以置信地表现出敢于做 5％的勇气。“95％：5％”的怪圈第一次被打破。
   然而，多年以来听惯了“党和人民”、“党和国家”这样的宣传的中国人，已经不觉之间被成功地洗脑到下意识地认为：党＝国家＝中华民族，再进一步推演，就是党的总书记“代表”党，“代表”国家，“代表”著全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华人的利益和面子。
   我们往好处去想，姑且认为纽约的华人“侨领”袭击手举“江泽民因‘群体灭绝罪’在海外被起诉！”的牌子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多年来党的愚民政策的后果吧！否则一句“江泽民被起诉”哪能在他们心中勾起那么大的仇恨？
   我再一次感到悲哀，为多年来变换花样的全民洗脑所具有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效力──这里可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啊！
   如 果有可能，我倒想问一问这些“侨领”：当初你们为什么要选择离开中国？从上上个世纪最早飘洋过海的华人劳工开始，到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后经久不衰的出 国热潮，如果把所有中国人为了能够出国所付出和经历的一切写出来，恐怕是读也读不完的一部血泪辛酸史。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费尽了心机、历尽了艰辛，才来 到“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甚至许多共产党的高官，都在国外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后路。大家千辛万苦的，奔的是什么？逃避的又是什么？为什么 要把我们千辛万苦才逃掉的东西，又搬到我们千辛万苦才来到的地方？
   然而，我又感到幸运，为华人世界出现了一个法轮功。
   我注意到被袭击的除了中国人外，手举“江泽民被起诉”牌子的WILLEM还是个西人。我想WILLEM不见得能看懂自己举著的牌子上的中文字，然而他的双手高高地举著，那张稚气未脱的年轻的脸上，满是庄严肃穆，仿佛他是在用他的心，而不是他的手，高高地举著这张牌子。
   中 华民族在她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见证过鸦片战争的硝烟，见证过火烧圆明园的残骸，见证过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掠夺，见证过国共两党三年“内战”中的血流成河， 见证过马列洋教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理念的野蛮摧残，当然也见证过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的教义。然而，一种起源于中国的功法或思想在短短的几年 之间顶著一个最庞大残暴的政权的压力而传遍全世界并深入“洋人”的心，还是第一次。
   不过，也许比这一点更值得庆幸的是，法轮功的“真善忍” 正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理念的精髓，四年来法轮功学员在逆境之中的表现也证明了他们不是在喊口号，而是在踏踏实实地、身体力行地在实践著他们的准 则。将迫害与屠杀诉诸于法律，更是改写了中华民族暴力抗争的历史，而符合了二十一世纪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只要他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必将最终为中华民 族带来真正而久远的福祉。
   看一看法轮功学员WILLEM那张和平肃穆的面容，再看一看扭打、谩骂法轮功学员的“侨领”脸上因仇恨而发生的变形和扭曲，什么是华人世界的悲哀，什么是华人世界的幸运，当可一览无余

论镇压法轮功的完全彻底非法性


   （2003年7月18日以笔名曹静发表）
   前言：“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与百发百中的箭手
   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一句著名的政治口号，叫“党指到哪儿，咱打到哪儿”，“文革”以后，整个社会对于共产党的信任破产，这句口号不知被哪个天才改成了“党打到哪儿，咱指到哪儿”。
   以前还有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射箭，回回都是十环。旁人请教他诀窍何在，他答曰：“先将箭射出，然后再画靶心。”
   在人治而非法治的中国大陆，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到镇压法轮功，历次的运动与镇压没有一次有丝毫的法律依据；在国家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及从上至下的一切执法机构事实上都是独裁者个人意志的附属物的时候，在党可以先将箭射出再画靶心的情况下，讨论镇压法轮功的“合法”与“非法”本来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这一次有所不同。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为了装点“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门面，为了给镇压寻找借口和依据，并由此欺骗世界舆论，镇压者打著“依法”如何如何的口号，堂而皇之地劫持了整个国家机器，用警察、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电棍、酷刑等取代了“文革”中的红卫兵、“牛棚”与武斗双方的棍棍棒棒，将几十万炼功民众未经法律程序长期囚禁折磨，一千多人被刑求致死；无数人被折磨致精神失常；无数人被迫流离失所；上亿的炼功民众及数亿的炼功人家属长达数年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之中；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大中小学、科研机构、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监狱、拘留所、劳教所，甚至监狱、拘留所和劳教所的犯人和在押人员，都被裹胁到镇压之中，或主动或被迫地充当帮凶，犯下了大小性质不同的罪行；四分之一的国力被用于维持旷日持久的镇压，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换而言之，镇压者一直在试图给这场从头至尾、彻头彻尾的非法镇压披上“依法”和“合法”的外衣，除了随著镇压的持续而不断地制订出新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条款外，也一直在镇压的合法性上欺骗著全世界人民。因此笔者不得不不厌其烦，以彼之予，攻彼之盾，完全站在中国现存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来论一论这场镇压的完全彻底非法性。
   镇压的实质及其先天非法性：以暴力和“法律”改变人的思想
   首先要讨论的是镇压的实质。
   镇压的实质是将法轮功这一种功法、思想、信仰体系和修炼这种功法的民众消灭。
   消灭功法、思想和信仰体系采取的是先收缴、销毁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再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轰炸式造谣诽谤，以使民众不但没有机会了解法轮功，还因为煽动式的宣传而仇恨之。为达到这一目的，镇压者不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及一系列法轮功信众“自杀”、“杀人”的耸人听闻的“惨案”，来试图从“名誉”上将要消灭的对象彻底“搞臭”。
   相对来讲，消灭信众的“任务”就艰巨得多了，因为这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将信众从信仰法轮功“转化”到认同镇压者对法轮功的“定性”和“取缔”，另一个是将不能从思想上“转化”的人进行肉体消灭──这包括“打死算自杀”，以及将不能“转化”的人无限期长期囚禁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镇压的实质是想用暴力和“法律”改变人的思想。
   但凡有一丁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律是只针对人的行为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思想的问题根本不是法律所管辖的范围。从这一点上说，“法律”被滥用到根本不属于法律所应该适用的范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镇压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或者说，镇压的非法是先天性的。
   镇压是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劫持国家权力的结果
   在后来被中国官方媒体反复渲染为“围攻中南海”的99年“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当夜，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高层官员，称“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文件层层向下传达。同年6月7日，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4． 25”上访“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讲话内容于6月13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7月19日，江泽民在高层会议中宣布定案，全面镇压法轮功。次日凌晨，全国统一大规模对法轮功辅导员的抓捕和抄家行动正式开始，从而拉开了这场针对上亿炼功民众的血腥镇压的序幕。
   然而，这一场已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为劳民伤财、骑虎难下、害人害己的镇压运动的发起，却既没有经过党内的集体决策，更没有经过政府的正常程序，而完全是江泽民个人一意孤行的结果。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七名委员而言，当时赞成镇压法轮功的，只有江泽民一人。
   也许西方的民众很难理解个人的意志如何能够凌驾于政府和政党之上；而中国二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又给许多人带来了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有很大进步并正在逐步与国际接轨的错觉。
   “改革开放”的表面繁华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巨大人口所能形成的市场消费潜力带给外国投资者的想象空间造成的，不过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话题。笔者在此想表达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表面上经济和市场有所放开，但体制上的专制本质并无丝毫改变，某些方面甚至还在加强，由江泽民一个人同时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现象就是第一次在中共历史上出现。
   在有著几千年封建制度历史、法治和民主从未真正得到实现的国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就会有凌驾于政党和政府之上，而随时随意调用一切国家资源的可能性。如果说封建时代的“天子”虽然相信“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们对于“天”的敬畏和“爱民如子”的自我道德约束尚能使国家“国泰民安”的话，崇尚“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共产专制极权就已经全面丧失了制度和道德两方面的约束。
   在这种情况之下，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在一些热切地想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下属官员的推波助澜之中，在各级官员和执法人员对于权力的畏惧和切身利益的维护之中，在普通民众对于“六四”的大屠杀心有余悸、记忆犹新因而默认了强权就是真理的心态之下，就完全具备了操纵国家机器、滥用手中权力发起这场血腥镇压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也有许多西方民众一直在问：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民主国家的人们对于这场镇压确实觉得不可思议。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会有“反右”、“大跃进”、“文革”呢？那些事情过了没多长时间，连中国的老百姓都人人觉得荒唐；可是它们就是发生了。这就是中共的历史和中共的现实：党的领导人可以随时劫持国家权力发动对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头百姓的全面“斗争”。
   镇压令及其执行工具的非法性
   在99年7月20日的大抓捕之后，99年7月 22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长篇批判法轮功的社论、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通告》、公安部关于法轮功的“六禁止”通告普遍被认为是“取缔”法轮功的正式开始；也有人认为这就代表了官方的意志和决定。然而这些“标志”性的东西合法吗？
   《人民日报》的社论就不必论了，因为谁都知道社论只是文章，文章永远也不是法律──虽然在中国，《人民日报》的社论往往比法律更具有“法律”效力。
   1, 民政部通告之无稽与非法
   先说民政部的取缔通告。首先它取缔的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了的组织。法轮大法研究会原来是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一个分会，96年从该会退出后就已经不复存在。据法轮功网站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研究会从中国气功科研会退出后，原研究会成员曾向民政部、统战部、人大、宗教事务管理局、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等机构提出过注册社团的申请，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的 “结社自由”没有得到体现。
   然而，作为一种气功修炼或功法锻炼，有否一个相应的研究会或社团组织结构存在并不是必要条件。公园里练各种气功的、打太极的、跑步的、扭秧歌的、舞剑的，这些自发群众健身活动也从未申请过成立组织。
   《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这一点上说，民政部的取缔令取缔的虽然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组织，但它的颁布本身却是违法的，因为它与《宪法》相抵触。
   退一万步讲，即便民政部的《通告》成立，它取缔的也只是仅有几名成员的“法轮大法研究会”，而非法轮功本身。功法和思想如果能被行政命令“取缔”的话，那上天也不必给人一个会思考的大脑了。
   2, 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为说明公安部通告如何违法，只需将它全文引用如下：
   “1、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悬挂、张贴宣扬法轮大法（法轮功）的条幅、图象、徽记和其它标识；
   2、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散发宣扬法轮功的书刊、音像制品和其它宣传品；
   3、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聚众进行‘会功’、‘弘法’等法轮功活动；
   4、禁止以静坐、上访等方式举行维护、宣扬法轮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5、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它方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
   6、禁止任何人组织、串联、指挥对抗政府有关决定的活动。”
   其实看完这个通告，不必做任何分析就已经知道了它的违法性。这个通告的制定基础也是以思想定罪：凡是沾上“法轮功”的就统统禁止。“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场所悬挂宣扬法轮功的条幅”这样的禁令，无异于将中国拉回到了“焚书坑儒”的时代；“禁止任何人组织、串联、指挥对抗政府有关决定的活动”这一条也就是说，“政府”不管被谁劫持著做出了怎样荒唐的决定，公民都不能“对抗”。
   从这些“禁止”本身，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社会的所谓民主、法制、“人民当家作主”等等是一个多大的笑话。如此公然违宪，剥夺民众思想自由和批评政府的公民权利的通告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地向全世界发布，并被用来作为镇压的依据，只能说明发布通告之人的要么头脑中根本就没有法律概念，要么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套用那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逻辑，就是“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怕谁？”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不厌其烦稍微再说明一下这个通告是如何违宪的。除了违反了前述《宪法》第五条、第三十五条外，它也违反了《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八条规定：“信访人对下列信访事项，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一）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二）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三）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公安部的“禁止以静坐、上访等方式举行维护、宣扬法轮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禁令，不仅违反了《宪法》，也同时违反了国务院《信访条例》。
   3, “人大立法”大骗局
   以上两个通告虽然起到了宣布镇压开始的作用，然而它们却都只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律，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离“依法治国”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做出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姿态，中国《刑法》中原有的“反革命罪”被取消了，用思想来定罪在法律上就有了一定的技术难度。翻遍整部刑法，能够有希望被用来作为镇压的“法律依据”的只有第300条：“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而这一条款却没有实施细则，也没有给出什么是“邪教”的法律定义。
   事实上，在国际法律界，“邪教”的概念是不被认可的。东京沙林地铁毒气案的制造者是以个体的犯罪行为而受到法庭的审判和裁决的，法庭并未对奥姆真理教本身作出判决，它依然是一个合法存在的教派。
   国际法律界之所以对与“邪教”有关的立法非常慎重，是因为“邪教”的法律定义很难界定，而“邪教”的概念很容易被滥用来妨碍公民的信仰自由。
   首次公开将法轮功冠以“邪教”二字的，仍然是江泽民。镇压开始之后三个多月的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到“法轮功就是邪教”；10月26日，中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以“法轮功就是邪教”为题发表了江泽民的讲话；10月27日，新华社以同样的标题发表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反复引用了7月22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中所炮制的关于法轮功的谣言来论证江泽民的讲话如何“言之有据”。
   三天以后，也就是99年10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提到要“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
   从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一点：江泽民的讲话在先，人大常委的“立法”在后。也就是说，人大的“立法”是为江泽民的讲话“擦屁股”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点是，《宪法》第八十条、八十一条关于国家主席权限的规定中，并没有赋予国家主席为任何组织、个人及功法定罪的权力。《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在未经国家任何检察院、法院判定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的情况下，江泽民说“法轮功就是邪教”是严重的违法越权行为。
   然而，无论是人大取缔邪教的“决定”，还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所谓“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从头至尾也找不到“法轮功”三字，两高的“解释”中给“邪教”下的定义是“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我们且不论这个“邪教”定义中的“迷信邪说”从法律角度上讲如何地无法操作（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世界上所有宗教宣扬的都是“迷信邪说”），只说这个“解释”中仍然找不到“法轮功”三个字。
   当然立法不可能专门针对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进行，而必须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因而法律实施的三段论是：1．杀人要偿命；2．张三杀了人；3．张三应该偿命。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6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他们的判决书中大多写有“利用邪教组织”如何如何这一条。
   令人惊异的是，在运用“惩治邪教”这一“法律”对法轮功信众处以最高达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时候，“1．杀人要偿命；2．张三杀了人；3．张三应该偿命”这个三段论中最重要的一环“张三是否杀了人”却是用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来代替的。也就是说，除了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说过法轮功是邪教外，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司法部门对法轮功是否是邪教进行过判定。镇压者在此玩弄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将江泽民的信口开河塞到人大的“立法”和法院的判决之间，而让许多人认为国家已经把法轮功定为了邪教，或镇压法轮功已有了法律依据。
   这听起来也许象天方夜谭，然而事实确实如此：镇压进行四年了，法院一次次地开庭“审理”，“判决书”一张接一张地下达，然而所有这些“审理”和“判决”的依据却根本不是“法律”，而是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
   这再一次是江泽民治下的社会现实。法律被随意地用讲话代替；而被偷梁换柱之后的“假冒伪劣”又反过来被用来欺骗了世界舆论。假货的制造者因其比真货持有者更加理直气壮的高声喧嚣一时唬倒了不知多少人──有谁想到泱泱大国的“三位一体”能将谎言叫得比真话还“真”呢？
   4, “610办公室”：新时期“中央文革小组”
   “610 办公室”即“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它成立于镇压前夕的99年6月10日，故名。它是中共“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常设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其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公、检、法、司法、安全各部门侦查、抓捕、起诉、审判等处理法轮功工作的一切活动”。
   镇压正式开始后，“610办公室”升级为正部级常设机构，数以万计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610办公室”相继成立，专职兼职工作人员达百万规模，经费充分满足。
   各级“610”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严密而独立的体系，对中国的各级党、政、司法系统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且只直接对上一级“610”负责。
   翻遍中国所有的法律，这个“610”的成立和运作都找不到任何依据。从其完全凌驾于法律和同级政府机构之上的运作方式来看，只有当年德国法西斯组织“盖世太保”、前苏联的“克格勃”及中国“文革”时期的“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可以与之类比。
   这种因政治运动和镇压的需要而临时成立的“办公室”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法制体系的极大践踏和嘲讽。它象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打在了所有法律工作者和以为中国已经走上了“依法治国”道路的人们的脸上，并再一次提醒大家：法律只是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场合装点门面用的，真正有了问题，对不起，法律太麻烦了，手续太繁琐了，技术难度太大了，还是“办公室”来得痛快，用著自如省心。
   5, 劳教：“速战速决”的“优越性”
   “610” 成立以后，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大概要数签发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票了。人大虽然通过了“立法”，用刑法的体系来当作镇压的工具仍然不够得心应手。法律毕竟是法律，“船大调头难”，要牵扯到公安系统、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等诸多环节，开庭时按法律的规定还得给予被告辩护的权利，操作过程“冗杂”又“漫长”，根本适应不了将法轮功快速消灭的需要。
   于是“劳教”这个中国特色的“最高行政处罚”体系便派上了极大的用场，充当了镇压的最主要工具。
   中国的劳教体系始建于“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当时的设计思想是强制“解放前”那些“游手好闲”的“剥削阶级残余”进行劳动，以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后来这个体系渐渐发展为“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1982年1月21日由国务院转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给出了应该将什么样的人进行劳动教养的规定：
   “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镇压者虽然挖空心思，直至动用了人大和“两高”这样的最高权力和法律机构来为镇压制定“依据”，然而在真正执行时，实际运用的却是跟那些“依据”靠不上半点边的、早已与现行法律体系严重脱钩的、还在将“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作为“罪名”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因为劳教只是一个“行政处罚”，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由隶属于党委或“政法办”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写一张劳教票就可以立即执行，什么原告、被告、公诉人、律师、开庭审理、法庭证据、法庭辩论、审判员、审判长、书记员、上诉、申诉等等统统免掉，在“速战速决”方面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
   至于炼法轮功违反了以上《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六条中的哪一条，也不必经过论证。据笔者所知，镇压初期，许多拘留所、劳教所在填写有关法律文书时都将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这一栏直接填成 “法轮功”，很久以后才改成“扰乱社会治安”等等──在“三位一体”的“主席”公然操纵著整个国家机器违法犯罪的时候，指望具体的执“法”人员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无异于是缘木求鱼。
   6, 洗脑班：用公款“私”设的“公”堂
   从镇压的第二年开始，全国许多劳教所 50-95%的在押人员都变成了法轮功学员，迄今为止，共有超过1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处以劳教。然而，这个数目与法轮功信众庞大的基数比起来，还是太小太小。将全国所有的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精神病院、戒毒中心等等场所都“运用”起来，还是远远达不到镇压所要达到的目的：从精神上“转化”或从肉体上消灭法轮功学员。这就是全国范围之内洗脑班建立的原因
 当然洗脑班的官方名称不叫洗脑班，而叫“学习班”、“转化班”、“法制学习学校”等等。它的运作方式是利用现有的学校、宾馆、招待所等场所或专门新建的洗脑基地，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这些地方参加“学习”。“学习”期间跟坐牢一样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和所有人权，享受的“待遇”跟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没有区别。
   笔者之所以用“绑架”这个词，是因为这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将公民强行关押在某个地方，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进行酷刑折磨的做法与土匪无异。
   “学习班”的参加者失去人身自由不算，还要遭受经济掠夺。参加“学习班”要交“学费”、“生活费”等等。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参加“学习班”还需要让家属或同事、领导“陪同”，“陪同”人员起的作用相当于看守，然而也必须向洗脑中心上交食宿费用。不过，考虑到要“转化”的人员数目之大和警察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匮乏，这一条又不那么奇怪了。这也只是普通公民被裹胁到镇压之中的方式之一。
   种种不同名称的洗脑班的性质实质上就是私设公堂。它不仅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更是又一种对国家法律的严重践踏。
   然而这种由“610”“私”设的“公堂”却比土匪的窝巢更加恶劣，因为它花费的是公款，是国家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据海外媒体报道，2001年12 月用于建洗脑中心或基地的资金达到了42亿元人民币；北京财政局内部材料显示，2001年前10个月，北京市财政局拨款3200万元用于“处理法轮功”的工作；北京海淀区2001年6月拨款360万元用于办洗脑班；重庆市沙坪坝区财政2001年用于“处理法轮功”工作的费用为202万元……这些通过艰难途径传出来的数据其实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如果把四年的镇压之中的所有费用列出，再加上在联合国中拉票和让外国政府对镇压“三缄其口”的花费，这场镇压的成本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镇压执行过程中的违法犯罪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如果说镇压者在试图为镇压制造出一些“法律”上的“理论依据”的时候，尚费了一点心机去装点门面的话，那么这种镇压到了实际执行和操作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顾忌了。官员的升迁、去留、单位的奖金、企事业的经济效益和领导人的职位、学生的升学甚至考试成绩、警察的饭碗、犯人的刑期，统统都跟镇压法轮功的 “成果”挂上了钩。“上面”的精神再明显不过了，务必要将法轮功斩草除根，“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拖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这样的“密令”和“口谕”一层层向下传达，前有“好处”在诱惑，后有“恶果”在逼迫，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裹胁进了镇压之中的原因。
   以劳教所为例，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是一个硬性指标，必须达到，采用什么手段就不管了，否则警察就得丢职位、丢饭碗、丢奖金。“转化”“成效”显著的便名利双收。“转化”的标准是必须批判自己以前的信仰，外加帮助警察“转化”其他的人。
   警察转手就将犯人也裹胁了进来。中国的监狱、劳教所都有一套减刑减期制度，刑期长的有时候能减掉一半甚至以上。比如劳教所减期的“法定”比例是30％，每半年评一次“奖”，30％的劳教人员有减期的机会。这30％给予谁，完全由警察说了算。
   对于犯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早日离开牢笼的诱惑性更大了。于是拘留所、监狱、劳教所的犯人、在押人员与警察一起再次上演“私设公堂”，这些“公堂”中所设“私刑”的残酷程度闻所未闻，令人发指，其目的都是完成这场镇压的最初及最终目标：将法轮功和信仰法轮功的人消灭。
   在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煞有介事的“人大立法”及越来越耸人听闻的“邪教徒”“自杀”、“杀人”案件一个接一个“发生”的时候，法轮功的信众早已被打成了 “另类”，秋菊的丈夫被村长踢了几脚尚可以一直告到省里也要讨个“说法”，法轮功学员就算遭了灭门之灾，远房亲戚可能连看一眼尸体、问一问死因的胆量都没有。连胳膊上戴个红袖章的居委会主任也可以对法轮功学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人生而有之的生存权及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本无从提起。
   对法轮功的诽谤宣传和镇压之中对法轮功学员所实行的抓捕、关押、审判、抄家、开除公职、开除学籍、人身侮辱、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洗脑、扣发工资、退休金、没收财产、任意盘问、酷刑折磨、逼迫书写违背个人意志的文字材料和“思想汇报”等等，至少违反了以下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宪法》、《刑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教育法》、《民法》、《劳动法》、《国籍法》、《著作权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监狱法》、《游行示威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同时也至少违反了以下中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也许有人会奇怪怎么连《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权利公约》也会违反，这是因为法轮功学员的子女除了有被剥夺上学权利的情况发生外，还有与其家长一起被抓去坐牢的，甚至有母婴一起被劳教所虐杀的恶性事件发生。镇压所侵犯的法律法规与镇压中所犯下的罪行一样罄竹难书。
   结语：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将江泽民绳之以法
   总而言之，这一场镇压从“理论基础”到实际操作都是完全彻底地违法的。它所践踏的法律法规数不胜数，它所带来的灾难和损失难以估计。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将这场镇压的最直接责任人江泽民绳之以法，否则，中国的法律就将永远也不能从目前被强奸和践踏的耻辱中翻身。
(论镇压法轮功的完全彻底非法性 全文完博

“天安门自焚”大惨案

「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参赛作品

【红朝谎言征文】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

（2003年8月26日以笔名曹静发表。该文获「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二等奖）
   * 引子
   公 元2001年1月23日，正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正当千家万户忙著挂灯笼、贴春联，欢欢喜喜迎接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的时候”，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 上突然浓烟四起，烈火熊熊，上演了一出震惊中外、史无前例的火烧活人的大惨剧。一男四女在身上浇上汽油，要惨烈地自焚而死。
   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一名女子当场死亡，其余四人身上的烈火在“一分半”之内被尽数扑灭，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般”将被严重烧伤的四人送往“急救中心”……
   两个小时之内，“党的喉舌”新华社即向全世界发布英文消息，称五名“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同日，位于纽约的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表声明，指新华社的自焚报道“栽赃陷害”。
   在 天安门广场上集体“自焚”并当场死掉一人，这件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本身就是一条爆炸性特大新闻；而在事发之后如此短暂、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调查的 时间之内，新华社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即分别信誓旦旦地肯定和否定了“自焚者”的法轮功学员身份一事，又为这一事件平添了厚厚的疑云。他们双方各自的依据是 什么？“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又怎样？不是法轮功学员又怎样？难道“自焚者”的身份比“自焚”本身还要要紧？
   * “自焚”之“必要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不得不从九年前开始说起。
   1992年5月13日，在如雨后春笋般地从中国大地冒出来的多达几千种的各式各样的气功当中，一种名不见经传的“法轮功”也开始在长春传授了。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大约有200多人。
   接下来的两年多里，共有54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全国各地举行，参加人数大约在十万以内。
   95年起，法轮功停止了学习班的开设，但许多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开始在公园里炼功，自己拎著录音机建起了炼功点，义务教任何愿意来学的人炼。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在许多种气功以跟它们出现时同样迅速的速度销声匿迹、好多气功师再办学习班都很难招到人的时候，法轮功却异军突起，在短短几年之中仅仅通过那些自发建起来的炼功点就吸引了七千万到一亿之众的人来学炼。
   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个一党专制、党要牢牢控制一切的社会，这样大的一个人群岂能不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作为非民主选举、踏著镇压“六四”的鲜血而上台的独裁者，有的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宝座不稳。这么多人在炼同一种功，他们要干什么？
   1997年起，公安部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国范围内的秘密调查。许多公安人员装作要学法轮功的样子“打入”了法轮功的“内部”，一边跟著炼功，一边明查暗访，看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然而全国范围的调查所搜集到的情报都是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除了炼功很投入、向别人介绍法轮功很热心、遇到事情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内找”、“修心性”、“重德”以外，没有任何“劣迹”和“问题”。
   不 仅如此，一些“打入”法轮功“内部”的公安人员一来二去的还真的变成了法轮功的修炼者。据说这样的现象更加大了某些人的恐慌，于是“搜集证据”和“舆论工 具”的“旁敲侧击”一直没有停止，直至1999年动用到了中科院院士级别的人物来写文章攻击法轮功，并因此导致了天津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的被捕及99年4月 25日北京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
   一无口号，二无标语的万人大上访虽然因为人数的惊人而引起了海外媒体的一片惊呼和猜测，然而在总理亲自出 面接待的情况下却在当天就有了还算不错的结局：被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得到了释放，万余名上访者秩序井然地安静离去。海外媒体在将此事炒得火热之后又盛赞 “4．25”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以及“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先河。
   一件本来可以就此划上完美句号的事情却在当天晚上又出现 了戏剧性的变故。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手法，以个人名义亲自写了一封致政治局常委的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并在会 议上公开斥责朱熔基“糊涂”，说“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
   三个月以后，一场“史无前例”的镇压开始了。全国所有炼 功点的“骨干人物”被“一网打尽”，电台、电视台、报纸开足马力，二十四小时轰炸式地批判，流传了七年多的法轮功一夜之间变得“罪大恶极”，电视画面上， 成堆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在熊熊烈火或辗压机下被“消灭殆尽”，中共中央“不准共产党员修炼法轮大法”通令、公安部“六禁止”通令、民政部“取缔”通 令、共青团通令……等等，一道一道地下发。多年的“运动”中积攒的一套驾轻就熟地使将出来，哪一个中国老百姓不明白党决心在三个月之内就将法轮功灭得干干 净净？
   然而，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一个据说主要是由想祛病健身的退休老头老太太组成的炼功团体在史无前例的镇压中却有了史无前例的惊人表现。 从镇压令宣布的头一天起，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炼功人便开始走向北京和各地方政府部门上访。后来许多信访办干脆将“信访办”的牌子摘了，将上访的来一个抓 一个，但上访的还是没完。
   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访无门的人开始到天安门广场继续“上访”：炼功、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好几千。据新华社报道，镇压之后一年多的2000年国庆节，警方用了整整四十多分钟才将广场上的法轮功学员抓个干净。
   在 八十年“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上，党什么时候遇到过将一种人“斗争”不下去的时候？十来年前的“六四”，上街游行的人最多的时候能达到一天一百万，坦 克一进城、机关枪一扫射，还有谁再敢说个“不”字？就包括所有的“西方列强”，不也是过了没多长时间又照样跟中国恢复了一切正常往来吗？
   史 无前例的镇压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困境。镇压后的第一天，加拿大即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抗议信，谴责镇压法轮功；第五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在对 待法轮功的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三个多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的决议案；人权组织和国际舆论也时不时对镇压表示强烈愤慨；中国 老百姓，包括许多具体参与镇压的警察都怨声载道，觉得这一场耗时耗力的镇压实在是师出无名。报纸电台虽然仍然一天天“邪教”、“邪教”地喊，但这空泛的口 号已经让许多人厌倦不已……
   终于，“自焚”发生了！12岁的懵懂女童，19岁的花样少女，听信“妖言”，在“愚昧”的“邪火”中“点燃自己”，为了“升天”而被烧成了黑炭，满脸燎泡的女童痛苦地一声声喊著“妈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伸著被烧得只剩半截的手念念不忘要去“天国”……
   这 样的悲惨镜头一经播出，国民一片愤怒，已经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宣传机器再次全力开动，各色各样的人等争先恐后地在电视里义愤填膺地“声讨”法轮功，再时 不时再插上一两个触目惊心的“自焚”恐怖镜头……于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很“自然”、又很“自觉”地接受了新华社关于“自焚”事件报道中的最后结论： “如果没有‘法轮功’，如果不相信邪教，这些无辜的人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怎么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
   ──谁还能说党不“英明、伟大、正确”？！……
   至此，我想我们已经能够回答引子里提到的问题了：“自焚”者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对于镇压者和被镇压者确实都非常重要。是，就说明“镇压有理”，或至少能让更多人相信“镇压有理”；不是，那无论是“自焚”者还是因“自焚”而变得处境更糟的被镇压一方就更冤了。
   在 国内媒体的一片“声讨”之声中，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出面接受采访、发表声明，反复强调法轮功有明文规定，不能杀生、不能自杀，绝不会号召成员去“自 焚”，而且炼法轮功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入会”程序，只说你按法轮功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就算是炼法轮功的，没有做到就不算，哪怕你天天做动作，所以海 外法轮功一听“自焚”立即就知道这些人是冒牌货；
   他们苦苦地解释著，然而这些说法听来却似乎不象“自焚”的恐怖镜头那样“真实可信”；同情法轮功的人士则表态说如果人民已经被逼得去“自焚”，只能说明政府应该反过头来检讨自己的政策。
   不过，这些声音国内的百姓是听不到的，新一轮“反法”宣传只管如火如荼地进行。不管怎么说，死了人总是真的，“自焚”总是真的，只希望幸存者能保住性命，只希望不要再有新的悲剧发生，只希望法轮功“痴迷者”能早日清醒……
   * “自焚”之后续故事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自焚”后的第二天，海外网站就有人撰文称：天安门“自焚”与十年前的小说《黄祸》第二章中的情节有惊人相似。小说中安全部买通绝症病人制造自焚事件以便为镇压制造借口：
   …………
   只剩下一件事有人说过，至今没有人做——自焚。 
   自 焚不像绝食可以当面绝，背后吃。汽油一燃起来就要经受里里外外每个细胞每根神经每滴鲜血燃烧的过程。在这个利润的时代，这种没有一丝赚头的残酷献身几乎不 可能想象。然而公安部长的想象力却不那么悲观。他确实找到了一个，而且通知了外国记者，让他们带著所有记录和传播的工具，赶到天安门广场。……
   “她来了。”公安部长的声音喜忧参半……
   她是个癌病患者。两个乳房被挖得干干净净。未婚夫吓跑了。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医生断言她只有半年好活。她等不及，自杀过两次，都被家里人及时发现，硬救她活过来。打著“人阵”招牌的公安部人员许诺，只要她用自焚的方式死，就给她家三百万元钱……
   “六四…… ”姑娘颤声张开黑洞洞的嘴。交易规定她必须在点火前喊出口号，以证实她是为“六四”翻案而不是为别的事自焚。她背了无数遍拟好的口号，到头来还是没记住。“……翻案……”只出来两个词。 
   好 在也够了。火苗从打火机上窜出。那是事先一试再试绝对保证一打就著的防风打火机。然而就在火苗窜出的同时，一只巨手已经抓住了打火机。陆浩然(注：小说中 中共当局的最高层人物)几乎要喊出声来，功亏一篑！火苗没接触到汽油，姑娘没有被点燃。另两个大汉已经抓住她的身体。她再挣扎也敌不过三头大猩猩。何况她 半点挣扎的意思也没有，一动不动。全部过程只有零点几秒。打火机眼看著进了大汉的手。突然轰地一亮，姑娘化做一团爆发的火球。三个大汉被弹射的火焰扑面打 翻。火团中发出一声姑娘凄厉的长叫，如同野兽，只分辨出其中两个字：“……骗——我——”她像飓风一样扑向广场人群。需要顺便提一句的是，已经畅销十年的《黄祸》在“天安门自焚”之后不久就在中国大陆被“取缔”了──“自焚”制造者之“此地无银三百两”由此也可见一斑。
   接下来的几天里，海外媒体连续发布了从中央台“自焚”录像和新华社报道中发现的“三大疑点”、“七大疑点”、“十大疑点”，包括：
   1、警察先到位然后自焚者才开始点火；
   2、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从背著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3、“自焚”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最近的拍摄距离离“自焚”现场不到二十米。若非事先安排，岂能如此完备？
   4、新华社对于敏感新闻的发稿向来需要经过多次审稿，但这次两小时内就发了英文稿，动作快得令人起疑； 
   5、“自焚”的“王进东”全身烧得漆黑，却能声如洪钟地坐在地上喊口号；
   6、“自焚”中严重烧伤的12岁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割开后很快就能唱歌，完全不合医学常理；
   …… ……
   十 二天以后，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报道《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里面公布了菲力普.P.潘 （Philip P. Pan）深入“自焚”中当场死去的刘春玲生前所在城市河南开封调查后所得的惊世事实：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很快地，海外法轮功成员从中央台的“自焚”录像中发现了若干漏洞，其中最明显的是，电视录像清清楚楚地显示：“自焚”发生的时候，刘春玲的脑后结结实实挨了一闷棍，然后她才应声倒地……与其说她是被烧死的，不如说她是被打死的！……
   国 际教育发展组织更是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称：“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 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
   据说这份声明公布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噤若寒蝉，连抵赖的机会都放弃了。
   “自 焚”事件两周年，刚刚成立两天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便宣布将“天安门自焚”列为其第一个追查对象并公布了第一批取证人名单；四个多月以后，该组织 公布了委托台湾大学语音实验室对中央台《焦点访谈》节目中前后出过三次的“自焚”幸存者“王进东”的语音鉴定报告，结果证明三次出现的“王进东”不是同一 人。
   * “自焚”背后之史无前例
   也许，到此为止，对于“自焚”是真是伪已经不需要再作什么讨论了。在“伟大、 光荣、正确”的历史，我党制造个把谣言和惨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天安门自焚”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新世纪第一红朝谎言，是因为它所掩盖的这场迫害之惨 烈以及被迫害者在迫害之中的表现之壮烈都是空前的；迫害与反迫害所挑战到的社会伦理、社会道德和社会体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而法轮功问题的进一步 处理方式甚至有可能关系到整个中共政党和政权的存亡问题。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导，迄今为止，能通过民间途径被证实的迫害致死案例已达 791起，而据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高达1600多人。被关押人次超过10万，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四年 多来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迫害中家破人亡、为逃避迫害而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者更是数不胜数。
   仅仅是这些数字听起来就已经够惊人的了，但这一场迫害之惨烈并不停留于这些表面数字，而更在于迫害中所使用手法之残忍和反人道、反人类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境地。
   一般人认为，坐牢、失去自由就已经够悲惨了；但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悲剧却不仅限于此。他们的坐牢与其他人坐牢所不同的是，其他的人坐牢时，所失去的只是人身的自由，而法轮功学员被送进牢房的目的却只有一个：改造思想、放弃修炼法轮功。
   在 国内法轮功学员冒著生命危险传到海外的不足冰山一角的迫害实例中，我们会读到太多的恐怖故事：电刑、站刑、坐刑、火刑、跪刑、铐刑、注射精神药物刑、放狼 狗、毒蛇和蝎子咬刑、新时期炮烙刑、细菌刑、吊刑、灌辣椒水刑、灌屎灌尿刑、月经纸塞嘴刑、当众强奸刑、十五天十五夜不许睡觉刑、电棍插入阴道放电刑、四 把牙刷绑在一起毛面朝外插入阴道用手搓转刑……
   “日本鬼子”和纳粹分子都不曾对自己的人民使过的惨无人道的酷刑每天都在用人民的血汗钱建起来的监狱、劳教所、拘留所里“和风细雨”般地悄悄进行著，直至将活人逼死，或把逼不死的人逼疯……
   也许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这一切，但只迷信于暴力的镇压者却认为只要加大“打击”的力度，就一定能将被镇压者征服。在手握著整部国家的强大机器和所有国家资源的时候，这多么年想打倒谁会做不到？
   但这一次确实遇到了意外。独裁者所不能理解和相信的是，存乎于人心的精神力量之顽强和强大是任何强制机器都不能比拟的。
   在 铺天盖地的谣言攻势和所有的监狱都张开大嘴的时候，手无寸铁，除了自己以外一无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曾经显得那么被动无助；而且他们还显得那么“天真”，执拗 地认为镇压的发起仅仅是因为政府不了解法轮功，于是选择了上访这个途径，想向政府“反映情况”，却发现信访局的门口蹲满了警察，来一个抓一个，有去无回。
   于 是，不知从哪天起，法轮功学员的“讲清真相”变成了面向民众，方式是自制传单、VCD光盘、标语等在公共场合张贴或散发。这种“讲清真相”中所蕴涵的艰辛 和惊心动魄也不是许多人能够想象的。制作传单的大多是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被卡断了脖子，而自掏腰包制作材料的结果面临的可能是警察的 当场射杀。
   在追踪和反追踪中，数不清的秘密“资料点”遍地开花地运转著，有的资料点一个点所制作的传单就达到了百万份之多；“资料点”被破 获后被处以十几年重刑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多；而特别要提及的是，曾被当局用来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到头来却变成了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的最有力 工具。大名鼎鼎的光盘刻录软件"Nero Burning Rom"（尼禄焚烧罗马）问世以后，个人使用它刻录得最多的光盘既不是大腕歌星的专辑，也不是好莱坞的热门电影，而是数以千万计的“天安门自焚案真相” VCD；冒著杀头危险插播有线电视节目的法轮功学员所播放的影片中，必定也有《是“自焚”还是骗局》！……
   也许冥冥之中确有某种应该让人类 敬畏的因素。古罗马的暴君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信仰基督的人，使基督教遭受了早期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迫害。许多年以后，当历史翻过那一页， 人们才意识到，“Nero Burning Rome”（尼禄火烧罗马城）的那一刻，正是罗马帝国的盛衰之交；那一刻起，凯撒的罗马便灭亡了，便成了殉道者的罗马。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了21世纪，与 新版“Nero Burning Rom”（尼禄焚烧罗马）──“天安门自焚”这个新世纪第一红朝谎言相关联的一切却还没有结束。
   * 红朝谎言难以为继
   对法轮功的迫害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基础。面对谎言与虐杀，每个人在道义上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而将整个国家拖入一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针对上亿修炼人众的迫害、又因恐惧著迫害的后果而甘冒骂名死不下台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政治危机和政治风险正因新旧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日益加剧；
   迫 害挑战了中国的经济体系。为维持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四分之一的国力被投了进去。当国民经济已经因为官僚腐败、金融黑洞、银行呆坏帐、巨额财政赤字、巨额国 有资产流失、信用危机、统计数据造假、国有企业全面破产、城镇农村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空前扩大而危机四伏、千疮百孔之时，因维持镇压而造成的财力上的难 以为继随时都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使之全面崩盘；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法制体系。当专为镇压法轮功而成立的新时期“中央文革小 组”“610办公室”凌驾于党、政、公、检、法、司之上，以口头传达、看过即烧的“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代替法律的时候，当身披警 皮的“人民警察”们在“转化率”的逼迫下“合法”地干著土匪都干不出的残忍之事的时候，整个国家又回到了靠特务和恐怖统治的无法无天时代。为给法轮功学员 腾地方，真正的罪犯被释放回社会，全国公安、劳教、监狱系统的警察长时间超负荷运转，都已经被迫害拖得精疲力竭，而不再有精力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新闻体系。当整个新闻界再次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充当打手和帮凶的时候，新闻界的良心、职业道德、新闻自由根本无从说起。本应由新闻从业者担当的报导事实、揭露不公的任务却正由法轮功学员冒著生命的危险在替他们承担；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小学生都被裹胁进了反法轮功“运动”、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被放进高考题的时候，“为人师表”、“百年树人”的教育界所扮演的角色令人担忧；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文化体系。当文人、艺人们为政治任务拍出完全颠倒是非黑白、为刽子手镀金、为酷刑残杀喝彩的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人们会再一次质问，中国的文化界、艺术界还有没有拥有独立人格和良心道德的可能；
   迫 害挑战了中国的价值体系。当“真善忍”被宣布为“非法”，当嗜血的杀手将民众用暴力征服一部分，用利益收买一部分人，用谎言欺骗一部分，用粉饰的太平麻醉 一部分的时候，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体系正在被连根掘断，“舍生取义”、“邪不压正”的信念正在被“有奶便是娘”取代。在 共产主义全面破产的今天，整个民族将信奉什么？
   迫害挑战了“一国两制”和“和平统一”。引发香港回归七周年纪念日50万人大游行及香港政治 风暴的23条立法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与大陆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的法轮功活动让镇压者丢尽了脸面，已经成了江某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一日不拔就看著难 受，而承认“一国两制”就只能眼睁睁看著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日复一日向每日里来自大陆的川流不息的旅游者发放揭露迫害中的谎言的材料，包括播放“自焚”疑点 分析的录像影片。而海峡对岸的台湾呢？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从镇压之初的五千多人增加到今天的三十多万。已经充分拥有了信仰自由和实现了民主选举的台湾民 众愿意投入那充满了血腥之气的“祖国”的怀抱吗？这也很让人怀疑；

迫害挑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镇压伊始，美国、加拿大等政府便纷 纷表态谴责镇压，“国际特赦”等著名人权组织更是因江氏迫害法轮功等罪行连续几年将之评选为“人权恶棍”。为躲避前来抗议镇压的法轮功学员和其它团体，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主席”外访时却不得不丢人现眼地从垃圾道出入下塌之处。最要命的是，镇压进行到两年多时，法轮功学员开始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将包括 江泽民在内的9名中共高官和“610办公室”告上了国际法庭，并已得到国际顶级人权大律师的支持和帮助。成立类似于二战以后专审纳粹战犯的特别国际法庭来 对江氏的罪行展开审判的呼声日高，“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成立在即，“独裁者最坏的梦魇”──被押上正义法庭，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街头剧频频在各国上 演……当初为了说服世界中国已与世界“接轨”而签下的一个个国际条约今日也变成了“独裁者最坏的梦魇”：按照这些条约，江氏及其追随者足够一千次地被押上 法庭。为了“死要面子”，江氏号称“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起诉案的继续，中国司法部也公然违背海牙公约，不敢履行将法院传票送达至被起诉于美国法庭的中国国 安部、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等，还以为国际社会跟中国一样，“法律”可以跟著“政策”走呢。种种“驼鸟政策”不但让国际法律界嗤之以鼻，也让国际社会不得不 质疑，中国有没有走出“文革时代”；
   …………
   迫害中尽失的民心就不用说了。著名作家章家敦曾经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也许崩溃的不会是中国，但如果新一届政府没有勇气和果敢与江氏的错误决定彻底决裂而结束这场史无前例毫无来由荒唐残酷的迫害的话，那么随着新世纪第一红朝谎言及红朝建朝以来的无数谎言被一个一个地揭穿，由谎言支撑、靠谎言统治的谎言王朝之即将崩溃，则是一定一定的。
(“天安门自焚”大惨案 全文完

【红朝谎言征文】非凡的女儿

「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参赛作品
   （2003年8月28日以笔名南竹发表。该文获「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特别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儿属猴，92年出生的，今年不满十一岁。生她的时候出了医疗事故，我差一点儿命丧黄泉，一家人也跟著受够了折腾。她奶奶时常说：“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个什么大人物，来的时候这么惊天动地。” 
   （一） 
   女 儿一岁半时便学会了说否定词。那天她干了一件什么淘气事，我拉长了脸训斥她，她一点也没有害怕或委屈，只关切地看著我的脸，皱著小眉头费劲但口齿清晰地 说：“妈妈、不、生气。”她第一次说“不”，就将这个字说得那么清晰有力，仿佛只全身心地担心我会不会气坏了身体，而丝毫没有在意自己是不是受了训。那一 刻我觉得为了生她养她而受的一切苦楚都很值得。 
   （二）
   女儿两岁半就开始有了生之烦恼。那天我带她到一家小学校去散步。我们坐在操场上，她满眼艳羡地盯著小学校的教室问我：“妈妈，我能去那里上学吗？” 
   “不行啊，你还太小了。” 
   女儿沉默良久，突然长叹一声道：“妈妈，我为什么老－－也长不高？”她将“老”字拉得好长，似乎已为这个问题苦恼了很久很久。 
   我无言地望著她，开始想她是不是一个哲学家转世。想了半天我才以一个特别不哲学的方式回答了她的问题：“你多吃点儿饭，慢慢地就长高了。” 
   （三）
   女儿三岁半时就给我上了一课。那天她很认真地问我：“妈妈，你说世界上为什么有坏人？” 
   是啊，世界上为什么有坏人？世界上要是没有坏人、只有好人该多好？几千个感慨和几万个答案从我的脑海中奔腾而过，最后我却发现我无法用一个三岁孩子能听懂的语言和方式去回答她的问题，所以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她：“妈妈不知道。” 
   女儿头一歪，自豪地说：“我知道。” 
   我吃了一惊：“是吗？那你告诉妈妈，世界上为什么有坏人？” 
   “他老干坏事，就变成坏人了呗。” 
   天哪！原来如此！……
   （四）
   女儿四岁半时，有一天我和先生开著车带她去郊游。那天大概是个黄道吉日，结婚的人特别多，一路上遇到好多个结婚的花车，一个比一个漂亮。女儿一直跪在窗户边兴致勃勃地往外看。先生逗她道：“你长大后结婚时要不要坐花车？” 
   女儿从窗户边上坐下来，漫不经心又一本正经地答道：“到时候再说吧。”说完了一眼也没再去看那些花车。 
   她的回答又一次让我很吃惊：她小小年纪，哪里来的这一份宠辱不惊的平常心？
   （五）
   女儿早慧，五岁半时已上二年级了。这一日我去学校给她开家长会，迎面看到学校门口有块大牌子，上面写著“学会做人 学会学习 学会劳动 学会健体”等五个“学会”。回家以后，我问她道：“你知道什么叫‘学会做人’吗？”我想好了一个长篇演说辞，预备著向她发表。 
   她笑嘻嘻地说：“我知道。就是做一个好人呗。” 
   我一下子将我的演说辞忘得干干净净，心里头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 
   （六）
   女儿六岁时，有一天我听见她在隔壁房间劝她奶奶说：“奶奶，你炼法轮功吧，炼法轮功对你身体有好处，真的。”原来她看见多年以来一直病病歪歪的我炼了法轮功后身体好了，便开始为她奶奶打算。 
   奶奶说：“我不会啊。” 
   “让妈妈教你！” 
   “我眼花，看不了书。” 
   “我念给您听！” 
   奶奶推脱不过，敷衍她说：“好好好，我以后有空了就学。” 
   谁知女儿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蒙骗了，她有点哽咽地对她奶奶说：“奶奶，我不想让您死。” 
   （七）
   女儿快七岁的时候，电视里开始铺天盖地地骂法轮功，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谣言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差一点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女儿圆睁杏眼问我道：“妈妈，他们为什么说炼法轮功的是坏人？” 
   我的心象有一万条毒蛇同时在咬一般地痛。我知道按照女儿对于“坏人”的定义，她无论如何无法将炼法轮功与“坏人”二字相联系，----没见过哪个炼法轮功的做坏事啊，妈妈还一天到晚都在要求她做个“好人”。
   我无法面对女儿眼中的困惑和要求立即得到一个答案的率真期待，更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的问题，只想痛切地转问所有那些造谣的人。好在一个朋友替我解了围：“他们做贼心虚！” 
   （八）
   女 儿七岁半时，我因炼法轮功而被送进了劳教所。几个月后她到劳教所来看我时，一见面就急切地告诉我，妈妈，我学吹黑管了；妈妈，家里来了一个小叮当，然后咭 咭呱呱说了一大堆小叮当的趣事。虽然二十分钟的会面结束时我都没有搞清楚小叮当到底是个玩具、动物，还是一个人，但在心里还是很欣慰：到底是少年不知愁滋 味，女儿看起来生活得很快乐，没有因失去了母亲而难过。 
   一年多后我才知道，虽然奶奶严密地禁止她将我被劳教的“不光彩”之事告诉任何人，但她终于忍不住，在写作文时将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她的班主任。也许她在潜意识里对她的老师产生了对母亲一般的感情。为此她受到了奶奶的责骂。为使她免于受歧视，她父亲不得不安排给她转了学。 
   （九）
   女儿八岁半时，我九死一生从劳教所里熬了出来。几天后我看见桌上有张纸条，上面是女儿的笔迹：“妈妈，我建议你别炼法轮功了。请看这本书。” 
   “这本书”是学校老师发给她的，里面将炼法轮功的都说成了杀人狂或神经病。我找到女儿试图告诉她这本书都是造谣，妈妈是个好人。 
   她打断了我的话，绝望地向我喊道：“我知道妈妈是好人！可电视里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坏人！我不知道该相信谁！……”她黑葡萄般的杏眼里，除了绝望外，更多的是饱经沧桑……
   我的心象刀割一样地疼。她才八岁！……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她小小的心灵经受了多少？当老师、同学问起她的母亲在哪里时她说什么？在学校、老师、电视、报纸、书本和母亲之间，她相信谁？……
   我被迫给她讲了很多我原本不愿讲给她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老舍、张志新，还有六四。这样的真实虽然对于整个民族来说都过于沉重和残酷，但却很可能是对付谎言的唯一办法；再说一个孩子最需要的是能够爱自己的母亲。
   几天以后她摇头晃脑地总结道：“看来呀，谁都得有点事儿。毛泽东吧，有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有个六四；江泽民就有个（镇压）法轮功。”
   （十）
   女儿将满九岁时，我面临再次被关进劳教所的危险，不得不远遁他乡，留下了她与她父亲相依为命。一年后公安抓不到我，就将她父亲抓到了不知何地。
   女儿十岁生日那天，我打电话给她，祝她生日快乐，她说：“我一点也不快乐！”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我问她：“有爸爸的消息了吗？” 
   “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 
   “……” 
   我说不出话来。她在电话那头冷冷地问：“你还有事儿吗？” 
   我 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我知道这不是她的本意，“都是你害的”这话一定是她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我在她身边时，她本来已经明辨了是非，然而多年来被谎言和 铁腕统治奴役著的人们，不但已经习惯了强权就是真理，脑子里也没有了对错是非的概念，甚至很难原谅那不能够昧著良心在思想上接受奴役因而被迫害的人。
   我的心又一次比刀割还要疼。女儿长到十岁，第一次用这样的口吻跟我讲话。我不会去责怪她，然而一想到她那洁白无暇的幼小心田正由于谎言的催生而长出带毒的仇恨，我的心就象裂了一样，滴滴答答地往外淌血。 
   我 想起以前在哪儿看过的一个前苏联女作家的故事。这个女作家被冤枉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十几岁的女儿写信给她，问她，妈妈，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你错还是关你 的人错？如果是你错，我就恨你；如果是关你的人错，我就恨他们。这位母亲怕女儿若是恨当权者在外面就会吃苦头，所以就狠著心肠告诉女儿是她自己错。结果她 女儿和她都为此而痛苦了终身。 
   我不想重复那位前苏联女作家的路，但远在他乡通讯不便，家里的电话被监听，我写给女儿的信总是被扣留。要呵护一个处于由整部国家机器的造谣宣传所构成的巨大压力之下的幼小心灵，竟是那样地艰难。
   （十一）
   女 儿转眼又十岁半了。梦回故里之时，我有时会担心她失去往日的灵性而蒙顿红尘；但更多的时候我想寄语我非凡的女儿：为了我们不再受谎言的奴役，为了能与你早 日堂堂正正地相聚，为了你的女儿和你的女儿的女儿的眼里不再有你曾经有过的恐惧和忧虑，为了天下千千万万个与你一样非凡的女儿能够在母亲的身边恣意地撒娇 淘气，妈妈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你很快就会看到，谎言终将不会比真话更有力，暴力也不能征服善良和正义，我们再次一起在阳光下开怀嬉 戏的日子，一定会来临。
   附：《非凡的女儿》英文版
   iyuan.com) My Extraordinarily Special Daughter
   My daughter was born in Beijing in 1992, the Year of the Monkey. At the time, I almost died from birth complications and the whole family was distressed. Her grandma exclaimed, “What kind of person could this child be, entering this world in such turmoil?” 
   (1) 
   My daughter learned to say “no” when she was only 1-1/2 years old. That day she had done something naughty. I had put on a stern face and begun to scold her, but surprisingly, she was not scared or upset at all. Looking at me, she just frowned and said very clearly with much effort, “No, mom! No angry!” 
   It was her first attempt to say “no,” clearly an d forcefully. It seemed as if she cared more about my wellbeing than about being reprimanded . Instantly I knew that everything I had gone through, and would go through for her, would be worthwhile. 
   (2) 
   My daughter began to worry about life when she was just 2-1/2 years old. One day I took her for a walk to a primary school and we sat in the playground. She looked longingly at a classroom and asked me, “Mom, can I go to school too?” “No, you are too small,” I said. She was silent for a while, then with a deep sigh, she said, “Mom, when will I EVER be taller?” She emphasized the word “ever” with such force, as if she had been bothered by this problem for a long time. I was lost for words as I looked into her eyes, pondering silently whether she was actually some sort of a reincarnated philosopher. At last, I answered her in a very non-philosophical way. “Eat more rice , an d then you will gradually grow taller.”
(3) 
   When my daughter was 3-1/2 years old, she actually taught me a lesson. In a serious tone of voice she asked me, “Mom, why are there bad people in the world?” 
   Astonished, I looked at her and thought, “Yes, why indeed? If there were no bad people, only good people, wouldn't the world be great?” Hundreds of thoughts and thousands of possibilities flashed across my mind, but in the end I couldn't answer her question in a way that a three-year-old could comprehend. I could only tell her honestly, “I don't know.” 
   She tilted her head and said proudly, “Well, I Know!” 
   Taken by surprise, I said, “Really? Then tell me why there are bad people.” 
   “They keep on doing bad things, so they turn into bad people!” Gosh, that is it? 
   (4) 
   One day when my daughter was 4-1/2-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took her for a car ride. It was probably an auspicious day. We saw many wedding cars along the way, each one more luxurious than the last. My daughter gazed excitedly out of the window. After a while my husband teased her, “When you get married, do you want to ride in a limousine?” 
   Sinking back into the seat, she answered instantly in a serious tone, “We will see when the time comes.” 
   After that she didn't take a second look. Once more, her reply shocked and amazed me. How did she manage to remain so emotionally unmoved at that age? 
   (5) 
   My daughter was bright for her age. She was already in the second year of primary school when she was five and a half. When I went to a parent-teacher meeting I saw a big sign near the school gate, which read: “Learn to be an upright person ; learn to master knowledge; learn to do physical labour; learn to be healthy and strong.” After returning home, I asked her, “What does the saying 'learn to be an upright person' mean?” While I was preparing to give her a lengthy sermon on the subject, she smiled and said with ease, “I know! It is just to be a good person!” 
   Instantly I forgot the speech I had prepared and just wanted to admire her. 
   (6) 
   When my daughter was six, one day I overheard her talking to her grandma in the next room. “Grandma, please practice Falun Gong. It's really good for your health. Believe me!” 
   It's true. My daughter knew that I had been extremely weak and in poor health for several years. But after practicing Falun Gong (which is a meditation practice based on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I had completely recovered. So she was making a similar plan for her grandma - wanting her to become well too. 
   Grandma said, “I don't know how to.” 
   “Let mom teach you.” 
   “But my eyesight is bad and I can't read the books.” 
   “I can read to you!” 
   Grandma couldn't find a reason to refuse her, so she tried to satisfy her by saying, 
   “Fine, fine, I will learn when I have time.” 
   My daughter, however, would not give up so easily. She was overcome with emotion when she finally said, “Grandma, I don't want you to d ie.” 
   (7) 
   When my daughter was nearly seven, the local television stations started broadcasting many defamatory and offensive programs against Falun Gong. The lies were so bizarre that I couldn't believe my ears, and the bombardment was so heavy that I could barely think rationally. While watching one program my daughter asked with wide open eyes, “Mom, why do they sa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bad people?” 
   My heart ached like it had been “bitten by a thousand snakes.” 
   I knew she woul d never think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s “bad people” since she never saw any of them doing “bad things.” Besides, I had reminded her to be a good person all the time. 
   I coul d not handle the confusion in her eyes or her expectations and forthright demands for an immediate answer. I just d d not know how to answer her question. I had the bitter thought of telling her to ask the television people, but then a friend answered her well, 
   “They distort the truth and have a guilty conscience because of their own wrong deeds.” 
   (8) 
   When my daughter was seven and a half, I was sent to a forced labor camp for practicing Falun Gong. My daughter came to visit me a few months later. The moment she saw me she started talking intently, “Mom, I've learned to play the flute. We now have a ‘little twinkle bell' in our house.” 
   She kept on chattering about the fun she had with the “little twinkle bell”, though by the end of her twenty-minute visit I still had no idea whether it was a toy, a pet or a person. At least I was relieve d to hear her talking like that. I thought to myself, “Thankfully, a young child doesn't know the harsh taste of sorrow. It seems that she is happy and untroubled by her mother not being around .”
   More than a year later I learned that her grandma had strictly forbidden her to tell others about my detention in a forced labor camp, where only criminals are supposed to be held . No matter how unjust it was, detention is considered shameful and demeans a family's reputation. 
   Being young, however, she was unable to restrain herself. She confided her secret to her teacher in an essay. Perhaps, subconsciously, she thought of her homeroom teacher as the mother she was missing. Grandma scolded her for that, because she wished to avoid any d iscrimination against her granddaughter. To avoid this, her father had to transfer her to a new school. 
   (9) 
   By the time of my release from the camp my daughter was eight-and-a-half. I was lucky to be alive at all after narrowly escaping certain death. A few days later, I found a note on the table in my daughter's handwriting. She had written, “Mom, I advise you to stop practicing Falun Gong.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is book.” 
   Her school teacher had given her a book that describ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s murderers and psychopaths. I tried to explain to her that I was a good person, and that the book had been fabricated and was full of lies. 
   But she interrupted and shouted desperately at me, “I know you are a good person! But the television say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bad people! I don't know who to believe!” 
   Her dark, sorrowful eyes were sad and she looke d like someone who had already gone through too much in life. 
   My heart felt a stabbing pain. I wondered how much this young life had endured during my absence? How much had her young heart been hurt? How did she respon d when her teachers and school friends aske d where her mother was? What other torment did she suffer d uring my absence? It hurt me to watch her trying to choose who to believe among her teacher, the media, those around her, and her own mother. 
   I had to tell her about many things that I would not normally discuss with such a young chil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resident Liu Shaoqi, who was kill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lthough these happenings were very brutal, there was no other way to confront the lies, and convince her to believe me and love me again. 
   A few days later, she nodded her head knowingly while telling me what she had d iscovered . “It seems that whoever is in power stirs up something: Mao Ze dong ha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ng Xiaoping had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Jiang Zemin has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10) 
   When my daughter was nearly nine, I faced the danger of being sent back to a forced labor camp. I had no choice but to flee my country, leaving her behin d with her father to manage without me. A year later, still having not found me, the police took her father away to an unknown place. 
   On my daughter's tenth birthday I phoned her to wish her a happy birthday. She said, 
   “I am not happy at all!” 
   Tears welled up in my eyes. I asked her, “Is there any news about your father?” 
   “It's all your fault! It's all your fault!” was her answer… 
   I was speechless. Coldly she sai d from the other en d of the line, “Do you have anything else to say?” 
   Tears flooded d own my cheeks. I knew she did n't mean to hurt me so deeply, an d that these weren't really her own words - she must have hear d them from others. Still, my heart ache d all the same.
 It reminded me about a story I had read a long time ago. It was about a female author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ho had been wrongfully imprisoned . Her teenage d aughter wrote to her an d asked, “Mother, please tell me, are you guilty or are those who imprisoned you guilty? If it is you, I shall hate you; if it is those who imprisoned you, I shall hate them!” The mother feare d that attacking those in power would put her d aughter's life in danger, so she decided to swallow a bitter pill and tell her that she was guilty. As a result, they both suffered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I do not intend to walk the same path as this author. But l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makes communication difficult. Also, the telephone in our house back in China was tapped and the letters I wrote to my daughter were confiscated before she received them.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protect an innocent young heart from being poisoned by the constant lies coming from the country's propaganda machinery. 
   (11) 
   Recently my daughter turned eleven. In my dreams I often flew back to my home and worried about her losing her innocence and in-born intelligence and thus getting lost. But on many other occasions I think of sending word to my extraor inary daughter. 
   This is what I would say: In order not to be enslaved by lies, in o der to reunite with you in dignity, in order that your future d aughter an d your daughter's daughter would never have to suffer what you have suffered , in order that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little girls like you could remain by their mothers' side, to be loved and pampered , your mother is doing her utmost. This is the darkness before dawn! Soon you will be able to witness an amazing phenomenon – the truth will overpower all lies and falsehoods; brutality cannot sub due compassion and justice; our days of enjoying happiness and merriment under the sun will once again be here. 
(【红朝谎言征文】非凡的女儿 全文完博

北京人有什么话不敢说？──向勇敢的杜导斌致敬
   
   
   
   （2003年11月4日以笔名曹静发表）
   

   有一个故事藏在心里，很早就想讲与人听，一直没机会。这几天在网上看到杜导斌被捕的消息，终于不得不来说两句。
   2001年春天，我跟著朋友到新疆一县委书记家「蹭饭」，席间县委书记说，还是你们北京人胆儿大啊，北京人没什么不敢说的话，江泽民都敢骂。 
   北京某男答曰：北京人是胆儿大，说什么都没事儿，骂江泽民也行；但我保证北京人有一句话不敢说。 
   席间诸公不信，问：还有你们北京人不敢说的话？！是哪一句？ 
   某男脸一沉，说：你站到天安门广场上说一句「我是炼法轮功的」试试。 
   诸公脸色齐变，县委书记忙举杯道：「来、来！喝酒！喝酒！大家喝酒！」 ──席间竟无一人敢对此作出评论或回应。
   后来在大纪元网站上读到杜导斌的文章《良心不许我再沉默》，就一再想起这个故事。说话的北京某男有足够的理由切齿疾首。他的妻子因炼法轮功被送到劳教所，他空自四方哀告，平日里再「牛」的哥儿们也没人敢帮他说句话。
   自镇压法轮功以来，什么话都说得，就是「法轮功好」说不得。为了围堵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除了在各地车站检票口放上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让过往者踩、在车票上 印上法轮功是X教让欲上车者念、停发法轮功学员工资、退休金让你没钱买车票外，我知道的最绝的一招是一个村长想出来：把他们村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房子扒了， 让他没地方住而不得不住在村长家，以便村长能24小时看著他，免得他「逃」到北京上访。
   总之，法轮功问题是今日大陆禁区中的禁区，连最初并不赞成镇压的堂堂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常委最后也在江泽民的淫威下乖乖禁了声。
   但是杜导斌说话了，率先去碰了这个目前最不能碰的「禁区」。在《良心不许我再沉默》这篇文章里，杜导斌旗帜鲜明地说：「四年来，由于片面相信当局对打击法轮 功的宣传，由于自己的麻木和事不关己，我没有太多注意到那些信仰法轮功的公民所遭到的非人待遇，在他们横遭迫害时选择了沉默——间接选择了与专制合谋，今 天，彷佛一梦醒来，突然目睹他们的悲惨境况，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邪恶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还在继续扩大，我感到震惊，心中升起俄底甫斯式的自责。
   「我感到有必要打破沉默。我要大声向大陆的知识界和网民们呼吁，中国善良的还缄默著的人们，你们醒醒吧，就在你们保持缄默时，纳粹的幽灵回来了，占据了我们的 国家政权，用最不人道的方式残杀你们的同胞！该出手了！该救救他们了！用你们的声音支持那些和我们拥有同等国民权利的不幸的人们吧！向那个巨大的怪兽勇敢 地说出『不』字吧，冤狱已经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
   从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认定杜导斌是个真正勇敢的人。虽然他的言辞不是最激烈的，他的文章不是最华丽的，他的锋芒不是最外露的，我仍然认定他是个真正勇敢的人，与任不寐所说的那种「伪勇敢」的人正好相反相对。
   今日的中国，缺的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从良知出发，踏踏实实地思考，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同时把一份真切的、而不是哗众取宠的关怀给予社会的弱势阶层，或真正地去关怀人，关怀被「党性」压榨下的人性。他从来没有提高嗓门讲话，而当局竟已不能容他。
   好吧，让我们都来做勇敢的人吧。从不锈钢老鼠，到罗永忠，再到杜导斌。防民之口的结果是什么呢？更多的人在宣称我愿陪某某某坐牢。网上祝贺刘荻生日的浪潮， 为小李思怡开展的接力自愿禁食，人权意识的觉醒，人性深切的复苏，突破网络封锁技术的日新月异……我们不用推翻谁，我们也不搞「革命」，我们就坚定不移地 呼唤人性，坚守良知，我们顽强而平和地发出理性的声音，那些关押著刘荻、罗永忠、杜导斌们的监狱的厚墙，终有一天会在世界文明的大潮中，轰然倒尽。
童话：美梦成真


    
   （澳大利亚Gerard著 曾铮翻译）
   从前，在一个遥远的池塘下面，住着一颗名叫莉莉的种子。她很害羞，但很爱跟朋友一起玩儿。
   有一天莉莉变得不开心了，因为她听别人说，在她住着的池塘上面呀，有一个奇妙的世界。听说那个世界里有明亮的光在闪耀，蓝蓝的天空一直伸到地平线的那一端。
   莉莉好想去看看那美丽的光呀。可是，她怎样才能到黑黑的池塘深水的上面去呢？她的朋友开始嘲笑她：“哈，莉莉又来了，还是正做梦呢。”
   他们总劝她别再梦想另一个世界了：“莉莉，这里才是你的家。为什么要到别处去找呢？”他们就是不能理解她。一条名叫雷雷的最最调皮的鱼大声嘲笑她，还告诉好多好多别的鱼都来笑她，骂她。
   虽然雷雷对莉莉很不好，但莉莉没有生雷雷的气，因为他几个月前刚刚失去了爸爸，让一个渔夫钓走了。她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同样的梦。但她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梦想。
   有一天，正当莉莉做着白日梦的时候，芦苇伯伯来了。他说：“你好啊，莉莉。”莉莉的眼里突然充满泪水。
   “亲爱的，你为什么哭了？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莉莉扬起脸看着芦苇伯伯。他是池塘中年龄最大、最有智慧的。莉莉一边流泪一边告诉芦苇伯伯她的忧伤。
   芦苇伯伯说：“亲爱的莉莉，你有一颗已长大的心，它要带你去看更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你的眼睛看不见，但你的心已在寻找你这个池塘之家中所没有的景色。现在我要走了。我回来时再来看你。”
   过了不久，雷雷从莉莉身边冲过。莉莉看出他很生气。他故意把池塘底的沙子搅浑，水里变得更加漆黑。
   正当雷雷忙着搅和污泥时，他的尾巴突然被大石头夹住了。他又扭又蹦，但怎么也挣脱不出来。雷雷大叫道：“救命！救命！”
   莉莉听到他的喊声：“快帮帮我！”周围好象没有别的人了。
   莉莉转过头，看见她的朋友乌龟多多在不远的地方。莉莉使劲喊道：“多多！”
   多多游了过来。莉莉说：“多多，见到你真高兴。雷雷被大石头夹住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人能听见我的喊声。”
   多多是个忠实的朋友和一只不爱讲话的乌龟。他马上到雷雷那边去看能不能帮忙。
   他游到雷雷身后，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地推。他用硬背壳顶石头，顶呀顶，把石头顶松了一点，雷雷急忙把尾巴扯出来。
   雷雷说：“多多，太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和莉莉，我没准儿一整晚都得在那儿夹着了。”
   多多说：“这没什么。我很高兴能帮上一点忙。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向莉莉道歉。你以前真的对她不好。”
   多多是对的。雷雷游到莉莉身边，为过去的行为道歉。“莉莉，真对不起！我嘲笑你，骂你，可是你从没回过嘴，今天还救了我的命。我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莉莉看着雷雷的眼睛，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雷雷，我总相信你有颗善良的心，而现在你自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做朋友好吗？”
   雷雷微笑着说：“莉莉，如果你真能原谅我，我太愿意做你的朋友了。”
   池塘里的污泥沉淀了下来，雷雷鳞片上也掉下很多泥巴。莉莉突然发现了什么。
   “雷雷，我以前从没注意到，你居然是条金鱼！你身上的泥掉下去了，你的真实面貌露出来了！”
   莉莉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雷雷不好意思起来，急忙说：“谢谢！再见！”然后就游走了。他知道是莉莉唤醒了他心里的善意。
   又过了一些时候，芦苇伯伯回来了。莉莉告诉他这些事情。芦苇伯伯很高兴。
   “莉莉，因为你用心去帮助别人变好并看到真相，你也会拥有同样的机会。”
   芦苇伯伯悄声问：“莉莉，你想不想知道一个秘密？”
   “噢，当然，请告诉我！”
   “虽然我可能是这里年纪最大的，但却不是最有智慧的。芦苇就能看到水面上的世界。那真是个美丽的世界！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可看。我的个头可能算是高的，我活了这么多年，实话说，莲花才是最有智慧的。”
   莉莉吃惊地望着芦苇伯伯和善的脸。她说：“芦苇伯伯，我不明白！”
   “莉莉，你还小。但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可以长高、伸展、成长为你注定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莉莉慢慢地长啊，长啊，有一天她的双眼终于从黑黑的深水中浮出来，看见了水面上的新世界里那耀眼的光亮。
   莉莉的心高兴地欢呼。“噢，我终于看到天空的颜色了！我终于看到原来只在梦中见过的一切了！噢，芦苇伯伯，这里有我一直在梦想的光亮！”
   芦苇伯伯也象莉莉一样快乐。他弯下腰，对莉莉说：“你的眼睛再也不会被池塘的水蒙住了。因为你纯洁的天性，你被赐予了一个新的生命。”
   芦苇伯伯又走近些，轻声说：“莉莉，现在你看见了池塘上方的大地，光亮的世界，但你还没看见最重要的景色。”
   莉莉听着他和善的话，不解地问：“芦苇伯伯，我现在能看见这么多奇妙的景色，还有什么可看的？”
   芦苇伯伯轻轻地笑着说：“这个景色就是你自己。你已经长成了这个池塘中最美丽、最迷人的一朵花儿。”
   莉莉转头打量自己。她已经盛开为一朵光彩照人的娇艳莲花。她向远方望去，又看见了池塘里所有盛开着的莲花。
   她的美梦成真了！她终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
   芦苇伯伯说：“这份美丽首先在你的内心生长，然后才溢到你的外表，你甚至在地平线的那一端都能看见。”
   莉莉这次终于听懂了。她低下头，第一次看见了水的真实面目。池塘是一个可以让她的心灵和智慧得到升华的地方，而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她内心世界的反映。现在她终于拥有了眼睛，不，是心灵，去看那无边无际的美丽天空，那正在黎明的第一抹曙光中苏醒的新一天的新天空。
   莉莉真想与池塘里的每一个人分享她的快乐。她想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寻找那从自己内心开始的美丽的新世界。
   一个新的开始……
   附原文：
   LILY THE LOTUS
    
   Once upon a time, in a far away pond lived a little seed named Lily. She was shy and timid, but enjoyed playing with all of her friends. Lily, however, had become unhappy, as she had heard others speak of a wondrous land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pond in which she lived. It was said that in this world a magnificent light shone upon all creatures and skies of turquoise blue stretched to every horizon. 
   Lily longed to see the beauty of this light, but just could not rise above the depths and murky waters of the pond. Her friends sometimes teased her. “There’s Lily again, dreaming as usual.” They forever told her to give up her dreams of the other world. “This is your home Lily,” they said. “Why must you seek elsewhere?” They simply could not understand her! Even the fish swimming around her commented, “Why can’t you be content with who you are? We are happy here!” Freddy the Fish, the naughtiest of all, roared with laughter and told many of the other fish to tease Lily and to call her names. Although he was unkind to Lily, she was patient with him as he had lost his father only months ago to the line of a fisherman. She also understood that not everyone in life shares the same dream. Lily’s heart still longed for something more.
   One day while Lily was daydreaming, old Mr. Reed suddenly appeared. “Hello Lily,” he said. Tears suddenly came to her eyes. “Why, you are crying my dear. May I ask what is the matter?” Lily lifted her face to Mr. Reed, known as the oldest and the wisest of all in the pond. Her tears continued as Lily shared her sadness with Mr. Reed. “Lily my dear,” said Mr. Reed. “Life has given you a heart well beyond your years. It is calling you to greater things, and though your eyes may not see it, your heart seeks further than the depths of your watery home. I must be on my way now, but I will see you again on my return.” 
   Soon after, Freddy the Fish rushed by and Lily could see that he was quite angry. He deliberately began stirring up the sand at the bottom of the pond, making the water even murkier than usual. As he was busily digging into the mud, he suddenly caught his tail between the rocks. He wriggled and splashed, yet no matter how he tried, he just couldn’t free himself. Freddy cried out. “Help, help!” Lily heard his call. “Help me,” he repeated. It seemed as if there was no one around. As Lily turned, she could see her friend Thomas the Tortoise in the distance. “Thomas,” she cried. He swam over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Thomas, I am glad to see you,” she said. “Freddy is caught between the rocks and I didn’t know if anyone would hear me.” Thomas, a faithful friend, but a tortoise of few words, immediately went over to Freddy to see if he could help. He got behind Freddy and pushed with all his might. Using his hard shell, he lifted some of the rock until Freddy was able to break free. “Thank you so much Thomas,” said Freddy. “If it wasn’t for you and Lily, I might have been there all night.” “Don’t mention it,” said Thomas. “I am only happy to have been able to lend a hand. However, I think you might owe someone else an apology. You really haven’t been very kind to Lily.” 
   Thomas was right. Freddy swam over to Lily and apologised for his behaviour. “I am so sorry Lily! Even though I have laughed at you and called you names, you have never talked back to me and today you have helped to save my life. How can I ever repay you?” Lily looked into Freddy’s eyes and knew that he was telling the truth. “Freddy, I always believed that you had a good heart, and now you have proven this to me. Can we be friends?” “If you can ever forgive me Lily, I would be happy to be your friend,” Freddy said with a smile.
As the mud settled to the bottom of the pond it also began to wash away from Freddy’s scales. Lily suddenly noticed something about him. “Freddy, I never realised before that under your muddy appearance you are actually a splendid goldfish. You have revealed your true colours at last.” Lily could hardly believe her eyes. Freddy, embarrassed now, thanked Lily and quickly said goodbye. He swam away, knowing that Lily had brought a little kindness to his heart! Sometime later, Mr. Reed returned. Lily shared with him what had happened. Mr. Reed was very pleased. “Lily, because you have offered your heart to help another to better themselves and to see the truth, you too will be granted the same opportunity.”
   “Lily, may I share a secret with you?” whispered Mr. Reed. “Oh yes, please do!” she cried. “Though I might be the oldest here, I am far from the wisest. A reed can indeed see the world above the water of the pond, and what a beautiful world it is! There are so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o see. I might be tall, but having lived through many seasons, I can truly say the wisest of all is the lotus flower.” Lily was surprised and looked up to Mr. Reed’s kind and gentle face. “I don’t understand Mr. Reed!” she said. “You are young Lily, but I believe it is time for you to raise yourself high, stretch yourself wide so you may blossom into whom you are destined to become.”
   She slowly lifted herself until finally her eyes emerged from the murky waters into the brilliance of the new world above. Lily’s heart cried with joy! “At last I can see the colour of the sky, all the beauty I have seen only in my dreams. Here, Mr. Reed, is the light for which I have longed for!” He could sense her joy within his own heart, too! He leaned down to Lily, and spoke. “Never again will your eyes be clouded by the waters of this pond. By the purity of your nature you have been granted the gift of a new life!” Mr. Reed moved a little closer and whispered, “Lily, now you have seen the land above, this world of light, but you have overlook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all.” Lily listened to his kind words. “Mr. Reed, please tell me. I can see so many things now that I can hardly contain myself,” she said. With a soft smile he replied “It is not what you have seen of this new world, but indeed the beauty of whom you have grown into, the sweetest, most beautiful flower in the pond.” 
   Lily turned to look at herself. She had unfolded into the splendour of a lotus flower, and as she looked further she could see all the other lotus flowers that had also raised themselves from the depths of the pond. Her dream to see beyond the waters had finally come true. “The beauty which has ripened within you is also that which you now see outside of yourself and will see even beyond the horizon,” said Mr. Reed. Lily at last understood. She looked down and for the first time saw the true nature of the waters below. The pond was a place where she could learn to raise her own heart and mind into a land of greater things! All, in fact, was but a reflection of what was inside her. Now she had truly found the eyes, or rather, the heart to see a boundless and most beautiful sky, awakening now as if to a new day unfolding at first light. 
   Lily now wanted to share her happiness with everyone living in the pond so they too could be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seek the beautiful world waiting to shine within their own hearts!
   The Beginning… 
    
(童话：美梦成真 全文完博讯www一封家书——致女儿
   
   
   
   按：余因修炼法轮功流亡异国两年有余。夫君来信，谓小女近日成绩下降，孤独，余心甚痛。
   闻小女班级欲开班会，给所有11月出生的同学过生日，宣读家长信，乃修书一封。小女告曰，该信宣读后，“全班人（包括老师）第N次哭得一塌糊涂。”

   
   Moon：你好！
   很高兴地得知学校要给你们过生日。这是你进中学后的第一个生日。首先请代表我和爸爸向老师、同学致意！祝所有在11月过生日的同学生日快乐！祝你们的班会取得巨大成功！
   说完这几句“套话”，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们之间隔着半个地球的空间，和两年多不曾在一起的时间距离。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了，临离家前，有一天我陪你写作业时就流泪了。我告诉你，不管妈妈走到哪里，都永远爱你……我知道你那时不会懂这句话，你不会知道我们会分离这许久，然而还是忍不住将它说了出来……
   十一年前，在你还未出生时，我就与爸爸一起憧憬将来把你培养成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说，你要有一个好的品德，好的性情，好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理状态。这些，就是我们对你的期望。虽然我和你父亲在人中都算优秀，但我们对你是否能成为一个“伟人”并无特别的期待。我们最希望让你做你自己、让你有自己的选择、能够快快乐乐地生活，并满足于自己的选择。我们会尊重你、帮助你、永远做你最忠实的朋友。
   还记得妈妈写的那篇《神童的女儿 平常的心》吗？妈妈做过“神童梦”，也确实把你培养成了一个三岁多就能自己看书、四岁多就进了小学的“神童”。但是，妈妈当时做这些，其实只为开发你的智力，与你一起做更多更有趣的“认字”游戏。妈妈既不希望这一切成为你的包袱和负担，也不希望你因为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而感到有任何压力。所以妈妈下一期会写“平常的心”。妈妈只希望你能与其他同学一样快快乐乐地成长。
   我很高兴你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最希望的是你能在新的班级里找到朋友和快乐。记得你四岁多那年，妈妈带你参加同事聚会，一个同事逗你说：“你们家是妈妈听爸爸的，还是爸爸听妈妈的？”我当时有些紧张，怕你说出什么令我难堪的话来。然而你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在我们家，谁说得对听谁的，如果我说得对，说不定还听我的呢！”
   妈妈听了这话好开心。因此在此最想表达就是，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最忠实的朋友，能成为一生的朋友，是母女、父女关系的更高境界。这是妈妈的理解。
   另外，根据妈妈的经验，学习其实并不难，因为学生课本的安排和考试题都是根据绝大部分人能够理解、能够达到的水平设计的。最要紧的是上课专心听讲，别开小差。只要上课听明白了，下课后根本不费劲就会写作业。原理和基本的东西一共就那么多，把它们搞明白了，作业题再变换花样，你也能一眼看透。
   以前妈妈总被老师和同学要求介绍学习经验，其实我的经验只有上课专心听讲这一条，真的。
   还有一条特别要紧的是不能“欠债”，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及时问。学生就是因为不懂才到学校学习的嘛，所以成绩暂时不够理想、或者有什么没搞明白都不可耻。其实老师都最喜欢好问的学生。只要不“欠债”，按照课程进度把该弄明白的都弄明白了，再往下就容易了。
   爸爸说你的作文写得不错，能寄几篇给妈妈看看吗？
   最后妈妈想说的是，天理是很公平的，有付出，才会有收获，有给予，才会有得到。《三字经》开篇便说“人之初，性本善”，妈妈相信，随着你一天天长大，你会发现，能够给别人带给快乐、能够做一个好人、好学生、好女儿、好同学、好朋友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再次祝你生日快乐！祝今日班会所有的小“寿星”生日快乐！愿初一5班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快乐大家庭！
   
   妈妈
   2003-11-26
致MOON ——贺女儿十一岁生日
   
   
   
   
   

   
   你叫过TANNY，LILY，MARY，MOLY
   最新的名字叫做MOON
   你说，因为那是我曾用过的小名
   
   新月、满月、残月、新月……
   从此后抬头望月
   桂花宫里便多了你的身影
   
   你快乐吗？
   你健康吗？
   你小儿女的心里已长出心事？
   
   你的生命通过我得以在世间实现
   你的生命还有更加久远的来源
   
   静夜望月
   妈妈最大的心愿
   是携你同归
   我们的永久家园


李登輝顛覆印象記
   
   　　到臺灣參加《靜水流深》新書發表會的最後一天，我得知出版社安排了我與李登輝前總統會面。 

* 兩次"顛覆"
   　 　我必須承認我的孤陋寡聞。作為一名法輪功學員，2001年為免受迫害從大陸逃至澳洲後，我一直埋頭寫作，從沒看過臺灣的報紙和電視，所以這時一聽"李登 輝"三個字，腦海中浮現出的還是以前從大陸媒體中沒來由地得到的印象：這是一個矮小、剽悍的"國民黨反動派"。乘坐計程車來到李先生官邸，映入眼簾的卻是 一個高大的白髮老人的形象，我知道這應該就是李登輝，走上前去與他握手，心裏趕快以最快的速度調整大腦中"矮小、剽悍"的李登輝形象。 
   　　李先生手持一本《靜水流深》在我對面坐下，開口一席話，再次將我心目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形象徹底"顛覆"。李先生說，你在書中寫到共產黨對法輪功的迫害，你知不知道，臺灣也有"2.28"事件、臺灣實行了30多年的戒嚴、有幾十萬人死於國民黨統治時期？ 我感到強烈的不適應：是我搞錯了嗎？李登輝難道不是國民黨的主席和台灣民選的總統嗎？竟然會這樣"大罵"國民黨？ 

   　　想 起《古拉格群島》作者索忍尼辛說過的話：「共產國家中，每一個人都是帶菌者」，我不得不承認：我雖然已離開中國大陸兩年有餘，為寫《靜水流深》對共產黨的 本性做過深刻的反思，可是思維方式還是深受共產黨影響，多少年來只聽過歌功頌德，因此才會對國民黨的領袖"大罵"國民黨感到萬分驚異。不過，李先生好象並 不知道短短幾分鐘內我心中所經歷的兩次重大"顛覆"，只自然地順著自己的思路往下談。最讓我感動的是他數次提到的理想："讓老百姓好好睡覺。"

* 信仰追尋、TRUST和TOLERANCE
   　　李先生年輕時曾習禪，為磨練自己刻意洗刷廁所，懷著"不知死，焉知生"的理念追尋人生真義，終於在長達五年的時間內解決了"信"的問題而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 對於現代宗教的變化，李先生亦有自己的看法，認為宗教應該恢復其"原風景"，堅持最初的純正主張。
   　　 李先生說話很喜歡插入日式英語，他說人與人之間、各種信仰之間最要緊的是TRUST和TOLERANCE，也就是互相信任和容忍。他雖是基督教徒，卻也曾研究密宗教義，與達賴喇嘛更是好友，不同信仰之間應該相互包忍，和諧相處。

* 經濟學理論不能解決經濟問題
   　 　李先生說，其實他本人年輕時的理想是學歷史，做一名歷史學家，沒曾想到學了農業經濟。 在經歷了以農業經濟學者身份從教、以異見分子被捕，及身為總統從政多年後，李先生談到，他十分認同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這篇文章中的觀 點，其實經濟學理論並不能解決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最要緊的是人的道德水平，是人心。道德不好、人心變壞的社會，經濟最終不能搞好。

* 臺灣人的"安逸"與第三次衝擊
   　　當筆者提到臺灣已實現了政黨輪替和民主選舉時，李先生歎道：制度上實現了，思想上還未實現啊！百姓經歷白色恐怖時期所留下的印記尚在，在思想上對民主的認同還差得遠哪！ 這是筆者在會見李先生時受到的第三次衝擊。 為發表新書第一次到臺灣，這裏的街景、人景與大陸南方毫無二致，短短幾天之內，筆者無緣與普通臺灣民眾做更多接觸，從法輪功功友處聽到的最讓我感觸的話是："我們臺灣人生活太安逸了。
   　　" 無心說出這話的功友不止一個。正因為他們說這話時的無心，才給了我更大的內心震撼。在大陸，無論是有錢的、沒錢的，幾乎所有階層的中國人都在抱怨社會，在 罵娘，我似乎從未聽過任何人感慨"我們的生活太安逸了"。 這種對比與大街上、捷運站、公共場合人民的文明素質，都讓我這個"見識不多"的中國人對臺灣有著非常大的滿意程度，而李登輝先生顯然還有更高的標準。無論 怎樣，有著"讓人民好好睡覺"的政治家遭遇台灣的純良百姓，而能讓人民由衷地感慨"我們生活太安逸了"，也是政治家的一種幸運和成就吧！

* 我們能為法輪功做些什麼？
   　　李先生說，他每天出門經過故宮博物院附近時，都能看到那裏一個法輪功大廣告牌，上面有一個小孩和一對西人法輪功學員打坐的畫面，看起來很美！"真善忍"的信仰於任何社會都是有益的。
   　　 在瞭解到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所受人權和信仰迫害及筆者的遭遇後，李先生反復問："我們能?法輪功學員做些什麼？" 從李先生的眼神中，我感受到了真誠和關切，尤其是當他詢問到我的家庭生活和經濟來源細節的時候。我在心中對他說：總統先生，其實有這一念就夠了，相信您定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和途徑。

* 原來我也還有"牛糞心理"
   　　當出版社告知我將與李登輝見面時，我在心中期期艾艾的；會完面後在決定要不要寫此文章時，我又一次猶猶豫豫。所顧忌者，無非是"政治"。
   　　 在江澤民發起的對法輪功的鎮壓中，"搞政治"成了法輪功很重要的一項"罪名"，在被刻意煽動出來的民族主義情緒中，臺灣問題又無比敏感。有一次我在網上與 一大陸網友聊天，雙方談得很融洽，對方得知我寫了一本書時，表示很想看一看。我給了他智慧網站的網址，誰知他上去看了一眼後立刻就變臉了：是該死的臺灣出 版社！我也似乎立刻變成了"賣國賊"。 
   　　我感到非常悲哀。如果大陸有出版社敢出我的書，我又何苦聯繫臺灣出版社？如果我真的熱衷政治，大概也不會在見到李登輝前連他長什麼樣都不知道。 想起自己在《靜水流深》中描寫到的三進拘留所時與警察的對談裏講到的"牛糞心理"（書中用的是"臭狗屎"），我又不由釋然：我心中沒有政治，又何懼政治？我願向任何人去講清法輪功的真相，不管他是總統、平民，還是其他什麼人。

* 臺灣浮想
   　　《靜水流深》發表後，出版社曾接到一通黃姓立法委員去電，說是有個台商在大陸遇害,想請我寫這位台灣投資人的故事，揭露台商在大陸被害內幕。出版社替我回絕了，因為我不是職業作家，我的書是以命寫成的自己的故事。
   　　 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產生了許多浮想。台商在大陸賠錢甚至賠命的事，我不是第一次聽說了。在接受《今周刊》採訪時，記者得知我做過投資顧問後，特意問我對臺灣 人去大陸投資的看法。其實我脫離投資顧問業已有好幾年了，但通過修煉，我卻得知了這樣的天理：不僅是經濟，人類社會所有的問題在錯綜複雜的表像下面，都有 一個簡單而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人心與人的道德水平。我不想"唱衰"中國，但在"除了親媽皆有假"的地方、在瘋狂迫害"真善忍"而積攢下無數罪業的土地上投 資，我也不會說，對自己的長遠將來有益。
   (2004年1月18日)

在天地动容的那天，我为你深深祝福----答杨银波公开信


   银波：你好！
   前 天给你发了封主题为“不怕”的邮件，昨日便意外地在＜大纪元＞上看到你写给我的公开信。其实我原来的主题本来是“不怕你”，我想跟你幽一默。你说要采访我，但因列出的提纲“直入问题根本”，把自己吓了一跳，因此在犹豫要不要采访。我以为是你要问的问题太“刁钻”，才回说“不怕”，意即不怕你问。是我的误会促使你下的决心吗？
   看了你的信，我“幽默”不起来了。离开那片土地已有三年，你又素有“敢言少年”之名，我竟未体谅到使你犹豫是什么！人多么容易忘记！
   我 在书中写到婆婆在镇压法轮功后为阻止我出门与功友联系而不惜躺在门前挡路的场景，书的英文版译者是个西人，她看到这里时一边象看“西洋景”似地感慨九十年 代的中国家庭居然还象封建时代一样在婆媳关系上拉拉扯扯，一边对这种描写略有微词，认为我是不是因婆婆的反对而刻意将她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
   她不知道，从个人感情上，我爱婆婆，绝不逊于爱自己的母亲；然而跳出个人关系，我只想表达类似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切愤懑，以及对整个“国家”恐怖机器的深切控诉。
   当婆母将我之修炼法轮功归因于我父母而迁怒于他们，说要去找他们拼命时，我也曾在心里痛苦地喊：您若真的不想活了，为什么不去找抓我的公安局拼命！
   也许这个想法过于“刻薄”，但却无意中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就象你说的真独立、假独立，真自由、假自由之分一样，“勇敢”也有真有伪。是为自己设一个“勇敢”的范围和局限，还是只认真理和道义？
   然而，要“勇敢”，谈何容易？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国人，早已学会与恐惧“和平共处”。我们已经适应了，习惯了。能够察觉它、以它为耻，已是真正勇敢的开始。
   其 实何止国人？就象我在＜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中写的那样，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全人类的道德挑战。要求员工签署不修炼法轮功保证的美国大型化妆品公司，参与 耗资数亿美元网络监控“金盾工程”的国际技术集团，“自我审查”的Yahoo和AOL，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期间命令警察见到穿黄衣者即抓的“骄傲的法兰西” 的元首……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利欲，有多少人能在这其中选择道义？能够感受到“良心的折磨”的，已经是勇者了。
   我也能够了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法轮功问题保持沉默，并非完全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法轮功这种信仰的不了解或不认同。伏尔泰的“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我拼死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思想，还未能得到更广泛的体认。
   作 为公民，对于你说的“当前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改变这种违背人类社会规律的制度与法律”我并无意见；作为修炼者，我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有其背后 更深层的原因。修炼人抵制和反抗的，只是迫害，争取的只是信仰和思想的权利。对于政治，我们无意涉及。但一种制度或一些人迫害了真正的修行人，最终必将招 致天谴。天谴的方式，我还不能预知。权力的终结和制度的改变，可能会是其中之一。
   对于“忍”和“勇”，我是这样看的。这二者并不矛盾，甚至 可能是一回事。修炼人所说的“忍”跟一般理解的“忍”还不完全一样。李洪志先生在＜何为忍＞这般文章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 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在＜忍无可忍＞这篇文章中，李洪志先生还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 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钢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使那些已 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忍是可以为真理而舍尽一切，但是忍不是宽容已经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法无天的败坏众生 与大法在不同层次的存在，更不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
   人在世间有执著，得不到的时候，或为一件事情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会痛苦，但碍于各种原 因不敢发作，那是一般人的忍；修炼人是要放弃执著的，在许多东西面前根本就不动心，别人看来你是能忍，其实你的心根本没动，这才是修炼的忍。真能做到这种 忍的时候，就只有美好，而无痛苦了。“忍中有舍”（李洪志），能够舍尽，才能无畏。没有这样的忍的境界，法轮功学员不可能走过这场魔难，也不可能有放下生 死维护真理的勇气。
   作为修炼人，我们修的是正法，还必须对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修炼人的“忍无可忍”不是“奋起反击”、“骂贼而死”，而是在明白自己的责任后清醒理智平静地行使自己的使命。在人的空间，我们会一如既往保持理性与和平；在修炼人的境界中，我们会履行那个境界中该履行的事情。
   我对＜易经＞的认识始于1989年的民运。5月份学生绝食刚开始，北大三角地便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周易参政＞，对这场运动进行预测。我出于好奇抄下全文，想看它日后会不会应验。
   ――重大的预测全部应验了！如绝食结束的日期、赵紫阳的下台、6月3日、4日的流血悲剧，以及这场运动的最终平息日期。
   诚如你所言，民间的确有高人。我便是从那以后钻进＜易经＞好几年的，直至走进能够预测却不能改变的死胡同。
   记得＜绿野仙踪＞里有个故事，有个人预测出自己在前面的路上会有大灾，便特意改道赶路；岂知他不改道倒好，一改道正遇到那条路上有打劫的，他终于还是丢了命。
   我的意思是想说，宇宙和宇宙中的理都是有层次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有更深的内涵，每个人都不可能看到和超越他自己境界以外的东西。
   历史上许多大事发生的时候，当时的人们都未能认识，从而错失了机会。历史上许多重大预言都指向今天。＜圣经＞中也有这样的故事，修女们点着灯守候着神的到来，神真来的时候，她们却睡着了。
   特别想与你分享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每个生命在这个时期都有选择自己未来、摆脱原来的命运和安排的机会。而你，可能因为你的心之导引，已经做出了正确的择择。
   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进行四年多了，今天仍有十几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有无法统计的人被迫流离失所，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在狱中为抗议迫害绝食，已知已有近百人死于绝食中的强迫灌食。
   你之绝食是我知道的第一起大陆非法轮功人士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绝食。我想，2月9日将是天地为之动容的一天。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代表所有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向你致谢致敬，并提前为你的生日深深地祝福。
   曾铮
   2004-2-4于澳洲 

附：杨银波致《静水流深》作者的一封信 
   曾铮：
    今天银波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你表达我作为一名大陆民间人士的失败。我对自己每日每夜的拷问到此时此刻所积累的严重程度，已经逼迫我必须公开表达这种自 责、愧疚、愤怒与无能为力。尤其是当几乎所有恐惧都被自己战胜，然而却在法轮功维权案例上仅仅止于较低层面的呼吁与呐喊时，这种强烈的失败感超过以往任何 一次人生挫折，它源于面对「禁区之禁区」的「恐惧之恐惧」。迫于专政、迫于政治暴力，我被迫丧失了作为「人」的「发现的权力」、「发现的自由」与「发现的 能力」。我不能容忍这种恐惧，不能容忍自己有此权力、自由与能力然而最终竟然「被迫丧失」的懦弱、胆怯与严重失职。我深刻地反思，作为一名对思想和信仰有 著无限尊敬的民间知识份子，截至目前所「发现」的一切，无非都是对先人的重复，了无新见。如欲成其为一个透过层层迷雾便能知其本质与规律的思想家，我杨银 波真是力量远远不及，为此我深深耻辱，为此我无地自容。 
   2003年 9月1日，我于《议报》发表强烈抗议当局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第一篇文章《面对谎言与虐杀──推介<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当时我并不知道你就 是《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的亲笔作者「曹静」（更未注意到「曾」与「曹」同形，「铮」与「静」同形）。事隔4月，我终于收到你写来的第一封信。自2004 年1月4日起，至1月19日、1月24日、2月2日，你寄来的信我总是反覆地看、反覆地寻思；而《静水流深》这本优秀的书，我或许是阅读遍数和笔录思考得 最多的大陆人之一。为此我将所有笔录整理归纳，不仅于1月28日列好了书评《论<静水流深>》一文的总纲，并且已于1月30日列好了对你进行 深度采访的问题提纲。我赞同《静水流深》这本书里面所谈及的哲学思考，这些思考占据著道德制高点，比如「大无畏」、「大自在」，比如针对这场迫害的多方面 角色的思辩等等。书中所涉迫害人等、迫害方式及其制度安排，对我的良心造成极大震撼，此种震撼基于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和扩张的作为同胞的深度同情、作为公 民的严重抗议和作为人的本性反抗。我的家人、朋友、同行理解我的这一心情，然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劝阻我不要写作和发表《论<静水流深>》以 及采访你的这一系列行动。这真是一种良心的折磨！
   这些年，来自民间对 当局的反对力量，只要出于非暴力及理性的立场，我都是不予惧怕的，并视之如手足兄弟，待之如患难之交。然而《面对谎言与虐杀》及其他言论发表之后，我仍然 跳不出这个由大面积恐惧所形成的底线──可以撰文呼吁，但不可将法轮功具体的案例细致地公开化。从事社会调查将近4年的我，遭遇的是最后一个恐惧，也是最 大一个恐惧──法轮功。我无法理解自己这种深刻的矛盾：以个性而论，放言大胆乃是我的本色；以交友而论，天下朋友已逾三千；以波击面而论，更是难以数计； ──然而，为甚么有此本性与优势，却自己给自己戴上一副闪闪逼人的手铐？如果仅仅以「迫于专政、迫于政治暴力」就自我解脱，那么更多更令人理解的理由与藉 口不是同样也可以呼之于口、见之于世吗？当大陆的郑贻春、杜导斌、东海一枭、刘晓波、赵达功、余杰等人接连向当局喊出了「抗议」的同时，为甚么对待法轮功 维权案例，我们不能更进一层地公开交流和探讨？难道地下、私下的大陆空间就将一直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吗？恐惧啊恐惧，恐惧阻挡了我们；我们啊我们，我 们阻挡了自己。
   古语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两 千两百年以来，「天不变」便属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的始因。制度无以进步，王朝更迭；道德无以提升，真性虚无；──何以有变？郑贻春在电话中对我 说：「真、善、忍，还略为保守；要真、善、勇。那么哭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忍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勇』。」以我「斗士型」的性格，考量当今大陆的 迫害程度，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考虑到人类社会长久的和谐发展，「忍」比「勇」更能使社会趋于良性化发展。而「真」，毫无疑问这是第一位的。比如将来公民 社会的建立，这就需要首先建立「公民」，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是「五四时期」就提出来的，那么独立了、自由了，这个独立就有真独立、假独立和真自由、假自 由之分。独立与自由没有「真」，仍然等于假独立、假自由，这比无独立、无自由更糟，因为自以为独立自由的人其实并不知道真相，产生了许多偏执狂和空想狂， 亦自欺，亦欺人。如果现在这个政权倒台，我担心大陆并不一定能走向良性发展，为甚么呢？暴民社会产生的可能性是巨大的。看现时大陆人的普遍心态，崇尚暴 力、权力、金钱，假民族主义盛行，以牙还牙，唯利是图，麻木、虚伪、空虚、浮燥，违背真性（真）与良知（善），反倒显出许多劣根。

再 论「忍」与「勇」。仁、义、礼、智、信、勇，尤其是孟子，前五者继之，后者「勇」扬之。结果这个「勇」被误解，今人养习了许多毛泽东的「勇」──霸气，成 了小毛泽东。如果公民社会要建立，小毛泽东们是不能当政的。为甚么呢？不把自己首先当作「公民」，你如何去引领公民并建立公民社会？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 危险的敌人只有一个──政府，执政者汇集，始成为政府，而由小毛泽东们组成的政府只可能面对最危险的敌人──人民。大海，所以能成其为「大」者，盖因其能 居于所有江河之下。这个「大」不是指霸气的「勇」，反倒是「下」；这个「下」，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忍」。克制、宽容、忍让、忍耐，然后才能浩大，成其为 浩然正气。当然，这是指道德层面，不是指权术与法制。再进一层地说，即便权术有佳、法制已成，最根本的道德、精神、人格却很坏，那么权术只是利器（如当今 的所谓「反腐败」便是如此），而法制也是空谈（如当今无法独立的司法便是如此）。因此，一种信仰能够使人返朴归真，从「人」本身的道德要求入手，那么这种 信仰有甚么可怕的呢？人类社会得以稳定发展，最根本的底座无非有二：第一，生态；第二，道德。至于制度、法律，若无度打击或疯狂歪曲这种生态和道德，那么 人类社会要维持稳定与发展便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前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改变这种违背人类社会规律的制度与法律──亦即变「天」，继而有「道」可变。曾 铮，我讲的这些，无非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看法。
   我至今仍无任何 宗教信仰，但我知道正统宗教在数千年内将人类社会维持在一定道德水准上的功绩。我曾对比中西文化，可知其根本区别在于两者对未知世界的「发现能力」及其 「发现自由」的差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大陆人已鲜为思考；但自即日起，必须重新思考。我反对绝对的唯物主义，是因为一些事情我 无法解释。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其最高水准者依然是古老的《易经》；即便是这样一本小小的经书，我也仍然无法完全参透。近几年的调查走访，使我 见识了来自大陆民间的第一流人物，他们被体制所埋葬，然而却有著惊人的预见和深刻的反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直至今日，我知道一些人物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我选择积极入世，然而来自民间的一股思潮却告诉我：这些人哪一天将怎样，哪一天又将怎样。结果不出其所料。这些民间人士回避世事，耕著自己的良田，读著自 己的老书，早起晚归，过著自然、平静、闲适的生活。他们不责备我的努力与争取，并认为我的出现仍然是一种安排。「还有许多事你必须去做；即便哪天你决定停 止这一切，但你还是丢不开这一切的。」他们告诉我，「一直到你将近60岁的时候，你才有空去四川九寨沟那些地方饮酒啊。」也就是说：未来三十多年，我将继 续活跃于世。
   我一直乐于进入社会最底层，这些真实的现状使我比其他更 多人感受到更为深切的矛盾；不止法轮功，却以包括法轮功在内的社会思潮来反观更多的社会矛盾。我的贫穷与际遇，使我悲悯且豁达；我的贫穷与际遇，使我反抗 且更多地关注他人，并在少年时期感悟出「生命本来无意义；一个人为了别人，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道理。世界上没有圆满，我们应该永远向更高者学 习，向更低者传授，向优异者敬礼，向丑恶者反抗。那么面对谎言与虐杀，我们便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我一生所遵循的行动准则，不容许我在 这样重大的时刻无耻地沉默，特别是在同胞的根本权利遭到目无法纪的疯狂的暴力侵犯的时候。因为此种侵犯违反一切正义原则并践踏文明国家普遍遵循的法律和协 议，若我对此竟然逃避现实或者心灰意冷，则此种羞辱决非我能以言词表达。我想此信至此，已经说出了我的心声：无论是你们的灾难，还是其他人的灾难，若此种 灾难乃是不适于常理的残酷迫害，我必然突破限度地仗义相助；若我的限度迟迟无法突破，我将为自己清清楚楚地记上一笔账，这笔账迟早都应全数清还。直到我年 近黄土之时，我将再次重新细数这一生未还清的笔笔旧账，把它们一笔一笔地列在我的遗书之上，将此留予大陆同胞与子孙后代，将此留予我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
   友：杨银波
   2004年2月3日凌晨 于中国大陆 亲笔
   附： 在《大纪元》，你和章天亮的文章堪称一绝，令人钦佩。请代我向章兄深表感谢，他的文章深邃、广博且有力，对我影响很大。今天是中国农历大年十三，再过六天 便是我21岁的生日（农历正月十九，2004年2月9日），我将在生日这一天为所有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绝食一日
(在天地动容的那天，我为你深深祝福----答杨银波公开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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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历及思考


   （根据曾铮在《中国事务》网站法轮功问题专场辩论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
   一、亲历迫害
   我叫曾铮，我写了一本书叫「静水流深」，我整个修炼法轮功和我受迫害的过程都写在书里，现在在《看中国》的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去看。
   迫害我亲自经历的，我2000年4月第三次被逮捕时关在崇文区看守所东六所这个房间，一个多月以后被判了一年劳教，原因是有人把我给公公婆婆写的一封关于我爲什麽要炼法轮功的信贴到互联网上，我的“罪名”是“利用国际互联网爲法轮功鸣冤叫屈”。 
   我2000年6月1日被送到专爲迫害法轮功而新成立的「北京市劳教人员管理调遣处」，这个地方在北京市大兴县内。一进门听到的第一个响声就是“蹲下！低头！”然后就是电棍的声音，谁不小心抬头了，电棍马上就上来。
   第一天，我们是第一批到达那个地方的，早上起来饭都没吃就把我们送去了，七、八点多就到了，在大太阳底下“低头抱首”蹲了一整天。
   什 麽叫“低头抱首”呢？低著头看著自己的脚尖，两个手扣在脑后，看著自己的脚尖，一动也不许动，一直蹲到晚上天黑透了，算一下应该是15、6个小时以上，谁 要是动了，谁要支援不住倒下去就电你。我用尽人间的语言，都没有办法描述那种滋味，哪位先生、小姐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试试，你用那样的方式蹲在那，蹲二十 分钟试试看，二十分钟你就一定受不了了。
   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开始，到晚上10点睡觉，整整16个小时，“低头抱手”，就说站在那低著头看自 己的脚尖，两个手扣在自己腹部，背劳教所的规则，一秒钟也不许歇，从早上背到天黑。连洗漱上厠所带刷牙一共只给两分钟时间，慢一点马上电棍就上来，或是挨 打、挨駡。我觉得神经整个就要崩溃掉了，你没有半分人的尊严，连一秒钟的自由都没有，必须16个小时不停的大声背诵，还得头低著看著自己的脚尖，而必须用 特别大的声音去背诵。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整个人就要崩溃了，受不了了。我又想这样一天天下去，60天的劳教申诉期一过我再怎麽申诉。所以我就跟员警提出，我要申诉，我不服劳教判决。
   当时调遣处女子中队四中队的队长王超和副中队长沙雪梅两个人把我拖著在地上，拖出十几米远，然后两个电棍象雨点一直往我身上电，然后架在身上不拿开，最后电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脑子一片混乱，最后就晕过去，晕了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我醒来以后，他们把我拎起来，蹲在那个地方，叫一个因卖淫进去的人看著我。低头抱首，还是蹲在那，动一动脚就上来，就踹。
   我蹲在那个地方，因爲太阳在走啊，过一会可能就到阴影里面了，只要我一到阴影里马上就要我蹲在太阳里去，那天下午始终都蹲在太阳底下。这就是我要求申诉的结果。
   第 二天我发现我全身没有一处好地方，青一块紫一块。在地上拖著，裤子磨烂了，连内裤都磨烂了一个大洞，肉皮也磨烂了，我穿著这条裤子在调遣处呆了37天，没 有洗过一次澡，那年夏天非常热，没有换过一次衣服，没有洗过一次衣服，每天的洗漱时间就是两分钟，紧张到很多人神经都要到崩溃的边缘。
   二、亲历两起迫害致死案例
   我自己知道两起迫害致死案例，那其他900多例我不知道我不说，一个是北京的梅玉兰，她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的，我在劳教所时见过她丈夫张德修。
   另 外一起在北京市崇文区看守所，我第三次被关在那的时候，那一年5月11号那天拘留所一下子抓了20多个法轮功学员进来，包括我知道的这一个被迫害致死的。 当时这20多个学员来了以后，他们都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就给他们编号1、2、3、4，这个被迫害致死的学员她叫D3，她和其他三个人一起被分到我呆的那 个牢房，待了大概几个小时，后来被调走了，我曾跟她讲过话。她在拘留所里面绝食抗议被捕，绝食到第十二天、十三天的时候，把她拉到去灌食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只知道她四十五岁，黑龙江来的。她死了，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她叫什麽。
   三、爲什麽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天安门自焚”是个很大的事件，它不仅给镇压者提供了镇压口实，也让许多老百姓信以爲真，从而开始极度的仇视法轮功。
   在 大纪元网站办的「红朝谎言录」征文大奖赛中，我的「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天安门自焚」得了二等奖。我讲一下写这个文章的过程，写之前我觉得我应该在引子 里把自焚的情形先描述一下，然后再来写这个事情，再来分析这个事情。当我下笔写的时候，因爲我没有在现场的经历，爲了把自焚的情形敍述得生动一点，我上网 去查了各方面的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我看了很多很多中国官方的报导，结果却发现了官方的报导中若干处重大的相互矛盾的地方。
   最可疑的地方就 是：据「新华社」2001年1月30 号的报导「天安门自焚事件始末」这篇文章，整个这件事情从火点起来到结束一分多锺之内就完了，就结束了。那麽这样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我们也知道在这以后有 民衆爲了抗议拆迁到天安门去自焚，发生过不止一起，但是从来没有一起拍到过任何镜头。那麽就是说在这样突发性的事件当中，中央台有多麽幸运它提前知道这件 事要发生，它在那等著，它把所有的自焚的画面都拍到。你从电视里自焚画面中看到有远景，有非常远的镜头，有近景，有中景，而且它不只是一个摄像机，它是多 部摄像机同时多角度的拍摄，而且那个声音录的非常清楚，就说这一点它是违反常理。
   我这两年一直在写作，业余时间也做一点采访、记者这方面的 工作，我知道就是作爲一个记者你要写一个东西，你下笔的时候你非常的谨慎，要麽你是亲眼看到，要麽你采访当事人。可是「新华社」这篇非常详尽的关于自焚的 报导，非常长的一个报导，从头到尾第一你看不出这个记者是在现场，他没有说他是在现场。那麽第二你也看不出他采访过任何当事人，可是他把那个细节描写的非 常清楚，比方说“14点40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北侧一个男子……将一个绿色塑胶瓶中的液体不断的往身上浇，随后，一团烈焰从这名男子身上喷出，窜起一 道浓烟。烈焰中，这名男子声嘶力竭地叫喊……”，这麽具体的描述，连多少点多少分都有，我从作业余记者的角度出发，如果你不是在现场，或者不是当场有人讲 给你，我是不敢这样去写的，我是编不出来的。
   我只举几个例子说说官方报道的重大的互相矛盾之处吧，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录像里头，我们能 够看到那一名叫王进东的他是坐在地上，做出一种好像是法轮功盘腿的那个姿势，幷喊出口号来证明他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后来「新华社」在两年以后又发表了一篇 文章叫《王进东自述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前后》，说是他在监狱里“转化”后写的，2003年发表的，他在这个自述里面谈到自焚的情景时说，我点燃 了，然后他们给我浇灭了火，我非常失望，站起来大声喊到「法轮大法」如何如何。就说他的“自述”与「中央台」的录像和「新华社」最早关于自焚事件的报导， 是相互矛盾的。一个是坐著喊口号，一个说“站起来”喊。
   其他的互相矛盾之处还很多，包括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就说他身上的汽油是怎麽浇上去 的吧，王进东在“自述”里说他用一个雪碧瓶装上汽油，然后用绳子绑著，爲了怕掉，他用绳子把这个瓶子固定在自己的脖子上，放到腋下，爲了怕到时候来不及拿 汽油拿出来浇，他在兜里穿著刀片，自焚时他用刀片把瓶子划了，让汽油流在他身上，然后再点起来自焚。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他的准备过程和做法。可是新华社的 那篇报导怎麽写呢？说一个男子拿出一个绿色塑胶瓶，把其中的液体不断的往身上浇，然后我们也从电视台镜头里看到他那个瓶子在他腿上搁著，大家想想一共一分 多钟的时间，他如果真的是用綫把那个绳子固定好，绑在脖子上又放到腋下，然后再用刀片划破，他有没有可能再去把那个绳子再解开，再拿出来往身上浇，这是一 个。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点，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关于那个小孩子刘思影，她“自焚”后被送上救护车之前，一个大的特写镜头显示她的脸部 被烧的满脸都是泡，然后「妈妈！妈妈！」喊了很多声，大家想一想，在人命关天的时候，人都烧成那样了，如果作爲一个正常的程式，是不是马上应该搁在救护车 立刻拉走，爲什麽有个摄影师有这麽幸运，在一分多锺之内，不但能够把摄像机在那个救护车面前架好，而且还能够拍摄到她的那麽大的特写的镜头，而且当她在那 喊妈妈的时候，所有的穿著白大挂红背心的急救中心的人员那麽“耐心的”等著，不是急切的把她往救护车上送，也不是“风驰电掣”的把她往抢救中心送。这个东 西符不符合逻辑呢？
   而且，中央台离天安门广场起码有十几公里，“自焚”发生后一分多钟就结束了，他坐直升飞机也来不了啊；就算他来了，他一 分钟之内能够把那麽多摄像机都架起来吗？我觉得其他的其实我们不用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哪一个搞新闻工作的，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下能拍到这样的完整的场 面，甚至大特写镜头，那我觉得那个人简直太幸运了。
   我觉得这个大家有脑子，大家会去想，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追查国际那个报导（http: //www.upholdjustice.org/NEWS/tam_27/2003-09/1063828852.html）。官方的报道爲什麽会自相 矛盾呢？我想答案就指向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假的，是编造出来的。
   四、镇压法轮功违反中国法律：
   镇压法轮功进行了这麽 多年了，但镇压却没有一条法律依据，我可以在这里讲，跟法轮功有关的法规有两个，一个是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颁布了一个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 的通告，还有一个就是公安部颁布的一个「六禁止」公告，禁止法轮功在任何场合打横幅、禁止法轮功发传单、禁止法轮功上访等等。
   我们来讲一下这两个通告。懂法律的人都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部门的法律法规如果跟宪法有矛盾的话，它是无效的，非法的。民政部取缔通告和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违反了中国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有信仰、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的条款，因而它们是违宪的，无效的。
   再下来就是99年底人大通过了一个惩治邪教的实施细则，这里他们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他先说邪教要惩治，然后通过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将法轮功打成X教，再下来就根据惩治邪教的法律将法轮功学员判刑。
   有 任何一个法律的部门或是经过任何一个法律的程式去论证法轮功是邪教吗？没有。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通过法律的手段去把哪一个教派定爲邪 教，就算日本奥姆真理教确确实实干过东京地铁毒气案这样的事情，日本的法律也没有把它定成邪教，他也是针对这个犯罪的个人，追究的是他刑事责任。

 用 法律任意把一个东西定成邪教从法律上是不可操作的，所以说中国法律已经给法轮功定性了这种说法根本不对，劳教委员会或六一○办公室给你写一张劳教票就决 定，他根本就不是法律。他是利用了中国老百姓不是很关心法律的心态偷换概念，其实大家都明白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他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是政策是大于法律 的。又好像我把箭射出去了再去划靶心，我永远都是对的。
   所以镇压法轮功从法律上讲通通都是违法的，是政府的宣传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从法律上说，恰恰是对法轮功镇压违反了中国的各项法律。
   五、法轮功让我恢复健康
   我八四年考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在那里上了七年，研究生毕业分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后来调到一家投资顾问公司，被劳教之前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
   我小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经常这个病那个病的，后来生小孩的时候出了医疗事故，造成两次大出血，当时非常危险，差点命就丢了，后来两次输血，又感染上丙型肝炎。
   从 那以后，我就差不多一直在住院，一直到96年生完孩子四年多我还不能上班。我住得最长的是北京市第二传染病院，后来改成佑安医院。那个时候我很痛苦，生不 如死。到95年照B超的时候，医生就已经发现我的肝里面已经有腹水，而且已经有早期肝硬化这种迹象。当时丙型肝炎这种病毒从血液里面分离都没有做到，更不 要说采取什麽办法去治疗它，我也试过各种办法，练过各种气功，想把病治好。我治了四年多，采取各种办法，中西医我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当时因爲还在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所以条件也比较好，我打肝扰素打的是进口的，一支就三百多块，我隔一天打一支，打了半年。就说最先进的技术我都用到了，但是没有治好，都 没什麽效果，只能是维持。当时给我的感觉就象我被判了死刑，缓刑八年、十年执行，就是这样而已。
   我97年开始炼法轮功，炼了一个多月以后赶上单位每年给职工普查身体，体检的结果，我所有的指标全部正常，对我来说就像奇迹一样，以前想尽所有办法、吃过各种苦头都治不好的病，就那麽好了。
   不但如此，我的精力恢复到比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最年轻的时候、没有得这场肝病的时候还要好。
   六、劳教所服苦役
   我 在劳教所里面受了非常大的折磨，在劳教所里我们劳动的量是非常大的。一开始去种草，就是没有任何工具用手指头在地下刨坑种种草，因爲当时抓的法轮功学员太 多了，原来那个女子劳教所关不下，给我们换个新的地方，原来是关男性劳教人员的地方，外面都是烂坟场、垃圾堆，我们把垃圾堆刨开，拿手刨。后来就织毛衣，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晨，有时候爲了赶毛衣要上飞机（我们在里面织的毛衣都是出口的）通宵不能睡觉。我坐到后来臀部全部长的是湿疹，因爲 坐的时间太长。我到劳教所后因爲精神高度紧张，八个月没有来过例假，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
   我自己知道，以我原来炼法轮功之前那个身体，我根 本不可能从劳教所活著出来。我生完孩子那麽多年，从来没抱过她，孩子长到两三岁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一家人出去玩她走累了，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找舅舅 抱、找爷爷抱、找奶奶抱，找爸爸抱，但她从来不找妈妈抱，她知道妈妈身体差，从来抱不动她。就说照我原来那个身体，我有一万条命可能都搭在劳教所里了，我 活不出来。
   劳教所的劳动强度非常高，一天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厠所，全在干活。后来紧张到什麽程度？因爲我们每天有定额的，完不成定额不让 睡觉，到后来，我紧张到上完厠所不敢去洗手，因爲洗完手以后手是湿的，湿手带不动毛线，因爲织毛衣必须戳得特别特别快，就这几分钟的时间我都不舍得耽误， 因爲每一分钟的睡眠时间对我们来讲都太宝贵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生活我唯一的需求就是睡觉，对生活唯一的感觉就是困！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所以我上完厠所不洗手，马上就织，坐得时间太长了，臀部全部长了湿疹。
   七、爲什麽用真名发表《静水流深》？
   刚 才有人反覆问，法轮功有什麽好，爲什麽要这样子去炼?我在《静水流深》这本书里用二十万字，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去写自己的经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对法轮功可 能了解不是很全面，那我就从我个人的经历，我爲什麽要修炼、我修炼了以后有甚麽好处、我有什麽感觉，镇压以后我遭到了什麽、我爲什麽要坚持，最后在劳教所 里面，做爲一个修炼人的一个惨痛的经历，一直到后来我怎麽样，从头到尾我把这个完整的故事把他讲给大家。
   刚才也有人问书出来后我有没有受到 什麽压力，我跟您说我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包括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不想用真实姓名发表的，但是后来我知道因爲我写的是我个人的真实经历，里面牵 涉到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当时北京新安劳教所北大硕士毕业的研究生就是我一个，我化名也没有意义，他们还是知道，所以我最后决定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也表 示我愿意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任。
   2002年底，我参加了几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反酷刑委员会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一案，我先生在国内被抓走了，在这之后，通过各种渠道也一直在给我施加压力，让我闭嘴，不让我讲话。
   但 是因爲我出来的时候，您如果能够看这本书您就知道，我付出了多麽大的心灵上的沉痛的代价才出来的，我出来的时候我就下决心我一定要、我有这个责任、把我自 己所经受的这些写出来，否则我对不起我自己，我也对不起那些到今天爲止还在劳教所里头受跟我当初一样的苦或者比那更苦的其他的功友，我也对不起自己的良 心。所以我现在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现在我孤身一个人在澳大利亚，我所有的亲人都在国内，但是我爲了对我说的话负责，因爲谎言的作用实在太可怕了，大家对法轮功的误会太深了，所以我爲了对我的话负责，我用了真实姓名发表，表示我对我书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都负责任。
   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什麽，在出书之前我也有些思想准备，我准备他们会出来反驳我，说我是撒谎。不过书出来这麽长时间了，我没有听到中国官方有任何声音在公开的场合来驳斥我这本书，我想这恰恰说明他对这本书的真实性无法质疑，也不想替我“宣传”这本书吧！
(我的经历及思考 全文完博

神童女兒 平常心（之一）
   
   Brilliant Daughter Unaffected Mind
   
   懷孕的時候﹐我便開始研究怎樣將女兒培養成神童。
   When I was pregnant, I began investigating ways of nurturing my daughter into becoming a genius.

   
   
   

神童篇
   

神童方案
   
   我是個「學究」﹐懷孕時就買了一大堆書﹐研究「科學育兒方法」﹐這讓什么書也沒看過照樣把三大孩子拉扯大了﹑還培養了一個研究生的婆母總是暗笑我有些呆。
   她笑歸她笑﹐我看歸我看。不知在哪裏看到一條消息﹐說武漢大學開發出了一套神童培養方案﹐就真的花了錢郵購了一套書回來。
   方案的中心是﹕孩子一歲多時剛剛開始認識世界﹐是一個認字的絕佳良機﹐絕不能錯過了。理由是他能認識爺爺那張滿是皺紋﹑所包含的信息量比一個簡單的漢字多得多的臉﹐為什麼不能認識字呢﹖
   我覺得十分有道理。書中說最好的開始教孩子認字的時機是當孩子一歲零四個月的時候。
   

失敗的開端
   
   孩子生下來時8斤半﹐是當時婦產醫院最重的一個﹐面如銀盆﹐看起來跟人家滿月的孩子似的﹐嬰兒室的護士們喜歡她得不得了﹐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大寶寶」﹐成天輪流抱著她玩﹐對她另眼相看。
   等到「大寶寶」長到一歲零兩個月﹐我迫不及待比書中所說的一歲零四個月提前兩個月就開始了對她進行「神童」培訓。反正她生下來就比別人大﹐早兩個月無妨吧﹖那時她才剛剛會說一些簡單的字。
   我按書中說的﹐找了些白紙做成10厘米見方的卡片（注意﹕一定要白紙﹐有畫的紙不行﹐會分散她的注意力。）﹐用水彩筆寫上「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等字﹐然後將她抱到懷裏﹐一張張指給她看。
   她看著那些卡片﹐臉呆呆的﹐完全沒有反應。
   我心想﹕得了吧﹐話都不會說﹐認什么字啊﹗上當﹗拉倒﹗
   我將卡片扔到一旁﹐決心忘了自己做了一年多的「神童夢」。
   

成功了﹗
   
   幾天以後﹐女兒跑到我的房間﹐扒拉著那幾張我扔在那裡的卡片﹐將其中一張舉得高高地﹐嘴裡叫道﹕「爺爺﹗爺爺﹗」
   她手裏拿的正是寫著「爺爺」的那張﹗我一陣激動﹐又將「奶奶」給她看。「奶奶﹗」──她認識﹗然後是「爸爸」﹑「媽媽」……她統統分得出來﹗并且還能將這些字與實際的人物聯繫在一起﹗
   

「上課」是個多么有趣的游戲
   
   從那以後﹐我每天晚上花十幾分鐘的時間給她「上課」﹐「上課」的教材就是我隨意寫的卡片﹐字不論繁簡﹐先撿與她生活有關的寫﹐比如「吃飯」﹑「喝水」﹑「唱歌」﹑「跳舞」什么的﹐我發現對她來講﹐沒有什么筆劃多少之分﹐她認字是當作一個整體來看的。
   每天晚上我教她認三個新的字﹐過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就是把她抱到我腿上坐著﹐把這三個字指給她看﹐告訴她這念什么。重複幾遍就完事。然後再隨機把前面學過的抽幾個給她復習一下﹐免得她忘了。全部時間加起來不會超過十幾分鐘﹐而且只要她表現出一點不耐煩的樣子﹐我立刻說﹕「下課﹗」
   ──這時候她多半會說﹐「再上一會兒。」
   她已經很自然地把「上課」跟她生活中的其它內容一樣﹐當作一個很有趣的游戲﹐而且我很注意一直讓她「求」我跟她玩這個游戲﹐她哪天淘氣了我還不跟她玩呢﹗
   

不會說話會認字
   
   我還發現認字跟說話並沒有因果關係。比如那時候她已經會說「門」了﹐但是不會說「窗」﹐因為「窗」字發音太難。但我教她認「窗」這個字時會指著窗戶告訴她﹕這就是「窗」﹐下一次你再拿著「窗」那張卡片問她﹐這是什麼呀﹖她就會指窗戶給你看。
   再比如說她會說「牙」﹐不會說「舌」﹐我教她時就將自己的舌頭伸出來給她看﹐下次你再問她﹐她也會很驕傲地將她的舌頭吐出來﹐指給你看﹐表示她完全認識這個字。
   

字會搬家
   
   有一天帶她上街玩﹐她爸爸背著她﹐突然聽到她趴在她爸爸背上驚叫道﹕「民五﹗民五﹗」
   我莫名其妙地轉頭﹐不明白她說什麼。順著她的指頭望過去﹐原來街上有塊牌子﹐寫著「利民五金商店」﹐而她只認識「民五」這兩個字。
   我和先生笑得肚子都疼了﹐這才發現她認字可以搬家﹐招牌上的字比卡片大多了﹐她照樣認得﹐而且象見了老朋友一樣開心。
   

開始自學了﹗
   
   從此後一到大街我們就讓她認招牌上的字﹐路人發現一個一歲多連話都說不圓的小娃娃居然認識字﹐都驚奇得了不得﹔女兒感受到路人的驚嘆﹐更愛「上課」了。
   快兩歲的時候﹐有一天經過一個「金昌火鍋城」﹐先生問她﹕「你認識這些字嗎﹖」
   我趕緊說﹕「『昌』她不認識。」──那當然了﹐她認的字都是我教的嘛﹐這個字太抽象了﹐還沒教過她。
   誰知她說﹕「我認識。天氣預報裡不是天天說『南昌 』嗎﹖」
   ──天哪﹐她已經開始自學了﹗而且是從電視裏的天氣預報節目中活學活用的﹗
   

「神童教材」也有錯
   
   女兒兩歲以後﹐我發現原來的「上課」辦法已經不行了。她坐不住了﹐一「上課」就抓起我的筆在紙上亂劃。于是我當機立斷永久給她停了「課」。
   可是她開始能聽故事了。但我從不口頭給她講故事﹐總是拿本書一個字一個字地給她念﹐并且一定用手指點著相應的字。她對字本來就有概念﹐完全知道誰跟誰對應。
   認字就能看書﹗多么有趣﹗到她兩歲半時﹐我終于買到一本沒有畫全是字的﹑又適合她的年齡看的書﹐于是就開始給她念這本。
   書她永遠念不厭﹗我看的「神童教材」上說﹐兩歲的小孩一次看書千萬不能超過20分鐘﹐否則她會煩。非也﹗我的「神童」一次能揪著我念上四十分鐘﹐根本不煩﹗每次都是我口乾舌燥先「投降」掉﹐她還不累呢。
   

教育學理論自來通
   
   教育學上有個很重要的理論就是新學東西需要重複。女兒不用看這些理論﹐自己就知道﹐所以總讓我念同樣的故事﹐我煩她不煩。最受她喜愛的故事是小豬呼嚕嚕生了病怕打針﹐結果最後被弄到醫院裏住院﹑輸液的「驚險故事」。這個故事她不知道纏著我給她讀了幾百遍了。當我讀煩之後﹐她必要求我與她做游戲﹐「活學活用」書中的情節﹐她扮醫生給我打針﹐我總是被迫扮演倒黴的呼嚕嚕。
   

解放了
   
   三歲多以後﹐女兒終于不耐煩求我了﹐書上一共就那些字﹐她不是全認識了嗎﹖自己看﹗
   ──我也終于從我的神童夢中解脫了﹐從此後她抱一本書﹐我抱一本書﹐各看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相安。
   

低頭認栽
   
   四歲多的時候﹐女兒開始看《十萬個為什么》了。從那以後﹐我可慘了。「媽媽﹐你知道河內星雲與河外星雲有什么區別嗎﹖」完了﹐不知道。「你知道非洲大象與亞洲大象有什么區別嗎﹖」完了﹐還是不知道。我這個理學碩士只有低頭認栽。
   好在她也沒有歧視我﹐還耐心地向我講解﹐比我給她念書時有耐心多了。
   

終可一搏
   
   等她六歲多的時候﹐我和她終于可以一搏了。她跟我多年前一樣迷上了金庸。一到晚上別人看電視時﹐她就拉著我說﹕「走﹐媽媽﹐我們去玩《天龍八部》大戰﹗」
   于是我們撇下家裏那些「低級趣味」的「電視族」﹐來到另一房間﹐開始《天龍八部》大戰。
   我不明白女兒為何獨愛段譽﹐總是這樣開頭﹕「我是段譽﹗」大概是段譽這個傻小子最後總算也學了不少本事吧。
   可是段譽一見王語嫣就完了﹐于是我說﹕「我是王語嫣﹗」
   王語嫣追慕容復追得好苦﹐慕容復還不要她﹐於是女兒說﹕「我是慕容復﹗」
   慕容復在少林山上被蕭峰當著天下群雄象拎小雞似地一把給拎了起來﹐好不熊包﹐于是我說﹕「我是蕭峰﹗」
   蕭峰已經是天下英雄之最了﹐這場「仗」還怎么打下去呢﹖
   女兒自有辦法﹐下期再說。
神童女兒 平常心（二）
   
   Brilliant Daughter Unaffected Mind (2)
   
   　　 
   


　孩子為何「刁難」大人？
   Why Do Children Make Things Difficult For Adults?
   
   　　這一次我簡直「狼狽萬狀」了。從大學時代起就被視為「伶牙俐齒」，常把人家駁得啞口無言的我，今天卻讓一個三歲孩子頻頻鑽了「空子」。 
    I've always been a quick-witted person, with a ready response for any argument. But today was different - I was outwitted by a three-year old.
   
   
   　　將女兒培養成「神童」，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神童」以外之事，才每每令人「頭疼」。 
   　　女兒兩歲半時，我決定送她去幼稚園，以便受些「正規」教育，同時學會和他人相處。 
   　　因為迷信「名校」，費了好大勁才在離家四十多分鐘車程的一個「名牌」幼稚園報上名。因為路程太遠，只好將女兒全托。 
   　　我至今仍不清楚女兒在幼稚園裏到底受到了甚麼。頭幾個星期接她回來，她總是反覆哭訴：「媽媽，我不想讓幼稚園到天黑！」 
   　　我心裏很難過，到了幼稚園與老師探討，誰知老師亦向我訴苦道：「你女兒刁難我們！」 
   　　我想不出一個兩歲多的孩子怎麼能「刁難」成年的老師，老師舉例道，比如，每次統一洗衣服時，你女兒會把自己的襪子、手絹藏起來，等我們都洗完後她卻拿出來質問我們：「老師，為甚麼不給我洗？」 
   　　再比如，晚上臨睡前洗腳時，你女兒說，老師，我等會兒再洗，我們沒有強迫她；誰知等院長來巡視時，她突然當著院長高聲說：「老師，你還沒給我洗腳呢！」院長立刻拿眼瞪我，好像我有多失職。 
   　　我只好向老師道歉，心中思索女兒「刁難」老師的緣由。一直思索到女兒滿了三歲，也沒找到答案，只想可能她反感幼稚園，才給老師出「難題」。 
   　　有一次女兒得了肺炎，發高燒，沒去幼稚園，我要送她去打針，她怎麼也不肯，我用慣常的「說服教育」方式對她說：「你看，你不是生病了嗎？不生病怎麼會讓你打針呢？」 
   　　女兒眨眨眼，沉默幾秒，突然說：「那打預防針呢？」 
   　　我知道自己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邏輯錯眨s緊自打圓場道：「打預防針也是為了不生病啊。」 
   　　女兒不說話了，我以為她「屈服」了，收拾東西準備出門，誰知她不經意似地又問：「媽媽，我打過預防針嗎？」 
   　　我想也沒想便答：「打過。」 
   　　「那——我怎麼還得肺炎啊？」 
   　　這一次我簡直「狼狽萬狀」了。從大學時代起就被視為「伶牙俐齒」，常把人家駁得啞口無言的我，今天卻讓一個三歲孩子頻頻鑽了「空子」。 
   　　我突然想起幼稚園老師說女兒「刁難」她們的事，是類似的情形嗎？ 
   　　我終於意識到，一個三歲孩子也不是隨便可以給大人「哄騙」的，她的疑問和「挑戰」，都應該得到回應。 
   　　於是我放下已拎在手裏的包，翻箱倒櫃找出她的疫苗接種本，那上面有從她出生起到那時止她所有的疫苗接種記錄。 
   　　我翻開接種本，將上面的記錄一條條指給她看（謝天謝地，她認識字！）：你看，這是乙肝疫苗，你出生後24小時之內打的，打這種疫苗能防止你得乙型肝炎這種病；這是乙腦疫苗，這是小兒麻痺症疫苗，這是天花疫苗…… 
   　　待我把所有的接種記錄都指給她看以後，才「耐心」地問她：「你看，這上面有肺炎疫苗嗎？沒有。」 
   　　然後我把肚子裏裝著的僅有的一點疫苗和疾病的關係方面的知識都倒出來給她，告訴她天下一共有很多種病，一種疫苗只能管一種病，沒有疫苗管的病，還是會染上，比如肺炎，等等，前前後後足足花了半個多小時，最後才繞回到「正題」上：「怎麼樣？現在我們該去打針了吧？」 
   　　女兒終於被「說服」了，硬起頭皮，克服著自己的恐懼，乖乖跟我走了。 
   　　我一邊「安撫」她、鼓勵她，一邊在心裏想：天下哪有天生就會「刁難」成人的孩子，家長和老師也千萬別低估孩子的智力水平。如果因為忙和缺乏耐心、愛心而忽略了他們的合理請求，也不關心他們的思想，不解答他們的疑問，那他們不「刁難」你才怪呢！ 

神童女兒 平常心（之三）
    
   　　
   Brilliant Daughter Unaffected Mind（3）
   最近，女兒跟著我移民到了澳洲。與同齡的澳洲孩子比，她的中文水平繼續是「神童」級別，而英文水平卻立即變成了「弱智」。怎樣幫助她儘快適應新的環境，倒是我的新課題呢！
   Recently, my daughter and I immigrated to Australian, Comparing her to children of the same age group in Australia, her proficiency in Chinese language continues to be at the “Super Smart” level. However her proficiency in English language has become her “Weakest”. How to help her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That has become my latest task.

   

平常的心
   

　　全校最小的學生
   
   　　「神童」女兒三歲半時，已經應該從幼兒園小班升中班了，無奈老師說她年齡不夠，要再上一年小班。女兒頗不樂意，婆母只好帶她回河南老家，在她姑母任教的學校「開後門」上學前班。 
   　　女兒從學前班畢業回到北京，雖然只有四歲半，也只有送她上小學了。為了讓小學破格錄取，先生特意找區教育局局長寫了「條子」。 
   　　雖然有「條子」，學校還是堅持要對女兒進行測試。老師拿來三年級的課本讓女兒念，女兒隨便翻到一篇課文，毫無困難就讀完了。學校收下了這個全校年齡最小的學生。 
   　　開學第一天，女兒領回課本，翻開語文書，像平時讀故事書一樣，用了二十分鐘就從頭看到尾，完了往邊上一扔。我問她﹕「有不認識的字嗎﹖」「沒有。」一學期的課，她這就算學完了。 
   　　到了學期末學校舉行朗誦比賽，她是所有參賽者中最小的，上臺時夠不著麥克風，老師專門為她搭了個小凳子，並驕傲的宣佈﹕這是我們學校年齡最小的學生。白襖紅帽的女兒搖頭晃腦的講著小紅帽的故事，我驚奇的發現，她居然有點緊張。在此之前，她走到哪裏都是一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模樣。也許那「盛大的」比賽場面和老師鄭重其事的介紹，已經使她過早的有了過重的自我意識。 
   

　　「特殊」即平常
   
   　　女兒從一歲多起，便因為會認字而屢屢引來驚嘆，所以我一直在試圖「抹平」她的特殊感，想讓她保持一顆平常的心。比如她第一次從幼兒園回家，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告訴我﹕「媽媽﹗幼兒園的小朋友連一、二、三都不認識﹗」那時她倒沒甚麼驕傲心，只是覺得人家跟她不一樣有些奇怪。 
   　　我淡然的說﹕「他們的媽媽剛好還沒有教他們，也沒甚麼奇怪的。以後他們學過，就認識了。」我不想讓她把自己的「本事」看那麼重。 
   　　上小學後的一天，她放學回家，興奮的告訴我﹕「媽媽，元旦我們要去音樂廳演出，中央領導要親自來看﹗」 
   　　她把「親自」二字說得好重，顯然是在模仿老師的口氣。 
   　　我在心裏暗嘆口氣。在開始接觸社會之前，孩子的天性是那麼率真，純潔，乾乾淨淨沒受過半分污染。而現在，四、五歲的她居然為中央領導「親自」觀看她們的演出而激動如許。我彷彿正看到一張潔白的紙，在怎樣的一筆筆被抹上顏色。人從簡單走向複雜，從純潔走向市儈，都是這樣慢慢發生的﹖ 
   　　我兜頭就是一盆「冷水」向女兒潑去﹕「中央領導也不過就是一個鼻子倆眼睛，有啥了不起的﹖你演節目就是演節目，不管下面是誰在看，你都好好演就是了。知道了嗎﹖」 
   　　女兒的表情看起來雖然似懂非懂的樣子，但我知道，從此後她至少明白「中央領導」不是甚麼值得為之特別「表現」的人物。 
   

　　女兒給我講故事 
   
   　　我一直想細心的呵護她，讓她純真的心少受不該有的污染，然而她七歲半時卻發生了一件讓我很震驚的事情。 
   　　那天我帶她去參觀自然博物館，售處票寫著「一米一以下兒童免票。」女兒頭一歪說﹕「媽媽，我還不到一米一吧。」售票員看看女兒，相信了她的話，就只撕下一張門票給我。 
   　　我對女兒說﹕「前兩天我們不是剛量過嗎﹖你已經一米一六了。」說完，我拿出錢買了兩張門票進去。 
   　　剛進大門，我突然覺得很不對勁，以女兒的智力和記憶水平，她絕不會忘了自己剛剛量過的身高。她為甚麼要那樣說呢﹖ 
   　　我趕快先找自己的原因，想起出門前我說過如果博物館門票太貴，比如說在十元以上，那我們就不看了。到了博物館時發現門票是十五元，雖然我並沒有打算因此就不帶女兒進去了，但女兒一定在擔心，所以趕快搶著那樣說。如果她可以「矇混過關」不買票，那我們倆要花的錢就不會超過我的「預算」。也許是我們這些大人，尤其是她爺爺奶奶，平時太強調節儉了，以至影響到她？ 
   　　於是我對她說﹕「我們節約錢是對的，但甚麼事情都不能過分。咱們掙錢就是為花的嘛，該花的錢媽媽一定會花。」 
   　　女兒趕緊說，我知道了。我給你講個故事吧。從前有個財主，攢了很多金幣，怕被人偷走，就將這些金幣裝在罈子裡，埋在地下，過一段時間挖出來數數。 
   　　有一次，財主挖出罈子，發現裡面的金幣被人換成了石頭，傷心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鄰居聽見他的哭聲，問了為甚麼後勸他道﹕「嗨﹗你反正從來也不用這些錢，而只是數它們，數石頭和數金幣有甚麼區別﹖你就抱著石頭數數唄！哭甚麼哭？」 
   　　女兒講完這個故事，我欣慰的想：她的悟性夠高，一點就透，聽懂了我的話。 
   

　　守住淨土 
   
   　　從博物館回到家中，我突然覺得更加不對勁起來，細想想，原來是自己忘了向她強調一個更嚴肅的問題：人應該誠實，更不能佔不該佔的便宜！ 
   　　於是我又問她：「你明明知道你已一米一六，為甚麼要說自己不到一米一呢？」 
   　　女兒看著我，幾乎想也沒想便說：「沒有吧。我好像是說，我希望我還不到一米一！」她將這句話的重音，放在了「好像」和「希望」兩個詞上。 
   　　我倒吸一口涼氣，震驚得說不出話來。明明是說了謊被我當場「捉住」，她卻這樣「機巧圓通」的將我的詰問「滑」了過去。這樣的急「智」，怕是成年人也難有。而她只有七歲多而已！ 
   　　我半天都說不出甚麼話來，愣了幾秒鐘後轉身走開了。作為一名母親，我早已觀察到，雖然所有孩子生下來時都是白紙一張，然而每個孩子的性格特點，似乎又是生而有之。住在產房裡時，我便看到剛出生幾天的小寶寶們相互間的性格差異。有的嬰兒天生便性急得很，有的嬰兒天生就好脾氣。 
   　　而女兒身上，也天生帶著許多東西，例如這種很多同齡的孩子都不會有的機巧。我相信這是她在這一世以前的生命中就形成的，在這一世又得到了加強。除了社會的因素外，我本人也有不夠敦厚的時候，而她顯然也會跟著我學。 
   　　女兒就像一面鏡子，讓我時時對照檢點自己。我相信身教重於言傳，在紛繁多變、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多的世界，只有守住內心的一片淨土，才能真正保住自身的安寧，也才能從我做起，改善這世界的大環境。 
   　　我再也沒有向女兒提起這件事。孩子也有自尊和面子。從我的態度上，她知道這件事錯了，以後不會再犯，就行了。當然還得繼續在日常的點滴瑣事中引導她，幫助她漸漸形成以德為本的做人價值。 
   

　　新的課題 
   
   　　小時候常聽母親說：「養兒方知父母恩」。做了母親，才知「母親」二字的份量有多重。好在我在紛繁的世界中已有了一顆堅定的心，所以才十分有信心的認為，女兒一定會有一個光明的人生。 
   　　最近，女兒跟著我移民到了澳洲。與同齡的澳洲孩子比，她的中文水平繼續是「神童」級別，而英文水平卻立即變成了「弱智」。怎樣幫助她儘快適應新的環境，倒是我的新課題呢！ 
   
   （2004年8月）


我们能为这些非法轮功做点甚么？
   
   
   今日收到一名友人的邮件，一共只有两句话：「我们能为这些非FLG做点甚么？FLG救世吗？」两句问话的后面，是两篇关于《河南爱滋病五年调查报告》的链接。
   关于河南及整个中国爱滋病方面的报导，之前已看过不少，印象尤深的是那些艾滋村的照片，只能用「摄人心魂」、「惨不忍睹」来形容。
   对于他的问题，因为当时忙，只简单地写了几句，谈了两点看法。现在想再展开说说。

   「法轮功能救世吗？」
   这 位友人好像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能做一个调查，你可能会发现，认真修炼法轮功的人，没有得爱滋病的。相反，太多患了绝症的人在修 炼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我本人也是一个例子。我曾与许多不幸染上爱滋病的人一样，因输血染上C型肝炎，用尽一切办法却四年多都不能治愈，身体弱得风一吹就 要倒，直到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才恢复健康，并且从那以后再也没生过任何病，甚至劳教所里难以想像和忍受的酷刑及劳役折磨，也没有使我的身体垮掉。
   但是，修炼是一种个人行为及选择，修炼的目标是非世俗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人人都会选择修炼法轮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不是救世的。
   但是，每一名法轮功学员，又与其他所有非法轮功学员一样，都是这社会的一员，因而有作为社会一员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能为这些非法轮功做点甚么？」
   这些天一直在看、想《大纪元》网上的《九评共产党》系列。通篇宏论，以平实的论述，雷霆万钧的气势「直捣黄龙」，石破天惊地一语道出中华民族近几十年来一切不幸和灾难的总根源：共产邪灵。
   友 人为河南艾滋村的患者们揪心。其实，岂止是艾滋？被共产邪灵附体几十年后的中国，道德沦丧，腐败贯穿一切领域，社会极度不公，能源危机、信用危机、金融危 机……各种危机一触即发，生态环境、资源环境、人文环境、传统文化，无一不到了被彻底摧毁的最边缘；短短几十年中，死于中共治下的冤魂，要以几千万来计 数；被长期的血腥高压、杀人恐怖摧残致精神死亡、灵魂死亡，或虽然未死亡却已不同程度地被异化、扭曲、毒害的，恐怕得以亿计。
   友人的爷爷曾是中国南方的富豪，「解放」时被杀害了。友人八岁那年，曾有民兵来抄家，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一直架在他脖子上──他说至死都忘不了那一幕。
   我 的父亲，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住在医院里还被拖出去批斗，两手被墨涂成黑色坐「飞机」，头发大把大把被揪掉，以至于三十几岁就成了秃顶。母亲 既要照顾只有一岁多的我，又要照顾每天被斗得死去活来的重病父亲，还要替父亲写书面「检讨」，用毛笔写成大字报形式，按造反派的要求四处张贴，少了一份或 贴错了地方都不行……
   我们能为那些患了爱滋病的非法轮功做点甚么？看了《九评共产党》，我才更加清醒、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单单针对哪一种现象或人群所能解决的了。在表面的问题中去解决问题，永远也不会有出路。只有找到所有问题的根本征结，才能「药到病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也 有人在担忧：没有了共产党谁来领导中国？会不会天下大乱？也许先知之士们确实可以开始思考并讨论后共产党时代的问题了。不过，我相信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 说，当务之急却是真正认清共产邪灵对中华民族的残害和毒害，在思想上清理和驱赶这个不属于中华民族的外来「幽灵」。多一个头脑清醒之人，共产邪灵便会被驱 赶并消灭一分。
   写到这里，又想起以前听说过的一个科学实验：用一种特殊的照相机给一颗植物拍相，会照出它所没有的叶片来；一段时间以后，植物真的长出了叶片，而且部位、数量、大小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这 个实验说明，一种东西，在肉眼所能看见的空间体现出「实相」之前，事实上就已经（以场的形式）存在了。通过修炼法轮功，我也更加明确地了解到「精神与物质 是一性」的道理，以及我们所认为的「抽像」的东西，从更深的层面看，可能却是「具体」的，而且是有生命的。生命的存在形式，也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么简 单。
   所以，从思想上认清共产党到底是甚么并彻底否定它的存在，就有了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力量。人的思想和精神在另外空间可能就是 「场」的存在。否定共产党，就是在消灭它的邪恶之场。更多的人清醒了，就是它的寿终之日。纠缠了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各种厄运与恶梦，才能从此停止。
   因此，我建议友人：阅读并传播《九评共产党》，传得越广越好。
   2004-12-02 

声明退党 做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
   
   
   
   中共镇压法轮功并且规定：“共产党员不许修炼法轮大法”，本人因为毫不犹豫选择继续修炼法轮功而遭非法关押一年多，以为就此早已过了 中共党章规定的期限──长时间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就算自动退党；所以，本人认为与“共产党”应该早已“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
   近日读了 《九评共产党》及张杰莲的〈《九评》天符封中共九孔大穴〉等文章，直有醍醐灌顶之感。细细想来，决定提笔写下这份退出共产党声明。理清自己从入党至今的思 想历程，既是自觉清理从一出生起即被共产邪灵强制侵蚀的思想，也是自觉顺应“道解共产党”的大道洪势，在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做出清醒明智的选 择。

   我最早能记得四岁时的事情。那时在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后，会惦着脚尖唯妙唯肖地模仿“喜儿”的舞蹈动作，母亲颇为我的舞蹈“天才”自豪。
   三 十多年后来到海外，看了这个被树为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白毛女》的真相资料，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故事，原来纯属“文 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完全是捏造；而且，捏造这个故事所要配合的，是“解放”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可怕的运动造成近十万“地主”丧生及所有 土地被无偿剥夺。
   人一生中最初的记忆，竟就与十万人命的惨剧，和一个至今仍未被完全揭开“人变鬼鬼变人”的弥天谎言相联，想来岂不令人心惊！
   我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又曾称“红小兵”）的了。据母亲说，是在小学一年级。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听话，第一批就入了队。从小到大，我都是以此为荣的，“首批入队”，被视为“进步”“光荣”的象征。
   这让我读了《九评》再次感到心惊：作为一个尚不完全能记得事情的六岁孩童，我就已经被拉入了共产邪教的“预备队”，一次一次，不知唱过多少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共邪灵将共产邪教设为国教，国人从一落地起即不可逃避的坠入其中。
   小学时代正是“文革”后期，从学校到社会，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如果“革命宣传画”能称之为“美术”的话）、电影，全部都是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以及“毛主席”如何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如何“伟光正”的。
   天长日久浸淫在党文化的氛围中，虽然本性善良纯朴，但思想中早已不自觉的接受了不知多少党所要灌输给我的东西。
   加入“共青团”是初中的事情。虽然这时我当然已经记事了，而且好像是自己“明明白白”写的“入团申请书”，现在想来也完全是被控制着这样做的－－整个社会、学校的“舆论导向”早已让我认定：“入团”是上进、“表现好”的象征和结果，是极其光荣的事情，哪个上进青年不争取？
   84年考进北大后，正遇上89之前一个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各种思潮接触了不少。对于“文革”的反思，也有那么一些。但是，在党的诱导下，我与许多人一样相信，“拨乱反正”后，“文革”的悲剧不会再现。
   大 学三年级时，我成了全班第一个党员。促使我入党的有两个因素：一、我听信了一种说法：新鲜血液的注入可以改造这个党，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二、父亲在苦苦 追求二十年以后，在我大二时入了党。这在当时给我很大震动。我想：父亲是“过来人”，他追求了二十多年未曾放弃，一定有他的理由。入党，也应该是我的选 择。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这是一条多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当初怎么会被它“说服”？
   对于父亲的事，我从来就知之不多，只大概知道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被发配到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变相地“改造”了很多年。
   我 四岁多时，妹妹出生了，与父亲分居两地的母亲不能同时照顾我们姊妹两人，只能将我送到父亲那里。我跟着父亲，住在搭建在荒凉的河滩上的“牛毛毡”棚子里。 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家乡，父亲也从未跟我谈过任何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或他对于国是的看法。他本人是西南政法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但直至我高二需要选择 学文还是学理时，才第一次听到他发表任何跟政治有关的评论：不管谁当国家主席，1+1永远等于2；而学文科，却太受政治影响了。因此，虽然许多人主张女孩 子应该学文科，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我还是选了理科。
   直到最近，才知道一点点父亲挨斗的更多情况。67年时他患了急性黄胆型肝炎，住在医院 里，但还是被拖出去批斗，两手被墨涂成黑色坐“飞机”，头发大把大把被揪掉，以至于三十几岁就成了秃顶。母亲既要照顾只有一岁多的我，又要照顾每天被斗得 死去活来的他，还要替他写书面“检讨”，用毛笔写成大字报形式，按造反派的要求四处张贴，少了一份或贴错了地方都不行……
   我想像不出父亲在遭受这一切时的内心感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沈默寡言的。在他写信告诉我他终于被接受为一名中共党员时，第一次流露出了兴奋而激动的情绪，这也是我之所以受到影响的原因之一。
   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从一开始起就“政治不正确”。虽然才华出众，但多年不得翻身，不管他多么努力。得到党的吸纳使他终于摆脱了心理上的自卑？还是有其他什么意义？也许他永远也不会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不谈政治是最安全的，即便是跟亲人。
   许 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心灵深处对于“政治”最深切的恐惧或厌恶，其实是对于共产党整人历史的恐惧和厌恶，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让人更加完整清楚 的看到，共产党的政治如何就是杀人与整人。其实在民主国家，参与总统选举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也是“搞政治”，有何可厌可怕之处？是共产党将“政治”赋予 了杀人和动乱的内涵，而让许多国人反感无比。
   成为正式党员刚一年多，就赶上六四大屠杀，心中的震惊和悲愤无以言表。北大是“重灾区”，当时 流言乱飞，说要军管，学校强烈建议学生不要住在学校，尤其是睡上铺的，会有中流弹的危险。我一时找不到住处，仓皇中，借住在朋友办公室里，睡在硬梆梆的办 公桌上。晚上出去方便，一阵机关枪响让我魂飞魄散，仔细一听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片蛙鸣。
   几天后好不容易才买到火车票准备逃出北京。北京火车 站像世界末日来临般乱纷纷，许多火车取消，许多班次晚点。长安街上被焚烧的坦克、军车依然在冒黑烟。我们坐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大桥底下，焦急的等待我们那班 火车何时会开的消息。百无聊赖中，我们在大桥桩上画了一个李鹏的头像，然后从远处向它扔石子，看谁打得准。我们认定李鹏是这场屠杀的凶手，因此打他的画像 出气。在六四过后的整肃中，所有学生党员被要求写详尽思想汇报，交代自己在六四中的思想及行为。在为求自保而“蒙混过关”的时刻，我从未对共产党在这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做过认真思考或分析。作为女性和理科学生，我的政治头脑向来很不发达。而且，跟许多人一样，对于六四的惨痛，我很快就从某种意义上“忘却”了 －－毕竟我们家没有死人。
   再回到我入党的初衷。很多人曾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加入改造共产党。现实的无情打破了所有人的梦想。灰心之余，人们早已放弃了这种想法和努力。几乎没有人不承认：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又对它的“强大”感到无可奈何。
   读 了《九评》，才明白这是为什么：共产党根本就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寄附的外来邪灵，任何人只能被它控制、为它所用，怎么可能通过自己的“加入”而改 造到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共的十任总书记都结局悲惨的被“打倒”后，它还能继续“繁荣昌盛”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它的邪教教义中，“党”的利益永远高于 一切。世间任何人，包括“广大党员”，都只能是为它所用的工具，而不能改造到这个“党”的半分。对它的任何幻想最终注定落空；而与所有幻想相伴的，一定是 各种各样的民族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悲剧。
   感谢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让我重新反省当初的入党动机，认清共产党的实质并更加彻底的清理它的毒害。对于附体的外来邪灵，最好的摆脱办法就是坚决否定它的存在，主动从思想上到形式上摆脱它的一切影响和控制。
   被 共产邪灵附体多年的中华民族，已经“病”得太深了。对于一个病人，或被外来灵体控制的人，从来没有人会问：“没有了他的病（或附体），这个人怎么办？”因 此，担心“没有了共产党，谁来领导中国”，就跟担心一个多年卧床不起的人，没有了病还会不会生活了一样，完全是杞人忧天。摆脱共产邪灵后的中国，定会像一 个被“鬼迷心窍”及疾病缠身多年的病人，突然去掉了病根、摆脱了心智上的迷惑一般，迅速恢复健康，再现活力。
   鉴于此，本人郑重宣布：之前所写的一切入队、入团、入党申请书，入党后所写一切思想汇报及半年、一年党员小结，及党团档案中所有书面材料全部作废，退出共产党，做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
   曾铮
   2004-12-15

《九评》与道解共产党－在墨尔本《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九评与道解共产党》。为什么要叫“道解共产党”？为什么要用“道解”这两个字呢？我是从张杰莲的的一篇文章 “《九评》天符封中共九孔大穴”中看到后深受到的启发。文章里面讲到，她的一个好友多少年前去见一个老和尚的时候，老和尚当时语重心长的跟她讲，“共产党是个外邪，斗不倒的，只有道解。”
   当时这个张杰莲和朋友都听到这话，她不懂老和尚的话，现在她读到大纪元的社论《九评共产党》的时候，她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叫“道解共产党”。
   “道”是“大道”的“道”，“解”是“解体”的“解”，“道解共产党”，“通俗讲就是从根本上入手来化解。他对应着在本质存在的那一层面的强大的净化清理之法力，当然在这个可视的空间里也会有相应的表像。”
   一、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放弃幻想
   我读了《九评共产党》受到的最大的启悟就是，它完全是从大道的层面角度认清共产党的本质。虽然在这之前对共产党杀人的暴政等各方面的批判都非常多，但是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外来的邪灵，你站在跟它一样的层次，甚至比它更低的层次，你是看不清它的真面目的。在座的几乎有一半都跟我一样，是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就是说当你一落地开始，你的思维方式，你所得到的一切信息，你受到的所有的教育都是在共产党的构建之下的，你的思维模式都是它的思维模式，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跳出它的范围来真正看清到它的真面目呢，来真正认清它、批判它呢？
   所以这个《九评共产党》对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告诉我们，共产党是什么，他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指出，共产党就是一个外来的邪灵。从它的产生，从它的组织，从它的意识形态，从它的思想，跟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没有一点关系。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第一个入党的，到今年算起来也是17年党龄了，像刚才的两位发言人一样，是怀着这样一个愿望进去的：我们新鲜血液的加入能够改造这个党。我相信虽然共产党这么邪，它干了这么多坏事，但是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是怀着很好的愿望进去的，其中有不少是好人。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进去都改造不了它呢？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外来的，独立于这个民族和这些所谓的被附体的人之外的。
   附体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它附在你身上，从你身上吸取营养，用以达到它的目的，维护它的存在，而你却永远也不可能改造到它。作为每一个被它附体的个体来说，你永远都会被它利用，而永远也不可能改造它。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对共产党本身抱有的任何幻想都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也是绝对的会给我们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所以，《九评共产党》给我带来的最大的震撼就是，让我认识到共产党是个外来的邪灵这个真正的本质。这一点可能有的人没怎么注意就看过去了，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石破天惊的，是一语道破天机。我首先是希望大家能跟大家分享充分重视这一点。
   二、外邪之表现：既暴且“媚”
   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外部附体邪灵的表现可能会有很多方面。《九评共产党》也很全面详细的说了它杀人的历史，它的暴政，它的起家的历史，它的对民族信仰的破坏，对文化的破坏等等。外邪，附体件那么的它表现之一在哪里？它既然是一个外来的邪灵，它寄附在你这个民族身上，它首先就要打破你这个民族传统，你自己的根。
   中华民族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保存了从古至今5000年的文明的这么一个民族，那么它要附在中华民族身上，它就必须打破文化上的传承，打破整个民族种族上的传承，对于神的信仰，对于古老文化的珍视。，所以它上台后，它先是土改杀一大批人，然后就是破四旧，把“孔老二”打倒，红卫兵“造反”一上来，“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多少宝贵的文物，这些也都是它外邪的性质决定的，它一定会这么做的。
   我今天想谈的另一点就是，作为妖也好，作为邪也好，有暴力的一方面，比如张杰莲文章中谈到妲己祸乱朝廷，妲己有它残暴的一面、恶毒的一面，它发明了炮烙，发明了虿盆，把人扔进毒蛇堆里弄死；，但是它绝对还有另一面，为什么殷纣王会被它迷得死心塌地呢？它肯定有它千娇百媚、能歌善舞的另一面。
   共产党作为外邪，在文革前它整个历史就是整人的历史、杀人的历史，破坏民族文化的历史，那么到了文革结束时，邓小平上台提出改革开放时，到底为什么呢？因为那这个时候若经济不放松，在国际形势下已经威胁到它政权本身的存在了，所以它这个时候不得不开放一点经济，给大家一点思想的自由，这个外邪就表现出它作为妖的另一面，妖还要媚，还要能迷惑人。
   看一下今天中国社会的表现，今天中国社会有500万到600万的“黄色娘子军”，从事娼妓产业，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何清涟的文章，今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1%－12.8%GDP总产值中有百分之十几来自于娼妓业的贡献。今天共产党为自己的统治找合理性的理由就是鼓励你赌博，鼓励你嫖娼，去搞男女关系，去搞腐败，只要你不质疑它政权的存在，不去跟它提民主的要求，不去危及到它这个外灵本身在中华民族上的寄附，那么你干什么都行。甚至现在西方的社会都因为它巨大的市场所迷惑，看到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被它所欺骗，在对它对人权的迫害等很多地方失去了原则。
   其实，从它是一个外邪的一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到我们都是被它迷惑了。不谈其它的，就谈经济方面，经济上看起来是发达了，实际上蕴涵了非常多的危机。整个社会经济是建立在严重社会不公的基础上的，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提出的一个理想就是社会大同，要公正，要消灭剥削，但是现在社会不公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所有时期，那些贪官污吏贪了多少钱我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看现在老百姓，河南爱滋村，一村的人死光，老百姓多少下岗的活不下去。
   这种经济表面的畸形的繁荣、虚假的繁荣建立在极大的社会不公上面，还建立在透支我们中华民族几代人的资源，和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极大的破坏上面，根据郑义先生的统计，我们现在每生产一块钱的产值，就要消耗3块钱以上的资源，这样来讲对中华民族真的是犯罪。有刚从中国过来的人讲，现在共产党什么都卖，卖国有企业，卖土地，连河都分成一截截的卖掉，这样卖下去，再过几年卖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对中共它的杀人历史，对它的恶的一面有一定认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外邪妖媚欺骗人，它拿这个暂时展示的“好处”去诱惑你，去欺骗你，让你沉醉于其中而不自觉的方面这种危害性，却没有能引起足够更多人的重视。
   就像我被关在劳教所的时候，我接触过不下100个吸毒的人，她们为什么会吸毒呢？肯定毒品一开始给她们带来很快乐的感觉，她们自己都用了一个词叫“飘”，它有享受，有舒服的感觉。这种状态就跟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的状态一样，大家都沉溺于共产党所允许鼓励给予他们的物质上的享受，而不再去管一个人的灵魂。这个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相当相当危险的。
   三、《九评》出台的意义
   《九评》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意义何在？到了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因为一个民族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得有两方面的基础，一个是文化和道德的基础，一个是生态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基础。那么经过共产党这么多年的统治，它作为一个外来附体的邪灵，它的目的就是从你身上吸取养分来维持它的存在，它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它不会关心被寄附的这个人什么时候会完蛋。那么它统治这么多年，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一位作家王力雄说过，一个社会制度的建立，可能几十年就能建立起来，一个文化的传承，它是几千年的历史，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彻底破坏的时候，这个可怕的危害性不是短时期内能够挽救的。
   现在这个社会的基础，很多专家都已经出书了，“中国即将崩溃”，“共产党像坐在火山口上”，大家看到国内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汉源的几十万民众暴动，已经出动军队去镇压。
   把海外民众的道德水平与现在中国大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比一下，简直是没有办法比。我在中国，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家，如果没有被人骂一顿，没有被人刺批一顿，没有跟人发生什么不快，没有看到有人吵架，就会觉得很幸运；可是在澳洲社会我出去，有时是我自己不小心犯了错误，我都会遇到很多人主动来关心我，来帮助我，这个差距是相当巨大的。可能有些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个么环境了，他们没有在海外生活过，也感觉不到这种对比。确实我们民族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很多人士也在思考怎么办，我们中华民族已经给了共产党很多时间，已经在等，一直对它抱有很多幻想。共产党上台的时候，文革结束后“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那时很多知识分子很受感动，终于共产党要尊重我们知识分子了，入党的入党，表忠心的表忠心。89的枪声过后，江泽民上台搞了很多扼杀言论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迫害信仰团体的事情，现在后来他下去了。“胡温新政”，很多人也是抱有幻想。
   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个共产党的实质，它就是邪的，它就是毒，毒药生出来就是要毒人的，就是要害人的，只是它变换方式，这样可以害人更久一些。毒药有可能改变吗？就像一个很有名的寓言，一个蝎子要过河过不去，它求一个乌龟驮着它，走到河中间，它一口把乌龟咬死了，它们俩同归于尽。乌龟在死之前不甘心，它问蝎子，你为什么要咬我？你咬我，我们两个都死掉，蝎子说，没办法，我忍不住。那就是它的本性。所以《九评》的出台让我们放弃对共产党的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
   很多人担心，“没有共产党，谁来领导中国”？中国会不会乱掉？首先这个想法就是共产党这么多年非常成功的洗脑的结果。我们中华民族存在几千年了，那时从来没有共产党。我们曾创造过最强大最辉煌的文明，大唐盛世，康干盛世。那么横向的看看世界范围内，全世界共产党政权快要倒完了，南韩、北韩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怀疑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
   一个人被外邪附体后，他就生病了，他的心智就迷失了，就像一个久病缠身的人，或者一个鬼迷心窍的人，如果把他的病根拿掉，把他的心智恢复起来，你说他会不会活了？担心没有共产党谁来领导中国，不是一个道理？
   四、“道解共产党”的途径
   下面回到主题，“道解共产党”，怎么样道解共产党？
   谈到这点，我就想起一个很有趣的科学实验，用一种特殊的照相机对一棵植物拍照，就会拍到它的一棵枝上长了两片叶子，但是在这个空间用肉眼看去，发现并没有这两片叶子，但是那种特殊的照相机它能拍摄到肉眼看不到的光波，它就能拍到那两片叶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地方真的长出了两片叶子，而且位置、形状、大小跟照相机拍到的一样。

这个实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科学试验，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它能够存在，它在另外空间已经以场或其他形式存在了，然后反映到这个空间表现出它的实像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共产党它是一种邪灵，要道解它也非常容易。我们每个人从思想上真正认清它作为邪灵的本质，思想上坚决跟它的存在划清界限，清除它的毒害；另外从形式上，我们共产党员能够认清它的，都来退党－－，我前几天刚刚在大纪元网上发表了我的退党声明。那么当我们从思想上否认它的时候，就从另外空间铲除了它能够寄存于我们的这个物质空间的基础形式，那么它就是不费一枪一炮就解体倒台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没有一枪一炮，不搞组织形式，甚至不搞武装革命，怎么可能呢？我觉得从我看来，“道解共产党”就是用《九评共产党》这种思想，我们每个人都从思想上去否定它，每个人都形成正的念头，邪不压正，这个是成本最少的平稳的驱除共产党的方式。
   谈到中国未来的时候，有悲观派，有乐观派。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我觉得取决于我们今天怎么做。
   也有的政论家在谈到中国形势的时候说，共产党执政这么多年，它已经把其他形式的任何力量都消灭殆尽了，现在唯一不受约束的就是共产党自己，那么这个政论家就分析到，最后谁把共产党打倒了？只有共产党自己。
   这个结论我相信很多人是接受承认的。那么悲观的地方就是，它自己打倒自己的过程中，它会把我们民族绑在它的身上给它做陪葬品。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垮台，共产党必然灭亡这个结论没有多少人会怀疑。问题是在它垮台，在它灭亡的过程中，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要给它当陪葬品？我们民族有没有这个能力进行自救？这就是当前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课题，所以说要悲观呢，就是它要拉我们去陪葬。
   我还是想强调，悲观还是乐观，看我们今天的做法。乐观就在于我们每个人被它附体多年也好，被它迷惑多年也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途径，我们都在逐渐认识这个共产党的邪恶，都在反思应该怎么办。那么《九评共产党》的出现，为“道解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所以从《九评共产党》的系列出台后，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说，我请你们阅读《九评共产党》，并且传播《九评共产党》，传得越广越好。
   谢谢大家！
   2004年12月18日
(《九评》与道解共产党－在墨尔本《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的发言 全文完
何清涟:爲了走出黑暗，必须控诉黑暗

每年我都要阅读世界人权观察、国际大赦、记者无疆界、保护记者协会的各种报告，因为这些组织正在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不懈的努力。 作为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现实的学者，我当然清楚我们那块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那些被刻意美化的脓疮，被深深掩藏的丑恶。但每次读后我还是禁不住心里沉 甸甸的，我真的为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的现实人权状况感到羞耻。因为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巧辩，将中国的首要人权解释成生存权，但国际公认的 人权标准却只有一种，而这种标准正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首要尺度。
   尽管深深了解中国现实，但曾铮女士的这部《水静流深》还是宛如一把利刃，一刀刀地剜著我那颗其实早就插满无数钢针的心。作者笔下展示了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的黑暗：在中国的那些所谓「劳教所」里，正在上演著斯大林时代在苏 联集中营里上演的那些将人变成鬼的血腥故事。记述苏联集中营故事的巨著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他当年身陷集中营，亲身经历了 这段地狱般的生活，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将这些地狱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古拉格群岛》，向世界揭示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血淋淋场面。人类也因此要永 远感谢索尔仁尼琴，因为在那么多有相同经历的苏联作家中，只有他将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的愤怒控诉化成了不朽的文字，任何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 说教从此变得苍白无力且虚伪无耻。这部书至今还在刺痛著俄国人的神经，他们至今无法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矛盾：国内政治虽然已经走出了极权政治的阴影，但却在 国际社会失去了冷战时期的世界霸主地位。但在霸主时代，苏联人民又如同古拉格群岛上的囚徒。因此之故，他们将自己的历史撕成了碎片，只收藏那些不致引起羞 耻感的历史片段。据说在俄罗斯的政治历史博物馆里，有十月革命但没有列宁；有卫国战争等苏联历史但却没有斯大林。我因此也不大佩服现在的俄国人，他们依靠 阉割历史来忘记自己的耻辱，远不如他们那些俄罗斯祖先有出息。
   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暴政其实并不逊于斯大林时代，但至今为止，除了断碎的叙述， 中国没有出现一部自己的《古拉格群岛》。而且即算是那些断碎的叙述，在国内的出版也是千难万难，经过出版者们的努力改造，将血腥味淡化了许多。曾铮女士记 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如何将一些良善人民一步一步地制造成「敌人」，并不断地扩大这一「敌人」队伍。更重要的是，这部书让读者感到中 国的劳改制度远非中共政府宣称的那样「将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除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可以解释成没有人格尊严的无耻者。任何人进了中国的监狱， 就会在这种劳改制度下，一点一点地将人所具有的尊严、羞耻心褫夺得乾乾净净。共产党当年教育下一代常用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时 代）将人变成鬼，新社会（中国共产党用这个词汇形容自己的统治时期）将鬼变成人」。但曾铮女士这本书的记述，却正好展示了中共当局如何将人变成魔鬼的过 程。记得孔夫子说过，人要「有耻且格」，意思是有廉耻心与自尊的人格，但中共政府的劳改，正好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廉耻与人格褫剥乾净。
   尽管我早就知道为了让政治犯人不能够再攻击「党与国家领导人」及「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的监狱里习惯性地用酷刑虐待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一些黑幕；知道 「文革」期间张志新狱中的悲惨经历，包括当局在枪毙她以前担心她呼喊口号，不惜割断她的喉管的血腥故事；也知道在改革启动前的1978年江西姑娘李九莲在 狱中被竹签穿著下颚与舌头那种生不如死的惨痛，知道钟海源被活杀取肾的地狱故事。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前犯人们了解过牢狱里的黑暗，但曾铮记述的那些细节还是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羞辱。这种非人类行为的残酷行径怎可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了还要迫使受害者保持沉默，那就更是加倍的耻辱。记得当年我曾阅读过 一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于中国的外国人的摄影集，这本摄影集有好几张照片拍摄的就是中国的凌迟、腰斩等酷刑。我记得那位作者曾评论：这个文明古国的酷刑高度体现了这个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与文明程度。当时我曾想过，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称我们为「东亚病夫」一直愤愤不平，但这种酷刑不正好说明中国人的灵 魂有病吗？如果不是有病，为什么会如此变态，将死刑发展成如此残酷折磨人的「艺术」并大加欣赏？整个20世纪，中国人都在为「自立于国际社会民族之林」而奋斗（或者可以谓之为「挣扎」），但中国到底在现代文明之路上前进了多少？中国政府忙于用几个现代化橱窗城市及「神舟五号」等形象工程炫耀国力与社会进步，但我认为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诸项指标中，除了这类形像工程之外，首要的指标应该是人权，并且不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而是按国际标准公认的人权。
   法轮功多年来争的其实就是一项「信仰自由」的权利，这只不过是基本人权之一而已。为了争取这一权利，不少法轮功信众付出了自由、生 命、家庭幸福等高昂的代价。在尊重信仰自由的民主国家里，法轮功信众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非暴力的和平抗争方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但 在严格控制言论的中国，在已经被中共政府长期以来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驯化的中国公众当中，法轮功的真相还远未被人所了解，因此还未能赢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记得我来美国后，有两个中国女子向我表示过她们对法轮功的憎恨。一位说她在中国城买菜时，法轮功送报纸与宣传材料给她，她拒绝接受。当我问及她们缘何憎恨 法轮功时，她们的回答竟然惊人地一致：法轮功丢了中国人的脸。就算是中国政府镇压他们，也不该将这些事情在国际社会曝光，让我们中国人跟著丢脸。我当时非 常吃惊，问她们对法轮功到底了解多少？她们答称主要是从中国的报纸与电视台电台等方面了解到的资讯，别的消息她们看得很少，也不想看。我只能劝告她们：你 们听了当局那么多宣传，为什么就不能听听法轮功讲讲他们了解的情况呢？中国古语中一句著名的话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更何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政 府一直依靠谎言与暴力来统治中国。你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问题：到底是制造黑暗的中国政府丢了中国人的脸，还是勇敢站出来揭露罪恶的法轮功学员丢了中国人的脸？这两位女子承认她们从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2002年11月25日，我因《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的发行，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一 位记者问我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持什么看法？我很明确地在这次会上表示：我本人不是法轮功信徒，但我坚决反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人道主义的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况且，即使从中国政府自身的法律来看，中国政府这种镇压之举也是严重违宪。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法轮功学员有权选择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做的抗争既符合中国的宪法，更应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有少数外国学者认为，如果从字面来理解，中国的宪法已经赋予了人民以足够的人权。但这些外国学者还必须看到这一现实：中国许多法律与行政法规正好与宪法精神相悖，比如有关惩治法轮功的许多内部法规、610 办公室的成立，以及有关新闻的《出版管理条例》、《报纸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保密规定》与《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几乎全部违背了宪法精神。而 现在统治中国的正好是人治加上这些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法律」。
   中国民众长期生活于政治专制的暴虐之下，在当局用以愚民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 影响下，不少人已经只会以政府是非为是非，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与其说是他们出自本心，勿宁说是出于当局的宣传效果。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必须学会宽容，学会尊 重与政府以及与自己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会在多元化状态中生存。什么时候中国政府放弃了控制公民的思想与言论，中国人学会尊重他人的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学 会反对一切用强权与暴力迫使人民服从的政权，学会拥护一切允许人民批评并反对的政府，中国才可以算是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国人民才能算是「真正站起来 了」。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经过若干世纪的奋斗才争取到的一项权利。基督教传世之初，曾遭受罗马帝国血腥镇压。但后来天主教取得统治地位后， 也曾以极度专制之态度对待一切「异端思想」，直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才作为一项人权慢慢被人类社会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曾 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不是我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也不是我曾经做过美国的总统，而是我在维吉尼亚州树起了人类社会第一块宗教自由 的纪念碑。」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许认识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信仰自由同样重要。因此记住杰斐逊的骄傲于他们很有必要，我个人还没有成为某一宗教的信众，但我知道宗教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解宗教文化，恰好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二战」以后，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师为了让人类社会永远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树起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铭刻了这样一段话：
   「当初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曾铮女士用自己的血泪对专制暴政所做的控诉，将书破茫茫历史长空的黑暗，唤醒人们的良知。当更多真相揭露，中国人认识到，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镇压法轮功这一系列国家罪错，都不是某个国家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所犯下的错误，而是这一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本身必然的逻辑结果，中国才有可能走出黑金政治、强权统治的黑暗阴影。
   2003年10月31日写于美国东部
   （本文作者为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专家）

致张林之妻方草
   
   
   从刘晓波、余杰被捕之时起，网上频频传来更多自由作家“落马”的消息，从杨天水、顾则徐，再到《震旦文化网》被封。“措手不及”中，似乎又有一分“见惯不惊”，直至我看到张林之妻方草“救我夫君”的哀呼。
   
   这是一份格外让人心悸的呼喊。知道张林、读他的文章，是去年年初的事。他的《劳改后遗症》让我印象尤深。除了因自己也坐过牢、受过酷刑劳役折磨而感同身受 外，他的困苦让我挂怀，他对劳改后遗症的“自疗”及“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敬服，知道他又有了可爱的妻女后更为他欣慰。在越来越“现实”的 现代女子之中，能够选择张林这样一个“劳改释放犯”的女性，也格外让人敬重。

   
   我看到的张林最近的言论，是《大凶日》和关于《九评共产党》的，他称《九评》是他生平看过的最好的文章，并藉由南亚海啸发生在“东方魔鬼毛泽东诞生的日子”而预感到：“共产党气数已尽，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
   
   令人遗憾的是，有不少即便是十分清楚中共恶行的海外人士，为了中国的“和平过度”，还在盼望中共能进行自身改良，以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殊不知，毒药它就 是毒，它是转不了性的，对它寄予的幻想越大，时间越长，它所带给民族和国家的灾难就必然越深重。最近的疯狂抓捕难道不是明证？
   
   近来还经常看到一个词汇：“审美疲劳”。在经历和见证过太多中共的流氓行为之后，对于它的罪恶，我也几乎要产生“疲劳”。我甚至已不屑向流氓表示愤怒。然而，看到方草的呼吁，我的心却突然变得柔软，我的眼中流出了泪水。
   
   这是怎样的伤痛和罪恶！我想起自己的先生在我逃至海外后，受我牵连而被捕入狱的那段丑陋到我不愿，也无力去描述的日子。不知所爱之人的下落生死、不知年幼 的女儿如何面对“父母双失”的打击所带给我的内心煎熬和苦涩，超过我自己身陷囹圄的最坏时刻。每天我都挣扎着才能起床。如果不是必须营救先生的决心支撑， 我很可能就此崩溃。
   
   我想在此向方草女士致以最深切的敬意。您向海外媒体揭露张林的失踪，无疑是做了一个最明智的选择。黑暗的时光不容易度过，我们只有靠坚定的信念。相信张林 一定有足够的理性和能力面对新的磨难，相信您的坚强、平安和乐观定会给他力量，相信再黑暗的岁月也会过去，相信有许多人在关心帮助张林，相信邪不压正一定 是天理，相信越是疯狂，越是不能久长。
   
   请坚忍、乐观、多保重！
   （2004年1月）

再致张林之妻方草－兼论免于恐惧的生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先，看到张林平安回家的消息非常高兴。上次写信时本来想写“吉人自有天相”，又怕在那种情况下让人觉得空洞。

   其次，我想跟您说，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担心过度”而不安和道歉。免于恐惧的生活，本来是人最基本的权利，现在我们却要为自己还未能免于恐惧而不安和道歉！
   我也经历过两次让我初时想笑，转念想哭的虚惊。
   一 次是六四后，那时我在北大上研究生。当时流言乱飞，说要军管，学校强烈建议学生不要住在学校，尤其是睡上铺的，会有中流弹的危险。我一时找不到住处，仓皇 中，借住在朋友办公室里，睡在硬梆梆的办公桌上。晚上出去方便，一阵机关枪响让我魂飞魄散，仔细一听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片蛙鸣。
   还有一次是在劳教所。我在《静水流深》里写到了先生第一次来劳教所看我时的情形。当我指给他我脖子上电棍留下的伤时，他只匆匆瞥了一眼就象被烫了似的将目光移开，死也不肯往回看。
   事隔不久，他跟一位带有“劝降”使命的老教授在非探视时间来看我，屋子里好多警察“相陪”。一见面，他就条件反射似的又往我脖子看，又是匆匆一瞥便将目光转向我的眼睛。他的眼中是大大的问号，那无声的急切和焦虑几乎将我灼伤。
   我连忙低头看自己的脖子，瞬间明白了他为何如此惊慌：我脖子上抹了过多的爽身粉而呈现出刺眼的雪白，让他以为我又受了什么古怪的刑罚。
   我有些好笑，低声说：“爽身粉。”他这才松口气，顺势坐下来。
   现在想起这个情形，却无论如何笑不出来了。知道那爽身粉意味着什么吗？
   酷暑盛夏，正是劳教所赶织秋装的时候。十几个人挤在狭小、密不透风的囚室里抱着“温暖”的厚毛线秋装狂织。屁股坐烂了不说，出汗无法避免，而手一潮就带不动线，难免影响速度。我们必须象飞一样的织才能完成定额。
   所以，爽身粉是我们买来做干爽剂用的，每当手汗潮了，就连忙抹一点吸汗，以保证始终能以飞一样的速度织。为了抢时间，上完厕所都不敢洗手的，手会潮。
   脖子上的爽身粉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抹上的。整天低头狂织，不抹上爽身粉，汗早把脖子腌烂了。
   我的《静水流深》是先找到英文版出版社的。事实上是出版社听了澳洲ABC电台对我的采访后主动找我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用中文写的，原以为他们会就此止步，谁知他们说没关系，你把书的前三章给我们，我们找人评估一下，好的话我们找人将它翻成英文。
   我 将前三章发给了他们找的人，是个懂中文的西人，也是我的书后来的译者Sue Wiles女士。她看后写了个评估报告给出版社，总体评价很好（这也是Allen & Unwin 决定为我出书的原因），但对书中我对婆母的描写略有微词，认为我是不是有意把她写成一个“反面人物”。
   是的，我在书中写到了婆母在中共镇压法轮功后，不惜躺在门前阻止我出去与功友见面、甚至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逼我写下离婚书的情形。
   但是，我绝不是想把她写成一个“反面人物”。相反，我太爱她了。也许是我表达能力的问题。我其实是想控诉那恐怖，控诉那把我婆母这样善良普通的百姓逼到绝望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想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长年累月生活在恐怖之中，我的心就痛到流血！
   婆 母去年9月9日去世了（与毛泽东同一天！）。她始终未能从我先生被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当时传出的消息是，我先生将被判十年以上的徒刑。后来证明这是一场 “虚惊”。但是这场“虚惊”，却要了婆母的命：先生被关的一个月中，她掉了十几公斤肉；先生被放出来两个月后，她便被查出患了癌症。医生说，这是过度的精 神刺激所致。
   婆母走了，我们一家人都还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先生甚至不愿回家，去面对那“物是人非”的空落。我们难道还要为我们的“虚惊”而道歉么！
   我写不下去了。就以此作为对国家恐怖主义的控诉吧。
   愿所有中国人都能早日过上免于恐惧的生活！
   2005-01-13

方劲武麻烦大了


   （2005年2月10日以笔名看不过发表）
   中国新年还没到，悉尼的“中国新年市场”却率先热闹了起来。可惜这场热闹不是喜庆的喧腾，而是不谐和的噪音。
   其实这个不谐和的噪音，从五年前就开始 了，只不过在今年，因为《悉尼晨锋报》的一篇报道“中国新年游行之争（Row over Chinese new year parade）”，它才被更多的人“听见”。
   说起来，事情也简单得很，就是以方劲武为首的“中国新年小组委员会（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subcommittee）”，第六次拒绝了法轮功团体参加中国新年游行的请求；而法轮功方面，也第一次没有象前五年那样，将这口哑巴气吞下去就算了，而是将这事捅给了媒体，以及“中国新年小组委员会”的“老板”，悉尼市政厅，并表示不管有否接到邀请，都将于新年游行时“出现”；而新当选的悉尼市长莫尔（Clover Moore MP）亦致信方劲武说，她对法轮功代表提出的“把法轮大法拒之门外是一种歧视而感到担心。为了保证事实不是如此，你能否把选择参加游行团体的标准提供给我？”
   据说委员会接到市长的信会后开了一次会，讨论的结果仍是拒绝法轮功的请求。对于法轮功将于游行时“出现”的说法，方劲武致信悉尼法轮功协会道：“我们将发放媒体通行证给摄影师，他们将从内外两面拍摄游行的全过程。我们有与中国有着很密切的贸易和文化关系的商业人士，他们将用一小时八元的价格雇佣摄影师，将所有来‘抗议’的人拍照。为什么是八元呢？因为他们听说这些‘抗议者’是一小时八元雇来的（We will issue Media passes for Photographers and Cameramen who will photograph and video tape the whole parade inside and outside. We have Business people with strong trade and cultural links with China employing freelance photographers at 8 per hour to photograph the “Protesters”. Why $8, because they heard your Protesters will be paid $8 per hour to protest and to release printed material.）”。
   看到这里，看不过忍不住笑了：这方劲武咋越活越没出息，从“唐人街之王”，摇身一变，成黑老大了？
   说实话，自打两年前因看不过墨尔本政厅不让法轮功参加当地的蒙巴游行，而写了一篇《苏震西的三大错误》以后，本人已700多天没讲过话了，即便是在看不过的文章发表一年多后，墨尔本政厅输掉与法轮功之间的官司，被判决向法輪大法協會公開道歉之后。看不过生平有个脾气，只喜欢“攻击”看似强大，实则虚弱的人，而不屑于在某些人已经输掉官司之后再去打“落水狗”。不过在此可以先教方劲武一个乖：想知道看不过如何“言之有预”，以及苏震西犯了哪三大错误、为什么会输掉官司，可以到这里去学习学习（如果你有这个胆识的话）：http://www.dajiyuan.com/gb/3/3/12/n285519.htm
   在说为什么方劲武麻烦大了之前，看不过倒想先来剖析剖析方劲武之所以不让法轮功游行的“难处”（请注意：这些“难处”都是方劲武自己对外讲的）：
   难处一：“如果不拒绝法轮功团体参加，那些委员会成员就拿不到回中国的签证了”；
   看不过评曰：列官看官，听见了没有，方劲武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委员会成员能否拿到回中国的签证！
   也许您会说，对呀，我很理解呀，谁不想回中国？回不去多麻烦啊？我还有生意要做呢！
   是的，如果您只代表自己，您这么想无可厚非。而方劲武们呢？既然受市政府之托组织新年活动，好歹是个“官儿”，有了一定程度的生杀予夺权力，那么就应该站在市政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市政府是干什么的呢？是选民选出来，用纳税人的钱，再来为纳税人服务的。在澳大利亚，各个团体之间，大家都是平等的，市政府对每一个团体，负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你凭什么为了几个委员的“中国签证”，而将整个市政府和澳大利亚的原则出卖？你还有脸坐在那儿？还好意思说？——呸！
   人说中共政权是流氓成性，将全中国的人民都挟持为自己的人质。流氓政权用“中国签证”，以及“中国签证”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来耍流氓，你就心甘情愿“受之如饴”了？
   难处二：“如果法轮功团体参加游行，那么一个从中国来的与委员会一起策划这次游行的表演队，就会在筹备期间停止合作，那新年游行就办不成了”；
   看不过评曰：这真是岂有此理！死了张屠夫，就得吃带毛猪吗？前几年中国新年游行，有中国来的表演队吗？咱悉尼人的年就过不去了吗？
   再一问，前几年没有中国表演队，方劲武们不照样拒绝了法轮功吗？
   既然纯属借口，把这条列出来作甚？想掩盖哪一条真正动机？列位看官谁也不比谁傻，想来不用看不过点破！
   难处三：“你们应该与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和我们解决。 如果你们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我们马上接纳你们参加游行”；
   看不过评曰：哎，方先生，法轮功是申请参加悉尼的新年游行，又不是参加中国的新年游行，凭什么要跟中国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我们马上接纳你们参加游行”，原来，方先生唯中共的马首是瞻？澳洲啥时候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了？看不过倒孤陋寡闻得很。
   喝着澳洲的水，吸着澳洲的自由空气，却隔山差水地去舔中共的臭屁股，也不知是哪根筋错了位。下一次，我看真得建议建议悉尼市政厅，别随便乱任命什么委员会主席，得先搞搞清楚，这个人是把澳洲的民主、自由、公平、和谐、宽容等“澳洲精神”放在前头呢，还是把“中国政府”的旨意放在前头？
   难处四：“我们不想在当地搞政治”；
   看不过评曰：看官，这个“难处”的意思是，接受法轮功参加游行就是搞政治，不接受就是不搞政治。
   政治者，何物也？社会公共事务之管理也，你真不想搞？那下次大选投票你别去了。
   为什么“搞政治”在中国人眼里成了那么可怕的一项罪名呢？这当然是拜中共之赐。其实中共自己，是把法轮功当作一项最大的“政治”来搞的，所以才会倾举国之力发动这场跨世纪、跨国界的镇压。不搞政治？江泽民的三讲第一讲就是“讲政治”！
   为什么“搞政治”那么可怕呢？因为中共的政治，就是杀人，就是运动，就是打、砸、抢，就是一毁就毁几代人的血腥暴力。而且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只有中共能“搞政治”，别的人都是被政治搞的对象。
   所以方先生之“不想搞政治”，恰恰是配合了中共镇压法轮功这个最大的罪恶政治，而同时又寄望于法轮功学员能够一声不吭地被“搞”到底。
   以前听一位不见得比方先生更不“有口皆碑”的侨领讲，他特别鼓励华人参与政治，澳洲是个民主国家，你不参加，岂不等于自己放弃权利？
   在这里，我还想教方先生一个乖，知道上次法轮功怎么打赢与墨尔本市政厅之间的官司的吗？正是“政治”！
   怎么回事呢？听我慢慢道来。法轮功学员多次跟他们的律师讲，我们不搞政治，我们没有政治目标，只想反迫害；在最终判决之前的庭辩上，甚至连法官在看了法轮功学员准备的游行照片时也说：“这是文化，这不是政治。”但在最终辩论时，法轮功方的律师仍是以“政治性歧视”赢了这场官司。他们的理由是，澳洲法律对“政治”的解释是，你岂图改变一项国家政策，就是有政治主张；而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不就是试图改变国家政策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算他们没有政治目标，他们有也政治观点；而根据澳洲法律，因政治观点而歧视某个团体是违法的。大律师漂亮的庭辩为法轮功赢了一场漂亮的官司。
   所以呀，方先生，以后可千万别把“搞政治”当作一个屎盆子，愣往法轮功头上扣。澳洲是民主国家，不是共产独裁者的天下，“搞政治”不犯法，知道不？
   那为什么说方劲武麻烦大了呢？
   其一，拒绝法轮功之举很可能招来歧视案官司。虽然看不过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悉尼的法轮功没有跟墨尔本的学学，居然受了六年的窝囊气也不吭一声。但这回他们好象醒过味儿来了，想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了。真招来官司，你方劲武能比苏震西更牛？这不是麻烦大了？
   别慌，这才不是最大的麻烦呢。就算真的招来了官司，也真的输了官司，丢的只是脸面和钱财，这些还要不了命。要命的是——
   看过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系列吗？《九评》说共产党是个邪灵，寄附在中华民族身上。既然是邪灵，就得用谎、恶、邪、斗、妖、恐、暴、魔、狂……，来为自己灌输能量，并维持统治。要不然，怎么会有几千万人在中共统治之下死于非命？别看它这些年扮出一副妖媚的面孔，迷住了象阁下您这样眼光短浅、是非不明的浆糊脑袋，邪灵就是邪灵，它转不了性，它一边迷惑着您，一边一天也没停止杀人，知道不？
   杀人多了怎么样啊？招天杀！
   看见《大纪元郑重声明》了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自打《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网上已经有八千多人退出共产党了。人家逃还来不及呢，您怎么还往自己身上招呢？
   也许您看到这里笑了，说我吓唬您老人家。先别笑，天要收人时，那真是快得很。维持了一百多年的那么大的共产主义阵营，怎么说完就稀里哗啦全完了呢？中共的娘老子苏共，三天之内就纷崩离析，之前有谁敢想？
   被邪灵附体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会象被鬼迷住了心窍一样，做出一些智不清的事情。就象文化大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手，底下被接见的百万红卫兵小将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您觉得挺好笑，是不是？
   以前我听说，在悉尼华人中，您是如何如何的不错，传送过悉尼奥运火炬，好歹也是个“著名侨领”，最不济也算个文明人、斯文人吧。可是您再看看您自己那封信：“ 我们将发放媒体通行证给摄影师，他们将从内外两面拍摄游行的全过程。我们有与中国有着很密切的贸易和文化关系的商业人士，他们将用一小时八元的价格雇佣摄影师，将所有来‘抗议’的人拍照…… ”您不觉得这口气太象黑老大了吗？您不觉得这吓唬人的流氓逻辑，已经与中共如出一辙了吗？您还是您自己吗？！这不是邪灵附体了是什么？

 看在今天是大年初一的份上，看不过再教方劲武最后两个乖：一、你以为“拍照”就能将法轮功吓回去呀？您与中共比，谁更恶？“拍照”与“打死算自杀”，哪个更可怕？如果区区“拍照”就能把法轮功吓住的话，他们早就被中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二、“八元钱”一小时就能将法轮功收买的话，那中共把他们收买过来不就完，费那么大劲镇压干嘛？费力不讨好的。论收买人心，谁比中共更慷慨？被中共收买的人和国家，不是有的是吗？
   ——拿这么小儿科的东西来吓唬人想象人，“徒增笑柄耳”。
   方先生，别觉得看不过的话不好听。猛言苦口，愿你早醒。说到底，麻烦大不大，就看你的心！
(方劲武麻烦大了 全文完博

與黃若先生商榷—兼談法輪功為何「動不動就報怨被『歧視』」


   　　看了黃若先生登在《澳週刊》上的《民主、法制、尊重與歧視》一文，有幾點意見想提出來與黃先生商榷。 
   　　黃先生可能不認識我，我不妨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曾錚，來自中國大陸，曾因修煉法輪功三進拘留所，後被勞教一年，2001年逃至澳洲。去年初出了一本20萬字的自傳體紀實文學《靜水流深》，英文版叫Witnessing History，將於今年三月由悉尼最大的獨立出版商、《魔戒》的原始出版者Allen & Unwin出版。去年出書後有朋友介紹我參加雪梨作家協會，好像不是李明晏任主席的那個，是另一個。那個作家協會的主席給我了一張入會表，讓我填好後傳真給他。誰知表上那個傳真號好像不對，我試了一次傳不過去，就這麼拉倒了，至今也未入會。 
   　　不入會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在潛意識裡始終不認為自己是作家。我的中文出版社，台灣智慧事業體的老闆說，我的書是用命換的。人的命只有一條，所以，我這一輩子，大概是再也寫不出這樣的書了，我當然很難認為自己是作家啦。 
   　　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作協會員，所以對於您文章的第一部份，沒有甚麼想在這裡談的意見，今天主要想就第二部份與您談談。 
   　　您說，雪梨警察抄牌專找華人，您坐飛機時常因為是東方人被抽檢（這一點我與您一樣，「同病相憐」），但您不能因此提出抗議，說受了歧視。 
   　　您還說，抄牌員專找華人是「理所當然」，因為摸著良心說，全雪梨交通最差的地方就是華人出入之處，因此我們無臉抗議。 
   　　您這話算說到點子上了，華人交通上做得差，人家查你，你當然無臉抗議。反過來，如果華人做得不比西人差，甚至比西人還要好，抄牌員再專找華人的岔，那咱華人還幹嗎？可能早就跳起來抗議了吧？ 
   　　所以，法輪功學員「開口閉口控訴被歧視」的關鍵點就在這裡。在中國，他們都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沒有無故被迫害之理；在海外，他們照樣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也沒有被「重點查抄」之理。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外集體上訪之事。我有幸是那次歷史事件的當事人。這件事海外媒體曾大幅報導，中共的宣傳機器也利用國人的政治想像力，使勁把它往政治方面引。 
   　　這裡我不想討論這件事是否是「政治」，只想提一個很小的細節。「4.25」那天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外靜靜站了一天離開後，地上連張碎紙片都沒有。瞭解中國國民素質的人都知道，如果是一般的群體，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據說鎮壓法輪功的決策者看到法輪功學員「4.25」維持那麼良好的秩序，走後場地那麼乾淨後，更進一步痛下鎮壓決心，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經過嚴密訓練的團體，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勁敵。 
   　　我後來被關押在拘留所時，還聽到這麼一個故事：鎮壓法輪功後，每天有大量學員到天安門請願，有位司機受命每天開公共汽車將這些人從天安門拉走。他聽信宣傳，以為這些人都是可怕的邪教徒，因而要求開車時必須有兩個警察在身後保護。他拉了一車又一車的人，從未與任何人交談過。每次拉完人去打掃衛生時，都發現車廂裡非常乾淨。這位司機工作幾十年了，各種各樣的人都拉過，但從來沒有說拉完哪一種人後不需要打掃清潔的。就這一條就感動了他，後來他不再要求警察保護了，還對別人說，就憑法輪功學員這麼文明、這麼知道保持衛生，我看他們肯定是好人。 
   　　我說這話您不一定同意，法輪功學員被有的人認為「激進」，正是因為他們選擇了很高的做人標準。比如說，絕大部份中國人在中共的高壓政策下，特別是「六四」的血腥鎮壓後，都選擇了默認、服從，或忘卻。而法輪功學員卻選擇進行和平的抗爭，以維護信仰自由和做人的基本尊嚴。他們的選擇與許多人的心理預期不一樣，所以就被認為是「激進」了。其實，看一看他們的所謂「抗議」，絕大部份時候，不是放音樂默默行走，就是閉目煉功，連句口號都沒喊過。所謂「激進」，只不過是存於內心的一種信念，和敢於向最殘暴的鎮壓說「不」的勇氣罷了。 
   　　您又說，任何一項活動，「主人」都有挑選「客人」的權利，鄰居開PARTY不請你，你不能抗議說受了「歧視」。 
   　　是，如果方勁武先生在家開PARTY沒有請法輪功，那絕對是他的權利——他的家是他的私人領地嘛。 
   　　可是，新年遊行是在悉尼大街上，這是公共領地。組委會是受市政廳委託具體操辦，政府花著納稅人的錢，為納稅人服務，當然得「一碗水端平」，把個人的喜好、恐懼放在一邊，秉公執事。如果方勁武等人真的有「選擇客人」的自由，悉尼市長也不會給他寫信說：「我對Deller先生（註：法輪大法協會主席）提出的把法輪大法拒之門外是一種歧視而感到擔心。為了保證事實不是如此，你能否把選擇參加遊行團體的標準提供給我？」 
   　　而且最終，法輪功還是參加了遊行，方勁武說：「這是我們內部同市政廳和交通警察一起商量的……市長希望大家和平，希望大家都滿意。」 
   　　這也說明，新年遊行不是私人開PRATY，公眾事物，就得依循公共的準則，否則，澳洲有來自多達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移民，都依據個人喜好、個人利益辦事的話，社會早就亂作一團了；而您本人，說不定也會成為被甚麼人「歧視」的對象。 
   　　您還說法輪功必須將自己定義，並看組委會是否也同時邀請了其它宗教團體如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據我所知，法輪大法「學會」其實應該翻作「協會」，它的英文註冊名稱為「Falun Dafa Association」。根據這個名稱，它也就是一個民間團體，既沒有宗教色彩，也沒有學術色彩。法輪功對自己的定位很明確，就是一個修煉團體。但是，別人要怎麼看，那是別人的事情。 
   　　至於說組委會是否邀請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其實這個問題應該反過來這樣問：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是否曾連續六年要求參加中國新年遊行而被以「莫須有」的理由莫須有的被拒？是否還有任何一個別的團體連續六年申請被拒？如果沒有，那問題的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黃先生不知是否瞭解發生在維省的兩個很類似的案子，一個是法輪功申請參加由華聯會組織的新年節慶活動被拒，一個是申請由墨爾本市政廳主辦的2003年 Moomba 遊行被拒，其情形跟悉尼法輪功學員申請參加新年遊行被拒非常類似。維省法輪功學員將這兩個案子都打到了維多利亞民事及行政法庭（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兩個案子都經過了一兩年左右的Argue，原告、被告雙方都充分的提交了各自的「證據」並在法官面前進行了庭辯（據我所知，只有執法人員，才有要求提交「證據」的權利，老百姓打「口水仗」時，憑藉的，無非是各自的信譽）。最後的結果是，華聯會做出書面承諾，保證在未來五年內允許法輪功參加新年聯歡活動；墨爾本市政廳，則被法庭裁決在14天內通過當地三家主要中文報紙向維省法輪大法協會公開道歉。 
   　　在這兩個案子中，法官都認定了有「歧視」存在。而且，澳洲的法律體系沿用的是案例法，也就是說，之前已經成立的判決，可以在後來的訴訟中被援引。當時便有法律界人士評論道，墨爾本市政廳敗訴的案子，開了澳洲反歧視法的先河，具有重大的意義。以後再有任何團體（不止是法輪功啦）遭受了歧視，此案的判決都具有參照價值。 
   　　我想，對於法律，我們肯定都不會比法官更精通、更有權威。既然法官已經就此做出了判決，我們就不用再爭論了。 
   　　我在此倒想向黃先生做另一番陳情，希望您能理解為甚麼法輪功學員會「在乎」那麼多事情，實在是因為，他們的中國同道被迫害得太悲慘了啊！而且迫害中最可怕的一點就是，因為大陸的「輿論工具」全部掌握在當權者手裡，我們在海外一點點不經意的動作或姿態，都可能被迫害者利用，這對那些已經處於絕境的中國法輪功學員來說，無異於是雪上加霜啊！ 
   　　我給您取個例子。不知您還記不記得，南澳的武麥拉非法移民拘留中心曾發生過船民焚燒難民營的暴動事件。這件事本來跟法輪功毫不相干，可是卻被中共利用來造了天大的謠言。石家莊勞教所曾強迫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學習一個批判法輪功的小冊子，裡面說，現在澳大利亞也「取締」法輪功了，把法輪功學員都抓起來關在拘留中心，在那裏，女學員被強姦，男學員被雞姦，他們不堪忍受，奮起反擊，焚燒難民營…… 
   　　您覺得吃驚嗎？這樣的謠，他們不敢在外面造；但在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勞教所裡，它起的作用，可能足以從心理上將一個已被折磨到崩潰邊緣的法輪功學員徹底摧垮。我在《靜水流深》裡寫到了自己處於信仰崩潰邊緣的那種絕望。在那樣的時刻，一根稻草都有可能將我壓垮，更不用說「全世界都已取締法輪功」的消息…… 
   　　一個制度，能將人的精神摧殘到那種程度，絕對是對人類、對生命的犯罪。 
   　　其實別說是您了，連未經歷過迫害的澳洲法輪功學員，在看到我接受媒體採訪時動不動就會流淚時都曾感慨：「她的感情真豐富。」我聽到這話時心裏有些黯然。我哪裏是甚麼「感情豐富」，只是心中實在有一座苦難的水庫、一碰就會決堤啊！那座庫裡存著的，不僅僅是我自己的苦難，更有所有曾經遭受迫害和正在遭受迫害的人的苦難！ 
   　　每當我想起與我一起被關押的瞎子也與我們一起被迫服苦役、在野墳地上種草，趴在地上一棵一棵地去摸那些因她的摔倒而飛得到處都是的草苗時；每當我想起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被警察揪著頭髮將頭往牆上「咚咚」亂撞、白頭髮一把一把被扯掉的時候；每當我耳邊再一次響起不肯「認罪認錯」的法輪功學員在電棍下的慘叫聲時……我都會流淚。 
   　　這樣說，您也許覺得抽像。那麼我請您看兩張圖片：一張是瀋陽魯迅美術學院財務處法輪功學員高蓉蓉被迫害前的照片，一張是她在瀋陽龍山教養院被連續電擊6、7個小時後拍攝的，拍攝時間是2004年5月17日，距離她被電擊毀容，已有十天。 
   　　她被毀容的事實，有瀋陽市司法局在高蓉蓉從瀋陽醫大一院被人救走後所發的「《協查通報》」為「證據」。通報說：「高蓉蓉1、55米左右，體態偏瘦，體重80斤左右，左側面部有明顯疤痕，本人不能獨立行走……」她為甚麼不能行走？她面部的疤痕是哪裏來的？《通報》不敢明言。 
   　　也有記者說，你們法輪功總是說迫害、迫害，說得太多了，構成了一種「祥林嫂效應」，以至媒體對迫害的事失去報導的興趣了……聽到這話，我更只能黯然。同樣是迫害，而死的人卻個個不同啊！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的名單，在不斷的加長啊！僅今年一月，就又有75宗迫害致死的案例被證實。至2005年2月15日，法輪大法新聞社通過民間途徑證實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已達1417起。　
斯大林講過:「殺死一個人是殺害，殺死一萬個人只是統計數字。」「 1417起」，對於中共的當權者，當然也只是一個統計數字，雖然它可能比實際的數字小很多。 
   　　如果海外的「歧視」，不是與中國大陸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密切相關；如果不是因為海外的小小「歧視」傳回到大陸，對應的可能就是關天的人命，我想，澳洲的法輪功學員們絕不會「無事生非」，動不動就提「歧視」。他們care的，實在是人命、人命啊！否則，修煉人本來是不管人間事的，看《紅樓夢》裡的一僧一道，唱著《好了歌》，來去多麼瀟灑自如，管它甚麼遊行不遊行呢！ 
   　　就包括我寫這篇東西，也只是想appeal to the kindness of your heart, which I believe must be there, and a lot. 
   　　2005-02-15
(與黃若先生商榷—兼談法輪功為何「動不動就報怨被『歧視』」 全文完博

中共灭亡是天意
   
   
   （2005年3月在悉尼《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发言，据《希望之声》电台录音整理）
   前几天我和一个朋友交谈，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没入过党。我说“那太好了。”我和他谈到《九评共产党》，他当时对我说：“如果哪天共产党垮台， 我放鞭炮放得比你还响。我早就盼着它垮台了。但是，我觉得情况没有你们想得那样乐观，起码还得等十年以上。”他认为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也是很短的，一眨眼就 过去了。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增长得很快，在全世界都排在前面。有这样的经济在支撑，所以虽然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坏事，也不会那么快就垮台。
   但他随后又加了一句：“除非是天意。”我当时就对他说：“确实是天意。”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每一朝每一代的灭亡其实都不是人造成的，都是天意。这对我来说是 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到今年有七、八年了，是我用自己的理智和生命认知事物，对于人个体的生命和对于人类整体社会很多现象重新思考的结果。 

   最近我的一本书的英文版刚出版，书名叫《Witnessing history》，写的是我个人97年在大陆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三进拘留所，一进劳教所的经历。前不久，我看到三月份的《澳大利亚书评》上有 Monash 大学的一个honorable researcher（荣誉研究员）发表的一篇书评。我在墨尔本的时候他认识我。他写道“我认识曾铮，在我印象中她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人。但是在我看了她 的那些经历时，我不断地在心里问她：你为什么不放弃算了？你为什么总是要把自己和法轮功联系在一起，去承受那么可怕的事情呢？”在他看到我经历过那么残 酷、那么可怕、超出他想像之外的事情之后，他想起他见过我，和我有过短暂的交谈，他说他完全不能理解。 
   说实话，如果是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也不会理解今天自己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我的那本书中文有20万字，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前面的都可以忽略，最重要的是在后记里。我写了两点： “我还有什么要说”。第一点是，经过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能够坚持下来。在刚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是在国内，我真的感觉到乌云压顶，天和地都倒过来了。 在厉害的时候，觉得连喘气都困难，真是有这种切身感觉。但是我也有那样的状态，那就是觉得自己能够蔑视世界上所有的军队和警察，虽然只有这样弱小的身躯， 但是我真的蔑视世上所有的苦厄，我能做到这一点。而实际上我原来的性格是非常软弱的，别人吐口唾沫就会把我淹死。我从来不敢和任何人发生意志上的对抗，和 别人还没吵架浑身就开始发抖了，不能张口。 
   另一点就是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我谈得很简单，但那是我通过自己这么多年来用生命去思考、去 体验、去证实，用生命做出的结论，我希望和大家分享。微观世界是非常有序的世界，金的原子排列和银、铜、铁的原子排列不一样，改变以后就是另一种东西了。 而宏观的世界也是非常有规律的。所有的星球都按照自己的既定轨道在运行，我们能算出某一颗彗星什么时候能回到太阳系，什么时候我们能观察到哪一颗星星。那 么为什么惟独人类这个层次看上去很乱呢？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自己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社会的走向也好像不确定。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其实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是有道理的。所有宏观的粒子都是由更微观粒子组成的。所以我们通过修炼，用自己的生命（其实人的身体结构是这个时间最完善的， 世界上最高级的仪器都超不过它）真正想去验证、感知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能够走一个捷径，发现最高的宇宙的规律。通过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我最大的发现就 是：人类社会实际上是由更高层的生命在安排、控制的－－当然高层的生命也有正的，有负的－－所以什么事情在人间发生，虽然我们人不知道，但归根到底都是天 意。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来，为什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共产党很快要垮台呢？这也是一个天意。我想，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多讲，《九评共产党》已经 说得很明白了。把共产党这么多年干的事情一一罗列出来，稍微有一点人性的人都会说：干了这么多坏事它如果还不灭，那真是没天理了。在世间，干了这么多坏 事，杀了这么多人，毫无道理地迫害了几千万中国同胞，这么邪恶的一个团体、一个党，说邪教也好，邪灵也好，它再不灭就没道理了。 
   那么这 和我们退党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人脑中想的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说做了好事就是好人，做了坏事就一定是坏人。而是看人脑中想的是什么。有 的人表面上伪装的很好，一脑子想的都是坏事，那么按照宇宙的理来衡量，他还是坏人。既然天已经定了要灭这个党，早灭迟灭都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是要走这一步 的。退党对每个人来说，对于每个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入共产党的人来说就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也曾经是共产党员，而且我是在大学三年级就入了党，是我们班的 第一个，也是“唯二”的党员（我们班一共只有两个党员）。为什么退党很重要呢？因为有这样的理在定着：天要灭它，它在世间总有一些实相的代表，那些最坚定 的，最邪恶的，被操纵干了很多坏事的人，坚定顽固跟着它要走到底这些人，可能到今天就被视为是它的一份子。所以在这个时候还不退出来，对一个生命来说就是 很危险的。 
   《大纪元》网站上有很多文章说了，人类流传了这么长时间的预言，像《圣经•启示录》里关于兽的印记，很多东方的宗教里、民间 的传说、预言，其实都指向了今天。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不只是对于人类很重要，对于比人类社会更大的一个空间层次都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作为我来说，就像刚才在来的路上开的玩笑：在今天这么热的天，到这么难找的地方来是为什么？我是觉 得，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让更多的人清醒，一是能加速那天的到来，一是能救更多的人。对我来说，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世间能得到什么，我已经不是 很在乎了。但是，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挺着急的。因为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大的事情，他不会去等一两个人。那一天来了就是来了，大淘汰开始就是开始 了。
   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记载，仅仅是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搞得人不信神，失去了和神的联系。回顾人类的历史，几千年里，各个民族都是信神的。 每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可能都有他们最终的目的。有神在管他们，《圣经》里说有神在什么时候会回来救人。什么时候会回来，什么情况下会回来，有各种记 载。 
   所以说，今天就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这么大的事情已经出现了，法轮功能够在七年内洪传到那么广的范围，在中国国内，在世界上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现象了。可以说中国政府这几年很多事情都押在了法轮功上。法轮功已经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而从《九评共产党》发表到今天有20多万 人退党，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潮流。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的人能够往前看，有的人却还在其中，还没有十分明白。但我觉得在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潮流，一个趋势的 时候，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反省的。说实话，为什么神一定要救人呢？耶稣说，人都是有罪的。神救人其实是看人的一念：你敬不敬神，信不信神。
   我 认为《大纪元》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媒体，登出这样郑重的声明，甚至为了考虑到中国大陆人士的安全，用笔名，化名退党都可以。神看什么？神看人心。神告诉了你 这个，而且保证了你的安全，你不会有任何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去赌一把：我就不信这个……我想大家都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开这个玩笑。
我为什么以“静水流深”为书名
   
   
   （2005年3月在墨尔本新书签名会上的演讲）
   
    

   墨尔本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四川是我的第一故乡，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墨尔本就是我的第三故乡。当我从中国的大监牢里逃出来的时候，墨尔本是我的第一个落脚处。而且我《静水流深》这本书的写作是在墨尔本完成的，所以我对墨尔本有很深的感情。
   　　
   《静水流深》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一个法轮功学员的生命见证”，我去台湾做新书发表的时候，就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用“静水流深”做你的书名？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从我们修炼的角度来讲，法轮功是一种佛家的修炼方法，他跟一般的佛家、道家的修炼方法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改变一个人是从生命的微观或者说从身体粒子的微观来改变的。
   　　
   大家可能听说过，道家里面有这样的故事，崂山道士他练到一定程度，他穿墙就过去了。这样的事呢，听起来像神话，其实也不奇怪，比如我对着一块布吹口气，这口气就能穿过布过去，因为我吹的这口气的粒子比这块布的间隙要小，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穿墙而过是可以存在的。如果从一个人的生命的表面来改变一个人，这个人真的能够穿墙而过了，人人都这样，那么人类社会也就不成为人类社会了。所以，那样的修炼方法在古代他是不入世的，在深山老林里一个人修，他飞檐走壁也好，穿墙而过也好，不会对社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法轮功是在人类社会中修炼的一种方法，是一种入世的修炼方式，如果采用这种方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法轮功改变人的生命是从微观开始的。微观下改变了100份，表面上可能只改变了一份，所以就适合很多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他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也好，他在客观上能够起到的祛病健身的效果也好，他都是从人生命的最微观开始作用的，表面上的反映可能很小，但是每一个真正修炼的人自己会有感觉，会有体会，所以这也是法轮功受到这样的打压他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吧。这是我从修炼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它叫?静水流深?，这是我们法轮功修炼法门很特殊的一个改变人的方法。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通过我的书很想反映的一点，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惨烈和“不可见”。无论是生活在海外还是国内的人都会觉得这场迫害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都没有听说过，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死了那么多人，真的假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确实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中共专制的政治一个是靠谎言，一个是靠恐怖，因为它对舆论的掌控，它完全控制了大家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几十年这样下来，它就能够掌控你的思想方式，你相信什么还是不相信什么。我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99年开始镇压以后，我被拘留过三次，劳教一年，从我第一次坐牢开始，然后反覆坐牢的过程中，从我所能接触到的，我能看到的，拘留所、劳教所95％被关押的人都已经是法轮功学员，而且这一次迫害跟以往的文革，反右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文革它是动用红卫兵，动用武斗，棍棍棒棒的上，这一次它为了符合新的形式，欺骗国际舆论，搞所谓“以法制国”，它运用的直接是国家机器，用的是警察、监狱、劳教所，最后所有这些地方都不够了，那么就建了洗脑班、“法制学校”，或者干脆把你软禁在家里。那么从它的广度上来说，这个迫害的面是非常广的，直接受波及的人也是非常广的，所有的监狱劳教所都占满了，而且是严重超员。当年我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的时候，8平米那么小的房子，本来是8个人的设计标准，8个人的床，但是关了20个人，这是从规模上讲。
   　　
   从迫害的程度上讲，它把你关在那里的唯一目的是要让你改变你的信仰，放弃你的信仰，为了达到这一点，那所使用的方法，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我举个例子，我们墨尔本有一个作家欧阳昱，他的弟弟欧阳明就是湖北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他被反覆关押的次数比我还要多，从网上披露的报告来看，他在拘留所里受到过100多种刑罚。进去以后，先就被用鞋板把脸打烂了花，然后到劳教所以后，受到了难以想像的精神摧残。举个例子，我们是信仰法轮功的，我们有自己的师父，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天、地、君、亲、师”，都是供着牌子要烧香的，那么“师”和“天地君亲”是排在一起的。他们把他扒光了衣服，让他裸体往我们师父的肖像上坐，他受不了这种精神侮辱，只好从二楼上跳下去，以免被迫做对师父不敬的事。就这样还是不放过他，反覆抓，他进去了4、5回，折磨了两年，好好的一个小伙子就这样被折磨死了。
   　
   　
   当我被关在劳教所的时候，进来的人就要你写保证不炼了，不写就不让睡觉，那个时候我半夜起来，就能看到在劳教所对面楼上一片红，因为劳教所的制服是橘红色的，她们都是被逼着站在那里，不许睡觉。我书里写到有一个“活死人”刘淑英，在小凳子上冷得发抖，她已经被折磨得像死人一样了，他们还强迫她抄写那个劳教所的23号令，就是劳教人员规范。每天有这么多人受到精神上的折磨，15天不让睡觉，哪一个正常的人受得了？许许多多的人被逼到发疯的境地。任何一个还有点人性的人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这是反人类、反人道的一种对生命的犯罪。 
   　　
   但是这种惨烈因为他们对宣传的控制，外面的人没有人知道，甚至就是在劳教所里的人，可能这个屋子的人都不知道那个屋子发生的事。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强的一种冲动，我必须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为受害人作见证。
   　　
   这个“静水流深”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反迫害的悲壮和它的波澜壮阔，也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看到的，所不知道的。当初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连管教科的科长都跟我讲，你们真是悲壮啊。因为她看到这么多人前仆后继，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请愿，最早的时候不是请愿，是去上访局上访。来一批，抓一批，再来，再抓，永远都没有完没有了，到我放出来的时候，我听到的内部数据，到2001年3、4月份，也就是迫害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有登记在册的，就是去上访过的，有名有姓的，83万人次，还不算有打死也不报姓名的或者没有做登记的。
   　　
   在共产党这种铁腕的高压下，遇到这样强有力的反迫害的抵抗，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也听说或看到很多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比如2002年3月，长春的法轮功学员通过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播出了50分钟的法轮功真相，当时的观众有好几百万人次，他们所受到的震动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了这一次插播，公安局疯狂地抓捕，一次就抓了5000个法轮功学员，在抓捕行动中，当场就打死了六个人。还有的被关了几个月后在监狱里被折磨死了。这种反迫害的悲壮也是大家看不到的，这场迫害和反迫害始终都是“平静地”在进行着。
   　　
   镇压的头一天，当宣传攻势铺天盖地下来的时候，我先生当时讲了一句话，“江泽民疯了”。他讲这句话，一个意思当然是他对这场迫害的不认同，第二层意思实际上是代表他的担心。因为他知道，修炼的人都是很认真的，他知道修炼的人有多少，如果上亿的人跟共产党的铁腕高压对峙起来的时候，那么对社会会不会造成一种动荡？会不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那是谁也不可预料的事。
   　　
   那么现在看到，几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现在被证实迫害致死的已经达到 1650多人，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一起暴力还击的事件。我每次想到这儿，我都想流泪，不是因为我觉得受了很多苦，而是我真的为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忍的精神而感动。清华大学的赵明在团河劳教所被绑在床上用六根电棒电，出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修法轮功的人，如果我不是修善的，警察这样折磨我，我心里的仇恨就能把我毒死。但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虽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反迫害，但是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承受着，去化解这一场大恶，所以我看到的这一切是?静水流深?。
   　　
   还有一层意思也是想与大家分享的，这个宇宙是全息的，人类社会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跟宇宙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相对应的。尤其是进入今年以来，科学家已经发现了，银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巨变，很多新的星球在产生，很多旧的天体看不见了。那么我们人类社会也处在一个巨变的前夕，只是这一切暂时还没有在人类这个表面空间展现出来，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都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在我看来，法轮功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最近大纪元推出了一个《九评共产党》系列，大家也都知道了，开篇的一句话就是迫害法轮功?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我相信中共的命运也是跟每个人的命运都相关的，因为中共的命运也是跟中国的命运相关的，13亿的中国人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的这本书的英文版这个月刚刚出来，首刷就刷了一万本，已经被各个书店都订光了，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次印刷，反应非常热烈，甚至超过出版商自己的预计。我对这种结果并不是感到很吃惊，因为我知道，法轮功的问题一定会在全世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当时我出中文版，给出版社写信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这本书一定会有“卖点”，因为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跟法轮功的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共产党从迫害法轮功的那一天开始，也许真的就是它再次选择自己命运的开始，这一点已经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我英文版的名字叫“Witnessing History”，就是“见证历史”的意思。我们每个人可能是观众也是演员，我们每个人在这历史当中，也有见证这一页历史和书写这一页历史的使命和责任。
   　　
   最后我想说，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跟每一个读者“性命相见”。我是跟每一个生命分享我的生命和心灵历程，同时也是把我对法轮功问题、他与中国问题甚至世界问题以及他更深层的意义的一个思考来跟大家分享。◇
关注郭国汀 支持大纪元
   
   
   3月21日，海外某网站自由发稿区出现一篇匿名文章，指大纪元《郭国汀遭行政拘留 妻儿生活困难》报导失实，向大纪元提供消息的人士则被指“愚弄海外媒体网站”、“恶劣”。
   经大纪元记者进一步与消息来源查证，郭国汀律师遭受的，乃刑事拘留，目前是以“取保候审”形式居于家中，夫人亦失去行动自由。
   也许首先应感谢该文章对“行政拘留”的质疑，这使得大纪元记者得以进一步确认，郭律师所遭受的，乃是更严重的“刑事拘留”。

   文章说郭律师“每天会被押上警车送到检察院受受审”不合逻辑，因“本人实在不明白郭律师要受审为何一定要到检察院去，而不是在法院或公安局，中国那条法律规定这样规定的，或许是本人孤陋寡闻，还请海外媒体能不吝赐教。”
   看来这位作者的确不了解中国法律。中国检察院的职责包括以下两条：
   “对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和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按照中国法律，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的“侦查”终结以后，案件会移交检察院审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这一段时间里，案件由检察院负责，公安机关和法院都不参与。
   对于郭律师银行帐号被冻结的消息，该文说，“被冻结的也只是郭律师的银行帐号，郭夫人有自己的收入，何来‘生活困难，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成了问 题’”？并提到“中国法律规定‘私人财产能神圣不可侵犯’”。
   此 等说法令人不仅质疑该文作者的法律知识，更质疑其是否在中国生活过。中国法律所保障的，到底有多少能得到真正的执行？郭夫人又是根据哪条法律被软禁在家？ 作者未曾参加对郭律师的银行帐号冻结和郭律师的家庭财产管理，又焉知“被冻结的也只是郭律师的银行帐号”，而郭夫人有自己的收入及其它帐号？
   大纪元的进一步报道已指出，郭律师夫人原来虽从事法律工作，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在家里带孩子。失去人身自由和工作的夫妇俩，丈夫更被刑事拘留、面临被判刑的危险，这样的生活，难道还不“困难”吗？！
   在 中共的收买、利诱下，海外为数众多的华文媒体已事实上被操控，大纪元在一片“赤色恐怖”中，敢于承担道义责任，不惧中共淫威，报道国内民众受迫害情况，实 属难能可贵。由于中共的封锁和高压，向海外媒体提供资料和情况的、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人士随时面临坐牢的危险，而中共官方各级机构和办事人员，又无一敢于 或愿意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
   在严厉的信息封锁下，消息的查证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是“人命相天”。该文的作者不谴责中共当局非法迫害郭律师及其夫人 的“恶劣行径”，不抗议中共当局用“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将向海外媒体揭发中共恶行的正义人士致于死地的罪行，反而对大纪元在消息极难确认的情况下将“刑 事拘留”误报为“行政拘留”这样的稍小偏差吹毛求疵，令人憾且痛也！
   最后，笔者想大声呼吁：关注郭律师！支持首先披露郭律师险情的大纪元！ 
   （2005年3月21日）

唾棄中共 迎接新紀元
   
   
   （有悉尼声援百万人退党集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們在此舉行的集會必將永久載入史冊。自大紀元《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發表已來，公開退黨退團人數已超過百萬。在此時刻，數百個華人團體、成千上萬名海外華人正在全球範圍內舉行盛大的遊行和集會，聲援百萬人退黨退團浪潮，響應解體中共的歷史洪流。還有更多的大陸人士，也正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做出歷史性的選擇。 

   　　全球拋棄中共的大浪潮正在和必將改變中國歷史和世界格局。中共建黨、建政以來的殺人歷史，中共特權集團的徹底腐敗，中國社會的嚴重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已經讓中國民眾對共產邪黨徹底絕望。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中共對民眾思想及媒體的長期嚴密控制，大陸的許多民眾對於自由世界所發生的一切知之尚少；西方社會、媒體及政府對於這一壯觀的歷史大潮及其下面更深的歷史潛流，以及其對中國及世界格局可能帶來的影響，亦未有應有的認知。 
   　　不僅如此，某些西方民主國家的媒體、政府及公司對於中共的欺騙手段和將國家恐怖主義輸出到海外的黑幫流氓行徑認識不足，甚至為中共刻意製造的虛假經濟繁榮所欺騙和誘惑，而放棄西方社會的立國之本：民主、自由和人權。 
   　　比如，澳洲外長唐納，屈服於中共的壓力，連續三年每月簽署文件，限製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使館前的和平請願權利。這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 
   　　再比如，歐洲通訊衛星公司迫於中共壓力，一度宣佈中斷新唐人電視台在亞洲上空的衛星信號，使目前唯一一家不受中共新聞檢查、面向中國大陸觀眾的華語電視台面臨在亞洲上空被扼殺的危險。 
   　　中共的黑手已經通過各種方式伸向海外，控制了各國的華人團體和華文媒體。澳洲悉尼和其他國家一些城市的中國新年遊行中，法輪功團體被連續多年排斥在外；幾乎所有有影響力的華文媒體，已被控制收買殆盡，中領館甚至能夠命令這些媒體，在刊登有關某種題材的報導或文章之前，必須將稿件傳真給中領館審閱。 
   　　因此，今天的集會就變得格外的重要。我們必須不斷的作出呼籲和努力，才能使正義的聲音傳得更廣更遠。 
   　　全球審江大聯盟聯盟成立於2003年，宗旨是「彙集一切正義力量，把江澤民送上良心、道義和法律的審判台」。江及其追隨者已經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被起訴。 
   　　可以說，在江澤民之所以能夠藉鎮壓六四妇釞辔唬瑏K在其掌權的十幾年期間，犯下賣國送金、窒息公義、 獨裁謀私、狂貪巨腐、謊言禍國、 封鎖網絡、壓制異議、破壞道德、摧殘善良、 壓制信仰、破壞宗教、 踐踏人權，扼殺民主、群體滅絕、 強立惡法，禍國禍港等諸多反人類、反人道的罪行，包括髮起導致至少一千七百多名法輪功學員死亡的殘酷鎮壓，與他與共產邪黨的互相利用、狼狽為奸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本聯盟將積極推進一切告別中共的活動，支持中國人民告別中共的歷史選擇，並期待能夠在告別中共的中國大陸，將江澤民送上法律的審判台。 
   　　本聯盟相信，這一時刻必將很快來臨。我們正在書寫歷史，擺脫中共的精神控制，昂首邁入新的紀元。 
   　　最後，本聯盟在此呼籲全世界所有的政府和人民，請支持中國人民唾棄中共、渴望自由民主的歷史選擇；請不要被中共所迷惑、欺騙和恐嚇。堅定的站在正義和中國人民的一邊，一個告別了中共的自由民主的中國，才是世界所真正期待的。 
   　　謝謝大家。 
   　　審江大聯盟澳洲分部代表：曾錚 
   　　2005-4-23 ◇

在悉尼紀念「六四」及中國未來研討會發言稿
   
   
   
   　　十六年前，當六四的槍聲令人不敢相信的在北京響起之後，椎心的疼痛之後，是綿綿的無可奈何，繼之以麻木，甚至忘卻。隨波逐流，正是中共當局所希望的。 
   　 　六四十週年之後，另一場屠殺以更加隱蔽、更加持久的方式展開了，目標同樣是維持共產專制的絕對統治。六年來，走過了囚禁、酷刑、逃亡及「因牢成書」之 路，經歷了不能言表的慘烈，和對作為一個中國人才會遇到的特有的苦難的刻骨銘心的體驗，也同時在不斷的思索：這一切是為甚麼？中華民族的未來何在？ 

   　　以下四點是我的初步認識。 
   　　一、 認清中共、拋棄中共 
   　　讀罷《九評共產黨》宏文，第一次徹底認清了中共的本質，也從歷史的角度全面瞭解了中共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最為可怕的是，它對國人思想和精神層面的毒害。 
   　　因此，中國的未來，首先建立在國人對中共本質的認識上。 
   　　其實當今的中國，可以說幾乎是人人都在罵共產黨了；可另一方面，這種對共產黨的不滿卻未能上升到理性和道義的高度，更不能在行為上有所表達和展示。默認、麻木、是非標準的扭曲，仍是許多人的現狀。 
   　　為此，作為生活在已脫離中共紅色統治的海外華人，我們都有責任幫助大陸民眾從理性上認清中共、唾棄中共。廣傳《九評》，可能是一個最有效的途徑。 
   　　目前，退黨巨潮正席捲全球，除了退黨網站上的退黨人數以每天兩到三萬的速度持續增長外，大陸一些城市已出現街頭公開退黨聲明。相信這樣的趨勢會鼓舞大陸飽受共黨專制之苦的民眾，幫助他們擺脫內心的恐懼，漸漸的從心理上到行動上匯入到唾棄中共的歷史潮流中來。 
   　　當這股潮流由小至大，並迅速衝垮中共對人們思想上的殘餘控制時，正邪雙方的力量對比立刻會發生實質性的改變，而那便是中共倒台之日。 
   　　這一天離我們，其實已經很近了。 
   　　二、 清算中共歷史罪行、提倡民族反省 
   　　中共倒台以後，一定要對其歷史罪行進行徹底的清算。這種清算，有思想和精神層面的，也有法律層面的。 
   　　中共在其建黨八十多年的歷史中犯下了纍纍罪行。在每一次遇到生存危機時，都會有「一小撮」黨內或黨外的人被揪出來作為「黨」的罪行的替罪羊而被斗倒或整死，以顯示「黨」的偉大光榮——它總是自己糾正自己的錯铡?
   　　所以，不光是「黨」的罪行被掩蓋著，一切跟隨「黨」行惡的個人，或有意無意之間充當了「黨」的幫兇的民眾，也從來不思反省，只是跟隨著黨掩蓋歷史罪行的種種企圖而隨波逐流，更談不上擁有自我意志、思想，或找到自己生命的價值。
   
   　　清算中共罪行、提倡民族反省不是為了懲罰、洩憤或報復，而是為了徹底擺脫中共的流毒，讓民族的整體道德得到提升。 
   　　只有一個能夠進行自我反省的民族，才能真正長久的立於世界文明之林。 
   　　三、 清除黨文化的影響 
   　　共產黨的罪行不僅僅在於殺了幾千萬中國人，還在於其為了維護其絕對統治而進行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全面破壞。它將共產主義設為國教，將充滿暴力崇拜的黨文化強制灌注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並在文革以後的共產主義理想破產之後，不惜自認流氓，而將國人變成大大小小的流氓。 
   　　空洞的政治宣傳、不講原則的實用主義、物慾至上、「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流氓邏輯及行為準則，……如此種種，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黨文化，毒害著民族的精神，淪喪著民族的道德。 
   　　因此，徹底清除黨文化的影響，是中共倒台之後的另一要務。 
   　　四、 重建民族文化及道德 
   　　建立一個民主、自由、法制的社會，是中共倒台之後的必然走向。 
   　　然而，任何一個社會，除了制度和法律外，一定有更高層面的道德、精神、信仰、文化的人文環境，才是一個健全與和諧的社會。 
   　　中華民族向來有敬天畏神、尊重自然、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傳統。無論在甚麼樣的社會，道德的指引和約束，才能讓個體的生命趨向高尚，讓整體的社會健康發展，並給予人們發現嬲饬x的機會。 
   　　在共產黨幾十年的統治之後，整體社會道德水平的嚴重下滑，已經是中華民族面臨的最可怕的問題。因此，未來中國的重建，也必須將重建道德體系擺於最重要的位置。 
   　　謝謝大家。

 澳洲，请远离今日之“泰坦尼克”
   
   
   
   （在悉尼公众声援陈用林、郝凤军脱离中共集会上的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t is becoming more obvious every day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ip is sinking. Nearly 2 and a half million people have already jumped for their lives from this modern-day Titanic. This is a ship carrying a ‘gangster regime’, a corrupt movement, a harmful and dangerous ‘cult’, so why i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o willing to jump on board and be drowned along with them? 
   中国共产党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这一点已日趋明显。已有将近250万的人为了求生而跳离这今日之“泰坦尼克号”。这是一艘载着一个流氓政权、一个腐败集团和一个危险的邪教的沉船。澳洲为什么要在此时跳上去与他们同沉？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and its government have in their hands the power to help end the Communist tyranny that today is causing immense grief and suffering to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not just in China, but across the world. Ask yourself: “Do they have the right to bring terror into peaceful, democratic countries? Do they have the right to make even those they call ‘comrade’ live in fear and terror? Do they have the right to make these people live their lives torn in half by the need to survive or the duty to their conscience?” 
   澳洲人民和政府有能力帮助结束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无限痛苦和灾难的共产暴政。请问：他们有权将恐怖带入和平民主的国家吗？他们有权让那些被他们称为“同志”的人都生活在恐怖之中吗？他们有权将人们撕裂于良心和生存的需要之间吗？ 
   Mr Chen Yonglin made the claim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1,000 spies operating in Australia today. In my book, Witnessing History, on page 314 there is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ce of a known 1,000 ‘agents’ of Jiang Zemin’s regime who had been dispatched, at great expense to Chinese taxpayers, in the form of journalists, merchants and spies. This was reported back in 2002..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Australia after my detention and my escape from China, even I was suspected of being a spy, sent out here to infiltrate the ranks of Falun Gong. Can you be certain the person standing next to you right now is not a CCP agent? A Queensland man, Ji Yunsheng, has been reported in the media as openly declaring that he was enlisted to spy in Brisbane, and there is documented evidence of many such cases around Australia.
   陈用林宣称，有多达一千多名中共特务在澳洲境内活动。我在《静水流深》中也曾提到江泽民政府为打击法轮功，仅在南加州地区就派了上千特务，伪装成记者、商人等，并且不惜斥巨资渗透和影响当地媒体。这在2002年就已见诸报导。 
   　　我刚逃离中国到达澳大利亚时，也曾被怀疑是特务，是被派来专门监视法轮功的。你能肯定现在站在你身边那个人一定不是特务吗？昆士兰的纪云生先生就曾被要求在昆士兰从事特务活动。有证据显示，澳大利亚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例。 
   Why is it acceptable for a certain section of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in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to live in fear and suspicion, while everyone else is guaranteed a life free of terror? Are Mr Chen and Mr Hao assured of a life free from terror? Why is there diplomatic immunity for some, but not for others? How can the ‘dignity of the mission’ of Chinese diplomats and dignitaries like Mr Chen be protected in writing by Australia’s Foreign Minister ONLY when he is helping to persecute Falun Gong, but not when he bravely chooses to stop? And what is the ‘crime’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hat they are spied upon right under the noses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it because we are misunderstood? Is it because the Australian media sometimes portrays us the way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ants us portrayed? Is it ok for anyone who values spiritual belief over material gain and refuses to use violence against violence to become victims under governments who are only interested in trade? 
   为什么在澳洲，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还 有人必须生活在恐怖和怀疑之中？陈用林和郝凤军能享有免于恐惧的生活吗？为什么当陈用林参与迫害法轮功时，澳洲外长月月签发文件来保证他的“尊严”；而当 他勇敢地选择不再参与迫害时，他就不再享受保护了呢？他们凭什么敢于在澳洲政府的眼皮底下监视法轮功学员？难道是因为人们误解了我们吗？难道是因为我们的 媒体有时像中共的宣传机器一样抹黑我们吗？为什么要使重精神信仰甚于物质利益的人成为只关心贸易的政府的牺牲品？ 
   The Chinese Communist ship is going dow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s unfortunately allowing itself to be caught in the undertow, and will most certainly be pulled under if they do not jump free NOW! The Australian people must think clearly for their government, as its thinking is clouded with false images of a shining economy that is only balanced, like a rotting tooth, ready to cave in at the slightest touch. Keep watching, because soon we will see this might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tumble.
   中共之船正在下沉。如果澳洲不警惕，就将不幸地被卷入其中。澳洲人民必须看清，中国所谓的繁荣经济实际已到了不堪一击的崩溃边缘。密切地关注这一切吧，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经济和政治“巨人”的崩溃。 
   I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ho have a conscience and who care about humanity, to stand up and speak out. Let the voice of justice be heard. 
   Please use all your many small voices and call together for an immediate end to the torture and terror of suppression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not just in China but around the world. 
   我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们站出来大声呼喊。让正义之声广传。让所有的声音汇集到一起并呼吁：立即停止制造恐怖、压制人们——不仅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
   
   2005年6月13日


   
   （2005年5月29日）

澳大利亚，请睁开你的双眼！
   

在悉尼世界难民日集会上的发言
   
   When I first came to this free and peaceful land of Australia, I was an asylum seeker – a refugee. I had already experienced more torment than most Australian people see in their whole lives. For my belief 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I was illegally jailed, tortured and brainwashed, all of which is documented in depth in my book, Witnessing History, kindly published by Allen & Unwin. In this democratic society, this book has allowed the free world to see the one of the most severe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我是作为一名难民来到澳大利亚这块自由而和平的土地上的。在此之前，我经历过的痛 苦折磨比大多数澳洲人一生之中所能看到的还要多。因为信仰法轮功，我被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及洗脑。我非常感谢Allen & Unwin出版社出版我的《静水流深》的英文版Witnessing History，使我能够向自由世界揭露中共的暴行及一场最严重的人权迫害。 

   　 　It has not been an easy road for me. During the 22 months it took for my application to be assessed, I felt like a hopeless soul wandering around in this world with no home, no country, and nobody to turn to in my most difficult times. Especially when my husband was arrested because of me, and my 9-year-old daughter had been left completely alone.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条易走的路。在等待难民申请结果的22个月中，我时常感到无助。我没有家，没有国家，遇到困难时不知该向谁求助，特别是当我先生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而被捕，9岁的女儿被独自留在家的时候。 
   In the wake of the bloody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CCP has once again created a frightening "Yellow Peril” theory, in an attempt to convince the western world that if Chinese people gain democracy, the nation of China will descend into chaos, and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people will seek refuge in the west, thus becoming a menace to the world. This is an insult to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to democracy itself.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制造过一个“黄祸论”，用以威胁西方。他们企图让西方世界相信，民主会让中国陷入动乱，从而使大批难民涌入西方社会，成为一种“黄祸”。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民主的侮辱。 
   　 　Yet who is the world's greatest producer of refugees? The CCP! It holds 1.3 billion people hostage under its rule of terror, and in fact every Chinese person under the CCP regime has a valid and well-grounded fear of being persecuted.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制造者？正是中共！它用国家恐怖主义将13亿人民都挟为人质。事实上，在中共极权下生活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足够的“被迫害的恐惧。” 
   　 　And what is Australia's relationship with this refugee producer? Every cent injected into the CCP regime could actually be used to persecute its own people, thereby producing more refuge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Australia; any economic input will no doubt be turned into a political achievement for the CCP, in an attempt to desperately hold onto its own power. 
   　　那澳洲与这个最大的难民制造者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每一分投向中共治下的中国的钱，都有可能被用来迫害那里的人民，从而为国际社会包括澳洲制造出更多的难民；任何一点外资投入，都毫无疑问地将变为中共的政治资本，使其在延长统治的疯狂挣扎中走得更远。 
   　 　Should Australia become overjoyed at having sold 25 billion dollars worth of gas to China? Should we be elated that China imports one third of Australia's total wool clip? I believe we should be very nervous! Let us see some true figures about the Chinese economy. With the high-growth GDP having become almost the only excuse for the CCP to stay in power, in a desperate effort to maintain the so-called GDP growth, China's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ve been damaged to the point of extreme dysfunction-perhaps to the very verge of total collapse. Many factories in China now cannot operate full-time because of a lack of electrical power. 
   　　澳洲值得为卖给中国250亿天然气而乐不可支吗？值得为中国是澳洲 的第三大羊毛进口国而欣喜若狂吗？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吧！当高速增长的GDP已经成为中共统治中国的唯一藉口时，为维持所谓的高增长，中国的自然 资源和环境已经被破坏到濒于完全崩溃的境地。中国境内的许多工厂已经因能源不足而不能开工。 
   In the past 4 years, China’s stock market has been continually declining and has lost more than half of its value. The ever-growing GDP versus the ever-dropping stock market - which is the true indicator of what’s happening with China’s economy? 
   　　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国的股市一直在下降，已失去了一大半市值。不断增长的GDP和不断下降的股市指数，哪一个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Who knows China best? Could it be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s such as Mr. Chen and Mr. Hao, or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people who risk their lives and spend huge amounts of money to be smuggled out of China? How about the 2.5 million people who resign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because of learning the truth as a result of reading the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CP? 
   　　谁最了解中国？陈用林、郝凤军这样的中共官员，为什么要脱离中共？那些偷渡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离开？250万读过《九评》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宣告退出中共？
   
   　 　Australia, open your eyes and see through the cheating nature of the CCP. Uphold your own dignity, uphold your own principles, support this great freedom movement of Chinese people to abandon the CCP and seek for more human rights.
   　　澳大利亚，睁开你的双眼吧！看清中共的欺骗本质，坚守你的尊严，坚持你的原则，支持中国人民摒弃中共、追求人权的历史选择。
   Do not play a disgraceful role at the critical moment in history when the world’s spotlight is firmly focused on this nation. If Australia maintains its principles and its dignity, and when the CCP is seen for what it is, we will be able to develop a genuinely mutual beneficial trade relation with China!
   不要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此的关键历史时刻，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只有坚守尊严和原则，认清中共的本质，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有益于双方的贸易关系。 
   　 　Don't allow yourself to be puzzled, deceived or horrified by the CCP. The CCP ship is going down. Don't allow yourself to be caught in the undertow and be pulled under. Jump free NOW! 
   　　请不要被中共迷惑、欺骗和吓倒。中共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不要与之同沉，赶快跳离！ 
   　　 
   　 　Soon you will see, by upholding som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umanity, that Australia can not only help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real freedom and peace, but it can also free itself from the anxiety about the number of Chinese refugees coming here -– Chinese people trying desperately to escape the sinking ship captained by the most prolific producer of refugees, the CCP regime, who is even now being abandoned by history. 
   　　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坚守人性的基本原则，不仅会帮助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和平，也能让澳洲不必再为源源不断的来自中国的难民担忧。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制造者，正在被历史和人民抛弃。
   （2005年6月24日

勿為私下的行為而公開地哀痛
   
   

（在支持章翠英起訴江澤民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wrongs which we seek to condemn and punish have been so calculated, so malignant, and so devastating, that civilization cannot tolerate their being ignored because it cannot survive their being repeated." 
   
   「我們所要指控與懲罰的罪行，其策劃之精心，其性質之惡毒，其後果是如此具有毀滅性，以致文明決不能聽之任之。否則，如果這些罪行在今後重演，文明本身將不復存在。 」 
   
   These were the words of Robert H. Jackson, Chief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at Nuremberg which tried Adolf Hitler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以上引自對希特勒做出審判的紐倫堡國際法庭首席檢察官羅伯特. 傑克遜。 
   
   
   Over fifty years after the Nazi persecution, the Global Coalition to Bring Jiang to Justice was formed precisely to prevent their being repeated – to proactively oppose persecution, rather than lamenting it after the event, as happened in this and other global situations. To this end, the largest human rights legal battle since World War Two has been launched, with twenty-two cases having been filed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 submission to the Hague International Court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trial of Jiang Zemin, the ex-CCP leader who instigated the persecution. 
   
   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過去五十多年以後，全球審江大聯盟正是為類似的罪行不再被重複而成立的。我們要盡一切所能反對迫害，而不是等悲劇發生以後再去 悲傷——正如在二戰之中，和其它許多全球性事件上。為制止罪行，一場二戰以來最大的人權訴訟抗爭正在展開，有二十二起針對發起對法輪功的迫害的前中共總書 記江澤民的訴訟已在全世界範圍，包括海牙國際法庭被提交。 
   
   
   Australian law is based on the British Westminster System – the great cornerstone of democratic law. This court where we stand is one of the highest courts in the Australian judicial system. Unlike China, where both leg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are subject to one party’s whim, here in Australia, both systems are meant to operate freely and independently, serving the people—people like Zhang Cuiying, an individual suing the ex-president, and the 610 office, of the one-party system that illegally detained and tortured her. 
   
   澳洲採用的是民主法律的基石——英國威斯敏斯特法律體系。現在我們就是站在澳洲司法體系中的最高法院之一的面前。這裡不是被中共劫持的中國——在 那裏，法律和政治體系都只為一個政黨的狂想服務。在澳大利亞，法律和政治體系都是自由而獨立地運作的，它們只應服務於民眾——像章翠英這樣的公民。她為自 己所遭受的非法關押和酷刑折磨而起訴江澤民和一黨專制的產物610 辦公室。 
   
   But the Global Coalition is very concerned, and it has solid grounds for that concern. It is witnessing th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of Australia effectively seek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 free passage of the democratic legal process. It is seeing an alarming collusion, not just between 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China and Australia, but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same politicians who sit in a democratic parliament, are actually assisting and advising the Chinese in avoiding an embarrassing litigation process — one that seeks justice for genocide, tortur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全球審江大聯盟對澳洲外交部對章翠英起訴案的介入非常關注。我們感到震驚，因為外交部試圖影響民主國家的法律過程，在國會擁有席位的外交部官員居 然為受到起訴的中共官員出謀劃策，幫助他們擺脫這個「尷尬」的法律過程，一個為群體滅絕罪行、酷刑罪和反人類罪尋求司法正義的過程。 
   
   Australia has witnessed a steady stream of Chinese dignitaries visiting her shores to further nurture the trade partnership. In March 2002 we saw the first signing of the banner certificates by the Australia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designed to uphold the dignity of the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who, along with the other visiting dignitaries, continues the long tradition of denying dignity to others. Such as the peaceful Falun Gong who are not welcome to express an opinion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澳大利亞見證了許多為發展經貿關係的中國官員的到來。2002年3月，外交部長唐納簽發了第一份禁止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使館前展示橫幅，以「保護 外交使節的尊嚴」的禁令。殊不知，侵犯他人的尊嚴，正是這些外交官們的長期傳統，比如說，由於他們的壓力，法輪功學員在一個民主國家居然失去了言論的自 由。 
   
   The recent revelations of what is going on, not just in China, but also in Australia, sounds like a surreal, irrational ‘conspiracy theory’. But, unlike democratic countries, Chinese Communists do not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rational logic.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stud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is a perfect example. It was a hysterical reaction to a peaceful situation. Does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its destruction of tradition, culture, and its targeting of different classes, turning families against each other, make any logical sense? The CCP’s suggestion of making Australia a “Great Border Area” of China fits quite comfortably with the previous irrational strategies. 
   
   
   最近所暴露出的一些在中國和澳大利亞所發生的事情，聽起來像是一個過於聳人聽聞的瘋狂的「陰謀理論」。但是，我們必須瞭解，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 家，共產黨做事從來都不符合正常的理性和邏輯，89年的六四大屠殺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摧毀傳統文化、將中國人分為階級、讓家庭成員互相鬥爭的「文化大革 命」也沒有任何理性可言。所以，將澳洲變成中國的「大周邊」的戰略，一點也不比之前所發生的事情更加瘋狂。 
   
   
   The Global Coalition to Bring Jiang to Justice has pledged to ensure that justice is served as much in the courts of conscience and morality, as in the courts of law. For all of these reasons the Coalition fully supports the case of Zhang Cuiying and all the other individuals who are trying to be heard in democratic courts today, so that ones like the Nuremburg Tribunal won’t have to publicly grieve what was privately condoned.
   
   
   「將江澤民送上良心、道義和法律的審判台」是全球審江大聯盟的宗旨。基於以上所有原因，大聯盟全力支持章翠英和所有其他個人在民主國家的法庭上尋 求正義和公正的行為。讓我們希望，像紐倫堡法庭一樣的民主法庭，永遠也不會在歷史的將來，因為曾放棄了對罪犯的追究而不得不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懺悔和哀痛。 
   
   全球審江大聯盟澳洲代表：曾錚 
   
   2005年7月


為陳用林歡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月8日，在陳用林從悉尼中領館出走整整六週後，他們一家三口獲得了澳洲保護簽證。就在頭一天，中共駐澳大使傅瑩曾威脅說，若給予陳用林庇護，將鼓勵更多中國人到澳洲申請避難。 
   　　短短的六週，對陳用林一家來說，不啻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一次公眾集會上，陳用林說：「這一個月我像生活在地獄中一樣。」曾有人抓住這句話攻擊他說，你不是號稱投奔自由了嗎，怎麼會覺得像在地獄之中？ 

   　　如果我們來回顧一下短短的六週中世界範圍內所發生的變化，就不會不理解為甚麼陳用林會感到如此巨大的壓力了。 
   　　陳多次聲稱，他只是一個普通的人，但他嚮往一份自由及不弑匙约毫夹牡纳睿瑸榇耍荒芾^續在中領館這個「監獄」裡充當迫害異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的工具。 
   　 　他5月26日從悉尼中領館出走後直奔市中區的移民局，提交政治庇護申請。原以為能安靜地解決這件事，卻被24小時內的拒絕，可疑人員的追殺及被綁架回中 國的恐懼，而不得不選擇戲劇般地出現在悉尼紀念六四及聲援200萬人退黨的集會上，並令人驚異地公佈了發生在澳洲境內的中共綁架案及多達千餘的特務網絡。 
   　　立刻，媒體嘩然。澳洲國土安全問題、澳洲是否在與中共的交往中犧牲了澳洲的價值理念和國家尊嚴，以至長期被忽視的法輪功學員在澳洲境內 受監控和騷擾問題，一時成了媒體「長期」密集報導的重點，幾乎是「一邊倒」的同情陳用林、譴責特務及騷擾活動的聲音，構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
   
   　 　陳用林事件之所以能「長期」被媒體關注，還在於繼他之後連二接三的更多投誠者的出現及其曝料：原天津610警察郝鳳軍、另一名未公佈姓名的已獲澳洲保護 的原中共警官、加拿大韓廣生、比利時投誠中共間諜，甚至逃至澳洲已近一年卻未被主流媒體充分關注過的學者袁紅冰……這些投誠者所展示給西方的，是一個對內 實行鐵血高壓，對外實行擴張及滲透，並且正全面、迅速走向「法西斯化」的中共。 
   　　於是乎，美國前國防部官員發表言論，稱美國高度關注 澳洲對陳用林事件的處置，美國主流媒體亦發表題為「中國法西斯化的警笛聲」的文章；加拿大考慮修改外國投資法以對付中共間諜，並展開對間諜指控的調查；歐 洲多個國家針對比利時投誠間諜提供的情報進行全面調查；日本不聲不響地發佈了2005年防衛白皮書，除了稱密切注意中國軍艦動向外，還罕見地警告日企投資 中國有風險；澳洲議會則通過一個保護法輪功學員不受騷擾的動議案…… 
   　　這些，只是看得見的直接表現。而作為陳用林事件的「主角」的另一方中 共，則除了發表了一篇五百多字語焉不詳的稱少數人為留在澳洲而「造謠」的不能稱之為報導的「報導」外，根本沒有就此事做出任何反應。因為對於中共來說，陳 用林等官員的「叛逃」，只是由大紀元《九評共產黨》所引發的生存危機及近300萬人的退黨大潮中的幾起突出事件而已。在堵截《九評共產黨》在大陸的傳播尚 力不從心之際，中共已無力向陳用林等人發威——也許除了幾個恐嚇電話之外。 
   　　7月3日晚，大陸25個電視頻道，包括13個中央電視台 （CCTV）頻道，12個省、市級的電視頻道被插播了九評和百萬人退黨的消息。7月7日，中國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闢 謠」說，境外「個別網站」發佈的「數以千計」的黨員要求退黨的消息是「謠言」。 
   　　這也許是中共官方迄今第一次公開回應退黨潮吧。瞭解中共的人士都不難看出，負責為中共招募人員的中組部副部長的「闢謠」，代表了中共對退黨大潮無可奈何的承認，和掩耳盜鈴式的自壯膽氣。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和實質所在。
   儘管倫敦的爆炸案再一次讓世界將目光轉向了恐怖主義活動，但歷史還將一次次地讓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中國——那個被中共劫持著對人民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的國度，以及那個以經濟利益做誘餌，引誘全世界與其行淫的「大淫婦」。
   
   　　世界是一個大舞臺，每個人都既是演員，也是觀眾。在能不能認清中共、最後要不要中共這一歷史性的選擇中，每個人，每個團體都在做出自己的選擇和表演。 
   　 　比如澳洲外長部長唐納。三年前為討好中共而簽發禁止法輪功橫幅的文件，這一次在處理陳用林的事件上，態度亦是曖昧不清，在接受ABC電視台採訪、被正義 的記者逼到「牆角」時，才不得不評論道：「陳用林這樣的案子沒甚麼特殊，每年有1000多名中國人到澳洲申請避難」。不管他的外交辭令說得多少光滑溜圓， 誰都知道，陳用林的案子非常特殊，那麼唐納在這一件事上故意瞪著眼睛說瞎話的表演，也讓全世界都看見了。 
   　　再比如「微笑大使」傅瑩， 第一次微笑著在電視上說出「陳用林回國不會受迫害」後，就在主流媒體的讀者投票「選舉」中贏得了「撒謊大使」的頭銜；7月7日對媒體說陳用林「貪得無 厭」，並威脅如果澳洲給予陳用林保護簽證，將招致更多人效仿後的第二天，澳洲移民局便真的給了陳用林一家三口永久居留權——這真是打在傅瑩微笑著的臉龐上 的一記響亮的耳光。 
   　　按傅瑩的說法，陳用林有吃有喝有官做，還想要自由的心靈，及免於做中共幫兇的命運，就是「貪得無厭」了，這與中 共的「人權就是生存權」的「豬權論」出之一轍；嚇唬澳洲給予陳用林保護簽證會招來更多的效仿者的流氓口吻，則出自六四後中共嚇唬西方，如果給予中國人民 主，中國就會亂，就會給國際社會帶來大量難民的「黃禍論」；處處混淆視聽，將反中共等同於反中國，則更是對中共洗腦術的嫻熟運用。 
   　　為中共效力者都不得不變得如此面目可憎嗎？「微笑大使」傅瑩，有一天是否會有勇氣和智慧步陳用林的後塵？不管怎樣，筆者仍然期待。 
   　 　還有就是澳洲及海外一些中文媒體。如果說在陳用林事件前，這些媒體在某些事情上還有些遮遮掩掩，儘量想保持「公正面目」的話，這一次，在陳用林這件「不 得不報」的事情上，它們卻終於露出了真面目，有的故意「誤報」，如將特務活動的受害人、法輪功學員李迎變成「特務」；有的製造無中生有的消息，如袁紅冰避 難申請被拒；有的即便是用「陳用林一家三口獲保護簽證」做報導題目，卻只用了一句話說這件事，其餘90%以上的篇幅，仍在引用傅瑩前一天已過時的威脅和人 身攻擊，讓人覺得牛唇不對馬嘴。 
   　　這些中文媒體讓人歎息搖頭的表現，反過來卻又印證了陳用林、袁紅冰等人的指稱：通過文化、經濟、教育、傳媒的全面滲透，將澳洲變為中共的「政治或意識形態殖民地」，或「大周邊」，是中共對澳的長期外交戰略。 
   　　只可惜，這是中共的一廂情願。大量的事實和報導已經讓人們看到了中共的陰謀；陳用林出走以來各方力量的角逐和展現，也讓人們看到了，澳洲和國際社會，畢竟還是正義的力量在起著主導作用。 
   　　是的，陳用林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所以作為這場正邪大較量的「焦點」，他有時會感到不勝重負；但是，在歷史的潮流中，他被推動著做出了一個不普通的決定；在「涇渭看分明，人人做選擇」的歷史時刻關鍵，他扮演了一個不平凡的角色。 
   為此，我為陳用林歡呼，為陳用林的妻子、女兒的生命的永遠歡呼，也為澳洲公眾和澳洲政府歡呼。
   
   （2005年7月9日）

读张林“判决书”三致方草
   
   
   
   读了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林的判决书，第一感觉是出离的愤怒，第二感觉是无比的滑稽。愤怒在于它的结论：有期徒刑五年；滑稽在于它的“过程”。
   

   这份“判决书”所列举的“罪名”有：在《博讯》、《大纪元》上发表《盘古乐队——中华民族歇斯底里的怒吼》、《全军覆没》、《不再沉默的火山》等文章，以及接受《希望之声》电台的采访；被煞有介事地列出的证据共有八条：
   
   1、使用计算机及互联网发表的六篇署名文章、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事实”；
   
   2、张林在安徽省电信公司登记上网的协议；
   
   3、张林住所内的电脑主机、显示器及在电脑内发现的大量文章；
   
   4、张林电脑主机硬盘中的DOC文件126个、上网日志、上网网页、邮件31个及境外人员联系电话、电子信箱地址文件，其中特别提到了《<九评共产党>读后感》一文；
   
   5、安徽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出具的网络监控证明书，证明张林在《大纪元》及《博讯》上发表过百余篇文章；
   
   6、张林接受《希望之声》电台采访的录音；
   
   7、安徽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提供的张林在《大纪元》及《博讯》上发表文章的原始网页；
   
   8、蚌埠市中级法院1991年判决张林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判决书。
   
   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荒谬的“判决书”吗？如果电脑的主机和显示器可以成为“犯罪”工具，如果上网和发表文章即是“犯罪”，那几千万的大陆网民都应该是 “预备罪犯”，可以随时予以“批捕”，所憾者，只是不能将海外那些发表“反动”言论的都“缉拿归案”吧！
   
   也许跟那些强盗们论这种道理已经毫无意义。不过这份“判决书”还是让世界又一次“大开眼界”，见证了中共的无耻。应该将它翻成各种语言让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法律界人士都长长“见识”。
   
   
   《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一向视“笔杆子”为其生命力一半的中共，却象被打中了“七寸”一般哑然无声。除了疯狂地加紧封锁，疯狂地再兴文字狱外，已走到生命尽头的邪党，还能有什么招数呢？
   
   从最近对于张林、郑贻春、师涛等人的处置手法，到军方狂人的核武攻美言论；从每隔七分钟便爆发一起的民众抗争，到驱不尽、赶不绝的上访大军；从外逃的贪官，到因付不起学费而自杀的学生；从一个接一个的“怪病”，到一次接一次的“天灾”；……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已坐在火山口上的信号，都在向人们发出越来越明显的警示。其实，历经磨难而仍然保有世所罕见的激越灵魂、勃勃生机及纯粹心灵的张林早已预言：“……想到《九评共産党》的横空出世所激起的全球关注，想到共产党员的退党浪潮，我的的确确産生了一种预感：共产党气数已尽，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
   
   是的，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最“黑暗”的时候，就是转机即将到来之时。
   
   第一次给您写信，就想说“吉人天相”，那是在今年一月，张林“失踪”以后；第二次写信，是为您的“虚惊”；第三次写信，“虚惊”成了“现实”，我却想再一次对您讲：“吉人天相”！
   
   请相信，这真的已经是“在劫难逃”前，中共的最后疯狂。我们不必再对其抱有任何幻想。我相信，以张林的睿智与胸襟，区区牢狱不能奈得他何。处在牢狱之外的您，可能比他更加艰难。
   
   但是，我欣慰地看到，如果说今年一月您“救我夫君”的哀呼中还有些“张皇失措”的话，半年多之后，您的精神和文采，在丑恶现实的磨砺中，却正变得越来越美丽。
   
   请继续向世界传达张林的情况，请继续向世界揭露他所受到的一切不公，也请向张林转达世界对他的问候。
   
   相信吧！我们的精神和心灵，一定能超越这“现实世界”的丑陋和疯狂。用您高贵的心和沉着的目光，静静地蔑视共产邪灵灭亡前的最后疯狂。它没有五年的命了。未来的自由中国将见证，心灵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您将与张林一起，与所有选择了正义和良知的人们一样，无愧于自己的生命。
   对胡锦涛的又一“棒喝”--在悉尼国际法庭逮捕江泽民令发布会上的发言
   
   
   
    我想讲四点吧。
   

   　 　第一，今天非常高兴，我没想到法庭有这么快的进展，一个是传票送达了，一个是这么快就发出了逮捕令。我今天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振奋，甚至还有点震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民间的法庭，而要被逮捕的四个犯罪人原来在中国都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都是不得了的，象江泽民，他是“三位一体”的，党、政、军，他都一起抓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全世界，悉尼国际法庭发出了这个逮捕令，他们是犯罪，法庭要求实行司法协助，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到悉尼受审。这是一个令我非常振奋的、令我非常吃惊的伟大的创举。
   
   　　第二，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是一个修炼的人。上一次我们递出了诉状，我们还没有对民事赔偿的这一部分提出要求。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说，我们不会把人间任何一个人当作敌人，而且从这么多年，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精神或者物质的损失和痛苦，把人类所有的财产加起来都不能弥补这些学员所承受的。那么这个赔偿损失怎么提呢？
   
   　　就说我自己吧，昨天是我婆婆去世一周年，她的死，就是这场迫害直接造成的，从迫害一开始我就反复坐牢。 2002年我向联合国提出控告江泽民，他们把我在国内的先生抓起来，我先生是我婆婆唯一的儿子，对她来说，就是天塌了一样，她从这个打击中一蹶不振，很快就被查出患了癌症，然后就去世了，昨天是她去世一周年，我们全家人都还是非常沉痛。
   
   　　所以说从精神上讲，从我们自己修炼上讲，我们不屑于把这些个犯罪分子当作敌人，我们怎么样仇恨他呀，想把他判多少年呀。因为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跟他不在一个境界当中，他理解不了人类高尚的东西，因为他们的精神太低下了，否则他也不会犯下这么大的罪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呢？这就是我想谈的第三点。
   
   　　因为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员。我觉得作为人类，到今天，对于迫害法轮功的群体灭绝这么一个大的罪行，如果人类社会的法律不能够对此作出一个正义的裁决的话，对人类社会的法律是一个永远的耻辱，对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永远的耻辱。所以我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就象袁红冰大法官刚才讲的，我们有责任为人类社会创造出未来人类历史的辉煌。我们有这个责任让未来的人类看到，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只要坚守心中的正义，我们是有能力为人类奠定一个正义的法律的基础的，为人类的历史开创一个未来的。
   
   　　虽然在今天看来，刚才有人提出，法庭的判决能否执行啊，逮捕令能不能生效啊，确实，表面看来还有很多困难。
   
   　　但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法律，又确实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历史时期，只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是有这个能力为人类的法律开创一个新的篇章的。这也是我们愿意作为原告参加、愿意支持悉尼国际法庭的原因。
   
   　　第四点，我刚才看到了，这个逮捕令有一条，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虽然是非法的，但胡锦涛事实上还是占据了现任国家主席的职位，所以要求他来执行、配合这个逮捕令，我认为这是一个智慧之举，这也反映了这一阶段的一个声音。
   
   　　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很多人在向胡锦涛喊话：“神和人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作为胡锦涛来说，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被邓小平指定为隔代接班人，他确实应该明白，他在继承了共产党给他的权力的同时，他也同时继承了共产党这么多年杀人的血债。
   
   　　我非常希望他能够认识到这些，他有没有必要去背负共产党80多年历史中屠杀8千万人的血债？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他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他可以选择把共产党解散了，让人民来清算共产党的罪恶，那么他就可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流芳千古。
   
   　　我希望胡锦涛能够看一看《九评共产党》，能够认识到作为这个共产党，《九评》里下的结论是非常确切的，它就是一个外来的邪灵，它是寄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也是寄附在胡锦涛身上的，他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共产党根本就不属于他生命的一部分，就算他想救它，他是救不下来的，这是天定的历史的规律。
   
   　　大家也看到了网上的报道了，中国境内，贵州，发现了一块石头，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亡”，这块石头是两亿多年前产生的，500多年前裂开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共产党，作为你不信神的人，你一个小小的胡锦涛，你想来跟天意来抗争，可能吗？
   
   　　去年大纪元网站发起退党运动的时候，有人觉得要是有10万人退出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那么我们今天已经420万了。为什么呢？它是顺着天意走的，它就能走下去，如果它不是顺着天意走的，走到一定时候就走不下去。
   
   　　所以我希望胡锦涛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大的方面说，他能够做出选择，把共产党解散了，能够让人民来清算共产党的罪恶。许多人跟他说，他现在登高一呼，他有能力另立新党也好，他能在未来的中国参加选举也好，他都可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流芳千古；那么小的方面他可以选择配合悉尼国际法庭的逮捕令，把这四个被告人逮捕起来，那么他同样也是做了一个伟大的智慧的选择。
   
   　　但是同时，如果他认识不到这一点，他还迷恋于已经处于灭亡边缘的共产党所能够给他的那么一点权力的话，他自己会给自己选择一个非常悲惨的未来，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个逮捕令上也说了，他以后会为他的渎职罪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我希望胡锦涛真的能够看到这一点：神和人民给他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我希望这个逮捕令上对于胡锦涛来说，是大家向他发出的不断的喊话中的又一个强有力的“棒喝”，希望他能够从被共产党的权力所迷惑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为自己的生命和历史负责。现在时间对他来说真的不多了，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他喊醒。
   
   2005年9月10日

李敖可别“一语成谶”
   
   
    
   
   从来就没喜欢过李敖，哪怕是他最 “火”的时候。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书时略翻了翻，就看不下去了，从此再也没对李敖感过冒。

   
    
   
   这几天关于李敖的报道实在太多了，不小心又看了几篇。看到他最新的“清华”演讲，不得不叹道：这个以骂出名的文人，从此已不值一骂矣！
   
    
   
   先来看他的一段说辞：“现在没有人敢打我们中国了，我在这里公开和大家说，只有一个党能够做到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
   
    
   
   “大家以为我喜欢骂人，不晓得我也喜欢捧人，该属于谁的就是属于谁的，我必须说刚才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看到这些，说是不想“骂”他，一句民间常用的骂人话还是自己就从脑子中蹦了出来：“这真是不要脸到姥姥家了！”
   
    
   
   从十九世纪的外强侵入开始，到六十年前的抗日战争胜利，哪一次“没有人敢打我们中国了”是由共产党领导实现的？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民众由于中共的洗脑宣传会相信是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话，身在台湾的李敖，该不会不知抗战是由国民党打下来的这基本事实吧？现在倒是“没人敢打我们中国了”，可江泽民还没等人打，就自动送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给俄国，倒真是“只有一个党能够做到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
   
    
   
   李敖还说，“中国人没裤子穿从唐朝就开始了，叫共产党负责任负到唐朝未免远了点。”以此理论，李敖为什么要大骂国民党？难道是叫国民党为唐朝人没裤子穿负责吗？
   
    
   
   两天前，李敖还在北大大谈“自由”，两天后却在清华宣称：“我告诉各位，如果有可骂之处我会骂，大家发现我不但没有骂共产党，我现在放弃了我自己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
   
    
   
   网上有人说，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出了“尺度”后，“在宾馆，被人家血淋淋地‘轮奸’了两个晚上！一句一字地教他，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不能讲。哪些话讲了，就要‘坚决封杀’他以后的讲演，哪些话讲了，就要‘活生生’地扯断他和凤凰卫视的‘缘分’。于是乎，李敖成了一个惨遭轮奸的瘫倒在床的可怜的‘慰安妇’！ ”
   
    
   
   观李敖通篇清华演讲，不得不相信以上言论，尤其是他还来了一句：“外面谣言说我和凤凰的情缘已尽。我告诉大家，胡扯！”——他对失去与凤凰的“情缘”的担忧，那真是有眼睛的都看见了。
   
    
   
   再来看看新华网对李敖“文化之旅”的报道。标题之一：“李敖清华大学演讲 赞中国共产党令国人摆脱外辱”。这篇报道因李敖的“政治正确”而对他大加赞赏；
   
    
   
   标题之二：“北大师生冷眼热眼看李敖”。这篇报道说：“李敖这位被媒体热烈追捧的文化名人，似乎在北大的校园里并不是那么被人尊崇。”这当然是因为李敖在北大讲了几句“党”听着刺耳的话。
   
    
   
   但无论怎么样，以李敖在新华网上所占据的“热热闹闹”的位置，可以看到“党”在目前阶段多么需要李敖这样“骂才出众”的小丑来装点门面。在撒出大把纳税人的血汗钱高规格接待这个既会 “骂”，又会“捧”的“高级”文痞时，中共当局却将郑贻春、张林这样的真正的文人和勇士投入大牢。内外交困、恶贯满盈的中共，培养出李敖这样的“盛世名流”，无非是要用他继续放出障人眼目的烟雾罢了。
          
   看来，世上之邪，真是无出中共之右者。虽然没看过李敖以前的文章，但以他不惜坐牢也要开“骂”的胆量，好歹也应该算是个人物。一经中共“调理”，怎么就这么下贱不堪了呢？
     天灭中共，这已经是定数了，所以也只能为李敖惋惜。他在清华还说了一句：“我已经年过70了，我已经等不久了。”
   唉，但愿这句话不是李敖即将为中共陪葬的“一语成谶”。坐牢也要开“骂”的胆量，好歹也应该算是个人物。一经中共“调理”，怎么就这么下贱不堪了呢？
 天灭中共，这已经是定数了，所以也只能为李敖惋惜。他在清华还说了一句：“我已经年过70了，我已经等不久了。”
   
       唉，但愿这句话不是李敖即将为中共陪葬的“一语成谶”。 
         
   2005-9-24


